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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Brand Image of 

Domestic Cosmetics on Consumers' Buying Intention 
Hongrui Ma1     Kelvin C. K. Lam2*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llege,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3106710137@qq.com 

 

Abstract 

Foreign brands have good brand images in China and occupy a certain market share. This 

paper selects the brand image of domestic cosmetics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brand 

resonance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product involvement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and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re used 

to issue questionnaires to domestic cosmetics consumers to explore domestic product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osmetics brand image on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will help Chinese domestic cosmetics brands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s by improving brand image. 

 

Keyword: brand images; brand resonance; product involvement;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 

 

国产化妆品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马宏蕊 1    林正杰 2*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3106710137@qq.com 

 

摘要 
国外的品牌在中国国内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本文选取中国国

产化妆品品牌形象作为自变量，品牌共鸣作为中介变量，产品卷入度作为调节变量，消费者

购买意愿作为因变量，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向国产化妆品消费者发放调查问卷，探究中国国

产化妆品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得到的结论将有助于中国国产化妆品品牌

意识到通过改善品牌形象来提升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重要性。 
 

关键词：品牌形象；品牌共鸣；产品卷入度；消费者购买意愿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化妆品是中国零售行业中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消费品，尤其是对于女性消费者而言，化妆品

的重要性更胜一筹。根据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资料显示，2018年中国化妆

品行业的市场销售金额突破4100亿元，比2017年增长12.3%。按照化妆品市场销售规模来看，

中国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然而，从市场平均规模来看，中国人均化妆品的消费金额却远

远处于全球落后水平。因此，未来中国化妆品行业及市场的发展空间极大。尽管中国化妆品行

业及市场的发展空间极大，但是中国化妆品市场的竞争格局却呈现出较为畸形的局面。何小云

（2012）的研究提到现阶段海外化妆品品牌在中国化妆品市场中有着非常广的客户基础，市场

竞争力非常强，如欧莱雅、雅诗兰黛、海蓝之谜等品牌。这些海外化妆品品牌拥有强大的品牌

形象及优秀的研发能力，促使其在中国市场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占领了一定比例的市场空间与

份额。当然，在市场竞争的推动下，国产化妆品品牌在近年来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张与发展，

如珀莱雅、丸美及百雀羚等国产化妆品品牌借助于高性价比优势，在化妆品行业中树立了自身

的品牌形象。根据知名机构智研咨询的研究观点，未来化妆品行业的市场竞争主要依靠品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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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竞争，良好的品牌形象决定了消费者对品牌的整体感知，品牌形象在消费者购买意愿及决策

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中国国产化妆品品牌形象与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对

中国国产化妆品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2 研究目的 

本文以国产化妆品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国产化妆品品牌形象、产品卷入度、品牌共

鸣与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助于中国国产化妆品品牌认识到通过改

善品牌形象来提升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重要性。 

1.3 研究问题 

本文一共包括四个研究问题： 

第一中国国产化妆品通过加强树立其积极良好的品牌形象，是否能够加强消费者的品牌共

鸣感？ 

第二消费者对国产化妆品品牌有更多的个人依附感时，是否会有更强烈的购买意愿？ 

第三中国国产化妆品能否通过加强树立其积极良好的品牌形象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 

第四当产品卷入度提高后，品牌形象对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是否会加强？ 

1.4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本文分析中国国产化妆品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弥补了当前学者

对中国国产化妆品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的研究不足。同时，在本文的研究中，还引

入了品牌共鸣作为中介变量，产品卷入度作为调节变量，研究所得到的结果观点有助于丰富化

妆品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的研究成果。实践意义：本文的研究从消费者角度作为出

发点，分析中国国产化妆品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并且分析品牌共鸣的中介作用

和产品卷入度的调节效果，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将有助于中国国产化妆品品牌意识到通过改善品

牌形象来提升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重要性。 

 

2. 文献综述 
2.1 品牌形象 

国内外学者对品牌形象的概念进行了不少的研究与探讨。胡媛媛（2018）提出品牌涵盖了

企业、产品的具体要素信息，能够象征企业或者产品。Divyasre (2019) 研究认为品牌是粘合客

户忠诚度的重要指标，通过品牌可以增强与客户之间的粘性。Saxena and Dhar (2017) 研究认为

品牌形象是在针对特定细分市场并定位服务或产品的背景下制定更好的战略营销决策的基础。

Dirsehan and Kurtulus (2018) 研究认为，品牌形象就是指产品功能、特征等多个方面的象征，体

现了产品的多个方面。李清欢（2019）研究认为，品牌形象是指在特定时期内，消费者民众对

特定某个企业或者产品的态度、判断和总体印象。本文选择的品牌形象概念采取李清欢（2019）

的研究成果，即品牌形象的概念是指消费者对企业或者商品的态度与印象。 

从当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量表来看，王洋（2015）将品牌形象分为五个维度的衡量标准概

括较为全面，而且相较于Hsieh（2002）和 Ataman（2006）等人，其量表是在贝尔模型和何小

云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产化妆品品牌发展实际而做出的探讨与总结，更加针对贴合化妆品这

一行业，更为适用于本文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在设计品牌形象量表时借鉴王洋（2015）的品

牌形象研究量表。对于这一研究量表中的五个维度，企业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和企业员工对企业

整体的印象和评价，张宝诚（2011）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评分将企业形象分为热忱、令人振奋、

干练、魅力、精实这五个构面，其中振奋和干练两个形象因素最为凸显，鉴于本文研究对象是

国产化妆品，因此问卷设计中选取了热忱维度中令人愉悦、振奋维度中的具有创新性、干练维

度中的可信赖、魅力维度中的高质感这几个问题选项，精实维度中的吃苦耐劳和艰苦卓绝这两

个选项并不符合化妆品研究的需要，因此本文并未采纳。 

2.2 品牌共鸣 

共鸣本来是心理学层面的一种概念，对品牌共鸣而言，其是管理学与心理学之间交叉的研

究结果。Keller (2003) 认为品牌共鸣指的是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共同认可程度。张宇（2008）

提出品牌共鸣是企业的品牌与消费者在心理层面形成的共同反应，也代表了消费者对企业品牌

的认可程度。Divyasre (2019) 提到品牌共鸣指的是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一种粘合度，这种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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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说明品牌共鸣越强。贾明明和胡旺盛（2019）研究认为品牌共鸣为消费者对品牌的一

种感官体验。Raut et al. (2020) 通过研究发现，品牌共鸣是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和消费者与企业

品牌的联系程度，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射。本文选择的品牌共鸣概念采取Raut et al. (2020) 的研

究成果，即认为品牌共鸣是指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和消费者与企业品牌的联系程度。 

Keller (2008) 从品牌共鸣的概念作为切入点，首先介绍品牌共鸣的概念，其次将品牌共鸣

分为行为忠诚度、社区归属感、态度依附以及主动介入四个方面的维度，最后对这四个方面维

度采用相应的题项进行衡量与介绍。本研究在构建品牌共鸣研究量表时，借鉴Keller (2008) 的

研究量表。 

2.3 产品卷入度 

产品卷入度概念的提出时间非常早，Bloch (1981) 根据价格、对消费者的重要性、购买所

涉及的风险水平和耐用性等特征将产品分为高卷入度产品和低卷入度产品。Traylor (1983) 将产

品卷入清晰地定义为，某些产品类别或多或少对于消费者个人的生活、自我的态度、认同感，

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产生的影响。Goldsmith and Emmert (1991) 研究认为，产品卷入度

指的是消费者对某个商品类别所葆有的有热情、感兴趣并因该类产品变得兴奋的感觉。高价格

的、重要的、涉及风险的和自我表现的产品一般是高卷入度的，这类髙卷入度的产品经常需要

消费者付出时间与精力成本去购买；与之刚好相反的，即是低卷入度的产品。本文选择的产品

卷入度概念支持Goldsmith and Emmert (1991) 的研究观点，即产品卷入度是消费者对某个商品

类别所葆有的有热情、感兴趣并因该类产品变得兴奋的感觉。 

魏华和黄金红（2017）对产品卷入度的衡量是在个人涉入量表的基础上进行地改进，采用

了“该产品的评论内容是我关注的、该产品的评论内容对我有价值、该产品的评论内容是我所

需要的、我愿意花费心思研究该产品的评论内容”这四个问题对产品卷入度进行了测量，这比

原先学者对产品卷入度的测量量表更加精确和全面，使得对这一变量的衡量更加有效，所以本

研究在设计产品卷入度研究量表时借鉴魏华和黄金红（2017）的产品卷入度研究量表。 

2.4 消费者购买意愿 

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衡量量表进行不少的探讨，各个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对消费者购买意愿进行量表设计。Fishbein (1967) 认为意愿是从事或开展某一特定行为的概率，

消费者购买意愿就是指消费者购买某一商品或者体验某一服务的可能性，因此，从这一角度而

言，意愿代表了消费者的一种态度，由其态度来预测其行为走向。Schiffma and Kanuk (2000) 的

研究观点也认可了前面学者的结论，认为消费者购买意愿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可能性。林振旭

（2007）以网络购物行业作为研究案例，研究认为消费者购买意愿是消费者做出购物决策的倾

向性，这个倾向性的高低就是购买意愿的高低。Hurgobin et al. (2020) 以服装行业作为研究案例，

研究认为，消费者购买意愿是指消费者购买某一商品或者服务的意向程度，是反映消费者购买

的重要倾向性指标。Zeren et al. (2020) 研究认为，消费者购买意愿是指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倾向

程度。本文选择的消费者购买意愿概念支持林振旭（2007）的研究观点，即认为消费者购买意

愿是消费者做出购物决策的倾向性，这个倾向性的高低就是购买意愿的高低。 

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衡量量表进行不少的探讨，本文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衡量

量表，借鉴魏永浩（2014）的研究成果，从消费者对品牌的青睐程度、是否会向朋友推荐购买、

当需要时是否会立刻购买、有经济条件是否会购买四个方面对消费者购买意愿进行相应的衡量。 

2.5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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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研究架构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2.6 研究假设与推论 

Aaker (1992) 研究认为品牌形象是消费者非常关注的一方面内容，消费者对品牌形象的重

视，会成为其购买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品牌形象是会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影响。王

洁和张晓霞（2018）以便利店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便利店品牌形象的良好程度是影响消费

者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贾雯（2019）以服装行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消费者对服

装行业品牌形象的重视程度非常高，服装品牌形象越好，则市场附加值越高，消费者购买意愿

也会越强。因此，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1：中国国产化妆品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杨健平和马书明（2015）研究认为，商品品牌形象的树立会使得消费者对其的好感得到增

强，即能够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共鸣感。因此，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2：中国国产化妆品品牌形象对品牌共鸣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Holt (2004) 发现品牌共鸣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建立品牌与消费者

之间的共鸣心理能够显著地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来促进商品的销售。霍维亚（2017）通过

研究发现，品牌共鸣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消费者对商品品牌的共

鸣越强，则其越倾向于购买该商品。因此，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3：品牌共鸣对消费者购买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马向阳等（2016）首先从理论层面阐述品牌共鸣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并且还分析介

绍品牌共鸣在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中的作用。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研究样本，利用

数据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品牌共鸣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品牌共鸣的提升有助于增强消费者购买意愿；而且品牌共鸣在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

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4：品牌共鸣在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魏华和黄金红（2017）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产品卷入度的作用，其研究认为，产品卷入度是

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而且产品卷入度也会成为调节变量在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

意愿影响中发挥相应的作用。朱丽叶、袁登华和张静宜（2017）以实证研究方法对产品卷入度

的调节作用进行了验证，从验证结果来看，产品卷入度的调节作用是成立的。杨烨（2019）的

研究结论也证实了产品卷入度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5：产品卷入度在中国国产化妆品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中起重要的

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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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变量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3.1.1 品牌形象 

操作性定义：品牌形象是指在特定时期内，消费者民众对特定某个企业或者产品的态度、

判断和总体印象（李清欢，2019）。 

衡量：衡量量表借鉴了王洋（2015）的品牌形象研究量表：包括企业形象、产品形象、使

用者形象、营销形象、服务形象五个维度，共24个题项。 

3.1.2 品牌共鸣 

操作性定义：Keller (2003) 研究认为品牌共鸣体现了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共同认可程度，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程度。 

衡量：衡量量表借鉴了Keller (2008) 的研究量表，包括行为忠诚、态度联结、社区感和

积极参与四个方面，分为9个题项进行测量。 

3.1.3 产品卷入度 

操作性定义：Goldsmith and Emmert (1991) 研究认为产品卷入度指的是消费者对某个商品类

别所葆有的有热情、感兴趣并因该类产品变得兴奋的感觉。 

衡量：衡量量表借鉴了魏华和黄金红（2017）的产品卷入度研究量表，共4个题项。 

3.1.4 消费者购买意愿 

操作性定义：消费者购买意愿就是消费者购买某一产品或者某种服务的主观概率 (Dodds, 

1991)。 

衡量：衡量量表借鉴了魏永浩（2014）的研究量表：包括是否愿意购买、能否推荐朋友购

买、购买产品所获得的价值、购买的概率四个方面，共4个题项。 

3.2 调研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具体操作为研究者

借助于淘宝、天猫等电子商务平台的化妆品使用交流分享微信群组秉承随机抽样原则向选购国

产化妆品的消费者发放本文的调查问卷，统计分析法为在问卷调查获得研究样本数据的基础上

分析化妆品消费者对国产化妆品品牌品牌形象、产品卷入度、品牌共鸣以及购买意愿之间的数

据，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对各个变量的关系进行论证研究。吴齐殷等人（2018）提出很

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设计都是借由横断研究的设计用于讨论一些现象，比如探索性描述性的研究

往往就是借用横断面研究。横断面研究的优点是最为简便省钱，最适合描述取向的研究；但缺

点是无法捕捉社会进行的历程与变迁。所有的变相都只有单一时间点的测量，因此很难在变量

间建立现实的次序，以至完全排除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共变现象。 

3.3 样本选择及数据收集 

本文研究对象为化妆品消费者，研究总体为全部的化妆品消费者。对于问卷调查的发放，

将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发放模式。根据Israel (1992) 母体容量为10000时，当置信水平设定

在95%，样本量应不低于385。为了保证回收的样本量达到385的最低容量水平，本文通过线下

和线上渠道分别发放四百份问卷。 

本研究线下问卷发放400份，在家人的帮助下选择在青岛市流动人员最多的华润万象城、

百盛购物中心和凯德广场三个商场，向选购国产化妆品的消费者发放本文的调查问卷。线上问

卷发放400份，借助于淘宝、天猫等电子商务平台的化妆品使用交流分享群等微信群组向选购

国产化妆品的消费者发放本文的调查问卷。为避免出现同一个人反复参与问卷调查的情况，本

研究在发放线上问卷时在安全与权限中选择防重复填写，即同一IP地址、同一台电脑或手机只

能提交仅此一份调查问卷。本研究共发放800份问卷，回收487份问卷，其中线下回收97份，回

收率为24.2%；线上回收390份，回收率为97.5%。这主要是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下问

卷的便利性大打折扣，所以线下问卷的回收率远远低于线上。经剔除问卷调查结果填写不完整

以及问卷调查填写结果一致的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调查问卷449份，计有效回收率：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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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分析 
4.1 回归分析 

从表一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回归分析模型的R2为0.567，

Adj. R2为0.563，说明品牌形象及个体特征可以解释消费者购买意愿变化的56.30%。回归分析

模型的F检验值为147.952，对应的P值小于1%显著性水平，说明回归分析模型在统计意义上是

显著有效的。品牌形象的回归系数为0.600，回归系数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说明品

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本文的研究假设1。同时，回归模型的DW

值为1.641，处于合理区间，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5，说明

回归模型的各个变量之间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品牌形象对品牌共鸣影响的回归分析结

果来看，回归分析模型的R2为0.586，Adj. R2为0.582，说明品牌形象及个体特征可以解释品牌

共鸣变化的58.20%。回归分析模型的F检验值为159.820，对应的P值小于1%显著性水平，说明

回归分析模型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有效的。品牌形象的回归系数为0.533，回归系数通过了1%

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说明品牌形象对品牌共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本文的研究假设2。

同时，回归模型的DW值为1.852，处于合理区间，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各变量的

VIF值均小于5，说明回归模型的各个变量之间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品牌共鸣对消费者

购买意愿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回归分析模型的R2为0.573，Adj. R2为0.571，说明品牌共

鸣及个体特征可以解释消费者购买意愿变化的57.10%。回归分析模型的F检验值为151.324，对

应的P值小于1%显著性水平，说明回归分析模型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有效的。品牌共鸣的回归

系数为0.549，回归系数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说明品牌共鸣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本文的研究假设3。同时，回归模型的DW值为1.701，处于合理区间，

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5，说明回归模型的各个变量之间也不

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4.2 中介作用分析 

从表一回归作用分析结果来看，模型2的R2为0.567，模型2的Adj. R2为0.563，说明品牌形

象及个体特征可以解释消费者购买意愿变化的56.30%。而模型3的R2为0.638，Adj. R2为0.635，

比模型2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说明品牌形象、品牌共鸣及个体特征可以解释消费者购买意愿

变化的63.50%。模型3的F检验值为183.239，F检验值对应的P值小于1%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

3也是显著有效的。品牌形象和品牌共鸣的回归系数析分别为0.328和0.286，并且通过了1%显

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说明品牌共鸣在品牌形象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符

合本文的研究假设4。同时，模型2中品牌形象的回归系数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模

型3中品牌形象和品牌共鸣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说明品牌共鸣在品牌形象影响

消费者购买意愿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4.3 调节作用分析 

从表一调节作用的分析结果来看，品牌形象与产品卷入度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212，并

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而且模型4的R2比模型3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且模型4也

通过1%显著性水平下的F检验。同时两者交互项的VIF值低于5，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因此，本文认为，产品卷入度在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符合本

文的研究假设5。 

表一 本文总表——各作用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系数 VIF 系数 VIF 系数 VIF 系数 VIF 

（常量） 2.345***  1.056***  1.013***  0.979**  

性别 -0.058 1.005 -0.024 1.007 -0.021 1.008 -0.018 1.009 

年龄 -0.080 1.005 -0.060 1.008 -0.051 1.009 -0.047 1.010 

学历 0.032 1.001 0.035 1.001 0.028 1.009 0.028 1.011 

收入 0.013 1.002 0.007 1.002 0.005 1.031 0.004 1.065 

购买频率 0.018 1.003 0.008 1.003 0.004 1.003 0.002 1.009 

品牌形象   0.600*** 1.005 0.428*** 2.040 0.318*** 3.971 

产品卷入度     0.193*** 2.076 0.236***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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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项       0.212*** 4.151 

R2 0.033 0.567 0.628 0.659 

Adj. R2 0.026 0.563 0.624 0.656 

F 检验值 5.082** 147.952*** 175.392*** 206.381*** 

DW 值 1.712 1.641 1.634 1.619 

备注：模型 1、模型 2、模型 3和模型 4的因变量均为消费者购买意愿；***代表 P值小于 0.001，
**代表 P 值小于 0.01，*代表 P 值小于 0.05。 

数据来源：数据统计分析软件。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研究结论： 

品牌形象与品牌共鸣、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品牌共鸣与消

费者购买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可知品牌形象对于建立品牌共鸣和提升消费者

购买意愿的重要性，正如杨建平和马书明（2015）研究所得，树立良好的商品品牌形象会增强

消费者对其的好感，进而提高消费者购买此产品的动机。因此如何在消费者心中建立一个正面

且受认同的品牌形象，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关键课题。此外，品牌形象除了会直接对消费者

购买意愿有所影响外，也会通过品牌共鸣而间接对消费者购买意愿有所影响，也就是说当消费

者与品牌之间产生更多的品牌共鸣时，品牌形象将更能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这与马向阳等人

（2016）和霍维亚（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还有，品卷入度越高的产品，消费者会花费更多

的时间与精力去收集产品的相关资讯，因而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越显著。这与魏

华和黄金红（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 

5.2 研究建议 

本文建议对策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提升国产化妆品牌的品牌形象。可以拓宽国产化妆品品牌的宣传面，借助互联网、网

红平台宣传国产化妆品品牌，利用一些知名网红进行流量推销使得更多的消费群体了解国产化

妆品品牌。同时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道，利用线上渠道增加客户流量，为国产化妆

品带来销售收入，借助线下平台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国产化妆品品牌。 

二，增加国产化妆品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以提高品牌共鸣。可以尝试线上与线下平台，和

消费者进行产品推广与互动会，培养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群体，对国产化妆品品牌形成共鸣感。 

三，增强产品附加值以增加消费者与国产化妆品的产品卷入度。国产化妆品要增加产品的

研发投入，对化妆品进行持续的研发，增强化妆品的功能作用。确保产品的质量可靠，建立质

量可控的保障体系。 

5.3 研究局限性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研究对象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是以国产

化妆品作为研究对象，国产化妆品与其他的消费品具有一定的差异与区别，而且国产化妆品的

消费群体以女性为主，因此，本文研究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消费行业有待商榷。另一方面，

变量相对较少。本文的研究变量选取了品牌形象、品牌共鸣和产品卷入度，除上述变量外，还

有其他很多变量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影响，但本文没有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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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reen consumption gradually appears in people's vision. But many consumers 

still stay in the level of consciousness about green consumption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sumers'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confidence-action model. Through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and green 

perception value attitude on green purchase, and how face consciousness regulates the above 

relationship. The expected result is that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has an impact on green 

purchasing intention through green perception value, and people with high face consciousnes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prosocial behavior. Based on the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we hope to 

enrich the researches of China's local consumer behavior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promote green products. 

 

Keywords: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green perception value,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face awareness. 

 
1. Introduction 

In recent decades,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been Attracting a lot of 

attentions, but the sacrifice behind the "brilliance" is the environment. Especially in haze, land 

desertification, shortage of resources and energy, and global warming, which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Moreover, people have become more concern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ly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t has become a global 

consensus to control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se,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1960s,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n emerging markets, most of researchers 

focus on people how to effectively promote green consumer behavior and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s are very fruitful, but considering China's unique culture, the concept of face, 

emphasizing human sentiment, and the concept of pomp, extravagance and wasteful behaviors 

often appear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is seems to be contrary to the connotation of green 

consumption. People are wondering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can promote 

consumers' green buying behavior?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mbine the relevant knowledge of psychology and consumer behavio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ce awareness,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green 

perception value and green consumption intention, and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its effect, 

hoping to solve Green development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our country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relevant decision-mak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consumers' green buying 

behavior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arious factors from a psychological level. Hope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extended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green marketing market for 

enterprises. Specifically, it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questionnaire,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overall overview of consumers' green 

buying behavior, and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consumer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green buying behavior; (2) Combining psychology and consumer behavior to expl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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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green perception value, and green purchasing 

intention. On the basis of relevant research, construct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is article,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green buying behavior, and find out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3)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of this article, which can help the 

government to contro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nterprises. Carry out green market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2.  Literature review 

2.1 Green consumption concept 

Regarding the definition of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Zhang (2017) star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She proposed that cogni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activity or 

process of cognition, that is,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rocess of the brain [33]. After 

receiving the information, simplify and process first, and then form a concept for judgment. 

Brian (2001) proposed that green consumption awareness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2].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refers to consumers' mastery and understanding of natur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refers to consumer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Xiao (2015) proposed that many people simply understand green perception as the 

understanding and purchase behavior of a certain green product, and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green perception requires consumers to be concerned about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while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28]. Carry out in-depth thinking,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save resources. Ye (2019) believes that green cognition not only includes 

knowledge about green consumption, but also has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and recognize, and 

eventually rise to behavior [29]. Therefore,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perception of green 

consumption is not only the consumer's understanding of green consumption knowledge, but 

also the consumer's own awareness of the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he awareness of green 

consumption. 

2.2 Green perception value  

The concept of green perceived value comes from perceived value,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69. Kotler (1969) proposed that the level of consumer satisfaction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consumer perceived value. People have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mer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or improving the deficiencies within the enterprise can no longer retain customers, [17] 

but to produce products that consumers want. Later, marketing master Peter Drucker proposed 

in 1954 that what customers buy and consume is not products but value, which is the prototype 

of perceived value. The scholar Michael Porter (1985) pointed out that "competitive advantage 

ultimately comes from the value that the company creates for customers that exceeds the cost 

of the product itself [19]. If the price of the product provided by the company can be lower than 

its opponent but has the same benefits, or it can provide more than other products. The unique 

value of the opponent has more than compensated for the high price, so the company has a 

relatively competitive advantage." Zeithaml (1988) formally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perceived value, that is, consumers' overall evaluation of product utility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of income and payment [31]. He believes that the producer cannot control the consumer's 

perceived value,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consumer's inner feelings.  

2.3 Green purchasing intention 

Intention refers to a behavioral tendency, which is a variety of mental activities that an 

individual takes place before his behavior occurs. In terms of the occurrence of a specific 

behavior,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tronger the intention,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that people 

are willing to complete the behavior, and they are willing to make more efforts for this (Fishbein 

& Ajzen, 1975). From the above definition,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stronger the intention 

of people to implement a certain behavior, the higher the possibility of actual behavi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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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2019) believes that intention refers to the willingness of an individual to perform a 

certain behavior without external influence [8]. As for the definition of green consumption 

intentions, there is no uniform conclus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Most scholars believe that 

green purchasing intentions refer to consumers' tendency to implement green consumption and 

willingness to make certain efforts for green consumption. Lin (2019) pointed out through 

research that green consumption intention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subjective norms of green 

consumption, [14] intuitive control of green consumption, and green consumption attitudes, 

which in turn affect consumers' actual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Yu (2001) believes that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refers to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urchase green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the purpo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 pollution reduction [30]. 

2.4 Face Consciousness 

Lin (2002) pointed out that face is deeply rooted in Chinese society. I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al behavior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2]. Face is 

psychological, not physiological. It is the most delicate standard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 Goffman (1995) pointed out that 

face is the positive social value that others think they should obtain when they are recognized 

by others in a specific social interaction [7]. Whether a person has face or not depends on others' 

evaluation of himself. Zhai (2006) believes that face is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after impression modification in order to cater to a certain social circle [32]. Wan 

(2018) believe that consumers' face is the need for consumers to show their self-identity by 

groups and society through some consumption activities [21]. Li et al. (2006) have constructed 

the concept of consumers' face [13]. The purpose of consumers to buy some products is to 

protect, enhance or save face. What they mainly care about is the symbolic value of products 

[3]. To sum up,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face is mainly the positive social evaluation consumers 

hope to get from others in their consumption activities, so as to obtain psychological satisfaction. 

 

3.  research method 

3.1 Research frame diagram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on green buying 

behavior. The research framework is as follows: 

 
Figure 3.1 Research framework diagram 

Source: compiled by this research 

3.2 Variable measurement and research hypothesis 

3.2.1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and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Bandura believes that cognition is the basis of behavior, and that the subject's cognition, 

environment, [10] and behavior are mutually independent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Kefu, 

2013). Cognition is the product of an individual's mental activity, and it is the process of storing, 

coding, reconstructing, forming concepts and making judgments about the information during 

the activity. The change of behavior does not happen overnight. Most individu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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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follow the knowledge-belief-behavior model, in which cognition is the basis of 

behavior change (Westbrook et al., 1991).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model [25], Ye (2019) 

studie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green cognition and green emotion on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29]. The research divides green cognition into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percep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individual 

green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green cogni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onsumer behavior. Zhang (2012) also divides the perception of green consumption into 

three dimensions [34], namely percep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knowledge of 

green products, and awareness of green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green consumption awareness has a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tention of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the knowledge of green products has no direct effect on the purchase behavior. 

Zhang (2017) adopted a broad cognition definition [33], and defined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as the psychological activity of consumers’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green 

consump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is related to 

consumer values and green consump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effect among consumer behaviors. Bagozzi (1981) confirmed through research 

that the perception of green consumption wil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s [1]. This article proposes hypotheses: 

H1: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will positively influence green purchasing intention. 

H1a: Green consumption knowledge will positively affect green purchasing intention; 

H1b: Green consumption awareness will positively affect green buying intention. 

3.2.2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and green perception value 

Dao (2016) explored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by combing the 

literature [4]. He decomposed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green consumption into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conscious processes. The cognitive process centers on green attitudes,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value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cultural factors. 

Cogni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a cognitive activity or process of cognition, and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a complex series of memories, synthesis, and 

judgments of green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related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by consumers based on the previous content. These processes will create an 

impression on consumers’ psychology,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and improve (Zhang 

& Sun, 2015). Fred (1989) pointed out that the perception of green consumption mainly 

include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Perceived green value is the 

perception of value that consumers get after comparing what they gain and what they lose from 

green products and services [6]. Therefore, perceived green value is subjective. When 

consumers’ awareness of green consumption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that is, consumers are 

willing to actively understan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form an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9], believing that green consumption is their own obligation and can 

even sacrifice some personal interests. And put forward the hypothesis: 

H2: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will positively affect green perception value 

H2a: Green consumption knowledge will positively affect green perception value; 

H2b: Green consumption awareness will positively affect green perception value 

3.2.3 Green perception value and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Green perception value refers to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f green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med 

by consumers after measuring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green products and services (Zhao & 

Ai, 2017). Lee (2020) found through research on green cosmetics that consumers’ perceived 

green valu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urchase intentions [11]. Zhang (2017) found 

that consumers’ perceived value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ir intention to purcha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their research on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cyclical and perishable. Mackinnon (2016) construc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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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perceived value, green trust, and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based on 

perceived value theory and trust theory [15].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both green 

perception value and green trust have an impact on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and green 

perception value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trust and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As a symbol and symbol of green products [18], it can show that consum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can convey a sen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to others (Li & Yu, 2021). A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gradually gains 

popularity among the people [20], consumer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s also rapidly 

increasing as the environment is gradually deteriorating. 

H3: Green perception value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3.2.4 The mediating role of green perception value 

In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belief-behavior model, cognition is the foundation. Individuals use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acquired to think [22], and after they rise to beliefs, they generate 

positive values and change individual behaviors (Feng, 2019). Wang, (2015) expanded the 

model on this basis. They believe that consumer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havior generally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model [23], but it does not follow this path alone. Cognitio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havior, but also have an indirect effect on behavior by 

influencing beliefs. Wasim (2020) also reached a similar conclusion through values-attitude-

behavior. He believes that green perceived value can be used as an intermediary to influence 

green buying behavior [24]. In summary,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green consumption awareness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s [26], but also influence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s through green perceived value.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hypotheses: 

H4: Green perception value play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green perception and green 

purchasing intention. 

3.2.5 Face awareness and green buying intenti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at faces awareness affects consumer behavior is the theory of impression 

management. People have the psychology of actively spreading positive impressions when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The motivation of impression management will make people restrict 

their behaviors in accordance with social norms recognized by others, sometimes even willing 

to sacrifice one's own interests to get a good impression of others. (Goffman, 1955) And China 

is a typical collectivist society. Chinese people value the opinions of others more. Therefore, 

people with high face consciousness will care more about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products. 

Scholars such as Yu (2020) studied how use context and price level adjust the influence of face 

awareness on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green products, and found that face awareness will affect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green products in an open context. Wu et al. (2015)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27]. 

They divided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values on people into independent self-construction and 

dependent self-construc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ones are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And 

collectivist cultur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consumers’ dependent self-construc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green buying behavior. De et al. (2015)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personal self with lower face awareness, the personal self with higher face awareness is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try ecological behaviors, and that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in-

group identification are important for ecological consumption behavior. Will have an impact, 

face awareness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face consciousness on consumer behavior has more theoretical support. Based on 

the reading of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divides face awareness into two dimensions, namely, 

gaining face and maintaining face. Make the following assumptions: 

H5: Face awareness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and 

green buying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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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 Face awareness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green perception value and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4.  Data analysis 

4.1 Questionnaire recovery 

This article collected a total of 584 questionnaires online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tar software, 

of which 546 were 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38 in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deleted.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accounted for 93.5% of the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The 38 deleted 

questionnaires are mainly sample data with inconsistent answers to repetitive questions, 

answering time less than 30 seconds, and answers to one value. Because there are 34 questions 

in this questionnaire, it is less likely to be answered carefully in less than 30 seconds, so these 

questionnaires are deleted to avoid interference with subsequent research. 

4.2 Hypothesis test 

This article mainly uses the method of establish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verify the direct 

effect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nd the method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to verify the 

moderating effect: 

 

Table 4.1 Direct effect 
   Standardization S.E. C.R. P 

M <--- X .977 .035 27.833 *** 

Y <--- X 0.717 0.585 1.983 .027 

Y <--- M 0.784 0.618 -2.484 .008 

Note: X stands for green consumption perception, M stands for green perceived value, Y stands 

for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It can be seen from Table 4.1 that the three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are all positive numbers 

values are all less than 0.01. It shows that green consumption percep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green perception valu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green consumption percep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green perception value. It can be seen that H1, H2 and H3 in this article are all valid. 

 

Table 4.2 Mediation effect 
    Bootstrap  

   
estimate Bias-Corrected CI

5% 

result 

    Lower Upper  

M <--- X（direct effect） .663 .468 5.889 *** 

Y <--- M（direct effect .184 .188 .272 *** 

Y <--- X（direct effect） .245 .739 10.295 *** 

Y <--- X（indirect effect） .498 .432 .615 *** 

Note: X stands for green consumption perception, M stands for green perceived value, Y stands 

for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It can be seen from Table 4.2 that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between the variables are both 

significant,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that is, H4 is established. 

 

Table 4.3 Moderating effect 

 

 M1 

P 

   M2   

Beta t VIF  Beta t P VIF 
 

Constant  253.295 .000 4 Constant  .47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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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Centralization 

.514 10.509 .000 
4.268 

T 

Centralization 

.392 5.956 .000 3.105 

 T 

Centralization 

.457 9.339 .000 
3.029 

M 

Centralization 

.240 3.641 .000 4.335 

 
Interactive 1 .181 4.965 .000 4.559      

 Interactive2      .126 3.464 .001 3.541 

R2 

 .929     .925    

Adj 

R2 
 .932     .929    

F  24.650***     26.452***    

 

It can be seen from Table 4.3 that the interactivity 1 and 2 are both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and 

the change in the R-square is also significant, indicating that face awareness will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impact of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green perception value and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5.  Research result 

5.1 Research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many scholars, this article uses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green 

perception value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and face awareness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and conduct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abo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alyze and test the 

hypotheses put forward, and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s consumers’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and green perception value increase, their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s will increase; 

green perception value has a direct intermediary role in green consumption perception and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face awareness will positively regulate green consumption percep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n perceived value and green purchase intention. 

5.2 Research contribution 

First of al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conom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residents' 

wealth, various unreasonable consumer behaviors are increasing. Consumers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green consumption, which will lead to different consumption behaviors.  And 

people's consumption behavior will not only be affected by cognition, but also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so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is actually more complicated.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of green consumption cognition and green perception value 

on the intention of green purchase behavior.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will help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better guide people to green 

consumption. 

Secondly, this article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truly understand consumers’ green 

consumption perceptions and green buying behaviors in some regions of my country, and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various variable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dig deeper 

into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s of various variables. Which helps to discover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consumer behavior. 

Finally, this article serves as an empirical stud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green consumption 

perception, green perception value, and green purchase behavior intention. The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mpanies to carry out green 

marketing and expand the green product consumer market. And this article creatively uses face 

awareness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which will help companie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hat is, 

how to use face to improve consumers' purchasing intentions for green products, thereby 

promoting the actual occurrence of green buy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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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occur at any time, and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can cause pain for employees,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ir health, and ultimate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 on employee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ree variables, 

negative work rumination, work engagement and resilience, and establishes a new theoretical 

model for discussion.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randomly 

distribute questionnaires on the internet, then collect them, conduct data analysis, and finally 

draw conclusions. The hypothesis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interpersonal conflict positively affects 

negative work rumination, and negative work rumination negatively affects work engagement. 

Resilience ha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interpersonal conflict and work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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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组织领域中，人际冲突随时都在发生，而人际冲突会造成员工痛苦，进而影响到员工身

健康，最后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本文主要是探究人际冲突对员工自身以及组织有什么样的影

响，所以本文引入消极工作反刍、工作投入和心理弹性三个变量，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模型进行

探讨。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网络上随机发放问卷，然后进行回收，进行数据分析，最后

得出结论。本文的假设是人际冲突正向影响消极工作反刍，消极工作反刍负向影响工作投入，

心理弹性在人际冲突与工作投入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人际冲突、消极工作反刍、心理弹性、工作投入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冲突是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无处不在，已经遍布各个领域，比如在心理学、营销、

组织行为等领域(Wall & Callister, 1995)。冲突的种类有很多，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冲突、种

族冲突、信仰冲突、思维方式冲突等等。冲突产生的原因也有很多，在营销领域中，顾客和销

售人员会因为对产品或服务的理解不同而产生分歧；销售人员之间可能因为竞争关系产生冲突，

也可以说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在组织行为领域中，冲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有关于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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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现象，另一种说法是当一方阻碍了另一方的利益或企图阻碍另一方的利益时，冲突已经开

始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为了保证组织的长远发展，必须要依靠员工。有的组织采用奖励制度，努力工作就会有回

报，诱发员工产生发自内心的积极状态，但也有可能带来员工之间的恶性竞争；有的组织对员

工的身心健康不管不顾，一昧的对员工进行压榨，长此以往，企业的员工会不愿意工作，甚至

排斥工作。而工作投入对于组织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组织提高利润 (Demerouti & 

Cropanzano, 2010; Macey & Schneider, 2008)。工作投入的员工常常会有新的思路，也会主动产

生学习的行为，Bakker, Demerouti and Lieke (2012) 研究发现，工作投入与主动学习呈正相关关

系，工作投入水平高的一些员工比起另外一些员工更加尽职尽责。所以组织需要抓住重心，促

进员工与组织的共同发展，工作反刍就是组织当下应该关注的。工作反刍其实是一个中性词，

是表现出员工的真实情绪反应，自己本身没有消极和积极之分，但是它会随着员工心中所想的

而发生变化。工作反刍是指专注于工作经历，在工作时间之外还常常沉浸于或重复回想以前的

工作经历 (Frone, 2015)。前人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消极工作反刍，因为痛苦的经历与悲惨的遭

遇总是难以忘记的，特别是心眼比较小的一类人，心里放不下，一闭上眼全都是痛苦的回忆。

如果员工有这一类特质，那么员工就会渐渐的不想工作，甚至排斥工作，这不仅对员工自身有

害，还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而除此之外，还有积极的工作反刍，当员工在组织中有愉快的工

作经历，就会产生积极的工作反刍，长此以往，员工会逐渐喜欢上工作，会更加努力的工作，

因此，本文研究消极工作反刍是非常有必要的。只要当组织中的人际冲突减少，组织内部和谐，

员工都有积极的工作反刍，那么企业就会发展的更好。 

1.2 研究目的 

人际冲突在组织中已经是普遍现象，而员工会由于人际冲突而感到难受与痛苦，这样对员

工来说是不利的。在工作场所中，人际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在员工的工作时间中，25%到 50%

的时间会产生人际冲突，而解决冲突需要花费上级 30%到 42%的时间 (Zhang & Huo, 2015)。员

工在遭受到领导或同事例如冷漠相对、嘲讽、诋毁、辱骂等不公平对待时，会导致员工感受到

难受与痛苦，不仅会影响到员工自身以及工作，还会阻碍企业的发展。同时员工作为组织的核

心力量，其自身与组织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本文研究人际冲突对员工自身和组织有什么样的

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整理国内外的资料发现，人际冲突大部分与文化、反生产行为等有关，本文是以发生

在组织领域中的普遍现象展开，探究人际冲突对员工、组织产生什么影响。通过本文研究，具

体分析出人际冲突对消极工作反刍、消极工作反刍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同时讨论出员工的心理

弹性有什么样的作用，消极工作反刍是否介导了人际冲突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从而了解到

人际冲突会对组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供企业家与学者们进行参考。 

1.3 研究意义 

经过整理文献，本文在人际冲突的基础上，引入其他变量，构建出新的理论框架，应用了

情感事件理论与持续性认知理论，拓展了对人际冲突的研究思路，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些

帮助。在工作反刍上，本文提出了双面性，也为未来研究的学者展现不一样的思路，对积极方

面的工作反刍搭建新的桥梁。 

在实践上，工作中的人际冲突是难以避免的，本研究通过会导致探讨人际冲突可能带来员

工消极工作反刍，从而导致工作投入降低，来帮助企业管理者理解员工在遭受人际冲突后工作

投入度下降的逻辑。同时也引导企业管理者关注员工自身的身心健康，多重视培养员工的心理

弹性，这样可以减少人际冲突的不良反应，为企业的永续经营带来帮助。 

 

2. 文献探讨和假设发展 
2.1 理论基础 

情感事件理论是指在工作环境中有积极或消极的工作事件产生，这些工作事件会引发个体

的情感反应，情感反应会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的态度与行为。情感事件理论有两条路径：第一种

是情感驱动行为，第二种是态度驱动行为 (Weiss & Cropanzano, 1996)。比如，员工在工作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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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很大的工作压力时，员工就会烦躁不安，心浮气躁，会产生不好的情绪，那么这种不好的

情绪，就可能导致员工做出一些不利于组织的事情，像工作倦怠、反生产行为等。 

持续性认知理论是指持续性认知可能带来有益的结果，也可能不会带来有益的结果，主要

取决于所思考内容的价值和思考时的心境 (Watkins, 2008)。比如，人的抽烟行为，如果个体持

续性的意识到抽烟有害身体健康，那么个体就可能对抽烟产生抵触，会引导个体以后不抽烟，

那么对于个体的身体健康而言是一种好的结果。 

2.2 人际冲突对消极工作反刍的影响 

人际冲突是在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学术界对此的观点分化成为两派，

Schmidr and Kochan (1972) 认为冲突为包含竞争意图的独立现象，例如故意阻碍他人目标的达

成等。Thomas and Schmidt (1976) 认为应将冲突看作一个由一系列冲突事件组成的动态过程，

例如一方感知到另一方的阻碍，冲突过程就开始了。Thomas (1992) 指出了这一术语的两个广

泛用途。第一种是指个人内部不相容的反应倾向，例如，行为冲突，在行为冲突中，一个人必

须选择是否采取特定的行动方针，或角色冲突，其中一个人必须在几组相互竞争的角色需求之

间作出选择。第二种用途是指不同的个人、群体、组织或其他社会单位之间发生的冲突；因此，

术语是人际冲突、群体间冲突、组织间冲突和国际冲突。在这里，我们将重点放在第二种用途

上 (Thomas, 1992; Wall & Callister, 1995)。Barki and Hartwick (2001) 汇总了人际冲突的构思研究，

提出了“人际冲突是指发生在相互依赖方之间的一种动态过程，是当双方感知到相互意见分歧

且目标的实现受阻时，反映出负面情绪的过程。”该定义归纳出人际冲突的三大属性：意见分

歧 (disagreement)、负面情绪 (negative emotion) 和干涉行为 (interference)，它们分别反映出人际

冲突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三方面的不同要素，同时它们也是与冲突发生的情境紧密相连的

(Barki & Hartwick, 2004)。有研究指出，成为人际冲突的目标通常伴随高水平工作不满意感，从

而导致旷工、沮丧等反生产行为 (Frone, 2015)。 

反刍思维最初由于在抑郁症患者身上的高出现率而受到学者的关注。这些反刍聚焦在抑郁

想法及相关症状的表现上，被称为抑郁性反刍 (depressive rumination)，是一种非适应性的反应

风格，属于个体特质 (Nolen-Hoeksema, 1987)。反刍的定义有许多种，其中最广泛的是将反刍

定义为围绕未完成目标的一组想法，即使需要这些想法的环境要求没有出现，这些反复性的想

法也会产生 (Martin & Tesser, 1996)。由于人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职场压力，如时间压力、工作

量大、职场冲突等，导致员工下班后还会继续思考工作相关事务，这使得员工无法有效地从身

心层面脱离工作，研究者开始关注非工作时间与工作相关的反刍，将反刍研究延伸到职场领域

(Cropley, 2003)。Brosschot, Gerin and Thayer (2006) 将持久认知广义的定义为一个或多个应激源

认知表征的重复或慢性激活，认为持久认知就是工作反刍，所以在测量上也使用持久认知量表。

工作反刍是指无意中启动的、保存的思想，没有明显的外部暗示，反过来又阻碍恢复，增加身

体的某些症状、焦虑和抑郁 (Cropley & Purvis, 2003)。Cropley and Zijlstra (2011) 将工作反刍定

义为在工作之外思考与工作相关的问题和事件的倾向。员工可能会反复思考重要项目的截止日

期，一项未完成的任务，即将召开的会议，或者他们可能会持续地思考直线经理或同事对他们

说过的负面事情。Cropley and Zijlstra (2011)还提出三种工作相关的反刍：情感反刍、问题解决

沉思、脱离。情感反刍是一种认知状态，情感反刍的特点是有侵入性的、普遍的和反复的想法

出现，注意力主要指向与工作相关的感受 (Nolen-Hoeksema, Wisco & Lyubomirsky, 2008)。问题

解决沉思，在情感方面是负性的，是指为了解决方案的进一步推动，对解决问题的方法持续性

的思考(Pravettoni, Cropley, Leotta & Bagnara, 2007)。在脱离工作方面，指的是在精神上远离工

作和在非工作时间内避免与工作有关的反刍的能力 (Cropley, Michalianou, Pravettoni & Millward, 

2012)。有学者指出，当人们难以脱离工作时，他们往往会被与工作有关的消极思想所占据

(Sonnentag, 2018)。 

人际冲突是在工作中来自同事、主管或他人等人际间的不友善对待，包括被忽视或者被沉

默以对，被当众羞辱，说话时被恶意打断，以及在工作中与他人发生争执等(Spector & Jex, 

1998)。根据情感事件理论，工作中的事件会引发个体的情感反应，会进一步影响到人的行为

(Weiss & Cropanzano, 1996)。当员工在组织中遭受到人际冲突时，员工可能会被嘲笑，甚至被

羞辱，这对员工来说是负面的工作事件，因此会引发员工负面的情感反应。比如消极工作反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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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反应，员工会专注于这些痛苦或悲惨的经历，无法自拔，还会引起员工在

深夜偷偷哭泣等行为。因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1：工作中的人际冲突正向影响员工消极工作反刍 

2.3 消极工作反刍对工作投入的影响 

Lodahl and Kejner (1965)第一次提出工作投入的定义，将工作投入界定为是指员工对其工作

心理的一种认同程度或工作在心目中的重要程度。Lawler and Hall (1970) 则认为工作投入是员

工认为工作是否影响自己的形象，与自尊有关。换句话说，如果员工认为工作能给自己带来更

好的形象，那么员工就愿意或主动积极的去工作，员工就会有更高工作投入度。Rich et al. 

(2010) 根据前人的研究发现，工作投入不仅仅是单维度概念，而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是体现出

员工在工作中的表现，是连接员工的人格特质、组织因素和工作绩效的完美构念。Schaufeli, 

Salanova and González-Romá (2002) 从其他的角度对工作投入进行定义，认为工作倦怠和工作投

入是可以联系或者独立的，但并非是两个极端，只是觉得可以存在某种关系。将工作投入建立

在幸福感的维度上，分为两个维度：快乐和激发。在组织中，如果有员工的快乐程度和激发水

平太低，则说明工作倦怠，如果员工的快乐程度和激发水平高，则说明工作投入。经过推导后，

Schaufel ea al.(2002) 认为工作投入是具有专注、奉献与活力的三个特征，且与工作有关的积极

情绪与状态。Chughtai and Buckley (2008) 认为活力是工作投入的身体方面，他认为较高的活力

水平表明个体愿意在工作中投入精力，在面对困难时，能保持毅力，不容易变得疲倦。专注是

工作投入的情感方面，是指把心思都花在工作上，在工作中投入一颗真诚的心，奉献精神表明

个人在工作中的心理参与以及认同工作是有意义的 (Schaufeli et al., 2002)。后来的学者提出，

工作投入的活力维度，可以加深个体的认知过程，以此来刺激个体的主动行为 (Parker, Bindl & 

Strauss, 2010; Parker & Griffin, 2011)。根据拓展—建构理论 (Fredrickson, 2001)，积极的情感（如

喜悦，兴趣和满足感）具有暂时扩大人的思想与行动范围并建立其个人资源（从身体和智力资

源到社会和心理资源）的能力。例如，喜悦通过创造玩耍和创造力的冲动来拓宽资源。兴趣是

另一种积极的情感，它激发人们探索，吸收新信息和新经验并不断成长的欲望 (Fredrickson & 

Losada, 2005)，所以工作投入的员工会表现的更好，因为在工作中他们会经常有积极的情感，

并且愿意接受新的经验。 

消极工作反刍是指专注于消极的工作经历，并在工作时间之外仍沉浸于或重复的回想那些

消极的工作经历，消极工作反刍也是一种持续性的负面情绪反应 (Frone, 2015)。而工作投入是

一种与工作相关的、积极的工作状态 (Schaufeli et al., 2002)。根据持续性认知理论，持续性认

知可能带来有益的结果，也可能不会带来有益的结果，主要取决于所思考内容的价值和思考时

的心境 (Watkins, 2008)。当员工有消极工作反刍时，说明员工常常沉浸于过去某些痛苦或悲惨

的工作经历，无法自拔，长此以往，员工可能会害怕去工作，甚至会排斥工作，所以会影响员 

工对工作的积极状态，减少对工作的投入。因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2：员工消极工作反刍会负面影响工作投入 

2.4 消极工作反刍对人际冲突与工作投入的影响 

有学者发现，工作投入与主管对工作绩效的评价呈正相关 (Bakker & Bal, 2010; Halbesleben 

& Wheeler, 2008)，工作投入的员工经常会拥有积极的情绪，快乐的人对工作中的机会更加敏感，

对他人的付出更积极，乐于助人，并且更加自信和乐观。而人际冲突是在工作中受到来自同事、

主管或他人等人际间的不友善对待，包括被忽视或者被沉默以对，被当众羞辱，说话时被恶意

打断，以及在工作中与他人发生争执等 (Spector & Jex, 1998)，这是属于负面事件的一种，对员

工来说，会让员工感到痛苦。消极工作反刍是指专注于消极的工作经历，并在工作时间之外仍

沉浸于或重复的回想那些消极的工作经历，消极工作反刍也是一种持续性的负面情绪反应

(Frone, 2015)。有研究表明，当工人在工作中面临高水平的工作需求和压力时，他们在非工作

时间内脱离工作时遇到更大的困难 (Cropley & Purvis, 2003; Sonnentag, Binnewies & Mojza, 2010; 

Sonnentag & Fritz, 2015)。此外，在苛刻的工作环境中，人们往往被要求施加各种类型的自我控

制（例如，停止冲动行事，抑制情绪的表达或限制注意力远离干扰）(Sonnentag et al., 2010)。

Watkins (2008) 认为, 反刍究竟是产生建设性还是非建设性的结果, 取决于反刍思维是帮助了还

是阻碍了朝向目标的进程。工作反刍，虽然一般定义并不限制其状态，但反刍通常被视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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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的过程，涉及对经历过的负面事件或情绪的重复思考 (Watkins, 2008; Whitmer & Gotlib, 

2013)。 

通过情感事件理论可知，负面的工作事件会引起员工的负面情感反应，而负面的情感反应

会让员工产生不好的行为 (Weiss & Cropanzano, 1996)。当员工遭受到工作中的人际冲突时，员

工的就会感到痛苦与难受，而人最难忘记的就是悲惨与痛苦的经历，因此会引发员工负面的情

感反应，导致员工产生消极工作反刍。而后员工会通过消极的情感反应会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

比如说员工常常想起工作中被人嘲笑，被人凌辱，那么员工就不会想去工作，对工作产生抵触

的情绪，甚至完全排斥工作，导致员工自身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也就是会减少对工作的

投入程度。因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H3：消极工作反刍在人际冲突与工作投入之间有中介作用 

2.5 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 

心理弹性 (resilience) 的定义最早是来源于物理学的启发，Lazarus (1993) 认为心理对某些事

件的弹性和金属的弹性相似，也能够在热胀冷缩的情况下发生变化。心理弹性是指面对压力或

创伤时的积极适应 (Luthar, Cicchetti & Becker，2000)。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弹性概念，在学界上

尚未有一致而确切的概念。回顾以往大量相关文献，不同研究者对心理弹性的定义有不同的偏

重，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能力性定义、结果性定义和过程性定义。第一种能力性定义，心理

弹性是个体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特质或能力，即人们处在压力情境或困难时，能发展出合适的积

极的应对策略，它着重关注心理弹性的本质。Cicchetti and Garmezy (1993) 主张心理弹性是个体

自身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够使个体在面对压力刺激时恢复和采取相应行为来适应环境，是

一种适应性品质，是个体所具有的特征。Wagnild and Collins (2009) 认为心理弹性是一种人格

特质，能促使个体在压力和挫折情况下积极适应。第二种结果性定义，强调把心理弹性看作一

个结果，即个人在遭受威胁或创伤后依然能保持积极的适应性的一种结果。心理弹性是即使在

重大灾难或危机下，却仍然产生适应性的、发展良好的结果和现象 (Masten, 2007) 。第三种过

程性定义，强调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认为心理弹性是一个系统的，能够根据环境和自

身进行动态调节的适应过程。有的学者专注于研究保护因素与危险因素的作用过程，主张心理

弹性是个体在重大的压力或生活威胁下的心理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是动态的，包含了各自

因素的互动，他们各自发挥功能并相互作用，为个体成功适应环境提供动力机制 (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 

Richardson (2002) 将心理弹性定义为：一是在压力和逆境中能良好应对的能力，二是能够

从压力和逆境中得到积极的成长。Connor and Davidson (2003) 认为心理弹性是个体一种良好适

应过程，并指出它是一种个体有效应对负面生活事件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也对心理弹性做出

解释，它是个体通过保护性因子来降低危险性因子带来伤害的结果，是一种积极适应过程。

Tugade and Fredrickson (2004) 则认为心理弹性较强的个体能够从压力事件或逆境中获得积极的

情绪。 

心理弹性是指个体所具备的一种能力或者品质，它能够使个体承受住高水平破坏的同时，

还能减少破坏带来的不良影响，是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Campbell-Sills & Stein, 2007)。情感事

件理论是指员工在工作中遭遇的情感事件会影响员工的情感反应及行为后果(Weiss & 

Cropanzano, 1996)。根据此理论可知，负面事件会引起负面的情感反应，负面的情感反应会造

成不好的行为，所以我们可预测工作冲突会正向影响消极工作反刍。基于情感事件理论，不同

的性格员工在面对负面事件时，所作的反应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员工具备积极的人格特质，而

这种人在面对负面的工作事件时，可能会减少其带来的不良影响 (Weiss & Cropanzano, 1996)。

而当员工心理弹性很大时，会大大增加员工的承受能力，同时还能降低因负性事件产生的不良

影响。反之，员工则会表现出承受能力很低，会因为负性事件而产生负面的影响，甚至会越陷

越深，加重负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H4：心理弹性在人际冲突与消极工作反刍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 

 

3.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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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情感事件理论与持续性认知理论为基础，为研究人际冲突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

以消极工作反刍为中介变量，以心理弹性为调节变量，构建了如图一所示研究框架图。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变量的衡量 

对人际冲突的衡量，本文采用 Spector and Jex (1998) 编制的人际冲突量表，一共有“在工

作中，他人常常与我发生争执”、“在工作中，他人常常向我叫嚷”、“在工作中，他人常常粗鲁

对待我”、“在工作中，他人常常对我做恶意事件”四个题项，用于测量员工在工作中与他人冲

突的情况，有较好的信效度。 

对消极工作反刍的衡量，本文采用了 Frone (2015) 编制的消极和积极工作反刍量表

(NAPWRS) 中的消极工作反刍分量表，一共包含“在下班后，我仍会想起消极的工作事件”、“在

下班后，我也会被工作中的消极方面所困扰”、“即使我离开工作，也会回想到工作中发生的坏

事”、“即使我离开工作，也不断思考工作中发生的消极事情”4 个题项，具有很好的信效度。其

实对工作反刍的测量量表有很多，但是前人的研究有局限性，只探究了负面的工作反刍，而本

文的观点是工作反刍具有两面性，因此那些测量方式与本文不符合，选择使用 Frone (2015) 编

制的量表。 

对工作投入的衡量，本文采用了 Balducci, Fraccaroli and Schaufeli (2010) 编制的简版工作投

入量表(UWES-9)，一共有三个维度，每个维度三个题项，共 9个题项。例如活力维度中的“在

工作中，我感觉到自己迸发能量”、“在工作中，我感觉到自己坚强和充满活力”、“当我非常努

力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高兴”。对工作投入的测量量表有 5 个，但在本文的定义中将工作投

入划分为三个维度，因此合适的量表只有两个，分别是 Schaufeli et al. (2002) 提出的工作投入量

表(UWES)和 Balducci et al. (2010)根据 UWES 编制的工作投入简表 (UWES-9)，而 UWES-9 的信

效度都很好，又是近几年编制的，题项简单明了，在近几年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因此选择

UWES-9 来测量工作投入。 

对心理弹性的衡量，本文采用了 Campbell-Sills and Stein (2007) 编制的心理弹性简表 (CD-

RISC)，一共有 10 个题项。例如“我能够适应变化”、“我能够应付一切事情”、“我会尝试着用

幽默去看待问题”、“应对压力能够使我变得更加坚强”等题项，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 

3.3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利用问卷调查法以中国员工为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某一产

业的员工。考虑到个人资源以及研究过程的执行，问卷以网络方式发出，通过各个平台发放，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查范围的宽广。根据本文需要调查的内容进行问卷编制，问卷的编辑主

要是采用各个学者已经编制出很成熟的量表。由于量表的原版是英文的，因此会翻译为中文，

再回译成英文看看是否与原来想表达的意思一致，通过与专家讨论保证翻译的准确性。然后经

过整理文献，找到可能会影响到本研究的一些控制变量，比如员工的性别、年龄、工作年限等，

同时在问卷的设计中会有一题“请问您现在是否为员工”，以此来分辨出，我们的调查结果是

否符合本文所研究的内容。最后汇总成一份完整的问卷，经检查问卷可行后进行问卷发放，配

合红包作为回馈来提高受测者的填写认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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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法，由1、2、3、4、5来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Roman, Tominc and Milfelner (2020) 在研究中发现高于 500

的样本数值能使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因此，本研究拟选取 500 作为样本数，以降低样

本不足导致的偏差。 

 

4. 预期研究成果 
4.1 预期成果 

在问卷回收以后，本研究会对所得问卷进行筛选，将 500 份问卷当中因为填写完整度不足，

或全部选择相同的答案归为无效问卷，防止无效问卷干扰研究数据。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

到若干份有效问卷。本研究在回收数据之后，要进行数据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信度分

析、 效度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 

在得出数据分析结果后，根据所得到的数据对每一个假设进行讨论，得出研究成果。预计

获取的数据足以支撑研究假设：工作中的人际冲突正向影响员工消极工作反刍、员工消极工作

反刍会负面影响工作投入、消极工作反刍在人际冲突与工作投入之间具有中介效果，心理弹性

在人际冲突与消极工作反刍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各个假设得以证实。在此基础上结合本研究

背景，给出相关建议：本研究预期，工作中的人际冲突会加强员工的消极工作反刍，从而导致

员工的工作投入降低，企业管理者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在人际交往的矛盾中，帮助员工更好的

从人际冲突的负面影响中走出来。同时也应当培养提高员工的心理弹性，这样可以减少员工的

消极工作反刍，以此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管理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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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omestic market of China's 

cement industry. This article takes China's leading cement company Conch Cemen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elects 10 Conch Cement management employees as interviewees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obtain effective research data. Use STP strategy theo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combined with Porter's five-force competition model, SWOT 

and Ansoff matrix analysis tools to analyze corporate strategy, and finally summarize the 

strategy of Conch Cement to enter the northern China market that is currently being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path.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s to clarify the key competitiveness of Conch 

Cement and its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dentify the curr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finally use Conch Cement'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ength 

to sort out and clarify the current target market development strategy path. 

 
Keywords: Conch Cement; Northern China Market; Entry into the Target Market; Oligo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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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中国水泥行业的国内市场存在诸多机遇与挑战，本文以中国水泥龙头企业海螺水泥为

研究对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选取了 10 位海螺水泥管理层员工作为受访对象以获取有效研究

资料。运用 STP 战略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结合波特五力竞争模型、SWOT 和安索夫矩阵各

分析工具进行企业战略分析，最终归纳总结出海螺水泥现下正在规划与实施的进入中国北方市

场的策略路径。研究结论以明确海螺水泥的企业关键竞争力与自身优劣，识别当下所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且最终通过海螺水泥的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实力为其梳理与明晰当下的目标市场

发展策略路径。 

 

关键词：海螺水泥；中国北方市场；进入目标市场；寡头化 

 

1. 绪论 
本章节为绪论篇，以为理清研究思路与为后续研究做铺垫。首先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

以引发研究目的、研究问题、研究意义与研究流程，分述如下。 

1.1 研究背景 

于 2020年 10月 29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落幕，会议纲要

指出：完善新型城镇规划战略，充实城镇规划建设管理，促进老东北地区经济复苏和城镇建设；

且对企业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社会建设、健康安全发展等各重点领域的建设思路作出工作部

署。刘志彪（2019）自 2019年中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增长至 4.5万亿元，2011 年中国新材料的

产业总体产值只有 0.8 万亿元。实际上一方面中国近年的发展与导向极大程度地刺激了中国水

泥行业需求，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了行业内部兼并整合。另一方面，陈昆（2017）水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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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建筑材料业的上游产业，对建筑材料业依赖较强更与国民经济增速有较高关联度。尤其是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因此该行业对宏观经济的周期变化颇为敏感。近年水泥市场需求增速大

幅回落，行业内产能过剩现象普遍，产品供过于求。在该行业的市场竞争当中想获得一席之地

就必须降低各项成本以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此外，中国强调，加快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节约能源，减少有害环境物体排放量的绿色

化标准越愈严格，而水泥等建筑材料行业本身具备的高污染、高能耗等特性使水泥企业的运营

成本剧烈攀升，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促使原材料、人力、能源物流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急速上调，

这另水泥相关企业面临着外部宏观经济政策、行业环境变化、内部运营环境等诸多挑战与威胁。 

1.2 研究目的 

随着中国的逐年发展与当下环保与可持续、积极开展大型基建的政策颁布，可持续发展战

略推进且深入各个建材企业的核心。在多层面的复杂环境下使得中国水泥行业机遇和挑战并存，

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李琛（2020）针对中国当前整个水泥行业的“夕阳”化势态，其本身存在

的高污染、高耗能特性使得水泥产品与市场，在中国政策导向的可持续发展长期道路中存在产

业转型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而海螺水泥作为中国水泥行业龙头企业，该企业的问题在整个

行业中极具代表性，值得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具体目的如下：本文将会深入分析以海螺水泥企业目前自身的特点，与当下企业发展所面

临的内外部环境主要问题进行探讨，进而为针对海螺水泥目前的各个目标市场现况分析研究整

理提供总思路与路径。研究分析海螺水泥的目标市场进入策略现状对其稳固市场份额、进一步

扩大与延伸企业规模、提升对于中国水泥市场的控制力、从而拓展海螺水泥的目标市场份额和

提升企业的综合企业竞争力存在必要性与思考路径，亦可进一步认识企业的向上获利空间与企

业的经营风险，利于企业正确把握在复杂局面中的市场发展走向。 

1.3 研究问题 

本小节将提出 3 大待解决问题假定，研究问题 1 与研究问题 2 的主干问题外分别有 3 个延

伸问题，及其问题假定之成因的简要分析，再于文章后续章节加以验证，分述如下。研究问题

1，海螺水泥企业的主要竞争力有哪些？另，资源、能力、供应链那一项是企业的关键竞争优

势？企业所处行业外部面临的威胁有哪些？；研究问题 2，企业内部环境态势如何？另，企业

内部有哪些主要的优势劣势？企业当前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哪些？；研究问题 3，在错综复

杂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如何有效进入目标市场？ 

1.4 研究意义 

提及水泥行业绿色化转型为响应中国可持续政策而迫在眉睫，陈金星（2016）大部分相关

研究基于单一的成本管控、产业链调整的角度找到其研究的切入口，长此以往致使该行业相关

企业的市场营销方向研究呈现出空白的缺口。本文章从市场-产品-服务三个细分角度，以海螺

水泥为案例，通过在当前复杂激烈的宏观背景和市场环境中该企业内外部市场环境的剖析、归

纳、整理，深入探讨该行业企业经营过程中如何通过优化目标市场选择的战略稳固当前市场份

额、扩大企业规模以占据有利市场地位。此外，本文在运用波特五力竞争模型和 SWOT分析工

具的基础上，再运用安索夫的成长份额矩阵理论，从市场-产品的角度作切入探索水泥行业市

场营销的新视角分析案例企业的市场战略。以上为本文章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 

1.5 研究流程 

本文研究流程具体分为两大阶段，即初期准备阶段与后期实施阶段。具体内容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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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研究流程图 

 

2. 文献综述 
本章节首先依次提出引用的两大相关理论为之后的案例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阐述市场

战略相关分析工具与模型的应用、作用及其研究成果现状，最后得出本文研究创新点与研究框

架，分述如下。 

2.1 STP 战略理论 

在 1990 年代，Philip Kotler 进一步完善了 Wendellsmith 的市场细分理论，最终形成了成熟

的 STP 理论，即包含：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市场定位。张湘湘和程宗钰（2011）STP 理

论是指企业依据特定市场细分来确认自身的目标市场，且最后把服务或者产品放置在选择的目

标市场中一特定位置的事实。具体来说，Notta.O. & Vlachvei.A (2015) 市场细分是指，根据不同

的客户需求对服务或者产品的市场进行选择细分的一个过程。Aghazadeh H (2015) 目标市场为

公司选择从细分市场进入的细分市场，这也是公司最有利的市场组成部分。叶生洪（2005）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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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定位是在公司的市场营销过程里确定目标市场中特定位置的产品或服务的过程。换句话说，

它确定服务或者产品在目标市场内的竞争地位，也被称为“竞争性之定位”。 

 

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人类逐渐意识到世界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间的种种矛盾，且开始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思想到理论形成的过程，李龙熙（2005）是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知

逐渐重视的过程。彭念一与陈曜（2003）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传统经

济学之间的桥梁。它是指在资源枯竭的前提下指导商人行为，有效分配资源并实现整个社会和

几代人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种方法。孙志强等人（1999）其理论内涵包括经济的可持续、环

境的可持续和社会的可持续。封志明等人（2017）煤炭、矿产、水泥等建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要求相关企业的业务行为活动符合该理论原则。樊杰等人（2015）企业亦可通过坚持资源的节

约利用、循环再利用等方式不断提高其生产率、扩大其规模，最终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获取市

场有利地位。 

2.3 波特五力竞争模型 

Porter, M.E. (1981) 学者的波特五力竞争模型于中国的水泥行业的营销战略研究也应用颇为

广泛。该模型认为，每一种行业内存在五种决定其竞争与程度的力量，刘静颐与邸召强（2011）

这五种力量结合便会影响该项产业吸引力。Michael Porter 指出其本质核心在于：企业赢得市场

竞争优势之关键是该企业所处行业之盈利能力，和该企业在所处行业内部的相对竞争地位。想

参与市场竞争，企业的首要任务应是对营销其获利能力的五种竞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以考量后

续企业的竞争态势。而企业的竞争势态取决于购买者之议价能力、供应商之议价能力、同业竞

争者之竞争程度、新进入者之威胁、替代品之威胁此五种竞争力，且每一种竞争力都受到许多

经济技术的因素影响。房昌琳（2007）可行战略的建议必须首先包括对这五种力量的识别和评

估，不同行业的各种力量的特征和重要性各不相同。 

2.4 SWOT 分析工具 

本文章应用 SWOT分析法来分析案例企业内部的竞争态势。SWOT分析法又称“态势分析

法”，是以 1980s资源学派学者为代表的将企业之内部分析，与以能力学派学者为代表的外部环

境分析（产业竞争环境）结合，Kajanusa (2004) 所形成的结构化的、平衡系统的一项分析体系。

由分析案例企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能够针对所研究案例所处的内外情况进行准确且

系统的研究，进而依据分析的结果去制定该案例之发展战略及对策。经文献查阅，刘德辉

（2015）等学者将 SWOT应用到相关水泥企业的市场营销战略分析中。申彧（2009）该分析工

具可以对企业当下所处情境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精准判断。 

2.5 安索夫的成长份额矩阵 

安索夫的成长份额矩阵（Ansoff Matrix）为学者 Igor·Ansoff于 1957年提出的矩阵模型，是

以产品和市场两大维度组成的二维四象模型成长矩阵，该矩阵是在市场营销战略中应用尤为广

泛的分析模型之一，其是把四种市场-产品的组合以及与之对应的市场营销策略区别开来，熊

广勤（2012）该矩阵的主要逻辑为公司能够选择不同的四种成长性方案战略以达成公司收入增

加的目标。二维四象模型的核心步骤即：市场渗透：汤亚楠（2011）专注于公司当前的产品市

场组合，并努力增加其产品市场份额；市场开发：使用现有的产品去开拓新市场；产品延伸：

昀熙（2012）向现有的顾客介绍推荐新的产品；多元化经营：为了将新产品推向新市场。 

2.6 研究框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6%BA%90%E5%AD%A6%E6%B4%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9E%E4%BA%89%E7%8E%AF%E5%A2%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0%A5%E9%94%80%E7%AD%96%E7%95%A5/704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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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研究框架图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章节主要针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方法与设计，包括介绍所采用的访谈方式及其抽样，说

明访谈提纲的大致内容，以及研究参与者与相关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以为研究结果内容作铺垫

分析，分述如下。 

3.1 研究方法 

3.1.1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可以对研究对象的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并通过现象捕捉本质。

1952 年 Bernard Berelson 把内容分析解释为邹菲（2006）“一个对存在鲜明特征的传播信息内容

可进行的客观、系统与定量描述之研究方法”。在对公司的所有沟通方法进行了彻底调查之后，

创建了内容分析方法的广泛定义。中国学者邱俊平和邹菲（2003）简单地将内容分析概括为一

种科学方法，用于对研究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并通过现象来了解其实质。Vincent J. (2007)该定

义清楚地证明了内容分析方法对隐式信息的分析能力。对于内容分析法的具体优势而言，冯明

与张怡阁（2012）其拓宽了学者们可研究资源领域的范围，同时提高了分析过程的安全性且降

低成本性。 

3.1.2 案例分析法 

欧阳桃花（2004）案例研究是通过了解的公司其经营情况，于公司相应的管理问题对于某

一个真实的公司管理情景而做出的具有客观性表述分析，以进行对其的案例分析。针对案例的

研究存在的基本要求是：首先案例研究是基于公司或行业事件以及研究目标来理解、分析、总

结和得出鼓舞性和代表性结论的，案件的价值和内容是典型的。第二，信息真实可靠。第三，

是透过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案例研究显着的好处之一是，研究人

员可以从案例中获取大量研究数据。学者刘麟童（2019）也将该方法运用与相关水泥企业的营

销策略研究中。因此，本研究围绕市场相关战略课题，运用案例套用加以分析可清晰、直观且

高效的体现出研究结论。 

3.1.3 深度访谈法 

杨善华与孙飞宇（2005）深度访谈法是作为案例的研究中一个最主要且重要之数据来源。

深度访谈方法是定性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数据收集方法，不仅增加了数据收集的多样性，而且还

帮助研究者了解受访者对问题的想法和态度。还可以通过提问和回答的互动过程来澄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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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受访者的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和行为认知。曾锦与邓艳红（2013）典型的访谈包括开放化

访谈、结构化访谈和半结构化访谈。其中本文采用的半结构化访谈要求采访者在面试前准备一

系列采访问题，要求采访者需要保持灵活开放的态度。同时，应根据受访者的反应提出后续问

题。 

3.2 资料收集 

3.2.1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 被视为，是质性研究方法里颇为科学且有效的方法之一，该理

论早期由 Galsser & Strauss 于 1976 年提出与发展。扎根理论实质是，李志刚（2007）是经过资

料收集和分析的系统化作用而挖掘发展且暂时性被验证过的一种理论，在某一特定场合可以代

指一种研究的方法，而在另一个场合可能是代指基于此方法而得出的一种研究结论。孙晓娥

（2011）扎根理论强调了理论的发展，它扎根于收集的现实数据以及数据与分析之间的持续交

互作用，其基本目的是建立基于经验数据的理论。扎根理论的主要思想体现在，Suddaby (2006) 

三重译码的过程内，分别为开放性译码、主轴性译码和选择性译码。本研究会根据扎根理论对

所有受访信息进行编码，以方便后续在研究结果分析处进行概念化范畴化的整理以提取本研究

所需的关键信息。 

3.2.2 研究对象与抽样 

Cousin G (2005) “我们想通过研究一个特殊案例来深入理解这个问题，而特殊案例只是为

了完成任务的一个工具，是为了解决的问题的本身而非案例。”此研究中所选择的被访谈对象

的基本原则是，能够完整并清晰地阐述研究问题，可以提供丰富全面的资料，以便能够进行深

度分析的案例企业。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螺水泥），于成立 1997年 9月，同年与 2002年分别

在 H股与 A股成功上市，该公司为中国目前龙头的水泥产品生产商，亦是中国水泥行业中先进

生产力之代表。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创其独有的“T”型战略，成功将企业的生产成

本与运输成本大幅降低以迅速占据了行业优质市场，拥有强势的综合竞争力优势。据海螺水泥

官网资料显示，海螺集团的产业涉及水泥、节能环保、化学建材、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水泥

制造是整个海螺集团的主导产业也是安徽海螺集团的支柱板块。海螺水泥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

水泥、骨料以及商品熟料。 

自两千年初推动国家西部建设，且并购多家企业扩大规模及产能后至今稳步进入全球水泥

行业市场。历经如此多年发展，海螺水泥已然成为中国水泥行业龙头，中国水泥协会（2020）

2020 年行业平均值 2223.03 亿元，而排名第二的华新水泥同年行业平均市值仅为 287.49 亿元，

且在去年海螺水泥荣登 2020 年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的榜单，排名第 312 位。目前，旗下百

余家子公司分别分布在中国华东、华南、西部地区等18个省份、市及自治区，和印尼、缅甸、

柬埔寨等国，净利润位居同行业第一。更是荣获世界美誉“世界水泥看中国，中国水泥看海

螺”。 

立意抽样又称作判断抽样，尤家荣（1987）是研究者依据自身主观的一些经验或一定程度

的标准从总体的样本中选取的被判断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单位作为样本的一种抽样方式。本文

共有 10 个访谈对象，即研究参与者，分别由海螺水泥中高层领导与中层管理层领导两部分构

成。具体的联系途径为该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笔者通过向该部门领导表述本文的研究诉求与

需求，如参与受访的受访者条件为：工龄在 4 年及以上；职位级别在中层管理层员工及以上；

岗位职能可密切符合研究问题要求以保证其有能力给予笔者想要收集的关键信息，如：受访人

员基本涵盖海螺水泥企业内部的各个核心部门与大型制造厂或水泥厂，通过不同部分的员工以

得知海螺水泥的销售、制造、生产、技术与发展等基本核心企业现状以获取针对本文研究主题

的关键信息一手资料。同时受访人员需要符合在企业发展、企业战略、掌握实际经营情况与生

产作业线等相关岗位工作的人员等条件。选取适宜的受访者共 10人，即中高层管理层 5人，中

层管理层员工 5 人。因此在受访的时间安排上根据受访者个人工作时间与情况而定。（备注：

下方表格中，以受访者职位级别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且应受访者要求均采用非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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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访谈对象信息表 

访谈对象 性别 年龄 工龄 岗位部门 职位 

戴先生 男 47 5 成产品质 处长 

杨女士 

吴先生 

女 

男 

41 

38 

9 

4 
销售处 

制造厂 

副处长 

厂长 

丁先生 男 50 7 一线技术 副厂长 

梁先生 男 41 5 矿山厂 副厂长 

汪先生 男 47 6 对外合作 部长 

汪先生 男 31 5 采购部 部长 

王先生 男 32 5 销售部 部长 

虞女士 女 34 5 发展部 副部长 

李先生 男 37 4 国际业务 副部长 

3.2.3 访谈提纲 

苏敬勤与崔淼（2011）深度访谈的目的在于笔者可以为研究获取足够多且有效的真实信息。

本文章的访谈大纲是围绕本研究的三大研究问题而分为了三大主要板块，即：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企业内部环境势态以及企业如何有效进入目标市场，本文章的访谈大纲统共 15 题。访谈

提纲是通过笔者与导师的反复讨论，后与海螺水泥人力资源部的初步沟通探讨后形成，海螺水

泥人力资源部表示十分理解与支持受访者的研究采访工作，同时也表示所有受访者在不涉及泄

露海螺水泥企业机密（以防竞争对手搜集竞争情报）的情况下，会迎合目前企业已发布信息、

新闻等，以及目前海螺水泥的实际现实状况尽全力辅助笔者的本次研究访谈工作。最终落实在

实际的访谈中，采访者会根据受访者的实际情况、性格、表达力与访谈时长等因素酌情收集信

息，灵活切换问题，且受访者有权力拒绝回答个别问题。 

3.3 实施流程 

3.3.1 访谈过程 

对于受访者的访谈统共用了近三周半的时间，在此之前已于导师探讨了本文章所要应用的

访谈提纲。受当前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笔者本人在国外留学不能与受访者面对面的交谈

的前提下，本次受访均采用线上电话访谈形式。由海螺水泥人力资源部针对性的对各个受访者

下达采访通知，再做好合理实践安排后同笔者联系，每一位受访者平均进行 1 次的半结构化访

谈，各别受访者在时间状态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过二次访谈，每次访谈时长平均为 1 小时。在每

一次的访谈中笔者均有通过笔记的形式进行记录，以便于研究后期进行资料整理与分析。 

3.3.2 资料分析 

依据扎根理论，数据搜集和数据处理分析应同时进行，本文章具体分为以下四个步骤：一

是仔细阅读资料，熟悉数据，对每一位被访谈者的访谈文字形成一个整体的图像。二是将收集

到的全部受访者的音频资料与笔记内容结合并转化成文字，已构成本研究基本数据资料。且将

每一位受访者的资料统一进行编号标注，如根据性别初步划分为：F-1/M-1 等；且依据受访者

的单个问题进行一对一详细标注编号，如第一位女性受访者回答的第 1 个研究问题标注为：F-

1-R1A。其中，编码结尾的“A”代表该受访者对第 1个研究问题的第一次回答，如有第二次回

答则标注编码为：F-1-R1B。同时再举例，如第一位男性受访者对第 2 个研究问题进行了第二

次回答时，则标注编码为：M-1-R2B。（等等以此类推）三是在此之后通过受访者们在访谈摘

录表中的高频词汇进行文字上的整理，以进一步统一概念，以增强数据敏感性。四是对每个研

究问题分别进行梳理与归纳分析，以此总结归纳出影响海螺水泥目标市场选择的战略因素，最

终运用于研究有关之有效模型。 

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研究者经历了反复且密集数据资料整理归纳过程，目的是始终保持

着敏感性与开放性从而小心谨慎的得出分析结果。为确保资料整理的精准性与有效性，研究者

与导师经过反复的沟通为确保这些资料可以证实有效的反映出受访者对各类问题的精准表述，

运用使用专门处理和分析定性数据的软件对所有受访者的回答与信息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筛选与

编码，且通过与导师的反复沟通梳理出了上述研究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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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预期研究结论 

在后续的论文研究写作中，笔者会通过扎根理论对所有受访者的访谈资料进行统一的概念

化、范畴化的整理与归纳，以提取对本研究主题存在针对性的关键信息，并且进一步明确海螺

水泥当前存在企业战略，以及正在计划实施的目标市场进入战略，目的是为本研究进一步明确

研究主题的界定。同时，在研究问题 1 处将结合波特五力竞争模型进行海螺水泥所处外部环境

分析，研究问题 2 处结合 SWOT 分析工具进行海螺水泥内部态势分析，研究问题 3 处结合安索

夫的成长份额矩阵分析海螺水泥进入目标市场的方法。 

通过当前已有的受访者资料及二手资料的整理前提下，目前本研究的预期结论如下：针对

研究问题 1：海螺水泥的主要竞争力。海螺水泥的关键核心竞争优势主要是：“T”型战略规划获

得的水泥物流运输成本，拥有富饶石灰石资源(即：水泥主要生产原料）、地理位置、供应链

系统和先进的水泥线生产技术支撑；海螺水泥企业所处行业外部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于：水泥

原材料成本价格（煤炭和电力）的上涨、水泥同质化严重、同行业内企业间竞争加剧，水泥远

距离运输的物流成本管控。 

针对研究问题 2：海螺水泥的内部环境态势。通过梳理企业内部目前具有哪些主要优势与

劣势；企业当前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运用 SWOT分析工具得出了海螺水泥现下的四组策略及

规划路径。首先， SO：预备加大公关宣传力度，计划大规模发展战略（兼并重组），同时运

用资金优势把握产业转移进入目标市场的机遇；WO：贯彻“T”型战略布局，正在努力集中资源

加速高质量水泥生产，打造海螺水泥“乡村”建设主力军小组。（尤其西北地区）；ST：正在努

力降低生产及运输成本，进行企业环保投资力度的加大，以加强节能减排技术杠杆，同时运用

品牌与商誉优势加大宣传扩大兼并；WT：正在计划新型低污染低耗能水泥产品的研发，和计

划降低多级化代理商分销现状。 

针对研究问题 3：海螺水泥进入目标市场的方法。首先在此处结论中明确具体市场：海螺

水泥着重进军中国北方的华北及东北水泥市场。当前海螺水泥的市场进入策略如下：正在通过

“散改集”的新运输形式，北上帮助北方产能过剩的水泥企业进行熟料南下；正在加速研发“绿

色化水泥”新产品，积极响应目前国家节能减排、低耗能的风向标；实施企业外设垃圾焚烧、

发展余热发电力度等环保减排项目等增加主营业务结构；规划在西北的山区乡村和未来的东北

城镇地区，设置当地的海螺水泥技术服务的城乡结合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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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dership is a current hot topic. Only good leadership can enable employees to work more 

actively, stimulate their enthusiasm for work, and improve corporate competitiveness. In recent 

years, the topic of leadership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dicate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dership requires Based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behavior of 

subordinates, there is no leadership without followers and following behavior. Following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subordinates accept the influence of the leader and actively follow the leader. 

Following behavior is the positive behavior of subordinates in this process.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two kinds of leadership behaviors, inclusive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empowerment 

behavior. The employees of Jinan enterprises adopt a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nd it is 

estimated that 630 questionnaires will be issu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n the following 

behaviors of employees, an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ir employees' sense of energ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rust. 
 

包容型领导、领导授权赋能行为对员工追随行为的影响： 

另以能量感为中介变量，信任为调节变量 

李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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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领导力作为当前的热门话题，领导力能够促使员工积极的努力工作，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提高企业竞争力，近年来组织管理领域有关领导力研究的主题表示，领导的有效性需要建立在

部属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的基础之上，因而没有追随者和追随行为就没有领导力。追随是部属

接受领导者的影响并主动跟随领导者的过程，追随行为是部属在这个过程中的积极行为表现，

因此本研究以两种领导力行为，包容型领导、领导授权赋能行为对山东济南市企业的员工采取

随机抽样的方式，预计发放 630 份问卷来探讨包容型领导、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是否会影响员工

的追随行为，并探讨其员工能量感的中介作用以及信任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包容性领导；领导授权赋能行为；追随行为；能量感；信任 

 

1. 绪论 
1.1 引言 

领导力作为当前的热门话题，领导力能够促使员工积极的努力工作，激发员工工作热情，

提高企业竞争力，近年来组织管理领域有关领导力研究的主题表示，领导的有效性需要建立在

部属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的基础之上，因而没有追随者和追随行为就没有领导力，追随是部属

接受领导者的影响并主动跟随领导者的过程，追随行为是部属在这个过程中的积极行为表现

（马剑等人，2020），因此本研究以两种领导力行为，包容型领导、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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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员工的追随行为的影响。能量感作为一种积极情绪的表达 (Baker & Cross, 2003)，可以表现员

工积极的状态，帮助员工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进而实现有效的工作，己被证实会对员工

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员工对于领导的信任行为作为员工能动性行为的体现，员工与领导互动中

产生良好关系质量推动员工产生积极行为的重要因素 (Darvish & Farzane-dokht, 2011)，因此以

能量感作为中介，信任来作为调节探讨信任对于两种领导行为下员工的追随行为。 

基于以上背景，以员工为主要发展对象，发挥员工的能动性，为现代企业中一种良好的获得持

续竞争优势方式。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探讨包容型领导和领导赋权授能对于员工追随的影响，员

工能量感作为中介的影响，以及在员工信任的调节下对员工追随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性。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 丰富了影响员工追随行为的因素研究成果 

领导力作为当前的热门话题，领导力能够促使员工积极的努力工作，激发员工工作热情，

提高企业竞争力，近年来组织管理领域有关领导力研究的主题表示，领导的有效性需要建立在

部属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的基础之上，因而没有追随者和追随行为就没有领导力。追随是部属

接受领导者的影响并主动跟随领导者的过程,追随行为是部属在这 个过程中的积极行为表现

（马剑等人，2020）、本研究以包容型领导和领导赋权授能为自变量、员工追随行为为中介变

量、信任为调节变动丰富了对于员工追随行为研究，对于研究员工追随行为的影响因素提供了

理论补充。 

2. 丰富了员工能量感的研究 

目前的员工能量感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学术界目前普遍认可能量感是情绪强度的一种表达，

且现有研究都认为能量感是一种积极的状态，可以帮助员工有效地工作 (Dutton, 2003)。Baker 

and Cross (2003) 研究认为能量感是一种情绪表达现象，它允许人类通过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使

用自己一些力量来表达精神或情感职责，个人的热情和活力有助于个人参与创造性的工作，而

对于员工产生能量感的因果变量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通过以包容型领导和领导赋权授能为自

变量、员工追随行为为中介变量、信任为调节，丰富了员工能量感的相关研究。 

1.2.2 实践意义 

本文章紧扣现代管理的热点，如何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而这与其领导的领导力息息相关，

好的领导力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其内在工作动机，从而更好的积极投入的工作当中，提

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没有追随者和追随行为就没有领导力，领导力又如何影响员工的行为，因

此本研究从包容性领导与领导授权赋能两种领导力为视角研究探讨如何影响员工的追随行为，

为企业提供很好参考建议。 

 

2.文献综述 
2.1 包容性领导与员工追随行为的关系 

包容型领导开放、容易接近，随时为部属提供工作上的帮助、支持和积极沟通,当部属感

知到其可用性时，会以尊敬学习、有效沟通、积极执行等追随行为做出能动反应和互惠交换。

包容型领导和追随行为都强调领导与部属间的互动, 包容型领导关注部属需求、保护部属利益、

鼓励部属参与会提高部属的信任（朱晓妹等人，2016），基于信任部属会有更多的积极行为作

为回馈（张璐等人，2015）。包容型领导尊重认可部属，包容其观点和失败,部属遭遇失败时不

会丧失信心反而具有更加积极的情绪体验（古银华等人，2017），积极情感则能强化部属的敬

业精神、进取精神和责任感、执行力，使员工产生追随行为（许晟等人，2015）。同时，包容

型领导有助于提升部属的心理授权（刘冰等人，2017），有关追随行为的研究则发现心理授权

与追随行为正相关（李浩澜等人，2015），同时马剑等人（2020）的研究当中认为包容性领导

的包容部属的错误，与部属共同探讨新的问题，关心部属，能够提高员工的在工作当中的积极

情绪，使员工更加积极地与领导进行的互动建立良好的关系质量，从而提高员工的追随行为，

Hollander (2009) 通过“领导者——追随者”互动的视角认为包容型领是领导者基于尊重员工、

认同员工、对员工进行反馈以及承担责任四个方面与员工共同完成目标，而员工愿意贡献自我，

愿意追随领导作出的决定，这为包容型领导与追随行为的关系提供了一些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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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包容型领导会正向影响员工追随行为。 

2.2 领导授权赋能行为与员工追随行为的关系 

王辉等人（2008）认为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是领导与下属互动的一个过程，领导通过赋予员

工权力以激发其内在动机和自我效能感的一种管理过程，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是领导者通过下放

权力来影响员工的认知与行为，增强其自我效能感，同时领导授权赋能行为能够使员工感受到

组织归属感，认同感，增加员工的心理授权，工作积极情绪 (Arnold et al., 2000)，同样的领导

授权赋能行为使员工在工作中获得更多信息、资源及反馈的同时也具有更大的责任感和决策自

主权，更容易也更乐于提高工作绩效，从而使自身和组织共同获益，实行授权赋能行为能够促

进员工的心理授权感知，从而产生对于领导的认可，信赖 (Konczak et al., 2000)，然而有关追随

行为研究则发现心理授权与追随行为正相关（李浩澜等人，2015），赵慧军（2013）将追随行

为作为研究对象，认可，信赖是员工追随领导的表现行为之一，因为领导授权行为通过对于部

属进行权力授予提高员工对于领导，组织的信任，提高员工的心理授权从而提高员工的追随行

为，因此提出假设： 

H2，领导赋权授能会正向影响员工追随行为。 

2.3 包容性领导、能量感、员工追随行为之间的关系 

Hollander (2009) 通过“领导者——追随者”互动的视角认为包容型领是领导者基于尊重员

工、认同员工、对员工进行反馈以及承担责任四个方面与员工共同完成目标，而员工愿意贡献

自我，愿意追随领导作出的决定，他认为包容型领导是实现“领导——员工”之间双向互动、

实现双赢的有效方式。包容性领又被认为，为了相互利益能够完成事情的关系，其本质是“和

人们一起做事，而不是对人们做事”，并把尊重竞争和合作看作一个参与过程的重要部分。章

璐璐等人（2016）验证了包容性领导能够使员工持续保持积极的工作情绪与状态，愿意贡献自

我，更加投入的工作，Echols (2009) 从领导者特质的角度认为包容型领导可以通过为员工树立

榜样来鼓励、认可员工的工作，以此激发员工自身潜能，工作能量感，能量感是员工的一种持

续状态的积极情绪状态，能量感往往反应个人的热情和活力，是一个人有能力和渴望从事特定

行为或承担任务的感觉，是一种积极的工作情绪状态 (Darvish & Farzane-dokht, 2011)，而包容

性领导下员工能够使员工保持积极的工作情绪状态，员工通过感知领导的信任，关心，尊重，

认可，而产生积极的工作情绪状态，激发员工的工作能量感，包容性领导下员工表现出工作的

活力与热情，激发员工的潜能，能量感同时也是员工完成任务的潜能，能量感是工作中的一种

能力，即为员工采取行动或完成工作的潜能 (Welbourne & McLaughlin, 2013)，基于上述的学者

的观点包容性领导是与员工互动的一个过程且能够增加员工的能量感，因此提出假设 H3； 

H3，包容性领导会正向影响员工能量感 

同时能量感往往反应个人的热情和活力，是一个人有能力和渴望从事特定行为或承担任务

的感觉，是积极的影响状态，倾向于积极履行职责，有助于个人去参与创造性的工作 (Darvish 

& Farzane-dokht, 2011)，追随力表现为积极承担责任、服务、挑战、变革等方面的勇气。

Bjugtad et al. (2006) 认为追随力是支持领导工作、执行领导命令的能力。追随力大多被描述为

意愿和能力，且常用服从、合作、团结等词来描述，原涛与凌文辁（2010）追随力为追随者在

追随过程中表现出的人际技能、积极的工作能力以及个人品德等特质，而追随行为是追随力的

行为表现。而上述文献中，能量感能够使员工更加积极的工作，是一种积极的工作情绪状态，

而积极的情绪状态能够增加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对于组织，领导的信任，从而愿意追随领导，

也既是说能量感能够增加员工的追随行为，因此提出假设 H4； 

H4，员工能量感会正向影响员工追随行为 

基于 H3与 H4以及追随力是员工与领导互动的由于其感知到积极的情绪而产生的行为，包

容性领导能够激发员工的积极情绪，能量感，而能量感使员工渴望渴望从事特定行为或承担任

务的感觉，使员工产生工作满意，而这种积极情绪工作满意下的员工更加愿意追随领导（赵慧

军，2013）。通过以上述文献也就是说包容性领导下员工产生工作满意和工作热情这种能量感，

而这种能量感的满足使员工工作中更加愿意积极的工作，信任依赖领导，从而追随领导。因此

结合本研究，包容性领导正向增减员工的能量感感知，而这种能量感的感知满足能够增加员工

的追随行为，包容性领导通过其员工的能量感感知，从而影响其追随行为，因此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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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能量感在包容性领导与员工追随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2.4 领导授权赋能行为、能量感、员工追随行为之间的关系 

王辉等人（2008）认为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是领导与下属互动的一个过程，领导通过赋予员

工权力以激发其内在动机和自我效能感的一种管理过程，认为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是领导者通过

下放权力来影响员工的认知与行为，增强其自我效能感，领导授权赋能行为对员工内在动机和

工作行为起作用。正如 Arnold et al. (2000) 指出，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是领导者赋予员工权力并

提高员工工作能力的管理行为，这种行为能够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和信念，给员工和组织带来

利益，这类通过授权方式来激发员工内在动机和心理感知的管理行为，能量感往往反应个人的

热情和活力，是一个人有能力和渴望从事特定行为或承担任务的内在动机以及自我效能感觉，

是积极的情绪状态 (Darvish & Farzane-dokht, 2011)，能量感是工作中的一种能力，能量强调的

是员工工作时的潜在能力，即为员工采取行动或完成工作的潜力以及自我效能感 (Welbourne & 

McLaughlin, 2013)，基于上述文献领导授权赋能行为能够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与自我效能感，

而内在动机和自我效能感是员工能量感的体现，因此领导的授权赋能行为能够增加员工的能量

感，因此提出假设 H6； 

H6，领导授权赋能行为会正向影响员工能量感 

王辉等人（2008）认为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是领导与下属互动的一个过程，领导通过赋予员

工权力以激发其内在动机和自我效能感的一种管理过程，而能量感往往反应个人的热情和活力，

是一个人有能力和渴望从事特定行为或承担任务的内在动机以及自我效能感觉，是积极的情绪

状态 (Darvish & Farzane-dokht, 2011)，而员工对于领导者这种权利下放行为能够增强员工的自

我效能感，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使其感受到良好的工作体验，而良好的工作体验，使员工能够

认可领导的这种行为是正确的使其更加信赖领导 (Konczak et al., 2000)，也既是说领导授权行为

通过正向影响其内在动机与自我效能感的能量感进而影响员工的追随行为。因此提出假设 H7; 

H7，能量感在领导授权赋能行为与员工追随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2.5 信任的调节作用 

信任对双方之间的直接沟通有积极的影响，员工对主管较为信任时，更倾向于愿意依赖主

管提供的信息，并会主动发言和建言，同时基于信任部属会有更多的积极行为作为回馈（张璐

等人，2015）。包容型领导尊重认可部属，包容其观点和失败，部属遭遇失败时不会丧失信心

反而具有更加积极的情绪体验，（古银华等人，2017），因此包容性领导下员工能够产生主观的

积极情感，积极进行建言而不怕自我的观点被否定（齐蕾，2019）主观积极情感则能强化部属

的敬业精神、进取精神和责任感、执行力，因而追随行为成为其回馈选择的结果（许晟等人，

2015），也既是说信任下的员工会产生更多的积极回馈，而包容性领导下的回馈为追随行为，

因此本研究推论出，信任能够正向调节包容性领导与员工追随行为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提出

假设：  

H8，信任正向调节包容性领导与员工追随行为之间的关系 

能量感往往反应个人的热情和活力，是一个人有能力和渴望从事特定行为或承担任务的内

在动机以及自我效能感，是积极的情绪状态 (Darvish & Farzane-dokht, 2011)，信任能够增加员

工的内在动机，而内在动机为能量感的体现，而在上述假设中提到内在动机能够上下级关系信

任会影响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员工对主管方面，员工对主管信任水平能够有效预测员工对主管

的满意度、对主管管理效率的积极评价和互动公平感知水平 (Pappas & Flaherty, 2008)。有学者

认为，当员工对领导的信任水平较高时可能会通过支持、服从等行为来表达忠诚，进而促进绩

效提升 (Holtz & Harold, 2008)。内在动机的员工对于领导者这种权利下放行为能够增强员工的

自我效能感，内在动机使其感受到良好的工作体验，而良好的工作体验使员工感知领导的这种

行为是正确的使其更加认可，信赖领导 (Konczak et al., 2000)，信赖、支持、服从等都是员工追

随行为的表现，也就是说信任会增加员工的内在动机的感知从而产生认可、信赖、服从的员工

追随行为，而内在动机、自我效能感是能量感的体现，因此提出假设 H9； 

H9，信任正向调节能量感与员工追随行为之间的关系 

信任是影响员工在工作中的内在动机水平的重要因素，对领导的信任能够增加员工对主管

所陈述的目标和内在动机的认可，进而提升员工独立工作的能力和主动性，有效提高员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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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意愿以及参与战略决策过程的积极性 (Nienaber et al., 2015)。同样的领导授权赋能行为能

够刺激员工的内在动机，从而影响员工的追随行为 (Darvish & Farzane-dokht, 2011)，而信任能

够增加员工的内动机，也即是说信任会通过增加领导授权赋能下员工的内在动机，从而增强其

员工追随行为，因此，信任会增强领导授权赋能与员工追随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提出假设

H10； 

H10，信任正向调节领导授权赋能行为与员工追随行为之间 

2.6 研究框架图 

本研究基于上述参考文献与支撑理论构建出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图，如下图一所示：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1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3.1.1 包容型领导的操作性定义与测量工具 

包容性领导的操作性定义认可 Carmeli et al. (2010) 的定义，包容性领导为领导愿意听取员

工的意见，喜欢与员工一起为实现组织目标献言献策，并能及时注意到新的外部机会，而员工

愿意跟随领导，信任领导，这些特质会促使包容性领导与员工之间建立高质量的关系，认为包

容性领导包含开放性 (Openness)、亲和性 (Accessibility)及可用性 (Availability) 三个维度。 

3.1.2 包容性领导的衡量 

包容性领导的衡量参照 Carmeli et al. (2010) 开发的三维度 9 题项的的量表，该量表的三个

维度分别是开放性、可用性以及亲和性；其中开放性包含领导听取下属新观点、留意新机会以

及探讨新方法等内容；可用性包含交流相关问题、愿意帮助下属以及善于解答问题等内容；亲

和性包含愿意倾听倾诉、鼓励下属寻求帮助以及探讨突发问题等内容，这三个维度 9 个测量题

项可以应用于一般的组织情境。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 包容性领导量表 

维度 测量项目 来源 

开放性 

领导愿意倾听新的观点 

Carmeli et al. 

(2010) 

领导能留意新的机会，从而提高工作进程 

领导愿意讨论期待的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新途径 

亲和性 

领导鼓励我在出现新问题时找他/她 

领导可以被找来讨论新出现的问题 

领导乐于同下属探讨遇到的突发问题 

可用性 

如果有问题时，随时可以找领导咨询 

领导一直存在于团队中—随时可以找到他 

我想向领导咨询专业问题时，随时可以找到他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1.3 领导赋权授能操作性定义 

领导授权赋能行为的操作性定义认可王辉等人（2008）的定义从个人发展支持、过程控制、

权力委任、参与决策、结果和目标控制、工作指导六个维度进行衡量，认为领导授权赋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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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很好的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和工作兴趣，是一种有效的管理行为，实行领导授权赋能行为

对员工和组织均有益。 

3.1.4 领导赋权授能的衡量 

认可国内学者王辉等人（2008）的量表，如下表二所示： 

表二 领导赋权授能量表 

维度 题项 资料来源 

个人发展支持 

我的主管很关心我的个人成长和职业生涯的规划 

王辉等人

（2008） 

我的主管经常给我提供培训和学习的机会 

我的主管允许我工作中失误，使我能够从中学到东西 

我的主管会因为我工作任务完成出色而为我争取升职的机会 

我的主管会因为我工作任务完成出色而为我争取加薪的机会 

过程控制 

我的主管经常为我创造露脸和锻炼的机会 

我的主管会严肃地指出我工作中的过错 

我的主管经常询问我的工作进展情况 

我的主管会因为我没有完成工作目标而予以严肃的批评 

权力委任 

我的主管会定期抽查我的工作是否在顺利进行 

我的主管不干涉我职权范围的工作 

我的主管充分授权，让我全面负责我所承担的工作 

记过和目标控制 

我的主管给我相应的权限，让我在工作中能自主决策 

我的主管注重工作目标 

我的主管为我设定工作目标，并要求我确保完成 

我的主管按时考核我的工作是否完成 

参与决策 

我的主管注重工作结果 

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我的主管积极倾听一我的意见和建议 

在做决策时，我的主管尊重和重视我的建议 

我的主管经常创造机会使我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工作指导 

涉及到我的工作时，我的主管在做决策前会会征求我的意见 

我的主管经常鼓励我，增强我的信心 

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我的主管及时给以帮助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1.5 能量感的操作性定义 

能量感的操作性定义认可 Quinn and Dutton (2005)的定义能量是一种员工持续的情绪状态，

是一种积极的情感冲动，没有特定事件指向的持久的情感状态，员工具有能感是员工会试图选

择那些能提升自己能量的活动或事件，反之则会回避因而，能量会影响人的预期及其在活动中

的投入，高能量的员工会积极的看待事情并期待积极事情的发生，能量感可以表现员工积极的

状态，帮助员工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实现有效的工作。 

3.1.6 能量感的衡量 

本研究认可 Quinn and Dutton (2005)的量表，如下表三所示： 

表三 能量感量表 

维度 题项 资料来源 

能量感 

在工作中，我积极主动、精力充沛 

Dirks and 

Ferrin (2002) 

我充满干劲，完成本职工作 

在工作日，我觉得自己充满活力 

我有足够的精力完满地完成本职工作 

早晨开始工作时，我拥有足够的精力面对新的一天 

工作时，我充满热情 

单位的工作给予了我正能量 

工作时，我生气勃勃、充满活力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1.7 员工追随行为的操作性定义 

员工追随行为的操作性定义认可马剑等人（2020）的定义员工追随者与领导者互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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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表现出的较为稳定的行为倾向和行为方式，员工追随行为是产生于与领导的互动过程中其

所表现出的能改善领导结果的多方面积极行为和特质是追随力产生的行为结果，并从精神追随

和行动追随两个维度进行测量。 

3.1.8 员工追随行为的衡量 

本研究认可马剑等人（2020）的量表，如下表四所示： 

表四 员工追随行为量表 

维度 题项 资料来源 

精神追随 

我对领导所安排任务的潜在意图能够完全领会 

马剑等人（2020） 

领导安排任务时不需要向我详细说明，我能做到心领

神会 

我的工作成果令领导满意 

我乐于时刻追随领导 

我乐意服从领导的工作安排 

我对领导表示信任 

行动追随 

我经常向领导积极建言、出谋划策 

我会主动找领导进行工作进展的汇报 

我会积极与领导探讨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我会尽心尽力完成领导安排的任务，力求达到最佳效

果 

我做任务时遇到困难会想尽办法去克服 

我会与领导的计划或决策唱反调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1.9 信任的操作性定义 

信任的操作性定义认可 Aryee et al. (2002) 信任行为双方有信心不会通过彼此劣势获，认为

信任是指被信任者有能力对信任者采取不利行为时仍愿意承担风险，将自身置于不利地位将信

任定义为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态会基于对他人意图或行为的积极期望而损害依赖他人的意愿

和接受脆弱性的意图，并从情感信任与认知信任进行测量。 

3.1.10 信任的衡量 

认可 Aryee et al. (2002) 的量表，如表五所示； 

表五 信任量表 

维度 题项 资料来源 

情感信任 

我和领导之间由很好的默契，可以很轻易的分享彼此的感

觉，想法 

Aryee et al. 

(2002) 

我可以很放心地告诉领导我的困难，他会很建设性、很关心

的帮助我 

如果我告诉领导我的困难，他会很建设性、很关心的帮助我 

在我们的工作关系上，双方都做出了相当多的情感沟通 

认知信任 

根据我对领导的了解，我毫不怀疑他她）的才能和专业素养 

领导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很高，有较强的奉献精神 

工作上其他的同事和领导互动时，都认为他时值得信任的 

我可以信任领导不会因为他粗心而使我的工作变得更困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方法 

3.2.1 研究对象和问卷收集 

包容性领导与领导授权赋能行为，为工作场所当中存在的两种领导方式，因此本研究采取

随机抽样的方式对访问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考虑到问卷收集的便利性与可得性选取本人所在的

山东济南的员工为研究对象，为了保证问卷的有效性采取 Tinsley (1987) 的建议，样本数因在与

问卷题项数比例为 1：5——1:10 之间为最佳，本研究共 63 个题项，故因发放 315—630 之间，

同时综合 Sudman(1976)的建议，有效样本应在 500—1000之间，因此本研究采取 1:10的比例，

预计发放 630 份问卷，主要为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发放，线上通过问卷星链接在 QQ、

微信、朋友所在的企业群进行问卷发放，线下通过好友进行问卷代发，为了保证问卷的有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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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采取不记名方式进行填写、并附赠礼品来使填答者更加愿意真实有效的填答。 

3.2.2 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 

采用统计分析法，首先剔除无效问卷，然后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分析、结构

方程式验证，量表适配度检验、相关系数分析、适配度分析、中介检验、调节检验分析、从实

证角度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验证研究假设。 

 

4. 预期研究成果 
本研究预期能得到的研究成果如下：1.包容型领导对员工追随行为有正向影响，2.领导赋

权授能对员工追随行为有正向影响，3.包容性领导对员工能量感有正向影响，4.员工能量感对

员工追随行为有正向影响，5.能量感在包容性领导与员工追随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6.领导

授权赋能行为对员工能量感有正向影响，7.能量感在领导授权赋能行为与员工追随行为之间具

有中介作用，8.信任对包容性领导与员工追随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9.信任对能量感与

员工追随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10.信任对领导授权赋能行为与员工追随行为之间具有

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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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re beginning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behavior in the 

organization. The suspicion, self-interest, and intrigue in the enterprise can easily cause 

employees to have negative emotions towards the organization. Cynicism is a typical negative 

behavior. Representative of emotions, negative emotions towards the organization will cause 

employees to make negative behavio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event theor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mployee emotional blackmail on employees' deviant 

behavior in the workplace. What factors are involved? This study introduces two variables, 

cynicism and supervisory care, to construct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Taking a random 

sampling method in Weifang, Shandong Province, 500 questionnaires are expected to be 

distributed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extortion, cynicism, supervisory care, 

and employees' deviant behaviors in the workplace. 

 

情绪勒索对员工行为偏差的影响研究： 

基于主管关怀的调节作用和犬儒主义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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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组织中存在的负向行为，企业中的怀疑、自利、勾心斗角等现象

极易使员工产生对组织的负向情绪，而犬儒主义作为一个及其典型的负向情绪的代表，对组织

的负向情绪会导致员工做出负向行为。本文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视角，旨在探究员工情绪勒索

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其中涉及哪些因素？本研究引入了犬儒主义、主管关怀两个变量

进行探讨，构建出新的理论框架。对山东潍坊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预计发放 500 份问卷，揭

示情绪勒索、犬儒主义、主管关怀与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情绪勒索；员工行为偏差；主管关怀；犬儒主义 

 

1. 绪论 
1.1 引言 

置身于快节奏变化且浮躁功利的社会环境，企业中的怀疑、自利、勾心斗角等现象极易使

员工产生对组织的负向情绪，员工负向情绪会降低员工的组织承诺和工作绩效，影响团队绩效

和组织变革(Chiaburu et al., 2013)。组织如何管理员工负向情绪，提升员工对组织的奉献度和归

属感，已成为当前组织行为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而犬儒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负向情绪格外受到

关注。员工犬儒主义是员工拒绝相信组织和主管管理实践（如组织变革、新政策的实施等）的

一种负向情绪。高犬儒主义的员工认为组织缺乏诚信、具有怀疑领导的动机，害怕组织变革而

产生无助、沮丧的情绪，对组织失去信心而玩世不恭、碌碌无为(Johnson & Leary‐Kelly, 2003)。

在当前组织外部竞争日趋剧烈、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日益普及的组织大变革时代，员工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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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阻碍了组织变革过程，降低员工犬儒主义是提升组织管理效率、推进组织变革的一个重要

环节。主管的风格是一种重要的组织情境变量，在组织中深刻影响到员工的心理经历和情感状

况，是员工积极或消极情绪形成的主要来源 (Hetland et al., 2011)。近年来随着领导者道德失范

事件增多如欺压员工，故意刁难员工，抢夺员工成绩为己用等，道德水平日益成为领导者关键

考核指标，变革型领导作为新型领导风格受到广泛关注。犬儒主义是怀疑和沮丧等负向情绪的

结合体，而变革型领导规范自我、以己示人、正直诚信，作为一种积极正向的领导风格，能让

员工相信组织实践、产生乐观的积极情绪，可以推断变革型领导会对员工犬儒主义起到一定的

抑制作用 (Kalshoven et al., 2011)。主管关怀为人正直、诚信、利他、关心员工，能满足员工的

心理需要，减少员工心理负面的存在，员工在组织中的工作事件对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效果在很大程度会受到员工个体的影响，这意味着研究者在讨论员工情感反应和员工工作态度

的关系时要关注主管关怀的作用。而目前对主管关怀的研究多集中在直接效应上，忽视了员工

个体的差异化对主管关怀作用发挥方向和程度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主要考虑到情绪勒索这一

现象的普遍存在，引入犬儒主义这一反映员工对组织情绪的变量，从员工的视角出发，探究主

管关怀、情绪勒索与犬儒主义之间的权变关系，以考察在中国社会中，情绪勒索对员工偏差行

为的影响机制，以及主管关怀的调节作用，提出了犬儒主义的前因后果，更是探讨情绪勒索与

员工偏差行为的内部机制。并提出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情绪勒索是否使员工产生偏差行为？并

以犬儒主义为中介，主管关怀为调节探讨其反应机制。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研究主要探讨情绪勒索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犬儒主义在两者之间

的中介作用以及主管关怀对情绪勒索与犬儒主义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丰富了现有情绪勒索和

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的研究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首先，虽然组织中存在的

负向行为已引起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但有关情绪勒索和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在国内的研究还处

在探索阶段。主管关怀的研究为领导行为提供新的视角，对进一步开发领导力、提高领导有效

性具有推动作用，同时也能揭示出主管关怀对组织的作用机制。此外，由于消极行为造成的影

响远远大于积极行为，因此，研究组织的负向行为更有意义。其次，国内现有的针对情绪勒索

产生行为结果的研究主要是从员工的积极行为例如组织公民行为、建言行为等出发，很少关注

员工遭受情绪勒索后表现出的职场偏差行为。本文从员工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情境下犬儒主

义的前因后果，丰富了情绪勒索和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理论研究，扩大了理论研究的文化范围，

有助于提高相关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最后，本研究在考察情绪勒索对员工职场偏差行

为的预测作用之后，进一步探究犬儒主义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主管关怀在情绪勒索和

犬儒主义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犬儒主义解释情绪勒索破坏了员工对管理者的认知从而产生职

场偏差行为，再分析主管关怀对情绪勒索与犬儒主义之间的抑制作用。 

1.2.2 实践意义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在追求低成本的同时，企业必须

要注意组织背后的隐性损失，关注组织中的负向行为，尽可能降低组织成本，减少对员工的身

心伤害，增强组织竞争力。由于情绪勒索和职场偏差行为给组织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此

在实践意义上，本研究为构建和谐组织和提高组织竞争力提供一定的帮助。首先，在中国情境

分析情绪勒索的负向影响作用，提醒管理者自觉规范自身行为，有意识地避免实施情绪勒索，

减少对员工态度、行为和心理的消极影响。其次，对于组织而言，充分认识情绪勒索的危害性，

建立健全的甄别机制、干预机制快速识别和预防情绪勒索的发生，从而减少员工的职场偏差行

为。最后，本研究加入犬儒主义作为中介变量探讨情绪勒索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内在影响机

制，建议组织采取有效的措施创建公平的企业文化，营造和谐、友好的组织氛围，减少员工互

动不公平感。加入主管关怀作为调节变量，对企业管理价值观多元化的员工提出具有一定参考

价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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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是用来解释人的社会性行为的，在于分析两个主体或多个主体相互之间的行

为互动，当人的付出没有得到公平的回报或没有达到预期时，人就会变得愤怒 (Homans, 1974)。 

2.1.2 情感事件理论 

情感事件理论是指刺激个体进行评估、产生短暂或长久情绪反应的事件，积极情感事件会

带来积极情绪，消极情感事件则会引起负面情绪，进而影响人的行为 (Weiss & Cropanzano, 

1996)。 

2.2. 主管关怀对员工的影响 

Martinez (2003) 对墨西哥移民所拥有和经营的墨西哥组织进行了研究，发现主管通过在组

织内部提供员工福利以及组织外部提供个人需求来表达关怀。以往学者们对主管关怀的关注较

少。近年来，随着对主管关怀探究的增多，发现主管关怀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绩效等均会

产生影响 (Farh et al., 2006)。Farh et al. (2006) 还指出，主管关怀可以提高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

增强组织承诺。Wu et al. (2012)以中国大陆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若主管具备关怀风格，可以

获取员工情感上的信任，促使员工发自内心的为组织做事。Chen et al. (2011) 在台湾背景下进

行研究，指出主管关怀可以促进员工的两类绩效，一类是角色内绩效，另一类是角色外绩效。

杨国亮与卫海英（2012）对家长式领导的研究则与魏蕾与时勘（2010）的实证研究，当主管属

于关怀风格时，员工的工作投入会显著提高。李庭阁等人（2016）指出主管关怀可以积极促进

员工的角色内绩效一任务绩效。Lin et al. (2016) 研究表明主管关怀可以通过改善主管-成员交换

关系促进员工的创造力。伊默等人（2017）则指出，主管关怀可以通过积极推动员工的内部人

身份感知促进下属做出创新行为。朱其权等人（2017）以中国 28 家经历过组织重大变革的研

发机构为研究对象，发现主管关怀可以有效获得员工对变革的拥护，对员工变革情感承诺产生

积极影响。徐悦等（2017）研究发现主管关怀对员工建言行为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魏华飞等

（2018）认为主管关怀能够正向影响员工的创新绩效。夏天添等（2019）指出，当主管具备关

怀下属的风格时，员工做出组织公民行为的概率会增大。 

2.3 情绪勒索对员工偏差行为的影响 

情绪勒索是指员工在组织中主管或同事要求其做某些事来实现主管或同事的目标，主管和

同事的这种行为导致员工自己有种不舒服的感觉，这种现象被称为情绪勒索 (Forward et al., 

1997)。职场偏差行为是指员工刻意的违反组织内在重要规范，由此损害了组织及组织内部其

他人利益的行为 (Bennett & Robinson, 2000)。本文的职场偏差行为分为两个部分：人际偏差与

组织偏差。基于社会互动的观点，攻击行为是有目的性的而且具有目标导向 (Becker, 1974)。因

此当攻击的来源是工作场所中的管理者或同事时，员工可能会对管理者或同事直接进行攻击，

当个体没有能力或者不情愿去报复挫折的直接来源时，就会改选较为可得或者威胁性较小的目

标进行替代攻击，所以人际间的不当对待能够促发职场偏差行为。而且情绪勒索行为会导致员

工挫折感的产生，而挫折、不公平以及对自我的威胁等不愉快的职场体验都会引发员工的职场

偏差行为。与攻击相关的研究发现，个体会选择以报复的方式来对他人的攻击行为作为反应。

个体会针对那些伤害他们的人做出报复。而管理者被认为是最显著的恃强凌弱行为的来源。因

此，不论是理论或是实证研究都认为情绪勒索行为和报复、攻击行为是有所关联的。由此可见，

情绪勒索行为正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具有预测作用。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可知，个体不仅进行物

质交换，而且更注重精神交换，需要的是尊重和公平待遇，个体在交换过程中遵循的是互惠原

则，既有正面的互惠，也存在消极的负面的互惠 (Homans, 1974)。当员工受到不正当的对待之

后会还以负面的行为，所以员工很有可能在遭遇了情绪勒索之后表现出职场偏差行为。根据情

感事件理论，积极的工作事件会导致员工积极的行为，消极的工作事件会导致员工有消极的行

为 (Weiss & Cropanzano, 1996)。情绪勒索对员工来说是消极的工作事件，所以当员工遭受到情

绪勒索之后，会做出负向的行为，例如职场偏差行为、工作倦怠等。Lin et al. (2020) 通过对旅

行社的研究发现，员工对情绪勒索的感知越高，越容易造成员工工作的挫败感，从而增加员工

的离职意向。由此，本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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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H1a：情绪勒索正向影响员工的人际导向偏差行为 

2.4 情绪勒索对犬儒主义的影响 

犬儒主义是指员工对组织的态度，表现为负面的信念、情感和相关的行为 (Dean et al., 

1998)。因为主管或同事的人际行为决定了犬儒主义，而员工对犬儒主义的知觉影响到个体对

主管、同事以及组织的反应，包括态度、认知、行为和情感各个方面，所以犬儒主义可以预测

到与主管、同事或组织有关的后果。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可知，个体不仅进行物质交换，而且更

注重精神交换，需要的是尊重和公平待遇，个体在交换过程中遵循的是互惠原则，既有正面的

互惠，也存在消极的负面的互惠 (Homans, 1974)。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犬儒主义是员工对于自

己和主管或同事交换质量的感知，当员工遭受到情绪勒索之后，员工会感觉到不舒服，甚至难

受，员工就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我要被这样对待呢？最后会导致员工对主管、同事及组织产

生不好的感觉，会认为这样的组织不好。特别是遭受到来自主管的情绪勒索，员工不得不遵从

主管的意愿去做，主管是一个组织的代表，因此会影响到员工对组织有不好的态度。根据情感

事件理论，积极的工作事件会导致员工积极的行为，消极的工作事件会导致员工有消极的行为

(Weiss & Cropanzano, 1996)。情绪勒索对员工来说是一种负面的工作事件，因此会导致员工产

生负面的情绪，而犬儒主义就是员工对组织的负面情绪表现，出现对于组织的不信任，失望，

难过等。Yasmin (2020) 对犬儒主义的研究发现，职场欺凌对犬儒主义有正向影响，其认为职场

欺凌是犬儒主义的诱导因素之一，负面的工作事件会提高员工的犬儒主义。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H2：情绪勒索正向影响员工的犬儒主义 

2.5 犬儒主义对员工偏差行为的影响及中介作用 

犬儒主义是指员工对组织的态度，表现为负面的信念、情感和相关的行为 (Dean et al., 

1998)。职场偏差行为是指员工刻意的违反组织内在重要规范，由此损害了组织及组织内部其

他人利益的行为 (Bennett & Robinson, 2000)。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可知，个体不仅进行物质交换，

而且更注重精神交换，需要的是尊重和公平待遇，个体在交换过程中遵循的是互惠原则，既有

正面的互惠，也存在消极的负面的互惠 (Homans, 1974)。前面的假设已经推论出，当员工遭受

到情绪勒索后，会感到难受，会有不公平的想法，而员工处于这种组织当中，会觉得组织不好，

会让员工对组织产生不好的态度。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可知，当员工基于这种不公平的心态，觉

得组织不好，会导致员工做出负向的行为。当员工是高犬儒主义时，员工会认为组织不好，员

工对组织会有较多的负面信息，因此会做出损害组织利益的行为，而员工觉得组织不公平时，

比如主管和同事沆瀣一气，获得很多好处，而自己很努力，却没有回报，因此员工也会做出损

害组织成员利益的行为。本文将员工遭遇的不公平对待的类型进行归纳时发现管理者的一些行

为，例如不友好、不尊重、不礼貌地对待员工等，这些行为和本文研究的情绪勒索相关。根据

社会交换理论，情绪勒索导致员工知觉到互动的不公平，会造成员工对组织产生不好的感官，

而员工将有动机来解决这种不公平，促使他们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减少不公平的感觉，而职场偏

差行为就是其中一种行为表现用来减少不公平的感觉。Peplinski (2014) 提出犬儒主义代表了管

理者和下属进行“交换"的质量，情绪勒索也意味着管理者和下属较低的“交换”质量,而较低

的“交换”质量则会在以主管为导向的攻击方面得以强化。李宁琪与易小年（2010）通过实证

研究证实了情绪勒索与下属组织公平感之间的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郑清扬（2005）探讨了组

织公平对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得出结论组织公平的不同维度对偏差行为的不同维度分别有影

响，即当员工感知分配公平时，相应地减少对人际导向或组织导向的偏差行为，程序公平下对

组织导向偏差行为起正向影响，而犬儒主义对人际导向偏差的起正向影响。张晶晶等（2015）

提出的组织不公正的系统理论分析和假设，可以看出员工经历的负面事件或活动导致组织不公

正，而这些负面事件或活动中包含了和情绪勒索相关的行为，例如受到管理者恶意的批评和当

众嘲笑等，并且对关于组织公平和职场偏差行为的文献总结得出组织公平的三个维度即分配公

平、程序公平、犬儒主义都可以预测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其中互动不公平的预测作用比其他两

种不公正感更强烈。分配公平、程序公平、犬儒主义都可以作为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预测因子，

比其他两种不公正，互动不公平对职场偏差行为的预测作用更强。何轩（2009）也证实了中国

情境下的组织具有较强的人格化特点，而犬儒主义的程序化特点较弱，代表领导和员工之间的

人际互动，对中国组织中的各种绩效有更好的预测作用。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员工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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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勒索，其知觉到犬儒主义感的提高继而也会通过表现职场偏差行为抵消互动不公平感，从

而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公平。Tong et al. (2020) 利用员工低组织认同感与犬儒主义的交互作用，

预测了员工对组织的负向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H3a：员工犬儒主义对人际导向偏差行为有正向影响 

假设 H3b：员工犬儒主义对组织导向偏差行为有正向影响 

假设 4a：员工犬儒主义在情绪勒索与人际导向偏差行为之间有中介作用 

假设 4b：员工的犬儒主义在情绪勒索与组织导向偏差行为之间有中介作用 

2.6 主管关怀在情绪勒索和犬儒主义之间的调节作用 

情绪勒索是指员工在组织中主管或同事要求其做某些事来实现主管或同事的目标，主管和

同事的这种行为导致员工自己有种不舒服的感觉，这种现象被称为情绪勒索(Forward et al., 

1997)。犬儒主义是指员工对组织的态度，表现为负面的信念、情感和相关的行为(Dean et al., 

1998)。主管关怀是指领导者对下属个人福祉发自内心的一种认同，并做出个别、全面而持久

的关怀（樊景立、郑伯埙，2000）。根据情感事件理论，积极的工作事件会使员工产生积极的

情绪，积极的情绪会导致员工有积极的行为，而消极的工作事件会使员工产生消极的情绪，消

极的情绪会导致员工有消极的行为 (Weiss & Cropanzano, 1996)。对员工来说，情绪勒索属于消

极的工作事件，当员工在组织中遭受到情绪勒索后，员工会认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产生消极

的情绪，因此会促使员工做出负向行为。在这情况之下，主管关怀高的时候，员工得到了来自

主管的关怀，这是积极的工作事件，因此会使员工产生积极的情绪，比如主管对我的关心、给

与我帮助等，会使员工感到开心与感动，所以会抵消一部分员工感受到的不公平，使负面情绪

变得更少，所以主管关怀会减弱情绪勒索与犬儒主义之间的关系。反之，当主管关怀低的时候，

员工就会越来越感到不公平，就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会做出对主管或其他的偏差行为，同

时也会伤害组织的利益来满足自己所需要的公平，所以主管关怀会增强员工情绪勒索与犬儒主

义之间的关系。Abbas et al. (2020) 发现主管关怀能通过降低员工对组织的不满，从而减少员工

的离职意向。主管关怀不仅如此，主管还能通过对员工工作上的帮助以及对员工生活上的嘘寒

问暖，能获得员工的好感，同时让员工感受到好的组织氛围，提高员工对组织的认同(Qiu, 

2021)。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 H5：主管关怀对情绪勒索与犬儒主义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 

2.7 研究框架图 

本研究基于上述参考文献与支撑理论构建出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图，如下图一所示： 

 
图二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 研究方法 
3.1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3.1.1 情绪勒索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本研究结合了 Forward et al. (1997) 提出的定义，本文将其界定为员工在组织中，主管或同

事要求其做某些事来实现主管或同事的目标，主管和同事的这种行为导致员工自己有种不舒服

的感觉。对情感勒索的测量，本文采用的是 Chen (2009) 编制的情感勒索简版量表，该量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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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2 个项目，使用了 Likert 5 点量表，选项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普通，4=同意，

5=非常同意，此量表的信度较好，被广泛使用，如表 3.1： 

表二 情绪勒索量表 

变量 题项 

情绪勒索 

1.别人用威胁的语言对我提出要求。 

2.别人用威胁词来表达需求。 

3.别人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而责怪我。 

4.如果你不听我的话，就会有后果。 

5.别人为了取悦我而给予某人特殊待遇。 

6.别人说没有我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成功，这让我感到内疚。 

7.如果我不能满足某人的需要，我会感到懊悔。 

8.别人抱怨我自私，却不认为他们是自私的。 

9.别人会让我感到内疚。 

10.别人缺乏合作的关系。 

11.别人为了实现目标而威胁我会。 

12.如果我不听别人的话，他会恨我的。 

资料来源：Forward et al. (1997) 

3.1.2 犬儒主义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本研究参考了 Dean et al. (1998) 提出的定义，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员工对组织的态度，表现

为负面的信念、情感和相关的行为。对犬儒主义的测量，本研究采用 Dean et al. (1998) 根据犬

儒主义的定义，开发设了包含有 14 个问项犬儒主义量表，釆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从 1—5 得

分越高，代表犬儒主义水平越高，如下表二： 

表二 犬儒主义量表 

变量 题项 

犬儒主义 

1.我认为公司说一套做一套。 

2.公司的政策目标和实践时常不一致。 

3.公司奖励不当，希望员工做某事却对另外的员工进行奖励。 

4.当公司宣传做某事时，我怀疑公司是否真的会去做。 

5.公司说的和实际做的时常不相同。 

6.当我想到公司时，我感到生气。 

7.当我想到公司时，我感到厌恶。 

8.当我想到公司时，我感到沮丧和失望。 

9.当我想到公司时，我感到紧张焦虑和不安。 

10.我对公司外的朋友抱怨公司内发生的事情。 

11.对于公司的负面事件，我与同事们彼此间用“心照不宣”的眼神交流。 

12.我经常向别人说起公司事务的运作方式。 

13.我经常在别人面前批评公司的政策和实践。 

14.我经常嘲笑公司的口号和倡议。 

资料来源：Dean et al. (1998) 

3.1.3 员工偏差行为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本研究借鉴了 Bennett & Robinson (2015)提出的定义，本研究将其界定为组织中的员工刻意

违反组织内的重要规范，由此损害了组织及组织内部其他成员利益的行为，分为两种情况：人

际偏差与组织偏差。对员工偏差行为的测量，本研究采用了 Bennett & Robinson (2000) 舍弃了

危害程度的分类标准，把员工职场偏差行为重新整理为组织偏差和人际偏差的二维结构，并开

发了对应的量表，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是 0.82 和 0.79，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得到了大量学者的支持和验证。如下表三与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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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人际偏差行为量表 

变量 题项 

人际偏差行

为 

1.在工作中嘲笑别人。 

2.在工作中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话。 

3.在工作中发表民族、宗教或种族言论。 

4.在工作中诅咒某人。 

5.对某人开玩笑。 

6. 在工作中对别人表现出粗鲁的举止。 

7.在工作场合让某人难堪。 

资料来源：Bennett & Robinson (2015) 

表四 组织偏差行为量表 

变量 题项 

组织偏差行

为 

8.未经允许擅自拿走工作财物。 

9.花太多时间做白日梦而不是工作。 

10.伪造收据，虚报出差费用。 

11.在工作场中休息时间比规定时间长。 

12.未经允许上班迟到。 

13.在工作场地乱扔垃圾。 

14.故意在工作中拖延、降低工作效率。 

15.与未经授权的人讨论公司机密信息。 

16.在工作中使用违禁药物或饮酒。 

17.工作上不太努力。 

18.为获得加班费而有意拖延工作。 

资料来源：Bennett & Robinson (2015) 

3.1.4 主管关怀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本研究借鉴了（樊景立、郑伯埙，2000）提出的定义，本研究将其界定为主管对下属个人

福祉发自内心的一种认同，并做出个别、全面而持久的关怀。对主管关怀的测量，本研究采用

的是郑伯埙等人（2003）编制的主管关怀量表，共计 5 个题项。该量表在中国的研究中均进行

验证，结果表明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如下表五 

表五 主管关怀量表 

变量 题项 

主管关怀 

1.主管经常关心我的身心健康。 

2.主管对我的照顾扩及到我的家人。 

3.主管经常关心我的日常生活。 

4.当我遇到困难时，我的主管会给予帮助。 

5.我的主管会对相处久的下属给予细致的照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方法 

3.2.1 研究对象和问卷收集 

根据本文的研究方向，研究对象为企业中的员工，然后对于地域的选择，因为我的家乡在

山东潍坊，我的资源与人脉都在潍坊，因此我预计在山东潍坊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的抽样方

式选择随机抽样，家长式领导是根植在文化影响的基础上，而地域上的近邻体现的是地域性文

化差异较小，受地域性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事物看法也较为一致，调查数据不会出现较大的偏

差和波动。其次对于企业的选择，我们并不用区分何种企业是具有家长式领导风格的企业。因

为家长式领导虽然起源于家族企业，但是其领导方式不仅广泛存在于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家族企

业中，而且在各种组织中都陆续得到验证（Farh & Cheng, 2000；郑伯埙等，2003）。将编制好

的问卷通过纸质版发送、电子版问卷和网络问卷工具（问卷星）填写等方式获取样本数据。本

研究参考 Sudman (1976) 的建议，其所需样本数应在 500 至 1000之间为佳，以及 Ghiselli et al. 

(1981)，问卷发放数量至少是题项的 5-10 倍，本研究共 56 题，因此发放为 280—560 之间，因

此本研究预计发放 500 份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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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首先对回收问卷进行问卷筛选，剔除无效问卷，然后采用统计分析法，对样本数据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分析、相关系数分析、适配度分析、中介检验、调节检验分析、结

构方程式验证，适配度检验，从实证角度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验证研究假设。 

 

4. 预期研究成果 
本研究预期能得到的研究成果如下：1.情绪勒索会正向影响员工的人际导向偏差行为、2.

情绪勒索会正向影响员工的犬儒主义、3.员工犬儒主义对人际导向偏差行为具有正向影响、4.

员工犬儒主义对组织导向偏差行为具有正向影响、5.员工犬儒主义在情绪勒索与人际导向偏差

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6.员工的犬儒主义在情绪勒索与组织导向偏差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7.主管关怀对情绪勒索与犬儒主义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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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imulation of paradoxical leadership to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t behavior 

Team climate i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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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leadership model and employees has become a hot issue.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whether paradoxical leadership can stimulate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t 

behavior, and indirectly stimulate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t behavior by mediating and 

regulating team atmosphere and tradition. This study selected 500 employees from some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ivate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finally selected 407 effective 

samples for data analysis. SPSS and Amos were used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two statistical softwa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ramework was analyzed, and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was finally tested. 

 

Keywords: Paradoxical Leadership; Employee's Constructive Deviant Behavior;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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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当下的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发展当中，企业领导模式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当下的热点

问题。因此，悖论型的领导是否会激发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并以团队

氛围与传统性做中介与调节作为大环境间接的激发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的产生。本研究选取

了国内一些私企类的中小企业当中的 500 名员工进行发放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对象，最后选用有

效样本 407 名进行数据分析。并采用 SPSS 与 AMOS 两大统计类软件进行描述性信效度分析检

验，并对框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对研究假设做最后的检验。 

 

关键词：悖论型领导；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团队氛围；传统性 

 

1. 研究背景 
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循序发展中，企业员工的处事态度以及领导的模式已经是当下人力资源

当中一个热度不小的问题，并且已经引来了广大学者的关注与研究（谢琳，2014）。 

员工的流动性逐渐增强已经不是常见的问题，对企业来说，关注员工的职业成长问题和领

导层该具备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谢琳，2014）。在如今经济全球化与强烈的竞争关系的背景

下，使得企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管理悖论，吴圆圆（2018）认为组织的需求和员工的个性化需

求、稳定还是动荡、集权还是分权、利益的短期迅速化还是长期发展等等。悖论问题都有着双

面性，都不一定能在根本上解决，袁楚芹（2019）指出悖论的本质认为万事万物皆有正和反两

面，这两面同时存在却又相互斗争，直到达到对立而统一的平衡状态。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悖论型的领导和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主要是采用调查法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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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探索悖论型的员工是否会激发员工额建设性的越轨行为，以团队氛围作为中介作用以及传

统性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研究目的： 

第一，本研究从悖论型管理方式的角度，来研究悖论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

研究的学者主要是从积极性和消极性两个领导的风格去研究是否会使员工产生员工的建设性越

轨行为，缺乏悖论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研究。本研究运用悖论管理的领导方式，结

合阴阳平衡、优化管理的方面研究悖论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第二，本研究通过引用团队氛围，在组织环境当中，员工是否会为了组织或企业的共同利

益而间接的影响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激发，丰富悖论型领导对员工的中间作用的研究，探究

此领导模式是否会通过团队氛围这个组织环境来激发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 

第三，在中国的情境下，员工是否会维持敬业精神，维护企业或组织的形象是组织所提倡

的现象，这些现象都会给企业带来积极的影响，传统性对自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员工的行为特

征方面，高传统性的员工思想区趋于保守，研究探索员工通过传统性的视角，探索员工是否会

因为心理方面而去激发建设性的越轨行为。 

 

2.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悖论型领导的概念与维度 

悖论是一个逻辑学的词语，普遍来说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例如形式为：如果 A 事件发生，

则推论出非 A，非 A 发生则推倒出 A (Lewis, 2000)。因为组织的复杂性，大众广泛关注什么样

的领导风格可以解决复杂的环境。后来 Zhang (2015) 有结合西方领导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阴

阳哲学，明确的提出了“悖论型领导”的概念 (paradoxical leadership)。领导者将面临持续的竞

争需要来满足组织结构化需求 (Cleggetal, 2002; Lewis, 2000)。 

Zhang et al. (2015) 认为悖论型领导可以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是人员管理者的悖论型领导，

另外一种是在企业中长期发展的悖论型领导。人员管理中的主要针对的是最基层的基层领导，

悖论型领导这个领导行为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分别是个体的需求和组织的需求，这两个即矛盾

又和谐，这也是属于一种看似竞争但是又相互关联的矛盾关系（谭乐，2020）。朱颖俊（2019）

表示为了可以更加准确的理解悖论型领导的内涵，从 3 个视角更全面的梳理悖论型领导的涵义，

第一，特质与认知视角。从悖论型领导所具备的认知复杂性和情绪平静性等特质与“二者都”

思维方式来理解悖论式领导。第二，行为视角。强调悖论式领导所展现出看似矛盾实际上却相

互联系的行为，这种行为能够帮助领导者在复杂环境下，面对组织与员工需求时，可以安抚和

解决相对立的矛盾。第三，能力视角。该定义强调悖论式领导超越矛盾的能力，具体表现为接

纳能力、差异化能力和整合能力。 

基于这么一些即矛盾又有关联的存在，并从所得出的量表中验证此领导行为的时效性，

Zhang (2015) 提出了下文测量维度中的五个维度：将自我和他人的中心相结合；维持亲密的同

时又保持着距离感；对待下属一视同仁但也会存在个体差异；严格执行所下发的任务并保持着

灵动性；维护决策控制的同时允许有不同的声音（罗瑾琏，2015）。 

 

2.2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概念与维度 

越轨行为是指偏离或者违反一定社会行为规范的行为。亦称离轨行为或者偏离行为，也称

偏差行为。Robinsion (2009) 等把越轨行为定义为“违反组织的重要规范，威胁到组织或者其他

成员利益的自愿自发行为”。 默顿指出，当社会的文化与结构之间存在紧张或冲突时，越轨就

可能产生（李红，2014）。还有的学者认为员工做出建设性越越轨行为的目的是改善组织内部

和成员之间的利益。然后这个动机并没有伤害到社会和企业组织内部人员的利益。因此，领导

的模式也是间接的影响着员工是否会产生建设性的越轨行为的基础条件（王艳子, 2019）。 

根据之前所说到的越轨行为与建设性越轨行为的解释，对员工建设性越轨的行为的衡量角

度也有两种,分别为组织导向和人际导向所构成。还有一种是由故意性、偏离规范性和道德性

三个维度构成，对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有很多影响因素，例如：外向型人格、责任心、感情

认同、自我效能等（王弘钰，2018）。建设性越轨行为这个行为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 

虽然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建设性越轨行为属于一个多维度的构念，但是任然没有达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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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的方法也存在不足。现在最为普遍的是采用涵盖式术语的测量，Galperin (2002) 将建设性

越轨行为分成三个维度，一共 16 个题项，分别分成创新性、挑战型、与人际型的建设性越轨

行为。王弘钰与崔智淞（2018）在整理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概念后，认为前者忽略了对打破组织

内规范的测量，而且在传统思维严重的大环境下，问题更加突出提出了“违反正式规定”和

“违反非正式规范”的 7项二维度量表（赵靖宇，2020）。 

 

2.3 员工传统性的概念与维度 

中国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在拥有所以在企业管理的基础上，也融合了传统性（杨国枢，

1989）。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价值观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遵从权威是传统性的核心

内涵，高传统意识的员工则会无条件的听从领导的调遣，既有可能为了组织的需求去放弃个人

的需求。低传统性的则会通过“公平交换”的原则来实现共赢。Li (2015) 认为中国的传统作为

一种本土文化，增强工作满意度，来影响工作绩效，作者得出结论发现，积极影响员工工作绩

效的不是工作满意度，而是组织承诺。在 1989 年我国的学者杨国枢（1989）第一次提出了中

国人传统性这一概念，他将传统性定义为是个个体对中国传统儒家理论中既定的等级关系的接

受程度，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人与价值观之间的感情联系。 

杨国枢（1989）依据传统性的五个维度开发了中国本土测量量表，及遵从权威、孝敬亲祖、

男权主义、安分守成、宿命自保五个维度，他们认为遵从权威是最重要的维度，所以杨国枢开

发的量表针对遵从权威的15个题项中抽取了五个载荷最高的题项来组成最新的五个传统性量表。

例如，“按照长辈所得出的经验来说，要听取长辈所说的教导”、“在组织中，应该听取在高处

位置的教导及布置的任务”（田雅楠,1989）。因而本研究关于传统性的测量，来源于中国个人

传统性量表中的遵从权威的量表（于米,2012）。彭正龙和梁东（2011）的研究表明，高传统性

的员工大多会从自我的价值出发，忠诚的充当着自己作为下级的角色，不会轻易的反驳领导的

决定，低传统性的员工，则忠诚度没有那么强，会更容易偏向于自我的价值。在组织研究领域，

研究者们将员工的传统性当成员工态度及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服从的态度决定了员工之间的

效能以及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顾远东等，2014）。采用杨国枢（1989）做研究的五个维度开

发的量表进行检验分析，针对“遵从权威”作为最主要的维度，经研究，该量表被证实有良好

的信效度。 

 

2.4 团队氛围的概念与维度 

“氛围”代指对周围环境产生的一些认知，与大脑产生联系，从而了解周围的环境（史洁

慧，2015）。Lewin (1936) 在研究动机理论的第一次就提出了心理氛围这一概念，他认为氛围的

个体共同和个体形成的认知是有相似的部分，这当中涵盖了个体对社会环境有的认知有着共同

性，造就了氛围概念的核心，这也就是组织行为对于氛围研究的起点。就比如，当一个团队在

执行领导下达的任务，因为完成的出色，而得到领导的嘉奖，那么此时该团队的团队氛围会有

所提高（史洁慧，2015）。Litwin and Stringer (1936) 这两位学者的认为，氛围是在生活与工作

中直接或者间接的所产生的一种可预测的属性，它影响着企业组织成员的动机与行为，还有学

者认为，氛围时组织实践与程序的结果，不同的组织实践与程序产生不同的组织氛围（吴钊阳

与邵云飞，2016）。 

团队氛围的维度在 Becklean (1968) 的认知下，团队的氛围不是必须得要在很大的范围中进

行测量的，可以包括成员的上进心、责任感、和谐度等。Litwin (1936) 将团队氛围分成了九个

维度：对于团队的认同程度、工作结构、责任感、奖励、主动承担风险、以人为本、团队内部

信任关系、标准一致且团队内部透明的竞争制度（史洁慧，2015）。West (1998) 将团队的氛围

划分成为了四个维度，依次是：任务导向、愿景、创新支持以及参与安全，还认为任务导向是

更好的完成工作，提高工作绩效，与维度中的愿景相联系，通过已有程序，使其有更高的工作

绩效（张一等人，2020）。 
 

2.5 悖论型领导对团队氛围的影响 

经过研究发现，悖论型的领导是包含 Zhang (2015) 所提出的五个维度的领导模式。在团队

氛围这个中介变量中，悖论型的领导在维持决策的同时允许自主性，使员工对自己的工作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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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施有着绝对的自主权，当领导只做些大的决策，使员工增强自信心，从而激发员工在感情

认知的同时创造出感情承诺并表现出创造性行为（袁楚芹,2019）。 

悖论型的领导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平衡，对于员工有更高的要求，对企业是需要敢于

冒险的领导（苏勇、雷霆,2018）。悖论型领导根据悖论管理理论给下属安排目标，让员工自主

分配工作计划，但也会对其有着相应的监督，适当的给予团队一定的自主性，员工才会有归属

感，通过归属感，增强团队之间的氛围，在团队氛围的监督促使下，使员工会为了集体利益实

现目标而去努力（袁楚芹, 2019）。 

如果说个人的因素是悖论型的领导所形成的因素，那么组织上的情景就是结构上的因素，

组织的结构为悖论型的领导提供一个氛围，在团队氛围当中进行融合，形成一个有意义有价值

的资源（朱颖俊等人, 2019）。陈永进等（2018）认为领导的决策非常重要，运用不同种类的员

工在不同的大环境当中促进员工的创造力，领导要起到带头作用，激励员工积极的态度，要员

工作为一个集体，共同创造良好的团队氛围，实现共同的组织需求的目标。 

H1：悖论型领导对团队氛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6 团队氛围对悖论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之间的中介作用 

当组织企业当中的员工在企业中受到领导的平等对待，与领导有一视同仁的交流与沟通，

他们的相处很和谐。团队氛围主要体现于：领导通过分享自己的目标以及措施，会促使员工有

着更加积极的工作态度，对于领导的这种分享以及沟通交流的方式使员工有更加强烈的心理安

全感，并与团队员工进行沟通交流来产生新的想法（余义勇,2020）。可见，高团队氛围可以促

使员工与领导之间的交流，减少不同领导模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悖论型的领导的处事风格可

以激发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 

朱少英等人（2008）研究了变革型的领导、团队氛围、知识共享与团队绩效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研究表明团队氛围与知识共享正相关，团队氛围正面影响了团队的绩效，团队所存在的

价值观也影响着团队的氛围（孙海发、刘海山,2007）。团队氛围的隐性机制是与团队创新相挂

钩的，所以团队氛围作为领导模式与员工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团队氛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朱少英等人, 2008）。 

由此可以得出在团队氛围对悖论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罗瑾

琏,2015）。信任通常是被当作追随对领导的观点，是会被提升到团队或者氛围水平，大量的研

究表明，信任是成功的关键，所以说团队氛围在领导和员工的行为之间是可以起到调节的作用。

其次，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当员工的主要思维实在组织的需求上时，员工会因为自己的团队利

益而去打破常规，这表明，团队的关系与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李红,2014）。 

H2：团队氛围对悖论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2.7 传统性对悖论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之间的调节作用 

员工的传统性会促使员工完成领导所布置的任务，随着时代的递增，不同的员工有不同的

作为，会在领导的影响下做出的行为也是会起到缓冲或者激化的作用，员工的传统性在职场有

很明确的表现，对于传统性表现高的员工来说，当他进入组织中，如果能很快很好的融入组织，

那么员工将会对组织贡献自己的力量。张亚军（2015）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员工的传统性与

之前相比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基于社会学习理论，领导良好的言行举止对员工有带头性的作

用，在传统性的中国大环境中，领导的价值观念也会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员工（王帅，2019）。 

在组织当中，高传统性员工承认与领导之间的位置区别，即使存在独裁专制，但仍会绝对

服从，并对环境有较高的忍耐力，所以，具有高传统性的员工能更加遵从组织的权威，对于组

织更加有归属感，因此能够更好的融入组织，也会起到调节作用；而低传统性的员工是倡导平

等，他们是独立并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会想办法降低风险来积极事实新颖的想法。他们敢于

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去打破组织的规则与制度，通过悖论型领导的两者都的理论，员工出于

回报，他们会做一些利于组织的事情，所以较低传统性的员工会强化悖论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

越轨行为的积极影响效果（顾远东等，2014）。 

H3：员工传统性负向调节悖论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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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悖论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影响 

苏勇（2018）指出，在管理过程中随着环境趋向高度复杂与动态变化，悖论式领导能够灵

活转变管理风格，采取有益于组织发展的领导行为。通过前文对悖论型领导以及员工建设性越

轨行为的分析，得出悖论型领导的的五个维度，可以很好的解决员工的建设性的越轨行为。 

通过五维度当中的“维护决策控制的同时允许有不同的声音”(Zhang, 2015), 会使员工在组

织中感受到组织带来的支持感，从而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促使员工做出不同于以往的行为，

面对这种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员工会更加愿意为了组织而激发建设性越轨行为（赵靖宇, 2020）。

Zhang (2015) 提出的“维持亲密的同时又保持着距离感”使员工认识到领导者的魅力，对待员

工即平等又重视个性化的需求，使员工体会到一种领导并没偏心，对待下属一视同仁的感知，

满足之间的平衡，建立高质量的相处关系（杨柳,2019）。Zhang (2015) 所提出的维度“严格执

行所下发的任务并保持着灵动性”，在领导给授权给员工决策与下达任务时，领导给予员工一

定的自主性，灵活决定完成的方法，使员工不必担心领导的过多干涉而受到责骂，更能促进员

工方心的进入工作，增强员工的归属感（杨柳，2019）。Zhang (2015) 所提出的“将自我和他人

的中心相结合”，领导下发一些权利让员工自主的处理细节，使员工获得强烈的归属感，激发

主人翁的意识，使员工自我感知中感知到自己是属于这个集体当中的，集体的利益与自身的努

力使息息相关的，从而激发员工为了利益而去打破常规规则（王帅, 2019）。 

Zhang (2015) 提出的“将自我和他人的中心相结合”；“维持亲密的同时又保持着距离感”；

“对待下属一视同仁但也会存在个体差异”；“严格执行所下发的任务并保持着灵动性”；“维护

决策控制的同时允许有不同的声音”这五个维度分别作为独立的概念分析发现，悖论型领导对

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影响。 

H4: 悖论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有正向的影响。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通过研究悖论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激发的影响形成研究框架，引入团队氛围作为

一个中介变量来调节悖论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激发，再引入传统性这个大环境来调

节团队氛围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操作型定义变量 

悖论型领导。Zhang (2015) 等学者认为悖论型领导可以人员管理者的悖论型领导和在企业

中长期发展的悖论型领导两种。朱颖俊（2019）表示悖论型的领导属于一个综合的概念，是通

过个人的特质、行为能力来实现对个人或者组织的影响；从行为视角的角度，更加能体现出自

身的独特性。以此得出悖论型的三大基本特质：包容性、矛盾性和灵活性。本文采用 Zhang 等

人（2015）基于东方阴阳哲学观编制的测量量表，共五个维度，22 个题项。 

建设性越轨行为。早期有学者认为建设性的越轨行为是一种独立的构念，为了维护集体的

利益而去打破常规的自愿性的行为，是以改善环境为目标的动机（李红、刘洪，2014）。默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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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当社会的文化与结构之间存在紧张或冲突时，越轨就可能产生（李红，2014）。建设性

越轨行为是在组织当中规则与组织绩效以及福利相冲突时，员工主动去打破原则，来维护自身

的利益。由领导者认同这份创新，但又无法做出相应决策时，员工和领导就会产生紧张情绪，

从而激发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本文采用 Cameli 等（2002）的量表，共 16 个题项，包含三

个维度，创新型建设性越轨行为、挑战性越轨行为、人际型越轨行为。 

团队氛围。根据 Jehn 和 Malmix (2001) 的研究，确定了测量团队氛围的 3 个测量问项。在

企业组织的团队氛围中，多数体现出来的是企业组织当中员工与领导的关系，相对于员工来说，

组织所做出的承诺，体现是的一种积极的关系；但是相对组织而言，企业组织成员对企业所做

出的承诺是有利于团队绩效的。 

员工传统性。Li (2015) 认为中国的传统作为一种本土文化，增强工作满意度，来影响工作

绩效，得出结论发现，积极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不是工作满意度，而是组织承诺。杨国枢

（1989）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人传统性这一概念，他将传统性定义为是个个体对中国传统儒家理

论中既定的等级关系的接受程度，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人与价值观之间的感情联系。以上可

以得出，遵从权威是传统性的核心内涵，高传统意识的员工则会无条件的听从领导的调遣，既

有可能为了组织的需求去放弃个人的需求。 

3.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回顾法、调查法、统计分析法、抽样调查法。 

样本: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为国内一些企业当中不同阶层的不同部门的领导与员工。

Zhang 等学者认为悖论型领导可以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是人员管理者的悖论型领导，另外一种

是在企业中长期发展的悖论型领导。人员管理中的主要针对的是最基层的基层领导，悖论型领

导这个领导行为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分别是个体的需求和组织的需求，这两个即矛盾又和谐，

这也是属于一种看似竞争但是又相互关联的矛盾关系。（谭乐，2020） 

样本数：故选取了企业当中的 500 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基于 Zhang (2015) 所提出的样本

数的重要准则，即大部分的研究样本的信赖区间在 30-400之间，样本数应在研究变量的十倍以

上。研究的题项最多有 23项，因此发放的问卷至少在 230以上，鉴于可能有无效问卷的产生，

所以向其企业发放 500 份调查问卷（袁楚芹，2019）。 

抽样渠道：由于当下疫情的影响，决定采用线上发放问卷的方法，通过和企业的相关负责

人的沟通后到企业进行委托调研、网络的渠道等方式进行问卷的发放。为了确保样本的真实性

与准确性，会事先告知填写本次问卷的领导及员工此份调查问卷是不记名、不公开，具有保密

性的，仅仅用于学术研究，请放心做答。 

分析方法：在数据分析的这一方面主要是采用 SPSS 25.0 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需要用到

的具体的实证分析的方法有描述性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相关性分析。描述性分析，本

研究主要是企业的员工的信息分布；信效度分析，信度分析主要是用于评估测量工具的可信程

度，效度分析主要是用于评估测量题项与理论概念之间的相符程度。参考 Cronbach’s 𝛼的系数

大小来考察，若 Cronbach’s 𝛼的系数大于 0.7 时，即代表该量表可用。若该系数大于 0.9 则表示

该量表有很好的信度。若小于 0.7 时,则表示该量表信度有问题，需要重新考虑（尤霞光与曹国

如，2015）；相关性分析，杜秀英（2012）认为 Pearson 相关分析主要是用来探讨变量与变量之

间的关联程度，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显著相关。若系数为正数，则表示变量之间正相关，假如

系数越大，则表示变量之间越密切；若系数为负数，则表示变量之间负相关。 

 

4. 预期研究成果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悖论型的领导和员工的建设性越轨行为，主要是采用调查法和实证分析

法来探索悖论型的员工是否会激发员工额建设性的越轨行为，以团队氛围作为中介作用以及传

统性的调节作用。 

在得到所发出的调查问卷中的真实有效的问卷的数据后，采用 SPSS 与 AMOS 统计软件进

行有效数据的检验与分析。将其数据与变量之间进行相互讨论 ，从而得出研究成果。预计所得

出的数据是能够支撑之前所提出的假设：悖论型领导对团队氛围有着正向的影响、团队氛围对

悖论型领导与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员工传统性的负向调节悖论型领导与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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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建设性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悖论型领导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所得

出的假设成果得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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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capital to career develop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n job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a research model with personal charm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oncepts and theories related to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job development. Taking personal charm as the path, there is no relevant 

research of this type at present. The method of convenient sampling was adopted to conduct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final number of questionnaires was 400. Taking employees of 

enterprise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in Zheng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ata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job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 charm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job development. 

 

Keyword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Personal charm; Job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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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力资本对职业发展的重要性日渐突显出来，本研究意在探讨人力资本投资对工作职位发

展的影响，以个人魅力作为中介变项，建立研究模型。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梳理了人力资

本投资和职位发展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以个人魅力作为路径来看，目前并无此类型相关研究。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最终得到问卷数量为 400 份。以郑州市企事业单位职员为

研究对象，通过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职位发

展有正向影响，个人魅力在人力资本投资与职位发展间有中介作用。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个人魅力；职位发展 

 

1. 绪论 

1.研究背景 

当今劳动者的工作职位发展压力越来越大，人人都想通过对职位发展来获得更优越的待遇。

而如今的状况是人才供大于求，职位却是有限的，在职位发展中往往同时有很多人一起竞争。

伴随着 21 世纪技术的加快变革、经济全球化的急速发展，面对高强度的工作任务和压力，以

及对处理愈加复杂的人际关系的需要，更高的岗位意味着对高学历、高水平的人才需求越来越

大。要想提高需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对自身教

育、培训、实践经验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与技能的积累，以期获得更高的生产技能，从

而获得更高的收入 (Schultz, 1968) 。 

近年来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了国家、家庭和个人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个体想要在竞争残酷

的环境中得到经济地位和职场上的成功，仅凭经验显然是不够的。拥有自律、自信、良好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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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魅力和人际关系以及富有创新精神已然成为当代优秀工作者必不可少的潜在要求，优秀工作

者也需要平台实现他们的能力价值。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用人单位，首先要弄清楚人才对于

组织与社会的核心需要，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关的政策，不断优化宏观的社会背景和微

观的工作环境，以此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刘昕，2018）。另外，合理的职位发展机制是激励

员工实现组织目标并充分展现其个人能力价值的有效途径。 

因此，在这样一个重视人才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对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个人魅力，为争取更

大的竞争优势从而帮助工作中的职位发展很有必要。在中国劳动市场环境下，同一岗位上的员

工，卓越的个人魅力以及组织内部的公平可以帮助在其工作岗位上获得更多职位发展的机会。

根据这些，不论从理论角度还是实践角度都非常有必要立足于劳动者的实际情况，开展人力资

本投资对于职位发展的影响研究。本研究立足于公务员的视角来对课题进行研究，公务员隶属

国家公职人员，有着严格的选拔和晋升制度，并且人员容量大适合数据采集及分析，因此选取

郑州市企事业单位职员为研究对象进行探讨。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 

随着时代的进步，工作职位中要求的标准越来越高，职位发展压力也日益增大。所有职场

中的人都会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工作中职位的发展。所有人都会希望能够尽快

发展到更高的职位。当个人条件满足不了职位要求的时候，就需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来提升

自己，为自己创造条件。职位发展意味着更好的待遇及级别的变化，更高的职位意味着更好的

综合素质，故而需要不断的提升。目前学者们对于人力资本与工作职位发展之间的研究相对较

少，故希望通过本文研究人力资本与工作职位发展的关系，提升个人的竞争力，为职位发展制

造条件。 

本文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工作职位发展的关系，了解在职场中职位发展中人力资本的现状，

探讨人力资本投资在职位发展中所发挥的效果，探讨人力资本投资后个人魅力的变化对职位发

展的影响，研究组织公平存在于人力资本投资和职位发展之间产生的变化及影响，丰富职位发

展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文献。 

根据上述的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之问题： 

A.郑州市企事业单位职员人力资本投资对工作职位发展的影响如何？ 

B.郑州市企事业单位职员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魅力的影响如何？ 

C.郑州市企事业单位职员个人魅力对工作职位发展的影响如何？ 

D.郑州市企事业单位职员个人魅力在人力资本投资对工作职位发展是否有中介效果？ 

 

2.文献综述 
2.1 人力资本投资与职位发展的关系 

人力资本与职位发展的关系问题是研究职位发展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符健春等人（2008）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人力资本对职位发展的影响关系非常复杂。其中，社会资本分别起着中介

作用和缓冲作用。Judge and Bretz (2001) 研究发现，教育水平能反映出人力资本的投入程度，

在一个企业中教育水平高的人更容易获得发展和提升的机会。 

王水珍等人（2016）通过数据调查，发现教育对职位发展等有促进作用，受过高等教育的

群体比只受过基础教育的群体在职位发展上可以获得的机会更多，在职位发展方面比只受过基

础教育的群体有非常大的优势。 

人力资本贬值是阻碍职位发展的因素，而社会关系的变化则会引起人力资本的贬值。

Wang (2016) 得出社会关系作为外部环境变量可以通过降低工作中的压力而维系人的健康从而

使人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而抑制人力资本贬值，但不同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强度不一致，甚

至有的会诱发工作压力而降低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促进人力资本贬值阻碍职业发展。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假设： 

H1：人力资本投资对职位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 

2.2 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魅力的关系 

从上世纪起，就有研究指出人力资本投资会对个人的个人魅力造成影响。学者吴震棚与韩

文秀（2004）在参考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的内涵进行了深刻思考，探索性地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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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力资本的内涵认为个人的人力资本除了智能和体能资本外，还应包括人的信誉、个人魅力、

社会关系和公共知名度等。学者刘名远与范一清（2018）的研究表明，教师的人力资本投资与

教师的个人魅力密不可分。教师属于高人力资本储存的群体，个人魅力会使其影响教师自认职

业魅力。房国忠等人（2017）的研究中提出人力资本投资不能仅关注于经理的发展与大学生就

业，更需关注于个人魅力与教育方面的研究。王晖（2007）在提出企业双因素理论后补充，市

场经济的发展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需要充足的规划，同时为了企业与员工的双赢，更需注重企

业愿景与个人魅力。肖建华与赵莹（2018）在针对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中表明个人魅力

需要得以提升。 

这些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了人力资本投资与自我效能间的紧密关联，当个人进行一定的人

力资本投资时，其技能将提升，也因此而提高个人魅力。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假设： 

H2：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魅力存在正相关关系。 

2.3 个人魅力在人力资本投资与职位发展间的关系 

创业者的个人魅力与感召力成为企业凝聚力的主要来源,这对保证决策高效率和企业初期

凝聚力起了决定作用，同时对职位发展起到转折点的作用（马建浩，2005）。陈潇翔（2013）

认为正领导者的影响力来自于职位权力影响和非职位权力影响，职位权力影响是合法产生的职

务地位所赋予的权威影响。非职位权力影响则是由领导者的品德修养、人格形象、胆识魅力、

知识内涵、情感心理等个人素质综合而形成的自然影响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格魅力。领导

者的素质在单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会对单位的事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领导者非职位

权力影响力的大小则完全决定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 

卢国田（2014）校长的形象和威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与其职位密切相关的权力；二

是与其个人素质密切相关的人格魅力。前者对教职工的影响力有强制性和时限性，而后者对教

职工的影响力则是非强制性和恒久性，它不会因权力而消失。李选（2017）认为，能在专业或

领导管理职位上发挥影响力的声音包含个人魅力。 

郑晓霞等人（2019）在有关于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研究中表明，应加强人力资本投资，这样

会尽可能的留住人才，同时需要按照特长安排相对应岗位发挥个人专长，这对于职位发展是有

必要的。姚春序与刘艳林（2013）强调领导个人魅力的重要性，并提出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有利

于领导在企业的发展。康永久（2008）发现自恋人格障碍者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发现自恋与领导

的相关性:自恋者由于被他人知觉为外向、自信,且富有魅力,很容易任职管理职位。方向北

（2013）研究中表明越来越多的娱乐及体育明星依靠自己的个人魅力和出众外表说服选民为其

投票，但明星仅仅凭借一张脸当选,没有工作经验和综合实力，他们无法胜任繁重而复杂的政

府工作。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假设： 

H3：个人魅力对职位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 

H4：个人魅力在人力资本投资与职位发展中起到中介作用。 

2.4 研究框架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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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衡量量表   

人力资本投资量表：采用学者郭文臣等人（2019）编制的人力资本投资量表，包括工作经

验（3个题项）、培训（3个题项）、教育水平（3个题项）、学习力（3个题项）组成。量表总解

释变异量为 72.65%，总信度为 .883。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学习和培训的四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 0.759、0.766、0.754 和 0.894，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851。因此，人

力资本投资量表的总体信效度较好。 

职位发展量表：采用中国学者翁清雄与席酉民（2010）开发设计的职位发展量表,包含职

业目标（4 个题项）、职业能力（4 个题项）、晋升速度（4 个题项）和薪酬的增长速度（3 个题

项），共计 4 个维度 15 个条目。本研究中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877,该问卷信度较好，四个

题项的 Cronbach’s α 系数依次为为.844,.838,.848,.734。 

个人魅力量表：由尤志文于 2000年修订而成。该量表 13个题项，原量表的信度值均在 0.7 

以上，信度较好。对此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证明模型拟合指数良好。以上题目的评分均

采用五点计分法，1-5 分表示得分从低到高。得分越高，绩效越高。 

 

3.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来进行研究。文献分析法，根据之前对人力资本

投资、个人魅力和职位发展的研究。本研究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总结，并进行系统的归纳整

理，然后以人力资本理论理论、职业发展理论做为理论基础，以个人魅力为路径，对研究进行

假设并设计研究框架。 

问卷调查法和其它研究方法比较,他的好处在于调查动机强,能应付大量的调查对象同时收

集，便捷、方便、成本低。可以在同样的时间里收集到更多信息（鲁志鲲，1993）。此次研究

的调查问卷是由人力资本投资、个人魅力和职位发展三个量表组合编制而成，再获取第一手数

据资料后，先是对资料进行整理，随后删除无效问卷，确保形成研究需要的研究样本，再以此

为基础展开研究。 

Gorsuch and McPherson (1989) 认为在正式问卷对象的人数上，建议样本数至少是题数最多

之量表题数的五倍，且要大于一百为原则。以本研究而言，最多题数之量表为职位发展量表，

共计 15题，取其十倍为 150份，考虑会过程中存在无效问卷，为此阶段预计发放 400份问卷正

式问卷。研究所需的数据均来自问卷调查，发放与收集方式主要通过问卷星进行数据采集，通

过描述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探寻郑州市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工作职位

发展的影响。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分析郑州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员人力资本投资与工作中职位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时

代的发展，劳动者的工作职位发展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人人都想通过职位发展来获得更优越的

待遇。而如今的状况是人才供大于求，职位却是有限的，在职位发展中往往同时有很多人一起

竞争。要想提高需要进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人力资本是劳动者对自

身教育、培训、实践经验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与技能的积累，以期获得更高的生产技能，

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得到职场上职位的发展 (Schultz, 1968) 。由于本研究所需的样本容量需

求大，需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本文选取的郑州市企事业单位作为一个人口基数大，

工作层级多，职位发展制度明确具有代表意义。因此本文将选取此郑州市企事业单位的成员作

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选取该公司的 400 名人员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将采取方便抽样方法，为了使问

卷的发放与回收顺利，问卷有效率高，联系人为被试的管理者，施测时利用休息时间以部门为

单位发放调查问卷，指导员工按照指导语要求规范作答，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 

根据 Fanning (2005) 所推导出出来的样本计算公式，抽样误差不超过 5%，母体范围在较为

庞大的情况下，样本数需达到数量不少于 400 份，为获取更加精准的数据，研究的有效样本量

应大于 400。本研究调查问卷，最终确定有效问卷数 400 份，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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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结果分析 

4.1 相关分析 

为了解郑州市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本投资、个人魅力、职位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三者之间进行相关性检验。如表一所示，人力资本投资与职位发展呈显著

正相关(r=.635，p<0.001)，即人力资本投资越高，其职位发展也就越好；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

魅力呈正相关(r =.189，p<0.001)，即人力资本投资越高，其个人魅力也就越好；个人魅力与职

位发展呈正相关(r=.210，p<0.001)，即个人魅力越高，其职位发展也就越好。 

表一 人力资本投资、职位发展和个人魅力之间的相关分析表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4 回归分析 

本研究探讨郑州市企事业单位职员人力资本投资、个人魅力与职位发展的影响情形，以及

个人魅力在人力资本投资与职位发展两个变量之间的中介效果。为求研究严谨度，根据 Baron 

and Kenny (1986) 所提出的观点，以阶层回归分析验证学习策略变项的中介效果是否存在，并

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讨论。 

Baron and Kenny (1986) 提出，中介效果应满足以下条件：A.自变项对因变项有显著预测效

果；B.自变项对中介变项有显著预测效果；C.当自变项与中介变项同时投入回归模型后，中介

变项的预测效果显着时，自变项的预测效果下降，则为部分中介，自变项的预测效果消失，则

为完全中介。 

为了避免预测变项与交互作用项相关性过高而产生共线性问题，可参考 Aiken et al. (1991) 

作法，将自变项与调节变项之值透过线性平移至 0，再计算相乘积，并以变异膨胀因素 (VIF) 

作为共线性检验指标，倘若 VIF 值大于 10 时，即表示变项间具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因此，为了了解郑州市企事业职员人力资本投资、个人魅力对职位发展的预测效果，以人

力资本投资为自变量，个人魅力为中介变量，职位发展为因变量。采用阶层回归方式进行分析，

如表二所示： 

表二 人力资本投资通过个人魅力对职位发展的阶层回归分析表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模式 5 

变项 职位发展 职位发展 个人魅力 职位发展 职位发展 

 Beta Beta Beta Beta Beta 

性别 -.053 .069** -.074 .069 .074** 

学历 -.010 .072** .014 .197*** .045 

工作年限 .206*** .046 .010 -.009 .071** 

人力资本投资  .834*** .187***  .823*** 

个人魅力   .207*** .059** 

F 值 8.511*** 322.463*** 5.635*** 12.792*** 261.688*** 

R2 .046 .711 .041 .089 .714 

△R2  .664   .003 

VIF 1.003 1.048 1.048 1.008 1.043 

注： *p＜.05  **p＜.01  ***p＜.001  

相关性 人力资本投资 个人魅力 职位发展 

人力资本投资 1   

个人魅力 .189*** 1  

职位发展 .635*** .2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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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在模型一中，以回归分析性别、学历、工作年限对职位发展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结果发

现，R²为.046，表示性别、学历、工作年限可以解释4.6%的变异量。 

在控制了背景变量的情况下，模型二中，以回归分析人力资本投资对职位发展的影响关系，

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为.711，表示人力资本投资可解释职位发展 71.1%的变异量，其标准化

回归系数 β 值为.834，并达到显著水平(p＜0.001)，表示人力资本投资对职位发展具有正向显著

影响，即人力资本投资越高，职位发展越好。通过工作经验的积累，加强组织内部的培训，以

及提升自己的教育水平以及增强学习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可以对职位发展有帮助。根据样本组

织内岗位、部门、职员所接受的职位及要求不同，对职员人力资本的要求不相同的，所以这可

能导致人力资本的高低对于组织内职员职位发展整体上影响不尽相同。对于郑州市企事业单位

这样的体制内单位，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办事流程，对服从上级安排这一点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领导多数情况下有绝对的权威，很多事情在实践操作中是规范化或是标准化的。所以当两人或

以上同时需要职位发展时，如果上级领导更偏向于其他人，这时人力资本就显得尤为重要。人

力资本的优势可以使其发展的更顺利，所以不管从什么方面来讲在工作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都

对职位发展有好的影响。 

在控制了背景变量的情况下，模型三中，以回归分析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魅力的影响关系，

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为.041，表示人力资本投资可解释个人魅力 4.1%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

归系数 β 值为.187，表示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魅力具有正向影响，即人力资本投资越高，个人

魅力越高。人力资本是一个囊括了许多因素，比如知识、文化、涵养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提

升个人魅力的条件。所以当人力资本的提升后，个人魅力也会随之增加，相应人际关系也会变

好，对人脉的积累以及原有人脉的积累都有很大帮助。组织内部是一个整体，所以在工作中有

较好的个人魅力以及人脉关系是很有必要的，使得能更好的融入人群中，拓展交际圈，有利于

以后的发展。 

在控制了背景变量的情况下，模型四中，以回归分析个人魅力对职位发展的影响关系，通

过分析结果发现，R²为.089，表示个人魅力可解释职位发展 8.9%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为.207，表示个人魅力对在职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即个人魅力越高，职位发展越好。对

于郑州市企事业单位这样的体制内单位，由于工作的需要，往往上下级之间关系的处理尤为重

要，所以有较好的个人魅力的存在往往会对工作职位上有很大的帮助。由于工作单位的特性，

大部分职员的工作都为管理型，在工作上需要进行统筹协调、有条不紊地组织和安排各类事务，

在组织中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需要有一定的个人魅力去协调好人际关系，并且要处理

各项事务，通常需要面对的是很重的工作压力，所以往往管理的职位对于人力资本的标准会比

其他岗位更高一些。郑州市企事业单位属于国家直接管控的单位，进行职位发展时对职员的政

治面貌必然会一定的要求，无论是在人才甄选录用还是提拔过程中都很可能有要求政治面貌良

好，政治面貌良好的前提就是需要一定的个人魅力。政治面貌良好、个人魅力好组织在考虑职

位发展的时候就会优先考虑。 

再有就是上级关系上，领导多数有一定的决定权及权威，有时候领导一句话就可能对职员

的职位发展产生影响。这时有了良好的个人魅力就会体现出人际关系方面的优势，间接使领导

产生好感，从而有利于职位发展。 

在控制了背景变量的情况下，模型五中，同时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魅力加入回归模型中，

以阶层回归检验个人魅力在人力资本投资与职位发展的中介效果。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

为.714，表示热力资本投资与个人魅力可共同解释职位发展71.4%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

数β为人力资本投资 (β=.823)，个人魅力 (β=.059)，且均达到显著水平 (p＜0.001)，对比模型五

与模型一，人力资本投资标准化回归系数由（β=.834，p＜0.001）变为（β=.823，p＜0.001）

说明个人魅力在人力资本投资与职位发展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阶层回归中VIF皆小于10，

因此，人力资本投资、个人魅力、职位发展之间彼此之间没有共线性。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及职业发展理论，探讨企事业单位职员工作时在进行人力资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73 

 

本投资后对职位发展的影响。本研究运用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将研究假设逐一验证，结果如

表三所示。研究结果表明：郑州市企事业单位职员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越高，对职位发展有积

极的影响，即人力资本投资对职业发展有正向影响。郑州市企事业单位职员在人力资本投资方

面越高，对个人魅力方面有积极的影响，即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魅力有正向影响。当引入入中

介变量个人魅力后，人力资本投资对职业发展影响显著，即个人魅力对职位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因此个人魅力在人力资本投资与职业发展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表三 假设验证结果汇总 

序号 研究假设 检验结果 

H1 人力资本投资对职位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 成立 

H2 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魅力存在正相关关系 成立 

H3 个人魅力对职位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 成立 

H4 个人魅力在人力资本投资与职位发展中起到中介作用 成立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种新兴的人力资本提升方式，受到越来越多个人和企业关注。面对全

球范围内经济快速的发展、越来越高的技术标准、更加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压力以及更加密切

的人际关系需求。全社会都应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国家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针对不同人口开

展不同的职业教育培训等活动，提高国民人力资本积累。同时国家应该因势导利，引导人民进

行有针对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并提供就业管理服务，避免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企业人力资本投

资对企业绩效有重大影响。企业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对劳动者开展适当的职业教育与培

训并及时准确地提供职业信息，提高企业整体人力资本素质。个人应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有针对

性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自身的综合竞争力，迅速提升自己，达到自己的目标。 

在对待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上，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具体分析每种人力资本投资的表现

特点，根据不同劳动者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提升策略，才能充分发挥各种人力资本投资的优

势，做到事半功倍。通过对于持有不同职位发展的劳动者应针对性的调整，这对于劳动者的投

资具有很大的意义。在人力资本越发重要的今天，我们应更加关注不同需要人力资本投资劳动

者的发展，这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推动具有深远的影响。 

通过本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对制造业劳动者职位发展是有良好帮助的，提升个人魅力的

目的是使劳动者能将其应用到职位发展当中，提高人力资本。通过众多的研究不难发现，对于

人力资本的评判标准仍是以学历为核心。虽然学习是教育的最佳场所，但现如今的社会主要多

元化的人才。单一的学历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于劳动者的认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对于

人在的评判标准已经从学历变为了综合素质高，所以加强劳动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制定相应

公平正义的职业发展机制刻不容缓。国家以及组织内部应制定和完善相关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法

规，制定和完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建立公平正义的职位发展制度，充分保证社会流动性，从

制度上破除障碍，为所有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发展平台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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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have 

appeared the phenomenon of team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mainly used to enrich and improve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knowledge, so as to promote the team has a broader and deeper 

knowledge reserves, team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and its internal knowledge sharing,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the inevitable link, but also affect the enterprise and its performanc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eam members, and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eam cohesion. Team cohesion is the sou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enterprises, and team cohes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knowledge of team member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eam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and knowledge integration on team cohes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between team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and team cohesion, to take workplace 

friendship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as adjustment variables,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role of 

workplace friendship in regulating team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and team cohesion, and to 

adjust the mechanism of interpersonal trust to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team cohesion. to 

provide better help for the management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the basis of reading a 

lot of litera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ve variables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team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knowledge integration, team cohesion, workplace 

friendship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In this paper, snowball sampl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som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team 

personnel in Jinan City, and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using SPSS 25.0 software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Keywords: Knowledge heterogeneity; Knowledge integration; Cohesion; Workplace 

friendship; Interpersonal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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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出现了团队知识异质性现象，主要用于对

内部知识的整合进行丰富化和精炼，从而推动团队具备更加广泛和深刻的知识储备，团队知识

异质性与其内部知识的分享、冲突和整合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同时也会影响到企业及其绩效。

并购企业越来越重视团队成员间的差异化，对团队凝聚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团队凝聚力是并

购企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灵魂，同时，团队的凝聚力与团队成员对于知识的认知密不可分。本

文旨在探索团队知识异质性、知识整合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以更好地了解团队知识异质性与

团队凝聚力之间的作用机制，加入了职场友谊和人际信任作为调节变量，深入探讨职场友谊对

团队知识异质性和团队凝聚力的调节作用，以及人际信任对知识整合和团队凝聚力的调节机制，

为并购企业的管理实际提供更好的帮助。本文在通过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团队知识

异质性、知识整合、团队凝聚力、职场友谊和人际信任等相关理论，探讨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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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滚雪球抽样，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调查问卷法，对在济南市的多家并购企业的团队在职

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利用 SPSS 25.0 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 

 

关键词: 团队；知识异质性；知识整合；凝聚力；职场友谊；人际信任 

 

1. 绪论 
1.1 研究现实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并购已成为企业拓展充实自身实力、

市场的有效手段。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中并购的经济表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盘伟贵

（2021）也指出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地发展与进步，很多企业都开始利用并购重组的方式来实现

增值、扩张的战略发展目标。然而在企业实施并购、重组的过程中，必须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

优化与整合，以此来不断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力，而且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不断变

化的市场竞争环境（张弘，2016）。随着并购后的企业资源整合，在背景多元化下，团队的成

员在知识背景、价值观、工作态度、文化、年龄和性别等各方面属性有着较大差异（冉爱晶，

2017）。知识整合是企业加大创新能力和组织绩效的条件和基础。王娟茹等人（2020）对有着

知识的异质性的整合过程，其实就是对内隐知识表现出来的过程，也就是对于有可利用价值的

新知识和概念能更好的吸收和理解，更好的能够与企业现有的知识进行更好的与组织现有知识

基础更好融合，一方面能够促进组织知识库的更新，快速的产生新知识。史晓彤（2015）的研

究指出最大化地协调和利用成员特有的专长，将团队知识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提升团队绩效，

进而取得竞争优势，成员间如何通过沟通协作，有效共享知识进而整合知识，使其得到充分利

用十分关键。Okhuysen and Eisenhardt (2002) 在对比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概念中提到，知识整合

是指个体成员组合相互的信息以创造出新知识。与此同时，吴一穹与顾琴轩（2017）了解到团

队凝聚力是影响团队成功或绩效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的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的日趋激

烈，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团队共同工作的方式，相较于过去传统的组织模式，实行以团队为

基础的工作方式有许多优点，它不但能跨越部门，有效整合员工的各项知识，并且让它的运转

方式有更好的效率，可以帮助企业习惯于多变环境。张丽红等人（2018）指出团队凝聚力的形

成以及演变是个人在特定情境下认知方式的不同和行为策略在团队任何的时期内通过任务和人

际的相互的互动来可以保存、学习和递进以此形成相同认知策略的过程。 

国内学者对团队异质性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高管团队，而缺少对其他类型团队研究的关注

(冉爱晶,2017）。有的研究将指出团队异质性会产生两种问题，一方面认为团队异质性出现团

队内的矛盾和隔膜，从而对团队的绩效水平产生不约而同的影响，另一方面认为团队成员背景

的多元化可以帮助团队的凝聚和决策（白静雅，2018）。 

职场友谊是员工在工作环境中，个人与其他员工互动产生的密切程度感受，而员工之间存

在这种亲密、信赖、互相依存的关系会深深影响工作场所氛围与工作绩效表现。因此，职场友

谊会对组织有直接性或间接性影响关系，且拥有职场友谊的员工与其团队或群体建立合作的关

系会影响其人际关系、知识分享及敬业贡献等行为 (Nielsen et al.,2000)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

进步，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主体以及社会组织日益多元化，因而社会组织

的运行和管理成本不断增加。郑伯壎（1999）对人际信任的研究结果表明：提高人际信任，可

以促进人们之间的沟通，有利于人们的协作，增强组织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合理配置资源，

从而降低组织运行和管理成本。高素质的成员固然是组织发展的必然要素，但在这成员之间如

果缺乏人际信任的粘接和润滑作用，也无法让组织整体达到高效率的运行。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文主要是从团队成员知识异质性为基础，通过知识整合的作用来探讨对团队凝聚力的影

响，已有对知识整合研究大都聚焦于整体企业或行业层面：Yang (2005) 以中国高技术行业企

业层面研究了知识整合，探讨知识整合与新产品绩效间关系以及市场和制造能力；Smith (2002)

基于 136 家技术企业探讨了知识整合。对于团队层面的知识整合研究是对企业整体环境影响因

素的有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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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查阅近年来的相关资料，发现目前学者们大多只研究人际、组织、结构和情感

这四个方面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存在着一定不足和空白点（于智超，2013）。有关团队凝聚

力概念、维度和测量的研究结论同研究对象一样零散，分布于体育团队（郭纪岩,2020）、学生

团队（唐芬，2020）以及军事团队（冯婷，2020）等领域，与本次研究领域不同，结论不容易

进行有效对比，致使难以有效整合。因此本文从团队层面展开，通过后期实证研究，加入两个

调节变量，能够在新的方向奠定基础，探讨出好的研究结果。 

1.2.2 现实意义 

知识是企业的一种重要的特殊资源，只有通过广泛的传播和知识的整合，才能令其发挥出

最大的效益（杨静等人，2008），本研究是对团队知识异质性与团队凝聚力的有益探索，通过

对知识整合做为中介变量的假设和检验，探索团队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对于团

队改善知识整合效果，提高团队凝聚力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根据研究的结果，提出促进团队

凝聚力的一些建议和措施，对于企业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在团队凝聚力的层面下为企业提出了新的视角：即团队知识的视角，为企业提出不一

样的管理手法和激励的手段来面对企业内的各个部门，帮助并购企业通过管理部门效能来提升

团队凝聚力的整体水平，来对整个企业的绩效进行全面的提升。 

在以往的研究中，团队知识异质性往往会影响团队的创造力以及创新力，但是对团队凝聚

力的研究并不多见，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学者们认为凝聚力和创造力有着紧密的关系(John 

& Ricky, 1993)，是创新工作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前因变量 (Woodman et a1.,1993)。Yating Wang et 

al. (2019) 通过研究证实了团队凝聚力能够促进创新。Hulsheger and Anderson (2009) 通过元分析

也证实了团队凝聚力与团队创 造力正相关。Mark and Scott (2002) 研究指出团队凝聚力有利于

提升团队的生产力，提高团队成员的士气和工作满意度，帮助团队进行内部的沟通，利于团队

成员之问的合作交流，知识碎片整合成新的知识和技术，形成团队的内聚力，提升团队创造力。

由此看来，凝聚力可以作为团队创造力前因结果，作为团队知识异质性的后因结果，并且有有

一定的研究创新性。 

1.3 研究目的 

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企业不停地谋求可持续发展，尤其对于并购企业而言，完善企

业对员工知识的统一性对团队凝聚力存在潜移默化的作用（赵宜萱，2014）。本次研究旨在帮

助企业找到影响团队凝聚力的因素，优化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 

A.通过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探讨并验证团队知识异质性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对影响团

队凝聚力的前因变量进行补充和丰富。 

B.本文将团队异质性作为前因变量，团队凝聚力作为结果变量，知识整合作为中介变量，

探讨知识整合在他们两个之间的中介效果。通过对某企业的实证调查分析来验证此假设。 

C.本文加入职场友谊作为团队知识异质性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调节变量，实证探讨职场友

谊在它们两个之间的强弱调节作用。以及将人际信任作为知识整合与团队凝聚力之间的调节变

量，实证探讨人际信任在它们两个之间起到的调节作用。 

D.希望根据此研究结论，结合企业管理经验，为并购企业在针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方面作

出积极有效的提升措施，帮助企业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1.4 研究问题 

本文将知识整合作为中介因素探讨团队知识异质性对员工凝聚力的影响，建立一个新的研

究框架，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1.团队成员知识异质性对团队凝聚力是否会产生负向影响？ 

2.团队成员知识异质性对知识整合之间是否会产生影响？  

3.知识整合对团队凝聚力是否会产生正向影响？  

4.团队成员知识异质性对团队凝聚力是否受职场友谊的影响，其调节作用是否是负向的？  

5.知识整合对团队凝聚力是否受人际信任的影响，其调节作用是否是正向的？ 

 

2. 文献探讨与研究假设发展 
2.1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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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ig (1997) 对知识管理给出的概念为，在组织面对其知识资产时，系统且明确的对其进行

充分的探索和运用，从而推动组织内的相关工作获得更高的绩效；Alle (1997) 对知识管理的定

义为，将组织的默会知识转变为明晰之时，从而方便对知识进行分享、更新和补充。即知识管

理的研究范畴主要包括知识的形成过程和方式以及人们对知识学习利用的方法，通过对知识进

行充分的利用，从而最大限度的转变现有知识的形式，将其变为生产力。知识管理的作用不只

是停留于增添了新内容和新概念于管理理念中，更重要的是对管理模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变动

和改革。O'Dell and Grayson (1998) 对知识管理给出的定义为，在合适的时间给出正确的知识，

有针对的为成员提供所需内容，帮助其展开正确的行动，从而提高组织绩效，并且这个过程具

备持续性的特点。因此，本研究通过知识管理理论基础进行铺垫，并购企业作为前提环境，来

探究这知识整合作为中介变量如何影响团队知识异质性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 

2.2 团队知识异质性对知识整合的影响 

在团队中，往往存在大量零散的异质性知识，只有有效整合了这些异质性知识，才可以让

其体现重要的价值，才可以使团队竞争力持续提升，要想让团队获得更多的价值，就要有效的

管理异质性，并且还要积极推动知识共享。不断增强知识整合水平，能够让各种资源得到进一

步的整合，并且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新知识。 

通过研究发现，知识异质性、知识共享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很多西方国家的专家表示，

如果群体中存在比较突出的异质性，其中的成员如果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往往就会更好的进行

沟通，而如果成员的知识背景存在明显的差别，就很难进行沟通 (Wiersema & Bantd，1992)。 

通过研究发现，正是因为存在教育差异化，个体之间才会更加积极的开展沟通，可以这么

理解，因为存在知识异质性，会让成员更有动力进行学习、探索，可以为知识融合提供一定的

促进作用，对知识整合是非常有帮助的（段光、杨忠，2014）。 

Littlepage et al. (1997) 通常长期探究表示，个体间在很多方面都有比较显著的差异性，这

样就会让成员并不认同对方的知识，这样就会影响彼此之间的沟通，会为分享知识设限，成员

对对方的知识不了解，对他们的能力也就不够认同，无法感受到一起处理难题的重要性，也就

很难信任对方，就无法进一步开展知识共享等活动 (Littlepage et al., 1997)。 

综上所述，本研究可以推论出以下假设： 

H1:团队知识异质性对知识整合有负向影响 

2.3 知识整合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 

Grant (1996) 通过长期的研究表示，成员积极开展协作，将自身的知识充分展示出来，可

以让其竞争力持续提升。并且，如果知识整合程度进一步提升，同样可以看做是，成员的交流

更加顺畅。刘泽双与杜若璇(2018)通过长期的探索，表示，通过知识整合的方式，可以让团队

资源得到合理的使用，这需要成员积极进行学习、运用。Johnson (1989) 通过长期的探究表示，

如果成员在合作过程中表现的比较消极，团队很难产生良好的凝聚力；如果成员在合作过程中

表现的比较积极，团队很容易产生良好的凝聚力，并且获得良好的收益。 

陈静（2010）通过长期的探索，表示，人是主导知识整合的重要力量，这就为了达到一直

的目标，积极开展的有意识的活动。Festinger (1950) 表示，凝聚力非常重要，它是意志力的一

种，可以将所有人联系起来，一起努力拼搏，不断的奋斗，直至达到团队的重要目标。如果团

队拥有比较出色的知识整合程度，成员就会有一致的想法，可以积极的实现相关的目标。知识

整合能力比较突出的情况下，成员就会主动的进行交流，并且良好的开展写作，他们的目标都

是一致的，就会产生凝聚力。 

综上所述，本研究可以推论出以下假设： 

H2:知识整合对团队凝聚力具有正向影响 

2.4 团队知识异质性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 

Gregory et al. (1999) 通过长期的研究了解到，如果团队的异质性比较高，其成员就很难认

同对方，也不利于合作的深入；如果团队的异质性比较低，其成员就很容易认同对方，这对合

作的深入是非常有帮助的。相关的专家通过深入分析发现，成员彼此的吸引力非常重要，会对

团队凝聚力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成员中，彼此有着良好的吸引力，就会产生比较高的凝聚力

(Stokes，1983；Wright & Duncan,1986)。如果成员彼此的各个方面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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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就会使团队拥有更加突出的凝聚力 (Yalom，1995)。 

刘慧敏等人（2018）通过长期的研究表示，团队成员相似的知识背景和知识结构能降低相

互沟通的障碍，使团队表现出更大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如果一个团队中成员的姓别、年龄、种

族、专业知识、价值观和人格等差异较大，那么说明这个团队中的知识异质性就较高 (Blau，

1977)，那么成员间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团队目标完成上很难达成统一，就会不利于团队凝聚

力的产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可以推论出以下假设： 

H3:团队知识异质性对团队凝聚力具有负向影响 

2.5 职场友谊的调节作用 

因为团建工作的持续深入，职场友谊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它是影响人们关系的重要

成因。它可以让两个人在短时间内变得亲近，让人们彼此对知识、利益等进行分享（蔡尉，

2012）。Campion (1993) 通过长期的研究了解到，职场友谊非常重要，它会对合作氛围起到重要

的推动作用，加深合作，还能让差异性减弱。 

许多研究如 Morrison (2004) 指出职场友谊可以改善员工的工作经验及合作功能，职场培养

友谊关系能改善员工的参与感，员工建立起友谊时工作会比较快乐，友好情谊更可提升团体的

凝聚力。 

在开展工作期间，由于职场友谊的存在，会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信赖对方

（梁进龙，2006）。Steer and Braunstein (1976)  利用相关的案例进行了探索，并且表示，如果员

工拥有比较高的职场友谊指数，就会更加认同团队，就会存在比较突出的凝聚力，让其归属感

更加明显 (Frank，1957)，如果团队凝聚力比较好，就会拥有和谐美好的氛围，让大家彼此进行

包容(Bednar & Lawlis，1971)。按照前面的分析，本文表示，通过职场友谊，能够使由于知识

异质性产生的凝聚力下降的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 

综上所述，本研究可以推论出以下假设： 

H4:职场友谊在团队知识异质性和团队凝聚力之间起负向调节（减弱）作用 

2.6 人际信任的调节作用 

信任作为人际关系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反映的是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人并愿意按

照他人的说法、做法和决定去行事，具体地，同事信任反映的是员工对他人的胜任力以及按公

平、可靠和道德的方式行事的信心。由于现代企业的发展需要同事之间的共同合作才能更好地

完成任务，这使得职场中的信任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变得越来越重要，组织发展的实践也已证明，

同事信任对于维持个人和组织的高效都大有裨益，信任关系能够产生知识互补效应，即在信任

的基础上，人们更加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也更加愿意接纳别人的知识。 

Hosmer (1995) 通过研究表示，信任非常重要，它是交易双反达到道德要求的重要期望，认

为对方拥有诚实的品质，可以去推进一系列有利我方的活动。彭泗清（2003）根据自身的研究

情况，针对性的构建了相应的关系—信任模型，表示，信任程度、关系密切度是一种正比关系，

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有更加紧密的关系，那么他们就会更加信任彼此。他表示，通过关系运作

可以进一步形成信任。 

信任可以使团队成员更加紧密的进行协作，保持良好的互动，让团队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Powell, 1990)。Politis (2003) 通过长期探索发现，保持良好的信心，可以促进彼此的交流，并

且获得更多的知识。如果成员间对彼此比较信任，沟通效率就会大大提升，相应的知识整合程

度同样就会比较高(Grant 1996)。 

Dirks and Ferrin (2001) 长期在该领域进行探索，并且针对性的构建了人际信任调节模型，

通过该模型可以看到，信任并不会直接关系到结果变量，不过，在另外的一些对结果变量起到

作用的因素中，信任会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在研究中发现，在相应的预测变量模型里面，人

际信任往往会起到重要的调节效果。按照之前的探索可以看到，对团队凝聚力产生重要作用的

成因就有知识异质性、知识整合。本文表示，人际信任会正向调节团队的知识整合、凝聚力。 

综上所述，本研究可以推论出以下假设： 

H5:人际信任在团队知识整合和团队凝聚力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建立了理论模型，模型如下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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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研究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注:“+”为正向(增强）影响 “-”为负向（减弱）影响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选择 

样本选择是研究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样本质量决定着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李怀祖，2004）

本篇研究通过对团队内部成员的调查，深入探讨研究团队知识异质性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根

据本研究的实际目的，在选取问卷发放对象时，对企业进行界定，最后选定了有过并购经历方

面的企业，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的发放与收集工作，由于人力和财力所限，本次调查问

卷的发放主要集中在济南市的多家企业，整个过程中的调查是采用滚雪球调查的方式进行，选

取的样本必须符合本研究的要求，否则此问卷将没有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新冠疫情的诸

多因素，作者身在泰国，无法进行现场发放，在山东省内均由父母及朋友代替转发发放。 

3.2 样本抽样数 

抽样样本多少合适，这个问题没有定论，要考虑项目和因素的多少，目前希望发放 500 份

的问卷一般，样本大小为 100 太少，200 还说的过去，300良好，500 很好，1000非常好。探究

变量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受试者至少在 30 人以上，进行因素分析时，题项数与预测试样

本数的比例大约为 1:1至 1:10 之间（吴明隆，2012）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对样本的人口统计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利用 SPSS 软件得出变量的样本数和

百分比。 

3.4 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系数能够用来检验本研究课题中变量量表的可靠性。一般意义上认为该数值

在 0.65-0.7 为可接受区间，则表示量表具有优良的信度；在 0.7-0.8 之间表明信度很好;α 系数值

在 0.8-0.9 时，说明信度非常好;低于 0.7 则表明量表内在信度较差，如果 α系数较低，则需要对

此量表进行修订（曹雅清，2014）。 

3.5 效度分析 

该方法的运用可以说明量表信息能否验证变量的情况，主要进行两方面的分析:内容和结

构。本研究中使用的变量量表已被大量国内外学者验证使用过，内容效度有较高的保证。结构

效度通过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能够体现出决定量表的因素数量，同时能够将题项与因素相对

应起来，对本研究的各个变量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于智超，2013）。 

3.6 相关性分析 

该分析方法能够体现各个变量间存在的关系，通过统计分析的方式进行表现，能够描述其

中存在的测度，判断其中的关系显著与否，从而获得本次研究构建模型中的变量关系（周孟宣，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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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回归分析 

本研究将使用 SPSS 统计软件检验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例

如，我们探讨团队知识异质性对知识整合的影响的影响，并将员工的年龄、性别、职位、学历、

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回归方程中，检验回归模型统计表中的回归方程解释变异量是否

有大幅度的增加，以此来检验假设是否成立。 

3.8 研究工具 

本篇研究采用了问卷问卷调查法对团队知识异质性、知识整合、团队凝聚力、职场友谊以

及人际信任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本文对 5 个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根据被调研者的情况给

予 1 到 5 分来衡量。具体设计步骤如下： 

A.查阅资料，分析各个学者对各个变量的定义，结合量表，对各个变量进行测试。 

B.完成前期的准备调研工作，对结果进行分析。  

C.把选定的量表与导师进行讨论，将变量进行适当的修正。  

D.进行预调研，确认量表的信效度是否优良，对量表不足之处进行调整，最后形成完整的

调查问卷。 

测量工具如下： 

①团队知识异质性：基于对文献的参考和整理，本文将借鉴 Jehn et al.(1999) 的定义，将团

队知识异质性定义为个体拥有的多样性知识之间存在的差异，具体表现在知识背景、认知方式、

知识结构上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②知识整合；本文梳理已有文献，将知识整合定义为团队内部和团队之间通过各种手段

(如知识网络、 团队学习、会议)共享各类知识，深入挖掘内部知识与外部知识相互之间的联

系，按照组织创新目标，对知识进行重新构建，促进目标的实现。 

③团队凝聚力:本研究在分析了各类文献对团队凝聚力的定义后，本文结合 Carron (1982)

提出的定义，将本文团队凝聚力定义为团队内成员为了共同追求组织目标与任务达成而紧密结

合在一起的动态过程。 

④职场友谊：为清楚和方便统计数据，本文把职场友谊限定在同一工作场所内。本文比较

认同梁进龙（2006）的观点，认为职场友谊反应了组织中的的人际关系。友好的人际关系能够

让员工充分感受到周围同事的支持，并与同事分享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事情。 

⑤人际信任：本文基于研究情景，对人际信任的定义进行了归纳和整理，采纳了

McAhister (1995) 对人际信任的定义，是指个体确信且愿意基于他人的语言、行动和决定采取

行动的程度。 
 

4. 预期研究成果 
在问卷回收以后，本研究会对所得问卷进行甄选，找出其中无效的问卷，防止无效问卷干

扰研究数据。在所有发出的问卷当中，一定会出现部分无效问卷，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

若干份有效问卷。之后开始对数据进行编码并将其输入 Excel 建立档案，方便后期分析。本研

究将会使用 SPSS 与 AMOS 统计软件，来对各项数据进行检验分析。 

正式分析之前，要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前测分析，本此研究对 98 份样本进行预测试，利

用“问卷星”平台，通过长辈及朋友的转 发后采用滚雪球的抽样方式进行发放，能在较短的

时间内完成调查，问卷回收后去除无效问卷，有 70 份有效问卷。本文采用当下学术界普遍认

可的以测量信度的指标 Cronbach’s Alpha 值来测量各变量的信度，一般认为 Alpha 值大于 0.6 为

可以接受的信度，大于 0.7表示具有较好的信度，大于 0.8就表示量表具有很高的信度。本研究

以 Cronbach’s Alpha值大于 0.7为标准衡量信度，通过前测的信度分析，团队知识异质性，知识

整合，团队凝聚力，职场友谊，人际信任的 Cronbach α 的值分别为 0.684,0.9520.936,0.948 和

0.937,CITC 的值均大于 0.4，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及相关性，因此测量具有良好的信度。 

相关数据分析结果以后，根据数据对每一个变量与假设进行讨论，本研究预期可以得出以

下研究成果，预计所获数据足以支撑研究假设:团队知识异质性对知识整合有负向影响，知识

整合对团队凝聚力具有正向影响，团队知识异质性对团队凝聚力具有负向影响，职场友谊在团

队知识异质性和团队凝聚力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人际信任在团队知识整合和团队凝聚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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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正向调节作用。各个主假设与子假设得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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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0, impact of COVID-19. Offline entertainment, social activities are greatly restricted, 

online games greatly fill the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needs of Internet users. The depth of 

online games now combines the social interaction of acquaintances and strangers in the game, 

and from the phenomenon observed in life, online games have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social 

wa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theory of value creation,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user stickiness, introduces value creation as intermediary 

variable, subjective norm as regulating variable, chooses Honor of Kings player group as 

research object, adopts snowball sampling method, and distributes questionnaire. The 

expectation is as follows: soci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value of co-

creation, and the value of co-cre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user stickiness, while 

the value of co-creation, as an intermediary, aff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user stickiness. Subjective norms as regulation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co-creation value. 

 

Keywords: Online Games; Social Capital; Co-create Value; Subjective Norms; User Stickiness. 

 

社会资本对用户粘性影响研究-共创价值为中介变量，主观规范

为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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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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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线下娱乐，社交等活动受到较大限制，网络游戏极大的

填补了网民的文化和娱乐需要。现在的网络游戏深度结合了游戏内熟人和陌生人社交，同时从

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来看，网络游戏已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社交方式。本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

论和价值共创理论来探讨社会资本对用户粘性的影响，引入共创价值为中介变量，主观规范为

调节变量，选择《王者荣耀》玩家群体为研究对象，采取滚雪球的抽样方法，进行问卷发放，

期望得出结论如下：社会资本对共创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共创价值继而对用户粘性有显著正

向影响，而共创价值作为中介，影响社会资本对用户粘性的关系，主观规范作为调节，影响社

会资本对共创价值的关系。 

 

关键词：网络游戏；社会资本；共创价值；主观规范；用户粘性 

 

1. 绪论 
网络空间中的在线游戏必须是社交性的,随着网络游戏技术的发展趋势，游戏玩家交流和

互动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Yee, 2006)。游戏能够拉近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获得更多娱乐享受,

同时手机游戏是高纵横比的社交互动和交流的自然环境，并且还可以提供建立友谊和情感联系

的机会这项科学研究证实，在线游戏中的社会发展和互动长期以来一直是手机游戏幸福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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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Cole & Griffiths，2007）。随着游戏行业的发展也导致了游戏行业竞争的激烈，游

戏厂商开始关注与玩家的价值共创活动，目的是为了通过消费者参与价值共创，企业能够进一

步的提升产品或服务的质量，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发现市场机会，发明新产品，改进现有产品，

提高品牌知名度，提升品牌价值，获得好的口碑等等（李朝辉，2013）。Zhang et al. (2019) 提

出顾客参与价值共创不仅能够带给顾客独特与难忘的体验，而且还能够帮助企业提升品牌资产。

马向阳等人（2016）认为新一代年轻人更看重通过价值共创将自身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享乐价值。

王新新等人（2012）提出消费者互动产生的共创价值可以提高品牌忠诚度，也印证了共创价值

对于企业是有利的。中国消费者具有很强的从众和跟随心理，在面对新事物时，其行为决策容

易受到他人言语或行为的影响，主观规范这样的社会压力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下尤为明显 (Hee, 

2000）。从与企业合作的角度，如果重要关系人对于顾客参与价值共创的预期越大，顾客与企

业的关系越紧密，则顾客参与价值共创的态度就越积极（肖萌、马沁海，2019）。Nimbisan and 

Baron (2009) 认为成员感受到的更高的参与社区的社交性和享乐性效益来自于高水平的社区交

互。 

1.1 研究动机 

研究人员应该不仅仅看到网络游戏占用了玩家时间，更应该看到客观事实下网络游戏带来

的娱乐方式以及社交方式的转变，正视游戏是一种社交需求（王昕宁，2018）。在马斯洛需求

理论中,社会交往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而网络游戏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玩家的人际关系

不仅会在现实世界，同样在虚拟世界中也可以产生虚拟的人际关系。随着社交游戏交流沟通和

社会化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便需要从与过去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网络游戏，通过吸收和利用社

会资本理论以及价值共创理论，探讨玩家在游戏内外拥有的社会资本对使用社交游戏的价值感

受来研究社会关系对于用户粘性的影响和市场发展前景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讨社会资本对用户粘性的影响，研究的目的如下: 

1、探讨社会资本对用户粘性的影响 

2、探讨社会资本对共创价值的影响 

3、探讨共创价值对用户粘性的影响 

4、探讨共创价值对社会资本与用户粘性关系的影响 

5、探讨主观规范对社会资本与共创价值关系的影响 

1.3 研究问题 

本文针对“社会资本对用户粘性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主要讨论社会资本，共创价值，

主观规范及用户粘性的内在关联，考虑到几个变量间的作用影响，通过后续的研究方法、理论

构建和实证进一步分析如何影响用户粘性。 

 

2.文献综述 
2.1 社会资本定义 

Pierre (1986) 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

占有密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通过集

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他的每一个成员。Coleman (1988) 提出社会资本是由它的功能定义

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实体，而是由一系列不同实体组成的，它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由社

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构成；第二、能促进处于某一社会结构中个体或组织的特定行为。与任何新

媒体一样，对互联网影响的评估往往会立即两极分化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和反乌意愿

(DiMaggio et al., 2001)。这项研究涉及个人和虚拟社区的社会影响。到目前为止，适用的研究

分为三个粗略的群体：描述最初的开创性努力的研究，显示互联网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的研究，

以及揭示互联网及虚拟社区问题的研究。现在著名的 “Home.net” 研究是第一个纵向跟踪互联网

使用和影响的研究之一 (Kraut et al.，1996)。该研究显示了互联网可能导致孤立和抑郁，因为

一些用户会花更少的时间与离线的朋友和家人在一起，以便增加线上的实质性关系的参与。然

而，在研究小组的后续报告中，可能是因为受试者的家人在网上加入了他们从而导致这些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Kiesler et al., 2002)。Wellman et al. (2003) 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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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补充而不是取代以前的人类交流。但是 Nie and Erbring (2002) 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孤立的媒介,

同时指出早期的受试者都是年轻富有的人群，对横断面数据的因果关系提出了假设。Putnam 

(2000)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

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Lin (2001) 则认为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

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

资源，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 

2.2 共创价值定义 

Normann and Ramirez (1993) 最早提出企业想要在市场全球化以及科技技术日益发展的背景

下赢得竞争需要关注企业自身的价值创造系统,并通过案例分析进一步指出创造价值需要企业

和消费者在关系、知识技能等方面达成更好的契合，通过互动实现价值的创造。Ramirez (1999)

着眼于工业领域中的生产活动，并提出了价值共同生产(Value Co-production) 概念，认为消费者

不是纯粹的价值消耗者，企业、消费者等各主体可以通过多次互动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实现价值

的共同生产。随着学者们开始将价值共创运用到虚拟社区中。张婧与何勇(2014)从资源互动观

的角度指出,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为资源整合提供了平台,从而为实现共创价值提供了契机。

Vargo (2008) 指出共创价值本质上是不同的服务系统的参与，通过交换过程形成资源的整合和

使用而创造的价值；服务系统可以是企业、顾客及其他参与方。Schau (2009) 提出共创价值是

消费者价值，其主要指友情、情感关怀等情感体验价值。张新圣（2017）则认为顾客是主导者，

企业是合作者；主要发生于各个环节的价值创造认为价值是共同创造的，顾客与企业是共同创

造者，双方作用是相当的。邓强（2018）基于 S-O-R 理论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

和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了社群体验对消费者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模型，虚拟品牌社群中互动体验、

信息体验、娱乐体验会通过顾客承诺的中介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消费者价值共创意愿。 

2.3 用户粘性定义 

粘性 (Stickiness) 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经济领域，包括价格粘性、工资粘性、成本粘性等概念，

指的是这些因子不易随着需求、劳动量和销售额等因素变化而变化,趋向于维持原有水平，具

有粘着性。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消费者的规模和行为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网络便利

性的存在，用户面临更多的选择机会,网站提升用户留存率需要花费更多成本。对于粘性的探

讨主要从网站角度和用户角度出发 

(1) 基于网站角度的网站粘性 

从网站自身属性角度来定义粘性，指的是网站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所具备的一些特性。早期

研究关注网站的外在属性，通过改变网站的外观设计、网站链接、页面结构等因素来增强对顾

客的吸引力。Gillespie (1999) 认为粘性指网站在能够吸引用户多次访问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促

使用户对网站内容进行深度了解，并增加在线时间。Holland et al. (2001) 认为对具有网络使用

经验的用户来说，网站粘性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用户对于网站的忠诚度,可以从重复使用频率、

访问时间等维度进行衡量。Choi (2013) 则将粘性定义为了网站的会员转化能力以及用户停留时

间延长。 

(2) 基于用户角度的用户粘性定义 

网站通过页面的创新设计或者搜索引擎的快速响应等属性的改变不会直接产生粘性作用，

必须通过用户的体验才能发挥出作用，因此学者们在研究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过程中将粘性概

念的关注点从网站自身属性角度转移到了用户即网站使用者的角度 (Zauberman, 2003)。Li et al.

（2006）提出用户粘性是消费者对于网站的再次使用承诺，不会轻易被外部潜在转换力或者营

销手段影响，会坚持对偏好网站的持续使用。杜伟军（2009）认为重复使用度、依赖度和忠诚

度是决定用户粘性作为用户对网站的三大特征，忠诚度被归纳为粘性的表现之一。张明明

（2015）认为用户基于对产品或平台过往的积极体验，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持续使用期望以及依

赖程度。吴璇莹（2019）基于游戏角度提出玩家对于手机游戏持续且频繁的使用行为，并且会

产生持续到将来的使用意愿。 

2.4 主观规范定义 

主观规范的概念源自理性行为理论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Ajzen and Fishbein 

(1977) 共同提出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态度倾向和主观规范能够影响该个体的行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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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为意向又是决定其行为的直接因素。这一理论是基于个体的行为受意志控制这一假设之上，

但个体对行为的意志控制受很多因素的干扰，因此该假设严重的束缚了理论的应用，大大的降

低了理性行为理论的解释力度，因此 Ajzen (1985) 改进了理性行为理论，增加了知觉行为控制

变量，初步地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 。计划行为理论包括五个

要素，分别是：态度 (Attitude)、主观规范 (Subjective Norm) 、知觉行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行为意向 (Behavior Intention) 和行为 (Behavior)。   

主观规范是指人们在决定执行某个行为时所感受到的来自外界的压力的认知，人们通过感

受外界的行为准则、期望、规范以及想去顺从外界期望的行为动机而产生的行为准则。它反映

的是对某个个体相对重要的他人或团体，对该个体在做决策时候的影响大小程度 (Ajzen & 

Fishbein，1977)。一个人在执行某一行为时，会产生来自于某种社会压力的认知，人们通过感

知外界环境的行为标准、期望、规范，受到其影响，并产生试图顺从这些期望的动机，进而产

生了某种规范自身行为的认知压力。史烽与潘延杰 (2010) 认为个人主观意志、周围文化环境及

社会价值观会影响人们在决定是否采取某种行为。换言之，如果一个人觉得那些对他有重要影

响的人认为他应该采取某种行为或作出某种反应，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按照他们的建议去执行

相应的行为。  

2.5 研究推论 

2.5.1 社会资本与用户粘性之关系 

在虚拟社区中,成员都是匿名的,而且在地理上相互分离。所以打破陌生感和距离感,实现对

社群的融入,对用户粘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融入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社会互动 (Huemer et 

al.,2004) 。程志超与吴印博（2017）认为社会互动联结意味着较多的社会互动,有助于个体对其

他成员产生熟悉感,拉近心理上的距离,产生融人感；同时社会互动联结反映了个体在社区中社

会关系的数目和强度,所以,社会互动联结会促进个体在社区中获取各种资源,最终产生用户粘性。

张玉红（2012）认为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社交关系会嫁接到虚拟社区中，通过成员之间不断的互

动会促使彼此关系越来越紧密，最终提高社区忠诚度。Cheng (2012) 也指出,在线社会资本作为

一种无形力量,将成员捆绑在一起并且增加了成员对社区的承诺,进而会导致社区忠诚。郦晓月

（2020）基于社会资本视角指出，通过线上线下的交流活动，增加用户间互动的机会从而增进

互信互相帮助，进而增加用户对社区的粘性。因此做出以下假设： 

H1：社会资本会正向影响用户粘性； 

2.5.2 社会资本与共创价值之关系 

Muniz and Guinn (2001) 在其经典文献中肯定了虚拟品牌社群促进人际关系的纽带角色，同

时依据双因素理论，社会资本属于顾客参与虚拟品牌社群共创价值的“激励因素”。Wasko and 

Faraj (2005) 首次在虚拟网络中探讨社会资本对社区成员进行知识共享的影响并指出，社区成员

在互动中形成的关系资本正向影响成员间的知识共享;虚拟社区中的组织公民行为指的是社区

成员愿意主动做出对虚拟社区或成员有益的行为，如回应求助、知识共享、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等。消费者通过与社区平台人员以及其他消费者就产品、品牌进行互动实现功能利益如产品的

更新或情感收益如白我成就感、声誉等，最终实现企业/社区价值或顾客价值的共创。社会资

本会通过社区成员的虚拟社区感知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徐光等人，

2016）。杨敏与王静娴（2020）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发现社会资本的积累是共创价值的核心机

制，同时社会资本会正向积极的影响共创价值。因此做出以下假设： 

H2：社会资本会正向影响实用价值； 

H3：社会资本会正向影响享乐价值； 

2.5.3 共创价值与用户粘性之关系 

See et al. (2014) 运用价值共创理论来分析电子口碑如何影响消费者价值共创，进而促进社

交网站中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证明了消费者价值共创有利于顾客购买意愿的产生。李先国等人

（2017）论证了虚拟品牌社群感知价值是促使顾客对于新产品的购买意愿的关键构成要素。

Luo (2015) 对 286 名受访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应用结构方程实体模型分析了虚拟知名品牌在

社会营销中的使用价值是否共同为客户创造了个人行为。知名品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以及对

知名品牌社区营销服务承诺和客户忠诚度的影响。范志国等人（2016）对虚拟社区品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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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价值和客户知名品牌忠诚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证实了客户共创价值对知名品牌忠诚

度具有积极影响。朱丽叶（2018）以小米手机社区营销为调查目标，将共创价值分为自发参与

和公司发起，并对客户对于不同类型共创价值发起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因此做出以下假设： 

H4：实用价值正向影响用户粘性； 

H5：享乐价值正向影响用户粘性 

2.5.4 共创价值中介作用假设推论 

李佳（2012）通过社交网络下网络口碑、价值共创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价值

共创作为中介变量会正向影响购买意愿。巫月娥（2019）基于互联网+大规模定制的模式，以

共创价值为中介变量建立了互联网+大规模定制顾客参与价值共创行为对共创价值及忠诚影响

理论模型，发现参与互联网+大规模定制模式的根本就是要“激活用户”，实现用户从产品体验

到参与产品定制的过程。把生产链转向用户群，将以生产为中心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形成

“用户闭环”，进而提升顾客的满意度及忠诚度。杨一翁等人（2020）以共创价值为中介变量建

立了互动和品牌资产的桥梁，发现当顾客形成共创价值体验之后，才会使用户的忠诚度提高，

从而提升品牌资产。在虚拟品牌社群中，消费者进行价值共创既能够为企业带来长期经济利益，

如经济价值、品牌资产和顾客资产 (Hartmann，2015)，也能为消费者创造顾客价值，如使用价

值、体验价值、情境价值 (Payne，2008)。 

因此做出以下假设： 

H6：实用价值对社会资本与用户粘性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H7：享乐价值对社会资本与用户粘性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2.5.5 主观规范调节作用 

Laver et al. (2003) 在研究中证实了社会因素对顾客行为具有调节效应。对于顾客提出更多

的服务改进、帮助其他客户和传播积极口碑的公民行为来说，顾客的外部压力作用很大；因此

主观规范越高，其社会资本对于用户共创价值的作用越明显 (Yi, 2013; Laver et al., 2003) 。李颖

琦与王宇露 (2010) 在研究虚拟学习社区中用户的知识共享行为时，将主观规范作为调节变量，

研究主观规范对共享态度、感知的行为控制与知识共享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主

观规范调节了利他主义、自我效能、组织支持和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孟宇星（2013）在研究

微博平台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时，将主管规范作为调节变量，发现主观规范对网络外部性、期望

确认与感知价值之间确实具有调节作用。Shan and King (2015) 的研究表明重要社交成员可以对

顾客执行特定行为的选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Shamim et al. (2016) 的研究证明,主观规范积极影

响顾客价值共创态度。肖萌与马钦海（2019）从资源理论出发，证实了主观规范在关系资本与

共创价值行为具有调节作用。故做出以下假设： 

H8：主观规范在社会资本与实用价值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H9：主观规范在社会资本与享乐价值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图 

根据已有文献的搜索与整理探讨，本研究的研究框架由四个变量组成，分别为社会资本、

共创价值、主观规范以及用户粘性，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研究框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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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变量操作型定义与衡量 

本研究有四个主要的研究变量，“社会资本”“共创价值”“主观规范”“用户粘性”。

根据本文的研究框架以及研究目的、文献探讨，分别对这四个变量的定义及衡量做出阐述。 

3.2.1 社会资本操作型定义与衡量 

本研究社会资本的操作性定义为：社会资本是玩家通过在游戏虚拟社区中聊天交友、资讯

分享以及对游戏素材的再创作等互动行为所建构。 

本研究参考 Williams (2006) 的量表通过翻译并加以修改，将原题项的游戏修改为《王者荣

耀》，以线上/线下纽带资本、线上/线下桥梁资本设计问卷题项，共有 14 个题项，采用五点李

克特量表 (Likert's Scale) 计分，作为判断对社会资本的整体评估。 

3.2.2 共创价值操作型定义与衡量 

本研究共创价值的操作性定义为：在游戏虚拟社区中通过不同玩家的信息交换形成资源的

整合和使用，所共同创造的用户价值。实用价值：玩家通过直接使用游戏或虚拟社区获得段位

的提高或是技术的上升以及更加便利的获得游戏资源或相关资讯；享乐价值：玩家通过直接使

用游戏或虚拟社区获得的心理满足和精神需求，如心情放松、精神愉快等。 

本研究参考金立印（2007）、Kim (2014)、王燕（2016）的量表翻译并加以修改，将原题

项 Play WOW 改为《王者荣耀》、社区改为游戏社区，结合张明立与涂剑波 (2014) 的相关研究

从实用价值和享乐价值的构面设计问卷题项，共有 6 个题项，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 (Likert's 

Scale) 计分，作为判断对共创价值的整体评估。 

3.2.3 主观规范操作型定义与衡量 

本研究主观规范的操作性定义为：玩家的重要关系人或群体对其参与行为的社会压力。 

本研究采用 Fishbein and Ajzen (1975)、Hsu and Lu (2004)、白羽（2014）、陈珍珠（2018）

的量表翻译并加以修改，将原题项网络游戏改为《王者荣耀》、将原题项亲人、朋友、同学、

同事等整合为对我重要的人，结合史烽与潘延杰（2010）的相关研究从信息影响和规范影响的

构面设计问卷题项，共有 4 个题项，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 (Likert's Scale) 计分，作为判断对主

观规范的整体评估。 

3.2.4 用户粘性操作型定义与衡量 

本研究用户粘性的操作性定义为：玩家对于游戏持续且频繁的使用行为，是用户一种会持

续到未来的主观意愿。 

本研究采用 Li (2006)、Lin (2007)、吴璇莹（2019）的量表翻译并加以修改，将原题项的该

款游戏修改为《王者荣耀》，从用户行为的角度设计问卷题项，共有 4 个题项，采用五点李克

特量表 (Likert's Scale) 计分，作为判断对社会资本的整体评估。 

3.3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许霜（2017）研究表明《王者荣耀》游戏形成了一种“开黑”文化，其实也就是一种娱乐方

式的崛起，类似于打麻将、打球。甚至在游戏风靡的阶段，游戏玩的不好没有关系，但不会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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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就无法融入同事和朋友共同的话题，在社交圈子中会被无形“孤立”。因此，本研究的母体

为《王者荣耀》玩家；本研究发放问卷主要针对的是《王者荣耀》玩家群体中游玩超过一定时

间并且使用虚拟社区进行交流的玩家。 

米子川等人（2016）提出对于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人们而言，由于无法获取抽样框等原因，

在利用传统的概率抽样方时，很难有效地获取所需信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利用滚

雪球抽样。因此本研究采取滚雪球的抽样方法，通过让参与《王者荣耀》拥有一定段位并且使

用虚拟社区进行交流的的同学、朋友、同事填写数据，再通过他们推荐给结识社区的其他成员

填写，进而实现数据的不断收集。为确保回收问卷的真实性，采取现金红包的方式确保受测人

尽可能的认真填答问卷。 

参考吴万益（2011）的相关研究，透过样本数公式计算本研究正式样本数，当样本数量为

384 份是误差为 5%，Z 统计量为 95%。因此确定搜集问卷 384 份以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参考洪

永泰（2003）所提出的膨胀样本概念，将抽样人数膨胀为预定有效样本数的 1.2 倍，最后得出

应抽取的膨胀样本人数为 461 人。以此为标准发放 500 份问卷，避免在问卷回收是发生意外，

或收到无效问卷（吴明隆，2003）。 

3.4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统计分析法，对样本数据进行编码输入，并利用 SPSS 和 AMOS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信度分析、相关系数分析、适配度分析、中介检验、调节检验分析、结构方程式验证

因子分析，量表适配度检验，从实证角度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验证研究假设。 

3.5 预试问卷信度分析 

吴明隆（2003）认为预试对象应与正式问卷发放对象属性一致。正式受测者为王者荣耀玩

家群体，本次预试受测者也为王者荣耀玩家群体 ,预测样本应为 50-100 为最佳（吴明隆，

2003），本研究由于时间关系选取最小值50个样本。本研究预试问卷通过网络渠道进行发放，

本研究预试问卷共计 50份，针对 50 份有效问卷进行信效度分析。  

表一 各问项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分析 

变量 题项编号 校正项总计相关

性 (CITC) 

删除该题项后 α

系数 

变量 Cronbach’s 

α 系数 

 

 

 

 

 

 

 

社会资本 

1 0.732 0.775 

0.837 

2 0.744 0.764 

3 0.681 0.829 

4 0.672 0.747 

5 0.674 0.745 

6 0.665 0.752 

7 0.619 0.829 

8 0.692 0.798 

9 0.806 0.745 

10 0.615 0.832 

11 0.531 0.739 

12 0.624 0.689 

13 0.526 0.765 

14 0.725 0.627 

 

实用价值 

15 0.623 0.628 

0.769 16 0.585 0.713 

17 0.703 0.569 

 

享乐价值 

18 0.670 0.423 

0.703 19 0.549 0.698 

20 0.556 0.692 

 

主观规范 

21 0.647 0.479 

0.755 
22 0.657 0.470 

23 0.568 0.537 

24 0.694 0.442 

 

用户粘性 

 

25 0.520 0.810 

0.830 
26 0.645 0.792 

27 0.735 0.748 

28 0.741 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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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信度分析用于研究定量数据的回答可靠准确性，本研究使用  Nunnally (1978) 提出的 

Cronbach’s α 值标准；第一：首先分析 α 系数，如果此值高于 0.8，则说明信度高；如果此值介

于 0.7~0.8 之间，则说明信度较好。  

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CITC) 值，比如某维度对应 5 个题项，

那么此 5 个题项之间的相关关系情况则使用此指标进行表示，通常此值大于 0.4 即说明某题项

与另外的题项间有着较高的相关性（吴明隆，2003），预试测试时常使用 CITC 值这一指标。

人口统计变量不作具体分析。由上表可知，各问项 CITC 值均超过 0.5，且去项后 α 系数未超过

因此说明与其他题项有较高的相关性。按上述资料，本问卷可进行后续正式问卷发放和分析。 

 

4.预期研究结果 
期望得出结论如下：社会资本对共创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共创价值继而对用户粘性有显

著正向影响，而共创价值作为中介，影响社会资本对用户粘性的关系，主观规范作为调节，影

响社会资本对共创价值的关系。 

网络游戏不仅给我们带来片刻的轻松娱乐，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知识、文化、社会规范

以及价值观的传播。尤其是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游戏市场日益扩充也开始影响和改变着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游戏玩家在进入游戏内外的虚拟社群后必然伴随着互动行为的发生（冯杨帆，

2020）。魏华等人（2011）提出在自我决定理论中,社会交往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而网

络游戏可以满足这种需要,因此网络游戏中的社交动机也很有可能会影响玩家的游戏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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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Vlogger Characteristics on Iirrational    

Consumption—To Eexpl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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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soci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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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due to its strong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influence, a large number of ordinary people have begun to transform the vlogger. Therefore, 

vlogger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rise of 

vlogger and the increase of consumer income level, people will produce irrational consump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irrational consumption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logger and consumer 

loyalty as well as consumer sentimen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o develop the hypothesis of 

this paper,set up the vlogger characteristics (Attraction, professional, redibility, similarity)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irrational consumption behavior as 

dependent variable,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s mediating variable, and consumer loyalty and 

consumer emotion as moderating variable. This paper uses the previous mature scale for 

reference, designs questions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objects, issues 505 questionnaires, 383 

of which are valid, and processes the data with data software. 

 

Keyword: Vlogger; Para-social interaction; Vlogger features; Consumer loyalty; Consumer 

Sentiment 

 

微录客特性对非理性消费的影响——探讨消费者情绪及消费者忠

诚度的调节效果及准社会互动的中介效果 
梁文谦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892324256@qq.com 
 

摘要 
现社会的媒体发展，由于其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带来了不小的商业效应，不少素人开始

转型微录客，因此微录客成为当代的热门话题。同时，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冲动

购买行为也是迅速提高。本研究将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在准社会互动理论下，

探索微录客对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建立以微录客特性（吸引力、专业性、可信性、相

似性）为自变量，非理性消费行为为因变量，准社会互动为中介变量，消费者忠诚度及消费者

情绪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本文借鉴前人成熟量表，并结合研究对象设计题项，发放问卷

505 份，其中有效问卷 383 份，运用数据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关键词：微录客；准社会互动；微录客特性；消费者忠诚度；消费者情绪 

 

1. 绪论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社交媒体以及 App，必然也会出现新的营销模式。如

下图一所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互联网，互联网的普及率有近 10%的增长率其中大部分人

热忱于网购，为新媒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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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2013-2020年前 3 月中国国民规模及互联网普及率变化统计情况 

资料来源：前瞻产品研究院整理（2020） 

 

截至 2019 年底，微博月活跃用户达到 5.16 亿，微博的强社交属性让它依然是各个热点内

容输出与品牌曝光的重要途径（资料来源：西瓜数据微博版，2020）。曾经品牌都会在实体店

进行广告宣传（电视广告、明星代言）和报纸媒体的软文宣传，它的投入费用高、信息传递速

度慢，数据不同步，而客户个性化强，单一的产品并不能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传统营销模

式百度百科,2020）。市场发展速度过慢，也难以适应“新常态”的发展。而 Vlog(Vlog Blog; 

Video Log)同时增长了 Vlog 广告的发展趋势，赞助商会通过数据审查，利用具有高影响力的微

录客来展开营销，提高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吸引力。 

现在的电子商务己经发展到社会化商务阶段（胡丽霞，2017），博主们与消费者通过社交

媒体的互动越来越频繁，诱发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因素中社会性因素的地位越发突出。本文选用

微录客的四个维度作为自变量，包括可信性、专业性、吸引力以及相似性，对于信息源的特性

大部分学者维度都是可信性、专业性、吸引力三个维度，例如王晓敏（2018）。本研究又通过

查找顾丽琴（2020）和胡丽霞（2017）等其他文献支在在自变量中添加相似性维度，通过更多

自变量维度来进行实证研究。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引发了准社会互动理论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顾丽琴，2020）。为了从不同角度研究微录客对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在文献

支撑下选择变量，自变量的维度以及调节变量和因变量都不同。就研究层面，其他研究者都是

想要帮助品牌以及媒体人更好进行推广，而本研究也想从消费者出发，让消费者了解这种互动

关系感情，因为其互动产生情感共鸣造成非理性消费行为，让消费者正确看待。一般认为消费

者忠诚度是一种偏好态度，它会使消费者在某一时间内产生重复购买的行为（庄小将，2015）。

而基于准社会互动关系，消费者的重复购买和重复推荐会对非理性消费行为产生调节作用，消

费者忠诚度越高越容易形成非理性行为。 

由此,本研究在准社会互动理论下，将探索微录客对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

消费者忠诚度及消费者情绪作为调节变量，以此建立本文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

进行验证。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发展 

微录客特性的概念与定义 
首先我们要从 Vlog开始解释，它就是博客的一种类型，全称是 Video blog或 Video log，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A%E5%AE%A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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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是视频记录，视频博客、视频网络日志。早有研究结果强调，媒体的角色吸引力对媒体用户

的准社会互动关系强正向影响作用。媒体角色属性主要包括角色吸引力、角色专业性以及角色

相似性等。Ohanian (1990) 将吸引力，专业性和可信性描述为信息源的三个属性。因此本研究

我们将微录客的属性分类为四个：吸引力，专业性和可信性以及相似性。 

吸引力。媒体角色的吸引力可以分为两类：外表吸引力和心理吸引力 (Icoglu et al.,2001) 根

据先前的研究，外表吸引力被定义为美丽迷人的面孔和完美的身材，而心理吸引力则表示消费

者对媒体角色的熟悉程度或消费者对媒体角色相似的感知程度。Kahle and Homer (1985) 表示两

种类型的吸引力都增强了媒体角色和用户之间的沟通了解的效果。 

专业性。Berlo (1969) 讲到专业性是人际互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被定义为“权威性”、“能

力”，都是指个体具备的相关领域的知识量。Kelman (1961) 研究指出专家的意见比非专家的意

见更值得信任；Li (2016) 通过实证得出博主的专业性与关注者感知的准社会互动关系有正向关

系。Wangenheim and Bayón (2004) 发现用户对媒体角色的专业知识越认可，其信息传播的影响

就越大。而消费者更倾向于与专业性高的博主进行互动，听取其推荐意见，越能促使准社会互

动关系形成从而产生购买行为。 

可信性。可信性指接收者认为信息来源真实或诚实的程度 (Hovland et al. 1953)。研究表明，

与非专家相比，用户更愿意与专家交流，并且愿意根据专家的意见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因为专

家的专业性使得其可信性更高。根据先前的研究，媒体角色的可信性对口头信息的接受程度具

有统计学上的显着影响，因此对消费者态度和购买意愿也有影响 (Park, 2009) 。 

相似性。相似性是指产生互动的两个人在性格、学历、社会地位以及喜好等方面相似度。

有研究表明相似性是彼此喜欢的先决条件。Turner (1993) 研究表明媒体角色在行为、价值观和

思维模式等素质方面和受众的相似程度也能正向影响受众对于双方准社会互动关系强度的感知。

与明星相比，微录客的推荐更受普通消费者欢迎，更能加大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因为微录客与

明星在社会地位以及收入程度与消费者更接近。 

准社会互动的概念与定义 
准社会互动又被成为“类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 PSI) 最早由霍 Horton and 

Richard 在 1956 年提出了这个概念，其被用来研究人和传播科技间的互动关系。用来描述我们

和明星在荧幕前较熟悉实际上并不回应，而且说是我们想象的一种社会关系和互动。在营销领

域， Labrecque (2014) 将准社会互动定义为一种虚幻的体验， 在社交媒介中使媒体人物和消费

者进行互动，好像在进行了真实互动。 

消费者忠诚度的概念与定义 

Oliver (1997) 顾客忠诚是顾客对其所偏爱企业或品牌的深刻承诺，在未来持续一致地重复

购买和消费，进而产生的反复购买同一企业、同一品牌或品牌系列的行为，而不管情境或营销

力量的影响如何，不会产生转换行为。刘爽和杨念梅（2003）认为：虽然顾客忠诚是分为认知、

意动、情感、行为四个维度，但是最终能够真正对顾客忠诚产生真正影响的是消费者的购买行

为，包括最终购买和重复购买。如果消费者通过沟通了解产品的各类信息、产品使用的经验和

评价、商家提供的承诺之后接受产品并最终产生购买行为或者重复购买行为，我们可以认为该

消费者对该产品忠诚。 

 

消费者情绪概念与定义 

邹瑶瑶（2012）表示情绪是人对外界事物满足于内心需要的一种感受，反映了即时的心理

状态，它是由主观感受、心理反应、生理反应和表达反应相互作用所引发的情感反应。Rook 

and Gardner (1993) 认为情绪是主观所感知的情感状态，是个体属性的表现。Bagozzi et al. (1988)

等认为情绪来自于个体对某个事件或想法的认知，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通常还会伴

随身体上的表现。还有学者指出消费者情绪是个体对产品或服务的属性与个体感知自己获得的

消费价值的情感反应（王晓敏，2019）。 

非理性消费行为概念与定义 

现实生活中，实际消费行为不是理性的，因此 Simon (1955) 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他认为

人们会因认知成本等因素的限制而做出不完全理性的决策，这样的决策虽然不完全理性但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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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前景理论指出，消费者会根据参考点的不同而导致非理性购买决策。例如，消费者在面

对同样的可口可乐，不同的售卖场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同。如果可乐是在小卖部售卖，消费

者只愿意付 3 元一瓶，而如果是在快餐店售卖时，消费者愿意支付 4 倍的价格。黄德海（2000）

认为非理性消费是消费者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做出的不合理的消费决策。 

专业性对准社会互动的影响 
Berlo (1969) 讲到专业性是人际互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被定义为“权威性”、“能力”，都是

指个体具备的相关领域的知识量。Kelman (1961) 研究指出专家的意见比非专家的意见更值得信

任；Li (2016) 通过实证得出博主的专业性与关注者感知的准社会互动关系有正向关系。在社交

媒体中，在某个领域的知识量以及专业度是决定其地位、影响力的关键。Wangenheim and 

Bayón (2004) 发现用户对媒体角色的专业知识越认可，其信息传播的影响就越大。而消费者更

倾向于与专业性高的博主进行互动，听取其推荐意见，越能促使准社会互动关系形成从而产生

购买行为。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微录客特性正向影响准社会互动。 

H1a：微录客的专业性会正向影响准社会互动。 

吸引力与准社会互动之间的关系 
在对吸引力的影响先前研究中，消费者也受到媒体角色吸引力的影响，并且通常媒体角色

越有吸引力，用户接受度就越高 (Na, Hong & Cho, 2005) 。外表吸引力决定了消费者第一印象，

因此本研究认为当消费者首次关注微录客时，外表漂亮、帅气的微录客更容易吸引他们的目光，

使其更愿意进一步了解而产生互动行为。胡丽霞（2017）表示根据人际吸引理论，对外表吸引

力高的个体更容易让人感到亲切，产生更高的互动意愿，对他人的态度及行为上的影响也跟更

大。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微录客的吸引力会正向影响准社会互动。 

相似性与准社会互动之间的关系 
相似性是指产生互动的两个人在性格、学历、社会地位以及喜好等方面相似的程度（胡丽

霞，2017）。有研究表明相似性是彼此喜欢的先决条件。当个体感知到与他人的相似度越高的

时候，个体的感知风险以及不确定性就会降低，也会更愿意与其发生互动 (Lee & Watkins，

2016)。当消费者认为自己与微录客相似性越多，就越与其产生互动，从而进一步加强他们之

间单方面的友谊。与明星相比，微录客的推荐更受普通消费者欢迎，更能加大消费者的购买行

为，因为微录客与明星在社会地位以及收入程度与消费者更接近。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c：微录客的相似性会正向影响准社会互动。 

可信性与准社会互动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们表示 (Hovland et al. 1953) 可信性指接收者认为信息来源真实或诚实的程度。 

Hovland et al. (1953) 认为信息源可信性在信任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并起到关键性作用，即可

信赖性。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用户可以通过平台获得大量在线信息，因此信息源的可信性成

了在线互动沟通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与非专家相比，用户更愿意与专家交流，并且愿意根

据专家的意见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因为专家的专业性使得其可信性更高。根据先前的研究，媒

体角色的可信性对口头信息的接受程度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影响，因此对消费者态度和购买意

愿也有影响 (Park, 2009) 。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d：微录客的可信性会正向影响准社会互动。 

准社会互动与非理性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 
实证研究证明了准社会互动与购买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Lee and Watkins (2016) 证明

YuTube 的受众对微录客感知准社会互动与奢侈品牌价值以及对该奢侈品的购买意向均有正面

影响. Rubin (2002) 研究指出准社会互动象征着积极地媒体使用，它可以影响受众的态度以及行

为。顾丽琴（2020）对传统媒体研究发现，消费者感知到的真实性、观看频率以及吸引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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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媒体用户和媒体人物之间的准社会互动。消费者感知对微录客的准社会互动越强烈，越倾向

于接受其建议，产生冲动购买欲望的可能性与强度越大。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准社会互动会正向影响非理性消费行为。 

准社会互动的中介作用 
准社会互动是指媒体人物通过各种社交媒体与媒体用户进行非面对面的、单向的互动而产

生的互动关系。Rubin, Perse and Powell (1985) 分析了观众与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之间的准社会互

动关系，发现观众视主持人为一个可靠的信息源，进而对主持人的感知会影响到观众的态度以

及行为。同理微录客作为信息源，博主的专业性、吸引力、可信性、相似性，加上消费者对其

感知，当微录客与观看 Vlog 的消费者准社会互动增强时，消费者会对微录客产生单方面的友

谊，认为 微录客 是自己的朋友，会将自己与其拥有的东西进行比较，从而产生购买欲望的可

能性会大大增加形成购买行为。Kwlman (1961) 研究指出专家的意见比非专家的意见更加可靠，

更值得受众信赖。对于消费者而言，通过社交媒体认证的博主其专业性比朋友或者普通人的观

点更具有说服力。消费者更倾向与专业性强的博主进行互动，频繁的准社会互动会让消费者对

其专业性越来越认可，进而对产品产生好感并且以囤货为由进行重复购买，形成非理性消费行

为。 

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 主假设：准社会互动在微录客特性和非理性消费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3a：准社会互动在专业性和非理性消费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artman et al. (2011) 研究证实了在电视主持人的外表吸引下，观众会受到强烈的准社会互

动。美国心理学家洛钦斯提出的“首因效应”,指交往双方形成的第一次印象对今后交往关系

的影响，也就是先入为主”带来的效果。第一印象可能不是最好的印象，但是最鲜明、最牢固

的，并且决定着以后双方交往的进程（资料来源：百度百科）。Conway.et al. (1991) 研究发现观

众对于电视主持人的好感程度会受到其外表吸引力的强烈影响，并进一步对观众感知准社会互

动产生影响。消费者对吸引力高的博主更容易发生亲切感，愿意与其产生互动，消费者感知对

准社会互动越强烈，会越倾向于接受其建议，产生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H3b：准社会互动在吸引力和非理性消费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当个体感知到与他人的相似度越高的时候，个体的不确定性就会降低，也会更愿意其发生

互动 (Lee & Watkins, 2006)。其他研究也表明越相似的人相处起来越会产生积极并且愿意主动交

流的态度。认知导向理论指出，人们为了与自身的人之状态保持平衡，会被那些有着相似态度、

价值观、信念的人所吸引（胡丽霞，2017）。消费者与喜爱、性格等条件相似的博主会产生更

多的互动，通过产生的积极互动会促进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面对不需要的产品也会因为与博主

的相似度以及之间的情感互动而产生消费行为。 

H3c：准社会互动在相似性和非理性消费行为之间起正向中介作用。 

杨强等人（2018）表示可信性是指信息源被受众认为值得信赖的程度，信息源越可信则个

体越容易被影响即产生心理内化。微录客可信性越高，消费者越会贴近与其互动关系。个人以

客观和诚实的方式感知到信息传递源的程度构成了个人对来源的可信赖程度 (Sally et al., 2017)。

信息来源的可信性对口头信息的接受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影响，因此对态度和购买意愿也有影

响 (Park, 2009)。Sally et al. (2017) 提出了一个假设，即观看者观看视频博客后，观看者对视频

博客的信任度会影响内容共享的意图及其对视频博客中所展示产品的态度。因此也可以应用到

本研究，微录客的可信性对准社会互动有积极作用，消费者对其产生信任强度会产品的态度以

及对改变购买意愿，通过对微录客的信任程度来决定非理性购买行为。 

H3d：准社会互动在可信性和非理性消费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消费者忠诚度的调节作用 
消费者购买行为是受到消费者忠诚度衡量的。Dick and Basu (1994) 认为真实的消费者忠诚

是消费者的重复购买行为与积极的态度倾向的共同作用。研究发现，消费者并不会因为满意度

而有较高的忠诚度，转换壁全的影响也由于消费者满意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消费者的不同

满意程度也会使其转换壁鱼有所不同（杨勇攀，2013）。现代消费者虽然开始从网上购物，但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98 

 

是依旧会有重复购买以及信任产品的行为。对于消费者的忠诚度主要因素还是产品本身。消费

者对微录客单方面好感度增强，形成准社会胡互动关系，在此条件下如果微录客的 Vlog 中展

示的产品是消费者多次重复购买且有一定偏爱程度，消费者会更容易产生非理性购买行为。 

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消费者忠诚度在准社会互动和非理性消费行为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消费者情绪的调节作用 
研究表明，顾客在进入店铺或商场后的情绪状态易受到一些具体事件的影响。例如，其他

顾客对自己的态度、店员的热情程度、商场环境等（程璐璐，2012）。同理，在微录客介绍情

况下，其专业性越高，消费者积极情绪越高，越容易造成非理性消费行为。前苏联心理学家彼

得罗夫斯基认为情绪是对某种比较固定的情感的直接的、一时性的体验。Robert et al. (2004) 提

出，顾客在感受到的服务刺激与即时的情绪状态呈现出正比例关系。这种关系会继续影响非理

性消费行为。比如。消费者会因微录客的专业性、吸引力等因素情绪高涨进而继续观看视频，

加大微录客的关注度，从而产生非理性消费行为。Hollywood et al. (2007) 表示积极情绪状态虽

是短时间的情感状态，但对消费行为具有长期影响，尤其是对顾客心理、认知方面的影响更加

明显。因此微录客特性虽然只会让消费者情绪产生短暂的积极情绪，还是会产生或者长期的消

费行为。 

H5 主假设：消费者情绪在微录客特性和非理性消费行为之间起加上正向调节作用。 

H5a：消费者情绪在专业性和非理性消费行为之间起加上正向调节作用。 

H5b：消费者情绪在吸引力和非理性消费行为之间起加上正向调节作用。 

H5c：消费者情绪在相似性和非理性消费行为之间起加上正向调节作用。 

H5d：消费者情绪在可信性和非理性消费行为之间起加上正向调节作用。 

 
图二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各个变量的测量采用李克特 Likert 5 点量表。从 1 到 5 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无

意见、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3.1.1 微录客的操作型定义与衡量 
Icoglu et al. (2001) 研究表示媒体角色的吸引力可以分为两类：外表吸引力和心理吸引力。

本研究的吸引力特指外表吸引力，外表吸引力的定义是指媒体角色（微录客）在长相、着装打

扮等外在表现方面的吸引力或影响力（王瑶，2019）。而心理吸引力则表示消费者对媒体角色

的熟悉程度或消费者对媒体角色相似的感知程度。Berlo (1969) 讲到专业性是人际互动的重要

影响因素，被定义为“权威性”、“能力”。都是指个体（微录客）具备的相关领域的知识量。

相似性是指个体（消费者）感知互动对象（微录客）在信仰、教育、社会地位等方面相似的程

度（胡丽霞,2017）。可信性指接收者（消费者）认为信息来源（微录客）真实或诚实的程度

(Hovland et al., 1953)。 

本文对微录客特性的测量借鉴 Lee and Watkins (2016) 等人开发的成熟量表，并结合本研究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境性修改，共包含三个维度：可信性、专业性、吸引力、相似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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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性包括四个题项，专业性包括三个题项，吸引力包括三个题项，相似性三个题项。因此微

录客特性共由十三个题项组成。 

3.1.2 准社会互动的操作型定义与衡量 
媒体角色并不能够完全掌握受众的信息和心理诉求，这种单边性的互动关系被称为准社会

互动（PSI），又称为“类社会互动”、“拟社会互动”等，由 Horton and Richard 于 20 世纪 50 年

代末提出。本研究对准社会互动重新定义为：准社会互动是指媒体人物（微录客）通过各种社

交媒体（微博等 App）与媒体用户（消费者）非面对面的、单向的互动而产生的互动关系。 

本文对准社会互动的测量借鉴 Lee and Watkins (2016) 开发的成熟量表，并结合本研究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情境性修改，准社会互动共由八个题项组成。 

3.1.3 非理性消费行为的操作型定义与衡量 
黄德海（2000）认为非理性消费是消费者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做出的不合理的消费决策。 

本研究根据以上文献认为非理性消费行为定义是区别于理性消费行为，在情绪、畸形等因

素下做出的消费决策。本研究采用 Rook (1987) 的自由回忆法，即让被调查者回想最近一次的

购物经历，以此次经历为参考回答问卷，此方法可以了解被调查者在购买时的主观感受，用该

方法得到的数据可靠性较高。  

本文对非理性消费行为的测量借鉴 Hirschman (2012) 开发的成熟量表，并结合本研究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情境性修改，非理性消费行为共由四个题项组成。  

3.1.4 消费者忠诚度的操作型定义与衡量 
Newman and Werbel (1973) 对消费者忠诚定义指消费者不断重复购买某种品牌的产品，并

且仅考虑这种品牌的产品，不去收集其他品牌类似产品的相关信息。本研究对消费者忠诚度概

念理解为消费者会持续重复购买该产品，并对某一产品及服务产生归属感以及保持积极态度。 

本文对消费者忠诚度的测量借鉴 Reynolds (1999)、Srinivasan (2002) 、Li (2007) 开发的成熟

量表，并结合本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境性修改，消费者忠诚度共由五个题项组成。 

3.1.5 消费者情绪的操作型定义与衡量 
 本文结合 Beatty and Ferrel (1998) 的定义，将积极情绪定义为：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产生

的愉悦、兴奋等积极感觉。邹瑶瑶（2012）表示情绪是人对外界事物满足于内心需要的一种感

受，反映了即时的心理状态，它是由主观感受、心理反应、生理反应和表达反应相互作用所引

发的情感反应。本研究认为消费者情绪的定义是消费者由于主观因素以及客观因素引发的情感

反应。 

本文中消费者情绪的测量借鉴 Donovan and Rossiter (1994) 开发的量表，并根据实际研究对

象进行相应的调整，并由专家讨论最终形成量表，其中，愉悦情绪包含 3 个题项，唤起情绪包

含 3 个题项。 

3.2.1 抽样方法 

本研究考虑到问卷回收数据的有效性和随机性，本研究采用了滚雪球抽样法抽样调查与线

上、线下调查多种渠道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王晓敏，2018）。  

3.2.2 抽样对象 

本文的被调查者包括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涉及不同地区，因为不同职业以及年龄对

微录客的看法是不同，而不同地区和收入的消费者对进行冲动购买行为的程度也不同，本文根

据各控制变量得到更好的有效数据。 

3.2.3 抽样份数 

前测问卷发放了 88 份，文献中表示样本数统计学中通常以 30 为界，为大样本(30 以上)和

小样本(30 以下)，但是 30 个样本数对于社会调查来说不够，所以要扩大样本规模到 88 份（钟

柏昌和李艺，2012）。而正式问卷样本数应该以问卷题的倍数（10 倍以上）。（程璐璐，2012）。

本文共有 36 个题项，避免无效问卷，本研究决定发放 500 份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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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期贡献 
4.1研究结论 

研究以准社会互动为中介，来研究微录客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索微录客对消费者

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具体影响，并且微录客营销机制已经在市场的热火程度不可小觑，而企业可

以通过博主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更好的利用社交媒介进行推广销售活动，发挥博主特性以促

进产品购买。 

（1）微录客特性的相似性通过准社会互动中介作用对消费者非理性消费行为有正向影响。 

（2）微录客特性会正向影响准社会互动。在现实人际互动过程中对受众产生影响的因素也可

被认为是影响准社会互动的因素。 

（3）消费者忠诚度在准社会互动与消费者非理性消费行为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设检验得

出不支持。 

5.2 管理意义 

本文在准社会互动理论、非理性消费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并验证能够解释网微录客对

消费者非理性消费行为影响的结构模型，丰富并加深了对于微录客现象的理论研究。 

微录客特性与吸引力对消费者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企业在利用微录客进行产品的营

销时，应该尽量寻找具有姣好的外表吸引力或者较高的人格魅力的微录客，如此便增加了消费

者产生愉悦、唤起情绪的可能性，从而使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发生的概率增加。一个完美的

营销者不仅要有沟通交流能力还要拥有所销售产品的专业知识。而部分微录客为了满足一时的

欲望，对产品并没有过多了解，就对产品进行宣传，而当顾客对产品进行咨询时并不能准确的

对产品进行介绍，并没有给消费者带来好感情产生积极的情绪，因此很短的时间内便消失。综

上所述，企业应建立微录客特性（如吸引力、专业性等）的培育机制，从而增加消费者对微录

客的信任，此外，还应注重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情绪的唤起，采取适当的策略唤起消费的愉悦

心理从而增加其冲动性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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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candals by domestic companie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For example, 

the Sanlu milk powder incident, the Changchun vacation vaccine incident, etc., enterprises and 

corporate leaders paid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ir own performance and interests, which caus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society to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ecause 

leaders have important resources in the organization, they may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employee behavior.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dership factors, this article selects 

charismatic leaders that have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and admiration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ee cognition, it constructs charismatic leadership, employee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pro-organizational unethical behavior, and leadership business ethics. 

The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company reputations deep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on the unethical behavior of pro-organizations,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to help companies embark on a path of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Charismatic leadership;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Pro-organizational unethical 

behavior; Leadership business ethics; Company reputation 

 

魅力型领导、员工心理所有权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影响：以领导

商业道德和公司声誉为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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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国内企业的丑闻事件频有发生。如：三鹿奶粉事件、长春假疫苗事件等，企业及

企业领导者过多关注于自身绩效和利益，从而就造成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由于

领导者在组织中掌握着重要资源，因而对员工的行为可能会造成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从领

导因素层面出发，选取了近些年来备受关注和推崇的魅力型领导，基于员工认知角度，构建了

魅力型领导、员工心理所有权、亲组织不道德行为、领导商业道德和公司声誉之间的关系模

型，深入剖析魅力型领导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以及其影响机制，帮助企业走上健康持

续发展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魅力型领导；员工心理所有权；亲组织不道德行为；领导商业道德；公司声誉 

 

1. 引言 
21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组织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在面临着不断地变

化，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面临着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

去。例如，为了谋求利益，员工将从事不道德的活动（破坏损害公司声誉的重要文件，隐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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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产品和服务的风险和劣势，故意向供应商合作伙伴提供产品和服务缺陷等）或保护公司的权

益。具体案例也不少见：2001 年，美国安然公司卷入了巨额财务报表欺诈案，安然公司高管通

过“账外”合作关系寻求公司利益。上述真正的公司丑闻是所有公司员工受贿，偷窃，隐瞒等。

欺骗和其他不道德的方式为组织谋取利益，误导投资人，公司高管对这些事情了如指掌却置身

事外，有意隐瞒，最终导致公司破产。2008 年，许多服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儿奶粉的婴儿查出

了结石，随后警方在其婴儿奶粉中发现了化学原料三聚氰胺；2018 年，长春市被发现存在疫苗

欺诈行为，在社会发展中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为公司带来了破产的结局。但是当人们在阐述

这些事实的时候却又理所当然的认为是在为公司的利益着想，心安理得的作出这些不道德甚至

违法的事情（王晓辰等人，2018）。 

许多学者例如：Castille et al. (2018) 认为具有较高马基雅维利主义倾向的个人更可能参与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Matherne and Litchfield (2012) 以及吴明证等人（2016）认为员工拥有较高

的组织承诺和对组织的归属感很容易减少他们自己的社会道德管理决策和个人行为规范，从而

因为组织做出不道德的事。Alexandra (2012) 认为在企业中组织支持感与员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呈显著的正向影响。Herchen (2012) 探讨了员工会通过组织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接受程度进行

判断能否从事这类行为。张永军等（2017）研究发现家长式领导的三个维度都可以影响亲组织

不道德行为的产生。林英晖与程垦（2017）证实了我国差序式领导与员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之

间的相关性，而领导-成员交换这一变量的加入，都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呈显著正相关。 

因为这种行为在短期内确实为组织带来了一些利益，Umphress and Bingham (2010) 将这种

类型称为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因为它可以增强公司的竞争优势，争取高质量的客户和稀缺的资

源来帮助公司带来高回报。如何有效防止在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在工作场所中产生是企业持续发

展的关键因素。Umphress and Bingham (2011) 认为，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是个体进行可以促进组

织运行和员工有效工作，同时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关键价值观、道德素质标准和有关法律法规，

它的发生既不是工作上的明文规定，更不是由上级管理者指使命令导致的，而是由员工自发做

出来的，只要员工出发点是为了组织而非个人，该行为就可以定义为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夏福

斌（2014）提出了基于我国的独特圈子文化，将亲组织的不道德行为定义为员工为了组织作出

的不道德行为，是对社会发展价值观，标准，习俗，法律和行为的违反。该定义包含两种特征：

利他维度：在不损害组织利益的情况下对组织成员有利；亲组织维度：在不损害组织成员利益

的情况下对组织有利。王晓辰（2018）提出两个层面的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个体层面：员工自

愿进行不符合道德准则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组织发展，当个体在组织中进行亲组织不道

德行为，该行为会逐渐蔓延，继而发展变化为组织层面的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组织层面：当组

织内的不道德气氛很高时，组织成员可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内化，这将导致为了组织的利益不

约而同的从事不道德行为。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由组织的不道德性质引起的行为，并在该制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

一些建议或建议，以帮助公司管理者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本项研究试图从认知能力和情感，考虑并整合我国背景下的社会认同基础理论和社会发展

互换基础理论，针对这五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展开探讨：魅力型领导对员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

影响，心理所有权在这个方面起到怎样的中介效果，领导商业道德在魅力型领导与亲组织不道

德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以及公司声誉在心理所有权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魅力型领导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House (1977) 最早在他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魅力型领导的定义，他认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

导者可以让下属接受并拥护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对管理者的准确性充分而坚定的信任，并且

跟随管理者并模仿他们的个人行为；可以让下属员工认识到组织的总体目标，并对完成目标有

明确的责任感。 

如今，学术界已经广泛发现，领导的风格会影响到员工的个人行为（田启涛，2017）。魅

力型领导会通过设定更高的目标和塑造领导角色形象，会鼓励下属超出工作预期。此外，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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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员工人性化的关怀，关心他们的要求，并使下属的价值观与组织的价值观相匹配，以便他

们可以专注于更高的企业战略目标。。 

魅力型领导可能会通过自身各种的行为表现来影响员工的态度和情感，使员工作出亲组织

不道德的行为。首先，魅力型领导通过自身展现的魅力更容易获得下属对自己的认同、尊敬和

追随 (Effelsberg et al., 2014)，这有利于各部门建立良好的情感和有效的沟通，社会发展交流的

基本理论认为，上下级关系的维持是基于两者之间的资源交换（林英晖，2016），员工表现出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一方面是为了组织利益着想，也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回报组织和领导。其次，

领导对企业愿景的鼓励也可以使下属认识到工作要求，同时，鼓励下属执行更困难的目标和任

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下属更多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 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但是较

高的工作热情度就可能会导致员工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利益而忽略道德标准做出不道德行为。此

外，领导的人性化关怀还可以根据下属的需求和困难，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善领导与团队成员之

间的关系，进而导致下属的亲组织不道德的行为发生。过去的科学研究还证实，工在组织中的

工作热情和领导层的交流对员工的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存在影响 (Kong, 2016) 因此，本文认为，

魅力型领导可能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

的第 1 个假设： 

H1：魅力型领导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有正向影响。 

2.2 魅力型领导与心理所有权 

Furby (1991) 基于心理学对所有权进行探讨，指出了所有权是心理状态下的一种占有，它

将使每个人都感到占有是一种自我的扩展，核心为拥有感，这样个体对于目标物的责任感就会

被引出来，从而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刺激个人维护目标物。 

Pierce et al. (2001) 对于个人心理层面的动机，探讨了心理所有权的产生机制。认为以下三

种途径有助于产生个体的占有感：一是对目标物的“控制”，二是对目标物的“亲密了解程度”，

三是个体投入程度。心理所有权高的员工往往赋予了自身更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愿意为组织

作出一些不属于自己角色范围内的事情。心理所有权会使员工在企业里产生“家”的感觉，能

够提高员工的心理安全感，更加安心地去完成组织的任务，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不会

去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 (Cannon & Edmondson, 2001)。此外心理所有权产生的自我效能可

以让员工产生自我激励从而完成组织下达的更具有挑战的任务。 

魅力型领导会通过对员工制定更高的目标，充分调动员工的自我效能感，激励员工去挑战

更高难度的组织任务，让员工更好地参与到企业建设中来，自主的完成企业任务 (Shamir.et al., 

1993)。魅力型领导会让员工充分了解组织的价值观、组织目标、组织绩效等要素，会使员工

感到他们对组织有着更好的了解，而且魅力型员工通过关注与关心下属需求，对下属需求有一

定的敏感度，来增强与下属之间的亲密联系 (Waldman & Yammarino, 1999)。因此，极容易产生

对组织的心理所有权。 

Pierce et al. (2001) 认为，员工对目标物的参与程度，与产生心理所有感的程度呈正向影响。

魅力型领导通过对愿景的描述，员工无条件地接受领导，对领导具有情感依赖的心理状态，结

果是员工愿意服从他们的领导，这增加了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员工投入的情感，时间和精力越

多，目标物所带来的占有感就越强。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第 2 个假设： 

H2：魅力型领导对员工心理所有权有正向影响。 

2.3 心理所有权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在我国，讨论心理所有权的行为的影响具有更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信任和家

的要求相对明显。杨国枢(2005)对于华人社会取向的分析，认为家族取向是最为重要、最为基

本的社会取向。并强调中国人大家庭情感内部交流的现实主义要点包括：团结，信任，关心，

繁荣与衰落，使命感和归属感。Pierce et al. (2001) 在研究中也表明了心理所有权会让员工对企

业产生“家”的感觉，并把企业看作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旦出现家族主义情感，

中国人会将自己与家庭视为一体，在家庭中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将自己的情感依附于家庭，此

时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关心家庭；与家庭荣辱与共；对家族的未来有责任感（杨国枢，

1995)。换句话来说，企业中的员工对企业产生心理依附感和心理安全感，就会对组织这个大

环境产生一体的感受，把组织视为自己的一部分，与组织的荣辱与共，对组织充满了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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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员工在高度的心理所有权状态下，会对组织产生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归属感，从而激发了

员工对于企业的保护欲和占有欲（丁吉祥，2017）。虽然组织上的不道德行为似乎有利于公司

的权益，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个人行为将对组织和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和伤害（陈默、

梁建 2017）。所以当员工对公司的心理所有权足够高时，员工可能会对组织出于一种责任感，

在面对亲组织不道德这种短期有利长期有害的行为时，考虑到组织到未来，本这对企业负责的

态度，去减少这种行为的产生。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第 3 个假设： 

H3：心理所有权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有负向影响。 

2.4 领导商业道德的调节作用 

龙静云（1996）在结合美日、西欧和香港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认为领导的商业道德是

领导参与商业利益的实践活动而产生和发展的，这用于专门指导和控制商业道德的职业道德、

心理状态、想法和个人行为实践的总和。石霏（2005）提到所谓领导商业道德，领导在从事商

业活动，应当提高素养，协调商业服务与外部环境利益关系的善恶价值，以及个人行为应遵循

的社会道德标准和职业道德规则的总和。 

Moore (2008) 员工出于对领导者的追随、模仿，员工会产生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即使员工

意识到这是不道德的行为，也会通过道德推脱来降低自身的愧疚感，以此来实施亲组织不道德

行为。庄贵军等人（2010）在研究中表明，当领导的商业道德高时，员工在面对不道德的事情

时，即使对道德认知感不变，也会因为出于害怕权威或者是处罚，来降低自身作出不道德的行

为。Umphress and Bingham (2011) 研究了在去道德化的调节作用下，员工更容易去做亲组织不

道德的行为。Herchen et al. (2012) 表明，不道德的领导会给员工树立不好的榜样，促使员工实

施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由此说明，道德在亲组织不道德方面会起到一个调节作用。 

据社会发展和学习的理论，领导者经常成为组织中员工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从而提高员工

的道德伦理意识，减少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反之，领导的不道德行为也会增加员工实施亲组织

非伦理行为的概率。House (1992) 因此提出，领导的商业道德行为也将受到员工的追随和模仿，

从而增强了员工的道德道德观念，减少了组织上的非道德个人行为。基于以上对于文献的分析，

本文认为魅力型领导的商业道德会让员工出于追随和模仿领导的行为，影响员工的商业道德水

平，从而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产生影响。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第 4 个假设： 

H4：领导商业道德在魅力型领导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之间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 

2.5 公司声誉的调节作用 

Charles (1996) 对公司声誉的定义更具象征意义，认为公司声誉是在与其他领先竞争对手

打交道时，根据一个公司过去的行为和未来前景对所有利益相关者产生在认知层面的吸引力。

强调了公司声誉具有认知性，并且公司声誉是全体利益相关者看法的总和，具有一定内在可比

的标准。Charles et al. (2000) 提出了企业声誉是品牌形象，信念，情感和知识相互影响的结果，

是集体关系的定义，并且具有广泛的影响力。Davies et al. (2003) 认为很多因素可以影响到公司

声誉，其中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是员工和消费者。他认为，企业信誉是个性化和品牌形象的融

合，个性化意味着企业内部员工如何看待企业，品牌形象意味着企业外部利益者如何看待企业，

尤其是消费者对企业的评价。 

缪荣与茅宁（2003）指出公司声誉是公众认知转变的，需要不断的正向强化，一旦遭到破

坏，就必须重新来过，公司声誉的建立必须得到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认可，这是社交网络

中利益相关者的评估，是对其协同作用的结果。 

有研究表明，员工在从事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对他人利益造成实质损害后，会产生情绪耗

竭；长期来看，企业从事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从而得到的短期获利代价可能是牺牲长期更多的利

益；作为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接受者，企业在作出损害顾客的行为后，可能会伤害顾客的感情，

从而失去顾客，降低自己的企业绩效（王桃林等人，2020）。而这些都是关乎公司声誉的利益

相关者，有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企业可能会导致失去利益相关者的认同。 

Pierce et al. (2001) 的研究发现了员工的心理所有权越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就会越高，高强

度的责任感会让员工去完成更多的工作并且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为企业效力，积极承担企业的社

会责任。当员工感受到公司声誉可能会因为亲组织不道德行为而受损失，基于高度的责任感和

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可能会抑制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产生。因此，本文提出 5 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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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公司声誉在员工心理所有权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之间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 

综上，本研究提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一所示。 

 
注：“+”为正相关，（-）为负相关 

图一 研究假设模型 

数据源：本研究整理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及数据收集 

本文在对企业内部员工对上级领导感知的调查和分析基础之上，来研究魅力型领导对亲组

织不道德行为的影响。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和发放对象是山东地区潍坊市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

在职员工，此公司是一家综合实力较为优秀的私营企业，企业发展规模较大，产业链健全。顾

安鹏等人（2006）中国受到本土文化影响，人们不会轻易向不认识的人公开自己的内心想法，

若问卷发放者为陌生人，拒访率会增高。笔者在前期对该公司内部成员进行采访，并随即接触

该公司的员工，组织内员工会基于问卷法发放者的信任，在填写问卷的时候可以更安心的填写

自己的真实情况，为问卷调查数据提供了真实性，减少了无效问卷的产生机率。故选择此公司

作为研究样本。 

对于魅力型领导风格和其他群体变量的调查,是基于对这些管理者直接下属的感知去衡量的,

因此调查对象为这些管理者的直接下属（董临萍等人，2010），所以选择人群为企业的全体下

属员工作为符合本研究的研究母体。 

随着信息化发展的时代，人们对于调查问卷的发放方式已经不仅仅只是纸质版的，电子版

问卷系统如今更受大众欢迎。“问卷星”的广泛使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的系统非常专业，有

需求的用户可以在线上设计自己的调查，包括后期数据采集等都十分方便，帮助用户实时掌握

调查状况（靳亚南，2015）。因此本研究调查问卷会通过“问卷星”进行发放与收集。 

本研究基于对于选择量表的分析与整理，确定了包含73个题项的问卷。根据Tinsley (1987) 

提出的观点，建议题项与样本数的比例为1：5到1：10之间，来获取客观的研究数据。所以本

研究将七倍量表题项数量的人员作为样本容量，所以预计调查问卷发放人数为650人。 

本研究采用的是简单随机抽样法，抽样过程中该公司提供企业全部在职人员名单，打乱

顺序编好后进行抽取。该方法较为简单容易操作。各个样本被调查几率几乎一致，各自独立

，不会存在关联或者排斥的现象，采用该方法获得的方差最大程度上与总体参数靠近，所以

可以更好地体现实际情况（邵洁波，2003）。本文在前期会采用预测试的方式发放135份问卷

来进行前测，确保量表拥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来进行后续数据分析。 

3.2测量工具 

（1）魅力型领导：本研究综合 House (1977)以及 House (1992)对魅力型领导的概念，本研

究将魅力型领导定义为：在组织环境中，领导对于内外部环境高度敏感，善于发现和关心下属

的需求；善于运用愿景激励，激励员工奋发向上；员工对领导十分忠诚，与企业的价值观保持

高度一致；领导具有个人冒险精神，为了达成组织目标采取出人意料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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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er and Kanungo (1997) 对魅力型领导的测量具有优良的信度和效度，之后，许多科学

研究也证实了等级量表的适用性，并已被广泛使用。本文也将采用 C-K 量表，共 20 个题项。

此量表选用的是李克特 5点量。 

（2）心理所有权：本研究借鉴 Pierce et al. (2001) 对心理所有权的定义，即当员工对企业

出现“拥有感”并且认为公司是“我的”时，就说明员工已经对企业产生了心理所有权，而且

这种感觉越强，就说明员工对企业产生的心理所有权就越高。本研究中员工的心理所有权指的

是员工把企业作为目标物而产生的占有感。 

根据研读有关心理所有权的相关资料和参考文献以及心理所有权的概念和定义，本次研究

采用的是 Avey et al.(2009)建立的心理所有权的多维度量表。认为心理所有权由自我效能、责

任感、归属感、自我身份 4个维度构成。每个维度有 3个测量题项，共有 12 个题项。此量表采

用的是李克特 5 级量表。 

（3）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本文认为，采用 Umphress and Bingham (2011)解释的定义最为合

理，即，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是个体进行可以促进组织运行和员工有效工作，同时违反了社会发

展的关键价值观，道德素质标准和有关法律法规，它的发生既不是工作上的明文规定，更不是

由上级管理者指使命令导致的，而是由员工自发做出来的，只要员工出发点是为了组织而非个

人，该行为就可以定义为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查阅了国内外相关参考文献后，最经常采用的是 Umphress et al. (2010) 在提出这一概念时

制定和设计出来的亲组织不道德行为量表。该量表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广泛使用和检验，同时具

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本研究也将采用这一量表作为调查问卷，量表共 6 个题项，量表共 

6 个题项。此量表选用的是李克特 5点量。 

（4）领导商业道德：本文结合龙静云（1996）、石霏（2005）等发表的内容，本研究将

领导商业道德定义为：领导商业道德是指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依据社会舆论、个人信念和价值

观来保持的，健全的管理者的素质、善恶价值观和公司内外部环境权益以及个人情操，都应在

行为上应遵循的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总和。 

本研究采用的是田莉等人（2015）编制的针对领导者商业道德标准的问卷（如表 3.4 所示）。

这种量表的应用已经十分普遍了，一共设置了 5 个题项。这个量表在基于中国情境下的领导者

们的商业道德有一定的适普性，根据题项也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商业道德与在商业活动中发生的

不道德事件之间的关系。此量表采用的是李克特 5级量表。 

（5）公司声誉：本文基于 Fombrun (1996) 的研究，将公司声誉定义为：从情感和认知两

个方面即过去的行为和未来前景的判断，同时也包含主观认知，在与其他领先竞争对手打交道

时，根据一个公司过去的行为和未来前景对所有利益相关者产生在认知层面的吸引力。强调了

公司声誉具有认知性，并且公司声誉是全体利益相关者看法的总和，具有一定内在可比的标准。 

本研究是基于中国国情下，研究的中国企业的公司声誉，所以本研究应用的量表为缪荣与

茅宁（2007）的七因子指标测量，七因子包含了中国企业声誉有关的专用因子，用来评价中国

公司声誉会更加的全面和完整。此量表采用的是李克特 5 级量表。 

 

4. 预期研究成果 
4.1 预期资料分析方法 

（1）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样本的基本情况进行叙述。本研究将通过 SPSS 统计软件首

先对性别、年龄、职级、公司员工在职时间、学历等 5 个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

样本数、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来了解样本的基本情况。 

（2）信效度分析：本研究主要通过 Cronbach’s α 系数来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一般来说

数值在 0.9 以上，代表新都优良；α 系数在 0.8-0.9 之间，代表信度很好；在 0.7-0.8 之间，代表

信度一般；低于 0.7，代表信度较差，则需要即使修订量表。 

（3）效度分析可以说明量表信息是否可以被验证，主要分为内容和结构两方面。本研究

将采用 AMOS 统计软件对本研究的各个变量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此前需先通过 KMO 检验和

球 Bartlett 形检验，当 KOM 统计量小于 0.5 时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的

Sig 数值小于 0.01 时，可以认为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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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在利用回归分析去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前，需要

对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分析，本研究将使用 SPSS 统计软件，通过 Person 系数来检验包

含控制变量在内的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了解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从而为

下一步的回归分析奠定良好的基础。 

（5）回归分析：本研究直接效应和调节变量均采用的回归模型为阶层回归分析。回归分

析能够获得各个变量间的存在的回归关系，从而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如何。通过回归系

数 β 和总体决定系数 R2等来检验预测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效果以及影响力的大小。  

4.2 预期结果 

在调查问卷收集之后，本研究会对问卷作出详细检查，剔除无效问卷，将有效问卷进行编

码，创建 Excel 档案，以便于后期对数据的处理。 

通过统计软件对各项数据进行分析后，根据所得的数据对研究假设及变量进行讨论，最终

得出研究结果。本文预计所获得的的数据可以支撑本文的观点：魅力型领导正向影响亲组织不

道德行为；魅力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心理所有权；员工心理所有权负向影响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领导商业道德削弱了魅力型领导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影响；公司声誉削弱了员工心理所

有权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影响。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是一个新的流行的学术研究主题。本项研究研究了魅力型领导对组织不

道德行为的危害，并扩展了造成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前因变量。本项研究探索了员工心理所有

权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并扩展了领导风格与亲组织不道德中间的中介探索，这项科学研究

填补了中介变数在两者之间进行研究的空白，扩展了人们对这些机制的理解。本研究还加入了

公司声誉和领导商业道德作为调节变量，从领导个人层面以及组织层面两方面进行对员工亲组

织不道德行为的调节作用的探讨。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将会结合研究背景提出相关建议：研

究结果表明，正向的领导风格依旧会导致“阴暗面”的产生，企业领导者应该重视企业社会责

任和对员工行为的指导，魅力型领导极容易让员工产生追随行为，所以领导者应该建立完善的

道德体系，用社会和企业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通过自身的商业道德，

来增强员工对道德的感知。同时管理者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组织氛围，维护自身公司声誉，通

过员工对公司的心理所有权心理来增强员工与公司为一体的概念，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此

来减少员工为了组织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利于企业长久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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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usive Supervision, a typical destructive form of leadership at the workplace, has gain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There are several empirical research on abusive 

supervision that not only damage the mind of the individual, but also affect th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the corporate interests of the team as a result of individual negative work 

behaviors such as knowledge hiding behavior. This study would analyze the direction of 

improvements in work behavior from the factor of perspective of a third person who perceives 

abusive behavior and the mechanism of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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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辱虐管理作为职场中典型的破坏性领导方式在学术界被广泛关注，有许多实证研究辱虐管

理不仅对个体的心里上带来伤害，同时也会影响到团队的人际关系以及组织利益，例如个体的

知识隐藏行为。本文将从员工的视角出发，研究感知到来自管理者的辱虐行为对其工作行为变

化路径以及其中的影响机制。本文选择了道义公平感作为中介变量，在社会交换理论的背景下

探究成员在辱虐管理的作用下，对个体知识隐藏行为的影响。同时以辱虐管理作为自变量，知

识隐藏作为因变量。希望能够通过探究导致知识隐藏行为的前因来帮助组织有效防治这种消极

大于积极的工作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辱虐管理；知识隐藏；心理所有权；道义公平感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为了实现组织经济效益，调动员工的工作效力，企业在内部领导模式与管理方式上一直在

不断摸索前行。如果管理者不能正确处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下属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会严重受

挫，甚至会引起职场反生产行为。Tepper (2017) 指出辱虐管理损害了个人、单位和组织的利益。

在中国企业文化背景下，领导与员工之间存在着不容抗拒的权力差距，这种差距赋予管理者权

威，并间接导致领导辱虐行为的出现（李佳颖，2020）。本文将以员工视角出发探讨，既当个

体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是否会引起个体的道义不公感，从而引发个体的消极工作行为。 

知识问题被人广泛关注，知识不但可以通过优化流程来提升绩效，而且可以在原有的基础

上进行创新，进而发挥更大的功效，所以知识管理被越来越多的被企业所重视，也越来越成为

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由于员工的知识隐藏行为在知识型组织中普遍存在，因此

成为知识型组织发展的重要障碍（张克英等人，2008）。Lee et al. (2018) 指出，辱虐管理导致

员工情绪耗竭，抑制员工知识分享行为。肖小虹等人（2015）从社会认同视角出发，发现辱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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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通过降低员工组织认同感削弱员工知识分享意愿。组织的竞争优势是产生新知识和熟练应

用知识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成员紧密依赖、知识广泛分享和行动高度协调是成功的关键（王

文哲，2010）。故此本研究认为心理所有权能够较好的诠释个体的工作行为及对组织中的辱虐

情景的态度。 

1.2 研究动机 

在组织中，个人可以通过拥有的知识来提升自己在组织中的权力和地位。Peng (2013) 指出

大多数员工会对知识产生很强的所有权感，因为知识对他们在组织中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所

以在不必要的情况下组织成员都在尽可能的隐瞒自身所掌握和拥有的知识，对一些浅显和通识

的知识表露认同感。辱虐管理影响到了组织绩效同时也破坏了组织内部的人际和谐（范世根，

2020）。本研究关注辱虐管理对员工知识隐藏行为所起的影响作用，从实践分析上讨论辱虐管

理所起到的破坏性结果，并努力从根源处避免辱虐管理的形成，故而能够从另一方面促进员工

积极且于组织有利行为的产生，让员工得到施展自己的潜能与价值的环境。综上所述本研究将

重点放在了知识隐藏的前因变量上，既辱虐管理是否或如何对个体行为及组织发展产生影响，

探索影响知识隐藏的根源因素，为组织中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1.3 研究意义 

1.3.1 实践意义 

已有研究指出，知识隐藏破坏人际关系，削弱员工创造力，不仅影响员工个人发展，还损

害团队新产品开发绩效，阻碍新政策制定，对组织发展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范世根，2020）。

因此，探索知识隐藏前因变量及内在机制对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鼓励和引导员工主动分

享知识，促进组织内部知识的高效流动成为理论界和实业界普遍采取的策略。本研究通过围绕

心里所有权建立员工的所有权感和责任感，如何地减少辱虐管理员工的负面工作行为，为组织

中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管理方针提供思路。本文从员工视角提出辱虐管理的危害性，为组织管

理敲响警钟，指出道义公平感和心理所有权的重要性，促使企业管理者更加注重道德和公平，

加强个体的道义公平感知，从而使个体在组织中做出更加积极的正面回馈。 

1.3.2 理论意义 

本研究试图以消极领导风格为切入点，探索知识隐藏三维度的前因变量。此外，受到文化

差异和权利距离的影响国外的研究不一定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本研究以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探

索知识隐藏的前因变量及影响路径。 

尽管辱虐管理相关的的先前研究已有不少，但大多数都是以迫害者为出发点，受害方和第

三方，三种角色不仅存在相互关联，而且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例如，受害方可能对第三方

实施惩罚行为（王端旭、郑显伟，2014）。本文认为辱虐管理不仅仅对受辱员工造成了负面影

响，同时也对第三者（同事）产生了影响所以，本文重点针对个体的道德公平感对其知识共享

意愿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以往研究以围绕直接性的辱虐管理居多，忽略了旁观者的感受。

Tepper (2007) 指出，不同的下属对于主管的虐待行为可能存在不同的感知。在组织中，主管针

对任一下属实施辱虐管理，都会引起多个同事的工作效率。本文从员工的视角出发，以下属来

评估组织中感知到的辱虐管理的程度，本文欲探讨辱虐管理间接效应的发生层面，更全面的反

映组织中辱虐管理的具体情况。 

本研究将站在道义公平的角度，提出道义公平感在间接辱虐管理下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欲

探讨辱虐管理是否会引发下属的不公平感知。本文以受害者研究对象，探讨辱虐管理对多个员

工以及旁观者的影响机制。 

1.4 研究问题 

知识隐藏被定义为隐瞒其他人要求的知识和信息项的故意决定(Connelly, 2012)。人们普遍

误以为知识隐藏和知识共享是相对的两个行为 (Peng, 2013) 。 

（1）探讨辱虐管理、心理所有权、道义公平感与知识隐藏之间的关系，Mitchell (2007) 遭

受辱虐管理的员工可能会选择直接报复主管引发主管或受侵犯的员工替代性地报复组织或他人，

引起组织导向职场偏差行为和人际导向职场偏差行为。本文将探讨当个体感受到辱虐管理的行

为是对自身的工作行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提出，心理所有权调节了辱虐管理与知识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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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行为之间的关系，而道义公平感削弱了人际公平和辱虐管理与知识隐藏行为之间的关系。在

道义公平感较低的情况下，来自受迫害者的辱虐管理影响对知识隐藏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弱。 

（2）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心理所有权与知识隐藏行为之间的联系，以及为什么某些下属与

其他人不同，倾向于做出知识隐藏行为。组织的管理中员工的信念和归属感可以作为抵消领导

辱虐行为的手段。具体来说，人们发现质疑、知识的复杂性、知识的相关程度，心里所有权感

知程度和知识分享氛围的建立与知识隐藏行为有关 (Connelly, 2012)。 

（3）知识隐藏仍然很普遍。据报道，《财富》500 强企业每年因未能分享知识而损失至少

315 亿美元 (Babcock, 2004) 。本文将探究的角度放在何时以及何种因素的影响下会隐藏知识。

现今越来越多的组织将竞争优势建立在知识管理的基础上，知识需要组织建立一个系统的管理

流程和知识的利用手段。知识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采取措施阻止个人隐藏知识让他们在组织

内分享他们的知识或信息。在知识管理领域中有很多的学者对知识分享进行研究，同时组织内

现状是关注人们为什么和何时分享他们的知识，组织也采取了许多行动来促进知识共享，但其

效果仍然不能达到管理层的期望(Babcock, 2004)。本文认为想要提高知识共享的效率我们不能

只把眼光看在知识共享的促进上，我们需要深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知识隐藏，并以此塑造一个

知识共享的氛围环境才能有效的提高知识分享的效用。 

 

2.文献综述 
2.1 辱虐管理 

辱虐管理前身是暴君行为。Ashforth (1994) 指出暴君行为指管理者为一己私利使用职权，

冷酷且蛮横地虐待下属的领导行为。Tepper (2007) 总结出辱虐管理的四个特征，既主观性、故

意性、感知性、持续性。Keashly and Maclean (1994) 在研究中也表明，主管在组织中的辱虐管

理行为会明显降低员工在组织中的工作满意度，进而使得员工出现工作倦怠等不良情绪。许刚

全等人（2018）指出，管理者的辱虐行为会使员工产生压力和负面情绪，进而促使员工容易产

生对组织不利的行为例如知识隐藏行为。Lee et al. (2013) 则指出违反直觉的结论，员工经历中

低程度的辱虐管理时会表现出更多的创造力与创新。Oh and Farh (2017) 指出员工对辱虐管理的

经历、评价及应对手段的过程中，情绪经历与工作行为呈正相关关系。Zhang and Liu (2018) 指

出下属可能会通过采取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应对策略来防止自己远离未来的辱虐管理。 

2.2 心里所有权 

李锐等人（2012）提出心理所有权受领导者的领导方式影响，并在其研宄中得出破坏型领

导与员工心理所有权呈负相关，同时，也验证出员工集体主义倾向可以正向影响心理所有权。

张姝（2020）指出当正式所有权与对目标物所有权期望一致时，正式所有权可以预测心理所有

权。Parker et al. (1997) 指出员工对工作自主性的拥有感与心理所有权正相关。Avey et al. (2009) 

指出员工与组织之间积极的交换关系会促进员工产生对组织回报的责任感，从而对组织形成心

理所有权。梁果（2014）经实证研究发现组织公平、组织认同和组织授权都可以经由工作投入

来影响促进性心理所有权。 

2.3 道义公平感 

Cropanzano and Mitchell (2005) 指出道义公平感的核心是道德原则问题。当组织中存在不公

平现象时，尽管这些现象没有关切道其的切身利益，个体也会为了抵制这种现象而做出努力，

出于人道主义、追求公平本身并不仅时满足自己的私利。Brown et al.（2005）指出伦理型领导

通过双向沟通以及强化和决策等方式在其追随者中激发道义公平感。李佳颖（2020）员工会将

伦理道德内化为自身的责任感以及道德义务，从而在判断公平与否时会更加注重道义。赵君

（2014）经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伦理性领导行为对员工道义公平感存在了正相关关系。同时，员

工为了向伦理型领导看齐，会努力提高自身道德水平，更加注重组织公平，进而对自身道义公

平感起到提升作用。Mayer et al.（2012）指出高道德认同的群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更加关注

公平问题，当出现不公平现象时，他们会试图反抗，甚至惩罚不道德行为实施者。O’Reilly and 

Aquino (2011) 的研究表明，高道德认同水平的个体更易察觉到不公平现象，并且产生情绪反应，

例如道德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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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知识隐藏 

Polanyi (1962) 率先提出隐性知识的概念，他提出关于知识，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所表达出

来的多得多，以此为背景，我们要重新定义下人类知识。Connelly (2012) 认为知识隐藏可以定

义为保留其他人要求的知识和信息的故意决定。知识隐藏得到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重视。但目

前的现实是，尽管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去加强组织内的知识共享，但是效果非常微弱 (Hislop, 

2002)。关于知识共享意愿的界定，李雯（2017）将它定义为一系列涉及信息交换或帮助他人

意愿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员工在公司愿意与其他成员贡献自己知识的投入程度。组织并没有

“拥有”员工的智力资产，故不能强迫员工把他们的知识传递给组织的其他成员(Kelloway, 

2000)。外学者们还发现，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个体的组织心理所有权水平越高，实施亲组织

伦理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Effelsberg et al., 2014)。 

2.5 研究假设发展 

2.5.1 辱虐管理对知识隐藏的影响 

Wu and Lee (2015) 指出辱虐管理消耗员工心理资本，负向影响员工知识分享行为。Lee et 

al. (2017) 指出辱虐管理造成员工情绪耗竭从而减少员工知识分享行为。赵红丹与夏青（2019）

指出消极情绪作为知识隐藏主要诱因之一，是员工知识隐藏行为产生重要前因变量。在组织中

个体的行为准则基于背后的资源分配，例如当一个员工能够持续得到上司的赞许那么该员工的

组织内地为、薪资、权利、自尊都能得到相应的提升，上司所能掌控的工作分配也代表着这些

资源的分配，故此领导者其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当一个个体持续感受到来自上级领导的辱虐，

会认为是失去了领导的信任和认可，所以会面临着丧失这些领导所能分配的背后资源，员工面

对资源损失时会出于自身保护，通常会优先采取措施阻止损失进一步增加，例如积累知识、规

避建言行为等。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辱虐管理会正向影响员工知识隐藏。 

2.5.2 道义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O’Reilly and Aquino (2011) 指出个体的道义公平感作为感性直觉判断，对其自身行为有着

重要影响。当个体道义公平感降低时，随之会产生道德愤怒，为了扭转这种不平的现象个体会

产生伺机报复的心里。赵君 (2014) 伦理氛围会强化道德标准和伦理价值，从而使员工在社会化

过程中增强对伦理价值的认同，并鼓励员工从伦理视角看待公平，个体的道义公平也随之增强。

Ferguson and Barry (2011) 旁观者虽然并不直接参与到消极的职场不文明行为交互中，但其作为

知情的第三方会受到二次伤害或害怕自己也成为被主管或同事不文明对待的目标 (Robinson et 

al., 2014)。赵君 (2014) 提出道义公平感较高的员工更愿意进行利他行为。李志成与喻玲（2020）

职场中不文明行为会引发个体的道义不公平，而旁观者纠正道义不公平的过程和方式均会对其

自身的工作有效性(工作绩效和创造力) 产生消极作用。基于此本研究作出以下假设： 

H2：辱虐管理会通过道义公平感的中介作用，对员工知识隐藏行为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 

2.5.3 心理所有权的调节作用 

Tepper (2010) 下属对辱虐管理的反应可能在性质和严重程度上有所不同。辱虐管理是工作

中破坏性的压力源之一，尽管辱虐管理的结果不益，但并非每个人都会认为领导者的辱虐行为

时虐待，它可以通过个体的心理特征减轻辱虐管理对员工的情绪影响，有些员工认为这是一种

“督导”、“严爱”。Van and Pierce (2004) 指出心理所有权不仅影响个体对组织的认同和拥有感，

还影响个体对行为的管理与控制，故而心里拥有权的高低不同展现了不同的员工工作态度和行

为上的差异。综上所述基于心里所有权的程度，同一种行为在有的员工看来可能是辱虐管理行

为，而在另外的员工看来则不是，上级表现出的行为是否为辱虐管理行为，主要取决于员工的

心理感知。本研究认为个体的心理所有权程度越高，辱虐管理对道义公平感的负向影响越弱。 

严丹与张立军（2010）认为公平感能够给员工带来某种主人身份的责任意识，使他感到有

责任留在企业中并为其做出贡献。王智宁与孟丽君（2019）指出当员工的工作心理所有权水平

较低时,其对工作的责任感较弱。此外，不同心里拥有权的员工基于自我调节和认知对于相同

上司和相同的领导风格也会产生差异，高心里拥有权的员工会认为努力工作是为了我们的组织

更好的发展，低心里拥有权的员工会认为工作是做给上级的，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工作态度和行

为。孙金花等人（2019）指出在没有现实利益关系驱使的作用下,当知识持有者感知自身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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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技巧等隐性知识属于自我所有时,会主动与他人进行交流共享,以此获得满足感。Skarlicki 

and Kulik (2004) 员工察觉到组织中存在不公平现象后极可能以消极的行为对待。本研究认为员

工心理所有权程度越高，道义公平感对员工知识隐藏的负向影响作用越弱。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以下假设： 

H3：心理所有权在辱虐管理对道义公平感的负向影响作用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H4：心理所有权在道义公平感对知识隐藏的负向影响作用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本研究选定辱虐管理、道义公平感、知识隐藏及心理所有权做为研究变量，其中辱虐管理

是自变量，道义公平感作为中介变量，知识隐藏作为因变量，心理所有权作为中介变量，这些

变量一起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图 3.1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变量操作型定义与维度 

3.2.1 辱虐管理 

Tepper (2000) 的研究指出辱虐管理既员工感知到的管理者持续怀有敌意的语言和不信守诺

言，但不包括身体接触当领导者有意且持续的另下属感受到被不公对待。本研究参考了 Tepper 

(2000) 年提出的辱虐管理维度结构及相关量表，这一量表也在我国诸多学者进行反复翻译修订

后，在中国已经有了被实测的先例，且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也得到了检验。本研究依旧沿用了

这个辱虐管理单维度量表中的 9 个题项，在每一个题项中都会分别从语言羞辱、领导者敌意、

不遵守承诺三个方面呈现出来自领导的辱虐管理行为。 

3.2.2 知识隐藏 

Connely (2012) 认为知识隐藏是指员工没有尽心尽力为同事答疑解惑，包括推托、装傻及

合理隐藏，知识隐藏不恶意拒绝且不主动分享。本文采用Connely (2012) 开发的12题项量表。

该量表通过逃避、装聋作哑、合理化方面体现出了个体对知识隐藏的程度。 

3.2.3 心理所有权 

 Pierce (2011) 指出心理所有权既“个体对所接触的目标物的全部或其中一部分产生拥有感，

而目标物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非物质的，这种心里状态就是心理所有权”。此外 Pierce (2004)

的研究表明心理所有权是指身份的感知，当个体持续关注目标，对其产生责任感并持续性投入

情感和行为而产生的拥有感。 

3.2.4 道义公平感 

Beugre (2012) 的研究认为道义公平感既个体感知到周边有辱虐或破坏性的行为发生，个体

也会体会到相似的情感经历，情绪也会被感染，第三方可能会做出的反应，沉默亦或隐性报复。

道义公平感既个体感知到周边有辱虐或破坏性的行为发生，个体也会体会到相似的情感经历，

情绪也会被感染。本研究采用了 Beugre (2012) 年开发出的量表，该量表从道德义务、道德责任、

道德愤怒体现出个体体验到辱虐对待时的情绪变化以及进而发生的行为，例如采取对施虐者隐

性报复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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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样本选取 

本研究认为辱虐管理不仅仅存在于政治领域，此外辱虐管理这种破坏性管理方式依然存在

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工种，以及薪资水平低的群体中。Whitman et al. (2013) 指出政治技能

高的管理者不太可能会用辱虐管理对下属进行行为上的管控，辱虐管理大多发生在中低阶层中。

蔺琳（2014）认为现场管理的方式使个体对辱虐管理的感受较为深刻，例如生产制造为重心、

劳动密集型企业、基层员工文化水平不高的组织中。同时文晓立（2014）指出相比西方的员工，

中国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服务业中的下属在组织中感到更多来自领导者的辱虐。

李红（2014）指出中国本土企业辱虐行为的工作环境普遍存在在从事着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制造

业，由于占劳动力绝大多数的一线员工缺乏专业技能，可替代性极高，得不到重视和认可。严

丹（2010）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权利距离的影响下，组织的管理者“家长式”管理，权利、地

位薪酬、晋升及业绩考核往往是管理者决定的，这种缺乏监督的权利往往导致管理者的行为缺

乏约束性最终助长了辱虐行径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为进一步验证本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基

于本文对变量之间的定义既下级员工对上司的行为影响打分，故此本文选择了产品制造业组织

内的中下层成员是本研究的主要调查对象。同时根据马跃如等人（2018）的建议本文将把调查

时间尽量回避事件时间，例如发薪日、产量周、交工日等时段以免影响数据准确性。本研究变

量设计辱虐管理及影响行为，考虑到话题较为敏感本文决定将调查方式定为网络匿名调查，通

过扫码填写问卷，样本数据将直接回复至问卷平台。吴明隆（2011）建议，样本量是题项数 10

倍是，因子分析结果比较稳定可靠。故本研究调查预期回收 44*10=440 份问卷。 

3.4 资料分析方法 

（1）描述性统计通过 SPSS 对样本的基础信息进行归纳，并对涉及到的变量进行均值及方

差的计算。再本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与各研究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P＜0.05) 进行检验。划分为三组及以上的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如受教育程度高中、

本科、硕士。 

（2）信度分析研究者通常以克隆巴赫 α 系数作为内部一致性检验的指标，α 系数越高则代

表信度效果越好，本文也将以 α 的系数判断量表的信度。 

（3）效度分析在统计学中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可以将具有相同本质

的变量归为同一因子，若所提取的因子与理论架构相似，则可以说此量表具有建构效度。在进

行因子分析前本文将先进行 KMO 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4）相关性分析本文将利用 SPSS 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通过相关分析探究变

量之间的正负相关性，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初步的验证。 

（5）本文将通过回归分析对四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假设进行进一步验证。 

 

4. 预期研究成果 
4.1 预期研究成果 

本研究希望通过这次调查，了解组织中辱虐管理对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的影响及发生路径，

员工的知识隐藏行为是否及如何通过个体的道义公平感产生影响，在心理所有权的调节下如何

对知识隐藏的行为产生调节作用。本研究将对所得的 418 份问卷进行分析，筛除对数据产生影

响的无效问卷后，本文会通过 SPSS 和 AMOS 软件进行数据检验分析。并通过数据的分析结果

对本文提出的假设进行论证。本文希望能够通过探讨辱虐管理对知识隐藏的影响给组织领导者

启示作用，正确引导员工之间的知识共享为公司增加价值，深入思考员工为何不愿意，不情愿

并且不热衷于与同事共享知识，同时对管理者如何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给出建议。本研究将通

过围绕心里所有权建立员工的所有权感和责任感，如何地减少辱虐管理员工的负面工作行为。

为组织中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管理方针提供思路。 

4.2 实务意义 

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生产加工与服务行业管理者的辱虐管理不仅会给员工的心

理和情感造成伤害，还会进一步影响其工作行为，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的组织情境下，

受到中庸思想及高权力距离的影响，员工对于领导的辱虐管理可能较少直接发生激烈冲突或者

采用当面提出异议的方法，而是在工作中悄悄地减少主动性行为或者对同事实施不良的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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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寻找心理的平衡。这不仅不会让上司意识到其不当行为的严重后果，还会加剧上下级的矛

盾，更加影响组织的健康成长和绩效。本研究提出道义公平感加入研究中也是同时也是希望组

织管理者管理的同时也能意识到道义的重要性，注重美德关注公平。本研究调查表明，当下属

感知到组织中存在不公平现象时，即使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同样会因同事的知识隐藏行为

隐性报复给自身带来负向影响，进而对工作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管理者要避免下属在组

织中体会到较多的道义不公平感，尽量减少强权压制以及高压政策，而应该创造一种积极的伦

理氛围，让下属意识到组织及领导者对他们的尊重和友好，从而加强个体的道义公平感知，进

而做出积极的正面回馈。 

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员工采取的管理方式要有所不同。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心

理所有权的员工对于主管辱虐管理的反应的程度不同，组织应该针对心理所有权水平不同的员

工采取不同的管理和激励方式。尤其要重视心理所有权高的员工，这类员工对组织有较高的归

属感和依赖感，在感觉到组织的正面激励时忠诚度较高，甘愿为组织奉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

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组织的成长。同时组织应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冲突管理、愤怒管理、团

队沟通与合作方面的培训，让管理者能正确的认知自身的行为与后果的预知以提升领导力。 

最后，企业应加强对员工心理所有权的认知和理解，分析员工心理所有权的情况，可以通

过对员工进行培训、提升员工的工作技能水平、构建积极的企业文化和氛围、建立一种积极建

言的激励机制、让员工分享企业业绩改善的成果等激励措施来提高员工的心理所有权，从而减

少隐藏行为。最终达到员工主动建言献策，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范世根（2020）。授权型领导对知识隐藏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知

网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oi=10.27684/d.cnki.gxndx.2020.002612&dbcode 

=CMFD 

李佳颢（2020）。同事辱虐管理对个体工作表现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工商大学]。知网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 CMFD202001&filename=1020717524.nh 

李锐、凌文辁、柳士顺 （2012）。组织心理所有权的前因与后果: 基于 “人-境互动” 的视角。

心理学报， 44（9），1202-1216。 

李雯（2017）。伦理型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西安外国语大学]。

知 网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702&filename=101782 

1517.nh 

李红（2014）。辱虐管理对员工建设性越轨行为的抑制效应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

硕博论文网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LAST2020&filename= 

1015313417.nh 

李志成、喻玲（2016）。职场不文明行为对旁观者工作有效性的影响: 道义公平的视角。管理评
论，32（6）， 232-243。 

梁果、赵琛徽（2019）。心理所有权如何影响员工行为——探讨领导-部属交换和团队关系冲突

的调节效应。珞珈管理评论，（1），74-90。 

蔺琳（2014）。辱虐管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西南财经大学]。知

网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 CDFD1214&filename=1014402891.nh 

马跃如、余航海、 夏冰（2016）。破坏性领导对员工离职意愿的影响研究。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36（2），46-53。 

孙金花、刘芫、胡健（2019）。感知知识个人所有权与隐性知识共享意愿——知识付费调节作

用下的中介效应。现代情报，39（5），80-88。 

汪忠、黄瑞华、张克英（2006）。知识型动态联盟知识产权风险防范体系构建.研究與發展管理，

18（1），90-96。 

王文哲（2010）。知识型组织中技术竞争情报的价值及其实现。情报科学，28（8），1165-1169。 

王智宁、孟丽君（2016）。团队反思对员工创造力的跨层影响。 科技进步与对策，36（16），

140-146。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119 

 

王端旭､郑显伟（2014）。伦理型领导对员工任务绩效的影响。人类工效学，20（5），1-6。 

文晓立（2014）。领导者价值观、辱虐管理与下属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华南理

工 大 学]。 知 网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1214&file 

name=1014063100.nh 

吴明隆（2011）。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 

严丹、张立军（2010）。组织公平与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 工业工程，
13（5），106-111. 

赵君（2014）。员工道义公平的前因和结果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知网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401& filename=1014167992.nh 

赵红丹、夏青（2019）。人际不信任， 消极情感与知识隐藏行为研究。科研管理，40（8），

284-292。 

张亚军、张金隆、肖小虹、张千帆（2015）。威权领导对信息系统用户行为的影响研究。工业
工程与管理，20（04），166-122。 

张姝（2020）。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矿业大学]。知网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 CMFD202101&filename=1020645684.nh 

Avey, J. B., Avolio, B. J., Crossley, C. D., & Luthans, F. (2009).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Theoretical 

extensions,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 to work outcome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0(2), 

173-191.  

Ashforth, B. (1994). Petty tyranny in organizations. Human Relations, 47(7), 755-778. 

Babcock, P. (2004). Shedding light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HR Magazine, 49(5),46-50. 

Beugre, C. D. (2012).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deontic justice scal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2(9), 2163-2190. 

Brown, M. E., & Treviño, L. K. (2006). Ethical leadership: A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7(6), 595-616. 

Connelly, C. E., Zweig, D., Webster, J., & Trougakos, J. P. (2012). Knowledge hiding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3(1), 64-88. 

Cropanzano, R., & Mitchell, M. S. (2005).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Journal 

of Management, 31(6), 874-900. 

Effelsberg, D., Solga, M., & Gurt, J. (2014).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 unethical 

behavior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pany: A two-study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0(1), 81-93. 

Ferguson, M., & Barry, B. (2011). I know what you did: The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deviance on 

bystander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16(1), 80-94 

Fox, S., Spector, P. E., & Kelloway, E. K. (2000). Using the Job-Related Affective Well-Being Scale 

(JAWS) to investigate affective responses to work stressor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5(2), 219-230. 

Hislop, D. (2002). Mission impossible? Communicating and sharing knowledge v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7(3), 165-177. 

Keashly, L., Trott, V., & MacLean, L. M. (1994). Abusive behavior in the workplac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Violence and Victims, 9(4), 341-357. 

Lee, S., Yun, S., & Srivastava, A. (2013). Evidence for a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creativity in South Korea.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4(5),724–731. 

Mayer, D. M., Aquino, K., Greenbaum, R. L., & Kuenzi, M. (2012). Who displays ethical leadership, 

and why does it matter? An examination of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ethical 

leader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5(1), 151-171. 

Mitchell, M. S., & Ambrose, M. L. (2007).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workplace devianc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negative reciprocity belief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4), 1159-

1161. 

Oh, J. K., & Farh, C. L. (2017). An emotional process theory of how subordinates appraise, experience, 

and respond to abusive supervision over tim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2(2), 207–232. 

O'Reilly, J., & Aquino, K. (2011). A model of third parties' morally motivated  responses to mistreatment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3), 526-543.  

Peng, H. (2013). Why and when do people hide knowledge?. Jour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17(3),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120 

 

398-415.  

Polanyi, M. (1958). Personal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arker, S. K., Wall, T. D., & Jackson, P. R. (1997). “That's not my job”: Developing flexible employee 

work orient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0(4), 899-929. 

Robinson, S. L., Wang, W., & Kiewitz, C. (2014). Coworkers behaving badly: The impact of coworker 

deviant behavior upon individual employees.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1), 123-143. 

Skarlicki, D. P., & Kulik, C. T. (2004). Third-party reactions to employee (mis) treatment: A justice 

perspective.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6, 183-229. 

Tepper, B. J. (2007). Abusive supervision in work organizations: Review, synthesis,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33(3), 261-289 

Tepper, B. J., Simon, L., & Park, H. M. (2017). Abusive supervision.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 123-152.  

Van, L., & Pierce, J. L. (2004).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nd feelings of possession: Three field studies 

predicting employee attitudes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5(4), 439-459. 

Whitman,M. V., Halbesleben, J. R. B.,& Shanine, K. K. (2013).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and abusive 

supervision. Health Care Management, 38, 248–57. 

Wu, W. L., & Lee, Y. C. (2016). Do employees share knowledge when encountering abusive supervision?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31(1), 154-168. 

Zhang, J., & Liu, J. (2018). Is abusive supervision an absolute devil?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5(3), 719-744.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121 

 

The Influence of Customer Bullying on Employees' work 

Attitude：Psychological Distance As the Mediator and Self-

compassion As the Moderator 
Wang Xinzhu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llege, Dhurakij Pundit Unversity 

735494028@qq.com 
 

Abstract 

Judging from the status quo of major banks, in the past, customers tried to work with banks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buying safe and high-yield fixed deposits, grabbing high-interest 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 and winning limited-selling bank deposits or commemorative coins, etc. 

Good staff. However, nowadays, on the one h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banking produc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and customers have a wider range 

of choices. On the other hand, customers have a sound complaint channel, and banks have strict 

service attitude assessment standards. Therefore, it is not uncommon for bank staff to seek 

customers. However, there are two sides to everything. Although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ustomers are protecte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e bullying behaviors of customers towards staff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nse: yelling in the work hall, constantly making unreasonable 

requests, and insulting words if they fail to meet their wishes Yelling at him, and even more 

aggressive behaviors of imposing fists and kick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ees, 

this article use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s an intermediary and self-compassion as an 

adjustment. It main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customer bullying on employees’ work attitudes. 

 

Keywords: Customer bullying; Psychological distance; Self-compassion; Employee work 

attitude 

 

顾客欺凌对于员工工作态度的影响：以心理距离为中介，以自我

同情为调节 
王薪竹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735494028@qq.com 

 
摘要 

从各大银行的现状来看，过去是顾客基于买到安全又有高收益的定期存款、抢到高利率理财

产品、争取到限量发售的银行积存金或纪念币等等目的而想方设法与银行工作人员交好。然而如

今，一方面，随着商业银行的发展，银行产品越来越多样化，客户也有了更广泛的选择。另一方

面客户有了健全的投诉渠道，银行又有着严苛的服务态度考核标准，因此银行工作人员有求于客

户的现象就屡见不鲜。然而凡事有两面，尽管客户的权益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但顾客对于工

作人员的欺凌行为也愈演愈烈：工作大厅大喊大叫、不断提出无理要求，达不到自己的意愿就包

含侮辱性词汇的破口大骂，更有甚者还有施加拳脚的过激行为。因此本文从员工的角度出发，以

心理距离为中介，自我同情为调节，主要研究了顾客欺凌对员工工作态度的影响。 

 

关键词：顾客欺凌、心理距离、自我同情、员工工作态度 

 

1. 绪论 
本章主要讲述顾客欺凌状况的社会背景以及员工工作态度的现状，根据当前社会现状指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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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目的、研究问题以及研究意义。 

1.1 研究背景 

当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繁荣，各行各业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日渐激烈，这也意味着员工与消费

者之间的关系不知不觉间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企业为满足消费者需求留住客户，对于一线

员工的工作态度要求越来越高，促进了顾客欺凌现象的滋生。从各大银行的现状来看，过去是顾

客基于买到安全又有高收益的定期存款、抢到高利率理财产品、争取到限量发售的银行积存金或

纪念币等等目的而想方设法与银行工作人员交好。然而如今，一方面，随着商业银行的发展，银

行产品越来越多样化，客户也有了更广泛的选择。另一方面客户有了健全的投诉渠道，银行又有

着严苛的服务态度考核标准，因此银行工作人员有求于客户的现象就屡见不鲜。然而凡事有两面，

尽管客户的权益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但顾客对于工作人员的欺凌行为也愈演愈烈：工作大厅

大喊大叫、不断提出无理要求，达不到自己的意愿就包含侮辱性词汇的破口大骂，更有甚者还有

施加拳脚的过激行为。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银行员工与客户关系上，在医院、服务行业、营销行

业等场所都十分普遍。那么这些行为会对员工对于客户群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其后果又是什么？

本文将以顾客欺凌为研究背景，以员工的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为中介，以自我同情 (self 

compassion) 为调和因素，分析其对员工工积极性的影响。 

1.2 研究目的 

顾客欺凌行为对于员工而言不仅是言语上的侮辱和心灵上的创伤，还有可能波及个人工资奖

金等影响个人收入。这些都使得员工的心理产生一系列的波动从而影响工作态度。因此本文以工

作满意度理论为基础，分析顾客欺凌对于员工与顾客的心理距离和员工的情绪倦怠的后果，以及

对于员工工作态度所产生的影响。尽管顾客欺凌行为对于员工有着难以计算的负向影响，但员工

是否会有自我防御的心理机制呢？因此，我们从员工被欺凌后自我调节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对与

顾客欺凌与员工工作态度之间的调和性效果。 

1.3 研究问题 

顾客欺凌如何影响员工工作态度？ 

顾客欺凌是否会扩大员工对于顾客群体的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的扩大是否会影响员工工作态度？ 

1.4 研究意义 

21CN聚投诉所发布的银行业投诉统计报告显示，仅 2018年 10月 4日至 10月 10日一周，其共

受理全国金融消费者投诉就有二百一十九件。在当前社会，客户的权益保障渠道十分便捷，权利

在最大可能上获得了保障。然而权利无人监管很多时候就催生了异化的权力、威胁的权力，这对

于处于一线的金融从业者而言，客户是监督他们服务态度最好的衡量，但有时候无理的违规要求

和被投诉的威胁也成为员工对于整个客户群体心理距离扩大的直接原因。因此本文以此现象为现

实基础，分析顾客欺凌是否会扩大员工与顾客心理距离，继而造成员工情绪倦怠从而使一部分员

工产生消极的工作态度。同时，不排除有员工产生自我同情心理作为正向的心理调节因素，继续

以好的工作态度面对客户，谨以此为企业管理提供建议。 

顾客欺凌对于员工来说，无论是在员工工作上还是个人生活中都会产生一定的负向情绪，这

种负向情绪很多时候会扩大员工对于客户群体的心理距离继而产生工作上的心理疲劳最后导致员

工工作态度随意。客户产生负向情绪可以投诉可以发泄给工作人员，然而工作人员却无处排解不

公，当情绪从量变转而变成质变，就会导致员工对于工作满意度的下降以及对工作态度的消极。

对于企业而言，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企业无法留住人才，影响企业的发展等等后果。 

本文以工作满意度理论为基础，研究员工对于顾客欺凌的情绪变化，为企业更好的留住人才

提供参考。不但如此，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在关注顾客满意与顾客与企业关系维护和企业绩效的同

时，能够更多的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 

 

2.文献综述 
本章研究工作满意度理论、顾客欺凌、心理距离和自我同情对于员工工作态度的影响并据此

提出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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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防御机制(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是指当个体在社会生活以及工作中遇到打击、

困境以及各类具有冲突性质的紧张情况时，为缓解内心的烦恼和焦虑，自然而然产生的心理保护

机制，目的在于能够有效维持个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心理平衡，帮助个体更快的饿适应并解决当

下境况。在本文中，当员工受到顾客凌虐后，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心理波动，出于对自身心理的保

护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员工的心理防御机制就会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帮助员工意识到这是由于

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导致的，是为了大局而忍受的欺凌，并且尽快适应合理应对所处环境。当然，

同样可能出现由于欺凌的程度较深，超出员工能够消化的心理范畴，心理防御机制不能保护个体

心理收到的创伤，从而对于工作产生消极和否定。 

2.2 顾客欺凌 

顾客欺凌指的是员工对顾客服务过程中，员工对于顾客不友好对待的感知，这是一种不平等

的交际与对待。顾客欺凌与差评或者抱怨不同，顾客在这一时刻不仅仅是顾客，而是一位欺凌者，

对于员工会产生实质的心灵或身体上的伤害。顾客欺凌具体表现有语言侮辱、贬损骚扰、肢体侵

犯、被提出不合理不平等要求等等。这在本质上就是对于员工的不尊重非常规的行为，对于员工

有强烈的负面影响。赵金金与刘博（2019）指出顾客欺凌对于员工的心理资源与社会和个人疏离感

都会产生消耗。本文中认为顾客欺凌对于员工会产生强烈的心灵伤害，扩大员工对于客户的心理

距离，加大工作的情绪倦怠，对工作态度产生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顾客欺凌是客户通过对员工

有意或无意的日常冲突所产生的，它不仅影响着组织以及员工的心理活动和工作态度，也影响着

其它客户的相关体验。 

2.3 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在本文中是指员工对于客户乃至客户群体亲近或接纳的一种个人感知，是一种员工

心理上的主观距离，分为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不确定因素等。蒋多与何贵兵（2017）

认为，心理距离的远近能够影响个人决策。李婷婷与李艳军与刘瑞涵（2016）还指出，心理距离对

于个人对外界人或事物的信任和形成有着很大影响。综合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心理距离对于员

工的个人感知和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很容易影响员工工作态度。 

2.4 员工工作态度 

员工工作态度就是员工对于工作在思想上的认知，工作态度也可以用积极和消极来形容。在

工作中，员工的工作态度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工作态度对于员工的工作幸福感以及职业

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不但如此，当前社会职场竞争十分激烈，员工的工作态度很多时候还影响

着办公效率和所完成工作的质量。办公效率快，工作效率高，组织和领导也会对个人能力发出肯

定；反之，员工的工作态度差，凡事消极怠工，必然不利于员工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发展。另外，

员工的工作态度对于职场以及社会的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联。当员工的工作态度积极，笑脸迎

人能力突出，那么对于人际关系也会有正向的影响。若员工的工作态度十分消极，那么职场的限

制也会加大。杜鹏程与姚瑶与房莹与王成城（2018）表示，冲突的管理方式不利于员工工作态度和

满意度。实际上，无论从组织内部还是员工与客户之间的冲突，都是不利于员工工作态度的正向

发展的。 

2.5 自我同情 

自我同情在本文中指的是员工面对与客户的冲突时对于自己的处境所产生的的怜悯和同情。

自我同情最早源于东方的佛教文化，目的是告知修行者人生的痛苦数不尽，所以人们要通过修习

佛法自我调节。后来通过文化的融合与演变，逐步转化为一种遇到痛苦时的应激和调节反应。王

仁华与王忠军（2017）指出，自我同情是面对痛苦时的有效策略。这也表明自我同情在员工面对与

客户矛盾时，具有缓解自身心理压力的调节作用。当员工遭受到外来无端的批评与暴力，对于自

我的宽容能会让员工意识到，无论是谁做这一份工作都会面临当前场景，人无完人，当下所受到

的痛苦是工作性质和客户造成的，与员工本身无关。这样的想法一旦产生，员工对于个人的自责

以及愧疚都会大大减轻。当意识到自己是为了工作与组织而忍让受到欺凌，也会在心中进行自我

升华，从而摆脱痛苦。 

2.6 变量关系、假设和框架 

2.6.1 顾客欺凌与心理距离之间的交互关系 

顾客欺凌是顾客与员工关系不平等的一种体现，在二者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员工可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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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的言语暴力、骚扰或不尊重，还可能被提出非常不礼貌的要求，这些行为都是违反正常的消

费环境秩序的，然而出于酒店公关或员工对于工作的需求，事情就被平息下来。尽管如此，员工

所感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和欺凌行为是无法被员工个人所忽视的，因此伴随着顾客欺凌的严重性，

员工对于顾客甚至于对工作的心理距离也就会逐渐加大，这会直接导致员工对于工作的满意度下

降，使得员工的工作压力上升。根据多项研究表明，员工的心理距离越大，对顾客和工作的芥蒂

加深，当员工无法再合理排解心中的压力，生活幸福感与工作幸福感越来越低，也就会导致员工

的离职率升高。 

2.6.2 心理距离与员工工作积极性之间的交互关系 

根据目前我国服务行业的现状，员工受到委屈通常无法得到相应合理的安慰。而在受到工作

中的不公与欺凌行为时，通常也被告知忍让。忍让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美德，是指遇到事情不

计较一时的高低要胸怀全局。然而员工在受到欺凌时通常只能低不能高，长此以往，员工就会不

断产生消极情绪，进而对这类事物产生警觉，不信任感逐渐加强，与顾客逐渐形成较大的心理距

离。由于员工的负面情绪无法被妥善的安抚，员工也就不会真诚的感知客户所需，并且以少说话、

少犯错为宗旨，工作积极性随之下降，对工作的倦怠与疲乏感不断上升。这样的情绪十分不利于

良好的顾客关系，企业也应该发布相应方案来环节员工的心理距离加强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2.6.3 自我同情与心理距离和员工工作积极性之间的关系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人们认识到自我同情对于个体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在本

研究中，当员工受到顾客不公正对待甚至贬损侮辱时，员工无法正面反击，就可以通过自我同

情来调节心中的负向情绪。若调节的效果好，可以一定程度上减缓心理距离的增加以及工作积

极性的降低。无论是哪一种工作，员工都会或多或少的感受到不同岗位上的负向情绪，然而不

同的员工在克服痛苦感受上的主观能动性不同。主观能动性使得员工在面对痛苦环境时保持清

醒，以员工本身为中心，合理看待顾客的行为并且尽力从痛苦情绪中走出来，以工作为主，调

整好合理的心理距离，积极面对工作。 

杨璟与申传刚与逯付荣（2017）表示，顾客欺凌行为会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并且会加强离职

倾向。顾客欺凌对于员工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精神上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许峰与李帅帅（2018）表

示，心理距离可以影响个人感知以及决策。顾客欺凌会使得员工认为与客户群体间的心理距离加

大，从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然而，从员工的个人角度来看，员工的主动性自我同情又会对于

情绪倦怠有调整恢复的作用，可以减轻顾客欺凌现象对于员工工作态度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H1:顾客欺凌负向影响员工工作态度 

H2:顾客欺凌正向影响心理距离 

H3:心理距离负向影响员工工作态度 

H4:自我同情对于顾客欺凌和心理距离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 

H5:自我同情对于心理距离和员工工作态度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包含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数据分析法，先通过已有的研究文献对于

顾客欺凌、心理距离、员工工作态度以及自我同情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然后通过问卷调查方法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125 

 

收集资料最后通过 SPSS数据处理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3.1 问卷设计 

本研究首先通过匿名的方式采取问卷调查，同时在问卷中附上调查者的个人信息、调查目的

以及联系方式。这是为了最大可能的确保问卷的真实有效性。其次问卷中需涉及被调查者的基本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学历、性别、工作性质、年龄。最后问卷需要从四个变量的角度分别以成熟

的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采用Likert五点式量表衡量，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对于被调查

者进行数据收集。 

3.2 顾客欺凌 

（1）操作性定义 

顾客欺凌的操作型定义是指在员工每日的工作中，对于顾客对工作人员的粗暴对待、不合理

要求、辱骂贬损的次数以及顾客对员工的欺凌程度进行衡量。 

（2）衡量 

本研究的顾客欺凌采用 Wang（2011）发布的顾客欺凌与服务破坏关系量表，该量表的信度和

效度均在 0.8 以上，这表示量表的信效度较好。被访者需根据个人真实感受作答，通过 Likert 五点

式衡量，以 1、2、3、4、5 进行问卷回答后将数字进行累加，分数高则表明员工对于顾客欺凌感知

的程度也就越强。量表具体内容如下： 

表一 顾客欺凌量表 

3.3 心理距离 

（1）操作性定义 

心理距离的操作型定义是指个体对于另一个体或群体亲近、接纳或者不好接触的情绪感知。 

（2）衡量 

本研究对于心理距离这一变量采用 Salzmann and Grasha（1991）开发的心理距离量表，该量表

共有 22 个题目。本研究选择了与本文相关性高的 5 个问题进行测量，以此衡量员工对顾客的心理

距离。量表如下： 

表二 心理距离量表 

变量 题项 资料来源 

心理距离 

1.和专业背景不同的人交流困难 

Jan, & Grasha. 

(1994). 

2.与和我来自不用地方的顾客沟通存在障碍 

3.意见不同时，我不会向顾客提出看法 

4.只有在实际工资达到我的期望时才努力工

作 

5.我不会主动与和我有矛盾的顾客尝试沟通

解决问题 

3.4 员工工作态度 

（1）操作性定义 

员工的工作态度的操作型定义是员工对于在组织安排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对于工作环境、

工作内容等的思想认知，由于工作态度同样可以理解为员工对于工作的满意度，因此本文使用工

作满意度量表来进行员工工作态度的测量。 

（2）衡量 

本文中对于员工的工作态度这一变量，借鉴了 Eisenberger, Cummings, Arlemi and Lynch (1997) 研

究的工作满意度量表，分析员工对于工作态度和积极性。量表如下： 

变量 题项 资料来源 

顾客欺凌 

1.拒绝聆听你的话？ 

Wang,Liao,&Zhan. 

(2011). 

2.打断你，插话？ 

3.提出你无法实现的要求？ 

4.提出相关讨论？ 

5.怀疑你的能力？ 

6.对你大吼大叫？ 

7.对你说攻击性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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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工作满意度量表 

3.5 自我同情 

（1）操作性定义 

自我同情的操作型定义是指个人在面对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面对痛苦时对自身产生的怜悯情

感，这种情感可以缓解自身的痛苦获得心灵上的安慰。 

（2）衡量 

本文中对于自我同情这一变量，采用了 Neff（2003）编制的自我同情量表，选择与本文关联性

最强的 11个问题进行调查，该量表信效度均为 0.8以上，具有较好的参考性。量表如下： 

表四 自我同情量表 

3.6 预期成果 

本研究的母体为企业员工，研究对象为已经参加工作的群体，预计回收问卷数量为 1000 份，

主要通过微信、朋友圈、微博、QQ 等网络渠道，以转载或分享链接的方式发放问卷，当问卷数量

达到 1000份时，需要对问卷进行甄别和筛选。其中，对于答题时间不足 30秒、问卷有超过 3个连

续重复选项、信息不完整等问卷进行无效问卷处理，剔除此类问卷，不足以成为数据分析对象。

另外，本问卷还会对不同群体的问卷内容进行T检验，当单个样本间不显著时，表明总体具有很好

的代表性，可以使用。最后将各有效问卷进行 Excel 编档整理，方便后期数据分析的使用。本研究

通过 SPSS26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会进行量表的极端组比较、同质性检验、信度与效度检验、回

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分析方法。由于使用 Excel进行数据分析有以下缺点：1.Excel无法快速合

并不同来源的信息。2.Excel 电子表格在进行数据规划时，用时要更长。3.电子表格操作更复杂，

需要个人手动输入数据分析公式等。以此为参照，使用 SPSS26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有以下优点：

1.该软件能够合并不同来源的信息。2.SPSS26 数据分析功能更全、效率高，数据分析结果更直观。

3.SPSS26数据分析操作不需要编程，只要了解原理就能够能到准确的分析结果。 

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得到最终的结果后，本研究将根据数据结合前期的研究假设得出研究

结果。本研究预期所有数据均能够支持研究假设，顾客欺凌负向影响员工工作态度；心理距离负

向影响员工工作态度；自我同情对于顾客欺凌和心理距离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自我同情对于心

理距离和员工工作态度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 

根据上述预期，以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为基础，提出以下建议：1.肯定顾客欺凌的客

观存在，思考其发生的原因是否与企业环境相关并思考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在企业的角度上，顾

客就是上帝。然而当顾客产生人格侮辱与人身伤害时，酒店也应想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减少此类

事件的发生。顾客欺凌不仅是员工的侮辱，对于企业的经营环境也会造成不良影响。2.还原顾客欺

凌的真相，对于顾客及员工进行双向心理疏导。在顾客欺凌发生时，企业的管理者应找出矛盾的

第一责任方与矛盾的发起人。如是员工的疏忽则应首先对顾客进行赔礼道歉及相应赔偿，如是顾

变量 题项 资料来源 

工作满意

度 

1.我很乐意推荐我的朋友干我这份工作 Eisenberger,Cummi

ngs,Armeli, & 

Lynch. (1997). 

2.假如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现在这份工作 

3.总的来说，我对现在自己的工作很满意 

变量 题项 资料来源 

自我同情 

1.当我做错某些重要的事就不断想到自己的不足。 

Neff . (2003). 

2.对于自己不喜欢的性格，能够包容和理解。 

3.我会用平和的心态面对令人痛苦的事。 

4.当我沮丧的时候，我觉得周围的大多数人比我快乐。 

5.当我遇到磨难时，我会关心自己、善待自己。 

6.当我遇到烦恼的事情时，我会尝试让情绪保持稳定。 

7.当我做错了某些重要的事，我感觉到是独自一人承受

失败。 

8.当我沮丧的时候，我会不断的想到曾经所犯的错误。 

9.我觉得大部分人与我一样，都有缺陷。 

10.我通常不能接受，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11.我不会容忍与接受，自己性格中那些自己不喜欢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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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一意欺凌，则首先应对于涉事员工与顾客进行隔离，由领导层出面调解，严重者可通过法律

途径进行处理。而后对于员工应多加安抚，进行相应补贴，最大可能减少员工的心理距离，促使

员工发挥心理同情的调节作用，平衡自身工作态度。3.对于一线员工进行培训并开设员工矛盾心理

调节室。培训应包含顾客欺凌案例分析、员工心理素质培养以及员工遭遇欺凌时的自我保护。一

方面，在培训中降低员工对于服务过程的心理预期，让员工认清工作本质，使员工有相应心理准

备并能够在危急关头进行自我保护。另一方面，对于被欺凌员工设立矛盾心理调节室，使员工感

受到企业的关怀，平衡员工工作态度，保证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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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verseas Dispatched Personnel and Deployment Effectivenes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ultidimensional Perceptual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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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high cost and high failure rate of overseas assignment, the adaptability of 

expatriates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of overseas scholars. Although the existing theories 

and preliminary empirical evidence show that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expatriates will 

change over time, the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the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their adaptation to 

achieve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interests or employee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substan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how expatriates experienc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o improve their work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erceptual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Nowadays, in the environ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s have become the main strategic tool f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strength. How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expatriates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arduous challenge, so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some effective reference value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expatriates enhance their fundamental value process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perceptual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nceptual model. 

 

Keywords: Overseas assignment; Cultur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Deployment effectiveness 

 

海外派遣的人员特质与部署效能的关系研究： 

以文化融合背景下多维知觉组织支持为调节效果 
郭家禹 

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857441449@qq.com 

摘要 
由于海外派遣的高额成本及高失败率，外派人员的适应性情况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尽管现有的理论和初步的实证证据表明外派人员的跨文化适应会随随时间发生变化，但是既有

研究缺乏对其适应以达到对公司利益或员工绩效有实质性提升过程的探究。基于实质性研究，

本文将深入探索外派人员如何经历跨文化适应以至达到提高其部署效能的过程。在整合不同学

科领域关于知觉组织支持的理论研究，以此来探索企业外派人员如何通过知觉组织支持的调节

来提升其根本价值过程，并提出相应的概念模式。 

 

关键词：海外派遣；文化智商；跨文化适应；知觉组织支持；部署效能 

 

1. 绪论 
本章节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动机与目的，研究创新与重要性和研究问题，以

及初步明确本文的定位与研究流程，明确研究的整个布局结构。  

1.1研究背景 

mailto:857441449@qq.com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129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快速发展，世界各地企业之间的经济交流日趋频繁。同时在“一带一路”

倡议背景下，跨国公司外派人员数量急剧增加。外派人员不仅承担着在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

间进行知识转移以提升经济绩效的使命，也肩负着帮助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获取社会合法性、

融入东道国社会以提升子公司社会绩效的重任。近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对外贸

易、对外投资和外汇储备均稳居世界前列，坚持推动全面开 放新格局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有别于已有研究，本项目深入探究可持续外派管理的配置条件，能够从制度层面为相关政

府部门制定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与战略指导（唐贵瑶，2020）。在这样的时代

潮流中，企业走向国际，更加追求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母公司而言，为了子公司更好地发展，

需要做好人员外派的选拔工作。这有助于推动企业跨国经营水平的提高，从而帮助企业在东道

国有更好的发展。围绕外派员工这一研究对象，对于国际化企业来说，他们在进行外派员工管

理时存在外派失败的问题，这一问题成为他们日常管理中的一大瓶颈。受到文化背景差异的影

响，不同的外派员工对于行为方式的选择不同，同时在态度以及价值观上也各有特色，人们在

语言、生活习惯、知识、文化差异上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造成了冲突和碰撞的出现。受此影

响，在企业在外派员工时，如何对其加强管理，提高其价值成果，越来越重要。 

外派人员在海外取得的成绩不佳，或者员工或家庭未能适应国际社会，是外派经理人提前

回国的关键原因。除上述可量化损失外，其他损失还包括缺少优秀外派人员，或因外派人员撤

离而中断客户与东道国的关系。对外派人员而言，可能会导致家庭不理解和不和谐的无形代价。

尽管成本太高，但对于外国公司来说，外派人员的数量仍在不断增长，这不仅是为了控制技术

专长，而且也是为了开拓新市场或提高国际管理技能。在跨国公司的发展及其战略优势中，外

派人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将当地的隐性专门知识与国际公司的显性知识结合起来，设计

和执行一项公司计划，以适应东道国的环境特点和总部的全球战略标准，从而创造特定的竞争

力。因此，外派人员反映了全球公司未来的相对利益。这份工作的成功与否将影响这些外籍人

士在国外的表现。 

外派失败会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一些损失，这些损失是巨大的。一旦外派失败，就会面临高

额的外派失败成本，这一风险对于任何外派企业来说都是不想承担的，但是，企业在国际经营

中还必须要继续进行人员外派，这主要是由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决定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

要熟练掌握和运用不同文化的人员去操作，也就是说，跨文化现象是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

决定着相关的能力人员必须要进行外派，将外派员工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1.2研究动机与目的 

在一个不同于自己成长环境的国家或文化中工作、生活，个体通常会面临一些独特挑战，

即跨文化适应问题。高效的国际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国际化经营获取核心竞争的关键因素，外

派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外派人员跨文化适应状况的好坏与否对企业全球战略实施、东

道国公司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海外派遣虽可给公司、管理者提供成长和发展的机会，但同时也

需要外派人员能够有效适应新颖的工作需求与职责，学习新的文化规范。相比在国内工作，常

驻海外的员工需应对异域陌生而复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大部分外派任务失败是因为员工不能

适应海外新环境，因此外派人员可能会因为跨文化不适而提前离开岗位，或外派员工无法达到

公司的预期目标。外派失败成本很高，不仅会损害企业的形象和声誉，使企业失去商业机会、

人才，导致财务、专业和人际成本还会降低外派员工个体的自尊、使其产生压力、不利于职业

发展等，一次失败的外派工作给公司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间接损失可能会产生的结果包括损

害潜在顾客、供应商关系、与东道国与政府关系受影响、生产力降低、丧失商业机会或者对其

他员工产生误导和负面示范效应等。外派人员面临严峻的问题是既定事实，必须引起学者和实

践者的重视。如何解决外派人员与东道国的黏性以此来稳定或提高员工的部署效能，是有必要

且值得仔细探究的。 

所以基于实质性研究，本文将深入探索外派人员如何经历跨文化适应以至达到提高其部署

效能的过程。虽然外派员工研究在众多学科领域已有丰富的积累，但企业外派人员转变的过程

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且对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借鉴不够。因此，本文旨在整合不同学科领域关

于知觉组织支持的理论研究，以此为基，探索企业外派人员如何通过知觉组织支持的调节来提

升其根本价值过程，并提出相应的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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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意义 

外派员工是跨国企业在国外拓展业务的关键角色。外派员工在东道国的社会文化适应情况，

不仅影响外派员工的职业计划，更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以往研究表明，跨文化适应

情况良好的员工对外派任务的满意度高，能顺利完成外派任务。而海外跨文化适应不佳的员工

则出现工作表现低下的问题，有的甚至会提前回国，增加企业的外派成本。今天，“一带一路”

的建设更需要众多精通文化且熟悉业务的“跨文化人才”。“一带一路”沿线覆盖 60 多个国家，这

些国家在历史传统、语言文化、社会规章制度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各有不同，了解外派人员在海

外的适应情况，找出影响外派人员跨文化适应情况的关键因素，并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改善其跨

文化适应情况，成为企业管理者和跨文化研究者的关注点。 

外派人员在东道国异文化环境中经常遭受到文化冲击,因此,外派员工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中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或调整过程。如果不能较好地适应,就会影响外派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满意

程度,甚至造成外派人员身心方面的问题,影响到外派员工的绩效和外派的成功（Black，2001）。

因此,在跨文化环境中的适应被认为是外派成功的本质因素，它能够较好地预测外派绩效与外

派成功。因此，系统性分析影响外派人员跨文化适应的核心要素以及影响机制,将能够帮助跨

国企业有效组织和管理外派人员的工作,实现组织经营的国际化。 

因此,本文从面向未来的外派人员绩效管理视角,以特质激活理论和组织支持为基础，抓住

跨国公司外派人员绩效管理的特殊性和作用，并结合其发展状况，建立起跨国公司外派人员绩

效管理的组织支持。此外，通过跨国公司外派人员绩效管理问题分析，找出其关键问题是绩效

管理模式选择和实施，因为它决定了绩效管理的侧重点，同时存在不完整性缺陷而绩效管理过

程控制，决定了绩效管理结果与跨国公司绩效期望值之间的差距。 

1.4研究重要性与创新性 

现阶段的理论研究成果中，针对于知觉组织支持的研究成果大多都是针对于影响作用进行

研究，对于知觉组织支持的维度细分层次以及针对于跨文化环境下的外派员工的组织支持是较

少的。因此，本文以知觉组织支持作为调节变量针对外派员工、跨文化适应及部署效能的影响

进行具体分析，能够丰富现阶段的理论研究成果。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围绕外派人员跨文化适应

的前因，影响因素和结果及相关的调节和控制变量进行了丰富的讨论。然而，尽管现有的理论

和初步的实证表明外派人员的跨文化适应会随随时间发生变化，但是既有研究缺乏对其干预跨

文化适应以达到对公司利益或员工绩效有实质性提升过程的探究。 

跨文化适应作为外派员工表现的衡量指标，现有的外派研究大多直接将其作为结果变量，

深入探讨它的各项前因变量。然而，很少有学者探讨跨文化适应的影响作用，其中介作用的研

究更是存在盲区。本研究不仅从理论层面探讨了知觉组织支持影响外派部署效能的作用机制，

也论证了跨文化适应的三个维度在以上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将知觉组织支持作为调节的研究

变量，将焦点放在如何通过知觉组织支持来黏合外派员工文化智商、跨文化适应以及部署效能

的方向上，所以将其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研究，从而达到丰富我国跨文化研究的目的。企业通过

提供有效组织支持，改善外派员工所因跨文化环境不适所带来的压力及工作上的困扰，从而提

升其在工作中的表现，进一步为国际企业管理外派员工提供有益参考。 

 

2.文献综述 
本章介绍了几个主要研究变量外派员工文化智商、跨文化适应、组织支持和员工部署效能

的定义和其之间的联系，为下文开展模型构建和假设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1外派部署效能的概念和维度划分 

通过对早期研究进行分析发现，在对部署效能含义进行探讨时，研究人员有着不一样的理

解。受到研究目的不同的影响,所提出的相关概念也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关注点不同造成的，

其中，有些研究对于结果相对重视，有些对于行为相对重视，还有对二者均重视。 

早期的管理者提出，个体员工完成工作任务以后，会产生一定的成果，这便是部署效能

(Ghafoor & Khan, 2011)。在管理者看来，当任务完成以后，其所产生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

Kalmer (2015)提出，在对部署效能进行分析时，需要结合当地文化的实际情况。通过理论可以

发现，其对部署效能提出了新的理解，结合东道国的实际状况，以其文化基础作为出发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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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安排外派员工的工作，使其与国民展开良好地交流，从而顺利完成外派任务。 

在此基础上，Kraimer et al．(2015) 通过进一步归纳总结，开发了包括情景绩效和任务绩效

的外派员工绩效二维量表。其中，情景绩效是指对外派工作十分重要的角色外行为表现，比如

在东道国建立良好的人际网络，适应当地商业惯例等；任务绩效是用来衡量员工是否达到技术

要求和工作目标。总的来说在对绩效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不再局限于结果变量的范围内，取而

代之的是对于行为变量的应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科理论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了企业管

理水平的提高。同时将个体层面作为基础，进而对部署效能进行探讨，通过对个性特征、知识

技能、自我效能的分析，使得部署效能得到更好地展现，并对其中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Kraimer 

(2015)。通过研究可知，在对这些因素进行应用时，能够对任务绩效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发挥

其在预测上的功能。 

因此本文将根据 Kraimer(2015)的定义，用外派部署效能用来衡量外派员工对外派任务的完

成情况，主要划分为与特定的外派工作完成结果相关的任务绩效和具体任务，以及对组织目标

有促进作用的情境绩效作为相关维度来对本文的研究进行分析。 

2.2文化智商的概念和维度划分 

“文化智商”（CQ）是人们在异质文化环境中收集、处理文化信息并做出文化判断与行为

选择，以便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环境的能力(Earley & Ang，2003)。 

文化智商高者在跨文化沟通时，对于脸部表情和手势及其他非口语的感受较为敏感，也较

有动机学习新环境的文化。文化智商高者较能应对新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且能够适应地主国文

化(Earley & Ang，2003)。因此，具有高文化智商文化的外派人员能够借由理解各种文化的相异

之处，调适自己的行为和思考方式，让自己能够在不同文化下仍然维持好的表现。 

文化智商代表了个人在现代文化环境中收集和处理信息、做出决策和采取适当措施应对新

社会的能力。用这个指标可以衡量人们理解与适应不同文化环境的能力。文化智商的水平详细

地反映了其自身的信仰、欲望、行为和个性。在最初的文化智力的形成则受到了资自身所处的

国家和区域的文化、组织文化的影响。因此，最初形成的文化智商，先天因素较多一些，也会

受到一般智力、情绪智力等方面的影响。在后期，随着个人在一定的环境所给予的激励、平衡

调整等方面的影响，文化智力也会得到提高。按此理解，在后天的培训和努力，也能够改进文

化智力水平，并逐步成为一种后天的优势。 

文化智商高者比文化智商低者有更好的适应力，无论是工作环境或非工作环境都有更好的

适应。同时跨文化适应是个人适应新文化的能力，必须从认知开始，在拥有持续的动机并了解

该调整的部分，将这个过程付诸行动后，才能成功适应新的文化。外派人员需要在不同文化中

能够适应跨文化带来的冲击，在异国文化下亦能适应当地气候、环境、价值观，才能达到工作

上产生较好的表现，达成个人职生涯目标和自身目标，因此，对于外派人员和跨文化适应来说，

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就是文化智商。 

2.3跨文化适应的概念和维度划分 

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工作，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行为规范会给外派员工带来文化冲击，由

于害怕打破禁忌或不道德的行为，这会导致焦虑或不适。但是，外派员工可以通过自我调适，

在逐渐适应跨文化环境的过程中缓解文化冲击。在有关外派员工的研究领域，跨文化适应被视

为个体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心理舒适程度和行为适应性。目前一些学者对跨文化适应从不同角

度进行了多维度系统分析并提出 跨文化适应涉及两个方面：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心理适

应与压力极其应对机制有关，是指个体在新的文化情境下能够有效应对压力，保持良好的心理

状态和生活满意度；社会文化适应是行为方面的适应，这可以确保外派人员能够适应东道国的

文化并与当地人接触。 

跨文化适应最初被心理学领域学者提出被当作一个心理适应程度来看待，主要是针对外派

员工看其在东道国有怎样的感受，是个体的一个适应过程，这一适应过程伴随跨文化背景，要

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生活和工作，个体要对新环境和新文化进行重新认知，即从认知到熟悉。 

Black(1991)提出了包括一般适应，互动适应和工作适应的三维跨文化适应模型，它被广泛

应用于研究外派人员的跨文化融合。一般适应是指个体对外国生活和文化的一般条件的适应，

如食物、交通系统、购物、娱乐和气候等；工作适应是指外派员工对新的工作环境和职责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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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例如任务、责任、以及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互动适应是指工作或非工作的外籍人士与东

道国居民之间的成功接触与合作。 

2.4知觉组织支持的概念和维度划分 

感知到的组织支持是一个整体的观点，对外派员工的承诺和他们的福祉的价值。组织支持

理论认为，员工感受到组织的帮助，因为假定的组织支持是基于互惠的概念，因为他们有责任

感。除了考虑组织的需要外，他们觉得有义务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知觉组织支持能够满足员

工的社会和情感需求，使员工感受到感恩、关怀和认同，促进外派员工与公司其他员工之间的

协作和认同，组织支持强化会提升员工的认知，即如果他们有努力的工作成果，企业就会有投

入，这种信念会提高员工的组织绩效、工作满意度、增加士气和提高组织参与度。 

iEsenberger et al. (2006) 认为知觉组织致辞的组织协助是组织拟人化的一种功能。他们的研

究指出，员工觉得公司会尊重他们的承诺，并为他们在组织中的满意度着想。知觉组织支持可

能是由公司如何处理员工和影响员工的意愿，以证明组织支持，导致各种机制的归属。外派员

工将通过组织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服务来了解组织是否重视他们，并由此产生一种合作意识。其

实质是工人的行为和行动，完全依赖于组织的资金或支持。员工的信心是一种信念，员工对公

司如何处理他们有印象。他们在感知和总结之后评估组织的心态。当符合内心的标准时，员工

对公司的意见和信心通常是有利的，拥有乐观价值观的员工会发现，在自己的承诺和公司的组

织支持之间更容易达成平衡。外派员工将在互惠的基础上加强对组织的忠诚度，并更加努力地

为组织做出贡献。 

本研究假设知觉组织支持是一个整体术语，归因机制通常是整个公司对员工的承诺和对员

工幸福感的关注程度的重视程度。通过众多的社会关系，如薪酬、角色、工作财富、组织战略

等，员工可以培养对公司的忠诚度, 感知到的组织支持会影响组织如何对待员工。相反，公司

看待员工的方式会影响外派员工对工作场所感受的表达。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知觉组织支持是员工认为组织支持其贡献及关心其福利的程度。组织

给外派人员提供的资源支持的多少与外派人员对组织支持感知的程度是息息相关的。当外派人

员处于新的文化环境中时，外派任务使得他们在工作或生活上 有相当大的改变，此时组织若能

提供较多的支持与 协助，不仅可以降低外派人员的压力及不确定感，并且有助于外派人员提升

部署效能，弱化跨文化的不适对部署效能带来的消极作用。如果组织给外派人员提供足够的经

济支持 以维持他们在东道国的正常的生活水平，外派人员的外派适应的效果就比较好。有部分

学者的研究也已经证明了外派人员的组织支持感有助于外派适应情形。同时组织支持感是对组

织一种描述性的信念，所反映的是对整个组织的态度，工作满意度是一种情感取向的态度，因

此从逻辑上可以推论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满意度有相关性，并可提高其部署效能。 

2.5理论假设 

2.5.1 外派员工文化智商影响部署效能的假设 

随着对跨文化能力的不断探讨，有学者认为应把它看作是个体的一种普遍能力，而不仅限

于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过渡，Earley and Ang (2003) 基于大量研究提出了“文化智商”这一

更综合描述跨文化能力的概念，他们认为，文化智商是指一个人在新文化背景下能够有效适应

的能力，即个人在新文化背景下收集和处理信息、做出决策和采取适当有效措施以适应新文化

的能力。有时，具有较高文化智商的个人能够应对不熟悉的挑战，理解不同社会之间的细微差

别，轻松克服争端。许多研究已证实了个体在个性和能力方面的特征差异对个人部署效能具有

一定的预测性，因此，个体的特征差异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外派人员在外派任务上的绩效

表现要优于其他人。由于文化智力本身就是在跨文化情境中解释个体能力的概念且具有动态性，

因此，文化智力更能够预测不同文化背景下外派人员的绩效表现。在特定的情境中，有针对性

的预测变量更适用于特定的工作和工作环境。 

Earley and Ang (2003) 指出，文化智商的高低，是其自身所具备的价值观、期望、 态度及

个性等方面综合体现。在最初的文化智力的形成则受到了资自身所处的国家和区域的文化、组

织文化的影响。因此，最初形成的文化智商，先天因素较多一些，也会受到一般智商、情绪智

商等方面的影响。在后期，随着个人在一定的环境所给予的激励、 平衡调整等方面的影响，文

化智力也会得到提高。按此理解，在后天的培训和努力，也能够改进文化智力水平，并逐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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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后天的优势。在文化智商的提出之后，关注跨文化适应力的学者对与跨文化背景下的外

派员工的跨文化适应力进行了研究，一般来说，在跨文化背景下，文化智商高的人对不同文化

的理解程度较深，愿意并且能够能通过自身行为的修正来适应环境，从而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创造好的部署效能。反之，文化智商较低的人对跨文化工作情境更加不适应，难以创造较好的

部署效能。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外派员工文化智商对部署效能有正向显著影响 

2.5.2 外派员工文化智商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假设 

许伊药（2011）发现动机性文化智商和认知性文化智商会对社会文化适应、决策具有正向

影响；同时，认知文化智商通常对个体活动的成功具有积极的预测作用，而动机文化智商和行

为文化智商对个体的社会和文化适应具有有益的影响，且行为性文化智商也可有效预测个体的

任务绩效。而一般情况下，外派工作是一段较为长期的经历。外派员工不仅需要胜任相关工作，

还需要适应东道国的整体生活条件，并且能够融入当地社会，从而实现劳逸结合以及良好平衡

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以顺利完成外派使命。因此跨文化适应便是外派员工进行有效自我调整的

重要因素。外派人员在外派任务中能否顺利过渡对外派成功至关重要，对外派人员而言，他们

在东道国的工作任务或许是全新的任务，即使是与母国相近的工作任务，但也由于不同的文化

背景，使得外派任务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的，而文化智力较高的人员可以更好地完成工作角色

的转换，从而更有效地执行外派任务。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 外派员工文化智力对跨文化适应有正向显著影响 

2.5.3 跨文化适应影响部署效能的假设 

关于部署效能与跨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国外学者 Bhaskra (2005) 及他的团队已经开始进

行研究，其结果表明，并且发现跨文化适应良好的外派员工会表现出较高的绩效水平，而不能

适应东道国文化生活的外派员工，将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致使工作效率低下。由此得出结

论，能够较好适应跨文化生活与工作的外派员工，在诸如时间、能力、心理资本等资源的利用

上更加有效率，从管理者的视角出发，越能够较好适应东道国工作，并能够与当地居民更加友

好互动的外派员工，表现出的部署效能也相对突出。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 跨文化适应对部署效能有正向显著影响 

2.5.3 跨文化适应的中介作用 

外派员工在海外的适应能力是影响外派任务成功与否的重要原因。有效的提高外派员工的

跨文化适应力，可以有效降低外派任务失败率。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发现跨文化适应受的不

仅仅是工作岗位的影响，也有外派个体的影响因素。首先自身知识技能良好，工作能力突出；

其次对于陌生的环境不具有排斥性，可以较快地接受新环境和新岗位；再次是交际能力突出，

与来自东道国的同事、合作伙伴等能够较快地建立友谊，面对不同文化背景成长的人可以接纳

与融合；最后是可以求同存异，对于文化冲击所带来的冲突和不适，可以调整自己，可以使自

己融入到东道国的大环境中去，并在外派的岗位中取得高价值成果。相反，如果，在新的环境

中总会出现各种不适感和排斥感，甚至面对原本熟悉的工作而手足无措，继而出现不满或者自

暴自弃的情况，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因此对外派人员的有效管理及调整显得尤为重要。 

当个体处于一个新的环境下，其个人特质和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会更加清晰。外派员工如

果具有较高的跨文化适应力，他们会有更多的动力去体验文化差异，对新环境有更积极的评估，

能够更好地适应跨文化环境。他们在工作方面的适应，能让他们更好地完成外派任务和工作，

生活方面的适应也能减轻他们的压力和对工作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 跨文化适应在文化智商与部属效能之间有中介效果 

2.5.4 知觉组织支持的调节作用 

根据文化智力的定义和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文化智力的作用机制是基于文化知识储备，通过

对跨文化情境的分析和对自身行为的监控，决定应对跨文化情境所应持有的认知、情感和行为

倾向，最终有效解决跨文化情境中的困难，化解压力源，达到长期适应。这种应对和解决跨文

化情境中困难和矛盾的综合能力会影响他们对应对困难程度以及可利用应对资源的评估，决定

他们如何应对压力，采用怎样的策略来应对压力，进而最终影响外派人员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以

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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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发现，来自组织的支持能促进外派人员适应跨文化环境，主要是通过提供一定的行为

规范信息来帮助外派人员减少文化差异引起的不确定性(Ashford，1997)。组织支持一般同时指

母公司组织和东道国组织，主要有经济支持、提供培训机会、 归国安排以及其他对家庭的支持

(Luthans & Avolio，2007)。足够的经济支持提高个体的生活水平，有利于跨文化适应。同时组

织支持能为个体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较充足的资源，满足个外派人员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应对各种

困难的需求。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a 调整适应支持对文化智商与跨文化适应的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果 

H5b 职业发展支持对文化智商与跨文化适应的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果 

H5c 福利支持对文化智商与跨文化适应的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果 

组织支持理论认为，组织支持能够更好地衡量组织所提供帮助的有效性。组织支持是指体

现在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组织对其贡献和幸福的重视与关心相关的有效管理以及调节手段，在外

派情景下组织支持可以使外派人员感知到公司对其贡献和幸福的重视关心程度。通过有效的组

织支持可以对员工的组织直至感增加，对员工的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及角色外行为都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并且在角色发生转变时，组织支持对员工的适应和绩效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有

效的组织支持在外派管理上对外派员工有有效的调节作用，公司对外派人员的支持（包括任务

指导、生涯指导、心理支持等）与外派人员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相关系。同时工作满意度

又有效的提高了外派人员的心理认同从而达到高效的工作效果以求得良好的部署效能。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6a 调整适应支持对文化智商与部属效能的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果 

H6b 职业发展支持对文化智商与部属效能的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果 

H6c 福利支持对文化智商与部属效能的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果 

当外派人员得到组织支持时，就能获得更多资源和帮助，与同事之间的互动增加，减少了

陌生环境造成的不确定性，通过组织的指导和协助，在处理业务和应对危机时会更有信心

(Eisenberger, 2006)。可见这些来自组织的支持无疑能有效帮助个体可以调解文化智商与跨文化

环境快速磨合，从而提高工作满意度和外派绩效。组织支持同时意味着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个体

对自身能力肯定，能有效促进个体的积极性。此外，组织支持会造就融洽的工作氛围，促使个

体间接的感受到来自上级或组织的支持。总而言之，组织支持对外派人员在跨文化环境下的工

作和生活适应有一定影响，能帮助外派人员降低跨文化环境下的不确定性，提高跨文化适应程

度或工作满意度从而影响部署效能．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7a 调整适应支持对跨文化适应与部属效能的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果 

H7b 职业发展支持对跨文化适应与部属效能的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果 

H7c 福利支持对跨文化适应与部属效能的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果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章依托前文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针对需调研的对象，设计相应的调查方式来收集数

据资料，并通过整理相关文献的研究，了解研究框架中变量的测量题项和确定数据分析的方法，

以此来帮助验证上述的研究假设。 

3.1研究框架  

本研究所构建的研究模型，为自变量在中介变量的影响下影响因变量的模型，具体内容为:

将外派员工作文化智商为自变量，采取跨文化适应为中介变量，同时视外派员工的部署效能为

因变量，将组织支持作外派员工与部署效能的调节变量，构建研究架构，具体参考下图一。根

据参考文献与前人所做研究可以得出，本架构中所采取的变量均具有测量可操作性，由此可以

确定本架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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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研究框架图 

 

3.2问卷设计与分析方法 

本文基于对大量相关书籍文献等资料的梳理及仔细深入阅读研究的基础上，对部署效能及

其相关变量进行归纳整理，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典型跨国公司的员工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获取

第一手资料和数据以帮助本文研究。其中主要采用如下几种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本文充分利用了中国知网 CNKI、中国期刊网等网络资源和图书馆藏中

关于跨文化管理的文献和资料，并收集了国内外在该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 

（2）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采用书面提问的方式，是用预先选取设计一组调查目标有

关的问题，通过接受调查者的回应来收集资料的调查方法。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结果，编制合

适的调查问卷，深入多家跨国公司开展问卷调查，收集第一手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  

（3）定量分析法。在实地调研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对问卷调研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本研究收集数据采用 SPSS 24.0 为主实施分析，使用邱皓政（2006）的分析标准，信度（变数

Cornbach’s α 大于 0.7）、聚合（变数 CR 大于 0.6）与区别效度（AVE 开根大于变数相关系数）、

AVE（变数 AVE大于 0.5）、模型拟合指数（X2/DF 小于 3）、相关性分析（变数间 p值小于或等

于 0.05，即变数间显著影响）与多层次回归模型（3层次调节分析，以自变×调节变数=交互项 P值

小于或等于 0.05，即调节变数显著影响）。 

3.3 样本的选取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国际化企业的中国外派员工．为了提高研究的可行性和确保调查数据

的准确性，主要调查跨国企业中的中国外派员工。调查范围包括泰国、英国、 韩国、澳大利亚

等全球多个国家。克服了地域单一的限制，考虑了不同文化、法律、经济和政治环境对中国外

派员工的不同影响，为获取至少 500 份研究样本。由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分布广泛，而且问卷

回收存在一定难度，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笔者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正被公司

外派到其他国家的同学、朋友，并及时回收问卷。二是笔者联系海外派遣服务企业相关负责人

例如：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等海外派遣服务企业，清楚告知问卷目的，并请他们在

公司内通过 QQ，微信，电子邮件，以问卷星二维码的方式发放并回收问卷，考虑到时间、成

本和考量严谨等因素，因此本研究选择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发放调查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

式。问卷会基于前文已又文献当中量表的题项并结合本文的研究背景，初步设计问卷。 

 

4. 预期成果 
综上所述，经过有效的数据分析可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外派员工文化智商对部署效能有

正向显著影响，同时外派员工文化智力对跨文化适应有正向显著影响，跨文化适应在文化智商

与部署效能中起中介作用，而有效的知觉组织支持可以调节文化智力、跨文化适应与部署效能

之间的关系，通过组织支持的干预使外派员工能够有效适应跨文化的陌生环境以提高其工作效

能，削弱其负向影响增强其正向效果，所以知觉组织支持在三者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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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上午环境中，国际人力资源成为跨国公司提升竞争实力的主要战略工具。而有效

的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跨国外派人员的管理，如何帮助外派人员更好的适

应外派工作和生活成为跨国企业外派管理的重点，而如何改善对外派人员的管理已成为一项日

益艰巨的挑战，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跨国企业提供一些有效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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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kplace incivility are a common phenomenon of anti-social behavior in today's 

workplaces, and more and more employees have experienced some form of workplace incivility 

behaviors. Employees who experience workplace incivility are more likely to endure negative 

emotions and cause negative consequences at work. After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and based on 

the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his research will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workplace incivility on thriving at work,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of negative work 

rumination and the regulating mechanism of future work self-salience. This study takes the 

employees of Chinese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dopts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conduct 

surveys, and will make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 investigate the harmful 

effects of workplace incivility on employees, and the intervention methods that can help 

employees reduce the harm of negative speech. 

 

Keywords: Workplace Incivility; Thriving at Work; Negative Work Rumination; Future Work 

Self Salience 
 

职场不文明对工作旺盛感的影响： 

探讨消极工作反刍的中介效果、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调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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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职场不文明这种反社会行为现象普遍的出现在工作场所当中，许多员工表示自己经历过某

种形式的职场不文明行为。这类员工更有可能承受负面情绪，造成工作上的负面后果。本研究

将基于情感事件理论与自我决定理论，检验职场不文明对工作旺盛感的影响，以及消极工作反

刍的中介作用机制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调节作用机制。本研究以中国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

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建议，调查研究员工遭受职场不文明的有

害影响，以及能够帮助员工减少负面言论伤害的干预方式。 

 

关键词：职场不文明；工作旺盛感；消极工作反刍；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1. 绪论 
1.1 引言 

职场不文明 (Workplace Incivility) 被认为是“工作场所最普遍的反社会行为形式之一” 

(Cortina, 2008)，而这种行为现象普遍的出现在如今的工作场所当中 (Cortina et al., 2017)。有学

者研究调查发现，调查人员中近一半的受访员工表示自己每月至少有一次在工作中受到粗鲁的

对待 (Porath, 2015)。职场不文明与一系列消极的工作和非工作的结果变量有关，包括降低工作

满意度和提高离职意向 (Lim & Lee, 2011)，超负荷的职业倦怠 (Sliter et al., 2010)，降低生活和

健康满意度 (Lim & Lee, 2011) 等。工作旺盛感 (Thriving at Work) 作为一种在工作中个人既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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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又充满学习感的心理状态 (Spreitzer et al., 2005)，也会受到工作环境的负面影响。有研究证

据表明职场不文明与工作旺盛感之间存在着负向的影响关系 (Nawaz et al., 2020)，经历职场不

文明的员工更有可能承受负面情绪，因此不太可能体会到在工作中体验学习的重要性。 

虽然研究表明经历职场不文明会导致目标的负面结果(Schilpzand et al., 2016)，造成这种关

系的基本作用机制与中介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有研究表明，工作场所虐待的经验与消极工作反

刍 (Negative Work Rumination) 呈正相关 (Schilpzand et al., 2016)。Wang et al. (2013) 发现，当员

工受到顾客更多的虐待时，员工更有可能在晚上对负面体验进行反思。消极的工作反刍还会对

各种工作和非工作相关的结果产生负面的影响。例如产生超负荷的工作疲劳 (Querstret & 

Cropley, 2012)，以及增加员工的工作压力 (Kosir et al., 2015)等，使员工的工作热情受挫。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Future Work Self Salience) 的定义是基于未来工作自我上提出的，用

来形容对个人未来工作定位的清晰度和描绘的程度 (Strauss et al., 2012)。如果一个员工有着清

晰的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时，员工的就业理想与抱负，会使他们的人生意义感增强，进而提高

职业使命感 (Zhang et al., 2017)。有研究表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作为员工的内在动机，会促

使个体降低自我情感需要，提高对职业发展的关注，进而调动大量资源聚焦于工作角色和任务，

提高个体对工作的奉献和专注水平。相反，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低的个体没有一个清晰的、基

于未来工作的自我图像，很少感知到未来理想和当前的差距 (Strauss et al., 2012)。 

虽然经历了职场不文明会产生工作相关结果的负面影响的结论已被证实 (Schilpzand et al., 

2016)，但其对工作旺盛感这种员工工作心理状态的影响还有待考证，以及消极工作反刍是否

能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尚不清楚。未来自我清晰度能否帮助员工坚定自我，提高对工作的精力

与热情？因此本研究将以职场不文明为自变量，检验其对工作旺盛感的影响，以及消极工作反

刍的中介作用机制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调节作用机制。本研究旨在扩充职场不文明会产生

工作相关结果的负面影响的中间作用机制，理解职场不文明会影响这些负面结果的部分成因，

探索能帮助个员工减少负面言论和行为的伤害的干预的方式。根据本研究，建议员工可以通过

对未来工作规划与确定定位的方式缓解负面情绪，维持工作热情。组织可以通过实施支持性政

策、向员工塑造岗位前景印象，帮助员工理解事业意义的方式培养员工的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

同时，告知组织关于员工遭受职场不文明的有害性，建议组织创造一个欢迎和包容性强的工作

环境，加强对员工工作环境的调查监管，帮助减轻职场不文明造成的负面谣言的负面结果。 

1.2 研究意义 

1.2.1 现实意义 

本研究可扩充职场不文明会产生工作相关结果的负面影响的中间作用机制，理解职场不文

明会影响这些负面结果的部分成因。研究发现表明，职场不文明对员工的工作结果造成有害的

影响，而沉溺于消极的经历对那些经历职场不文明的人是有害的。因此，使用中断或干预的方

式来帮助个员工管理和减少负面的言论和行为的伤害非常重要。如 Querstret and Cropley (2012) 

回顾了 19 项干预研究，并建议基于正念和认知行为干预作为促进积极工作成果的有效策略。

除了努力减少消极的反刍行为外，还应个人培养积极的反刍行为，以改善心理健康和与工作有

关的行为结果 (Frone, 2015)。例如 Seligman et al. (2005) 制定的“生活中的三件好事”的干预措

施，要求个人写下在这一天中进展顺利的三件事，以及这些事件的原因。这种训练鼓励人们沉

思和反思每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美好事物。他们发现这种干预可以增加个人的幸福感，减少抑

郁。将这一程序应用于工作场所中时，员工会写下每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几次积极的工作经历，

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消极的沉思，促进积极的工作沉思，从而导致工作满意度的提高和

职业倦怠的减少。此外，本研究发现表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较强的员工可以减轻职场不文

明对工作结果的有害影响。因此，员工可以通过对未来工作规划与确定定位的方式缓解负面情

绪，维持工作热情。组织可以通过实施支持性政策、向员工塑造岗位前景印象，帮助员工理解

事业意义的方式培养员工的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同时，告知组织关于员工遭受职场不文明的

有害性，建议组织创造一个欢迎和包容性强的工作环境，加强对员工工作环境的调查监管，帮

助减轻职场不文明造成的负面谣言的负面结果。 

1.2.1 理论意义 

本研究以多种方式扩展先前的研究。首先，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可以为职场不文明会造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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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作方面的负面影响这一论点增加实证依据，进一步阐述职场不文明这种反社会行为现象的

有害性，并进一步研究调查了职场不文明与造成的负面后果之间的边界条件，将消极工作反刍

作为其中的重要边界条件进行介绍，研究其中介作用机制，从而提供实证性贡献。同时，以情

感事件理论为基础，从员工的情感反应作用于工作行为的路径，解释职场不文明、消极工作反

馈与工作旺盛感的影响作用路径。本研究还从将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作为一种动机资源的角度，

运用自我决定理论的内在动机对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个体差异进行解释，将未来工作自我清

晰度作为缓冲条件，研究其对职场不文明负面效果的调节作用，为此作用提供理论驱动的解释，

丰富和扩充职业不文明对工作方面产生效果的作用机制研究。 

 

2.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情感事件理论 

情感事件理论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ET) 由 Weiss and Cropanzano (1996) 提出，该理论

指出员工在工作场所遭遇的情感事件能够影响员工的情感反应以及行为后果。根据该理论的解

释，个体在工作中经历积极或消极的情感事件之后，这些有关工作事件的体验会触发个体的情

感反应，这些情感反应会对个体的工作行为产生刺激。情感事件理论进一步阐述了情感反应作

用于工作行为的两条路径，一条是直接影响个体的工作行为，称为情感驱动行为 (Affect-Driven 

behaviors)，即工作事件通过情感反应直接影响行为。另一条是通过影响个体的工作态度直接作

用于个体的工作行为，叫做判断驱动行为 (Judgment-Drivenbehaviors)，即通过工作事件引发情

感反应影响工作满意度从而由此间接影响行为，这同时又被称为态度驱动行为，在经过考虑之

后对工作现状做出整体的评价判断，例如“这样的工作下去并不会带来好的结果”，从而对目前

的现状作出相应的决策 (Weiss & Cropanzano, 1996)。在本研究中职场不文明是一种消极的情感

事件，当员工面临职场不文明事件的时候，员工会感觉自己在职场受到了排挤和不尊重的对待，

然后会让员工产生一种负面得情绪，如果这种情绪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可能会导致员工长时间

得沉浸于这些痛苦悲伤得经历，产生持续性的负面情感反应，这种反应被称为消极工作反刍 

(Demsky, et al., 2019)，消极反刍可能会消耗个体的情感和认知资源，让员工长时间的沉浸在负

面的情感反应中 (Frone, 2015).，这样可能会让员工没有精力积极的去对待工作，进而可能会影

响个人的心理状态,降低自身的工作旺盛感，而工作旺盛感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

(Shahid et al., 2020)，本研究以此解释职场不文明、消极工作反刍与工作旺盛感之间的影响。 

2.1.2 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由 Legault (2013) 提出，已成为心理学领域

最广泛研究和应用的理论之一，自我决定理论在方法和分析层次上解释行为现象的能力。可以

肯定的是，该理论扩展到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的更广泛表述 (Ryan et al., 1985)，解释了动机，

健康，个人目标，关系满意度和其他重要问题方面的个体差异。从技术上讲，内在动机与“为

自己着想”或对其内在的兴趣和享受而从事的活动有关 (Deci & Ryan, 2000)，玩耍，探索和好奇

心产生的活动是内在动机行为的例证，因为它们不依赖于外部动机或压力，而是提供自己的满

足感和欢乐。Froiland and Worrell (2016) 的研究表明，内在动机预示了调查者的敬业度，这反

过来又预示了较高的成绩，这证明了内在动机的重要性。而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是一种驱动个

体为实现职业目标而实施主动行为的个人动机性资源，将个体注意力从情感需要转移到职业发

展需要（徐洋洋等人，2019）。当员工构建了清晰的未来工作自我时，个体内在职业抱负增加

其人生意义感，进而提高职业使命感 (Zhang, et al., 2017)。这种内在动机促使个体降低自我情

感需要，提高个体对工作的奉献和专注水平（徐洋洋等人，2019）。因此本研究采用自我决定

理论来解释自我未来工作清晰度的调节影响。 

2.2 职场不文明对工作旺盛感的影响 

在工作环境中的积极感觉以及幸福和快乐可以促进学习和和活力。Spreitzer et al. (2005) 发

现尊重会影响繁荣的两个方面。即活力和学习。员工在工作环境中受到同事和上级的尊敬和尊

重时，他们可以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并感到更有活力。职场不文明属于一种违背工作场所互

相尊重的规则、伤害意图不明确、低强度的越轨行为，其表现为比较粗鲁、没有礼貌以及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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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不尊重 (Rau-Foster , 2004) 。情感事件理论指出员工在工作场所遭遇的情感事件能够影响员

工的情感反应以及行为后果。根据该理论的解释，个体在工作中经历积极或消极的情感事件之

后，这些有关工作事件的体验会触发个体的情感反应，进而影响到心理状态。当员工在职场中

感知到自己遭到的不尊重、排斥等情况越多，员工对工作的情感就越消极，职场不文明增加员

工的心理负担，会让员工感受到自己受到排挤和不公平的对待，让其对工作可能会产生厌恶感，

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导致无法接受自己现有的工作，最终会降低自己本身的积极的心理

状态，工作上的繁荣是指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职场不文明对工作旺盛感产生负向影响。 

2.3 职场不文明对消极工作反刍的影响 

消极工作反刍是专注于消极的工作经历，并在工作时间之外仍沉浸于或重复的回想那些消

极的工作经历，也是一种持续性的负面情绪反应 (Frone, 2015)。工作场所发生的不文明行为，

如贬低或贬损他人的对象，被人质疑自己的资历，经常被人打断等，情感事件理论指出，工作

中得事件会引发个体得情感反应，当员工遭受职场不文明之后，员工会感受到自己在工作中受

到同事们的排挤，然后会让员工产生一种负面的情绪，如果这种情绪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可能

会导致员工长时间得沉浸于这些痛苦悲伤的经历，产生持续性的负面情感反应。更有可能会导

致员工在经历消极工作经历后，在非工作时间进行反刍，这种反应被称为消极工作反刍。研究

也发现，消极的工作经历可以触发消极的工作反刍 (Frone, 2015)。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职场不文明对消极工作反刍产生正向影响。 

2.4 消极工作反刍对工作旺盛感的影响 

积极的情感资源有助于促进任务的焦点和探索，因为积极的情绪状态或情感反应有助于个

人参与到他们的环境 (Boyd, 2015)。正如 Spreitzer et al. (2005) 所指出的，当一个人体验到积极

情绪时，他们往往会更清楚需要做什么，并拥有资源，使他们能够以更大的热情去试验和探索

他们的环境。消极反刍一种个人消极的情感反应，可能会消耗个体的情感和认知资源 (Frone, 

2015)，让员工长时间的沉浸在负面的情感反应中，这样可能会让员工没有精力积极的去对待

工作，进而可能会影响个人的心理状态。而工作旺盛感是个体在工作中同时经历“生命力”和

“学习”的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 (Spreitzer et al., 2005)。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消极工作反刍对工作旺盛感产生负向影响。 

2.5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调节作用 

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是指一个人对自身未来工作自我想象的清晰度和轻松度 (Strauss et al., 

2012)，它为个人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他目前想要成为的形象。这种差异可以让他专注于改变。

相关研究表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正向影响积极职业行为和职业适应能力 (Strauss et al., 

2012)。因此这类型得员工拥有明确得目标，可以专注于自身得职业生涯规划。根据自我决定

理论，内部动机具有适应性, 与员工的注意力集中、工作卷入、良好的工作绩效、尤其是创造

性存在正相关，自主动机在简单的工作任务中对工作绩效虽然不表现出显著性的促进作用, 但

却与工作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显著性地正相关。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作为员工的一种自我动机，

这可能会激励员工们自身的动力，使他们更加注重于实现工作目标和人生价值，将注意力与重

心放在未来发展上，可能会为了个人目标容忍或忽略来自职场中对他的不文明行为，从长远考

虑，依旧对工作保持热情，因此，提出假设： 

H4：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负向调节职场不文明对消极工作反刍之间的关系。 

H5：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负向调节职场不文明对工作旺盛感的影响。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情感事件理论指出员工在工作场所遭遇的情感事件能够影响员工的情感反应以及行为后果。

根据该理论的解释，个体在工作中经历积极或消极的情感事件之后，这些有关工作事件的体验

会触发个体的情感反应，这些情感反应会对个体的工作行为产生刺激 (Weiss & Cropanzano, 

1996)。因此，本研究认为员工在遭受职场不文明后有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工作反刍，从而降低

员工自身的工作旺盛感，同时引入未来工作自我重视作为调节变量，检验未来工作自我重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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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员工是否可以有效缓解职场不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下图一为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图。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测量变量所采用的所有原始量表均来自于英文文献，在使用前全部采用翻译—回译

的方法进行处理，并与国内学者翻译后的译文进行对比。经过多次修改，首先使量表语言翻译

更加简洁明了并贴合研究情境，最终确定量表题项译文。 

3.2.1 职场不文明的操作性定义与测量工具 

职场不文明本研究采用 Cortina et al. (2001)的定义：曾经受到上司或同事不礼貌，粗鲁或屈

尊的行为的影响程度。本研究采用 Cortina et al. (2001)制定的职场不文明量表，一共 7个题项。

量表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计分方式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依次计 1 到 5 分，得分

越高，说明受到不文明的影响的程度越高。 

表一 职场不文明量表 

题项 资料来源 

1.同事或领导经常会忽视我，或自认为比我还优秀 

Cortina et al. (2001) 

2.同事或领导很少注意我的陈述，或对我的观点不感兴趣 

3.同事或领导有时候会对我做出贬低或贬损的评论 

4.同事或领导在公开场合或私下，经常以粗俗的方式跟我讲话（比

如说打断我说话） 

5.同事经常把我忽略或排除在同事圈子之外 

6.领导或同事经常会怀疑我对所负责事情的判断力 

7.同事们在讨论私人问题时经常把我排除在外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2 消极工作反刍的操作性定义与测量工具 

消极工作反刍本研究采用 Frone (2015).的定义：个体沉浸在消极工作经历的一种程度。本

研究采用的 Frone (2015).开发的量表，一共 4 项题项。计分方式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

意”依次计 1 到 5 分，得分越高，受访者的消极工作反刍的程度越高。 

表二 消极工作反刍量表 

题项 资料来源 

1.我在下班后，脑海中仍然会回想到工作中的消极事件 

Frone (2015) 

2.即使你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也会发现自己被工作的消极方面所

影响 

3.即使不在工作的时候，也会回想到工作中发生的不好的事情 

4.即使不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想到工作中曾经发生的消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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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3 工作旺盛感的操作性定义与测量工具 

工作旺盛感本研究采取 Porath et al. (2012) 的定义：个体内心充满积极的活力和学习的程度。

采用 Porath et al. (2012)所制定的激情量表，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让受访者自评自己的工作旺

盛感，一共 10个题项，两个维度（学习、活力）各 5个题项。计计分方式从“完全不同意”到

“完全同意”依次计 1到 5 分，得分越高，受访者的工作旺盛感越高。 

表三 工作旺盛量表 

维度 题项 资料来源 

学习 

1.我发现自己经常学习 

Porath et al. (2012) 

 

2.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继续学习到越来越多的东西 

3.我看到自己在不断进步 

4.我没有学习 

5.作为一个人，我成长了很多 

活力 

6.我觉得自己充满活力 

7.我感觉我自己精神充沛 

8.我觉得自己精力不充沛 

9.我感到警觉和清醒 

10.我期待着新的一天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4 未来工作自我重视的操作性定义与测量工具 

未来工作自我重视本研究采用 Strauss et al. (2012) 的定义：个人可以清晰，轻松地想象他

们未来的工作和生活的程度。本研究采用的是 Strauss et al. (2012) 制定的量表，采用 Likert 五点

计分，让受访者自评自己的未来工作自我重视，计分方式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依

次计 1 到 5 分，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的未来工作自我重视越强。 

表四 未来工作自我重视量表 

题项 资料来源 

1.我很清楚我想在未来的工作中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

事。 

Strauss et al. (2012) 

2.这个未来对我来说是很容易想象的 

3.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我未来的工作 

4.我很明确对未来的目标 

5.在我的脑海中，我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和我的职业规划，我非常

清楚。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3 研究对象 

根据相关研究，职场不文明的现象在组织中比较普遍，并对个人和组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Opengart et al., 2019)，所以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中国企业的员工，再加上企业在职人员为正在

与职场密切接触的人群，关于本研究主题能更加容易理解与体会，进而可以给出更为真实的调

查结果。因此本研究预计通过员工的个人角度来审视职场不文明行为，对其工作旺盛感的影

响，也可以更好的观察行为中的深涵，并观察到消极工作反刍与未来工作自我重视的作用机

制。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企业的员工，根据本研究资源的有限性和便利性，所以本研究预

计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问卷发放的方式分为两种，在线和线下，线上通过亲戚的微

信群发放电子问卷，线下为本人及协助者到企业进行现场发放。 

本研究采用 Likert(1932) 之 5 级评分法，该量表由一组陈述组成，每一陈述有“非常同

意”、“同意”、 “不一定”、“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五种回答，分别记为 5、4、3、2、

1，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各道题的回答所得分数的加总，这一总分可说明他的态

度强弱或他在这一量表上的不同状态。根据 Dillman (2000) 推导之样本计算公式，在 95%信心

水准下，抽样误差不超过 5%，母体范围在极大值的情况下，有效样本数须达到 384人。为了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143 

 

获得更加精准的数据，本研究有效样本量应大于 384 份，所以拟定发放问卷 500 份。 

 

4. 预期贡献 
在问卷回收以后，本研究会对所得问卷进行甄选，找出其中无效问卷，防止无效问卷干扰 

研究数据。在 500 份问卷当中，会有若干份问卷因为填写完整度不足，或全部选择相同的答案 

而被归类为无效问卷。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若干份有效问卷。之后开始对数据进行编码 

并将其输入 Excel 建立档案，以利于后期分析。本研究将会使用数据分析软件，来对各项数据

进行检验分析。 

在得出数据分析结果后，根据数据对每一个变量与假设进行讨论，得出研究成果。预计所

获数据足以支撑研究假设：职场不文明正向影响消极工作反刍、消极工作反刍负向影响工作旺

盛感、职场不文明负向影响工作旺盛感、未来自我清晰度可以负向调节职场不文明对工作旺盛

感的影响、未来自我清晰度可以负向调节职场不文明对消极工作反刍的影响，各个主假设与子

假设得以证实。 

在预计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会结合本研究背景，给出相关建议：员工可以通过对未

来工作规划与确定定位的方式缓解负面情绪，维持工作热情。组织可以通过实施支持性政策、

向员工塑造岗位前景印象，帮助员工理解事业意义的方式培养员工的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同

时，告知组织关于员工遭受职场不文明的有害性，建议组织创造一个欢迎和包容性强的工作环

境，加强对员工工作环境的调查监管，帮助减轻职场不文明造成的负面谣言的负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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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an organization's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the first 

driving force for its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in-service employees from various 

enterprises in the construction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covered data using data analysis software. The intention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between service-oriented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Research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of service-

oriented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but also has certain guiding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urrent enterprise to promote employee innovation and achieve the company's 

development goals. 

 

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欧阳黎天 1* 蔡国城 2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VorfeedOuyang@Gmail.com1* 
 

摘要 
创新是组织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以来自福建地区各类企

业的在职员工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调查法，对回收得到的数据利用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意在于探索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影响与联系。研究不仅能丰富服务型领导与

员工创新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对于当下企业促进员工创新，以达公司发展目的有着一定

的指导参考价值。 

 

关键词：服务型领导；员工创新行为；核心自我评价；主动性人格 

 

1. 引言 

在科技、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各个行业市场日渐饱和，公司和组织所面对的竞争日渐加

剧。一个组织、公司想要在当下变幻莫测、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获得一个良好的发展，

击败同类公司。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和富有创造力的员工是必不可少的，传统来说，一个好的领

导者，他的领导在公司组织的发展竞争中，可谓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而员工是组织中将计

划、任务具体实施、转变为工作的一个重要力量。员工会根据自身所学到的知识还有经验结合

所面临的任务问题，开展并完成工作，最终达成组织发展的目的。传统型的领导模式要求员工

必须最佳程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投身于工作中，完成公司、组织所要求达到的目标。服务型领

导与传统的领导不同，服务型领导着重于服务下属，他们会将服务放在第一位，将下属的利益

和需求放在第一位，超过自己的利益与需求，真正地做到为员工服务而不是单纯的指挥员工工

作。在服务上使员工更明智，更自由和更好地管理自己，这样可以提升下属的潜力。这也是如

今成功的公司在领导方面成功的原因。 

首先，在理论上来说，综合考虑到服务型领导的领导模式来对员工创新行为进行研究的成

果较少，更多的学者都是探究家长式领导、幽默型领导等其他的领导模式。因此本文选择服务

型领导这一领导模式为出发，并考虑个人内在的影响因素，通过数据分析他们之间与员工创新

行为的关系。其次，在实践过程中，员工创新行为的发生可以为企业、组织带来源源不断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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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动力，且员工的创新行为很容易受到员工个人特质的影响，所以本文意在探讨核心自我评价

和主动性人格等个人特质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得出的结论对进一步发掘员工的创新能力

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并且，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可以让领导者为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创新行

为能力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从而激励员工在工作中越来越多的进行自我发挥，产生

创新行为为公司发展助力。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 (Social Exchange Theory) 由社会学家 Homans (1958) 提出的，互惠互利是双

方之间利益交换的前提与义务。Blau (1956) 认为在互惠互利的利益交换过程中，因为不知道利

益交换的对方是否会赐予回报和能否按照约定的时间赐予回报，所以他认为这样的利益交换行

为是存在着必然的风险性。 

2.2 整体交互作用理论 

为探测影响个别成长的情境身份、动态特征和多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Magnusson and 

Stattin (1998) 提出了整体交互作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情境体系是一个整合的、庞大和动

态的整体,个体则是其中一个部分，且具有自己的目标; 人与情境的交互作用有着整体、统合、

时间性、动态、组织、新异、微小效果和放大八个原则。当个人并非独立于他们所处的境地时，

人会与环境构成一个完整，复杂和动态的系统。整体互动理论就是从整体的视角起源的。它研

究了个体整体的生理，心理，行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提倡采用多元方法研究人与境之

间的模式。例如职业成功是员工个人特征（如人格、价值观、技能）和情境特征（组织支持、

领导行为）所共同作用而来的结果 (Seibert and Kraimer, 2001) 。  

2.3 相关变量概念 

Greenleaf (1977) 率先提出了服务型领导 (Service-oriented Leadership) 的概念。他觉得，一

个伟大的领导者是应当把服务他人、服务组织和服务社会放在第一位，自身的好处与利益总是

不急着考虑。所以检验服务型领导的领导行为效果好坏的最好办法便是判定在他的带领下享受

服务领导的人是否有一些不同往日的进步。 

Amabile (1996) 认为，创新行为意味着就某事件产生了新的、有效的想法。员工创新行为

模型可以将员工的创新行为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分为两个阶段：想法产生和想法实

施。Scott and Bruce (1994) 认为，创新型员工创新行为始于自我形成对问题独到的看法。最终

形成了上市产品或服务的多个阶段，这是一个旨在产生，推广和实践思想的复杂过程。 

Judge et al. (1998) 将核心自我评价 (Core Self-Evaluation) 定义为最基本的一个人的价值、能

力和潜力。他们认为，核心自我评价是一种潜在的、广泛的、高阶的人格特征，这会在潜意识

中影响自身，他人以及整个世界的自我评估。 

主动性人格 (Proactive Personality) 最早是由 Bateman and Crant (1993) 提出的，典型主动性

人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小，通常可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环境的变

化并抓住机遇并采取持续性措施以实现目标。 

2.4 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 

领导者作为组织的 “基准”，领导者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员工的行为。不同的领导风格对员

工有着不同的影响。领导影响员工的方式是在不知不觉中在心理层面因素来影响员工的。正面

的领导，如授权型领导、仁慈型领导等，通常会通过鼓励、包容、授权等方式，提高员工的自

我效能、内部人身份感知等，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的产生（沈伊默等人，2017） 。 

另外，在组织中，领导与不同成员间的距离是不同的，员工总是会将自己的利益关系与领

导进行内心交互。领导对其的积极、消极影响都会增加或减弱两者之间的相互利益交换关系。

具备服务型特质的领导者会尽力激发下属的潜能和满足下属的需要，而较少地关注领导者自身

的个人需求。根据现有学者的相关研究，服务型领导包含了主动性、倾听、同情、治愈、说服、

远见、诚实、谦逊、鼓励、利他、信任、授权、服务等多种结构特征,有助于激发公务员的创

新行为。首先，服务型领导强调员工的个人发展，将员工的个人利益和需求置于自身之上，基

于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原则，当下属感受到领导者的关爱时,会谋求恰当的方式进行回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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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创新，改进工作效率和流程，从而提升员工绩效就是较好的一种回报方式。基于以上，

本研究推论服务型的领导行为正向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当领导的领导行为偏向于服务型，那

么员工的创新行为会频繁发生，进而提出假设： 

H1：服务型领导的领导行为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发生 

2.5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郑馨怡等人（2017）研究发现，组织的自尊对创新行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自尊心强的员

工会不断通过学习来掌握新技术、新方法，以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Judge (1998) 认为，一般

自我效能感通过思维，动机和行为等方面来影响工作绩效。 通常，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更

倾向于设定更高的目标，执行艰巨的任务并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基于以上，本研究推论服务

型的领导行为会给予员工足够的自尊感，有利于提升其核心自我评价；员工对其核心自我评价

水平越高，其员工的创新行为会频繁发生，进而提出假设： 

H2：服务型领导的领导行为正向影响员工的核心自我评价 

H3：员工的核心自我评价会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发生 

2.6 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创新是一项具有风险的活动，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员工在拥有足够的资源之前是不会从事

创新活动的（江辛等人，2018）。创新行为首先取决于创意的产生。丰富的学识、足够的观察

能力、激进的人格特质能够促进创新性想法的产生 (Csikszentmihalyi, 1997)。创造性想法来源

于工作实践，足够的知识储备能为员工的创造力夯实基础; 主动性的人格能为员工创新带来源

源不断的动力; 个人的冒险特质则能降低其从事风险工作时产生的不安，从而促进员工创新行

为。基于以上，本研究推论领导和员工人格越具有主动性，其自身对自我的肯定认知与创造性

想法也会愈加丰富，进而提出假设： 

H4：主动性人格起到正调节作用，即会增强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H5：主动性人格起到正调节作用，即会增强服务型领导对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 

H6：主动性人格起到正调节作用，即会增强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2.7 研究框架图 

 
图一 研究框架图 

 
3.研究方法 

3.1 数据搜集与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预测试于 2020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1 月进行。正式问卷的发放采

用便利抽样的方式进行，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2 月。研究对象大多为福建省内的在

职员工，因新冠疫情的影响，问卷统一采用问卷星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发放回收。共发放 577

份网络问卷，回收 577 份网络问卷，回收率 100%。将所手机问卷中答案全部相同，前后答案

矛盾过多的问卷设定为无效问卷，因此共删除问卷 41 份，得到有效问卷 536 份，有效率为

92.89%。其中，男性 323 人（60.3%），女性 213 人（39.7%）；25 岁及以下 78 人（14.6%），26-

30岁 68人（12.7%），31-35岁 53人（9.9%），36-40岁 45人（8.4%），41-45岁 72人（13.4%），

45-50 岁 82 人（15.3%），50-55 岁 110 人（20.5%），55 岁及以上 28 人（5.2%）；已婚 407 人

（75.9%），未婚 129人（24.1%）； 大专及以下 196人（36.6%），本科学历 299人（55.8%），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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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及以上 41 人（7.6%）；工作年限一年以内 46 人（8.6%），1-3 年 47 人（8.8%），3-5 年 55 人

（10.3%），5-10 年 48 人（9.0%），10 年以上 340 人（63.4%）；平均月收入水平 3000 元以下 96

人（17.9%），3001-7000元 317人（59.1%），7001-15000元 97人（18.1%），15000元以上 26人

（4.9%）。 

3.2 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的变量包括服务型领导、员工创新行为、核心自我评价和主动性人格。问卷中所使

用的各量表均在翻译已有的经典量表的基础之上，直接进行引用或调整后进行引用。 

服务型领导取自高中华与赵晨(2014)基于 Liden et al.(2008)所修改后的直接测量服务型领导

共 7 个题目的单一维度量表 SL。题项内容包括“当我遇到个人问题而非工作问题时，也会向上

司寻求帮助”、“我的上司强调回报社区的重要性”等。为克服答项的“趋中效应”，提升答卷可信

度，本研究遂采用 6 点等迫式计分法，回答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六个答项，得分越

高表明个体感知服务型领导行为水平越高。删去可能有误差的相关题项后，经过验证性因子分

析发现 χ2=8.376（DF=2），RMSEA=0.077，SRMR=0.008，TLI=0.992，CFI=0.997，GFI=0.996，

NFI=0.990，各项目因子载荷均大于 0.88，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同时，因子

的平均方差萃取 AVE值为 0.795，组合信度 CR值为 0.939，说明量表有较高的收敛效度。问卷

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9。 

员工创新行为取自张振刚等人（2016）所直接开发的直接测量员工创新行为共 8 个题目的

单一维度量表 EIB。题项内容包括“我经常寻找机会改善工作方法与工作流程”、“我经常尝试采

用新的方法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等。为克服答项的“趋中效应”，提升答卷可信度，本研究

遂采用 6 点等迫式计分法，回答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六个答项，得分越高表明个体

发生员工创新行为的可能性越高。删去可能有误差的相关题项后，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

χ2=11.188（DF=2），RMSEA=0.093，SRMR=0.011，TLI=0.989，CFI=0.995，GFI=0.944，

NFI=0.984，各项目因子载荷均大于 0.87，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同时，因子

的平均方差萃取 AVE值为 0.771，组合信度 CR值为 0.931，说明量表有较高的收敛效度。问卷

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0。 

核心自我评价取自翻译过后的 Judge et al.(2003)所直接开发的直接测量核心自我评价共 12

个题目的单一维度量表 CSE。题项内容包括“我有信心获得人生中应有的成功”、“有时我会感

到沮丧”等。为克服答项的“趋中效应”，提升答卷可信度，本研究遂采用 6点等迫式计分法，回

答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六个答项，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对自我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

高。删去可能有误差的相关题项后，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 χ2=18.468（DF=9），

RMSEA=0.044，SRMR=0.017，TLI=0.989，CFI=0.994，GFI=0.988，NFI=0.990，各项目因子

载荷均大于 0.69，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同时，因子的平均方差萃取 AVE 值

为 0.571，组合信度 CR 值为 0.888，说明量表有较高的收敛效度。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86。 

主动性人格取自张振刚等人（2016）所直接开发的直接测量主动性人格共 17 个题目的单

一维度量表 PP。题项内容包括“看到别人处在在困难中，我会尽我所能提供帮助”、“我擅长将

问题转化为机会”等。为克服答项的“趋中效应”，提升答卷可信度，本研究遂采用 6点等迫式计

分法，回答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六个答项，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主动性人格倾向越

高。删去可能有误差的相关题项后，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 χ2=19.250（DF=5），

RMSEA=0.073，SRMR=0.016，TLI=0.986，CFI=0.992，GFI=0.989，NFI=0.984，各项目因子

载荷均大于 0.81，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同时，因子的平均方差萃取 AVE 值

为 0.681，组合信度 CR 值为 0.914，说明量表有较高的收敛效度。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14。 

 

4. 结果 

4.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性分析如表一所示。结果显示，各研究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

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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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N = 536) 

 M ± SD 1 2 3 4 

服务型领导(1) 4.162 ± 0.042 1    

员工创新行为(2) 4.323 ± 0.042 0.517*** 1   

核心自我评价(3) 4.113 ± 0.031 0.495*** 0.514*** 1  

主动性人格(4) 4.330 ± 0.037 0.565*** 0.594*** 0.714*** 1 

注 1：*为 p<0.05 水平，**为 p<0.01，***代表 p<0.001 时，达到显著水平，下

同； 注 2：所有数值通过四舍五入保留三位小数，下同。 

4.2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Process 中的 Model 4，在控制年龄、工作年限和职位的情况下对核心自我评价在服务

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二)表明，服务型领导对员工

创新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517 , t =0.037, p<0.001)，且当放入中介变量核心自我评价后，

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 (β =0.348 , t =0.040 , p <0.001)。服务型领

导对核心自我评价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0.495 , t =0.038, p <0.001)，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新行

为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β =0.342 , t =0.040 , p <0.001)。 

表二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N=536)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B β SE t LLCI ULCI 

1 员工创新行为 服务型领导 0.517 0.517 0.037 13.966*** 0.445 0.590 

  R   0.517   

 拟合指标 R²   0.268   

  F   195.057***   

2 核心自我评价 服务型领导 0.495 0.495 0.038 13.155*** 0.421 0.569 

  R   0.495   

 拟合指标 R²   0.245   

  F   173.061***   

3 员工创新行为 服务型领导 0.348 0.348 0.040 8.700*** 0.269 0.427 

  核心自我评价 0.342 0.342 0.040   8.553*** 0.264 0.421 

  R   0.597   

 拟合指标 R²   0.356   

  F   147.283***   

此外，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及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 (见表三)，表明服务型领导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员工

创新行为，还能够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直接效应（0.348）和间

接效应（0.169）分别占总效应（0.517）的 67.31%和 32.69%。 

表三 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解表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效用占比 

总效应 0.517 0.037 0.444 0.590  

直接效应 0.348 0.040 0.269 0.427 67.31% 

间接效应 0.169 0.027 0.118 0.224 32.69% 

4.3 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 Process 中的 Model 59，在控制年龄、工作年限和职位的情况下对模型进行检验。结

果(见表四、五) 表明，将主动性人格放入模型后，服务型领导与核心自我评价的交互项对员工

创新行为(β = 0.050, t = 1.597, p <0.01)及核心自我评价(β = 0.012, t = 0.500, p <0.05) 的预测作用均

显著，说明主动性人格不仅能够在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直接预测中起调节作用，而且

能够调节服务型领导对主动性人格的预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与主动性人格的交互项对核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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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评价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089, t = -3.147, p <0.001)，说明主动性人格能够调节核心自我评价对

员工创新行为的预测作用。 
表四 调节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N=536)   系数显著性   

 被调节变量 预测变量 β SE t LLCI ULCI 

1 核心自我评价 服务型领导 0.137 0.037 3.735*** 0.065 0.210 

  主动性人格 0.641 0.037 17.392*** 0.568 0.713 

  服务型领导  

x 主动性人格 

0.012 0.024 0.500*** -0.035 0.059 

  R   0.722   

 拟合指标 R²   0.522   

  F   193.470***   

2 员工创新行为 服务型领导 0.245 0.041 6.226*** 0.175 0.337 

  核心自我评价 0.119 0.048 2.472*** 0.024 0.214 

  主动性人格 0348 0.051 6.829*** 0.248 0.448 

  服务型领导  

x 主动性人格 

0.050 0.031 1.597*** -0.012 0.112 

  核心自我评价  

x 主动性人格 

-0.089 0.028 -3.147*** -0.144 -0.33 

  R   0.649   

 拟合指标 R²   0.421   

  F   77.113***   

 

简单斜率分析表明，由图二可知，对于主动性人格水平较高(M + 1SD)的被试，服务型领导

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的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 = 0.257, t = 2.346, p <0.05)；对于主动性

人格水平较低(M - 1SD)的被试，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 = 0.298, t = 6.663, p <0.01)，表明个体随着主动性人格水平的提高，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

行为的预测作用呈逐渐升高的趋势，主动性人格起正调节作用。 

由图三可知，对于主动性人格水平较高(M + 1SD)的被试，服务型领导对核心自我评价产生

的正向预测作用不显著(simple slope = 0.183, t = 1.671, p >0.05)；而对于主动性人格水平较低(M - 

1SD)的被试，服务型领导对核心自我评价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 = 0.237, t = 5.299, 

p <0.01)，表明低主动性人格的个体随着主动性人格水平的提高，服务型领导对员工核心自我评

价的预测作用呈逐渐升高的趋势，主动性人格起部分正调节作用。 

由图四可知，对于主动性人格水平较高(M + 1SD)的被试，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新行为产

生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 = 0.419, t = 3.825, p <0.01)；对于主动性人格水平较低(M - 

1SD)的被试，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新行为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 = 0.463, t = 

10.353, p <0.01)，表明个体随着主动性人格水平的提高，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新行为的预测作

用呈逐渐升高的趋势，主动性人格起正调节作用。 

 
图二 高低水平主动性人格与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交互影响的差异图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151 

 

 
图三 高低水平主动性人格与服务型领导对核心自我评价交互影响的差异图 

 
图四 高低水平主动性人格与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新行为交互影响的差异图 

 
在主动性人格的三个水平上，核心自我评价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效

应也呈逐渐升高的趋势(见表五)，即随着被主动性人格水平的提升，服务型的领导行为更容易通

过提高员工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进而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发生。 

表五 在主动性人格不同水平上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效应类型 主动性人格 Effect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4.293(M-1SD) 0.214 0.045 0.126 0.303 

直接效应 4.330(M) 0.260 0.042 0.179 0.342 

 4.367(M+1SD) 0.307 0.056 0.197 0.417 

 4.297(M-1SD) 0.025 0.012 0.005 0.05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4.330(M) 0.015 0.009 0.001 0.037 

 4.367(M+1SD) 0.004 0.012 -0.013 0.032 

4.4 假设结果汇总 

本研究基于研究模型提出各研究假设，经数据统计分析后，现将结果整理如表六所示： 

表六 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假设内容 假设验证 

H1 服务型领导的领导行为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发生 成立 

H2 服务型领导的领导行为正向影响员工的核心自我评价 成立 

H3 员工的核心自我评价会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发生 成立 

H4 主动性人格起到正调节作用，即会增强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成立 

H5 主动性人格起到正调节作用，即会增强服务型领导对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 部分成立 

H6 主动性人格起到正调节作用，即会增强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成立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讨论 

本研究在社会交换与整体交互作用的理论视角下，以核心自我评价为中介变量、主动性人

格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明确了服务型领导是如何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

及在什么条件下服务型领导行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更显著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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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探究家长式、幽默式领导行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结果不仅能丰富不同领

导行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更能让领导者为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能力制定

更加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从而激励员工在工作中越来越多的进行自我发挥，产生创新行为为

公司发展助力。 

5.1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探讨核心自我评价在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仅有助于从整

体交互作用的视角揭示服务型领导通过何种因素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影响，而且有助于我们揭

示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多种机制。本研究发现，服务型领导不但能够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也能够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发生。本研究的结果也印证了整体交互

作用理论的观点，即人与情境是一个整合的、复杂和动态的整体，个体是其中的一部分

(Magnusson and Stattin, 1998)，员工个人特征和情境特征会相互作用、互相影响，领导者的行为会

影响员工的态度和感知。 

5.2 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整体交互作用理论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模型，对主动性人格在服务型领导、核心

自我评价和员工创新行为三者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本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能

够对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到正调节作用，还能够在“服务型领导—核心自我

评价—员工创新行为”这一中介过程中起到部分正调节作用。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主动性人格可

以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发生，能进一步促进激发员工的自我发挥，为公司的持久发展提供助力。 

5.3 研究的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探索更容易激发员工创新行为的途径，提升员工的自主创新能力来为企业、组织实

现发展的目标；让领导者为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能力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从

而激励员工在工作中越来越多的进行自我发挥，产生创新行为为公司发展助力。本研究从不同

的领导行为进行分析，由于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性，在以往的研究和实践中虽然给予了其足够的重

视，但也希望能够拓宽不同领导特质对员工创新行为研究思路。 

本研究虽然得到了部分研究结果，但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首先，会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因素众多，

本研究的模型无法完全解释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整体机制；其次，样本的选择无法代表所有类型的

员工。例如工作于更偏向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中的员工，或者是自由职业者；那么领导者的影响可能

会很小，在这时，本研究的模型很可能无法有效地进行预测。在进行后续的研究时，研究者可以针

对不同类型的员工进行更加精准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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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e Self-evaluation is a higher order of personality traits, knowledge sharing between 

employees can promote quickly between the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cope of 

knowledge and working efficiency, this study wants to explore the core self-evaluation of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the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of employees, and to join the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s intermediary variable in the model, servant leadership as a moderator variable.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management of modern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Core Self-evaluation; Service-oriented Leadership; Psychological Security; 

Employee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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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核心自我评价是一种比较高阶的人格特质，员工之间的知识分享可以快速提升组织内部成

员之间的知识范围和工作效率，本研究想要探索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程度，

并在模型中加入心理安全作为中介变量，服务型领导作为调节变量。本研究对于现代组织的管

理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 

 

关键词：核心自我评价；服务型领导；心理安全；员工知识分享行为。 

 

1. 引言 
受现代知识种类快速增长，市场环境复杂程度日益提高，为了保持企业适当的市场竞争力，

企业对于员工能力的需求快速增长。员工通过工作从企业获取报酬，但是技术是不断发展的，

企业的产品或服务都在更新迭代，知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陈雄文（2013）归

纳了知识的分类从内容角度有：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术工艺；从来源角度有：直接经验、

间接经验和内省经验；从知识所具有的性质角度分类有：显性知识和隐形知识。现如今，员工

想要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获得足够的知识和技能来应对工作和生活，必须要通过多种渠道来获

取不同的知识。对于现有知识的收集、内化和分享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知识的收集、内化

和分享，可以有力地促进知识的管理和创新，从而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张振刚、余传鹏与李云健（2016）知识分享是知识分享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一种沟通过程，

知识分享者通过演讲、教授、著作等方式将自身知 识外部化，知识接受者通过倾听、模仿、阅

读等方式将接受到的知识内部化。杨玉浩与龙君伟（2008）认为，知识分享行为是个体或组织

将本身所拥有的知识（内隐知识或外显知识），通过恰当的方式有选择地传递给其他的个体或

组织，并能够使这些知识以原有或新的形式再现的过程。 

Bharadwaj and Menon (2000) 研究发现企业内的知识共享不仅可以提升组织能力 ，还能影

响到内部员工的知识基础 ，进而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影响，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所以在日常生

产和生活中，员工的知识分享行为可以极大的提高组织的效率和生产力，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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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价值。在此背景之下，本研究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问卷调查法对员工核心自我评价与

员工知识分享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将能够使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了解自身特质，进而

引导员工改善部分特质，从而增加员工之间的知识分享行为。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相关理论 

2.1.2 整体交互作用理论 

Magnusson and Stattin (1998) 提出了整体交互作用理论。该理论提出的目的是为探测影响个

别成长的情境身份、动态特征和多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该理论认为人和情境体系是一个整合

的、庞大且动态的一个复杂整体。个体是整体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个体具有自己的行动目标; 

人与情境的交互作用遵守整体、统合、时间性、动态、组织、新异、微小效果放大这七个原则。

当个人并非独立于他所处的情境时，人会与环境构成一个完整，复杂和动态的系统。整体交互

理论就是从整体的视角起源的。 它研究了人整体的生理，心理，行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并提倡采用多元方法研究人与境之间的模式。例如职业成功是员工个人特征（如人格、价值观、

技能）和情境特征（组织支持、领导行为）所共同作用而来的结果 (Seibert & Kraimer, 2001)。  

2.2 核心自我评价与员工知识分享行为 

吴盛（2003）认为知识分享行为是一种人际间的社会互动行为。行为通常具有利己或者利

他属性，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分享行为可以带来互动，也可以满足自我表达的需求，从而达到他

人的肯定和认可，然后拉近之间的关系程度。Hooff and Ridder (2004) 的研究认为知识分享行为

是个体之间相互交换知识的过程。知识分享行为的本质就是一种交换的过程，只是这种交换行

为的标的是知识，目的是通过交换获得对方的优势。王莉与刘海兵（2018）认为个人特质会影

响员工的个人感知和工作中的行为。许多企业在招聘时采用问卷测试或者自我介绍的方式来了

解面试者的个人特质，这样有利于面试人员快速了解面试者的简单个人特质，从而初步筛选适

合企业的面试者，拥有相对较为积极的个人特质更加有利于沟通的进行和工作的开展。而

Judge (1997) 提出的核心自我评价 (Core Self-evaluation) 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到预测工作满意度的

人格因素。Judge， Locke，Durham and Kluger (1998) 提出核心自我评价包含单个人的自尊、自

我效能控制点和情绪稳定性。且核心自我评价是一种人格特质，它具有广泛性、潜在性和高阶

性等特质。一般来说，拥有高自尊水平的个人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有价值的。进而提出假设： 

H1：核心自我评价会正向影响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发生。 

2.3 心理安全的中介作用 

心理安全反映个体的内部心理状态及自我感知。Kahn (1990) 认为心理安全是员工认为在表

现及展示真实自我的时候，不用担心这种行为会遭受负面性的后果或打击而影响到自己的个人

地位、自我形象或者职业生涯。王忠诚与杨建锋（2018）认为心理安全是在表现自我时，员工

相信个人地位、形象、职业生涯等不会受到负面性评价的心理感知，也是员工在群体、组织及

人际互动中能感受到人际安全的一种共享信念。以上学者对于心理安全的定义大致相同。当人

的心理安全感知足够高的时候，人们在表现真实的自我的时候不会去怕这种行为带来负面的影

响。而核心自我评价较高的通常会对于自身的认知较为全面，外来的负面评价对于心理波动反

应较小。凌斌、段锦云与朱月龙（2010）认为员工若感知到更多的心理安全，则参与企业管理

的程度更高。进而提出以下假设： 

H2：核心自我评价会正向影响心理安全。 

H3：心理安全会正向影响员工知识分享行为。 

2.4 服务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服务型领导的概念最初由Greenleaf提出。它是一种通过情绪支持、信任和授权下属、具有

利他导向等特点的人性化的领导方式 (Liden，2008) 。它是一种以人作为重点的领导方式或者

风格，特征是强调服务组织成员为根本，提高员工对领导和组织的信任、尊重和认同；强调以

员工为中心开展工作，不仅要协助员工提升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也要提高员工对工作和自

身的价值感知，从而提高员工的内在动力；最后是强调领导者自身的带头作用，通过良性行为

产生示范效应。服务型领导通常会给组织内部带来积极效应，而且这种积极效应会影响多种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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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行为。进而提出以下假设： 

H4：服务型领导起正向调节作用，即正向调节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 

H5：服务型领导起正向调节作用，即正向调节核心自我评价对心理安全的正向影响。 

H6：服务型领导起正向调节作用，即正向调节心理安全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正向影响。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根据第二章对核心自我评价、员工知识分享行为、亲社会性规则违背和感知上级信任相关

理论的综述和本章设计的研究模型，同时结合实际研究需要对各变量的定义界定和调查量表的

选择如下： 

3.1 数据收集与样本简况 

本文的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预试问卷的发放于 2020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1 月进行。正式

问卷的发放采用便利抽样的形式进行，于 2020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2 月进行。研究的对象选择

的是福建省和江苏省内的在职员工，通过委托企业的人事部门进行发放。本研究全部采用网络

途径收发问卷，共发放问卷 577份，收回问卷 577份，回收率为 100%。回收后将回收问卷中答

题时间过短、答案全部相同以及答案前后矛盾的问卷认定为无效问卷，予以删除，共删除无效

问卷 41 份，得到有效问卷 536 份，有效率为 92.89%。数据显示，被调查者中：性别分布为：

女性为 213 人(39.74%)，男性为 323 人（60.26%）。婚姻状况为：未婚 129 人（24.07%），已婚

407 人（75.93%）。年龄分布情况为：25 岁及以下 78 人 （14.55%）；26-30 岁 68 人 (12.69%)；

31-35岁 53人(9.89%)；36-40岁 45人(8.39%)；41-45岁 72人(13.43%)；45-50岁 82人(15.30%)；

50-55 岁 110 人(20.52%)；55 岁及以上 28 人(5.22%)。受教育状况为：大专及以下 196 人

（36.6%），本科学历 299 人（55.8%），硕士及以上 41 人（7.6%）。工作年限状况为：一年以内

（包含一年）46人（8.6%），1-3年 47人（8.8%），3-5年 55人（10.3%），5-10年 48人（9.0%），

10 年以上 340 人（63.4%）。收入状况为：月收入水平 3000 元以下 96 人（17.9%），3001-7000

元 317 人（59.1%），7001-15000 元 97人（18.1%），15000 元以上 26 人（4.9%）。 

3.2 变量定义及衡量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量表采用众多学者研究检验过的量表，同时经过部分学者的翻译和校对，

以确定本研究所涉及量表的内容效度。本研究采用 Likert 量表计分，为了减弱答题结果可能出

现的“趋中效应”，提升问卷的信效度，本研究于是采用 6 点等迫式计分法，回答从“非常不

同意”到“非常同意”合计六个选项。具体如下： 

核心自我评价采用的是 Judge et al. (1998) 对于核心自我评价这一主题的定义，定义是：核

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对于自身价值、能力和才能最基础的评判估计。对核心自我评价的测量工具

是采用 Judge et al. (2003)开发的用于测量核心自我评价的量表 CSES。题项内容包括“我有信心

获得人生中应有的成功”、“有时我会感到沮丧”等。题项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对自我的核心自我

评价水平越高。删去可能有误差的相关题项后，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 χ2=18.468（DF=9），

RMSEA=0.044，SRMR=0.017，TLI=0.989，CFI=0.994，GFI=0.988，NFI=0.990，各项目因子

载荷均大于 0.69，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同时，因子的平均方差萃取 AVE值为

0.571，组合信度 CR 值为 0.888，说明量表有较高的收敛效度。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86。 

员工知识分享行为采用杨玉浩与龙君伟（2008）编制开发了中国背景下员工知识分享行为

的量表，通过对之前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访谈提纲和计

划，先对少数员工进行深度访谈，之后根据结果编制开放式问卷，对更多的受试者进行调查。

删减部分题目到最后形成一个拥有 15 道题目共三个维度（协同精神、躬行表现、分享质量）

的量表。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 χ2=5.484（DF=51），RMSEA=0.091，SRMR=0.029，TLI=0.952，

CFI=0.963，GFI=0.926，NFI=0.955，各项目因子载荷均大于 0.84，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良好的

结构效度。同时，各因子的平均方差萃取 AVE 值分别为 0.806、0.773、0.761，组合信度 CR 值

分别为 0.943、0.932、0.927，说明量表有较高的收敛效度。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0.943、

0.931、0.926。 

服务型领导取自高中华与赵晨(2014)基于 Liden et al. (2008) 所修改后的直接测量服务型领

导共 7 个题目的单一维度量表 SL。题项内容包括“当我遇到个人问题而非工作问题时，也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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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司寻求帮助”、“我的上司强调回报社区的重要性”等。删去可能有误差的相关题项后，经过

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 χ2=8.376（DF=2），RMSEA=0.077，SRMR=0.008，TLI=0.992，CFI=0.997，

GFI=0.996，NFI=0.990，各项目因子载荷均大于 0.88，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同时，因子的平均方差萃取 AVE 值为 0.795，组合信度 CR 值为 0.939，说明量表有较高的收敛

效度。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9。 

心理安全取自李召敏与赵曙明（2017）基于 Liang et al. (2012) 开发的心理安全量表，是包

含 5道题目的单一维度量表 PS。题项内容包括“我能够表达关于我工作的真实感受”、“我能

在工作中自由地表达我的想法”等。删去可能有误差的相关题项后，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

χ2=4.878（DF=2），RMSEA=0.085，SRMR=0.014，TLI=0.981，CFI=0.994，GFI=0.991，

NFI=0.992，各项目因子载荷均大于 0.79，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同时，因子

的平均方差萃取 AVE值为 0.678，组合信度 CR值为 0.894，说明量表有较高的收敛效度。问卷

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3。 

3.3 研究框架图 

 
图一 研究框架图 

 

4. 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N=536） 

 M±SD 1 2 3 4 

核心自我评价(1) 4.114±0.714 1    

心理安全(2) 3.807±0.781 .499** 1   

服务型领导(3) 4.162±0.969 .496** .524** 1  

员工知识分享行为(4) 4.325±0.818 .656** .601** .542** 1 

注 1：*为 p<0.05 水平，**为 p<0.01，***代表 p<0.001 时，达到显著水平，下同；  

注 2：所有数值通过四舍五入保留三位小数，下同。 

4.2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的中介效应检验采用 Process 中的 Model 4，在控制年龄、工作年限和职位的情况下

对心理安全在核心自我评价与员工知识分享行为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二)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β =0.752 , t =20.091, p<0.001)，且

当放入中介变量心理安全后，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 (β 

=0.544 , t =4.175 , p <0.001)。核心自我评价对心理安全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0.499 , t =13.302, 

p <0.001)，心理安全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β =0.381 , t =10.624 , p <0.001)。 

表二 心理安全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N=536)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B β SE t LLCI ULCI 

1 员工知识分享行为 核心自我评价 0.656 0.752 0.037 20.091*** 0.678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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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0.656   

 拟合指标 R²   0.431   

  F   403.636***   

2 心理安全 核心自我评价 0.499 0.499 0.041 13.302*** 0.465 0.627 

  R   0.499   

 拟合指标 R²   0.249   

  F   176.954***   

3 员工知识分享行为 核心自我评价 0.348 0.544 0.039 4.175*** 0.338 0.937 

  心理安全 0.342 0.381 0.036 10.624*** 0.311 0.452 

  R   0.728   

 拟合指标 R²   0.530   

  F   300.532***   

此外，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及心理安全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 (见表三)，表明核心自我评价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员

工知识分享行为，还能够通过心理安全的中介作用影响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直接效应(0.544)和

间接效应(0.208)分别占总效应(0.752)的 72.34%和 27.66%。 

表三 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解表 

效应类型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效用占比 

总效应 0.752 0.150 0.336 0.927  

直接效应 0.544 0.043 0.457 0.626 72.34% 

间接效应 0.208 0.031 0.151 0.273 27.66% 

4.3 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 Process 中的 Model 59，在控制年龄、工作年限和职位的情况下对模型进行检验。结

果(见表三、四) 表明，将服务型领导放入模型后，核心自我评价与服务型领导的交互项对员工

知识分享行为(β = 0.067, t = 2.281, p <0.05)的预测作用均显著，说明服务型领导不仅能够在核心

自我评价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直接预测中起调节作用，核心自我评价与服务型领导的交互项

对心理安全(β = 0.051, t = 1.698, p ＞0.05)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不能调节核心自我评价对心理安

全的预测作用。心理安全与服务型领导的交互项对元知识分享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096, t 

= -3.231, p <0.01)，说明服务型领导能够调节心理安全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预测作用。 

表四 调节效应检验 

回归方程(N=536)   系数显著性   

 被调节变量 预测变量 β SE t LLCI ULCI 

1 心理安全 核心自我评价 0.329 0.040 8.160*** 0.250 0.409 

  服务型领导 0.375 0.040 9.340*** 0.296 0.454 

  核心自我评价 

x 服务型领导 

0.067 0.029 2.281* 0.009 0.124 

  R   0.598   

 拟合指标 R²   0.357   

  F   98.556***   

2 员工知识分享行为 核心自我评价 0.431 0.036 12.056*** 0.361 0.501 

  心理安全 0.305 0.036 8.462*** 0.234 0.376 

  服务型领导 0.162 0.036 4.484*** 0.091 0.233 

  核心自我评价 

x 服务型领导 

0.051 0.030 1.698 -0.081 0.111 

  心理安全 

x 服务型领导 

-0.096 0.030 -3.231** -0.154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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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0.748   

 拟合指标 R²   0.559   

  F   134.565***   

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对于服务型领导水平较高的被试，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知识分享

行为产生较低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对于服务型领导水平低的被试，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知识分

享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表明随着服务型领导水平的提高，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知

识分享行为的预测作用呈缓慢升高趋势，服务型领导起正向调节作用。 

由图三可知，对于服务型领导水平较高的被试，心理安全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产生显著的

正向预测作用；而对于服务型领导水平较低的被试，心理安全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也产生显著

的正向的预测作用，且预测程度强于服务型领导水平高的被试。这表明随着服务型领导水平的

提高，心理安全对员工知识分享水平的预测作用呈升高的趋势，服务型领导起正向调节作用。 

 
图二 高低水平服务型领导与核心自我评价对心理安全交互影响差异图 

 
图三 高低水平服务型领导与心理安全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交互影响差异图 

在服务型领导的两个水平上，心理安全在核心自我评价与员工知识分享行为关系中的中介

效应也呈逐渐升高的趋势，即随着被服务型领导水平的提升，核心自我评价更容易通过提高员

工的心理安全水平进而促进员工知识分享行为发生。 

 

5.讨论 
本研究在整体交互作用的理论视角下，以心理安全为中介变量、服务型领导为调节变量构

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明确了核心自我评价是如何影响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及在不同

心理安全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更显著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探究的是外部因素对员工

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结果不仅能丰富不同程度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知识行为的

影响机制研究，更能让管理者为进一步激发员工的知识分享行为能力提供更为有效的管理方式，

从而激励员工在工作中尽可能多的吸收和利用知识，产生分享行为来提升自身和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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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心理安全的中介作用 

探讨心理安全在核心自我评价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之间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仅有助于从

整体交互作用的视角揭示核心自我评价通过何种因素对员工知识分享行为产生影响，而且有助

于我们揭示影响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多种路径。本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不但能够正向影响

员工知识分享行为，也能够通过心理安全的中介作用促进员工创新知识分享发生。本研究的结

果也印证了整体交互作用理论的观点，即人与情境是一个整合的、复杂和动态的整体，个体是

其中的一部分(Magnusson and Stattin, 1998)，员工个人特征和外部情境会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管

理者的行为会影响员工的态度和感知。 

5.2 服务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整体交互作用理论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模型，对服务型领导在核心自我评价、心

理安全和员工知识分享行为三者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本研究发现，服务型领导

能够在低水平时对核心自我评价与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关系中起到正调节作用，还能够在“核

心自我评价—心理安全—员工知识分享行为”这一中介过程中起到部分路径正调节作用。本研

究的结果表明服务型领导可以促进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发生，从而可以带来员工认知、企业效率

等方面的提升，增加企业和员工的竞争力。  

5.3 研究的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探索更容易激发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途径，提升员工知识分享意愿来为企业、组织

提高效率和竞争力；让管理为进一步激发员工的知识分享意愿制定更加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

从而激励员工在工作中越来越多的进行知识或经验的分享，提高效率为公司添砖加瓦。本研究

从核心自我评价开始分析，由于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重要性，在以往的研究和实践中给与了一

定的关注，但是外部环境对于员工知识分享意愿和行为的影响依旧存在。本研究虽然得到了部

分研究结果，但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首先，会影响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因素在不同维度有很

多，本研究的模型无法完全解释影响员工知识分享行为的整体机制；其次，简便抽样所得的样

本无法代表所有类型的员工。例如依靠知识获取报酬的员工，或者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员工；那

么管理者的的影响可能会很小，在这时，本研究的模型很可能无法有效的进行预测。在进行后

续的研究时，研究者可以针对不同行业的员工进行更加全面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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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is research question,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s a relationship model from locus of 

control to decent work perception. It uses convenience sampling to study employees in 

Chongqing, partly involving cities such as Sichuan and Guizhou. Electronic questionnaires 

Release for testing. It is estimated that 620 method questionnaires will be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SEM). The expected results are: locus of contro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 complaining behavior; employee complaining behavior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decent work perception; employee complaining behavior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all five dimensions of decent work perception (Decent work rewards, Decent sense of the job, 

decent sense of career development, decent sense of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Decent working 

atmosphere); employee complaining behavior about locus of control and decent work perception 

there is an intermediary effect; job burnout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us of 

control and employee complaining behavior. 

 

Keywords: locus of control; employee complaining behavior; job burnout; decent work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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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讨员工的归因倾向如何影响体面劳动感知。基于此研究问题，建立内控-外控归

因倾向到体面劳动感知的关系模型，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主要对重庆地区的从业人员进行研

究，部分涉及四川、贵州等城市，电子问卷发放施测。预计方法问卷 620 份，通过结构方程

(SEM)进行数据分析，预期结果为：外控倾向正向影响抱怨；抱怨负向影响体面劳动感知；抱

怨负向影响体面劳动感知的五个维度（工作回报、工作岗位、职业发展、职业认可、工作氛

围）；抱怨在外控倾向与体面劳动感知之间存在中介效果；工作倦怠正向调节外控倾向与抱怨

的关系。 
 

关键词：内控-外控倾向；体面劳动感知；员工抱怨行为；工作倦怠  
 

1.绪论 

1.1 研究背景 

体面劳动不仅国际劳工组织的战略目标，还是中国一直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体面劳动的研

究也逐渐由宏观走向微观。自 1996 年第 87 届国际劳工大会首次提出“体面劳动”以来，更多的

是将它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提出，因为研究难度较大，所以目前学术界对体面劳动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概念的界定 (Florence, 2003)、量表的研发 (Jeannette et al., 2005)、实证研究 (Paredes et al., 

2008)等三个方面，目前我国对此的研究成果较少，且极少有研究者从心理角度研究体面劳动 

(Pereira et al., 2019)。而体面劳动感知则是个体对体面劳动的内心感受，是一种对所从事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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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态度，是一种微观表现，与之相关的研究正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且随

着 COVID-19 致使的经济社会改革和逐年递增的就业需求，体面劳动已经成为政府、企业和员

工个体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它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实现“中国梦”有着深远的意义。 

1.2 研究目的 

由于过往体面劳动的研究大多过度关注制度层面（宏观）的指标 , 而忽视了个体层面（微

观）。因此本研究从体面劳动个体层面（即，体面劳动感知）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

查法和统计分析法，通过实证研究来探索中国企业员工体面劳动感知的心理归因倾向。 

本研究主要探索内控-外控倾向对抱怨的影响；探讨员工抱怨行为对体面劳动感知的影响；

揭示抱怨在心理控制源对体面劳动感知间的中介作用；验证工作倦怠对内控-外控倾向与员工

抱怨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1.3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体面劳动感知的相关研究目前处于探索阶段，关于体面劳动感知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其量表

的修订和对其结果变量的探讨，对前因变量的研究几乎没有。本研究将体面劳动感知作为因变

量，探讨影响体面劳动感知的心理控制机制，为体面劳动感知前因变量的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本研究丰富工作倦怠在中国情境下的理论研究。以往学者对于工作倦怠的前因变量研究大

致可分为个人层面和工作资源层面两个层面，很少以行为作为工作倦怠调节变量进行研究。 

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抱怨则多以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对企业员工的工作状态问题关注较

少，因此本研究对抱怨和体面劳动感知的关系进行研究，探索员工抱怨行为对体面劳动感知及

其五个维度，为组织行为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实践意义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个体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劳动者对自身体面劳动的感知会

随着其成长与发展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创造让劳动者“体面劳动”的环境和氛围只是实现体面劳

动的必要前提，而让劳动者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感知到工作的体面性，提升其劳动尊严感才

是体面劳动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因此，从感知的角度动态分析企业员工体面劳动的实现路径，

对于实现宏观体面劳动的个体转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了解现阶段中国企业员工体面劳动感知的侧重点，有利于企业帮助

员工的正确感知体面劳动，提高员工企业自豪感、劳动尊严感以及工作热情，从而提高企业绩

效。 

组织中都存在内控-外控倾向的员工，所以本文从心理控制角度，探讨工作倦怠对员工抱

怨行为的调节机制，让企业管理者重视员工抱怨行为，为企业建立良好工作氛围，实现以人为

本的管理方式，打造企业和员工“共赢”的局面。 

 

2. 文献探讨与假设发展 
2.1 理论基础 

知觉公平理论学派是以公平激励理论和社会交易理论的主要观点为基础归纳延伸而来的。

公平理论指出，交换双方很多时候不是追求“绝对”的利益平等，而是追求一种投入产出比的平

等。该理论广泛流行于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研究领域，主要是用来预测与判别组织冲突时个

体行为与表现。Adams and Jacobsen (1964) 认为，正常情况下，个体往往会在企业内部或者组

织内冲突发生以后，把自己或者相近的参考系作为付出的一方，在权衡收益后才形成主观层面

的知觉公平水平。Bies and Shapiro (1987) 认为，个体在进行抱怨的过程中，知觉公平理论可以

是衡量其心理状态的一个指标。综上所述，在个体与组织的互动过程中，知觉公平感知会影响

个体的行为方式。当个体认为组织的供给达到了自己的心理预期水平，那个体一般就不会产生

抱怨或工作倦怠等感知或行为；反之，那个体一般就会产生上述感知或行为。 

2.2 内控-外控倾向对员工抱怨行为的影响 

内控-外控倾向（Locus of Control，简称 LOC）也被译为心理控制源或内外控人格特质。最

早 Rotter (1966) 将内控-外控倾向定义为个体行为对行为事件结果的控制归因为本身因素还是外

部环境的一种倾向。Levy et al. (2004) 在此基础上，界定了工作情景下内控-外控倾向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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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体将雇佣中获得的奖励和结果（薪水、晋升等）看作是由个人的行为所导致（内控），还

是由个体无法控制的其它因素所造成（外控）。 

员工抱怨又叫员工申诉，而抱怨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心中不满，诉说别人的不对”。

较早 Bagozzi et al. (1999)将抱怨定义为是一种发泄愤怒和挫折感并寻求补偿的方式。Fang et al. 

(2016)认为抱怨是员工对其雇用条款和条件的任何方面或与组织管理有关的其他问题的不满。 

与具有外控倾向的员工相比，内控型员工会更少的抱怨（Krishnan & Valle, 1979）。相反，

外控性员工在面临不好的结果时，更容易将原因归结于外部因素，并为自己找借口（Basgall & 

Snyder, 1988; Snyder et al., 1983），从而会表现出更多的抱怨行为。相比外控者而言，内控者少

了更多对于外部工作条件的抱怨，取而代之的是对自身的思考和对自己提出更高的工作要求

（刘祯，2013）。因此，提出假设： 

H1：外控倾向对员工抱怨行为有着正向预测作用 

2.3 员工抱怨行为对体面劳动感知的影响 

体面劳动的概念是第 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国际劳工组织局长 Juan Somavia首次提出的，即

“在自由、平等、安全和保障人格尊严的条件下，不论男女均能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工作机

会”。而体面劳动感知的概念基本上都是通过对体面劳动概念延展而来的。它是个体的内心感

受，是个体对所从事工作的一种主观态度（刘伟等人，2013）。毛冠凤等人（2014）对体面劳

动感知的定义和维度划分，体面劳动感知是指个体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工作回报、工作岗

位、职业发展、职业认可和工作氛围五个方面的体面程度。 

目前没有关于员工抱怨行为和体面劳动感知关系的直接研究，但是已经有一些关于行为对

心理感知的相关研究。一般来说，行为是能够影响个体对事物的感知的，Wu et al. (2018)也提

到负面的行为会影响自我的认知。而员工抱怨行为是因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等不合心意的原因后

可能产生的负面行为，体面劳动感知是感知自己得到组织、社会、他人认可以及对职业和工作

内容认可的程度，因此，提出假设： 

H2：抱怨行为对体面劳动感知有着负向预测作用 

工作回报体面感指个体对从组织获得的包括工资、福利等物质收入方面的体面程度的感知。

Price (1976) 等学者研究表明，相对于不抱怨者而言，抱怨者受过的教育程度更高，且降职、离

职的经历更多，晋升的经历更少。一般情况下，晋升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加薪，而员工的工作回

报感知体主要体现在薪酬待遇上；如果在同一水平城市，同一行业的同等工作，个体的薪资都

大致相同，那么当个体工作薪资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时，个体对工作回报的感知就会更大。

Rubel and Kee (2015)也指出，薪资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方向和公平性会影响个体对体面劳动的

感知。除了薪酬方面以外，福利也是工作回报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组织行为学家赫兹伯格的

双因素理论，薪酬和福利为保健因素，只能消除不满意感，只有激励因素才能带来满意感，从

而让员工感到体面，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a：抱怨行为对工作回报体面感有着负向预测作用 

工作岗位感知很大程度体现在工作环境以及工作负荷方面。抱怨还具有传染性，当某个员

工开始抱怨时，会向其他员工传播负面情绪（陆露、刘军，2016），但可能很快就会有越来越

多的员工加入到抱怨的行列，而这些行为反应可以产生负面影响的工作环境 (Lena & Jan, 2013)。

工作负荷方面，合理的工作量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超负荷的工作量容易让员工产生疲劳感。

而抱怨作为一种常见的、破坏性小的发泄行为，随着长时间的抱怨，也可能会出现拒绝完成工

作任务、破坏公司财产等过激行为，有研究表明，负面行为会加重疲劳感 (Srivastava & Dey, 

2020)。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b：抱怨行为对工作岗位体面感有着负向影响 

职业发展体面感指个体对在组织中感受到的职业发展前景的好坏程度。组织支持感作为工

作岗位感知的主要组成部分，许多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满意度成正比，组织支持感高

会导致工作满意度更高 (Zumrah & Boyle, 2015; Albalawi et al., 2019; Maan et al., 2020)。所以，

当员工因为不满产生抱怨行为时，可能会负向影响组织支持感；而感知的组织支持与职业发展

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Tansky & Cohen, 2001)。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c：抱怨行为对职业发展体面感有着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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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氛围体面感指个体在组织中所感受到的工作氛围优劣程度，它决定人们在组织内部工

作时的心态和情绪，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抱怨行为往往是个体对消极感知后的

表达，Kauffeld and Meyers (2009)研究表明，抱怨会在沟通中循环传播，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抱

怨会导致更多的抱怨，最终会导致群体情绪，从而导致企业产生恶性的工作氛围。且有相关研

究指出中，情绪氛围的传递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个体或工作亲体的认知、态度和行为 

(Barsade, 2002)。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d：抱怨行为对工作氛围体面感有着负向影响 

职业认可体面感指个体目前所从事的职业得到社会的认可程度或他人的评价状况。它是工

作回报，工作岗位，职业发展，工作氛围各方面情况的综合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的主

流价值观。研究表明，当员工沉浸在积极、鼓舞人心的工作环境中，会对组织产生认同感 

(Men & Yue, 2019)，从而增强对职业的认同感；但当员工沉浸在抱怨行为时，会通过不自觉的

夸大事情的严重性和范围来获得听众的认同，长此以往，会负向影响个体对某些职业的认同感

知；且社会认可度是工作回报、工作岗位、职业发展和工作氛围各方面情况的综合体现，因此，

综合前文提出的文献与假设，本研究提出假设： 

H2e：抱怨行为对职业认可体面感有着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H3：体面劳动感知负向调节外控型员工与抱怨行为的关系 

2.4 工作倦怠的调节作用 

工作倦怠又叫职业倦怠, 国内也有学者将它翻译为“工作衰竭”、“职业枯竭”、“职业

过劳”等。Schaufeli and Greenglass (2001)认为工作倦怠是在长期面临具有强烈情感需求的工作

环境下，所产生的生理、情感和心理的耗尽状态。李超平与时勘（2003）将工作倦怠定义为指

个体面对自己的工作，不能有效的应对，而后又经过长时间累积而产生的一种反应，其中包括

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三个维度。 

外控型员工认为成功的关键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运气，他们将行为结果寄托在外界因素上；

而内控型员工则认为成功的关键在于自己，他们把所有的结果都寄托在自己上。因此外空型员

工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Deligkaris et al. (2014)研究中提到，精疲力尽的人经常会抱怨困

难；有研究人员提出，人格可以通过其对内在状态的影响来影响行为 (Zellars et al., 2004)。 

H4：工作倦怠正向调节外控倾向与抱怨行为的关系 

 

3.研究方法 
3.1 研究框架 

 
图一 本研究之框架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变量的衡量 

内控-外控倾向本研究采用的是 Spector (1988) 研发的工作环境下的内控-外控倾向量表 

(Work Locus of Control Scale, WLCS) 进行测量。该量表同质信度、构想效度、效标效度均较理

想，且其在中国应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均较高。由于内控-外控归因倾向是通过内控和外控的

高低程度来表达的，即对于同一个问题，高度的内控就意味着低度的外控。所以研究者为调研

对象的认同程度达到分值越高越外控，分值越低越内控的统一标准，将对象认同程度由低到高

的分值进行设计的同时还将其中八个项目进行逆向评分。该量表由 16 个题项组成，内部一致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166 

 

性系数介于 0.75-0.85 之间，采用 Likert 6 点计分，只考察个体间认知的差异，没有中间选项，

依“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给予 1-6 分，其中还对 8 个项目进行了逆向评分。 

体面劳动感知本研究采用的是毛冠凤等人（2014）研发的体面劳动感知量表，该量表共 16

个题目，题项描述的均是体面劳动感强的情形，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 0.65-0.78 之间，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进行测量，1 代表“完全不同意”，5 代表“完全同意”。 

抱怨本研究采用的是余璇等人（2018）参照 Brown and Chandrashekaran (1998)对显性抱怨

与隐性抱怨的调查表进行修订的量表，该量表由 7 个题项组成，采用 Likert 6 点计分，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863，符合测量标准。 

工作倦怠本研究采用的是李超平和时勘（2003）研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 MBI-GS 量表，该

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整个量表包含情绪衰竭、玩世不恭、成就感低三个维度，且他们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0.83 及 0.82，在国内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也得到了证明。量表共

15 个题项，其中成就感低落维度采用逆向评分的方式。整个量表采取 Likert 5 点计分方式。 

3.3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便利抽样的抽样方法，主要对重庆地区企业在职员工进行调查，部分涉及四川、

贵州等地区的企业在职员工。重庆作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又是中共中央西南局、西

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和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选取中国重庆市作为样本主要收

集地具有较强代表性。 

本研究调查问卷共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向调查者说明调查者姓名和本次调查目的，

并保证所调查数据的隐秘性和用途；第二部分，各变量量表题项，包括内控-外控倾向量表 16

题、体面劳动感知16题、抱怨量表7题、工作倦怠量表15题，该部分问卷是通过与导师探讨，

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进行小范围的修正，以确保每个题项通俗易懂，避免歧义的产生，且

使之更适合本研究所探索的内容；第三部分，个人属性的统计，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公司性质、工作年限、于目前就业单位工作年限和目前就业单位的工作职务 8 项基

础信息。 

根据 Ghiselli et al. (1981)提出发放的问卷数量至少应是题项的 5-10 倍，本研究共 62 题，应

发放问卷数 310-620 份，因存在无效问卷的情况，故拟定发放问卷 620 份。目前已联络了两家

企业，争取同意，预计 2月 20 日-3 月 5 日期间发放问卷 620份问卷。 

本次问卷是通过与导师探讨，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进行了小范围的修改，以确保每个

题项通俗易懂，避免歧义的产生。问卷的收集采用匿名形式，因疫情原因，主要通过电子问卷

发放施测，少部分进行纸质问卷的发放。其中，电子问卷发放的方式主要通过“问卷星”中生

成的链接和二维码在微博、微信、QQ 等社交网络方式进行发放；少量通过企业邮箱投递的方

式进行发放；而纸质问卷发放方式则是通过委托他人到已沟通好的公司进行填写。 

 

4. 预期研究成果 
在问卷回收后，为防止无效问卷干预研究数据，本研究将会对所收回的问卷进行严格的筛

选。首先将连续 10 题答案一致、所有答案存在明显规律、个人属性部分出现明显冲突（如：

工作年限小于在目前单位工作时间）的问卷予以剔除；然后因“内控-外控归因倾向”量表分

数越高越外控，分数越低越内控，内控-外控间无明显界限，所以，在将反向题重新进行编码

后，将正向题和反向题分别加总求平均值，相减后若为 0，则剔除该问卷；最后，为增加研究

的准确性，目测筛选出不符合“内控-外控归因倾向”量表的得分大多数（至少 10 题）在区间

[1,3]或者[4,6]要求的问卷，予以剔除。后将通过 SPSS 与 AMOS 统计软件，来对各项数据进行

检验分析。 

在得出数据分析结果后，根据数据对每一个变量与假设进行讨论，得出研究成果。预计所

获数据足以支撑研究假设：外控倾向正向影响员工抱怨行为；员工抱怨行为负向影响体面劳动

感知；员工抱怨行为负向影响体面劳动感知的五个维度（工作回报体面感、工作岗位体面感、

职业发展体面感、职业认可体面感、工作氛围体面感）；抱怨在外控倾向与体面劳动感知之间

存在中介效果；工作倦怠正向调节外控倾向与抱怨行为的关系。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167 

 

根据预计研究结果，理论上，本研究对体面劳动的研究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拓展了

体面劳动的研究领域。以往对体面劳动的研究更多是针对国家层面的，对各个国家体面劳动水

平进行测量和横向比较，或是从国家、社会等宏观角度探讨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全面发展与社

会福利等之间的关系，或是实现体面劳动的意义、途径等一些宏观上的问题。而本文的研究是

从微观个人层面出发，探讨体面劳动感知的心理归因倾向。这有利于体面劳动理论体系的构建

与完善，并为有效的解释员工体面劳动感知增添一种全新的逻辑。 

实践上，企业管理者应意识到员工抱怨的重要性，将员工的抱怨行为列入组织管理工作中

关键点之一，在员工抱怨行为发生时，及时探询员工产生抱怨的缘由与内容。本研究证明，内

控-外控倾向员工会因抱怨感知到不同程度的体面劳动，工作倦怠会加剧抱怨的发生。因此，

组织有责任采取一些措施以减少企业中过度的抱怨行为，如建立起能够匹配员工个人爱好、社

交、休闲方面的平台，享受员工创造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为员工提供更多私人空间，劳逸结合，

缓解员工工作倦怠；构筑合理的沟通机制与交流平台，给与员工足够的组织支持感和合理的工

作资源，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组织管理者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从源

头疏通，达到降低抱怨行为，提高员工的体面劳动感的目的。 

本研究结合本研究可能存在的不足，给出相关建议：在研究的取样方面，在条件的允许下，

可能扩大样本的范围，企业、地域等，也可以选取某一特定行业进行研究，以增加研究结论的

准确性；企业应重视员工的抱怨管理问题，建立并完善企业抱怨管理机制，营造和谐的工作氛

围，帮助员工正确感知体面劳动，提高员工对企业的自豪感和工作的热情；关于体面劳动感知

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可以考虑将其他心理或行为变量纳入这个构念模型中，对体面劳动感知进

行全面的探索，以丰富体面劳动感知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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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generation is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More and more 

consumers choose to make purchases online. viral marketing is a common method of online 

marketing. It is a common method that uses the principle of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 

Conformity, the need for social identity, as a common psychology of consumers, is easily 

affected by the way of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 but the consumer's perceived risk has 

an impact on the purchase method to a certain extent. Adopt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put forward hypotheses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make nuclear explosion 

marketing and online purchases from the crowd. The method shows the impact to be studied. 

Taking online consum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directly distributed questionnaires 

on the Internet and conducted random sampling. It is expected to issue 500 questionnaires, so 

a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nuclear marketing and conformity on online purchasing decis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dentity regulation and perceived risk. The research has expanded 

relevant research idea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in certain Chengdu areas, enriched relevant 

research content, provided a certain reference basis for studying consumer behavior, and 

provided follow-up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Viral Marketing; Conformity; Network; Perceived Risk; Social Identity 

 

核爆式营销与从众心里对网络购买决策的影响:以知觉风险为中

介，社会认同需求为调节作用 
陈夏垚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490062579@qq.com 

 

摘要 
现世代是网络飞速发展的世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在网络进行购买，核爆式行销

（Viral Marketing）是在网路行销中一种常的用手段，而利用口碑传播的原理进行的一种常用

手段，而从众心理（Conformity），社会认同需求作为消费者的一种常用心理，并且容易被口碑

传播的方式影响，但消费者的知觉风险（Perceived Risk）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购买决策产生影响，

并且对核爆式行销和社会认同有一定的分析规避作用，研究核爆式营销与从众心里对网络购买

决策的影响，对研究消费者行为有积极的意义。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旨在研究在大网络时代下，

核爆式营销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在核爆式营销的情况下，消费者从众心理对消费者购买决策

行为的影响，以及在核爆式营销的影响下，消费者的知觉风险与社会认同需求对消费者购买行

为的影响程度的不同。同时本研究也意在可以为企业提供合理的网络行销的方式，利用消费者

的口碑以及从众心理，结合自身的条件，使用更适合自己的网络行销方式。本研究以网络消费

者为研究对象，直接在网络上采取网络发放问卷并进行随机抽样的方式，预计发放 500 份问卷，

来探索核爆式营销与从众心里在社会认同的调节与知觉风险的影响下，对网络购买决策的影响。 

 

关键词：核爆式行销；从众心理；网络；知觉风险；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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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引言 

近年来，网络飞速发展，各类社交媒如微博、微信、YouTube、推特，交易平台如淘宝、

天猫、亚马逊、eBay等依赖网络的交流方式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网络上进行信息获

取，一些刷屏级别的营销传播现象越来越多，有的品牌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人尽皆知的“网红”

品牌。如，华为（HUAWEI）Nove8 系列新品手机的推广以及 P50 系列的曝光；游戏科学

（GameScience）公司研发的单机动作游戏《黒悟空：神话》在 YouTube 有 700 多万播放量，

在哔哩哔哩（BiliBili）甚至有三千万播放量，一百多万的转发量。这些优质的内容以及庞大的

观看转发量，公司通过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优质的在线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章、图片、视频、互

动、广告一系列的方式，来引发消费者主动的分享，从而使该内容像病毒一样传播，核爆一样

发散，这种传播方式就是核爆式行销，而这核爆式行销就是在各类平台，通过公众讲资讯公布

出去，利用口碑传播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 

核爆式营销是利用口碑传播，将一些推介从一位用户直接的、带有个人思考的、对于被传

播着可信的，且有意义的方式传播出去，让用户彼此间接触进行传播，这种传播也称为“耳语”

（刘瑾，2016）。由于各类软件的飞速发展，对于网络传播的方式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互相认识

的用户之间的交流或者传播给熟识的人，也有通过抖音短视频快速传播，淘宝可以直接询问其

他已购买的用户对产品的想法，也有通过 Youtuber 打广告，令喜爱的观看用户了解主播推广的

产品。这类口碑传播依赖于用户之间的交流，而从众心理就是个人容易受外界人群的行为或现

象的影响，从而表现出符合公众舆论或者大多数人的行为，同时因为社会认同需求，害怕承当

由于不合群而产生的社会排斥，而选择根据大众的想法，或者专家的推荐，从而选择消费。而

知觉风险，是消费者能够知觉到的，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隐含的某种不确定性，消费者购买前

可能无法预知自己的购买是否正确。 

1.2 研究意义 

1.2.1 研究对象 

在研究对象方面。网络获取信息资源，网络消费是大部分消费者选择的方式，消费者更愿

意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逛街，浏览实体产品的情况下购买产品，而消费者选择购买产品的

原因，在自己查找产品的情况下，也有从他人口中得知，从网络主播处了解，从网络广告处了

解等方式，由于信息的不确定性，所以消费者自己对产品的感知也十分重要，而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的知觉风险和从众心理哪一部分对消费者的影响更大，对企业研究消费者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选取网络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在消费者对行销的感知情况，大众的影响，消费者知觉风险

等相关研究中丰富考量范围，从而丰富相关研究的内容。 

1.2.2 研究视角 

在研究视角方面。从众心理，社会认同都对消费者的决策影响有文献研究，核爆式行销的

行销方式有文献研究，而知觉风险也是研究消费者的主要研究方向，而将核爆式行销与从众心

理相结合，在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下，研究消费者的网络购买决策的研究，是在一定程度上扩

展了研究思路，同时用消费者知觉风险，社会认同需求作为中介与调节，填补空白，丰富相关

的研究内容，为企业研究消费者行为，以及企业的行销方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2.文献综述 
2.1 网络购买决策的定义 

消费者购买决策（Purchase Decision）是指消费者谨慎地评价某一产品、品牌或服务的属

性并进行选择、购买能满足某一特定需要的产品的过程。广义的消费者购买决策是指消费者为

了满足某种需求，在一定的购买动机支配下，在可供选择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购买方案中，

经过分析、评价、选择并且实施最佳的购买方案，以及购后评价的活动过程。是一个系统的决

策活动过程，包括需求的确定、购买动机的形成、购买方案的抉择和实施、购后评价等环节

（程云行、李毅彩、石功雨，2010）。而网络购买决策（Network Purchase Decision）就是基于

网络的情况下，消费者进行的购买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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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网络购买决策的衡量 

随着近几年网络的高速发展，网购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购物形式，1975 年美国学

者菲什拜因（Fishbein）与阿耶兹（Ajzen）提出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理论），这个理论是假设人都是理性人（Rational Actor）并且人在决定做出某一个行为时

会提前根据得到的信息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意向。此类模型主要是用于研究态度和个人的行为准

则是如何有意识地影响个人的行为意向和行为。20世纪 50年代纽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

坦（Morgenstern）在公理化假设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建立不确定条件下对理性人

选择进行分析的框架,称为期望效用函数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1954 年 Savage 提出主

观期望效用理论模式（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ies，SEU 模式）是建立在纽曼和摩根斯坦所设

计的公理体系基础上，其包含效用关系的完备性（Completeness）、传递性（Transitivity）与替

换性（Substitution）、决策者偏好的一致性（Preference）等，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该理论的优势

原则和无差异原则与现实决策不符。后有 Gilboa 和 Sehmeidler 提出的多先验期望效用模型进行

修改和补充。1955 年西蒙（Simon）提出了有限理性模型（Simmon's Bounded Rationality 

Model），用满意标准和有限理性标准，改用“社会人（Hypothesis of Social Man）”取代“经济

人（Economic man）”，大大拓展决策理论的研究领域，以未必能够做出效用值最大化的决策。

该理论认为消费者在做最终的购买决策之前受各方限制，不可能收集到所需产品的全部信息，

且每个消费者获得信息的能力不同，有高有低。除此之外，内外部因素也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

决策。1970 年卡尼曼（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研究并提出前景理论

（Prospect Theory），是修正了主观期望理论进而发展来的。前景理论是目前关于消费者决策理

论当中比较有说服力的理论（李茹，2018）。 

2.3 核爆式行销的定义 

核爆式行销（Viral Marketing）又称病毒式营销、病毒性营销、基因营销。核爆式营销是一

种对受众产生影响，以牺牲成本的方式推广商品和服务，并通过目标受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

产品信息的传播。核爆式营销的本质是，原始信息，作为一个现成的营销信息的想法，被核爆

式地传播，作为推荐观看的信息。因此，信息与优势相联系，而不是强加的广告吸引力。在互

联网上传播信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社交网络。社交网络是影响公众舆论的有力工具。他们影

响商业、政治和社会。由于大量参与者的自由互动，信息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具有与流行病学

相似的特点（Utakaeva，2019）。学术界最早提出核爆式行销的概念的学者是是贾维逊（Steve 

Jurvetson）和德雷伯（Tim Draper）。核爆式行销的销售方式的来源主要是基于口碑营销（Word-

of-mouth Communication），现在称为耳语（Buzz）的一种营销方式，而相对于口口相传的口碑

营销的方式，核爆式行销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产生的，如 1996 年创立的 Hotmail，在推广自己

的邮箱服务的时候，就采用了病毒营销的模式，在邮件中设置一个连接，每个收到 Hotmail 邮

件的用户，都可以轻易的通过此连接注册 Hotmail，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每个用户都成为

Hotmail的免费的宣传者（周丕化，2013），此方式让Hotmail在创建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获得了

多达 1200 多万的用户注册量。最早进行探讨营销方式以核爆式，即病毒式进行行销的，是由

Douglas Rushkoff 所著的《媒体病毒：流行文化中的潜藏议题》（Media Virus: Hidden Agendas in 

Popular Culture）中提到，让用户“感染”用户的宣传方式，一则消息传达到“易感染”用户身

上，用户接着“感染”其他“易感染”用户。而最终界定定义核爆式营销的学者是史蒂夫·尤

尔维森（Steve Jurvetson）和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通过 Hotmail的成功原因分析后提出。

而随着网络高速发展的现代，核爆式营销的手段被逐渐接受且使用程度较高。 

2.4 核爆式行销的衡量 

自 1997 史蒂夫·尤尔维森（Steve Jurvetson）提出核爆式行销以来，世界的学者对核爆式

行销进行大量的研究，2000 年美国电子商务顾问 Ralph F·Wilson 博士在其发表的研究中将一个

有效的核爆式行销战略的基本要素归纳为 6 个方面。也有研究表明，成功实施核爆式行销需要

五个步骤。而社交媒体是支持和促进核爆式营销的 Web 2.0 应用程序。核爆式行销有助于在客

户中激发口碑（Hausmann，2012）。也有研究表明核爆式行销是一种功能强大但是危险的营销

工具（Klopper，2002）。同时，对核爆式行销的研究还有，核爆式行销的机遇和风险，影响核

爆式行销的因子，消费者传递营销的影响因素动机，核爆式营销的由来及发展，对核爆式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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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一个框架，也有文献研究在核爆式行销中，不同的角色行为造成的后果，而在社会化网络

中，不同的成员影响力不同，所造成的可传播的能力也不同，并开创出一系列算法等。 

2.5 从众心理的定义 

从众心理（Conformity）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现象，从众是指迫于群体压

力，人们在知觉、判断、认识方面表现出符合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倾向。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

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的 “游动错觉实验”和 40 年代所罗门·阿希的“线条实验”对从众心理

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实验表明人们在群体压力下极容易出现从众倾向。 平时人们常说的

“随大流”与“人云亦云”都是从众行为的体现。 从众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俗话

说“枪打出头鸟”，当大多数人都选择同一个观点的时候，很少有人愿意去做一个“另类”或

“偏离者”，避免成为“异类”促使人们改变自己原本的态度，而去选择从众行为作为保护自

己的交往策略（明艳、李慧征，2020）。从众心理的研究主要有对从众行为的心理探析，提出

应该摒弃盲目从众 ,鼓励理性从众;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李云捷、

伍永亮等，2008）。从众心理的成因及对策，从网络微博角度分析从众心理，人们对 “从众” 

一直有两种态度:肯定和否定。而从众具有两重性:积极和消极。其消极的一面是因求共性而束

缚了思维，抑制了个性发展，扼杀了创造力，使人墨守成规变得没有主见;其积极的一面是有

助于学习他人所长，吸取他人的智慧和经验，扩大自己的视野，克服盲目自信和固执己见，

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以便减少误会等不必要的烦恼（高涵，2012）。大学生从众心理的分析，

社会对从众心理的影响等。 

2.6 从众心理的衡量 

早在 1956 年，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Eliot Asch）就进行了一次经典性研究一

三垂直实验，阿希从众实验（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s）。他让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的 50 名

男生参加了一项“视力测试”。阿希把一个真的参与者和七个同谋者在一个房间里这些同盟军

事先就他们在面对直线任务时的反应达成了一致。真实的参与者并不知道这一点，并被引导相

信其他 7 名参与者也和他们一样是真实的参与者。 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必须大声说出哪条比较线

（A, B 或 C）最像目标线。答案总是显而易见的。真正的参与者坐在最后一排，最后给出答案。

阿希感兴趣的是，真正的参与者是否会遵从多数人的观点。阿希的实验还有一个控制条件，即

没有同谋，只有一个“真正的参与者”，阿希测量了每个参与者同意多数人观点的次数。平均

而言，大约有 32%被置于这种情况下的参与者在关键试验中顺从了明显错误的大多数。在 12

个关键试验中，大约 75%的参与者至少遵守一次，25%的参与者从未遵守。在对照组中，在没

有服从同盟者的压力下，不到 1%的参与者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为什么参与者这么容易顺从呢?

当他们在实验结束后接受采访时，大多数人说他们并不真的相信自己的答案，而是因为害怕被

嘲笑而跟着小组走或者被认为是“特有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他们真的相信这个小组的答

案是正确的。显然，人们服从有两个主要原因:因为他们想融入群体，即规范影响，因为他们

相信群体比他们更了解情况，即信息影响（McLeod，2008）。 

2.7 社会认同需求的定义 

社会认同理论的创建者 Tajfel（1978）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

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塔菲尔和特纳提出社会认同是

“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

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劳伦斯和贝利提出社会认同是“这样一些关系，诸如家庭纽

带、个人社交圈、同业团体成员资格、阶层忠诚、社会地位等”。沙莲香（2002）认为,认同是

心理学中用来解释人格结合机制的概念,是维系人格和社会及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王春

光（2001）则将社会认同视为“对自我特性的--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

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张文宏、雷开春（2009）则认为对于社会认同的理解都是发生在个

体对自我社会身份、特性的回答当中,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cation）指个体对其社会身份的主

观确认（张敏，2013）。 

2.8 社会认同需求的衡量 

社会认同是影响群体成员行为的重要因素。Tajfel 等 (1970）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人对于自己

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组的认知。Ellemers 等（1999）则认为社会认同主要包括三个成分: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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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价和情感。认知即自我分类，指个体对自己属于某一社会群体的认知觉察;效价即群体自尊，

指个体赋予群体身份的价值内涵;情感即情感承诺，指个体对于群体的情感卷入。Preece (2005）

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人因为贡献而获得社区中其他成员的接纳和认可。Riketta（2005）认为社会

认同其实是个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它来源于个人感觉到自身属于某个群体的认知以及由此产

生在情感与价值上与群体的一种联结。杨骏豪(2009）认为社会认同感是一种心理状态，它让

个人感觉到自己属于某个群体，是某个群体中的一员。Dongwon （2011）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人

对自己在社会群组中的会员资格以及情感重要程度的认知（程国民，2015）。本研究讲社会认

同需求定义为对群体的情感认同，将自我认定为喜好某一类产品中的一员的一种情感归属性的

心理状态。 

2.9 知觉风险的定义 

知觉风险（Perceived Risk）又称感知风险。知觉指的是个人在选择、组织并解释外来信息，

然后产生内心世界有意义事物的一个过程（Berelson & Steiner，1964）。 而知觉风险是指消费

者在购买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由于无法预知决策结果，所必须面对的一种不确定性（钟浩，

2007）。知觉风险的概念，最早由 Bauer（1960）所提出，他指出，消费者的任何行为，都无法

产生确定的预期后果，而且这些后果，有可能会是不愉快的;因而，消费者行为是风险的承担，

且许多消费者的行为现象，可以用知觉风险的概念来解释。Cox（1967）有关知觉风险理论的

研究指出,知觉风险的基本假设在于消费者行为是目标导向（Goal oriented）的，消费者的购买

行为，都有一组购买目标，并希望购买的产品能与其目标配合。当消费者的主观知觉不能确定

何种购买最能配合或满足他可以接受的目标水平，或者从事购买的结果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时，

即会产生知觉风险。然而，在消费者心中，其购买目标可能从未明白地定义，因为消费者不愿

意明白地说出，他们所面对的购买情景是有风险的。在意识阶层里，消费者甚至从未想过有风

险，但他们的行为却可能受到潜意识里知觉到风险的影响（田阳，2006）。 

2.10 知觉风险的衡量 

最早提出测量感知风险方法的学者是 Cunningham（1965），他采取的方法称为“双因素模

型”。Cunningham 直接询问调查对象对风险的主观感受，在测量上采取顺序尺度，然后以不确

定性乘以结果的危害性来计算感知风险。这一模型在之后的 30 年是研究的主流模型。而

Bettman（1973）则采取的是相加的方法。他将感知风险分为处理过的风险（Handled Risk）和

固有风险（Inherent Risk）。Peter 和 Ryan（1976） 使用感知风险的构面来计算感知风险。他们

测量了各个构面项目.上的“损失的严重性”和“损失的可能性”，同时将它们与品牌偏好相联

系，得出了感知风险的测量模型。Dowling 和 Staelin（1994） 构建的测量模型与 Bettman 

（1973） 有些相似，他们将总体感知风险（Overall Perceived Risk, OPR）分为特定产品风险

（ProductSpecific Risk,SR）和产品类别风险（ProductClass Risk, PCR）。其中，特定产品风险指

的是消费者对于某一种产品类别中某一个具体产品所感知到的风险;产品类别风险指的是消费

者对于在某一种产品类别里所有的产品都会感知到的风险（朱俊，2011）。 

2.11 变量间的相关性 

2.11.1 网络购买决策与知觉风险、核爆式营销的相关性 

消费者行为是目标导向（Goal oriented）的，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都会有购买目标即需求，

并希望购买的的产品与购买目标能够相一致。当消费者的主观知觉不能确定何种购买最能配合

或满足他可以接受的目标水平，或者从事购买的结果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时，即会产生知觉风险

（田阳，2006）。而核爆式行销能够快速的在客户群体中激发口碑，提供大量在线信息，大量

在线信息的可获得性使得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变得费力，而应对大量的选择和来自各种不同

在线来源的大量信息，消费者采用合适的决策策略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决策策略（Karimi，

2018）。研究表明，在消费者购买的各个阶段，知觉风险的水平是不同的。在认知需要阶段，

知觉风险不断增加；开始收集信息后，风险开始减少；知觉风险在方案评价阶段继续降低；在

购买决策前，由于决策的不确定性，风险轻微上升；假设购买后消费者达到满意状态，则风险

继续走低（Mitchell，1999）。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H1、H5。 

H1：核爆式行销对知觉风险有影响。 

H5：知觉风险会影响网络购买决策。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174 

 

2.11.2 从众心理与知觉风险的相关性 

非正式约束和群体压力的存在可以促使消费者从众消费行为的发生（曹洪剑、姚炳洪，

2003）。而有关从众行为与知觉风险的研究有学者在研究中，以叙述的形式提到一些。而心理

安全是网络购买重要的消费心理之一，消费者看到已经参与团购的人数以及人数的飙升，会提

升其心理安全（张莹，2011）。霍庆华（2007）在对网络团购的研究中指出心理是重要的影响

因素。心理因素方面包括价格、服务和放心。中国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从众心理相对其他国

家重，认为“人多力量大”，供应商不敢得罪众人，因此会提供质量好的产品及满意的服务，

与众人一起买也更加的安全、放心（朱俊，2012）。而 2015年 Karimi 的研究表明知识水平低的

人的决策过程密集，也更容易收从众心理的影响，知识含量高的决策者则过程较低，有更好的

知觉风险，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H2。 

H2:从众心理对知觉风险产生影响。 

2.11.3 社会认同需求与核爆式行销、知觉风险的相关性 

Y. Chen 等人发现大量的信息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起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也有研究表明，

信息数量的增加会导致信息过载，从而降低处理效率（Gao 等，2012）。而核爆式营销恰恰是

利用大量信息的宣传方式，社会认同需求是人需找信息的原因之一，所以本研究认为，在社

会认同需求的影响下，核爆式行销的效果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改变。而从众心理是指人们表现

出的符合与大多数人一致意见的行为倾向。这种倾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人们对社会认

同感的认知，迫切的需要表现出自身与群体是相符的状态。所以本研究认为，社会认同需求

很大程度的影响从众心理。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 H3、H4。 

H3：核爆式行销影响知觉风险受社会认同需求的调节。 

H4：从众心理影响知觉风险受社会认同需求的调节。 

2.12 研究框架图 

本研究基于以上 H1、H2、H3、H4、以及 H5 构建本研究的框架图，如下图一所示： 

 
图一 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变量定义与衡量 

3.1.1 网络购买决策 

关于网络购买决策的测量，主要是了解消费者是否有网络消费，以及消费者本身对网络消

费的看法及频率等方面，本研究采用徐静（2013）的测量表进行改编。如表一： 

表一 消费者网络购买决策的测量量表 

变量 题项 来源 

网络购买决策 

（Network Purchase 

Decision） 

L1：我经常在网络上购物（半年二十次以上）。 

L2：我有时间便会到购物网上看看。 

L3：我喜欢在网络上购物。 

L4：我有许多购物平台。 

L5：我经常购买性价比高又实用的产品。 

徐静 

（2013）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175 

 

L6：网购能给我带来乐趣，风险微不足道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徐静（2013） 

3.1.2 核爆式行销 

本研究核爆式行销的测量表基于朱俊（2011）的量表以及程国民（2015）提供的量表，加入对

核爆式行销的理解进行修稿，具体测量如表二： 
表二 核爆式行销的测量量表 

变量 题项 来源 

网络购买决策 

（Network Purchase 

Decision） 

H1：我了解什么是核爆式行销。 

H2：我受其他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影响购买。 

H3：我会受广告很大的影响购买产品。 

H4：我会频繁参加各种销售活动。 

H5：我会经常分享转发各种产品信息。 

 

朱俊 

（2011） 

程国民 

（201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朱俊（2011）、程国民（2015） 

3.1.3 从众心理 

鉴于从众心理有部分需求与团购需求相似，本研究采用朱俊（2011）的问卷进行改编，加

入了从众心理因素的理解，具体测量如表三： 

表三 从众心理的测量量表 

变量 题项 来源 

从众心理 

（Conformity） 

B1：我网购受朋友的影响很大。 

B2：我关注朋友使用的品牌。 

B3：我关注商品是否名牌。 

B4：我喜欢购买购买人数多的产品。 

朱俊 

（201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朱俊（2011） 

这里的 B1区分于 H2 是，用来测试是否有从众心理同时也可以表明决策者的决策思维更偏

向于群体大社会，还是圈子小社会。 

3.1.4 社会认同需求 

关于社会认同需求方面的测量，本研究根据程国民（2015）年所提供的社会认同需求为中

介进行修改，加入网络购买因素，具体测量如表四：  

表四 社会认同需求的测量量表 

变量 题项 来源 

社会认同 

（Social Identity） 

C1：我觉得我与其他购买者身份是类似的。 

C2：我觉得我与其他购买者形成了一个群体。 

C3：我喜欢频繁的登陆平台。 

C4：我经常查看是否有新的产品上架。 

C5：我非常喜欢和别人购买同样的产品。 

程国民 

（201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程国民（2015） 

3.1.5 知觉风险 

本研究主要了解消费者是否具有知觉风险，以及消费者知觉风险的程度，以田阳（2006）

的量表进行选取，具体测量如表五：  

表五 知觉风险的测量量表 

变量 题项 来源 

知觉风险 

（Perceived Risk） 

Q1：我担心产品不具有我想要要的功能。 

Q2：我担心产品买到假货或存在瑕疵。 

Q3：我担心产品是否物有所值。 

Q4：购买产品的过程会花费我大量的时间。 

Q5：我担心购买不当影响我的社会形象。 

Q6：我担心产品的售后问题。 

田阳 

（2006）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田阳（2006）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176 

 

3.2 研究方法 

3.2.1 研究对象和问卷收集 

本研究选择 18 至 55 岁的消费者以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分为 5 个等级，从 1 到

5 依次为“15-25” “26-35” “36-45”“46-55”“55 以上”。问卷将会在设计完成之后先进行一

次前测确保问卷的信效度。保证新效度之后进行正式的问卷发放，问卷问题可能设计隐私，本

研究为确保填写者答题的真实性，将会在开头明确表明问卷仅用于数据收集与测试，不会泄露

填写者任何隐私等相关保证。由于本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购买行为，因此本文采用网络问

卷的形式在各个社交平台进行发放，如微信、QQ、Facebook 等，预计发放 500 份问卷。从回

收的问卷中进行筛选，最后从分层选取的数值中进行调查。 

3.2.2 分析工具与分析方法 

剔除无效问卷后，运用结构方程来对数据进行一个统计与分析，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T

检验（Student's t test），验证性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来进行数据的处理。 

 

4. 预期研究成果 
本研究预期会得到以下研究结果：1、核爆式行销对知觉风险有负面影响，2、从众心理对

知觉风险有负面影响，3、社会认同需求影响核爆式行销与从众心理对知觉风险的关系，4、核

爆式行销与从众心理影响网络购买决策，5、知觉风险负向调节核爆式行销与从众心理对网络

购买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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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ocial interaction, people always prefer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organizations and 

others about their roles, and Spencer (2007) suggests that the impression decoration can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how to deep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ace,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Impression decoration is one of driving forces in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its influence on job 

application, leadership member relationship exchange, role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were widely studied.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ression decoration and role performance in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companies and investig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dividual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work engagement and perceived superior trust i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to 

construct a research framework. Taking the employees of 6 small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compan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500 subjec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conduct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data analysis using SPSS and AMOS software. At the same 

time, the expected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expounded in practice and academic aspects. 

 

Keywords: Impression Decoration; Role Performance; Individual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ork Engagement; Perceived Superior Trust 
 

代际传承企业员工印象整饰对角色绩效的影响： 

个体当责感的中介作用 

于沛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42190058@qq.com 

 

摘要 
在社会互动中人们总是青睐于满足组织和他人对自身角色的期望，而如何深化面子、交际、

身份三者间联系，Spencer (2007) 提出可以从印象整饰角度进行阐释。其近年来被广泛运用在求职

应聘、领导成员关系交换、角色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中，成为驱动个体行为的重要力量。故本研

究以个体当责感为中介变项，工作投入与感知上级信任为调节变项建构研究框架，探讨代际传承

企业员工印象整饰与角色绩效间之关系。以浙江省 6 家中小代际传承企业员工为调研对象，随机

抽取 500名被试者进行问卷调查，运用 SPSS及AMO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并阐述本研究的预期实

务和学术贡献。 

 

关键词：印象整饰；角色绩效；个体当责感；工作投入；感知上级信任 

 

1. 绪论 
代际传承企业近年来在全球经济生活中演绎着日益紧要的角色。然而在大占比的雇佣模式

下其却并未形成举贤为用的组织机制，很多代际传承企业内外交困、走向衰败（周新德，

2007）。究其原因是因为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力资源管理，其重点是对员工角色绩效的管理，

而且员工如何在领导和同事中存续一个良好且正面的印象来赢得更多优质的资源，进而在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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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薪以及获取组织和自我角色绩效的良性衡量是尤为重要的(柯维伟，2009）。基于此，本研

究以浙江省中小代际传承企业中的员工为研究对象，探讨印象整饰对员工自我角色绩效衡量有

何影响，这是本研究亟待探讨的问题。与此同时，纳入个体当责感为中介变项，工作投入和感

知上级信任为调节变项，归纳出下列研究问题：(a)印象整饰是否会影响角色绩效？(b)印象整

饰是否会影响个体当责感？(c)个体当责感是否会影响角色绩效？(d)个体当责感是否会对印象

整饰和角色绩效产生中介作用？(e)工作投入对印象整饰和角色绩效间是否起调节作用？(f)感知

上级信任对个体当责感和角色绩效间是否会起调节作用？ 

 

2. 文献综述 
2.1印象整饰 

2.1.1定义 

赵斌与赵艳梅（2019）认为印象整饰与自身所期待的某种身份维持有关，是个体采取一些

举措去强化与目标对象的信息沟通，旨在建立、维持或者精练自身在目标对象心中的形象。

Michael (2003) 从更为积极的角度假定人们出于个体、群体和组织目标的实现去积极的运用印

象整饰策略，从而在影响他人对自己印象的同时也影响个体对自身的印象。当你面对同事的时

候你希望展现的是自己亲和友善的一面，而当你面对组织中的上级时你更多的希望展现自己果

敢有能力的一面，因此印象整饰通常是伴有策略性的，它不是虚构自身莫须有的能力而是个体

有规划的展现自我优良的某些方面 (Guadagno & Cialdini, 2007)。陈启山与温忠麟（2010）认为

印象整饰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指在他人对自己形成印象的过程中主体通过一定的方式

对客体产生影响的过程，体现出个体在社交过程中就心理倾向和自我呈现的调控力方面对环境

或自身行为的关注，其在求职面试或角色绩效以及晋升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本研究结合

Michael (2003) 观点，认为印象整饰是个体为了自身目标的实现而对自身的能力进行有规划的

自我展现，并积极付出努力加强与目标对象的沟通，进而影响目标对象及自身在工作能力及工

作方式方面对自己的正面印象。 

2.1.2维度 

本研究参考Jones and Pittman (1982) 从人际互动的角度并结合研究需要仅就讨好、自我宣

传、以身作则三个维度进行探讨。其中讨好主要是对上级的聚焦，是个体对目标对象想法的拥

护和颂赞；以身作责是下属对工作的聚焦，是指通过严于律己、公而忘私的举动来赢得目标个

体的赞许；自我宣传是下属对自我的聚焦，指个体主动向上级展示自身的能力和优点来博得目

标上级的关注认可。 

2.2角色绩效 

基于角色理论，组织中员工会根据他人对自己角色的期望和认知来调整自身的表现并直接

体现在其自身的绩效上。何琪（2007）认为绩效应是以人为本的人性理念，要相信每个个体都

可以主动的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他们皆具备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潜能。Mayer et al. 

(1995) 认为当研究目标是针对个人整体表现进行衡量时一般采用主观、知觉性的衡量方式，即

自我评估管理，即指员工根据自身的工作表现进行衡量管理。赵红梅与赵天忆（2010）认为员

工对其角色绩效的自我评价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它是自我管理的核心，此关注点是绩效管理取

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尊重员工对绩效的自我角色管理既能在工作中激起员工个体的成就感，又

能展示出对员工进行自我职业规划的尊重，增强其自尊心和自信心，使组织和员工皆会从中获

益。Griffin (2007) 认为工作角色绩效既涵盖其工作岗位中的正式规定的职能及任务的表现，又

包括在组织中通过与他人友好合作来达成相同的团队或组织目标的实现。本文参考Campbell et 

al. (1993)、何琪（2007）之论述，将角色绩效定义为组织成员对自身完成组织对其角色期望、

规定或正式化角色需求的衡量。本文参考Griffin (2007)、Mayer et al. (1995) 的研究将其进行单

维度探讨。 

2.3个体当责感 

社会选择与判断模型是以「直觉政治家」的隐喻为前提的，结合了角色理论、符号互动理

论和印象整饰理论中权威学者所推崇的观点,认为维持他们在目标观众眼中的社会形象和地位

是驱动当责和进行选择判断的基本社会权变因素，因为每个个体都希望在他人心中树立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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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Tetlock, 1992)，Frink and Klimoskis (1998) 从角色理论视角出发将个体当责当成了人际期

望的影响效果变量,认为当责要确保行动责任能交出成果，其目的是在执行过程中要积极改进

绩效以确保任务的完成而非推脱与指责，本研究结合Frink and Klimoskis (1998)、Tetlock (1992) 

的观点认为个体当责感是当责个体为了维护在委托人眼中的社会形象与身份在增进绩效的过程

中积极主动、恪尽职守以保证工作的完成而非推卸谴责，并会向委托人阐述自己决策和行为。

对个体当责行为的测量国内外学者均有不同的维度研究，但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个体的当责感

当作整体结构进行针对性的测量,本研究将采用Hochwarter et al. (2003) 的单维度量表进行探讨。 

2.4工作投入 

Schaufeli et al. (2002) 认为工作投入代表着对自身的工作个体所感受到的浓烈的责任感并愿

意为之献出承诺的意愿，工作绩效的好坏是与自身紧密相关的，它是员工将乐于奉献、专注一

心、充满活力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的一种精神体现。李宏伟（2010）认为员工对工作的正面认

知即是工作投入，他以个体工作情境为背景进行活力考量，认为当他们在工作时身体充满力量，

情绪正向富有能量，认知积极极具活力。王珏（2009）认为当员工意识到如果努力工作就可以

获得良好的绩效评价进而也会提升自身的劳动报酬时，员工就会充满活力更加努力的工作，如

此一来员工的工作投入程度亦会获得良性的增长。本研究结合李宏伟（2010）、王珏（2009）

观点认为工作投入是员工的一种积极的心理特质，在工作进程中他们积极融入且精力充沛。本

文参考Schaufeli et al. (2002)，将工作投入依活力单维度进行探讨。 

2.5感知上级信任 

由于华人社会的独特性，在研究华人企业的信任关系时应考虑信任方向的问题。Lau (2007)

首次提出了感知信任这个概念，他基于中国背景指出感知信任是个体在心理意识中产生的。领

导为了组织目标的顺利实现依据下属的可信任度进行任务的分配期望下属做出与自己预期相匹

配的行动，并在此决策中自愿承担有可能被伤害的风险（丁夏齐、林丽，2007）。刘萃林

（2013）提出感知上级信任是员工的一种主观感知，他是下属接受来自上级额依赖意愿和约束

契约并自愿遵守并完成契约的意愿。本研究结合丁夏齐与林丽（2007）、刘萃林（2013）观点

认为感知上级信任是下属意识到上级对自身的信任程度后由此转化为信任感知，在其采取行动

时对上级形成倚赖进而做出与上级预期相一致的行为感知。Gillespie (2003) 是基于信任是一种

行为意向设计的问卷，此问卷的有效性经过多位学者验证，在本研究参考Gillespie (2003) 的观

点,将感知上级信任依单维度进行探讨。 

2.6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2.6.1印象整饰与角色绩效 

Gundersen and Tinsley (1996) 通过研究证实下级印象整饰行为对绩效的主效应显著，说明在

对员工角色进行绩效评判时除了实际的工作业绩，印象整饰行为也是影响其角色绩效的主要因

素之一。Wayne and Liden (1995) 验证得出未使用印象整饰的员工得出的评价低于使用印象整饰

的员工，印象整饰对员工角色绩效衡量有着重要的影响。Deory and Zaidman (2007) 认为在日常

工作中使用以管理者为核心对象的印象整饰方法，如：讨好或赞美管理者等可以提升管理者对

他们的喜爱程度，使自身在面临决策制定时能获取领导者更多的支持，更有利于年终对自我角

色绩效的衡量；而通过以身作则或者自我宣传等手段则有利于给管理者留下敬业的印象，会使

管理者对其委以重任继而赢得高水平绩效。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印象整饰会正向影响员工角色绩效。 

H1a：讨好式印象整饰会正向影响角色绩效。 

H1b：以身作则式印象整饰会正向影响角色绩效。 

H1c：自我宣传式印象整饰会正向影响角色绩效。 

2.6.2印象整饰与个体当责感 

在面对组织中有限的发展或晋升机会时，员工倾向主动附和组织所期待的形象，表现出当

责行为，以此向组织和权力持有者传达与自身相关的正面信息（崔勋，2014）。其次中国人具

有较强的好胜心，在意与他人的对比，并为此会不断地鞭策自己，尤其是在组织中与自己背景

相似的同事，印象整饰动机会激发出不甘人后、勇于当责的行为来维护与加强自身形象与地位

（杨国枢、陆洛，2009) 。Frink and Ferris (1998) 在研究中指出印象整饰的潜在动机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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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则、自我宣传等」会激发个体的当责行为。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印象整饰会正向影响个体当责感。 

H2a：讨好式印象整饰会正向影响个体当责感。 

H2b：以身作则式印象整饰会正向影响个体当责感。 

H2c：自我宣传式印象整饰会正向影响个体当责感。 

2.6.3个体当责感与角色绩效 

Turusbekova et al. (2007) 对个体当责与个体其他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如：动机、任务绩

效、对管理系统的信息和态度等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具有较高个体当责行为的个体其组织行

为产出也较高。个体当责行为与个体任务绩效、关系绩效、工作压力和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正

相关关系 (Hall, 2005)。Riketta and Landerer (2002) 针对德国一所健康服务组织的员工进行了问

卷调查，结果显示当责对角色绩效有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个体当责感会正向影响角色绩效。 

2.6.4个体当责感在印象整饰与角色绩效间之关系 

在组织中员工会根据关注对象期望的不同而调整自身的角色扮演认知，以求与关注主体之

间建立一种良性的人际交往预期，而追求个体自我印象及地位最大化的动机会影响个体的当责

感，在管理留给他人的正面印象时个体当责感知亦会提升 (Todd & Gavin, 2011)。在角色期望理

论中当角色的发送者是角色承担者的上级时，每个个体都期望给目标对象留下良好的印象以获

取更多的机会，此契机下会促使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当责行为（高璠、宋培琳，2012），同时个

体当责行为产生的激励对提升自身的角色绩效是起着非常关键的影响（魏江茹等人，2014）。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4：个体当责感在印象整饰与角色绩效间具有中介作用。 

H4a：个体当责感在讨好式印象整饰与角色绩效间具有中介作用。 

H4b：个体当责感在以身作则式印象整饰与角色绩效间具有中介作用。 

H4c：个体当责感在自我宣传式印象整饰与角色绩效间具有中介作用。 

2.6.5工作投入在印象整饰与角色绩效间之关系 

Harter (2002) 通过对企业进行数据调研后发现员工的工作投入程度与其自身绩效息息相关，

工作投入越多其角色绩效和员工忠诚度也会获得提升，工作投入对其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Brooke (2014)发现个体在认知和情感方面对工作投入越高，对工作的认可度越高，在此契机下，

个体会更加认真的对待当下的工作并在工作中与同事友好相处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来提高自

身的角色绩效。基于上述工作投入、印象整饰和角色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印象整饰会正向影响

角色绩效 (Kacmar & Carlson, 1999)，因此，当员工高度工作投入，印象整饰对角色绩效之正向

影响就会增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工作投入在印象整饰和与角色绩效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5a：工作投入在讨好式印象整饰和与角色绩效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5b：工作投入在以身作则式印象整饰和与角色绩效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H5c：工作投入在自我宣传印象整饰和与角色绩效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2.6.6感知上级信任在个体当责感与角色绩效间之关系 

感知到上级信任会对角色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当下属感知到来自于上级的信任时下级会获

得一种「自己人」的心理认知后会更加努力的工作提升自己的绩效（刘萃林，2013）。基于内

在工作动机理论，正向信念和积极期望会提高员工的绩效表现，上级指派下属完成重要任务的

决策是上级对下属知识、能力和品格依赖的体现，此举会使员工拥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自主感，

会让员工身份归属感增强，进而使得员工在工作中会有更优质的角色绩效展现 (Gillespie, 2003)。

综合上述感知上级信任、个体当责感和角色绩效三者间关系，个体当责感正向影响角色绩效 

(Schlenker et al., 1994) , 因此，当员工高度感知上级信任，个体当责感对角色绩效之正向影响

就会增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感知上级信任在个体当责感和角色绩效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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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研究框架 

通过印象整饰三个维度、角色绩效、个体当责感、工作投入、感知上级信任分析后，本文

主要探讨印象整饰对角色绩效的影响，同时个体当责感是否在二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工作投

入是否对印象整饰和角色绩效具有调节作用，感知上级信任是否对个体当责感和角色绩效具有

调节作用进行验证。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构建研究框架，如图一所示： 

 

 

 
图一 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3.2.1印象整饰 

本研究对印象整饰之操作性定义为：代际传承企业员工为了自身目标的实现有策划的展现

自身富有能力的一面，同时强化与目标对象的沟通来影响目标对象及自身在工作能力及工作方

式方面对自己的正面印象。其中讨好是指代际传承企业员工对上级想法的拥护和颂赞，以身作

则是指代际传承中的企业员工通过一些严于律己、公而忘私的举动来赢得目标上级的赞许，自

我宣传是代际传承企业员工主动向上级展示自身的能力和优点进而获得领导的赞赏。 

3.2.2角色绩效 

本研究对角色绩效之操作性定义为：代际传承企业员工对自身完善和实现组织期望方面的

衡量。 

3.2.3个体当责感 

本研究对个体当责感之操作性定义为：代际传承企业员工为了维护在委托人眼中的社会形

象与身份在增进绩效的过程中秉持严谨、积极主动以保证工作的完成而非推卸谴责，并会向上

司阐述自己决策和行为。 

3.2.4工作投入 

本研究对工作投入之操作性定义为：代际传承企业中员工在面对工作时始终保持热忱且一

丝不苟，并转化为积极的融入状态，即便遇到各种问题企业员工仍坚持不懈，充满活力。 

3.2.5感知上级信任 

本研究对感知上级信任之操作性定义为：代际传承企业员工在工作进程中借由自主感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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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级对自身的信任而形成的内心的仰赖，并在此基础上自觉遵守约定以达成合作意愿的感知。 

3.3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现今中国代际传承企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浙江省更是我

国代际传承企业的先发地区，故本研究以中国浙江省 6 家中小规模代际传承企业的员工为研究

母体。随机抽样是根源于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之一，调查对象整体内每个部分被抽中的机

会是均等的，是一种完全依照机会均等原则进行的抽样调查，可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贾俊平，

2006），故本研究对 6 所代际传承企业员工采用随机抽样。先将问卷通过问卷星进行编制，形

成问卷链接，然后通过家人协助将问卷链接经各企业领导投放至其工作群，让员工自主进行填

写，并对回收问卷中每一題項作答时间低于 2 秒的无效问卷进行剔除 (Huang et al., 2012)。同

时 Comrey (1988) 建议如果量表条目数量在 40 以下，平均样本需达到 150 份，最佳样本数在

200 以上，考虑到无效问卷的存在，本研究合计发放 500 份问卷。 

3.4研究工具 

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为电子调查问卷，为避免受访者受心理暗示等因素的影响，问卷将第一

部分设定为涵盖各个变量所有题项的内容，第二部分为受访者年龄、性别、收入等基本信息，

各个量表的测量均采用 Likert 5点评分法，并将使用 SPSS与AMOS软件工具进行信效度分析、

回归分析、中介和调节效果检验。 

3.5资料分析 

3.5.1信度分析 

若Alpha大于0.8 表示内部一致性极好，Alpha在0.6至0.8表示较好，而低于0.6表示内部一致

性较差（贾俊平，2006）。 

3.5.2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结构效度可以说明量表的结构与设计者制表的理论构想是否一致，测量结果

的各内在成分是否与设计者打算测量的畛域一致。若KMO检验系数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

的统计量达到显著，则该量表可以进行因素分析。其萃取因素的方法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并以

直交转轴的最大方差法进行转轴，因子载荷的门坎值为0.5，在所属的因素里的因子载荷量若

大于0.5，就代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刘朝杰，1997）。区分效度表示测量不同特质和内涵

的结果之间不应有太大的相关性，通过AVE根号值来进行判断；收敛效度用来检验问卷里不同

的题项可否用来测量同一个变量，通过标准化因子载荷、CR和AVE来进行衡量（倪宗瓒，

2003）。 

3.5.3相关分析 

若两变数正相关时R值为正，其介于-1到1之间；反之则为负相关。同时R值越趋近于1或者

-1时表明二者相关性越强，当愈接近0时则表明相关性越弱；当R值等于零时则说明二者不相关

（张林泉，2014）。 

3.5.4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用来说明变量之间具体的数量因果关系，本文在完成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对自变量

印象整饰与因变量角色绩效进行阶层回归分析，以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同时由于阶

层回归中较容易出现共线性的问题，因此在分析时同时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若VIF < 10才能

说明没有共线性问题，以及进行Durbin-Waston检验，当DW ≈ 2时说明残差与自变量互为独立

（张林泉，2014）。 

3.5.5中介检验 

Baron and Kenny (1986) 提出了检验中介变量最普遍应用的回归方法，在该回归方程中若 a

显著说明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存在线性关系，若 c 显著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线性关系，若 b

显著说明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存在线性关系，则代表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而

当检验结果为完全中介时 c'不显著，当其为部分中介时则 c'为显著。 

3.5.6调节检验 

在本研究中，基于多元回归的调节效应的分析中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

然后再产生乘积项，最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温忠麟等人，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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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预期贡献 
4.1预期学术贡献 

本研究创新性的将员工个体当责感作为中介变量，工作投入和感知上级信任分别作为不同

路径的调节变量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角色绩效衡量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影响因素，即下属印

象整饰行为对角色绩效衡量过程具有何种作用以及中间的路径为何 (Gundersen & Tinsley, 1996)，

以及在中国背景下代际传承企业下属印象整饰行为的三种策略对其角色绩效衡量的影响，并结

合本研究后续的实证分析可丰富本土印象整饰对角色绩效影响的研究发展。同时在后续研究中

将对回收的有效问卷继续进行实证分析，预计所获取数据足以支撑研究假设，即：印象整饰及

其各维度正向影响角色绩效，印象整饰及其各维度正向影响个体当责感，个体当责任感正向影

响角色绩效，个体当责感在印象整饰及其各维度与角色绩效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工作投入在

印象整饰与角色绩效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感知上级信任在个体当责感和角色绩效间具有正向

调节作用。 

4.2预期实务贡献 

本研究可协助企业知晓员工的讨好、以身作则、自我宣传等策略可以促进其积极行为的产

生，而过度的恳求策略则阻碍积极行为的产生（王健菊、陈艺丹，2016)，因此在进行员工招

聘和晋升选拔时要选择能正确运用印象整饰的员工。同时亦可提醒员工在日常的工作中要加强

与上级的互动，了解上级关注的方向，对自身的能力进行有规划、有谋略的展示，懂得适当的

推销自己，让自身的优势展示于阳光之下，据此来获得上级更多的信任，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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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economy,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f job 

competition leads to the fact that the qualification of workers in the compan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work, which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mployees and the company.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relevant research on how to make it have a positive impact. Therefore, 

this study takes perceived mismatch and perceived no-growth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takes 

job crafting as mediating variables,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and makes hypotheses on whether work engagement has a positive 

impact. Through the data analysis of the electronic questionnaire distributed to the employees 

of Internet enterprises in Hangzhou City, this paper verifies the hypothesi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Internet enterprises.  

Keywords: Perceived Mismatch; Perceived No-growth; Job Crafting; Job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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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教育水平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下，致使公司内员工出现资质高于工作的情况,对员工和公

司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本研究探讨资质过剩感的两个维度即知觉不匹配和知觉无成长对工作

投入的关系，并以工作重塑为中介变量，心理授权和组织氛围作为调节变量,建构了相关假设

与研究框架。通过对杭州市互联网企业员工发放电子问卷进行数据分析以验证假设，并对互联

网企业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知觉不匹配；知觉无成长；工作重塑；工作投入；心理授权 

 

1. 绪论 
随着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以及人口数量的增多竞争压力的增强。在大部分公司工作的

主要是员工个人的知识、技术、经验、教育背景超出工作需求。（刘培琪等人，2018）。导致出

现这种状况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四方面。一、企业竞争压力，职位有限，以及相关人力成本促使

企业优先选择学历较高、工作经验丰富且技术能力水平高的人。二、教育方面，学校扩招以及

相关职业技术类学校的创办，使得人们的教育水平知识和专业技能提升。三、个人方面，竞争

压力下人们不断地学习知识或技术以提高竞争优势，但环境导致群体性的主动学习使竞争压力

不减反增，个体逐步对工作岗位心理期望下调(Wassermann et.al., 2017)。四、工作内容结构固

定，在企业中基层员工的工作内容相对固定，没有根据员工的能力进行适当的调整。这四方面

原因造成了员工个人的知识、技术、经验、教育背景超出工作需求。对于员工来说提高竞争力

是为了在职场中寻找优质的工作岗位和晋升，但因此可能造成员工对所在的工作岗位产生自己

能力超过岗位需求即资质超出工作需求的感知被称知觉不匹配，而因能力高于工作需求导致员

工认为从事的工作内容枯燥无聊并且无法为自己带来学习机会和成长的感知被称为知觉无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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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不匹配和知觉无成长是资质过剩感的两个维度 (Johnson & Johnson, 1996)。Sikora et al. 

(2016) 认为不管是对企业还是对个人而言都有必要分析资质过剩感的积极和消极面。而目前关

于资质过剩感的概念是单维或是多维还不存在定论，部分学者认同知觉不匹配和知觉无成长这

两个维度的划分。因此，本研究以杭州互联网公司为对象探讨知觉不匹配和知觉无成长对员工

工作投入的积极影响，以及通过引入工作重塑、心里授权和组织氛围以探究是否能改变或增强

其积极影响，以心里授权和组织氛围作为调节变量提出以下研究问题：a) 知觉不匹配和知觉无

成长维度是否存在积极行为的影响。b) 探讨知觉不匹配、知觉无成长对工作投入影响。c) 研究

工作重塑是否具备中介作用，以及心理授权和组织氛围对其所产生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2.1 知觉不匹配、知觉无成长 

2.1.1 定义 

目前关于资质过剩感的概念是单维或是多维还不存在定论，部分学者认为资质过剩感是一

个二维概念，并且认同知觉不匹配和知觉无成长这两个维度的划分 (Sikora et al., 2016)。知觉不

匹配是个人感知到工作能力与工作不相符，知觉无成长是个人在当前工作中没有学习和成长的

空间的感知(Johnson & Johnson, 1996)。知觉不匹配是指员工认为其能力超出职位需求的意识，

也关注个体特征和职位的匹配度(Fine & Nevo , 2008)。资质过剩感是指从个体感知到的自身的

知识，技能和教育背景是否超出工作需求，体现出员工对自身工作和能力的直观感受(Maltarich 

et al., 2011)。本文结合研究需要采用 Johnson and Johnson (1996)提出的资质过剩感是个人与工作

不匹配的一种形式，这种不匹配可分为知觉不匹配以及知觉无成长。知觉不匹配是个人感知到

工作能力与工作不相符及工作能力。知觉无成长是个人在当前工作中没有学习和成长的空间的

感知。 

2.1.2 维度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采用 Johnson and Johnson (1996) 提出资质过剩感的知觉不匹配和知觉无

成长两个维度。知觉不匹配是指自身认为所具备的能力和职位需求不匹配。知觉无成长是指感

受不到工作所带来的任何发展和自身的成长。 

2.2 工作重塑 

2.2.1 定义 

工作重塑的概念由 Wrzesniewski and Dutton (2001)提出，并认为这一概念是早期工作设计

理论的延续和拓展。工作重新设计是指对于个体来说是自己主动为了改变自己的工作现状因此

去调整自身工作的部分来满足自身的情绪状态同时对企业带来益处(Kulik & Oldham, 1987)。

Leana et al. (2009) 认为工作重塑这一概念是从员工角度出发是个体对自身相关工作进行调整和

改变。本文采用 Wrzesniewski and Dutton (2001) 提出的工作重塑是员工为使工作符合自身需求，

对工作做出的主动性改变行为。 

2.2.2 维度 

本文采用 Wrzesniewski and Dutton (2001)提出的任务重塑维度即员工主动改变工作任务，

类型以及改变工作方式。 

2.3 工作投入 

2.3.1 定义 

Maslach et al. (2001) 工作投入是员工的一种积极状态。员工在企业中高度融入工作所展现

出对工作的专注与积极的态度是员工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 (Salanova et al., 2002) 。工作投入本

质是员工所展现出的状态即自身的积极性，对工作上具有自我的贡献精神和对工作的专注（马

跃如、郭小闻，2020）。本文采用 Schaufeli and Bakker (2003) 提出的工作投入定义即员工在工

作中表现出的对工作积极状态。 

2.3.2 维度 

本文采用 Schaufeli and Bakker (2003) 提出的工作投入三个维度中的专注维度，全心全意甚

至忘我的投入工作。 

2.4 心理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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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定义 

心里授权是一种员工对自身能力能够控制工作情况和减少被限制的内心感知（王国猛等人，

2016）。Thomas and Velthouse (1990)认为心理授权是个体对自我内心的感受，是能否推动工作

继续的一种动力。主要注重于个体的个人感受，即在工作中个体对于所处的工作岗位中所能感

受到的组织或者上级对其在工作内容和其他方面的授权情况（段锦云、黄彩云,2014）。本文采

用 Spreitzer (1995)提出的心理授权实质是员工对自己被赋予权力和工作自主控制的感受。 

2.4.2 维度 

本文采用 Spreitzer (1995)心理授权中提出的自主性维度，并将其定义为员工对自己把握工

作内容的权限和自由度的程度的感知。 

2.5 组织氛围 

2.5.1 定义 

组织氛围不仅是员工对外部状况的心理感知也是对组织工作环境的一种反应，也是可以被

员工通过各方面所感受到的一种组织特质（顾远东、彭纪生，2010)。王丹（2012）认为组织

氛围是组织内相关规章制度和领导方式在员工内心感知的反应。本文采用陈维政与李金平

（2005）组织氛围的定义即员工受到组织环境的影响的心理感知同时也是对组织内部环境中相

关情况的体现的内心感受。 

2.5.2 维度 

本文采用李金平（2005）提出的管理风格维度。管理风格是员工对组织内是否重视并鼓励

员工发表意见和工作的领导风格的感受。 

2.6.1 知觉不匹配与工作投入的关系 

知觉不匹配作为资质过剩感的其中一个维度是员工对能力同工作要求的感知，是内心对现

状和自身情况差异的感知(Johnson & Johnson, 1996)。当个体感知到现状与心理感知的差异时会

通过不断调节自身来努力减少这种差异，因此员工会通过自身调节去解决这种得不到重视的问

题，如努力的工作，表现出良好的工作状态和行为(Bandura, 1991)。员工认为自己本身有较高

的教育水平、经验和能力，能为员工带来自身有较高能力完成工作的自信，表现出更多的主动

行为(Zhang et al., 2016)。工作投入除了受情绪因素影响，也会受个人能力、自我效能感以及精

神状态的影响(胡少楠、王脉，2014)。知觉不匹配是员工对能力超出工作要求，与工作要求不

相符的感知源于资质过剩感(Johnson & Johnson, 1996)。资质过剩感与工作投入存在正相关(Ma, 

2016)。Smith and Heather (2015) 认为员工能力高于工作需求和工作行为态度相关。因此，本研

究提出当员工认为自身能力超出工作需求即知觉不匹配对员工工作投入有正向影响。假设如下： 

H1: 知觉不匹配对工作投入起正向影响。 

2.6.2 知觉无成长与工作投入的关系 

知觉无成长是员工对自身能力与工作需求不匹配的感知，知觉无成长是资质过剩感的其中

一个维度 (Johnson & Johnson, 1996)。资质过剩感员工对自身有着较积极的自我评价，认为自己

本身有较高的教育水平、经验和能力，更倾向于维持自身积极形象的行为。同时也能为员工带

来自身有较高能力完成工作的自信，表现出更多的主动行为(Zhang et al., 2016)。而员工的这种

感知能为组织带来一些积极影响，包括员工的主动行为，同时和工作投入存在正相关(Ma, 

2016)。刘蕴（2019）认为投入水平高的个体，往往更看重他们的工作任务。知觉无成长员工

对工作任务更加看重 (Johnson & Johnson, 1996)。因此，本研究提出当员工知觉无成长对员工工

作投入度有正向影响。假设如下： 

H2: 知觉无成长对工作投入起正向影响。 

2.6.3 心理授权在知觉不匹配与工作投入间的关系 

心理授权是上层为满足员工内心需求层面进行的授权行为，员工被授权时的心理感知。从

而激发内在工作动机(Bhatnagar, 2012)。心里授权中自主性维度会影响员工工作开始和后续的工

作行为（李超平，2006）。员工越高的自主性感知有可能表现出积极性从而影响员工投入工作

的程度（时勘，2010）。工作投入是受到个人状态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影响的工作状态(胡少

楠、王脉，2014)。知觉不匹配作为员工主观感知认定工作需求同能力不匹配源于资质过剩感

(Johnson & Johnson, 1996)。资质过剩感与工作投入存在正相关(Ma, 2016)。心理授权中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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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促使个体采取利于其发展的行为影响工作投入(Schaufeli & Bakker, 2004)。因此，本研究提出

当员工感受到心理授权高时，知觉不匹配对工作投入之正向影响就会增强。假设如下： 

H3：心理授权在知觉不匹配与工作投入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2.6.4 心理授权在知觉无成长与工作投入间的关系 

员工授权感知程度高使其认为对自身工作拥有独立决定权，对工作态度和行为产生积极的

认知以及体验感 (王顺江，2012)。张军伟等人（2018）认为个体的自我感受的变化促使个体提

升工作成功完成的信心和动机是心理授权所要达到的目的。知觉无成长源于资质过剩感员工认

为工作无法带来自身学习和成长(Johnson & Johnson, 1996)。资质过剩感与工作投入存在正相关

(Ma, 2016)。而员工越高的自主性感知有可能表现出积极性，从而影响员工投入工作的程度

（时勘，2010）。因此，本研究提出当员工心理授权感知到在工作上独立性和自主权高时，知

觉无成长对工作投入之正向影响就会增强。假设如下： 

H4：心理授权在知觉无成长与工作投入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2.6.5 知觉不匹配与工作重塑的关系 

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同员工能力和工作意愿之间的不匹配状态是对工作进行改变即工作重

塑的诱因（赵小云、李福华，2019）。对于员工来说工作重塑是对工作的重新设计使员工的工

作和能力相匹配，进而改变员工的工作情绪和行为（魏新，2018）。员工知觉不匹配是对自身

到能力高于工作需求的一种心理感知 (Johnson & Johnson, 1996)。Tims and Bakker (2010) 认为工

作重塑是员工对工作进行的为符合自身需求的自发性改变从而满足自身需求。员工在工作的需

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会期望于改变现状(Fine & Nevo, 2008)。员工对工作和自身不匹配的感

知会促使员工工作重塑并产生正向影响(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因此本研究提出知觉不

匹配是员工能力和工作的不匹配感知，作为工作重塑诱因促使员工进行工作重新设计并采取积

极的改变行为。假设如下： 

H5: 知觉不匹配和工作重塑成正向影响。 

2.6.6 知觉无成长与工作重塑的关系 

员工的主观想要改变的想法对于工作重塑是一种对工作改变的动力，这种动力促使员工根

据自身的能力对相关任务进行改变（田启涛，2017）。工作重塑行为的动因包括个体层面的如

工作意义，个人特质等而对于工作重塑而言个体的使命感对其进行工作重塑有一定的影响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员工在工作中需要获得意义以体现自身价值，员工认为当所从

事工作是缺乏挑战性和枯燥的。这种情况会使员工会产生改变现状的想法(Maynard et al., 2006 )。

知觉无成长是员工认为自身工作枯燥无法促使其学习和成长的感知会产生对工作的不满足

(Johnson & Johnson, 1996)。工作重塑是员工为达到能力和需求同工作任务相符合对工作做出的

主动性改变行为(Tims & Bakker, 2010)。因此，本研究提出当员工认为自身在工作中感知不到成

长和学习，会促使员工采取积极的行为去改变即工作重塑。假设如下： 

H6: 知觉无成长和工作重塑成正向影响。 

2.6.7 工作重塑和与工作投入的关系 

工作重塑是个体在工作任内容、资源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改变。工作重塑是在组织工作中

获得工作意义感的途径之一(Wrzesniewski & Dutton, 2010)，工作重塑作为员工的自发性行为，

当员工通过改变工作内容时，工作重塑正向影响工作投入(Tim & Bakker, 2012)。工作重塑可以

通过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对个体的工作意义感、工作投入和工作绩效等有积极影响(Maria et 

al., 2012)。在工作重塑中工作资源能够促使个体提升对工作投入(Wrzesniewski, 2001)。工作投

入作为一种积极的状态需要动力作为驱动，工作重塑的任务重塑作为员工对工作的主动改变，

本质是为寻求自身工作满足从而正向影响工作投入(Parker & Collins, 2010)。因此本文提出当员

工感受到工作重塑程度高时，会增强自己的内心动力从而提高对工作的投入。假设如下： 

H7: 工作重塑对工作投入起正向影响。 

2.6.8 工作重塑在知觉不匹配与工作投入间的关系 

工作投入作为员工的一种积极的心理和行为的状态，会受到个体自身和环境的影响（刘蕴，

2019）。知觉不匹配是员工对其能力超出工作要求的感知 (Johnson & Johnson, 1996)。这种认知

会促使员工渴望对目前的工作现状进行改变(Fine & Nevo, 2008)。而工作重塑作为对工作的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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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满足了员工对其工作的需求（魏新，2018）。对于员工来说工作重塑是对工作的重新设计

使员工的工作和能力相匹配，进而改变员工的工作情绪和行为（魏新，2018）。员工能力和工

作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员工期望改变现状(Fine & Nevo, 2008)。员工主动的工作重构能

够影响员工自身从而提高工作投入（吕旭宁、白新文，2017）。因此，本研究提出知觉不匹配

即员工认为能力高于工作需求,将使员工增强工作重塑的想法和行动，当工作重新设计后,满足

了员工的需求从而提升工作投入。假设如下： 

H8: 工作重塑在知觉不匹配和工作投入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6.9 工作重塑在知觉无成长与工作投入间的关系 

当员工无法在工作场所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也无法参与和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同时无法

获得新知识或者技能的情况下会渴望对目前现状进行改变(Fine & Nevo, 2008)。工作重塑作为对

工作的重新设计满足了员工对其工作的需求（魏新，2018）。对于工作重塑而言个体因工作意

义和工作特征会促使员工采取主动的工作设计行为以满足需求(Wrzesniewski et al., 2001)。知觉

无成长是员工认为自身工作枯燥无法促使其学习和成长的感知，员工会产生对其工作的不满足

感(Johnson & Johnson, 1996)。而当个体的自主、能力以及归属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会促进其主

动行为动机（吕旭宁、白新文，2017）。工作重塑正向影响工作投入(Tim & Bakker, 2012)。因

此，本研究提出当员工知觉无成长，则会促使员工进行工作重塑从而提高工作投入。假设如下： 

H9: 工作重塑在知觉无成长和工作投入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6.10 心理授权在知觉不匹配与工作重塑间的关系 

心理授权本质是给予员工授权使员工信任组织的心理感知并产生主动性行为，其中自主性

维度能够起到影响工作态度和行为的作用 (Erdogan & Bauer, 2009)。组织对其的支持会改善员工

的心理状态和工作资源的获取从而促进工作重塑（赵小云、李福华，2019）。心理授权对于员

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等具有积极影响，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自身情况的认知有助于提高

员工的积极性 (Jordan, 2017)。知觉不匹配的本质是个人能力超出工作要求的感知 (Johnson & 

Johnson, 1996)。员工有相对应的自主性会提高工作专注度，影响员工对工作重新设计从而改变

自身工作环境（刘晶，2013）。因此，本研究提出当员工认定自身能力超出工作要求即知觉不

匹配，员工从而希望改变自身从事的工作环境内容，员工感受到心理授权高时，会增强知觉不

匹配对工作重塑之正向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0：心理授权对知觉不匹配与工作重塑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2.6.11 心理授权在知觉无成长与工作重塑间的关系 

段锦云与黄彩云（2014）认为心理授权注重的是个体的自身感受，是员工在工作中对自己

从事工作中被授予工作范畴相关的权限的内心感知。赵小云与李福华（2019）认为组织方面的

相关支持有助于改善员工工作的态度，进而促使其重塑工作。Berg (2010) 表明发挥员工主动性

的工作任务能够促进个体的自主性与能力发挥，对工作重塑产生积极的影响。知觉无成长的员

工则认为自身工作没有学习和发展的空间(Johnson & Johnson, 1996)。员工产生不满足从而促使

自身改变现状。对于这种类型的员工给予其一定的自主权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才能，表现出主动

行为(Spitzmueller, 2016)。在工作中员工感知到的被授予的自由决定或自我管理权对其重塑行为

有着积极影响 (Wrzesniewski et al., 2001)。因此，本研究认为提出员工心理授权高时，知觉无成

长对工作重塑之正向影响就会增强。假设如下： 

H11：心理授权对知觉无成长与工作重塑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2.6.12 组织氛围在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  

员工对组织氛围的感知可以帮助员工认识到组织内部具体情况，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有一个

良好的感受对员工有积极影响（许晟，2015）。组织内管理风格不同会对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

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产生不同影响，管理风格对工作投入有明显关联（李金平，2006）。组织氛

围作为积极因素同时能够对工作重塑的有一定的积极效果 (Maslach et al., 2001)。工作重塑作为

员工的主动改变工作内容德行为，正向影响工作投入(Tim & Bakker, 2012)。当员工对工作进行

工作重塑进而提高工作投入，当他感知到组织氛围较高时,会增强员工工作重塑对工作投入的

正向关系。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2: 组织氛围对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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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通过第二章对相关文献的探讨和叙述，本研究认为员工知觉不匹配，知觉无成长对工作投

入有影响，在工作重塑的中介效果下对工作投入有所影响；心理授权对知觉不匹配，知觉无成

长与工作投入之间具有调节效应；组织氛围对工作重塑与工作投入之间有调节效果；心理授权

对知觉不匹配，知觉无成长与工作重塑之间具有调节效应。由此提出研究框架，如图一所示： 

 
 

图一 研究框架图 

 

3.2 操作型定义及衡量 

3.2.1 知觉不匹配和知觉无成长 

本研究对知觉不匹配和知觉无成长的操作性定义为：知觉不匹配是互联网企业员工认为自

己的能力和现有工作不相符。知觉无成长是互联网企业员工在工作中发现工作内容枯燥无聊或

者毫无挑战性。 

3.2.2 工作重塑 

本研究把工作重塑的操作性定义为互联网企业员工在工作中主动改变工作任务内容、类型

以及工作方式。 

3.2.3 工作投入 

本研究把工作投入中专注维度的操作性定义为互联网企业员工全心全意，甚至忘我的投入

工作。 

3.2.4 心理授权 

本研究把心理授权操作性定义为互联网企业员工感受到自己在工作中对工作有一定程度上

的自主程度以及控制权。 

3.2.5 组织氛围 

本研究把组织氛围的操作性定义为互联网企业员工对目前企业管理方式以及关注员工意见

和个人因素的程度直接看法。 

3.3 研究母体与抽样方法 

互联网企业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拥有专业技术、知识和信息的知识型员工，对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以及未来发展尤为重要（杨纳，2017）。杭州市作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工作竞

争压力较大的城市，互联网企业在杭州逐步建立形成体系（中国互联网就业洞察白皮书，

2019）。本文采用电子问卷的调查方法，选定杭州市的互联网企业知识型员工作为调查对象，

在企业的微信、QQ 员工群发放问卷的随机抽样方式。通过在问卷中增加矛盾问题以剔除无效

问卷，以达到调查问卷中数据的可靠性。为确保样本数其信赖水平较高并保持在 5%误差左右，

样本数至少需要 384 人（张卫军等人，2015）。问卷回收了 684 份并剔除无效问卷,将对收集到

的问卷数据运用 SPSS 和 AMOS 软件进行分析。 

3.4 数据分析方法 

3.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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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 SPSS 软件对本文研究对象相关特征进行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是为了相关数据

的准确性在正式分析前对调查总体数据的分析统计方法，即对调查对象特征如年龄，性别，受

教育情况等数据进行内在规律的描述性分析（张丁丁，2018）。 

3.4.2 效度分析 

信度是衡量测量问卷能否一致地、稳定地测得目标测量项的指标，反映的是问卷的可靠性。

本研究采用克隆巴赫系数，其系数值高于 0.8 说明信度高（田冰，2019）。 

3.4.3 效度分析 

效度是指通过测量工具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对象的程度。在具体操作中需通过分析

KMO 值来判断。当此值高于 0.8 则效度高（梁建，2008）。 

3.4.4 相关分析 

相关性的变量或者元素之间需要存在一定的联系才可以进行相关分析，相关性大小根据相

关系数进行判断和描述，包括正相关、负相关和无线性相关（佟昕、宋婕，2011）。 

3.4.5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指对变量间是否具有密切关系，对一个变量或者多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

在线性或非线性关系回归分析，以发现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佟昕、宋婕，2011）。 

3.4.6 中介效果检验 

温忠麟（2004）表明中介效应检验主要是检验自变量作用于中介变量的效应和中介变量作

用于因变量的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在自变量作用于因变量效应中起作用的程度。 

3.4.7 调节效果检验 

在调节效应的分析中具体数据分析时则会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做中心化处理并根据𝑅2变化

显著的判断和交互项显著性验证是否存在调节作用（温忠麟等人，2004）。 

 

4. 预期贡献 
4.1 理论贡献 

本研究从员工角度去探索知觉不匹配和知觉无成长两个维度以研究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并

把工作重塑作为中介变量，心里授权和组织氛围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研究。对于资质过剩感国外

学者研究较多，国内研究主要针对其负面影响并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近几年开始逐步研究其可

能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因此本研究探究其带来积极影响，并采用资质过剩的知觉不匹配和知觉

无成长两个维度以研究对工作投入的影响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理论。 

4.2 实务贡献 

对于企业而言，在对员工进行面试时会优先选择能力，学位经验等较为优秀的人，而通过

企业的层层选拔最后留下的优秀或者突出的个体对于企业来说是得力的人才。因此，对于企业

来说通过研究员工知觉不匹配和知觉无成长的是否具有正向影响，以及研究如何对知觉不匹配

和知觉无成长的员工进行合理的支持和带动员工的主动性，不仅能够帮助员工合理的配置工作

结构，发挥员工能力和满足员工内心需求,增强工作投入，同时可以帮助企业了解并根据知识

型员工实际情况对企业中工作管理方式和结构的调整，为企业带来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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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employee turnover or conflicts with leaders 

due to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ompany’s leadership management style. This will have a hug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rust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 and employees, which will cause 

employees to lose confidence and hope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affect the effective knowledge 

sharing between employees. The sharing of knowledge is very important for most companies 

now, especially in some cultural industries, which require frequent sharing and exchange of 

experience between employees to generate new ideas. Experience is a type of tacit knowledge. 

In daily life, it is mainly a summary of useful work derived from long-term and dedicated work. 

Compared with written knowledge,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share, but more effective and 

pragmatic.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ial atmosphere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hare tacit knowledge, and investig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i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Keywords: Differential Atmosphere; Share Tacit Knowledge; Organizational Trust;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rganizational Climate 

 

差序氛围对隐性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 

以组织信任为中介变量，心理契约和组织气候为调节变量 
史海峰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86908413@qq.com 

 

摘要 

近年来，由于对公司领导管理方式不满意而出现的员工离职或者是与领导之间的冲突逐渐

增多。这对组织和员工之间的信任就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从而会让员工对组织失去信心和

希望，影响到员工之间有效的知识分享。而知识的分享对于现在大多数的企业都很重要，尤其

是一些文化产业，更需要员工之间频繁的分享交流经验来产生新的创意。经验就是隐性知识的

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是长期、专一的从事一种工作后得出来的一些有益于工作的总结，相

对于书面形式的知识更加难以分享，却更加的有效和务实。故本研究将以组织信任作为中介变

量,并以心理契约和组织气候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差序氛围和隐性知识分享意愿的关系，并建

构研究框架，作为后续实证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差序氛围；隐性知识分享意愿；组织信任；心理契约；组织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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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组织内领导对员工的区别对待现象广泛的出现在各种组织群体中，「近水楼台先得月」的

想法充斥在大多数的企业员工的脑海中。戚璇（2016）认为家文化及泛家族化倾向在中国的各

种组织中普遍存在,传统家庭的固有功能目前已经逐渐地转移并内化在各类微观组织之中。李

倪（2014）认为常见的经验和实证研究认为有利的社会比较信息会给人带来快乐，但是不利的

信息会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和同事相比自己缺乏的方面。人们面对不利信息的时候就会产生

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嫉妒或者排斥。隐形知识作为一种具有高度个性化色彩的知识，其作用

的发挥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有着密切的关联性（陈洛，2013）。本研究以较为具有中国社会特点

的变量「差序氛围」为核心关注点，探究了一定情境中组织中领导区别对待对员工隐性知识分

享意愿造成的影响。丰富了差序氛围作用自变量的研究。本研究分析验证了差序氛围感知对隐

性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而差序氛围是具有特色的、较有价值的变量，隐性知识分享则对企业

的创新和进步至关重要，研究二者的关系对丰富差序氛围感知作用后果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差序氛围和隐性知识分享的定义和设计问卷更加的贴合我国的社会背景，研究得到的结

果对我国企业的帮助更加的深入和具体。加入组织气候这一调节变量，可以让组织管理者从多

方面，更加细致的剖析组织内部员工对隐性知识分享意愿高低的原因，可以更好的提高组织内

员工的知识分享意愿。结合现有的相关文献，本研究探讨以下问题。1.差序氛围对组织信任的

影响是否受到心理契约的调节？2.组织信任对隐性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是否受到组织气候的调

节？3.组织信任是否在差序氛围和隐性知识分享意愿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2. 文献综述 
2.1 差序氛围 

2.1.1 定义 

王莹（2013）认为差序氛围是指组织中成员围绕领导和管理者所形成的关系疏密的差异程

度。朱瑜与谢斌斌（2018）认为差序氛围感知的概念来源于差序格局, 它反映了个体对组织内

部人与人特别是领导与下属之间关系疏密状态的感知。与西方学者应用较为广泛的「领导－成

员交换差异」的概念相比较，「差序氛围」的概念，能够更好的反映中国文化的情景，所以多

被中国学者所采用。陈志霞与典亚娇（2018）研究认为差序氛围是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

亲疏远近差异以及以此为依据所采用的不同人际互动法则及差异化、偏私化的组织资源分配。

本研究采用朱瑜与谢斌斌（2018）对差序氛围的定义，将此变量定义为一种组织氛围，即员工

在工作中感觉领导对员工的态度以及表现出来的一种远近的关系。 

2.1.2 维度 

现有的研究中，差序氛围的变量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A.基于个体视角的单向感知维度 

王斐霖（2020）认为把这一变量操作化为员工对领导在工作中不公平行为的感受，主要包

括互相依赖、偏私对待、亲信角色三个维度。互相依赖是指成员与领导之间的亲密程度和相互

信任的程度，偏私对待就是指领导在员工升迁的方面有没有偏袒的现象出现，亲信角色是指是

否有员工因为在某些事情在更合领导的意思而获得信任。 

B.基于人际互动的情境维度 

Krackhardt and Hanson (1993) 研究出一个针对组织关系测量的量表，主要包括员工情感网

络维度和员工对领导情感网络维度的看法。该量表可以通过对员工的调查，有效地衡量组织中

的非正式网络。通过对员工的调查很好的测度出组织内的非正式关系网。 

本研究主要是对员工个体方向进行研究，所以使用王斐霖（2020）研究中所使用的差序氛

围分为的三个维度，即互相依赖、偏私对待、亲信角色进行研究。 

2.2 心理契约 

2.2.1. 定义 

杨雨婷（2016）有人提出心理契约是个体的贡献与获得组织的愿望之间的一种合作，组织

将根据个体的期望提供一种合作。这是指公司与员工之间的隐性书面合同，其核心是员工满意

度。杨杰与凌文辁（2003）对心理契约进行了定义并分为两种类型。心理契约实际上是关于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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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相互权利和义务的一系列假设或主观协议。这些假设并不是不可变的，而是具有多变性和模

糊性，同时将其分为本我立场型和组织立场型。本研究采用杨雨婷（2016）的研究将心理契约

定义为员工对自己的付出会得到组织怎么样的回报的一种心理期望。 

2.2.2 维度 

Kickul and Lester (2001) 分析总结以前有关心理契约员工感知的雇主责任的大量研究，他们

发现所有心理契约内容都与两个基本的承诺有关，一是与工作结果完成有关的承诺，二是与工

作本身性质有关的承诺。他们由此提出心理契约应该分为外在契约和内在契约两个维度。管瑶

（2016）把心理契约分为三个维度：交易契约、关系契约、发展契约。交易契约是纯粹的物质

交易，一般会在一定时间内以货币形式支付。关系契约追求的是社会交际和情感方面的满足，

在期限上不受限制。发展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和关系契约有关系，发展契约是个人更加注重在组

织中的角色和未来个人的发展。本研究将使用管瑶（2016）对心理契约划分的三个维度：交易

契约、关系契约、发展契约。 

2.3 组织信任 

2.3.1. 定义 

将信任用组织的角度来对待，目前学者将其划分为两个角度：组织之间的信任和组织内部

人员信任。本研究主要研究的是组织内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带来的影响，所以关于组织间信任的

定义就不做过多的描述。刘雄（2020）认为组织内信任指的是，一方相信自己基于对对方的预

期，相信对方所采取的行为都是利于自己的利益的，不管自己是否有能力控制或监督对方而愿

意将自己的脆弱暴露给对方。席酉民（2004）认为组织信任是指员工相信大多数的员工都会对

组织有利，并一直拥有所有成员从事任务的义务和权力。本研究采用刘雄（2020）的定义，将

组织信任定义为员工对员工和领导的一种基于对对方的预期，认为对方所采取的行为都是对自

己有利的。 

2.3.2 维度 

肖鹏（2014）的研究认为组织信任包括四个维度：胜任力、开放性和诚实、员工关怀、可

靠性。胜任力是指组织所具有的领导力和员工对组织的看法是积极的；开放性和诚实维度是组

织面向员工共享信息的数量和准确性；员工关怀是在日常生活中，组织所表现出的对员工的关

心、同情和包容；可靠性指员工可以持续依靠他们的同事、团队、供应商和组织的程度。 

林钲琴（1996）认为，组织内信任分为三种：同级信任，意为同事之间的信任；上级信任，

与上级之间的信任关系；组织信任是指对组织的规划和发展的信任。根据林钲琴（1996）的组

织信任划分，根据本研究的具体研究方面将组织信任的维度划分为同事之间的信任和与上级之

间的信任关系。同事之间的信任是指在组织内和个体处于同一人事阶层并且工作上有交集的其

他个体之间的信任，与上级之间的信任是指个体与其领导个体之间的信任。 

2.4 组织气候 

2.4.1. 定义 

林贤（2017）认为广义上的组织气候是指组织内客观存在的一种环境，诸多影响组织发展

的因素的合集，是一个组织所形成的群体气氛，包括人际关系、领导方式、工作作风以及成员

之间的心理相融程度等，它体现了一个组织的价值观、人际关系状况、态度、领导水平、制度

构成等。组织氛围与组织内部环境的相对永久性特征有关。这是一种独特的组织风格。它是许

多可测量的工作环境属性的集合。它是一个多维概念，可以直接或直接或由组织成员直接创建。

可以根据组织成员的主观感知来衡量间接感知或感受。同时，组织氛围可以通过对组织成员的

感知来对员工的行为和工作效率带来影响。它是组织系统与组织内员工行为之间的桥梁。（李

金平，2006）。本研究采用林贤（2017）的研究将组织气候定义为是一种组织内部成员可以感

受的氛围。 

2.4.2 衡量维度 

通过回顾综合量表，发现有 4 个因素一直贯穿于所有研究中，据此提出 4 个核心维度，工

作结构指组织设定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方法明确程度；个体自主性指员工可以发表自己看法的程

度；奖励指组织对员工公正公平的物质奖励；温暖、体谅和支持指组织关心员工，同事间彼此

关心的程度（崔益艳，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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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平（2006）在研究中将组织气候分成三个维度：人际关系、管理风格、组织科层性。

人际关系指成员间彼此的关系是融洽还是有隔阂，是互相熟悉还是都不认识,即成员之间感受

到的人际之间的融洽程度。管理风格是指成员感受到管理者是否将官僚主义降到最低，自己是

否能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即成员对其管理者风格的看法。组织科层性指组织成员感受组织

内是否有良好的组织与规划,在组织内是否感受受到制度、程序的限制,以及是否鼓励创新以及

个人自主的程度等。总之即组织内成员感受到的组织结构设计的有效性以及组织内形式化、受

拘束的程度。本研究采用李金平（2006）对组织气候的维度划分，根据本研究的研究方向将组

织气候选择管理风格此一项维度进行研究，即成员感受到管理者是否将官僚主义降到最低，自

己是否能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即成员对其管理者风格的看法。 

2.5 隐性知识分享意愿 

2.5.1. 定义 

隐性知识的定义最早由英国科学家波兰尼提出。他认为知道如何做而无法编码或具体阐明

的知识是隐性知识（康媛媛，2012）。Solano (2010) 从创造视角认为知识共享意愿作为进行共

享行为的前提，是一方将自己的知识、经验、见解传递给另一方的一种意愿，并且在理想的状

态下，共享和接收双方有着一样的意图。本研究采用 Solano (2010) 的观点认为，隐性知识分享

意愿是互动的主动方都应该具有一种分享意愿如进行传递的意愿与能力、学习的意愿，接收方

应具有接收的意愿与能力和学习的能力，而传递的信息又有难以交流和高度个人化的特点。 

2.5.2 衡量维度 

谷静（2015）的研究对隐性知识分享意愿进行了归纳总结，其主要包括四点：认知及语言、

时间、价值和距离。其中认知及语言指的是知识共享中知识交流主体之间的交流与接收能力；

时间指的是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的时间成本；价值指的是共享者会考虑这种知识的共享对于接受

者来说是否符合其自身或者客观的需要，从而产生价值；距离因素指的是隐性知识之间的共享

如同信息的传播一样具有一定的噪音和失真现象，多级传播有可能导致知识的失真。 

张红梅（2019）认为当前学术界关于隐性知识共享的研究刚刚起步，已有的研究多是从隐

性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形成机制及产生的效果三个角度来探索的。综合以上学者的看法，本

研究将以单维度对该变量进行研究。 

2.6 研究假设 

2.6.1 差序氛围和组织信任之间的关系 

Luo et al. (2015, 2016) 利用圈层结构模型研究了差序氛围在个体层面的影响效应，结果显

示，差序氛围对个体在组织承诺、组织信任及员工角色外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在不同群体间存在

差异。Wang and Yen (2012) 在圈层结构模型中提出，越靠近圈层中心的其组织归属感越强，对

组织的信任度越高，不同位置成员的组织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当组织差异的氛围很强时，

由于将个人之间的差异外包，员工之间的横向联系被打破，工作中的边缘化程度增加以及他们

的组织自我意识减弱，个人更容易与他人进行比较。综上所述，本研究推论出以下假设： 

H1：差序氛围负向影响组织信任。 

H2：差序氛围负向影响员工对同事的信任水平。 

H3：差序氛围负向影响员工对领导的信任水平。 

2.6.2 组织信任和隐性知识分享意愿之间的关系 

张浠铃（2013）认为，当员工产生信任时，组织内成员之间的沟通有效性也会提高，此时

员工愿意把自己的特长和技能展示出来，从而增进知识共享，这同样可以间接地影响到创造型

构想的产生。学者在符号互动论的研究中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信任的产生主要来自人际间的

情感、情绪、态度和价值观的互动，且认为信任可以促进组织团队合作，个体之间若形成无条

件信任，那么个体会主动愿意与他人分享知识（刘雄，2020）。周淑怡（2016）研究表明，提

高员工组织内信任能够明显增加员工的建言行为，促进组织的良性发展。信任是一种潜在的心

理状态，会影响个体认知、意愿和行为(Morrow et al., 1994)。综上所述，本研究推论出以下假

设： 

H4：组织信任正向影响隐性知识分享意愿。 

H5：员工对同事的信任水平正向影响隐性知识分享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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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员工对领导的信任水平正向影响隐性知识分享意愿。 

2.6.3 组织信任在差序氛围和隐性知识分享意愿之间的中介关系 

隐性知识共享作为一种组织公民行为，其影响因素包括了个人的心理因素及外部因素等多

方面。组织重视员工工作和生活，并且在某些时刻给予一定的帮助和关系，员工也会更加的做

一些对组织有力的行为，也会更加乐意与其他成员共享自己的知识。（张红梅，2019）。 

刘雄（2020）研究认为，无论是情感信任或是认知信任，均可以对知识分享有明显的作用，

同时，认知信任对复杂知识分享的作用要比情感信任对复杂知识分享的作用强烈。他还提出当

个体对他人产生无条件信任时，那么他会自愿进行知识分享或信息分享，信任可以促进知识分

享和主动合作；信任不足会严重影响知识分享意愿。综上所述，本研究推论出以下假设： 

H7：组织信任在差序氛围和隐性知识分享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2.6.4 心理契约和组织信任之间的关系 

Robinson (1996) 研究发现，心理契约直接影响组织信任，从而降低他们后续对组织的贡献，

并把初始信任作为心理契约破裂及其后果之间的中介变量和缓冲变量，深入研究了信任在员工

心理契约破裂过程中的作用机制。马丽波（2008）认为，心理契约的无形规则可以促使员工不

断地用心理期望检查自己的发展和组织发展，并促使员工在动态的环境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

为，从而与组织保持良好的关系。个人职业发展与组织发展紧密相连，个人目标建立在组织发

展平台上，从而提高了对组织的忠诚度； 心理契约可以使员工发展自己的主动性并激发他们的

工作热情。尤强林与赵泽洪（2010）研究将心理契约划分为交易型、关系型和团队成员型，并

研究其与上下级信任关系的构建，证明了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当心理契约高时，差序氛围

对员工的信任水平的负向关系会减弱; 当心理契约高时，差序氛围对领导的信任水平的负向关

系会减弱，爰综上所述，本研究推论出以下假设： 

H8：心理契约的调节作用对差序氛围和组织信任的负向关系产生负向影响。 

H9：心理契约的调节作用对差序氛围和员工对领导的信任的负向关系产生负向影响。 

H10：心理契约的调节作用对差序氛围和员工对同事的负向关系产生负向影响。 

2.6.5 组织气候和隐性知识分享意愿之间的关系 

谢荷锋与马庆国（2007）认为如果组织成员之间没有冲突，那么组织成员之间就会存在联

系，员工就有意在组织内部分享隐性知识。Bock et al. (2005) 影响知识共享意愿主要包括内外

动机，外在动机关注的是目标驱动原因。自我价值感、公平、创新和归属感这四种外部动机均

对知识分享意愿有促进作用。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公平信任气候、容忍失败、信息自由流动的

创新气候以及归属感三种组织气候都能正向影响隐性知识分享的意愿。当组织气候高时，对员

工的信任水平正向影响隐性知识分享意愿的关系会增强; 另当组织气候高时，对领导的信任水

平正向影响隐性知识分享意愿的关系会增强,爰综上所述，本研究推论出以下假设： 

H11：组织气候会加强组织信任而增加隐性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 

H12：组织气候会加强员工对领导的信任而增加隐性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  

H13：组织气候会加强员工对同事的信任而增加隐性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及上述文献，本研究所提到的变量都是有两个或以上单位组成的。社会交

换理论的本质就是双方的交易，无论这种交易是物质上的或者是其他的，差序氛围从员工角度

来看，也可以理解为当员工认为差序氛围高的时候，其付出和回报可能会不成正比。继而引发

组织信任危机，无论是组织层面的还是个人层面的。而隐性知识分享意愿的根本就是知识所有

人是否想把知识进行分享，那么影响知识所有人作出这个决定就是其本人认为这个分享行为发

生后，在某个环境下能得到些什么。那么来说，对环境的判断变的至关重用，由此提出组织信

任对隐性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和组织气候所带来的调节作用。基于以上叙述，本研究研究框架

图，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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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3.2.1 差序氛围 

操作型定义：员工在日常的工作中感觉领导会出现由其主观意识导致对员工的态度差异和

关系的远近。 

衡量：研究采用王斐霖（2020）结合其他学者量表后开发的量表，由员工本人填写自身对

组织差序氛围感知状况，共计 10 个题项。 

3.2.2 心理契约 

操作性定义：员工在完成组织下发的任务后，组织给予的回报是否满足了员工的预期的心

理期望。 

衡量：本研究心理契约量表采用管瑶（2012）的心理契约量表项目。该量表共有 11 个题

目。 

3.2.3 组织信任 

操作性定义：员工认为组织内的人员（同事和领导）对自己的行为都是有益的，会毫无保

留的将自己想法与其他人分享。 

衡量：本研究根据刘雄（2020）和孟立娟（2017）关于组织信任研究时使用的量表，该量

表共有 7 个题目。 

3.2.4 组织气候 

操作型定义：员工感知到的组织的特有的风格，并通过这种感知进一步的影响员工的工作

和态度。 

衡量：量表使用的是李金平（2006）关于组织气候测量的量表，该量表共有 5 个题目。 

3.2.5 隐性知识分享意愿 

操作型定义：员工对于自己在工作和生活总结出来的有益的经验告知他人的主动性。 

衡量：本研究将使用陈洛（2013）年使用的测量隐性知识分享意愿的量表。该量表共 4 题。 

3.3 抽样对象与数据收集 

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浙江地区的文化企业基层员工。将调查范围和对象定为浙江地区的文

化企业基层员工的原因是 2019 年的《浙江文化产业发展成果发布：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高

水平建设文化浙江》数据显示浙江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自 2013年突破 5%以来，

至2018年占GDP的比重高达7.5%，远高于全国水平3.2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的根本就是创新，

去用新的创意来博得消费者的青睐。雷俊霞（2015）指出创意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各企

业不可能拥有实现自己发展的所需求的所有知识资源；其企业为了提升知识创新的水平，要以

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资源优势为依托，充分提升外部知识的吸收与转化水平，以上行为均以知识

共享作为基础。 

本研究选择的分层抽样方法为概率抽样中的一种，也叫类型抽样法。它是从一个可以分成

不同子总体的总体中，按规定的比例从不同层中随机抽取样品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样

本的代表性比较好，抽样误差比较小。（刘光仪，1985）。 

Roscoe (1975) 提出的样本数量皆适用 30 以上 500 以下的样本数（信赖区间）和在多变量

研究里（包括多元回归分析），样本数应为研究变项之倍数（通常是 10 倍或以上）。研究问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1%BB%E5%9E%8B%E6%8A%BD%E6%A0%B7/52048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B7%E5%93%81/55703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B7%E6%9C%AC/57121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B7%E6%9C%AC/57121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BD%E6%A0%B7%E8%AF%AF%E5%B7%AE/9921064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202 

 

中题项有 37项，因此发放问卷应为至少 370份，考虑到有无效问卷的存在，所以本研究预计发

放 500 份问卷。选取浙江省杭州市和浙江省金华市分别一家公司进行分卷发放，发放数量皆为

250 份。问卷最后回收数量为 447 份。 

问卷通过问卷星进行发布并回收。对收集来的有效问卷中的实际选项来打分，并出总得分。

本研究选定量统计数据分析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但是问卷结构和内容的可

信度和有效性则还必须要进行信效度进行衡量。 

3.4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利用定量统计数据分析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本研究提出的研究模

型和假设，具体包括信度与效度、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与调节效应检验等。  

 

4. 预期研究贡献 
本研究以较为具有中国社会特点的变量「差序氛围」为核心关注点，探究了一定情境中组

织中领导区别对待对员工隐性知识分享意愿造成的影响。丰富了差序氛围作用自变量的研究。

本研究分析验证了差序氛围感知对隐性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而差序氛围是具有特色的、较有

价值的变量，隐性知识分享则对企业的创新和进步至关重要，研究二者的关系对丰富差序氛围

感知作用后果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差序氛围如何发挥其影响效果的解释机制目前还不够完善。 

本研究研究差序氛围对隐性知识分享的影响的实践意义具体体现在：本研究差序氛围和隐

性知识分享的定义和设计问卷更加的贴合我国的社会背景，研究得到的结果对我国企业的帮助

更加的深入和具体。加入组织气候这一调节变量，可以让组织管理者从多方面，更加细致的剖

析组织内部员工对隐性知识分享意愿高低的原因，可以更好的提高组织内员工的知识分享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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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k exclusion and taking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work exclusion, enterpring behavior, taking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fairness sensitivity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rough an 

effective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of 247 employee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Xi’an, w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exclusion and 

enterpring behavior, and further verifi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aking organizational sup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exclusion and enterpring behavior. Fairness sensitivit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king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employee initiative. To sum up,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work exclu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aggressive behavior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creates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for the 

group, reduc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work exclusion, and provides management suggestions 

for increasing employees' aggressive behaviors. 

 

Keywords: Work exclusion; Enterpring behavior; Taking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airness 

sensitivity 

 

工作排斥对员工进取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团体支持感为中介 

变量，公平敏感性为调节变量 
刘征浩 

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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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从工作排斥和团体支持感的角度，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尝试构建工作排斥、员工进取

行为、团体支持感与公平敏感性的研究框架。通过对西安市中小型企业 247 位员工的有效网络

问卷调查以及回归分析，探索工作排斥对员工进取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验证团体支持感对

工作排斥与员工进取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公平敏感性调节团体支持感与员工进取之间的

关系。综上，本研究对工作排斥对员工进取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进行讨论，根据研究结果，为

团体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减少工作排斥的负面影响以及增加员工进取行为提供了管理建议。 

 

关键词：工作排斥；员工进取行为；团体支持感；公平敏感性 

 

1. 绪论 
本章欲探讨的内容正是为此次研究理清研究思路，为后续章节的具体研究分析做好铺垫。

内容共包含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问题、研究意义和研究流程五个部分。 

1.1 研究背景 

排斥充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的同事从来不叫你一起吃午餐，你提问题时你的老师

从来当做没听见，这些都是被排斥的表现。在心理学方面研究中，社会排斥已经得到广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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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认可，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者逐渐把目光聚焦于更小的范围内的

排斥——工作排斥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工作排斥是一种主观的感受 (Ferris et al. , 2008b)，

员工在工作中是否真正受到了排斥以及排斥的等级都与被排斥人的性格、经历有很大关系。排

斥破坏成员间的人际关系，需要员工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去修复人际关系（乐嘉昂、

彭正龙、高源，2013）。工作的排斥性是一种具有一种破坏机体功能的人际关系，不仅可能会

对被排斥者经常患有严重的睡眠障碍，记忆力下降和减退，抑郁症的水平上升，缺少自我的效

能感和无法体验幸福（刘小禹、刘军、许浚、吴蓉蓉，2015）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困难和问题；

在现实的工作中，表示因为自己的同事孤立，心理困难或者受挫，工作效率不高，对于工作的

要求不明确和对于工作的缺乏安全感 (Stale , 2003; Nele , 2009)，甚至可能造成一些被排斥者对

团体的利益做出消极的行为，对团体产生负面影响 (Ferris et al. , 2008b)。 

1.2 研究目的 

国外学者们在 Ferris et al. (2008b) 的研究基础上针对在工作环境中所排斥的各种有可能会

直接导致员工的心理及其工作活动行为上发生的变化而深入地展开研究，例如，工作压力、服

务绩效、工作管理绩效以及工作资源的投入，我国的学者还对于工作地点被排斥所带来的影响

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比如抑郁、离职倾向、建言行为和团体公民行为。因此，本研究以

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展开。具体目的如下：本研究结合社会交换理论，以互惠原则中的双方不

能单独获利 (Gouldner ,1960) 为基础建立了影响员工进取行为的基础模型；从工作排斥层面来

探索员工进取行为的影响因素，能够丰富员工进取行为相关研究。 

1.3 研究问题 

工作排斥在企业中经常发生，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团队人际关系因素(Tae-Yeol et al.，

2015)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员工进取行为的发生。因此，本研究具体研究问题如下：工作

排斥会对员工进取行为如何产生影响；团体支持感对员工进取行为如何产生影响；团体支持感

在工作排斥和员工进取行为中如何起到作用。 

1.4 研究意义 

首先，本研究丰富了关于工作排斥方面。本文使用团体支持感作为中介变量来调查它是否

在影响结果变量的工作排斥过程中扮演中介角色，无论是完全的中介角色还是部分的中介角色，

并将研究扩展到排斥与沟通之间的中介角色。本文采用了检测样本的方式进行验证，以便于验

证工作排斥和员工进取行为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将为双方的观点提供新的理论支持。此外，

使用中国公司员工作为研究样本来调查工作排斥对员工进取行为的影响，丰富了当地对工作排

斥的研究。 

其次，本研究丰富了团体支持感方面。当前关于企业的团体支持感前因变量的研究主要局

限于三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即企业的薪酬与工作环境，团体的公正与上级的支持。其他影响因

素的研究较少，尤其是他的上司和同事。尚不清楚员工的某些负面人际行为是否会影响员工的

团体支持感。 

1.5 研究流程 

本次研究根据“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制定研究流程。

具体内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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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研究流程图 

 

2. 文献综述 
本章节主要是通过整理相关文献的研究，探讨工作排斥、员工进取行为、团体支持感、公

平敏感性的定义，确定在中国国情背景下的工作排斥、员工进取行为、团体支持感、公平敏感

性的各个维度，并结合相关理论分析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假设推论，构建研究框架。 

2.1 工作排斥的概念研究和维度划分 

工作排斥最早是由 Hitlan (2006) 提出的，他认为，在一些工作场合被排斥主要是在某些个

人或群体被其他人或群体孤立，拒绝或者被忽视的一些工作情境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后来，

Ferris et al. (2008b) 还深入地研究了员工在职场所环境中的一些主观排斥和消极现象，并提出了

员工在职场所环境中的这种排斥情况就是员工的一种主观情绪和感觉，即员工能够直接感知到

的这种主观情绪和感觉往往是被别人所忽视，孤立和排斥或者被工作群体小组，这一点得到了

广泛重视和认可。由于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公司员工，因此，在充分结合国内外市场上现有

的关于其工作环境中被排斥的理论和定义之后，本课题将其中的工作被排斥理论定义为一个企

业员工在其工作环境中的生活场所与其上司、同事之间的交往、沟通和参加共事活动的过程中

所可能会遭遇到的自愿或非自愿的压迫，行为上的被压迫或忽视。 

关于工作排斥的研究，Ferris et al. (2008a) 探讨了工作中排斥的含义和范围，认为排斥工作

是单维的，试图发展工作排斥的十项量表并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Hitlan and Jennifer (2009) 基

于先前的研究发现职场排斥可以分为上级排斥、同事的排斥和语言排斥。同事间的排斥会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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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低程度的组织的自尊，加强工作紧张感，以及主管对员工的绩效评价也不会很理想。蒋奖

等人（2011）基于中国企业背景下将工作排斥划分为两维构念，分别为上司排斥和同事排斥两

个排斥源，这样的划分符合中国企业等级制度观念较强的组织情境。结合文章的调查背景和研

究内容选取蒋奖等人（2011）的维度，将工作排斥分为上司排斥和同事排斥。 

2.2 员工进取行为的概念研究和维度划分 

大多数关于员工进取行为的定义认为自发性是前瞻性和变革性的基础，是员工自发的做出

的角色内外界限模糊的可能超出本职之外的工作，完成自己设定的更高的目标而不是组织分配

的目标。Crant (2000) 在整合了以往有关员工进取行为的研究之后，主动的改善当前环境或创

造新环境，尝试着去挑战当前的现状，而不是被动地去适应这个现状。Parker et al. (2010) 根据

先前的研究进行讨论，认为工作中的员工进取行为就是让事情发生，预见和预防问题，抓住机

会。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 Crant (2000) 的定义，与本文内容相结合，将员工进取行为定义为主

动的改善当前环境或创造新环境，试图去挑战现状，努力完成自己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并且

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被动地适应现状。 

有关进取行为的维度划分，Campbell (2000) 通过对领导研究、组织公民行为和角色扩展机

制三类文献分析，认为员工进取行为的工作态度拥有四个特征，表现为主动性、坚定自信、创

造性和风险获取特征。通过特征将进取行为划为三个维度：Campbell (2000) 认真态度是对待工

作积极向上的态度、Parker et al. (2006) 积极建言是个体提出想法或亲身践行去更改或改善工作

环境和万景霞（2008）勇于承担是员工对自己在实际业务工作中所作的需要应当承担的一种责

任、义务的一种高度自觉。积极建言和勇于承担与员工进取行为有共通的特性，本次研究将选

取积极建言和勇于承担维度，与认真态度组成此变量的维度。 

2.3 团体支持感的概念研究和维度划分 

关于团体支持感的定义，Eisenberger et al. (1986) 在研究中首次提出了一种对于团体的支持

理论，当一个员工了解到他们正从其上级或者是团体那里得到一些支持时，他们会以更积极的

方式去回报于团体。Rhoades et al. (2001) 添加情境因素后，团体支持感是指员工是否相信自己

的团体在有利或不利的情况下对待他们，以及他们是否重视自己的贡献。在中国企业背景下凌

文辁等人（2006）认为，团体支持感是企业中的员工如何正确地看待自己所在的团体对其贡献

以及关心自己利益的一种表现。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将引用 Eisenberger et al. (1986) 的关于团体支

持感定义为一种使得员工能够以自己努力的事业或者工作及对团体的忠诚来换取企业或者个人

对其的回报与重视。 

对于团体支持感的维度，McMillan (1997) 将其分为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这一划分方 

法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可。工具性支持即支持员工完成工作所需的工具、信息、培训、工具和设

备，情感性支持是一种与工作相关的支持，以尊重和关心员工内心状态为主，生活相关的支持

为辅（宝贡敏、刘枭，2011）。 

2.4 公平敏感性的概念研究 

Richard et al. (1987) 提出了公平敏感性的概念，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对于公平的各种偏好可

能会迫使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一致但又具有区分性的反应。Allen and 

White (2002) 则使用实验方法来检验三种类型的人对不公平情况具有相当敏感性的反应的差异，

研究发现：在不公平的情况下，自私的员工反应更强烈，表明其对不好结果的容忍度很低；而

无私的员工的反应则最不强烈，表明其对不好结果的容忍度高。通过本文的研究内容，借鉴之

前的相关研究，将公平敏感度定义为对于公平的各种不同偏好，这样的偏差会造成个体在某些

方面对于公平或者是不公平的后果具有稳定和个性化的反映。 

关于公平敏感性的维度，Davison (2008) 认为先前的《公平敏感性量表》存在缺陷。《公

平敏感性量表》把无私与自私分开作为连续统一体的两种目标，测量的结果仅仅有一个维度，

公平敏感性高的结构可以说是多维的，无私与自私可以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可能是相关

也或许不相关。此次研究将选用 Davison (2008) 的两个维度：偏好投入和偏好获取。 

2.5 假设推论 

2.5.1 工作排斥影响员工进取行为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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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排斥是一种负面情绪和互动体验，个体的归属感会降低，会感觉到不被尊重，社会方

面的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很容易触发一些不良的情绪。Ferris et al. (2008b) 指出，由于工作

的排斥行为会对团体的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力，工作的排斥行为会导致使得员工们觉到挫败和

沮丧，产生焦虑甚至是情绪耗竭等现象，同时将会大大减少个人对于团体的一些情绪和承诺，

驱使其做出一些不利于团体健康发展的行为。研究表明工作排斥感知高的员工，更容易发生对

企业或其他员工消极的行为，如越轨行为、破坏行为等，从事积极行为的频率也较低，会严重

影响到工作绩效（赵秀清、孙彦玲，2017；于鲁宁、彭正龙，2018）。相反，在高凝聚力及良

好人际关系环境下的员工，更能够在组织决策和改进过程中表达他们的观点、意见及乐于分享

信息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杜星铖、郑亭亭，2018）。因此根据以上的研究内容，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H1 工作排斥对员工进取行为存在负向影响；H1a 上司排斥对积极建言存在负向影响；

H1b 上司排斥对认真态度存在负向影响；H1c 上司排斥对勇于承担存在负向影响；H1d 同事排

斥对积极建言存在负向影响；H1e 同事排斥对认真态度存在负向影响；H1f 同事排斥对勇于承

担存在负向影响。 

2.5.2 工作排斥影响团体支持感的假设 

团体支持感被认为是一种直接的、行为上的交换模型，团体可以通过给予员工各种福利、

关爱、价值上的支持和承认，从而换取了员工对于团体的忠诚、认同和承诺（沈伊默、袁登华、

张华、杨东、张进辅、张庆林，2009）。由于在工作排斥则阻碍了这种交流关系，进而导致使

得企业中的员工被边缘化，从而使得企业中的员工身份和认同感减弱，自身的价值观也得不到

承认，进而减少了个人对团体的付出，而个人低付出的成本也为团体将其划分为低价值个体寻

找了依据，从而促使了双方之间的资源相互交换，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马跃如、郭小闻，

2020）。Shoss et al. (2013) 表明对上司领导者的非人际交往会严重破坏员工对团体的情感依恋，

并对团体支持感产生负面影响。被排斥在外的员工在他们的工作中无法获得同事们的支持，在

工作和生活中也会遇到困难。没有一个同事表现出自己的关心和帮助，也没有一个同事会分享

自己的工作成果，更不用说是否会得到对工作中做出的价值和贡献上给予肯定和承认（于维娜、

樊耘、张婕、门一，2015）。因此根据以上的研究内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 工作排斥对

团体支持感存在负向影响；H2a 上司排斥对情感性支持具有显著负向影响；H2b 上司排斥对工

具性支持具有显著负向影响；H2c 同事排斥对情感性支持具有显著负向影响；H2d 同事排斥对

工具性支持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2.5.3 团体支持感影响员工进取行为的假设 

Rhoades et al. (2001) 通过研究发现，团体支持感会影响员工对团体的态度和看法，进而团

体员工的行为会影响动力。Morrison (2000) 也指出，如果员工意识到团体对建议的支持，他们

将愿意表达建议。基于互惠原则，当通过团体支持感满足人员需求时，他们将对团体产生信任

和认同感，从而产生实现团体目标的动力和义务感。工具性支持与管理者的外在动机有关，为

了获得更大的工具性利润，员工将积极寻求并参与协作，并与其他部门协作，以帮助他们在团

体内形成社交网络，参与社交学习并促进知识流动以提高应对技能矛盾的问题（凌文辁、杨海

军、方俐洛，2006）。情感性支持主要是关怀，尊重和信任。情感性支持将持续影响员工的个

人发展，这将导致强烈的团体归属感和团体认同感，个人目标和决策将与团体目标保持一致，

并将充分利用原始工作的优势，提高工作效率(Simosi , 2010)。 

2.5.4 团体支持感的中介作用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互惠原则，团体可以通过给予员工各种福利、关爱、价值上的支持和

承认，从而换取了员工对于团体的忠诚、认同和承诺（沈伊默、袁登华、张华、杨东、张进辅、

张庆林，2009）。团体支持感越高会进一步影响工作偏好行为的影响(Chen et al. , 2004)。 魏江

茹（2010）的研究发现，减少员工的团体支持感会导致团体公民行为的减少。而被排斥的员工

将被忽略、排挤并与团体中的其他人员分开，从而导致失去归属感，减少的团体支持感将阻止

员工自愿为团体做出贡献（吴隆增、刘军、许浚，2010）。也就是说，团体支持感在工作排斥

与员工进取行为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刘维民与何爽（2009）表明，团体支持感在组织与

个体积极行为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本研究认为，当员工感到工作排斥越高时，会使团体支

持感越低，从而降低员工的进取行为。因此根据以上的研究内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4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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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支持感在工作排斥与员工进取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2.5.5 公平敏感性的调节作用 

Richard et al. (1987) 提出的公平敏感性观点给我们从事公平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带

来了一个新的眼光，明确地指出了在不公正的情况下，不同敏感性相比他们对不公正立场的看

法也是不同。Thomas et al. (2011) 认为，团体支持感会正向影响进取行为。Blakely et al. (2005) 

认为公平敏感度是影响进取行为的重要因素，发现无私的企业员工一般都具有更高的团体进取

水平，而其他两种情况下的企业员工所具有的团体中进取行为则是跟随企业中公平感的改变而

发生改变。基于以上三者之间的关系，团体支持感是进取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团体支持感正

向影响进取行为。因此，当员工偏好付出时，团体支持感对员工进取行为影响就会增加。因此

根据以上的研究内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5 公平敏感性在团体支持感与员工进取行为中起

调节作用。 

2.6 研究框架 

 

图二 研究框架图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章节主要是针对需调研的对象，设计相应的调查方式来收集数据资料，并通过整理相关

文献的研究，了解研究框架中变量的测量题项和确定数据分析的方法，以此来帮助验证上述的

研究假设。 

3.1 问卷设计 

本研究课题组的研究主要内容是关于利用问卷调查这一方法用来搜集所有企业进行科学研

究统计工作时所需要的相关数据，具有较好的测量信效度数据保证。设计问卷主要由三个方面

组成：调查导入语、受访者的基础信息和相关的变量测算数据。相关的变量量表主要包括对工

作场所的排斥、团体支持感、公平敏感性、员工进取行为等几个相关的变量，调查的内容主要

涉及到企业中员工的各种人口特点进行了统计，即调查对象的个体性别、年级、学历、受教育

水平等情况以及在工作排斥、员工进取行为、团体支持感及公平敏感性等信息（罗玲，2016）。

都是采用 Likert -5 点相关的量表进行评价，“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本研

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均采用员工自评方式来收集数据。 

表一 工作排斥测量题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问项 

X1:工作排

斥（蒋奖、

鲁峥嵘、张

雯，2011） 

X11:上司排

斥 

X111: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向上司求助，上司不予理睬 

X112:上司对我的实际工作取得的成果视而不见 

X113:我提出的合理建议和构思得不到上司的采纳 

X114:即使工作表现突出，上司也不推荐我加薪、评优、晋升等 

X115:即使我能胜任，上司也不交给我重要任务 

X12:同事排 X121:同事选择集体活动时从不考虑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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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二 团体支持感测量题项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三 员工进取行为测量题项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四 公平敏感性测量题项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斥 X122:在遇到疑惑问题向其他同事提出咨询时，同事们一概不予理会或者敷

衍了事的回应 

X123:在工作场合其他人将我排除在聊天之外 

X124:当我进入办公室时，同事们选择离开 

X125:同事去吃午饭时没叫我，也不问我是否需要带什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问项 

X2:团体支

持感

（McMillin

,1997、陈

志霞，

2006） 

X21:工具性

支持 

X211:单位将一定会尽心为我们提供优越的工作环境与条件设备 

X212:单位将尽力给予我们在这份工作中必须要求的培训或者其他相关的支

持 

X213:单位将尽量为我们提供本职业工作必须要求的人才与信息支撑 

X22:情感性

支持 

 

X221:单位关心我的个人感受 

X222:单位关心我的福利 

X223:单位会关心我的健康 

X224:单位会尽力为我解决生活和家庭的后顾之忧 

X225:单位尊重我的意见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问项 

Y:员工进取

行为

（Costigan 

et 

al.,2006、
Van Dyne et 

al.,1998、

万景霞，
2008) 

Y1:积极建言 

 

Y11:和公司的同事交流自己的观点，即使这些观点和大家的不一样 

Y12:鼓励其他人参与到那些对我自己有影响的事情或者工作任务当中  

Y13:对某些事情特别关注，因为我觉得自己对这些事情的一些想法可能会

派上用场  

Y14:向大家介绍自己新的一些想法，或者对改进工作流程的建议 

Y2:认真态度 Y21:我对这个工作表现出了很强的动机和很高的热情 

Y22:我在工作上不怕冒风险，并且勇于尝试新的东西 

Y23:工作上一有问题出现，我就会马上采取行动进行解决 

Y24:我会主动的阐述与工作相关的一些观点和意见，而不是等到被问时才

说 

Y3:勇于承担 Y31:我在犯错后勇于认错 

Y32:我做事情不利时是否愿意接受处罚 

Y33:我在做事过程中尽职尽责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问项 

X3:公平敏感

性(Davison , 
2008) 

X31:偏好投

入 

X311:为公司奉献对我来说更重要 

X312:帮助他人对我来说更重要 

X313:我更关心我能对公司做出的贡献 

X314:我努力工作将会使公司获利 

X315:我的工作哲学是付出比索取跟重要 

X32:偏好获

取 

X321:从公司获益对我来说更重要 

X322:关注自己利益更重要 

X323:我更关心我从公司得到的利益 

X324:我努力工作将会使自己受益 

X325:我的工作哲学是只有我关心自己，没有其他人会关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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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研究对象与抽样 

本文将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通过在写字楼楼下进行扫描二维码填写问卷的方式，以中小

型企业从事工作的员工以及员工的同事为调查研究对象，王峰（2019）认为西安地处中国腹地，

在发展上具有辐射全国的地理优势，并且通过“一带一路”促进当地的中小型企业发展，以电

子问卷的方式进行发放，通过问卷星进行搜集资料数据，Mueller (1997) 认为单纯的结构方程模

型分析的样本数量至少在100以上，200以上更佳，所以本次研究的有效数量控制在200至300之

间。因此，为了保证此次调研的信度和效度，本次问卷调研计划共发放300份问卷，希望回收

有效问卷250份。  

3.3 确定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收集数据采用 SPSS 24.0 为主实施分析，使用邱皓政（2006）的分析标准，信度（变数

Cornbach’s α 大于 0.7）、聚合（变数 CR 大于 0.6）与区别效度（AVE 开根大于变数相关系数）、

AVE（变数 AVE大于 0.5）、模型拟合指数（X2/DF 小于 3）、相关性分析（变数间 p值小于或等

于 0.05，即变数间显著影响）与多层次回归模型（3 层次调节分析，以自变×调节变数=交互项 P

值小于或等于 0.05，即调节变数显著影响）。相关性分析被用来确定工作排斥、团体支持感和员

工进取行为之间的影响。使用多层次回归模型确定公平敏感性在团体支持感对员工进取行为之间

的调节作用。 

 

4. 预期成果 
本研究为团体创建和谐环境，减少被排斥的负面影响以及增加员工进取行为提供了观点。

员工进取行为作为员工职责之外的利团体行为，不仅可以反映公司的问题，而且可以为公司做

出贡献。此外，不同职能部门和行业的个人特征也不同，因此工作的排斥及其影响也不同。给

管理层一种监督的形式，提醒他们除了考虑员工的表现外，还应该考虑在团体中创建一个和谐

的环境，以减少工作的排斥并促进进取的行为。 

帮助管理层了解在工作排斥和员工进取行为之间团体支持感和公平敏感性的重要作用。对

于管理者来说，了解排斥与员工进取行为之间的心理转变，并提醒管理者要通过实践来重视对

员工的团体支持感支持，这可以减少在工作的排斥导致降低对团体支持感。同时，从员工的角

度来看，团体支持感也可以得到改善。本研究使用公平敏感性作为团体支持感和员工进取行为

的适度变化，如果此调整成立，可以使管理层可以通过降低敏感性来增加员工进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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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 on Adaptiv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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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rational behavior theory.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ever-changing social environment. For organizations, the level 

of adaptive performance requires the organization to establish a unique management system to 

adapt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The generation of organizational wisdom 

requir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ersonal wisdom of the employee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timely adjustment of the collective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how to 

affect adaptive performance is the subject of this article. And find knowledge sharing as an 

intermediary role, and deviant innovation as a moderating rol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will propos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adaptive 

performance? Are the two positively correlate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sharing and adaptive performance? Whether the two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how is deviant innovation regula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sharing 

and adaptive performance; how does knowledge sharing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wisdom and adaptive performance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Intelligence, Adaptive Performance, Knowledge Sharing, Deviant 

Innovation 

 

组织智慧对适应性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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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与理性行为理论的研究视角。本文主要探讨当今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对

于组织而言，适应性绩效的高低，需要组织建立独特的管理制度进行对内外部环境的适应。而

组织智慧的产生就需要组织中的员工个人智慧提升以及集体对于内外部环境及时的做出调整，

所以，对于怎样会影响适应性绩效是本文要研究的。并找到知识共享作为中介作用，越轨创新

作为调节作用。本研究将依据文献提出：组织智慧与适应性绩效是什么关系？两者是否为正相

关；知识共享与适应性绩效使什么关系？两者是否为正相关；越轨创新作为调节变量，在知识

共享和适应性绩效关系中是怎么样调节的；知识共享作为中介变量是怎样中介组织智慧对于适

应性绩效的关系？ 

 

关键词：组织智慧，适应性绩效，知识共享，越轨创新 

 

1. 引言 

随着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不断发展，在 21 世纪的今天，知识经济逐渐在企业发展中占领

一席之地，这就意味着组织的管理模式以及经营模式也在发生改变。Quinn (1992) 的相关文献

指出了，通过提高组织智慧是增强知识的先决条件。而组织智慧不是天然形成的，需要经过日

积月累的沉淀，组织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根据先前的经验对企业内部环境也不断做出

调整，表明了企业想要长期生存就需要在组织中不断改进决策与创新，以便提高业务绩效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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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长期前景。 

考虑到这一广泛的背景，我们开始关注于将概念化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织管理实践：提供

具有实际意义的“理论”。组织关注的知识经济源于将个人智慧细化为组织智慧，这种智慧不

断在员工中传播和巩固，使组织智慧成为员工行为的一部分。当今组织的特点是不断变化的，

在变化多端的环境中员工通过有效的学习并整合、共享和创造知识，而其中员工共享不是单方

面的过程，是组织中有关不同个体之间或不同部门之间学习范畴的一种集体信念或行为准则

(Morrman&Miner,1998)，员工对于工作环境中的适应性表现是对其行为过程进行及时评价并且

及时给组织反馈，以便做出调整, 从而极大的提升绩效。 

本研究动机在于，员工和组织间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经济交换，员工通过个体私下知

识共享交流或集体之间的交流为组织智慧得以提高适应性绩效，同时探讨了员工在知识共享的

过程中产生的越轨创新（即：私下创新和违命创新）对适应性绩效成功产生的消极影响或失败

产生的积极影响做了讨论。所以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与理性行为理论，从组织和员工行为

的角度出发，以知识共享来分析适应性绩效的影响因素，加入越轨创新为调节变量，多角度探

讨适应性绩效。实用目的而言，探讨影响适应性绩效的多种影响因素有利于提高组织及时应对

内外部环境措施的多维度能力，提升绩效。出于学术目的，当前关于适应性表现的研究主要来

自西方学者，而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2. 文献综述 

2.1 社会交换理论 

Gouldner (1960) 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 (Social Exchange Theory)，是指员工和组织之间的交

换关系，具有其典型性特征，对于能够提供最多报酬的组织或者是雇主有着更多的青睐，根据

衡量自身的社会交往水平进行报酬的衡量，为了得到报酬，员工也要付出一定的报酬。同时认

为:处在社会关系当中的双方,需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得到相对应的利益回报，该动态被称为

社会互动的“启动装置”。具体来说，社会交换是指对人际关系中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等之

间针对性的交换及其渗透调整,这也解释了本文相关变量的研究理论。 

2.2 理性行为理论 

理性行为理论来自社会心理学，被认为是认知行为研究中最基本，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

Fishbein和 Ajzen (1975) 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它主要用于分析态度如

何自觉地影响个体行为，并专注于基于认知信息的态度形成过程。它的基本假设是人们是理性

的，在进行某种行为之前，将结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己的行为意义和后果。因此，在个人的主

观态度或行为规范的控制下，人们倾向于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并能够以满足他人期望的

方式行动。而本文主要运用到知识共享中进行分析，多维度的组织智慧对知识共享（即:知识

共享意愿和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以及知识共享对适应性绩效的影响，这也是本文变量的最

早理论基础，使本文研究更富有准确性。 

2.3 组织智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Wilensky 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即：知识与决策的关系，提出的“组

织智慧”的概念为组织方面的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当时并没有引起过多学者的关注。

直到 1992 年，Matsuad 才将组织智慧引入到组织管理领域中。作为社会和个人认知的关键驱动

力，智慧是执行精神和心理活动的推动力。除个人以外，智慧在组织层面同样也很重要，组织

智慧定义通常是基于个人的智慧认识和定义而制定的，从外部收集信息的能力，组织产生不同

的 市 场 和 技 术 方 案 ， 解 释 环 境 信 号 ， 进 行 转 移 客 户 对 产 品 设 计 结 果 的 需 求

(Haeckel&Nolan,1993)。到被定义为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能力，基于收集信息产生的知识并

有效地采取行动为了适应组织周围的环境而产生的知识 (Halal,1998)。依据以前的经验以及接

收到的新知识应对内外部环境，实现长期的稳定发展。最新的研究表明了价值观作为组织智慧

的核心（廖冰、纪晓丽、盛国庆，2004），组织智慧被视为由领导人的气质与能力、创造能力、

应变力、组织的协同力、组织文化组成部分构成的构造。所以组织智慧除了组织与环境的相互

作用外，还源于组织员工个人的相互作用下，也就是不能独立于人类之间的关系。 

2.4 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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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 认为，通过员工之间的沟通和组合过程，可以在组织内创建新

知识。其中，交流和结合通过连接以前不相关的观念和知识，或者通过以新的方式重新结合先

前连接的观念和知识，从而创造了新知识。同时，知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组织资源，可以在竞

争激烈且动态经济获得一个竞争优势，对于组织而言，有必要但不足以依靠专注于以下方面的

人员配备和培训系统选择具有特定知识，技能，能力或能力的员工，或帮助员工获得这些知识

(Wang&Raymond,2010) 考虑到知识创造的重要性，研究人员已开始探索公司如何开发这种独特

的能力。因此，知识共享是与组织的个人或部门之间的学习类别相关的集体信念或行为规则。 

2.4.1 组织智慧与知识共享 

产生智慧的基础，即：个人和组织，导致混淆谁或什么在组织环境中有智慧，从而导致组

织智慧现象的减少。尽管毫无疑问，组织智慧与个人智慧通过聚合机制有关。个人成员的智慧

积累成为组织智慧，跨层次转移(例如：个人的智慧被转化和编纂为组织智慧)和分配(例如：组

织智慧嵌入在组织成员互动和参与的结构化思维和行动模式中)，正如 Glynn (1996) 所指出的那

样，个人和组织智慧之间的分界线太不精确，很容易允许区分这些结构。同时，组织中的个体

及其相互作用的互动、知识、行为、认知、感觉、情感和功能文化，虽然在概念上不同，但是

相互依赖的，而不是独立的或反对的。所以，个人和组织或集体现象之间的关系是解释组织智

慧的核心。 

组织中的信息传递与传递包括“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两种。在传统的组织结构下，信息

的上下传递渠道单一，加之信息只能逐层传递，使得信息传递缓慢。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信息化成为组织扁平化的基础，知识员工是企业的载体。扁平式的组织所削减的中间层次不是

权力层次、决策层次或监督层次，而只是信息的中转站，使组织内外、上下之间的信息传递更

为方便、直接使得信息在上下级之间的直接甚至跨级传递成为可能，客观上为大幅度压缩中间

管理层次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并且随着信息双向传递速度的加快，高层管理人员更容易在第

一时间获取市场信息并且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此外，信息技术的出现，还加速了知识和技能

在员工之间的共享，这也为促进企业的竞争力打下了基础。在组织和管理中，注意力都应该集

中在一个组织中的知识单位之间的互动上。 

 Huber (1991) 提出了从认知角度组织智慧的组成部分是信息处理能力的构建，如获取信息

的能力、其解释、传播、存储和实施获取信息的能力是指一个组织从各种来源收集数据的能力。

解释信息的能力是指以有意义的方式构造，过滤，组织和构架信息的能力。信息传播能力是组

织中的员工通过各种方式在组织内分发和共享信息的能力。除了从认知维度外，从社会实践的

规范方面，组织发展的连续性是基于内外部环境对社会活动的反复监督的。当行为者反应性地

监视他们的行为并存储或合并这些行为供未来使用时，将发生行为的常规化 (Berends et al,2003)。

为了利用先前存在的规则和资源，然后复制它们，员工们必须“了解”它们，知识意味着个人了

解和理解他们行为的情况和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所以，当员工有能力有资源时，就会促进与其

集体之间的知识、信息分享并不断地传承下去。然而，员工并不一定依赖于现有的结构，因为

他们私下有权采取其他行动，这意味着复制系统的方法中包含了变化的种子 (Sydow et al,1998)。

知识渊博的员工的互动去执行行为，虽然违背了常规化的规则，但同样会让员工之间的知识共

享得到交流与促进，这也可称作智慧。所以，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组织智慧对知识共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5 适应性绩效 

适应性表现是指广泛的适应性行为，也就是说当工作需求发生变化时，一项任务的学习可

以有效地转移到另一项任务的行为上。(陶祁、王重鸣,2006)。虽然适应性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但组织正在经历的变化的速度和类型只会继续增长，这使得组织中的实践者对理解和增强工作

场所的适应性越来越感兴趣。例如，技术和自动化的发展继续改变工作任务的性质

(Patrickson,1987)，迫使员工学习新的方法和知识以执行其工作，从而在不同的工作中具有竞争

力。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除了改变行为之外，适应性表现还反映了改变的意愿或能力

(Cronshaw&Jethmalani,2005)。在全球经济中，许多工作要求员工需要越来越适应不确定性，才

能在这些不断变化和变化的环境中有效运作。虽然个人需要适应的属性，组织中发生适应的过

程是重要的，但在我们对试图预测的工作绩效要求有一个坚实的理解之前，不能准确地指定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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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属性导致适应性绩效或这种适应是如何发生的。 

2.5.1 组织智慧与适应性绩效 

Conte (1999) 提出了社会智慧描述个人通过涉及社会感知（理解社会情感线索的能力）和

社会推断（潜在动机和特征推断的能力）来对他人的情绪、动机和欲望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一般等同于情感智慧，特别是在组织发展环境中的情感能力。人们感知和解释外部刺激确定他

们的反应以适应环境特征，提供缓冲的组织资源帮助组织进行了调整内部环境承受外部压力。

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受阻或允许组织以调整其战略和资源分配等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状况。 

智慧代表了一些具有现实生活后果的自适应功能，组织智慧的主要结果是与创新有关。它

由产生新想法的活动，并将其转化为具有商业和/或社会价值的新产品/服务或流程组成(Rose et 

al,2005）。此外，创新需要在不习惯的情况下同时采取快速和创造性的行动，这意味着它需要

组织信息 (Glynn,1996)。换句话说，智慧是组织创新成功的基础，同样，通过创新能力的变化，

可以观察到组织智慧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员工通过分享他们在组织中有关人际关系的知识和专

门知识来促进该进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组织智慧组成部分中的集体情绪智慧，对拥有不同劳

动力并被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包围的商业组织至关重要。必须通过对组织文化、战略和结构实

施适当的支持性干预措施，以提高组织适应性绩效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点，组织应该不断接

受挑战，建立基础设施。 

本文将组织智慧与绩效联系起来是由动态能力逻辑支持，该逻辑认为企业的优势在于其能

力重新配置其资源，功能和例行程序，以寻求新的机会和性能优势。先前，许多学者从不同的

角度定义了动态能力。他们认为，动态能力就是整合、重建、获取和释放资源的过程，以适应

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的能力。基于组织学习的观点，则认为动态能力是一种稳定的集体学习行

为模型，企业通过它可以系统地产生和改变操作实践，获取和保持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企业及时感知市场变化，快速整合资源进行创新，满足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客户需求从而追

求绩效改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度整合，企业组织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创新压力和变革挑战，

企业迫切需要寻求一种灵活、适应性最强的结构，给员工更多的自主权，帮助公司快速适应新

环境。与以往的层次组织结构相比，组织扁平化提供了灵活、多维、多方向的信息传输渠道，

使卓越的资源平台和战略层面提供资源、资金和专业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组织整合资

源的能力帮助企业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增强感知机会的能力，只有通过资源的整合，才能

激励团队创新绩效的提高，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得出本文以下假设： 

H2:组织智慧对适应性绩效有正向影响。 

2.5.2 知识共享与适应性绩效 

Drucker (1993) 指出，一个基于知识和经济的社会是一种以管理为导向的社会模式，而管

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知识产生效果或有效实施知识管理以促进企业的平稳运转。Zollo and 

Winter (2002) 认为，一个组织应该将个人拥有的知识转变为组织知识，并保持学习过程、知识

共享和重用，包括新知识的转化和开发能力，以增强适应和响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动态能力，

为企业提供了战略灵活性和自由，掌握外部环境的趋势，系统地将知识整合到组织。Ahmand 

and Karim (2019) 认为知识共享在组织规模的含义是研究最多的主题，有关知识共享影响的文

献,在组织层面，知识共享员工之间的关系会影响组织绩效、学习以及业务流程效率。 

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 认为员工之间的合作是企业社会氛围的一个关键方面，它推动

了知识交流和组合过程。当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水平较高时，创造力就会得到增强。所有员工

都可能创造一些价值，动态行业的公司可能更依赖于知识工作者通过新方式交流和组合信息的

能力。因此，知识工作者之间强大的合作环境将通过增加他们之间有价值和独特信息的相互交

流，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通过员工意愿取得的表现以及行为能力，增加知识共享和对组

织的承诺的组织或团队薪酬 (Delaney&Huselid,1996)；以及培训和绩效评估，以促进雇员的成

长和发展，并获得了公司特有的知识，使企业能够在动态环境中创新和超越竞争对手，是集体

员工交流和结合知识的能力的结果。 

同时，Holyoak (1991) 提出了适应新的或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情况经常需要个人来解决新

的和不熟悉的问题。因此，适应性性能的一个方面已经被学者认为是员工解决当今工作环境和

组织所面临的非典型、定义错误和网络问题的有效性。由于技术进步的快速步伐和对组织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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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学习的日益重视而变得重要，今天的员工越来越多地面临技术创新，这方面的表现要求员工

将复杂的事情或情况带到他们想要的目的，或为新的，困难的问题开发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所

以，这就需要员工学习新的工作方法或学习不同的技能集或任务来重新进行新的工作方式

(Thach&Woodman,1994)。同样，持续学习涉及正在进行的规划和参与发展的过程，以准备预

期的未来工作需求，员工根据先前的经验以及现有的知识进行交流、共享，不断促进组织的绩

效，提升个人面对应急性事件以及多变的环境的能力。所以，得出本文如下假设： 

H3:知识共享对适应性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6 越轨创新 

新思想的演变往往需要一种动态的转变：当第一次提出时，新思想往往被拒绝，因为它们

被认为是奇怪、不可行的，但这些同样的想法后来可能会导致社会背景接受为有用和突破的结

果 (Staw,1995)。所以创造力对员工施加了明确的压力，迫使他们从事不符合要求的行为，而不

是符合要求的行为。如果我们能找到特别受这种压力影响的群体，我们就应该期望在这些群体

中发现相当高的越轨行为率，这是因为他们通常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状况作出反应。组织为员工

提供有限程度，通常得到许可 (Staw,1990)。所以创造性越轨行为的提出是员工已经产生了一个

新想法，并认为它值得追求，但组织已经事先了解并指示停止该工作，员工依旧使用一些工作

时间或其他组织资源来非法地追求该想法。这可能也有助于违反者产生新的见解，重新定义问

题，提炼新的想法。黄伟 (2017) 拟议的越轨创新（即：私人创新）是指个人的独立和隐蔽的期

望，它有益于组织的创新行为。越轨创新是由个人在没有正式组织支持的情况下发起的，通常

对于高级管理人员来说是未知的，并且有望对改善组织绩效产生帮助。个人追求创新独立性与

组织对创新过程的责任之间的冲突导致了越轨创新的出现。 

2.6.1 越轨创新与适应性绩效 

一个组织的创新往往依赖于员工的主动行动，他们采取行动来发展自己的想法，并获得组

织决策者的认可。为了实现这一点，员工有时会采用非正统的方法，忽视正式的结构来进一步

阐述他们的想法的潜力,并促进他们的实施。他们在没有正式合法性的情况下工作，并收集自

己的资源，直到足够清晰的情况允许做出明智的决定。最后，他们绕过正式的沟通渠道，说服

高层管理人员相信他们的想法的优点。这就是越轨创新中的私下创新维度，组织可以考虑规范

这种特定异常形式的员工创业行为，以保护计划中的创新活动的效率和有效性。此自下而上的

活动是在“地下”进行，因此很难通过管理措施加以控制，但 Augsdorfer (2005) 学者认为此项活

动是积极的，组织可以扩大其能力，以进一步阐述想法，关于一个想法的可行性和潜力的进一

步信息也有助于在稍后阶段作出更知情的选择决定，从而避免过早地评估一个萌芽的想法，所

以对于组织进行的私下创新活动有利于及时适应内外部环境影响，从而提升绩效。 

同时，Merton (1968) 观察到，一个社会系统可能缺乏提供所有个人的能力由能够获得他们

需要的合法手段来实现其文化定义的目标，一个组织可能相对更重视实现其文化规定的目标，

而不是执行其社会结构手段，这一事实可能会削弱其规范的执行，所以，当社会背景也更强调

其目标而不是其规范的执行时，越轨的比率将会更高。这也是当组织已经事先明确了解员工的

一个新想法并想要进一步探索时，要求其停止进行但员工依旧违反组织的命令，非法地追求新

的想法，其创造性越轨行为同样促进激进新思想的演变，这种被描述为“建设性的”违规行为，

尽管违反了组织层面的规范，但它们使本组织能够灵活地应对创造性固有的不确定性，从而促

进绩效的发展。 

所以，对于个人层面，越轨创新失败，员工可能面临受到处罚的后果，如降级、罚款、上

级责骂、不重视甚至被迫离开，但是越轨创新也会给个人带来好处，比如提高员工探索能力，

提高员工对项目的认可，利用分散资源提高个人创新绩效与创造力等 (Criscuolo,2014)。此外，

员工的越轨创新行为可能会给上级带来一种地位感，从而增加了上级的监督行为。从整个组织

的角度来看，员工的越轨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异常创新的成功可以给组织带来根本性

的创新,提高组织创新竞争力，提高组织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员工的越轨行为本质上是一种

异常行为，不利于组织体系和组织管理的实施。此外，员工的越轨创新行为会降低组织其他成

员对实施底线的期望，使更多的人参与越轨创新创新行为，过度偏离创新行为会分散员工注意

力，分散组织资源，不仅降低员工的效率和创新效率，不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此得出以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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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假设： 

H4:越轨创新起正调节作用，即增强组织智慧对适应性绩效的影响。 

H5:越轨创新起正调节作用，即增强知识共享对适应性绩效的影响。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理论模型 

通过对前文的分析与整理，本文将组织智慧作为自变量，适应性绩效作为因变量，把知识

共享设为中介变量，进一步的探讨越轨创新在知识共享对适应性绩效产生的影响，从而建立相

关的理论模型（如图一）。 

 
图一 研究框架图 

3.2 变量操作定义及衡量 

3.2.1 组织智慧 

本研究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综合了研究对象的实际倩况，主要借鉴参考了 Ercetin 

(2004)、Ercetin et al (2007)、Falletta (2008)、何立 (2009) 和 Ercetin (2011) 等学者的测量置表，

题项内容包含为：“公司能够成功的运用自身拥有的知识和信息进行预测和决策”、“公司鼓励

员工创新，容忍创新失败”等 7 项。 

3.2.2 适应性绩效 

陶祁和王重鸣（2006）认为，自适应绩效模型既具有组织间的一致性，又具有组织的特殊

性，但其应用与人格理论相同。相同的人格量表可以用来衡量不同人格的人。其编制的自适应

绩效量表的理论概念来自 Pulakos (2000) 的研究结果。他们提出了八个方面，即：处理紧急情

况或危机情况，处理工作压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处理不确定性和矛盾之处。预测性工作方

案，学习任务，技术和程序，人机适应性，文化适应性和身体适应性。陶奇和王崇明（2006）

基于八维自适应绩效理论和对相应维度的描述，针对管理状况编制了 45 个度量问题，并将其

纳入评估问卷，进行管理培训，探索在这种情况下的绩效模型的使用的想法。 

问卷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测试和验证阶段段，第二阶段为正式调查阶段，由最

终的 45 道题目中保留了 25 道题，题项包含“主动了解其他部门的工作氛围或需要”、“采取必

要方法使得知识和技能跟上潮流”、“处理紧急问题时通常思维清晰并且主次分明”等。验证性

因素分析证实了问卷的构想效度，内部一致性分析与相关分析的结果也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

效度与信度。 

3.2.3 知识共享 

田立法（2015）对员工知识共享的测量选用了 Collins (2006) 开发的问卷，他将该问卷翻译

成中文，问卷包括知识共享意愿和知识共享行为两个维度，分为“我愿意共享自己的专业知识，

帮助企业有效实施新项目或新想法”、“对遇到的工作问题，我们能够熟练地通过交流和共享知

识使问题得以解决”等 7 道题。知识共享意愿和行为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2 和 0.76，验

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知识共享与其他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3.2.4 越轨创新 

本文将越轨创新分为两个维度：私下创新和创造性越轨行为。黄伟（2017）采用了

Criscuolo (2014) 开发的越轨创新量表，同时选取了 Lin (2016) 开发的违命创新量表，依据本文

分为“我能基于工作计划灵活地安排工作任务，从而挖掘新的、潜在的、有价值的商业机会”、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221 

 

“除了研究我的主管批准的想法外，我还努力通过收集信息和再次尝试来改进被拒绝的想法”

等共 14 道题。经检验结果量表的信效度指数都达到了良好水平，对主动性人格进行有效性的

测量。 

3.3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对上文所述的组织智慧、适应性绩效、知识共享以及越轨创新的影响理论模型进行

验证。本文的调查问卷设计过程首先审阅文献，比较过往学者量表测量各个变量；其次探讨修

正量表使用方法；接着前期预调研，并对其结果进行准确分析；最后对量表进行修正，并编制

最终问卷。本论文主要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已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形式对相关问题进行研

究。本研究的总体是吉林省的银行及石油公司的领导和员工。根据非概率抽样的特性，本文采

用计划抽样中的判断抽样法。 

3.4 数据分析方法 

本论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的收集，问卷共分为五个设计部分：第一部分是

调研声明以及个人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组织智慧测量的内容；第三部分是适应性绩效测量

内容；第四部分有关于知识共享的测量：第五部分是越轨创新的测量。问卷采取匿名的形式进

行填写，被访问者根据自身的真实情况进行填写。本研究主要通过 SPSS 模式对样本的数据进

行处理。其分析的内容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内容，分别为：描述性统计、内部一致性信度、效度、

相关、回归、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等各个方面的分析以及模型检验。 

 

4. 预期研究贡献 

依据本研究问题及研究框架，定位在企业组织层次。以往对于组织智慧的研究大多在西方

国家，有较少的国内学者进行讨论分析。在动态不连续环境中出现组织管理的各种问题，组织

智慧在组织管理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是树立企业特有的一种形象。而拥有了组织智慧，一定程

度上也会促进组织的适应性绩效，对于内外界环境适时的做出调整与反应。作为中介变量的知

识共享可以调节组织智慧对于适应性绩效的影响，越轨创新作为调节变量，在知识共享影响适

应性绩效的过程中，高度的越轨创新会对其产生强烈的影响效果，这项研究有望为企业提供有

关管理实践的宝贵建议。但该研究仍有诸多不足，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大多都是在中低管理层规

模的背景下进行的，但高层管理对于组织管理中仍至关重要，有待后续调查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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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dership is the key factor for an organization to achieve its goals. How to improve 

employees' performance and make their leaders sacrifice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to achieve 

organizational interests, so a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is a problem that 

managers must face. Reviewing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 bias and employee performance, emotional exhaustion, relationship conflict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and mood repair as a moderating factor, This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employee performance and the increase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which is also the main 

research point of this paper. This paper intends to us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oretically, enrich the literature exten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 bias and 

employee performance, emotional exhaustion. In practice, we hope to help the leader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of leadership, and to better help the managers to adjust the management style of 

the staff's psychological state, emotional changes, behavior and other mechanisms; At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Keywords: Leadership Partiality; Relationship Conflict; Emotional Exhaustion; Employee 

Performance; Mood Restoration 
 

领导偏私对员工情绪耗竭、工作绩效的影响：以关系冲突为中介变

量，心情修复为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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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领导是组织达成目标的关键因素。如何提高员工绩效，使其领导牺牲个人利益，以达成组

织利益，从而提升企业竞争力，是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回顾以往文献，领导偏私对员工绩

效、情绪耗竭，关系冲突为中介变量以及心情修复作为调节彼此间的作用关系的研究较少，并

且本文通过视角转换将领导偏私对待的圈外人为出发点，探讨圈内人与圈外人间诱发的关系冲

突，从而导致员工绩效下降以及情绪耗竭增加，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点。本文欲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来探讨，理论层面上，丰富了领导偏私与员工工作绩效、情绪耗竭关系的文献延伸。在

实务上，希望有助于领导者正确的领导方向，对员工心理状态、情绪变化、行为方式等机制能

够更好的帮助管理者管理方式的调整；在组织发展层面上，为促进组织环境的良性发展，提供

重要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领导偏私；关系冲突；情绪耗竭；员工工作绩效；心情修复 

 

1. 绪论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市场竞争力也在不断增速。学者们开始对东方本土文化理论体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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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关注度增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儒家文化一直影响着国人，以血缘关系的搭建方式，从

家庭发展到企业中。人们会依据尊尊、亲亲模式进行人际互动关系的构建。此外，在职场人际

互动中，组织内员工在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造成同事间在职场内相处不和谐，如：钱

丹扬（2020）的研究发现，差序式领导的管理风格最大的特点是对下属的偏私，即把下属从圈

内人与圈外人分为两类。此外，领导对圈内人会给予更多偏私对待，从而对员工心理状态与处

事风格产生影响。而圈外人基于利益竞争、心理压力源、不公平感等便会做出不同职场行为

（林英晖、程垦，2017），其中消极行为会造成员工情绪耗竭，进而影响工作绩效。 

 

2. 文献综述 
2.1 工作绩效 

2.1.1 工作绩效的定义 

陈胜军（2007）认为工作绩效可从三个方面划分：即个人绩效、组织绩效与团体绩效。其

概念是指职员在对待工作时能够体现出的工作状态、业务能力、行为表征并且能够与组织目标

达成一致。 

2.1.2 工作绩效的影响因素 

人格特性、工作表现、价值观、能力是作为当前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五大人格特征、主

动人格与工作绩效具备相关性，而外向、自觉、开放与亲和力特性与工作绩效呈现显著正向相

关，神经质与工作绩效具有负向相关性 (Frieder et al., 2018)。然而，从团队情境来看，Khawaja 

et al. (2020) 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团队绩效有直接的影响效果，其中团体身份与团体效

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而促进团体绩效。 

2.2 情绪耗竭 

2.2.1 情绪耗竭的意涵 

Wright and Cropanzano (1998) 认为情绪耗竭是心绪资源耗损殆尽而导致身心疲惫的消极状

态，即在企业中，员工在面对复杂人际互动时，所耗损的时间成本越大，强度越高则越容易造

成情绪失衡，从而导致情绪耗竭。 

2.2.2 情绪耗竭理论 

情绪耗竭是由学者Gross (1998) 提出，即个体情感变化受到工作情境的外部边界而变化，

从而形成不同外部资源对自身感受的体会与回馈。此外，当个体在职场内进行事件观察时，自

身有限情感资源将会大量耗损，使自身关注视角更多关注于工作以外的事情，仅有少量情感资

源留在工作情境中，从而导致自身能量损耗超载而情绪耗竭。 

2.3 领导偏私 

2.3.1 领导偏私的定义 

领导偏私是指上级领导对待下属职员出现的心理状态（田在兰、黄培伦，2013）。当下属

受到上级领导关爱时会对工作做出更多的建言意见，同时能够得到更多的晋升空间与薪酬奖赏

的机会。 

2.3.2 领导偏私的影响因素 

王琳（2018）在个体方面从上司的照顾交流、提升奖赏、宽容对待三个维度，以亲自我或

亲社会倾向作为调节变量从上司差序式管理风格对员工工作绩效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刘淑威

（2018）的实证研究是以道德为衡量标准，即当资源被获取时，发起者与被偏者的差序关系越

密切，旁观者给予其行为的道德评判越低，反之则越高。 

2.3.3 领导偏私对情绪耗竭的影响 

外群体偏爱理论认为圈外人与圈内人的个体在组织边界形成交互渗透性，圈外人试图改变

自身地位。圈内人受到领导者从企业里对在工作中照顾交流、鼓励奖赏、宽容亲信的较多支持

（王兴，2018），而圈外人则会对自身产生消极感知，即无法受到领导的赏识，从而导致自身

剥夺感增加（钱丹扬，2020）。虽然员工感知到上级管理者的支持程度与公共服务动机可以减

缓员工因情绪耗竭使自身主动性降低的组织公民行为，但是这些因素对于形成负性心理、耗损

大量情感资源个体的情绪耗竭反而增加 (Wisanupong & Sue, 2020)。 

据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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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领导偏私对情绪耗竭具备正向影响。 

H1a:照顾交流对情绪耗竭具备正向影响。 

H1b:鼓励奖赏对情绪耗竭具备正向影响。 

H1c:宽容亲信对情绪耗竭具备正向影响。 

2.3.4 领导偏私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 

根据调节焦点理论，圈内成员与管理者间的权力距离小，圈外人则会把更多的关注度放在

自身与圈内人员的差距上，从而导致圈外人员增加在心理上的疏离感（武优璇、李耘涛，

2020）。此外，Mccormack et al. (2018) 的研究表明，差序式领导的偏私对待越强，职场隔离所

导致个体负性情绪、心理等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越大，进而增加员工的离职意愿、减少员工工作

幸福感。王瑰磊（2017）的研究发现，宽容亲信对员工工作积极性具有负向影响。虽然照顾交

流、鼓励奖赏对工作积极性具有正向影响，但是作为圈外人来说，获得企业资源与领导支持的

程度较低，从而影响工作态度，进而降低工作积极性。 

据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2:领导偏私对员工工作绩效具备负向影响。 

H2a:照顾交流对员工工作绩效具备负向影响。 

H2b:鼓励奖赏对员工工作绩效具备负向影响。 

H2c:宽容亲信对员工工作绩效具备负向影响。 

2.4 关系冲突 

2.4.1 关系冲突的定义 

关系冲突是指组织成员内的个体竞争，基于需求、利益、目标的无法协调从而造成在情绪、

语言、行为上的漠视、明争暗斗的冲突，在个体间相互作用而产生 (Wachsmuth et al., 2018)。 

2.4.2 领导偏私对关系冲突的影响 

领导偏私会使工作环境形成差序格局。管理者对圈内人与圈外人的资源分配不同，圈内人

对上司有感恩心理，从而促进员工在职场中做出更多的积极行为。反之，圈外人得到领导的资

源分配较少，则员工会与上司间距离疏远，从而导致员工不公平感增加，使员工认知偏误，进

而耗损大量认知资源（王禹，2020）。当群体内发生不公正事件时，处于弱势群体的成员将选

择激烈行为改变在群体内的弱势地位 (Richeson & Trawalter, 2005)。此外，差序式领导对非道德

亲组织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从而造成员工耗损大量情绪资源去从事工作以外的事情，导致与同

事间关系冲突(Greenbaum et al., 2014)。 

据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3:领导偏私对关系冲突具备正向影响。 

H3a:照顾交流对关系冲突具备正向影响。 

H3b:鼓励奖赏对关系冲突具备正向影响。 

H3c:宽容亲信对关系冲突具备正向影响。 

2.4.3 关系冲突与员工工作绩效间的关系 

员工间互相排斥可能取决于个体与其他同事间关系互动的良好程度。边缘化则反映出个体

与其他同事间的距离，即个体与组织内其他成员的亲疏程度，而被边缘化的员工则位于群体的

边缘，同事排斥的提升会导致职场边缘化增强（叶仁荪、倪昌红、黄顺春，2015），即圈外人

与组织的中心位置较远，某些个体基于自身性格特质，不能适应组织内纷争而被边缘化变成边

缘人员，从而导致心理孤独感增加。刘芸（2018）的研究认为：人际关系不和谐，促使员工也

会做出职场攻击行为，导致员工间嫉妒心理与恶意行为的发生，进而造成自身负性情绪增强。

因此，个体消极情绪越强，便会降低员工对待工作的专注程度。 

据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4:关系冲突对工作绩效具备负向影响。 

2.4.4 关系冲突与情绪耗竭间的关系 

员工在高竞争性工作环境下会遭受巨大的压力与挫折感，从而导致其被卷入人际冲突中，

而遭遇职场欺凌的缘由来自负面工作条件所触发的行为压力结果，进而造成员工间相互情感虐

待(Karkkainen et al., 2017)，即作为圈外人个体主动对圈内人进行冲突事件的发生高于圈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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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倾向，此种关系的发生是建立在职场成员间彼此大量耗费的情感资源 (Alan et al., 2017)。 

据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5:关系冲突对情绪耗竭具备正向影响。 

2.4.5关系冲突在领导偏私与情绪耗竭间的关系 

在职场情境中，对于公共资源、事件认知等因素存在意识形态冲突与偏见，从而导致负面

情绪的发生。而人格异质性、负面情绪与偏见与较低的从属意图呈正相关 (Chadly & Jarret, 

2020)。其中部分组织内成员有追随领导者与非追随者之分，非追随者在自身感知等因素与其

行为呈负向关系，情绪疲惫来自工作中不安全感，即去个性化与个体成就感显著预测员工心理

风险感知 (Santiago et al., 2021)。 

据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6:关系冲突在领导偏私与情绪耗竭间的关系具备中介效果。 

2.4.6关系冲突在领导偏私与工作绩效间的关系 

Meng and Steven (2019) 的研究发现，个体认知多样性正向预测群体内关系冲突，进而降低

个体组织公民行为，其中员工行为与领导风格间的互动存在显著差异性，即领导偏私对待员工

可能导致工作氛围发生改变，减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进而对员工工作绩效起到负向影响效果

(Engin & Serdar, 2021)。 

据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7:关系冲突在领导偏私与工作绩效间的关系具备中介效果。 

2.5 心情修复 

2.5.1 心情修复的定义 

刘启刚（2009）将其定义为个体依据主观意识能够合理对待客观社会情形，并且对自身心

理从内到外部做出审视与评判，运用一定的方法对自身心情进行修复。 

2.5.2 心情修复的影响因素研究 

Radoslaw et al. (2019) 的实证研究表明，情绪智力可以正向预测员工主观幸福感，如：生活

满意度。而情绪智力包含情绪注意力、情感理解与心情修复，其中心情修复能够显著预测员工

主观幸福感。Shagini et al. (2020) 的研究发现，情绪智力中的情感理解正向预测压力型工作任

务，而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到完全中介效果。 

2.5.3 心情修复对关系冲突与员工工作绩效间的关系 

心情修复是情绪智力中的一个维度，可以正向预测员工主观幸福感，如：生活满意度

(Radoslaw et al., 2019)，并且可以调节冲突解决策略与工作场所挫败感、组织公民行为间的作用

关系 (Aimen & Danish, 2020)。此外，员工积极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感、希望和韧性能够降低

角色冲突，提升员工正义态度，进而促进员工绩效 (Denise & Guy, 2020)。  

据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8:心情修复对关系冲突与员工工作绩效间的关系具备负向调节作用。 

2.5.4 心情修复对关系冲突与情绪耗竭间的关系 

情绪耗竭是工作倦怠其中的一个维度。不同事件类型对员工感知产生不同的潜在刺激，从

而导致情绪变化。心理授权包含自我效能感因素，当个体能够管控自身的负性情绪时，自我效

能感则可以较少受到消极情感的干扰。据此，当员工具备高心理授权时对工作倦怠具有负向影

响，与此同时对个体竞争优势具备正向影响。因此，积极情感可以调节员工对待消极事件的态

度(Waugh, 2020)。 

据此，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H9:心情修复对关系冲突对情绪耗竭间的关系具备负向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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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领导偏私是指管理者对所欣赏的下属职员在工作场所中进行优越于其他员工特别关怀的表

现方式（姜定宇、张苑真，2010）。本篇论文采用学者姜定宇与张苑真（2010）开发的成熟量

表。对领导偏私进行量表设计，采用里克特5点计分方法，一共14个题项，1代表非常不同意，

5代表非常同意。得分越高代表领导偏私的程度越深。从三个维度进行划分，即照顾交流、鼓

励奖赏与宽容亲信，整体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926，信度良好。 

关系冲突是指组织团队内的个体成员因利益争夺、目标不同等矛盾的出现从而造成在情绪、

认知、行为从而导致的漠视、勾心斗角等矛盾的具体表现 (Wachsmuth et al., 2018)。本篇论文

所选用Spector and Paul (1998) 开发的量表。其计分方法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法进行操作，1分

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并且其信效度良好。题目示例如：在您的单位，您与其

他同事在性格上不合拍。 

工作绩效是指职员在对待工作时能够体现出的工作状态、业务能力、行为表征并且能够与

组织目标达成一致（陈胜军，2007）。本篇论文选取汪新艳（2008）的成熟量表，总体题项10

题，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由1分到5分，得分越高，表明工作绩

效越高。题项示例如：我会按照规定标准完成工作任务。 

情绪耗竭选取学者Wright and Cropanzano (1998) 的概念界定，即员工间在处理人际关系时，

所大量耗损有限心理资源使自身情感失衡的消极表现，即心绪资源耗损殆尽而导致身心疲惫的

消极状态。据此，量表则选取Maslach and Jackson (1986) 编制的6题项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

分方法，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情绪耗竭损耗越大。 

心情修复是个体根据主管意识能够合理对客观社会情形，并且对自身心理做出内外审视

（刘启刚，2009）。因此，论文选取Hamilton et al. (2009) 作为心情修复量表。总共题项10题，

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法，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心情修复程度

越好。 

3.3 样本收集与资料来源 

本文拟选取的调查对象为企业员工，所选择的城市是中国北京市的城六区，即东城区、西

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中国北京市作为样本收

集地带具备很强代表性，其中主要从城六区东部、西部、南部与北部选取国有企业、股份制企

业与民营企业的员工进行问卷星与微信群、QQ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问卷收集。由于本人在泰

国，可以联系到的企业有5家，企业样本量较少，后期再进行样本收集工作则通过企业部分员

工与亲朋好友再次通过网络与微信朋友圈与群组进行收集。 

Tinsley and Tinsley (1987) 认为，问题数量与样本数量的占比情况大致在1:5到1:10的区间范

围之内，本文拟定发放问卷500-1000份，由于会收到无效问卷等情况的发生，实际期待回收的

问卷数量大于500份为最佳，故本篇论文期望收回问卷6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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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与结论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篇论文总体样本量采集715份，其中删除同一作答题项26份，缺失样本15份，有效样本

674份，有效占比94.2%。其中男性290人，女性384人，所占比例分别为43%和57%。从婚姻情

况来看，未婚者268人，已婚者406人，其比例为39.8%与60.2%。年龄分布上，25岁（含）以下

的人群数量为69人，占比10.2%；26-30岁人群数量为283人，比例为42%；31-40岁为189人，占

比28%；41岁以上受访者数量为133人，比例为19.7%。文化程度来看，受访者大专（含）以下

人群23人，占比3.4%；大学学历者344人，占比51%；硕士学历者196人，比重29.1%；博士学

历者111人，比例为16.5%。个人月收入上，4000元以下人群47人，占比7%；4001-6000元受访

对象数目为126人，比重18.7%；6001-8000元人数为231人，比例为34.3%；8001-10000元的受

访人数为99人，占比14.7%；10001-15000元人数为88人，占比13.1%；15000元以上月收入者为

83人，占比12.3%。最后从企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员工的人数最多为314人，占比46.6%；其

次是股份制企业237人，比例为35.2%；民营企业人数为84人，占比12.5% 

4.2 相关性分析 

本篇论文采取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各变项间的线性相关程度进行分析。数值界定标准为两

两变项的相关系数小于0.7为不存在高度线性相关（陈志方，2020）。本文领导偏私之照顾交

流、鼓励奖赏、宽容亲信与总体变项领导偏私间呈正相关关系；关系冲突与领导偏私、照顾交

流、鼓励奖赏、宽容亲信呈正向关系；工作绩效与领导偏私、照顾交流、鼓励奖赏、宽容亲信、

关系冲突呈负向关联；情绪耗竭与工作绩效呈负相关，其他变项呈正相关；心情修复与工作绩

效呈负相关，其他变项正相关，并且两两变项间的相关指标均在0.7以下，据此，所有变项间

的线性相关程度较低。 

4.2 效度分析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认为收敛效度评定标准是各项因子载荷系数高于0.6；组合信度数

值CR高于0.7；平均AVE数值高于0.5。本篇论文领导偏私的组合信度CR数值为0.948，其AVE

数据是0.646。关系冲突的组合信度CR为0.87，其平均变异数AVE抽取值为0.52。工作绩效的组

合信度CR为0.889，其平均变异数AVE抽取值是0.503。情绪耗竭的组合信度CR为0.874，其

AVE数据为0.538。心情修复的组合信度CR为0.917，其平均变异数AVE抽取值为0.552。 

Netemeyer et al. (1990) 认为AVE平方根数值应大于各个变项相关系数并且AVE平方根数值

满足大于0.5的统计检定标准，则表明量表具备良好的区别效度。本篇论文领导偏私之照顾交

流、鼓励奖赏、宽容亲信维度与关系冲突、工作绩效、情绪耗竭、心情修复的AVE平方根数值

分别为0.781，0.836，0.720，0.714，0.728，0.734，0.741，0.751各项数据均高于0.5并且大于

每项数值的相关系数。据此，量表具备良好的区别效度。 

4.3 结构方程模型检定 

Steiger (1990)认为，模型拟合程度的检定标准通常以RMSEA作为评定准则，即当

RMSEA<0.01的情况下，拟合程度非常好；当RMSEA<0.05时，模型拟合程度表示较好；当

RMSEA<0.1时则为最低接受程度。此外，指标GFI的评定标准为GFI>0.9表示较好。而CMIN /df

的拟合最低可被接受程度为CMIN /df<5；AGFI>0.9通常以0.9作为评定标准。据此，本篇论文

则依据上述学者的拟合程度检定准则对模型拟合指标进行检定，其实证数据是，X2/df数值为

1.990，GFI为0.922，AGFI为0.908，RMSEA为0.038，所有实证结果均符合学术标准，故此模

型拟合度良好。 

4.4 路径分析结果 

本文以AMOS23版本软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建立对各变项间进行实证分析，由下表一的路

径分析结果表明，领导偏私之照顾交流、鼓励奖赏维度对情绪耗竭具备正向影响，符合

P<0.001 的显著水准，假设 H1a与 H1b验证成立。领导偏私之宽容亲信对情绪耗竭的正向影响，

不符合 P<0.05 的显著水平，据此，H1c 假设不成立。其原因为本文的研究视角以关系冲突为中

间变项，领导偏私之宽容亲信维度，可能造成圈内人在对于工作情境或事件发生源的轻重程度，

并且结合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来看，圈内人在工作任务中的小过失可能会使管理者对其有较多宽

恕，而站在圈外人则成为事件发生的旁观者，进而自身表现更多为亲自我行为，无过多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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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其事件中，而保持中立沉默态度。领导偏私之照顾交流、鼓励奖赏、宽容亲信维度对

员工工作绩效具备负向影响，符合 P<0.001 的显著水准，呈非常显著水平，故 H2a, H2b

与 H2c假设验证成立。领导偏私之照顾交流、鼓励奖赏、宽容亲信维度对关系冲突具备

正向影响的验证中，显著水准符合 P<0.001 的统计学水平，呈非常显著效果，故 H3a, 

H3b 与 H3c 验证成立。最后，在关系冲突对工作绩效、情绪耗竭的通路中，其估计系数

均符合统计学非常显著水准，故 H4与 H5成立。 

表一 检定结果 

 路径  Estimate S.E. C.R.     假设   P 值 

情绪耗竭 <--- 照顾交流 0.199  0.044  4.760  H1a                   .000*** 

情绪耗竭 <--- 鼓励奖赏 0.115  0.032  2.859  H1b        .004** 

情绪耗竭 <--- 宽容亲信 0.051  0.045  1.125  H1c  .260 

工作绩效 <--- 照顾交流 -0.223  0.050  -5.715  H2a  

                 

.000*** 

工作绩效 <--- 鼓励奖赏 -0.150  0.037  -3.944  H2b  .000*** 

工作绩效 <--- 宽容亲信 -0.179  0.052  -4.174  H2c  .000*** 

关系冲突 <--- 照顾交流 0.286  0.050  6.449  H3a  .000*** 

关系冲突 <--- 鼓励奖赏 0.162  0.038  3.668  H3b  .000*** 

关系冲突 <--- 宽容亲信 0.329  0.052  6.789  H3c  .000*** 

工作绩效 <--- 关系冲突 -0.400  0.051  -8.822  H4  .000*** 

情绪耗竭 <--- 关系冲突 0.500  0.047  9.879  H5  .000*** 

注：P≦0.05*；P≦0.01**；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5 中介效应检定 

由下表二的实证结果表明，关系冲突在领导偏私与情绪耗竭、工作绩效的总体中介通路中，

其估计值为 0.651和-0.780，并且在Bias-corrected与 Percentlle 95%的信赖区间的数据不包括 0，

且符合 P 值显著性水准，由此，其中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在间接效果中，其估计值

为 0.291 与-0.131，P 值符合显著性水准，在 Bias-corrected 与 Percentlle 95%的信赖区间内不包

含 0，据此，关系冲突在领导偏私与情绪耗竭、工作绩效通路中具备中介效果。最后，从直接

效应的数值显示，其估计值为 0.360 和-0.648，且在 Bias-corrected 与 Percentlle 95%的信赖区间

内不包括 0，因此，关系冲突在领导偏私与情绪耗竭、工作绩效关系中具备部分中介效果。故

H6与 H7假设验证成立。 

 表二 中介效应检验 

 

 

Estimate           BC\PC p valu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BC PC 

Inirect effect     

领导偏私─关系冲突─情绪

耗竭 
.291 

.000/.000 
.191~.406 .191~.406 

领导偏私─关系冲突─工作

绩效 
-.131 

.036/.047 
-.241~ -.013 -.233~ -.033 

Direct effect     

领导偏私—情绪耗竭 .360 .001/.001 .212~.511 .210~.504 

领导偏私—工作绩效 -.648 .000/.000 -.831~ -.492 -.835~ -.493 

Total effect     

领导偏私—情绪耗竭 .651 .000/.000 .566~.724 .567~.725 

领导偏私—工作绩效 -.780 .000/.000 -.851~ -.704 -.832~ -.764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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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6 调节效应检定 

由下表三的分析结果表明，H8 心情修复调节关系冲突对工作绩效的调节通路中，验证成立。

而在心情修复对关系冲突与情绪耗竭间的作用关系中，大于 P<0.05的显著水准，不符合统计学

验证标准，故 H9 验证不成立。其原因可能是在工作情境中，员工间因冲突事件源产生的摩擦，

可能造成个体在心理上的烙印，此项说明可能是基于员工在心理层面的感知与认知出发对于情

绪触动的隐形心理表征。 

表三 调节效应检定结果 

 路径  Estimate S.E. C.R.       假设    P 值 

关系冲突*心情修复—工作绩效 .254 .050  5.768  H8                     .000*** 

关系冲突*心情修复—情绪耗竭 .030 .042  .663  H9 .507 

注：P≦0.05*；P≦0.01**；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7 结论 

本篇论文主要探究领导偏私对员工情绪耗竭、工作绩效，以关系冲突为中介变量以及心情

修复作为调节变项的影响研究，并且通过视角转换将领导偏私对待的圈外人为出发点，探讨圈

内人与圈外人间诱发的关系冲突，从而导致员工绩效下降以及情绪耗竭增加。强化了领导者在

偏私维度上实证研究与区分，并且得到相应的假设验证，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员工间因公共资

源分配不等从而造成圈外人与圈内人形成关系冲突，而关系冲突进一步导致员工情绪耗竭提高

与工作绩效下降。此外，本文引用外群体偏爱理论、情绪耗竭理论并结合当前时代背景通过对

东方文化社会情境里企业管理者以及员工给予最大化贡献。对学界：期望领导者因员工不同人

格特质、价值观等从而平衡对待下属关注度。对业界：希望员工自身能够合理调控情绪并且可

以通过有效正念训练或业余活动调节自我。对后续研究者：期望未来研究能够扩大研究视角可

以从跨文化背景下，引入西方文化打开研究突破口。因此，理论上，强化领导偏私与员工情绪

耗竭、工作绩效间关系的文献拓展。实务上，期望有利于管理者树立正确领导方向，对职员情

绪状态、行为表征等可以更好对管理方式的改善；组织发展上，可以增加组织情境的良性发展，

提供重要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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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proactive personality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is affected by 

emotional labor interference affects its performance in the role, and how it is used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iders and outsiders to influence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behavior (Partiality and biased treatment) Self-transformation process, etc. This 

study adopted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he sample subjects were health 

technicians from hospitals with lower, lower, and higher levels in six urban areas of Beijing. 

900 online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52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finally recovered.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is 70.1%.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show that using proactive 

personality traits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has a positive effect, and helps to improve the 

feelings and performance of outsiders who are subjected to the biased leadership of the group. 

In addition, emotional labor strategies will also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employees on their intra-role performance. 
 

员工前摄型人格、差序式领导对员工角色内绩效之影响：以组织

公平感为中介变量，以情绪劳动、前摄型人格为调节变量 
张东雪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973634323@qq.com 

 

摘要 
本研究探讨前摄型人格作为自变量受到情绪劳动干扰如何影响其角色内绩效，又作调节变

量在圈内人、圈外人视角下，如何影响差序式领导行为（偏私及偏恶对待）下自我转化过程等。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样本对象为北京市六个城区内一级含以下、二级、三级及以上

医院的卫生技术人员，发放 900 份线上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524 份，有效回收率 70.1%。

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将前摄型人格特质作为调节变量具有正向影响，有助改善圈外人员工受

到差序式领导偏恶对待产生的感受和效能表现。另外情绪劳动策略也会影响前摄型人格员工对

角色内绩效的表现。 

 

关键词：前摄型人格；差序式领导；组织公平感；情绪劳动；角色内绩效 

 

1. 绪论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营商环境中，面对社会经济转型驱动，知识经济则成为组织重要资源及

核心竞争力，员工良好的绩效和态度不仅帮助组织提高运行效率，而且还促进组织的发展创新

和活力。然而在组织管理活动中，由于企业文化、领导的管理风格和方式的不同会影响员工角

色内绩效（文晓立，2014）。在华人传统文化的氛围下，领导通常掌握了更多的决策权和话语

权，领导根据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将下属划分为“圈内人”和“圈外人”（林英晖、程垦，

2017），进而采取差异化管理。面对与圈内人不公平的人际关系和领导过度关系化时，圈外人

感受到自己没有被公平对待而产生负面情绪压力，为了代偿这种压力可能会导致员工产生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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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不仅会导致员工工作投入的主动性降低而影响员工角色内绩效产出，还会影响组织运行，

妨害到组织利益（郭婧，2019；谢守祥、吕紫璇，2019）。有研究表明差序式领导风格不一定

只带来负面影响，有可能作为一种差序式激励策略，而在领导的管理方式是行之有效时，会促

使下属员工对自己个人效能的增加，并使组织从中获益（陶厚勇等人，2016）。另外角色内绩

效依赖于个体一定的自我构念和角色认同（屠兴勇等人，2017；Hughes et al., 2019），所以基于

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及组织公平理论，当加入前摄型人格自变量并作调节变量，探讨

在一个积极因素的作用下，差序式管理风格是否会成为正向激励作用，使员工找到自我心理平

衡点，创造新的角色内绩效。 

 

2. 文献探讨与假设发展 
2.1 员工前摄型人格对角色内绩效的影响 

员工与组织签订劳动关系后，表现在履行工作岗位的明确而具体规定的职责、任务 (Katz 

& Kahn , 1978)；持续性产出、获得权益且能被评测的行为结果 (Borman & Motowidlo, 1997)，

这也成为在实际工作任务中将此作为基本岗位职责和回报的条件(Vigoda, 2000)，角色内绩效的

表现反应了一个员工能力水平(Hughes et al., 2019)。而前摄型人格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在的

个人特质或行为倾向的结果，具有识别机会敏锐且会根据各方条件变化来设定职业目标，无惧

情境因素（如领导管理行为）制约（田密、郑国强，2020），并积极主动采取措施以此推动或

创立新环境变化(Crant, 2000), 具有很强的个体自主性和目的性，通过行动改变现状以实现自我

需求价值。 

而影响角色内绩效的因素包括员工自身因素（个人特质等）和情境因素（激励政策、领导

等）（吕霄等人，2016），另外员工人格因素也会与工作压力产生交互作用，有能力的员工在遇

到挑战时会认为是一种机遇（彭芹，2007），员工为了提升其角色内的绩效会付出大量的心血、

以高质量完成任务，从而产生积极影响；当个人能力不足则会认为是一种阻断性压力，角色内

绩效因此降低（周霞、赵冰璐，2019）。在情境因素方面，信任氛围直接增加了成员与领导之

间的互动关系，正向促进其角色内绩效（屠兴勇等人，2017），杨晓等人（2015）研究中也证

实领导-成员与领导-成员社会交换关系的位置转换关系成为一种积极激励作用，对员工任务绩

效具有正向影响；反之，“关系弱”员工会没有动力做出更好的绩效，只保持在职责之内不出差

错即可的心态。因此从个人行为视角来看，前摄型人格的员工希望在组织中获得成就与地位，

被领导重视和任用（杨晓等人，2015），以此达成自己的目标或获取目标资源，就要对自己份

内工作用心投入，促使自己与组织目标匹配，并对其劳动成果负责。在高度渴望的鞭策下其主

动性会变强，会想方设法的达成自己的目标，进而提升自己个人效能，促进使角色内绩效（叶

莲花，2007；王文婷等人，2019；吕霄等人，2016）。但如果前摄型人格的员工没有因积极主

动性而从组织中获益，可能的原因在于其个人目标于组织目标不匹配导致。因此，本文提出以

下假设： 

H1: 前摄型人格对角色内绩效有正向影响。 

2.2 情绪劳动的调节作用 

Hochschild (1993) 在频繁与他人互动交流的工作场所内，以达到企业规定的职位工作目标

的劳动形式，这种劳动形式具有商品化的交换价值，且具有可观察性 (Ashforth & Humphrey, 

1993)，因此，对其外在情绪表达产生的情绪价值更为关注（熊懿、张兴贵，2011）。Morris and 

Feldman (1996) 基于社会情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体通过有预期目标的计划，将自己内在心

理活动按照符合组织要求的情绪表达行为的实际过程，Grandey et al. (2013) 同意此观点但强调

了情绪在心理加工的一系列内在过程，即输出与工作要求相符合的情绪表达。而 Hochschild 

(1993) 将情绪劳动的表现分浅层扮演和深层扮演。浅层扮演是一种与内心感受无关紧要的基于

工作要求的面部情绪表达以及外部行为展示，可能具有掩饰性“面具”效果。而深层扮演会以

个体内心真实感受的情绪表达，但外在职责要求与内心不一致时，需要迎合组织目标要求，主

动心理建设使之适应，表里如一（麻彦坤等人，2020）。 

当员工个人状态和工作情境（工作目标）不一致时就会产生情绪劳动，而员工情绪不稳定

则会对角色内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Raja & Johns, 2010)，其中个人特质是影响个人情绪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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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变项的重要因素（傅慧、段艳红，2013），以往研究发现，外倾性、随和性、神经质对表层

扮演负向预测变量, 也就是员工会对被服务的对象以伪装的、假象的情绪互动；而外倾向和随

和性的真实情绪表现是正向预测变量，也就是对服务对象真情流露，以真实想法展示情绪

(Grandey et al., 2013)。外倾性对积极情绪更敏锐（廖化化、彦爱民，2015），神经质对消极情绪

更敏锐，在情绪策略的调节作用中外倾性较少对积极展示规则感到痛苦。另外研究发现前摄型

人格特质与外倾性人格特质显著正相关，其具有积极主动行为倾向，有创造环境的特质。这样

的员工乐于交际，并能轻松驾驭情绪劳动进程，他们情绪劳动行为则有可能产生能积极的效用

(Grandey et al., 2013; Joseph et al., 2015)。也有研究发现具有自主性的员工对表层扮演、情绪枯

竭较少 (Goldberg & Grandey, 2007)，也可以正向预测深层扮演与工作满意度，而深层扮演则有

利于缓解其倦怠体验和促使工作绩效增长（刘戈，2015）。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 情绪劳动对前摄型人格的员工与其角色内绩效有干扰作用。 

H2a: 浅层扮演情绪劳动会对前摄型人格员工角色内绩效有负向影响。 

H2b: 深层扮演情绪劳动会对前摄型人格的员工角色内绩效有正向影响。 

2.3 差序式领导对员工角色内绩效的影响 

姜定宇和张菀真（2010）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人治主义的氛围下，组织中的领导

者会依据“关系”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郑伯埙，1995b），对个人偏好的下属（圈内人）

给予偏私对待，而对其他员工（圈外人）则会按规定办事。而 Jiang et al.(2014) 在姜定宇和张

菀真（2010）研究基础上指出圈内人不只是会获得团队资源，还需要做出一定贡献予以交换，

并且提出对圈外人偏恶对待表现在，资源分配较少、严苛及少赋权、互动关系的疏离冷漠等依

照规章程序处理方式，而这种行为会引起下属的不公平感（姜定宇、张菀真，2010；郑伯埙，

1995b）。 

基于关系判断，领导对圈内人下属的分类标准及员工认为领导偏好的圈内人关系分类对员

工角色内绩效有重要影响（付博等人，2019），当上级领导对圈内人员工偏私时，将其作为一

种基于个人关系的投资回报。被“护着”的圈内人下属（接受领导的回报）同时会对上级领导

充满感激和认可，隐形的增强了领导在其心中的地位，对领导的信任和尊敬感会提升，对工作

积极主动投入其中。而与领导的关系较为疏远的圈外人，因与工作任务或机会相关的一手信息

都无法及时了解，较少拥有与圈内人同样的途径获取资源和奖励，因此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

（感到被偏恶对待），久而久之会影响其工作效能甚至表现出消极行为（谢守祥、吕紫璇，

2019；郭婧，2019）。当员工面对晋升机会缺失时，其在组织内扮演的工作角色的产出就会降

低，因为无法识别自己内部人身份而影响角色内绩效（周霞、赵冰璐，2019）。因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设： 

H3: 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偏私及对圈外人偏恶对员工角色内绩效的具有影响。 

H3a: 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偏私与员工角色内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3b: 差序式领导对圈外人偏恶与员工角色内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2.4 差序式领导、组织公平感及角色内绩效之间的影响 

Adams(1965) 描述组织公平是人们所得到资源分配结果的公平性的感知，也就是资源分配

的多寡基于什么水平标准上是合理的一个价值判断。及员工对于涉及到自身利益的组织规则、

政策以及管理行为、结果分配平衡的主观心理公平与否的感受、知觉、判断 (Greenberg, 1990; 

Niehoff & Moorman , 1993; Cropanzano et al., 2001)。汪新艳（2009）注重员工受到组织公平对待

的程度，主要包括薪资福利、晋升机会和尊重等方面的公平。而任庆华（2016）提出公平问题

的感受，主要表现在对组织的制度、政策和领导方式等方面。 

由于管理风格因人而异，同时又被文化特色所影响，差序式领导他们通常会根据下属的性

格、办事效率和与自身的相似性等特征将其区别对待（郑伯埙，1995b），这种差序式管理风格

既有以领导完成工作为目的激励，也有纯粹个人偏好的影响。在他们的“关系圈中”圈内人大

多被委以重任或培养，给以力所能及优厚的资源和尊重，而在其圈外的则一般化对待，表现为

规矩而严苛呆板、甚至不近人情管理方式（姜定宇、张菀真，2010；郭婧，2019）。因此认为

工作场所内回报的结果分配是有区别的（汪新艳，2009），差异化管理可能会增加组织内成员

被边缘化的现象，如圈外人发现得不到领导的关注就会产生与靠近领导的圈内人所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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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渠道等对比，发现自己所处困境而又无法接近资源掌控者，无法获得圈内人的待遇就会有

失落感，认为受到不公平对待（郑伯埙，1995b；宋尚昊、韩康，2020）。但是在领导公平的氛

围下，他们认为组织的分配程序也很公平，而自己的薪资待遇不够高是因为自己个人的原因造

成的，因此反而会更加努力地工作（马超等人，2014），尤其作为领导的圈内人的员工。公平

关系是人际交往中最满意的社会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关系”作为多方社会交换和判断的依

据，上级领导的行事风格直接影响员工的行动取向，因此得到上级支持对于角色内绩效更具影

响力（付博等人，2019）。组织公平感的缺失会直接危害到员工的利益分配、人际关系、工作

效能等，其组织公平与心理契约有关，作为一种隐性的却具有主动性和灵活性的虚拟契约，可

以用高情感投入组织维系关系和产出效能（任庆华，2016）。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4: 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偏私及对圈外人偏恶对员工组织公平感具有影响。 

H4a: 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偏私会正向影响员工组织公平感。 

H4b: 差序式领导对圈外人偏恶会负向影响员工组织公平感。 

H5: 组织公平感正向影响角色内绩效。 

2.5 组织公平感在差序式领导对员工角色内绩效的中介作用 

从社会交换角度看，确定一种关系公平与否要看在双方交换过程中每个人到均等的利益、

根据情况按需分配及按贡献分配利益，且通过社会规则的制约，双方目标物（资源）的拥有情

况及占据交换关系主导地位人之间的人际互动力量不平衡时，个体公平感缺失，缺乏奋斗的精

神支持，其工作投入减少导致角色内绩效降低（马超等人，2014）。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 组织公平感对差序式领导与员工角色内绩效具有中介作用。 

H6a: 组织公平感在差序式领导偏私对待圈内人与员工角色内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H6b: 组织公平感在差序式领导偏恶对待圈外人与员工角色内绩效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2.6 员工前摄型人格的调节作用 

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差别对待也成为了一种差序激励管理手段，因为有圈内人

偏私对待的对比，在面对差序式领导的区别对待时，前摄型人格的员工更可能主动采取行动

（李晓玉等人，2018），因此作为具有前摄型人格圈外人会以成长需求为动机的表现来改变或

赢得领导的青睐，改变领导对自己的归类（姜定宇、郑伯埙，2014）。而在这里组织公平感则

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个体特征表达的情境因素。前摄型人格高的员工会为了自己的预

期目标，想方设法去满足、实现，并将目标分段化，以此抵消最初高的不公平感，将感受到圈

内人与自己的差别（不公平感受）逐渐降低或被取代，因为他们希望在组织中获得成就与地位，

被领导重视和任用（任庆华，2016），以此达成自己的目标或获取目标资源。同时具有前摄型

人格的圈内人的员工，会凭借自己的能力基础，理所当然的认为被偏私对其是非常公平的，即

使自己获取的资源等比别人多。前摄型人格较低的个体则展现出相反的行为模式，习惯于并喜

欢依靠他人来推动变革。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 员工前摄型人格正向调节差序式领导管理与组织公平感的关系。 

H7a: 员工前摄型人格正向调节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偏私对待与组织组织公平感的关系。 

H7b: 员工前摄型人格正向调节差序式领导对圈外人偏恶对待与组织组织公平感的关系。 

2.7 研究框架 

经过对文献的梳理和本研究问题，提出研究框架，如图 2.1 所示：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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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变量测量 

角色内绩效本研究采用 Eisenberger et al.(2010) 的员工自评方式对自己工作角色内绩效的评

测量表。前摄型人格采用 Bateman and Crant (1993) 17 个项目前瞻性人格量表，同时借鉴叶莲花

（2007）量表，缩减后选出所需 8 个题项。情绪劳动采用 Grandey (2003) 2 个维度的量表，缩

减后选出所需 8 个题项。差序式领导采用姜定宇与张菀真（2010）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偏私及

Jiang et al.(2014) 差序式领导对圈外人偏恶两个维度测量。组织公平感采用 Niehoff and Moorman 

(1993) 量表，同时借鉴汪新艳（2009）编制量表作为测量依据，根据本研究缩减为 10项问题。 

3.2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调研对象的总体样本选取为北京市的卫生技术人员（包括护士、医师等），北京市

共 16 个区，因此本研究将选取 6 个主城区（东城、西城、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区），以

便通过研究者自身资源渠道来发放及获取问卷；同时将 6 个城区内的医院按等级（一级含以下、

二级、三级及以上）分为 3 层，按已注册卫计人员配比分配问卷，根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

中心（2020）统计 2019 年北京市注册卫生技术人员 29.7 万人（截止 2019 年末），其中六大城

区为 18.9 万人，而一级含以下、二级、三级及以上医院注册卫生技术人员分别约占比 10%、

35%、55%。Ghiselli et al. (1981) 提出发放问卷数量至少应是题项问卷数量 5-10 倍，本研究共

计 58题，因此拟随机发放 900份问卷，于 2月中旬开始发放。通过拜托医院同学、朋友、医院

领导等在下班、会议间歇等工作场所内，随机请碰到的医务人员帮忙在线填写问卷，并答题完

提交即可获取一定数额的红包作为答谢。截止 3 月 1 日最后收回 747 份，剔除遗漏值或乱答等

无效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524份，有效率 70.1%。本文采用SPSS 23.0和AMOS 进行数据分析。

评价标准为 Likert 五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

同意”。 

 

4. 数据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共采集有效数据 524 份，在性别方面男性低于女性比例，其原因在调查总体为医疗

机构；从年龄层次来看，21-30岁人群占比 59.7%；同时年资和职称作为职业晋升的先置条件，

调研数据中 1-10 年年资者共占有 76.6%，且无职称和初级职称人数共占比 87.6%，说明在医疗

体系内的中年轻化的力量居多；学历方面中专占比 9.9%最少，以大专、本科共占比 76.5%，硕

士及博士共占比 13.5%，较符合中国人口学历分布情况，同时随着教育理念的提高，医疗卫生

系统的学历要求在不断提升；而从受试者从业分布来看，以二级和三级医院及以上各占比 41.6%

和 48.7%，而一级含以下的基层医疗机构较少，有可能的原因在于问卷随机发放的渠道不同。 

4.2 信度分析 

根据研究结果可知前摄型人格、对圈内人偏私、对圈外人偏恶和组织公平感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值分别为 0.921、0.924、0.927、0.922都在 0.9以上，表示其信度分析结果十分

可靠；而浅层扮演、深层扮演和角色内绩效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分别为 0.803、0.875、

0.872 都大于 0.8，说明其信度较高，符合学术界普遍对信度的标准(Hair et a1., 1998)。 

4.2 收敛效度及区别效度 

整体构面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前摄型人格(PP)、对圈内人偏私(DLP)、对圈外人偏恶

(DLB)、组织公平感(OJ)、浅层扮演(ELSP)、深层扮演(ELDP)和角色内绩效(IRP)共 7 个潜变量，

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在 0.5以上，组合信度 CR值介于 0.804~0.927之间大于 0.8，显著高于

标准 0.7，各维度平均方差萃取量值（AVE 值）介于 0.508~0.639 之间，均在标准值 0.5 以上

(Fornell & Larcker, 1981)，说明本文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从表一数据可知，各维度的

AVE大于0.5，且AVE的平方根值分别为0.712~0.799之间大于Pearson相关系数 (Hair et al.,1998)，

说明量表有很好的区别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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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区别效度 

 PP DLP DLB OJ ELSP ELDP IRP 

PP .772       

DLP .451** .741      

DLB -.467** -.469** .733     

OJ .407** .502** -.576** .736    

ELSP .244** .203** -.323** .228** .712   

ELDP .440** .311** -.403** .276** .412** .799  

IRP .464** .406** -.563** .477** .347** .524** .761 

AVE .597 .550 .538 .543 .508 .639 .580 

注：*p＜0.05, ** p＜0.01, ***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整体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根据整体结构方程拟合指数 χ
２

/df值为 1.492小于 3，适配性较好。RMR值为 0.039， SRMR

值为 0.031，RMSEA 的值为 0.031 小于 0.08 (Hu & Bentler, 1999，适配理想。AGFI 值为 0.966、

GFI 值为 0.997、CFI 的值 0.999 都高于评价标准 0.9 (Hair et al.,1998)，说明拟合指标均符合标

准，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 

表二 整体结构模型假设路径 

假设路径 

非标准

化路径

参数 

标准 

误差 
t P 

假设 

结果 

标准化

路径参

数 

角色内绩效 <--- 前摄型人格 .120 .041 2.717 .007 
H1 

成立 
.131 

角色内绩效 <--- 
前摄型人格*浅

层扮演 
-.185 .041 -4.482 *** 

H2a 

成立 
-.205 

角色内绩效 <--- 
前摄型人格*深

层扮演 
.072 .033 1.600 .109 

H2b 

不成立 
.062 

角色内绩效 <--- 对圈内人偏私 .172 .045 3.935 *** 
H3a 

成立 
.162 

角色内绩效 <--- 对圈外人偏恶 -.264 .059 -4.174 *** 
H3b 

成立 
-.235 

组织公平感 <--- 对圈内人偏私 .405 .053 7.694 *** 
H4a 

成立 
.357 

组织公平感 <--- 对圈外人偏恶 -.417 .051 -8.181 *** 
H4b 

成立 
-.395 

角色内绩效 <--- 组织公平感 .163 .051 3.220 *** 
H5 

成立 
.164 

组织公平感 <--- 
对圈内人偏私*

前摄型人格 
.263 .051 5.193 *** 

H7a 

成立 
.242 

组织公平感 <--- 
对圈外人偏恶*

前摄型人格 
.247 .042 5.888 *** 

H7b 

成立 
.281 

注：* p＜0.05, ** p＜0.01, ***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表二路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前摄型人格对员工角色内绩效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

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偏私对角色内绩效有极显著正向影响效果；差序式领导对圈外人偏恶对角

色内绩效有极显著负向影响效果；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偏私对组织公平感有极显著正向影响效

果；差序式领导对圈外人偏恶对组织公平感具有极显著负向影响效果；组织公平感对角色内绩

效具有极显著正向影响效果，因此直接效应 H1、H3a、H3b、H4a、H4b、H5 得到验证为成立。

而前摄型人格与浅层扮演交互项对角色内绩效具有极显著的负向影响效果；对圈内人偏私与前

摄型人格交互项对组织公平感、对圈外人偏恶与前摄型人格交互选项对组织公平感均具有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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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正向影响效果，因此调节效应中 H2a、H7a、H7b 得到验证为成立。而前摄型人格与深层

扮演交互项对角色内绩效正向影响假设中 p＞0.05为不显著，因此 H2b 不成立。 

表三 Bootstrap 中介效应 

中介假设 
中介效 

应值 

95%置信 

下区间 

95%置信 

上区间 
显著性 

假设 

结果 

对圈内人偏私-组织公平感-角色内绩效 0.049 0.020 0.084 0.000 H6a 成立 

对圈外人偏恶-组织公平感-角色内绩效 -0.053 -0.092 -0.023 0.000 H6b 成立 

注：*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表三可知两条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值均显著，且通过 95%置信上区间及下区间，区间中

不包含 0值，且 p＜0.05，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当中介变量组织公平感变量加入模型后，自变量

依然显著影响因变量，可以认定为部分中介，因此验证了 H6a、H6b。 

 

5. 研究结论与局限 
5.1 研究结论 

从本研究结果中看出，管理者对员工角色内绩效的影响，可以通过对员工动机和机会鉴别

进行管理，因此领导对下属的归类很大程度决定了其管理效能的实现。同时领导是资源的实际

掌控和赋权者，资源分配公平与否不仅影响员工个人利益，也间接影响整体绩效水平。另外，

以前摄型人格特质为调节变量，在这种以成就、目的动机需要为前提下，其对组织公平的感受

及角色内绩效产生显著得正向影响或削弱负向感知。而且也论证了圈内人和外人在情境制约因

素下，可能会以转换身份来改善及工作感知环境。因此，在差序式管理中对于圈外人员工的合

理激励方式是的管理策略的核心要素。 

5.2 研究贡献 

对于学界：第一，以往对差序式领导的研究对针对圈内人偏私这一方面，本研究增加了学

术研究中以员工自我感知视角出发差序式领导对圈内人偏私及对圈外人偏恶对待的研究对比意

义。第二，将前摄型人格特质作为调节变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其有助于改善员工作为圈外人

受到差序式领导偏恶对待产生的感受和效能表现。 

对于业界：一是，组织中员工作为内生动力源，关注员工的行为倾向有助于检验和发现管

理行为中的弊端和有效性，也为管理者在录用、任用人的时候提供新的考虑。二是，本研究提

到的内、外群体可在一定条件转化下具有渗透性的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因此本研究证实了具有

前摄型人格这一积极倾向行为特质的圈外人员工，在做转化的过程中对自己及圈内人员工绩效

的整体影响，对外人员工来说得到圈内人的帮助和支持可以减少转换过程中的阻碍，加快进程

获得领导的优质资源分配；而对圈内人员工而言，外人员工作为合作对象，不仅有利于自己在

工作绩效更好的表现，而且建立了某种恩惠帮扶的互助关系，双方都有利益可图，但同时也会

感受的地位威胁，因此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动态的合作竞争双赢的氛围中，内、外群体转化产

生的某种意义上的威胁可能成为督促双方进步的诱因，为管理者提供一种反向激励管理策略，

以提高整体绩效，有差别的等级关系也成为竞争合作的优势条件，使组织内部处于活力运作状

态。 

5.3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处于时间、正面临的社会性情境制约。且调研对象为医务

人员，因此调查结果能否推论到企业组织中、不同地区及行业类别的员工，尚需进一步验证。

第二，研究维度上的限制，未来学者在这些变量的研究中可以细致化探讨，以增加学界对此类

研究变量影响因素的说服力度。 

5.4 研究建议 

第一，研究对象可以扩大范围或者针对性行业研究，进一步探索在与组织环境因素作用下，

员工自身感受及互动，对个人效能的影响。或者从组织角度出发以配对样本方式分析不同视角

下的差序式氛围造成的影响关系。第二，可以进一步探讨前摄型人格与差序式领导风格中积极

作用，对整体团队对的效能的影响和团队之间关系冲突等之间的调和作用及其效果的研究。第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240 

 

三，以情感承诺为支撑的关系氛围中，情绪劳动对团队内的差序式管理行为的中介关系，探讨

可能与个体-组织匹配环境下，其在内的影响关系如何。通过相关变量之间的探讨形成新的有

助于管理界和学界引发思考的新支线，同时探讨的结果有益于业界管理增加可能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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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competition of enterprises or organization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and employee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capitals of enterprise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initiative of employees is crucial to the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or organizations. Explore exchange leaders and humorous leaders, which are more energy-

efficient to motivate employees' work performance and potential, and consciously and 

voluntarily share their own implicit knowledge? This study takes leadership style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employee behavior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and introduce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traits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on 480 employe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Fujian Province, a 

compara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effects of exchange-based leadership and amicable 

humorous leadership on role performance and willingness to share implicit knowledge.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examin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humorous leadership on employee performance and knowledge sharing. 

 

幽默亲和型领导与交换型领导对员工角色内绩效和员工内隐知识

分享意愿的影响：正向心里特质为调节变量 
黄谌锐 1* 陈思婷 2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599026149@qq.com1* 

 

摘要 
现如今企业或组织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员工是企业重要资本的之一，充分发挥员工的积

极主动性对企业或组织的创新和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探讨交换型领导和幽默型领导那个更能效

激励员工的工作绩效和潜能，自觉自愿地分享自己的内隐知识？本研究以领导的领导方式为自

变量，员工行为为应变量，并引入正向的心理特质作为调节变量。对 480 份福建省国营企业员

工的数据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交换型领导与亲和型幽默领导对角色

内绩效和内隐知识的分享意愿的作用效果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考察了正向心理的调节作用，

并证明了幽默型领导的对员工绩效和知识分享的有效性。 

 

关键词：幽默亲和型领导；交换型领导；角色内绩效；内隐知识分享；正向心理特质 
 

1. 绪论 
现如今市场的竞争趋于白热化，而领导是企业的核心动力，也是企业文化的创造者，领导

的个人行事风格也必然影响下属，员工是企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企业的创新能力很程度大取

决于员工的创造力水平。然而在组织的实际运行中由于相关制度、管理人员或员工个人感觉的

偏差等原因，组织内的员工多多少少会累计一些不满，并由此导致员工工作绩效的降低。哪种

领导风格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并增加员工的满意度使员工做出更多角色外绩效呢？这也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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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企业想要知道的答案。所以通过研究对比两种不同领导方式对角色内绩效和员工内隐知识分

享，找到合适的领导方式提高员工的绩效并激发员工的知识分享意愿提高创造力水平对于组织

提高生产效率，企业获得市场竞争力，促进企业间良性竞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目的在于对幽默亲和型领导与交换型领导对角色内绩效和内隐知识分享的影响进

行探讨和比较，两种领导方式的哪一个对企业员工行为的作用效果更有效？以及员工的正向心

理特质在领导的风格与员工行为之间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并以正向心理特质调节变量。在

此基础上本文归纳出以下的研究问题：第一，亲和型幽默领导对角色内绩效和员工内隐知识分

享会不会有影响？第二，交换型导对员部属效能和员工内隐知识分享会不会有影响？第三，探

讨正向心理特质作为调节变量在交换型领导与角色内绩效和内隐知识分享之间的影响，以确定

正向心理特质是否具有调节效果。第四，探讨正向心理特质作为调节变量在幽默亲和型领导领

导与角色内绩效和内隐知识分享之间的影响，以确定正向心理特质是否具有调节效果。 

 

2. 文献综述 
2.1 员工角色内绩效 

2.1.1 角色内绩效的定义 

学界普遍认同基于角色理论将绩效划分为角色内绩效和角色外绩效，Borman and 

Motowidlo (1997) 指出绩效是反映员工在工作岗位的明确规定的职责和任务的完成情况。

Vigoda(2000)认为角色内绩效是指对员工的本职工作，而本职工作可以认为是职位说明书规定

范围之内的基本的岗位职责和岗位任务。本研究整合以往研究者们对角色内绩效定义认为角色

内绩效就是员工在确定雇佣关系后，员工必须要完成和履行的工作岗位的明确的职责、任务和

能被评测的行为结果。 

2.1.2 角色内绩效的测量 

早期的角色内绩效研究中广泛使用 Mott (1972) 开发的 7 题项绩效测量量表。Williams and 

Anderson (1991) 根据角色绩效定义和工作说明要求，对 O’Reilly and Chatman (1986) 编制的角

色绩效量表进行了修订，将量表的 3 个题项扩展为 7 个题项。孙思睿与刘帮成（2019）将该表

删去反向题，提高了内部一致性，该量表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和应用。 

2.1.3 影响角色内绩效的因素 

屠兴勇等人（2017）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对角色内绩效显著影响。陈秋月（2020）的研究发

现正念与员工角色内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工作投入在正念对员工角色内绩效的影响中发挥

部分中介作用。Arshadi (2011) 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组织支持感能有效促进员工的角色内绩效。 

2.2 员工内隐知识分享意愿 

2.2.1 内隐知识分享意愿的定义 

Polanyi(1958)首先提出隐性知识的概念，他认为：“人有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种是可以通

过书面等形式表达的显性知识，另一种就是隐性知识。”有学者的观点认为内隐知识虽然很难

被表达出来，但是人员们可以通过不断的进行互动，传播与交流以及外显化的动作来表达，因

此内隐知识还是可以被成员们之间进行分享的。Senge (1997) 认为知识共享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依赖于双方互动才能使知识的转入方具备有效行为能力。Solano (2010) 则认为知识共享意愿作

为进行共享行为的前提，是一方将自己的知识、经验、见解传递给另一方的一种意愿，且希望

在理想状态下，知识的接受者也能有知识的传播者一样的分享意图。 

2.2.2 内隐知识分享意愿的维度与测量 

内隐知识测量比较成熟的是 Bock et al., (2005) 开发的量表。他把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和隐

性知识，测量两种类型的知识共享意愿，分别含 2 项条款和 5 项条款，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3 和 0.92。而王立清与李鸿飞（2014）开发了一个包含四个维度的量表，维度分为：组织交

流、人际互动、教育指导和知识共享意愿。Cummings (2004) 把知识分为一般概念、特殊需求、

分析技术、发展报告和项目结果五类，按不同类型知识的共享按频繁程度由低到高进行划分，

该量表的测量重点在于知识传递的频繁程度，没有考虑到受体对知识的接收程度质量如何。 

2.2.3 内隐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因素 

蔡丽玲（2014）对同事评价、同事公平与知识分享及个人创新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内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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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享意愿对个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蒋晴波（2017）对内隐知识的影响因素做了归纳

总结包括：员工性格与责任、员工心理状态、知识自身特性、人际关系、组织支持、组织氛围、

隐性知识复杂性和文化差异等复杂因素。通过上述的整理归纳，本文得出知识自身特性、拥有

者、需求者和外部环境三方面是影响内隐知识分享的主要因素。 

2.3 幽默亲和型领导 

2.3.1 幽默亲和型领导的定义 

幽默亲和型领导来自于领导幽默，Cooper et al. (2018) 认为领导幽默是指领导者在与下属互

动中分享有趣事件使下属感到有趣的程度。领导幽默可以分行为观和特质观，在特质观下认为

领导幽默是领导的个人特质看，不同幽默感的领导在幽默的创造、理解、和对待幽默的态度等

方面都不一样(Thorson & Powell, 1993)。在行为观下则认为领导的幽默是领导者在人际交往，

沟通中故意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目的是出于领导者希望与下属发展愉悦的人际关系、

缓解紧张状况、引起注意或留下深刻印象。 

2.3.2 幽默亲和型领导的维度与测量 

幽默亲和型领导属于领导幽默的一个维度，最早由 Martin et al. (2003) 对幽默风格进一步

细分，在众多幽默测量量表的基础上提出了幽默风格模型，开发了共包括 32 个条目的幽默风

格量表（Humor Styles Questionnaire, HSQ）分为亲和型幽默、自强型幽默、嘲讽型幽默和自贬

型幽默四个维度。以及石冠峰等人（2017）参考了 Martin et al. (2003)幽默测量量表和王雅萍的

研究后开发的幽默型领导量表，量表包含亲和型与攻击型两个维度，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 

2.3.3 幽默亲和型领导的相关研究 

在幽默亲和型领导的相关研究中，亲和型领导幽默不但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和工作绩效

等（Goswami et al., 2016）。还能够激发员工更多角色外行为。亲和型领导幽默与包容型领导的

概念有些相似之处，两者均有利于建构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了创造轻松自由的工

作环境景（景保峰、周霞，2019）。 

2.3.4 幽默亲和型领导对员工角色内绩效的影响 

石冠峰等（2017）也发现幽默型领导能够显著影响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质量。员工会用

提高创造力来报答领导的亲和型幽默，反之则用降低创造力来报复。而亲和型领导幽默可以拉

进领导与员工的距离促进关系和谐，所以幽默亲和型领导可能会降低员工与领导的距离感，使

员工感受到被认可对组织的认同感增加，促使员工诱发报答领导的心理并正向影响其角色内绩

效。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幽默亲和型领导对员工角色内绩效有正向影响。 

2.3.5 亲和型领导幽默对员工内隐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 

一些员工希望基于分享知识来提高他们的专业优势、声誉和地位，这些员工期望获得组织

和他人的尊重、认可和满足感，因此会有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从而会积极的共享隐性知识。

亲和型领导幽默不仅可以正向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和工作绩效等，还能够激发员工更多的角色

外行为。所以当领导亲和幽默时可能使员工感受到满意与激励从而更愿意分享内隐知识。根据

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2:幽默亲和型领导对员工内隐知识分享意愿有正向影响。 

2.4 交换型领导 

2.4.1 交换型领导的定义 

交换型领最早由 Burns(1978)提出。Bass (1985) 在 Burns (1978) 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范围更

广、更为精确的交换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学说，并将交换型领导分为 3 个维度。Bass (1985) 提

出交换型领导是建立在社会交换理论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基础上的，领导给出工作方向和奖励，

员工通过努力工作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国内学者陈文晶与时勘（2007）的研究将交换型领导定

义为：领导主动了解员工的需求，运用各种措施来激励员工。一方面明确组织的目标，提出工

作的具体要求，另外一方面，主动满足员工的物质和精神要求。 

2.4.2 交换型领导的维度与测量 

交换型领导的的测量通常采用 Bass (1985) 开发的多要素领导行为问卷 (MLQ) 中关于交换

型领导风格的测量。吴静吉与林合懋（1998）参考 Bass (1985) 的量表开发了交换型领导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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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量表，包括 7 个维度。姚艳虹与荆延杰（2008）构建了在本土化背景下的交易型领导的结构

维度，增设了支持、典型示范、中庸之道和无为而治 4 个维度。 

2.4.3 交换型领导的影响因素研究 

刘晖等人（2012）通过研究发现，组织学习显著中介交换型领导与组织创新的关系。一些

学者从中华文化背景下的情景出发对交换型领导的研究后提出加强交换型领导更加符合中国企

业的现实特点。李晓青等人（2013）对四个城市的企业员工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

却显示，变革型领导并没有显示出比交换型领导更高的领导有效性。他指出在我国目前的转型

期背景下，交换型领导也可以发挥出领导作用，帮助提高员工工作绩效。 

2.4.4 交换型领导对员工角色内绩效的影响 

冯彩玲与杨锡雨（2018）的研究表明交换型领导行为对工作绩效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交换型领导中的权变奖励和权变惩罚对工作绩效同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交换型领导可

以促进员工的工作投入，权变奖励和权变惩罚对工作投入也可以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工作投

入在交易型领导和工作绩效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当员工确定了雇佣关系后就相当于与交换

型领导进行了约定，进行等价交换，员工为了履行契约获得奖励回报就会保证工作投入从而正

向影响员工的角色内绩效。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3:交换型领导对员工角色内绩效有正向影响。 

2.4.5 交换型领导对员工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 

朱少英等人（2008）有关于领导力与知识共享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交换型领导对员工的知识

共享绩效在赏罚分明时呈现正相关，在赏罚不明的情况下负相关并不显著。交换型领导的权变

奖励与积极例外管理都会给予员工正确的监督和激励，属于赏罚分明，明确的奖励或惩罚使得

下属可以较好的分辨出什么样的行为是受领导欢迎的而什么样的行为不是。所以当领导赏罚分

明时下属会有更强的知识分享意愿。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4:交换型领导对员工内隐知识分享意愿有正向影响。 

2.5 正向心理特质 

2.5.1 正向心理特质的概念 

正向心理特质来自于正向心理学，是正向心理学的内的一部分。正向心理学具体包含了 24

种正向的个人特质，包括自我决定、防御机制、乐观、爱、美德、等。这些正向的个人特质，

在正向心理学发展前许多都被研究过，随着正向心理学的兴起，有关研究再次成为研究热点。

征呈皇（2006）认为正向心理就是指遇到挑战或挫折时﹐人会産生解决问题的企图心，并不断

学习﹐强化正向力量解决问题。 

2.5.2 正向心理特质的维度与测量 

本研究将采用周进南（2017）依据正向人格特质量表（VIA-IS），并听取专家指导和部分

企业员工的看法后编写的 10项核心积极人格特质量表。该量表为 Likert5点量表，信度达到 0.8。 

2.5.3 正向心理特质与交换型领导和内隐知识分享三者间的关系 

    根据 Peterson and Seligman (2004) 提出的正向心理特质有六大美德包括 24 种特质，拥有正向

心理特质的员工能公平公正的对待他人和看待事物，并乐于帮助他人提供建议解决问题。交换

型领导的特质是赏罚分明，明确的奖励或惩罚使得员工可以较好的分辨出什么样的行为是受领

导欢迎的而什么样的行为不是。所以拥有正向心理特质的员工会更加认可交换型领导的赏罚，

并积极工作乐于帮助其他同事从而加强交换型领导与员工内隐知识分享意愿的正相关关系。根

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5:正向心理特质对交换型领导和员工内隐知识分享意愿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 

2.5.4 正向心理特质与交换型领导和员工角色内绩效三者间的关系 

员工角色内绩效是员工劳动合同中明确的，员工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而交换型领导则是与

员工做公平交易来达成目标。所以当员工确定了雇佣关系后就相当于与交换型领导进行了约定，

进行等价交换，所以员工为了履行契约获得奖励回报就会保证工作投入从而正向影响员工的角

色内绩效。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6:正向心理特质在交换型领导和员工角色内绩效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 

2.4.5 正向心理特质与亲和幽默型领导和员工角色内绩效三者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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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领导对下属亲和幽默时会拉进与员工的距离提高领导成员关系的质量。拥有正向心理特

质的员工会认为领导对自己的亲和型幽默是对自己的认可与支持，让员工产生回报心理。员工

为了维持与领导的关系并希望从领导处获得更多支持会增加投入提高自己的角色内绩效甚至是

角色外绩效。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7:正向心理特质在幽默亲和型领导和员工角色内绩效间有正向调节作用。 

2.4.6 正向心理特质与亲和型幽默领导和员工内隐知识分享意愿三者间的关系 

当领导在日常工作中对员工使用亲和幽默缓解工作压力，愉悦气氛，那么员工出于回报和

想要获得领导更多支持的心理就会表现的更加积极主动。正向心理 24 种特质中的团队精神和

感激会使得员工更加愿意通过内隐知识的分享作为对领导的回报。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

设： 

H8:正向心理特质在幽默亲和型领导和员工内隐知识分享意愿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图一研究框架 

3.2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问卷正式发放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式，分层随机抽样将总体单位按其属性分成若干类型

或层，然后在类型或分层中随机抽取样本，这样容易抽取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本研究的总体

是福建省的国营企业，2020 年当地的总人口为 3973 万人，共有 9 个区，本研究将分为 4 个层

选取 4 个区按人口比例分配问卷，泉州区占比 40%、福州区占比 30%、厦门区占比 20%、南平

区占比 10%，然后从中随机抽取新生代国营企业员工作为样本。问卷以问卷星网络问卷方式和

线下在各国营企业中对企业员工随机进行发放，根据吴明隆与涂金堂（2011）的研究建议测试

样本人数应为预试題目数量的 3~5 倍，由于本研究对象为福建地区，而地区性的研究，建议抽

取 500~1000 人较为合适(Sudman,1976)，所以预计共将发放 700 份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有

效数据为 480 份。将使用 SPSS、AMOS 等数据分析软件，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信度效度验证；

最后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统计分析，以探确定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检验本研究提出

的相关研究假设。 

3.3 资料分析 

3.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根据所接收的有用的问卷，以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其进行初阶剖析，通过梳理后给予  

量化，求得样本资料的人数、平均数、标准差及百分比等统计资料，从而了解有效样本的受试

者特质及其在各个维度上的差异性、分布状况。 

3.3.2 信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本研究判断 Cronbach’s α 的系数，如果 α 值大于或等于 0.7，则表示信度非常

好；反之小于 0.5，则表示信度偏低，不能接受。 

效度分析：本研究之结构效度检测将从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收敛效度

一般指的是各衡量题项是否反映了同一个特性，采用多种测量手段对特定特性的相似度进行测

定；收敛效度主要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组合信度和平均变异数萃取量来实现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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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来确认维度间的关联性，从而分析研究框架中两两变量之间

的关系。相关系数越高，关系越密切；反之越不相关。还可以检验两变量间是否存在共线性及

方向。 

4. 数据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本次调查的性别方面以男性居多，有 256人，占比 53.3%；出生年份主要集中在 1996-1999

年的受试者，有 238人，占比 49.6%，其次为 1990-1995年的受试者，有 147 人，占比 30.6%，

而 2000 年以后出生的受试者最少，有 95 人，占比 19.8%；学历方面，主要集中在大专学历，

有 198 人，占比 41.3%，其次为本科学历，有 135 人，占比 28.1%，高中及以下与硕士及以上

学历的人数最少，分别有 86人与 61人，各占样本数的 17.9%与 12.7%。工作年限主要以 2-4年

为主，有 344 人，占比 71.7%，其次为 1 年以内的，有 104 人，占比 21.7%，5-7 年与 7 年级以

上的分别有 7 人，分别占比 3.3%。职位方面，普遍集中在普通员工，有 400 人，占比 83.3%，

初级的有 48人，占比 10%，中级的有 24人，占比 5%，高级的有 8人，占比 1.7%。综上所述，

本次调查的样本结构与实际调查对象企业的结构基本符合，说明本次调查的 480 份问卷具有代

表性，可以代表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 

4.2 区别效度与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采 AVE 法验证本研究之区别效度检定，变量的平均变异萃取量 AVE 开根号须大于

该构面与其他构面之间的相关系数，代表变量之间具有区别效度(Fornell & Lacker, 1981)。表

4.8 中对角线，且粗体字为 AVE 值的平方根，各变量的 AVE 开根号均大于水平与垂直的相关系

数，说明本文采用的变量具有区别效度。相关性分析是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表一显示，各变

量之间都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初步验证本文假设。 
表一 区别效度与相关性分析表 

变量 1 2 3 4 5 

1 幽默亲和型领导 0.811     

2 交换型领导 .639** 0.818    

3 员工正向的心理特质 .380** .598** 0.802   

4 员工角色内绩效 .461** .403** .655** 0.829  

5 内隐知识分享意愿 .456** .507** .544** .524** 0.806 

平均值 3.667 3.100 2.917 3.133 2.983 

标准差 1.447 1.741 1.565 1.134 1.545 

峰度 -0.767 -0.173 0.139 -0.609 0.082 

偏度 -0.907 -1.757 -1.576 -0.417 -1.595 

AVE .658 .669 .65 .643 .688 

注：**表示 p<0.0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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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结构方程模型 

 

图中可以看出，χ2/df=3.150<5，适配良好；GFI=0.903>0.9，适配良好；AGFI=0.827>0.8，

适配良好；CFI=0.940>0.9，适配良好；RMSEA=0.093>0.08，适配一般，PCFI=0.501>0.5，适

配良好；RMR=0.054<0.08；SRMR=0.040<0.08 适配良好，通过适配指标可以发现，各指标均

通过适配标准，可以认为结构方程式的模型拟合指标较好，数据与模型的匹配程度较好。 

 

 

表二 结构方程式路径汇总表 

路径 β S.E. C.R. p 结果 

幽默亲和领导→角色内绩效 .368 .102 4.643 *** 成立 

幽默亲和领导→内隐知识分享意愿 .294 .010 3.153 *** 成立 

交换型领导→角色内绩效 .253 .032 2.695 .009 成立 

交换型领导→内隐知识分享意愿 .309 .004 4.744 *** 成立 

员工正向的心理特质→角色内绩效 .001 .065 0.041 .967 不显著 

员工正向的心理特质→内隐知识分享意愿 .003 .003 -0.515 .607 不显著 

幽默亲和型×心理特质→角色内绩效 .194 .068 2.142 .035 成立 

幽默亲和型×心理特质→内隐知识分享意愿 .081 .064 1.031 .302 不成立 

交换型×心理特质→角色内绩效 .103 .051 2.541 .011 成立 

交换型×心理特质→内隐知识分享意愿 .208 .035 4.278 *** 成立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 结论与讨论 

表三 研究假设结果 

假设 结果 

H1：幽默亲和型领导对角色内绩效的正向影响 支持 

H2：幽默亲和型领导对内隐知识分享意愿的正向影响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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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交换型领导对角色内绩效的正向影响 支持 

H4：交换型领导对内隐知识分享意愿的正向影响 支持 

H5：正向心理特质在交换型领导与员工内隐知识分享意愿间有正向调节作用 支持 

H6：正向心理特质在交换型领导与角色内绩效间有正向调节作用 支持 

H7：正向心理特质在幽默亲和型领导与角色内绩效间有正向调节作用 支持 

H8：正向心理特质在幽默亲和型领导与员工内隐知识分享意愿间有正向调节作用 不支持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1 研究建议 

从研究结果来看不论交换型领导还是亲和幽默型领导都对员工绩效和知识分享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并且员工的正向心理特质也能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重视

领导幽默在组织中的作用，企业在任用领导人员时应注意考察，通过考察筛选出品行端正，亲

和幽默的领导，鼓励领导使用幽默与下属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同时不应忽略传统交换型领

导所起到的作用应该，两种领导方式可以共同作用取长补短。 

培养员工的正向心理特质，提高员工积极性，使员工在面对困难时，尤其是在面对消极事

件时，仍然淡定地对其消极事件进行解析。企业也可以通过一些娱乐活动来缓解员工的工作倦

怠和紧张，增加积极情绪体验，有利积极人格特质的养成。 

5.2 研究局限性 

样本代表性不足。本研究选择的调研对象仅限于福建国企的新生代员工，由于不同地区的

文化和经济存在差异，同一个研究可能会产生不同结果，因此，本研究的普适性仍还有待于进

一步检验。此外，有部分问卷填写时间较短不排除无效问卷的可能性，大数据是否会影响结果

也是可以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涉及员工与领导关系、工作绩效等敏感问题，而问卷皆是使用员工自评的方式，所

以不排除存在回答者的答案不真实的情况会对研究有所影响。因此问卷以后要尽量规避这类问

题带来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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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ompani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How companies will obtain favorable information to grasp customer and 

market needs and how to make quick solution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Employees as 

front-line contacts can be faster To discover the problem, how leaders accept the opinions of 

employee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refore, this chapter take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as 

dependent variables to carry out research. The intermediary factor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he perception of insider identity The adjustment variables are us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 and to determine the research framework, which provides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is article 

 

Keywords: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Psychological Capital; 

Employee Voice Behavior；Insider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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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如何获得有利的信息来把握客

户和市场的需求，如何快速做出解决方案已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员工作为一线联系人可以更快

地发现问题，领导者如何接受员工的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章以转换型领导和威权型

领导为自变量，以员工建言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心理资本的中介因素和内部人身份的感知，使

用调整变量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确定研究框架，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转换型领导；威权型领导；员工建言；心理资本；内部人身份感知 

 

1. 绪论 
信息共享成为掌握先驱的重要条件，在现代化企业中模式跟结构也不在是单一形式的，同

时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问题，如何在市场中找到可靠有用的信息，是掌握市场先机的重要条件，

如何掌握市场的先机，让公司信息与时俱进，需要公司有广泛的信息渠道。本章节主要阐述此

次研究背景以及研究创新点。 
1.1 研究背景 

现在企业当中不单单希望员工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在企业当中更加希望员工能积极主动

发表建议和准确的意见，促进组织更好的发展。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领导者未能及时发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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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处，更不能及时改善出现的漏洞，而员工建言可有效发现组织存在的问题、改善组织当前

的不足（高昂，2015）。国际上的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华人在组织行为上的研究，建言对于员工

来说不仅仅存在本身，同时也会受到领导者的影响，在华人组织当中研究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

必不可少。 

1.2 研究创新点 

虽有学者研究领导型态对员工建言的研究不算少见，但是前因变量基本都是单一的形式，

本研究增加前因变量，对研究领导风格更加细化和深入，更加全面说明积极型和消极型领导对

员工建言的影响。其次以往关于领导风格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多是通过组织支持、组织承诺、工

作满意度等变量进行的（李洁，2018）。本研究选取员工心理资本作为领导风格对建言行为的

影响的中介变量，以往关于员工建言是研究西方的领导行为，西方领导家庭工作观念不同于国

内情况，对深入考虑中国企业中领导模式以及员工心理的研究相对缺乏和不足。本研究可丰富

员工在心理资本与建言的内容。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员工建言定义 

员工他认为当员工对组织不满意时，员工通常会通过退出、建言、忠诚于组组织，之三种

行为来调正自己人认知的失调（宿晴慧，2018）。 

在研究建言行为过程中不在局限于模型分析，而是通过构建研究框架，将建言作为员工角

色外进行分析，研究角色外行为发现，员工的建言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富有挑战和建设的行为

在构建框架之后，认为员工的建言行为都是为了促进组织的发展，目的是以服务团队（耿丽华

2016）。 

李月梅（2016）对建言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他们指出建言行为是员工有意识地表达

与改进工作相关的意见、信息和想法的一种个人动机行为合作为目的导向的行为学者在研究建

言行为过程中不在局限于模型分析，而是通过构建研究框架，将建言作为员工角色外进行分析，

学者研究角色外行为发现，员工的建言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富有挑战和建设的行为。 

2.2员工建言对企业影响 

单纯的管理层智慧在众多管理问题面前显得很无力，充分发挥员工智慧，对组织生存和发

展显得尤为重要。现实中很多案例可以佐证集体智慧事关企业成败，尤其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

今天，调动员工积极性，鼓励员工参与到建言献策的行为中，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至关重（秦

晓莉，2014）。 

员工发生建言一般是由个体主动提出，改善工作流程或组织运作情况的新想法或新建议,

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新思路（朱萍，2013）。员工作为公司制度的唯一

实践者，可以清楚了解到在制度实施中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更加可以在在此实践中发现不利

于企业的行为（许龙，2017）。 

2.2 转换型领导定义 

转换型领导被认为“领导于员工之间增加默契度与行为动机产生的一种过程，领导通过强

有力的价值观和对未来美好愿景，让员工产生崇拜与信任，对领导者发自内心的尊敬并且愿意

追随领导者，愿意在领导者手下做出一番成绩，让员工可以为了维护公司利益而乐于奉献（孟

慧、赵娟，2002）。 

Pillai and Schriesheim (1999)认为转换型领导是指影响员工在态度行为上改变，并增强对组

织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他强调领导者往往激发员工自己完成任务，来改变固有的组织文化架构，

并配合管理者策略。转换型领导者具有魅力特质，对跟随自己的员工有着较强影响力度，激发

下属舍弃自身利益为组织多做贡献，并且针对不同员工来满足需求，对下属在智力上有持续开

发，使员工自愿完成组织设立的目标。 

2.3 转换型领导内容 

转换型领导包括四个个要素，德行垂范和个性化关怀、愿景激励和领导魅力这四个要素的

组合可以使任何组织的领导者实施必须进行的变革（崔美英，2013）。魅力型领导跟下属之间

有着强烈的关系，下属会以领导为榜样并模仿领导的举动，员工对领导绝对的忠诚并且愿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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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愿景当成自己的去完成（许骁，2017）。愿景激励指的是领导者通常以智力来挑战员工

解决问题，开发他们创造性的去解决问题。通过智力激励可以让员工超越自身的局限，将眼光

放长远，并且在不断的进步（胡红芝、毛才盛，2010）。 

2.4 转换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 

研究表明转换型领导的风格特征，德行垂范和个性化关怀、愿景激励和领导魅力属于正

向积极行为（童金根等人，2012）。建言行为是一种兼具挑战性和促进性的角色外行为,是员

工主动挑战现状或者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刘洁，2018）。梁建与唐京（2009）认为以员工

建言行为为研究对象,证明了转型领导通过提高员工的工作主动性来激发员工建言行为的产生。

许骁（2019）转换型领导性格、行为、管理能力等因素的会让员工觉得他们的工作成果和工

作过程中被纳入他们的行为给企业发展,以确保员工和管理者跟上步伐。鼓励员工采取持续的

创新行为，以寻求集体利益，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变革型领导者有能力向员工描述、

构建和灌输组织愿景:变革型领导者可以刺激员工的高层需求，即个人发展的需求，以提高员

工的能力;变革型领导者可以获得更好的组织绩效（张京，2013）。转换型领导的行为特征可

以拉近员工与领导者之间的距离，员工在感受身边环境对自己安全时，便会产生积极行为，

而转换型领导回给人营造出和蔼有能力富有责任感的形象，则会对建言有正向影响，由此本

文做出以下假设： 

H1：转换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2.5 威权型领导概念 

领导方式都跟传统文化有关联。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儒家思想的“三纲五伦”强调的

等级和服从。造成中国领导方式不同于西方领导方式，具有鲜明清晰的特点。对以往家长式领

导领导内涵进行归纳和总结：在人为治理环境当中，表现出如父亲般的仁慈和道德廉洁性的领

导方式（陶凯来，2019）。家长式领导进行了维度划分即威权领导、德行领导、仁慈领导。威

权领导普遍存在于华人社会，是家长式领导的重要维度之一，威权领导包含完全命令与惩罚剥

削独裁以及使用临时奖赏形式的仁慈专断两种极端类型。宋金城（2018）认为威权领导是指领

导者强调个人权威不容挑战，并且对下属严密控制和要求下属绝对服从命令的一种领导方式。 

2.6 威权型领导的特征 

威权领导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专权作风、形象整饰和教诲行为、贬低下属能力。威权领导

贬抑下属能力会漠视下属的建议,对于下属为组织所做的贡献,不给予鼓励和表扬,挫伤下属做出

一些主动性行为的积极性。在下属发生建言行为是会对员工惩罚，在此作用下员工为避免受到

惩罚从而会减少建言甚至不建言（荆晓，2018）。威权领导形象整饰方面领导者非常在乎自身

形象,在自己工作上不希望员工给出建议。威权领导教诲行为方面,强调威权领导对下属严格的

绩效要求,而不希望他们对工作提出过多的意见或建议。俞萍（2015）认为威权领导的这些行

为会影响员工建言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在组织中形成注重绩效 ,拒绝员工自主表达意愿的环

境。 

2.7 威权式领导对建言行为的影响 

个体的心理状态、动机和行为会受到所处周围环境中的因素影响。作为组织中的掌权者,

领导的一些行为,在组织内制定颁布的一些政策,为组织成员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及对组织成员的

领导和控制等,都会影响员工的外部感知,也影响着员工的行为（闫红，2018）。认为中国的员

工由于受到传统文化中中的上尊下卑的影响,威权型领导在工作中出现的行为对下属情绪态度

以及行为都存在消极影响(陶凯来,2018）。 

刘冰等人（2017）认为威权领导存在负面的一些影响，会减少组织下属一些自主性的产

生。威权领导对员工的压力和不安全感，会导致员工的内心抵抗权威的领导力,并让员工感受

到叛军和面临下降,导致工作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威权型领导下建言行为作为一种主动性行为,下属在作出建言行为之前会评估可能产生的

结果,进而减少建言行为（李月梅，2016）。威权领导形象整饰方面强调威权领导会为了维护

自身权威形象,不希望下属对自己的工作有任何的建议。威权领导教诲行为方面,强调威权领导

对下属严格的绩效要求,而不希望他们对工作提出过多的意见或建议。这些研究表明威权在企

业当中有效性遭到质疑，而且经常伴随着负面结果，由此本文的得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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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威权型领导负向影响员工建言 

2.8 转换型领导对心理资本的影响 

胡豪（2020）认为领导行为对员工情感具有重要影响，当领导者采用变革型的领导方式

时，会对员工进行目标指导、个人关怀和组织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员工会基于自我认识，产

生相应的个人情绪和情感体验，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转换型领导与员工的心理资本高度相关，其每个维度和整体构念都对心理资本有正向响，

熊正德等人（2018）研究证实相对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作

用更大，员工心理资本越高，越乐意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并且心理资本能够促进员工产生

更多的创新想法，领导具有一定的能力与耐心去培养属下,可激励来自员工的互惠互利行为,积

极性可能表现出来螺旋上升与下降以及“ 传染效应”这实际反映了领导者在影响下属心理资本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面对压力或逆境，变革型领导者可以站起来，让下属不仅能坚持变革还能

最终取得成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下属的韧性。此说转换型领导正向影响心理资本从而有

助于建言行为的产生。由此本文得出假设： 

H3：转换型领对心理资本有正向影响 

2.9威权型领导对心理资本的影响 

威权领导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专权作风、形象整饰和教诲行为、贬低下属能力。威权领导

贬抑下属能力会漠视下属的建议,对于下属为组织所做的贡献,不给予鼓励和表扬,挫伤下属做出

一些主动性行为的积极性。（张慧玲，2020）员工的心理资本特点是，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可

以影响个体的行为结果，心理资本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并且可以通过某些渠道感知获得与

发展心理资本可以帮助个体提高满足感与成功率，并且在此过程产生的满足感与绩效又促进心

理资本的提升，当威权风格领导下会激发员工坚韧的性格，并且提高员工的心理资本。由此我

们得出以下假设： 

H4：威权型领导对心理资本有着正向影响 

2.10心理资本与员工建言关系 

心理资本基于积极的心理学范式，将关注点聚焦于人的积极方面和优点，并且体现个人对

未来的信心、希望、乐观和毅力，关注个人或组织在面对未来逆境中的自我管理能力。员工发

生建言一般是由个体主动提出，改善工作流程或组织运作情况的新想法或新建议,有利于提高

组织效率,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新思路。员工的心理资本变化可以更好的为员工主动性做支

撑，并且可以促进员工建言的产生。 

心理资本会作用于个体、群体和组织层面的相关结果变量。该种效应模型在目前的研究种

占据主流地位。心理资本构念的提出与进一步发展，离不开积极组织行为学的推动因此学者们

普遍认为心理资本与员工心理和行为会产生积极作用（周瑜 2020）。由此我们得出以下假

设： 

H5：心理资本对员工建言有着正向影响。 

2.11内部人身份感知概念 

席剑（2020）提出内部人身份感知，将其定义为员工认为自己是组织的内部人的程度，这

是组织与员工的情感联系，也是员工自我身份的一种感知。作为公司成员对个人隐私空间和对

环境的接受程度，用来测量下属对企业的归属感。仲绍玲（2019）认为员工对组织“主人翁”

或者“内群体成员”身份的感知的强弱决定了员工是否感知到自己是组织的内部人。内部人身

份感知程度传递着组织成员“内群体”身份的感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结合中国背景与文化，

分析指出在中国的特定情境下，假如组织成员在组织中感受到很强的内群体身份感知时，时常

会采取回报组织的行动，譬如以主人翁标准严于律己且能带动他人，使组织发展朝更好的方向

迈进（贾殷，2018）。 

2.12内部人身份认知的构成 

对于内部人身份认知存在相关存在的维度，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对其有着比较一致的见解,

即内部人身份感知是单一存在的维度,这点可以从众多研究者那里得到有力的证明。国内外学

制都采用了Stamper and Masterson (2002) 的观点,基本上没有人在对内部人身份认知的维度上有

更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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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er and Masterson (2002) 开发了一个10条目量表，通过主成分分析后得到两个维度。

一个维度包含与文中所提的PIS预期概念相符的7个题项，即“组织的内部人身份”；另一个维

度用来描述成员的中心性程度，包含3个题项。在计算各项的 CITC 值后，将第二个维度的3个

题项剔除，从而提高了整体的信度。而在第一个维度中，题项“这个组织让我感觉自己很重要”

与变量组织支持感有所重合，因而被剔除。最终，内部人身份感知的测量量表变为一个单维度、

6 题项量表。该量表在 Chen and Aryee (2007) 以中国全职员工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被翻译成中

文，经过验证，显示出良好的信度 

2.13内部人身份认与两种类型领导和心理资本的关系 

Stamper and Masterson (2002)提出的，并且在二人的实证研究中，对内部人身份感知进行了

界定，认为内部人身份感知是表示“组织内部的个体在他或她自己的组织中感知到自己是否为

组织内部人员的程度。内部人身份感知是一个员工评估自己与组织关系的指标,当员工具有高

内部人身份感知时,会觉得组织是信任自己的,自己与所在的团体和周围的环境已融为一体,因而

具有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不仅可以完成属于自己的任务，更会要求一些超过自己工作以外的任

务,比如增加组织公民行为、减少工作偏差行为。刘春雨（2019）证实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如果

一个员工发自内心的认为其所在的企业重视支持自己,就会产生内部人身份感知,为了回报组织,

员工会在完成当前工作职贵的前提下,为更好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改善当前工作状态,推动组织

变革与创新,做出更多有利于组织的长期发展的行为。由此我们得出假设： 

H6：内部人身份认知对转换型领导与心理资本之间有着正向调节作用 

内部人身份认知较低时，下属没有候得组织以及领导者的重视、，比如培训的机遇、绩效

的指导、升职的机会等，他们会觉得自己被孤立甚至边缘化，即使被上司放宽政策也很难摆脱

对局外人角色的认知，从而对组织使命感不太强烈。李秀杰（2018）研究了内部人身份感知的

调节作用，其中员工的工作表现包括员工的工作绩效和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结果表明，

内部人身份感知在领导权利分享行为通过组织自尊对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

到显著调节作用。由此本文得出以下假设： 

H7：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威权型领导之间有着负向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注：（+）为正相关，（-）为负相关 

图一 研究假设模型 

数据源：本研究整理 

3.2 转换型领导操作定义与衡量 

转换型领导是指“领导和下属之间彼此互相提升成熟度和动机水平的过程”，这些领导通

过令人鼓舞的理想和道德价值观(包括自由、公平、平等、和平和人权等)，让部属油然而生一

种对领导者的尊敬和乐于追随的服从感，使得员工能为集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本研究主要对转换型领导对员工建言影响。所以选择采用李超平和时堪开发的TLQ问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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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型领导分为四个个维度测量，共有26道题。 

3.3 威权型领导 

荆晓（2020）威权划分为两类；其一式教诲规劝式领导，表现为指导员工取得成功，提升

指导员工取得成功，提升员工个人发展，更好的完成工作任务；期二为负面导向的独裁领导，

表现以个人为中心，则不利于员工行为和工作。这些研究表明威权在企业当中有效性遭到质

疑，而且经常伴随着负面结果。 

选择的是国内学者最常用的也是比较符合中国文化情景的量表，郑伯勋等（2000）所编制

的三元家长式领导量表中的威权领导子量表。该威权领导量表共包括13个题项，其中包括威服

维度3个、专权维度2个、隐匿维度2个、严峻维度3个、教诲维度3个。 

3.4 内部人身份感知 

内部人身份认知代表着员工在某一特定组织内能够感知到其内部成员身份的程度。内部人

身份认知强调员工对自身身份的界定，直接关注员工对组织的认知与情绪。组织承诺是个体心

理层面的重要产出变量，体现了员工对组织的一种肯定的态度或心理倾向。在操作测量方面我

们采取开发的六个条目的量表，并设立六个问题得以研究如我强烈的感觉我是工作组织的一份

子，我的工作组织让我相信我是其中一员，我觉得我不被包括在组织内等。 

3.5 心理资本 

王春芳（2020）认为心理学上的心理资本中的韧性是指个体在面临压力时的有效应对和适

应的心理机制，如复原和成长 ；不仅指个体在遭遇非正常事件后的坚忍不拔、顽强持久的调

适恢复能力，更强调个体在遭受重创后的成长和浴火重生。王寒雪（2020）研究发现心理资本

的测量主要测量员工心理资本状况，主要借鉴侯二秀等人(2013)开发的员工心理资本量表,符

合中国文化情境。本文结合研究背景和角度，用于测量员工心理资本，其中1-4题测量心理资

本维度。 

3.6 员工建言 

刘洁（2018）对建言量表修订从内部动机的视角将建言划分为亲社会型建言、防御性建言

和默许建言三个维度。亲社会型建言指员工以合作为导向来为组织表达与工作有关的建议。防

御型建言指员工担心个人受到危险，产生恐惧，而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默许建言是一种

顺从建言，员工不想特殊化，被动性的对组织表示支持一种方式。采用田在兰（2014）测量建

言行为的方法，包括计数法、量表法、实验法。计数法未明确目标更明确 ，将量表中的他人

改为领导。并且增加题项。实验法改量表有明确的背景，只用于员工建言的研究，量表针对于

中国组织中严格遵循量表的开发程序，其中五个测量题测量促进性建言，六个题项测出抑制性

建。 

3.7 样本收集与资料来源 

本文拟选取的调查对象为天津企业员工作为样本，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对天津五个区域

企业进行抽样调查：滨海新区、河西区、静海区、东丽区，北辰区。其原因是本篇论文的研究

主题主要是组织管理领域，并且整体研究方向是以企业员工作为研究主体并且进行理论与数据

分析。本文选择天津市本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针对天津地区的大型企业中基层员工，母体

也就是天津地区的员工。天津科技企业在天津占据较多份额，高新技术企业1208家，新增科技

企业1.2万家，累计达到8.5万家，已经超过全部工业总产值一般，利润达到60%（雷鹏，

2017）。密集的企业分布使调查更加方便。选取中国天津市为样本在及其密集的商业全当中，

其成效度较高，代表性较强，主要以问卷星，微信的方式收集问卷。 

3.8 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描述统计图表或数学方法，对数据的分布状态、数字特征和随机变量之间关系进行估

计和描述（李彭禹，2017）。本研究利用频率分配来了解受测者之分布情形，分析天津市员工

中的性别、年龄加以了解本研究样本之结构。  

3.9 信度分析 

问卷的设计是否合理可以通过信度分析来进行检查，主要检测结果是否存在稳定性和一致

性，马颖楠（2015）Cronbach’s α 系数法来对量表的内在信度进行衡量。α值越高则说明量表的

信度越好，一般需要 α 系数大于 0.7，如果系数在 0.9 以上，表示量表的信度很好；如果在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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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之间，表示量表的信度可以接受。如果系数在 0.7-0.8 之间，表示量表有些项目需要修订；

系数小于 0.7，则说明问卷需要重新设计。 

3.10 效度分析 

效度即有效的程度,是指测量工具或手段能够准确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简单地说就

是指一个测验的准确性、有用性。通常包括三种类型:内容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和建构效度。

由于本研究中的转换型领导、威权型领导、支员工建言的测量采用的是比较成熟的量表,因此,

可基于预先建立的理论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检验观测变量的因子个数和因子载荷是否与基于

预先建立的理论的预期一致。朱萍（2013）进行KMO和Bartlett's球形检验。通常认为，KMO

数值在0.9以上，非常合适；0.8-0.9，很合适；0.7-0.8，合适；0.6-0.7，勉强合适；0.5-0.6，很

勉强；0.5以下，不合适。Bartlett’s球形检验卡方值的显著性P值小于或者等于0.05时，表示可

以作因子分析。 

3.11 相关分析 

张璐（2018）认为相关分析在统计分析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具体概括如下：判断变量之

间有无联系；确定相关关系的表现形式及相关分析方法；把握相关关系的方向与密切程度；为

进一步采取其他统计方法进行分析提供依据；可以用来进行预测。本研究主要探究转换型领导、

威权型领导和内部人身份感知、心理资本、员工建言进行相关析，探究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4. 预期研究成果 

4.1预期结果 

通过统计软件对各项数据进行分析后，根据所得的数据对研究假设及变量进行讨论，最终

得出研究结果。通过本文得到的数据所有问题假设都得到支持：转换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建言，

威权型领导负向影响员工建言，转换型型领导正向影响心理资本，威权型领导正向影响心理资

本，心理资本在转换型领导与威权型领导之间有着中介作用，内部人身份感知对转换型领导与

威权型领导对员工建言之间有着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正向的领导风格依旧会积极影响员工活动的产生，另外在企业当中威权型

领导会增强对员工的心理资本，员工更加容易形成坚韧的性格，在员工心理方面，积极的性格

需要组织环境和组织氛围的支持，心理资本的不断加强可以更好的让员工产生主动性行为，促

使员工更加主动的建言产生对企业有有利的结果，此研究还发现，积极的领导方式会让员工内

部人感知越明显，对组织产生信任感、归属感，从而使加强员工的心理资本，其二负向的领导

风格会降低员工内部人身份的感知，在组织当中难以找到归属感。 

4.2研究贡献 

领导与员工之间得关系虽然不是新的研究主题。但是本项研究转换型领导对员工建言之间

的关系时，加入威权型领导的前因变革量，使其研究对象更加丰富，多方面刨析对员工建言的

影响，丰富领导型态对员工建言行为的研究，后加入心理资本为中介变量，充分利用员工心理

历程及变变化，深层次的研究领导影响员工建言时的心理话题，增添在本土企业当中员工心理

资本和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变化，可更好的掌握员工心理状态使其更好的投入工作。 

4.3研究建议 

对企业当中应更加注重领导素质培养，利用领导个人魅力来促使员工为组织多贡献，让领

导在组织当中起到良好带头作用，企业在培养领导时应该更加注重员工内在与外在因素，实行

个性化管理的方式。在后续研究中可多关注员工心理变化，站在符合中国情景的企业角度中实

时分析，另外企业在培养领导时应该更加注重员工内在与外在因素，在选取量表时应考虑到实

用性，制作符合当代企业状态的可实行量表，可将调查对象范围扩大，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与准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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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xperience economy, the experiential marketing model will deepen 

consumers'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With consumers as the core, consumers will then 

generate brand attitudes from the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directions. In experiential marketing, 

consumers are defined as a combin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sensibility, and they believe that 

when consumers make purchase decisions, they not only rely on the appearance and basic 

functional benefits of the product, but also on their own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own needs. degre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experience marketing on brand attitudes. It divides brand attitudes into two dimensions: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shared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it introduce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s of perceived value and the moderating variables of product involvement to deeply 

analyze experience marketing. The next two dimensions, perceived value, product involvement 

and the impact mechanism on brand attitudes,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put forward 

research hypotheses. Expected research results: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shared experience 

respectivel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brand attitude;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shared 

experience respectivel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perceived value; perceived valu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brand attitude; perceived value is in individual experience The influence of shared 

experience on brand attitudes is part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and product involvement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regulating perceived value and brand attitude, as well as shared experience 

and brand attitude. 

 

Keywords: Experience Marketing; Brand Attitude; Perceived Value; Product Involvement 
 

体验营销对品牌态度的影响： 

以知觉价值为中介变量，产品涉入度为调节变量 
李焱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931607343@qq.com 

 

摘要 
在体验经济背景下，体验营销模式会加深消费者的体验感受，以消费者为核心，那么消费

者进而会从情感与认知方向产生品牌态度。体验营销中将消费者界定为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

并认为当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时不仅仅依靠产品的外观和基本功能效益，更多的观主自身的体

验感受以及自身需求的满足程度。本文探讨了体验营销对品牌态度的影响效果以及作用机理，

将品牌态度划分为个体体验与共享体验两个维度，同时引入知觉价值的中介变量以及产品涉入

度的调节变量，深入的剖析体验营销下两个维度、知觉价值、产品涉入度对品牌态度的影响机

制，构建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设。预期研究结果：个体体验与共享体验分别对品牌态度具有正

向的影响；个体体验与共享体验分别对知觉价值有正向的影响；知觉价值对品牌态度具有正向

的影响；知觉价值在个体体验与共享体验对品牌态度的影响均是部分中介作用，产品涉入度在

知觉价值与品牌态度中以及共享体验与品牌态度中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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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每当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的时候，出售手机的店铺会提供真机的展示，走进一家彩妆

店里面有可以试用的样品，电脑的售货区还可以真实的去体验一下这款电脑的流畅程度以及是

否与自己“般配”。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类的营销模式，使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之前不仅仅可

以考虑产品与服务的基本功能属性，还可以做到在购买或是消费的同时衡量其是否能满足身心

需求以及情感的偏好，这就是消费者通过体验营销所达到美妙的体验。体验营销的最终目标是

让消费者可以选购符合自己，满足自己需求的商品与服务，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根本上是消费者

对品牌的看法，即品牌形象所决定。在品牌的推广与传播活动中，了解消费者的品牌态度是企

业应该精准掌握的并且这也是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只有了解到消费者的品牌态度，

企业才能够知道应该传播怎样的信息，向谁传播信息会更加的有效，进而做出不同的运营决策

与营销策略。 

 

2.文献综述 
2.1 品牌态度 

2.1.1 定义 

Schiffman (1994) 认为态度是心理倾向是通过学习而养成的，这种倾向是针对某一特定的主

体所持有的永恒的评估。Kotler (1996) 将态度定义为个体对于某一事物或者观点持有的一种持

续性的感知，包括喜好、厌恶、情绪和行动的状态。Best and Coney (2000) 提出态度的定义：

态度是人们对所在位置上产生的某些方面的动机、情感和认知过程的持久系统，是对于某一事

物不喜欢或者喜欢的结果倾向。结合学者们对态度的定义，可以发现态度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

倾向，不仅包括了对事物的认知与评价，还能够看出态度可以进行学习。那么对于的态度的定

义更倾向于 Koltler (1996) 的观点，因此本文对态度的定义将沿用学者 Koltler (1996) 的理论并

基于此理论进行探讨。 

Fishbein and Ajzen (1980) 提出品牌态度就是消费者对某一特定品牌所抱有的连续的偏爱和

厌恶偏向。Sengnpta and Fitzismon (2000) 认为当消费者接触到来自品牌属性的信息和提醒的时

候，就会根据获得的信息与以往的经验，对品牌产生内在的心里评估。丁家永（2005）指出消

费者通过多种渠道所获得经验，包括消费后产生的经验、亲友或他人给予的间接经验、以及通

过宣传所获得的情感体验，所产生的对某一品牌积极与消极的评价，从而产生是否进行购买的

心理决定。胡晓红（2009）对品牌态度所提出的定义为消费者通过获取信息对某一品牌的整体

性评价，主要受到其对该品牌的相关品牌信息和相关品牌想象的影响。李琼与吴作民（2008）

认为品牌态度一般取决于消费者对品牌特质及其受欢迎程度的认知。本研究结合 Sengnpta and 

Fitzismon (2000) 给出品牌态度的定义：品牌态度会根据以往的判断以及相关经验，在心理层面

上对某一品牌所传递的信息和营销手段进行研判，那么这个研判极大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的品

牌态度。 

2.1.2 影响因素 

Woodside (2008) 从消费者心里和营销角度对品牌的故事内容进行分析并发现，叙述故事的

形式可以唤起消费者对品牌的感知。Steinmann (2015) 进一步验证了社群中消费者之间的对话

交流风格对品牌态度和营销效果的显著正向影响。Hollebeek (2014) 在关于消费者品牌参与对品

牌影响的研究中进行了归纳，认为消费者在认知、情感、行动上的深度参与对消费者的品牌意

识、注意度、品牌态度、关系和忠诚方面都具有正向的影响。Tamara (1999) 指出消费者的体验

会影响其对产品或品牌态度的关注点 Lia and Bernd (2010) 研究发现，不同消费者偏好不同的体

验诉求，在五种体验划分类型下，体验诉求将调节品牌态度与购买意愿的影响。不难发现，关

于营销与体验方向的研究都证实了，不同的营销形式、顾客参与度、体验方向上都对品牌态度

具有一定的影响。 

2.2 体验营销 

2.2.1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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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营销最早期的定义是由学者 Pine and Gilmore (1998) 提出其主要定义是企业在制定营销

活动时应该以服务为基础，产品为中心，从而创造出令消费者印象深刻且回味无穷的活动。

Gautier (2003) 提出，体验营销区别于传统的营销模式，并不应局限于感性的体验，其根本目的

是为了促进产品销售，期望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深厚的关系。汪涛与崔国华（2003）

的研究中提到体验营销的定义：企业应该通过设计相应情景和安排事件来设计消费者体验，吸

引顾客沉浸其中并使顾客产生深刻印象的营销过程。李修林（2005）的观点与 Pine and Gilmore 

(1998) 类似，认为体验营销是企业从情境出发，将重心放在服务上，将素材放在产品上，来塑

造消费者感官体验，改变其思维与行为方式的营销活动。宋明元（2011）则认为体验营销是顾

客消费时，企业通过感官营销使其个性化地参与其中形成互动，创造一种顾客生理上和精神上

的美好愉悦的感受，在品质保证的基础上的一种感性诉求。本文对体验营销的定义认为体验营

销是消费者在实际的消费过程中，通过网络互动进行产品信息搜集与已购买消费者的经验分享，

消费者在了解产品过后，企业为消费提供具有创造力与富有意义的体验，令消费者身体与精神

上的到极大的满足，使消费者对产品与服务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影响消费者行为的营销手段。 

2.2.2 维度 

Shcmitt (1999) 以个体心理认知的过程为基础，将体验划分为视觉与听觉的感官、情绪、思

维、行为、互动关系体验 5 个维度。Terry and Diana (2003) 也是从体验的整体论出发，认为体

验存在着发现、评价、获得、整合和拓展五个阶段。宁连举（2013）认为在线社区包括可用、

享乐、社交、适用四种体验。曲霏（2015）认为非交易型虚拟社群包含功利、享乐及社交体验。

沙振权（2010）提出在线品牌社群体验包含信息、娱乐以及互动 3 个体验维度。黄敏学（2015）

在分析个体参与社群的动机上，进一步验证沙振权维度划分的合理性。范志国（2014）在此基

础上，新增服务体验。Schmitt (1999) 的体验战略模块的经典程度是公认的理论，其理论是从消

费者的心理角度出发，以顾客体验为导向，具有权威性更富有实践意义，本文将借鉴该理论并

结合 Chang and Chieng (2006) 的研究，将体验营销分为个体体验与共享体验两个维度，其中个

体体验是关乎消费者的生理与心理上的体验包括感官体验、情感体验与认知体验；共享体验是

与消费者产生联结的体验包括行为体验与互动体验两种，进行实证研究。 

2.2.3 体验营销与品牌态度的关系 

Yoon and Ji(2011)以咖啡的品牌为研究对象，得出不同类型的感官体验对品牌态度的影响

作用各有不同，其中感官体验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影响作用最大，品牌的标识、颜色以及标语

都是在感官体验中对消费者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Chang and Chieng (2006) 将品牌体验分为个

体体验和共享体验，其中个体体验分为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共享体验分为思考体验、行动体

验和互动体验，并对上海和台北两个地区的咖啡连锁店进行调查实证研究发现，个体体验对品

牌态度都有显著的影响;而上海地区共享体验对品牌态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Yoon and Ji (2011)

认为感官线索本身可以影响品牌态度，通过对咖啡品牌的研究，证实了五种感官影响中，视觉

的影响作用最大，即品牌的标志和内在颜色对品牌态度的形成发挥重要的作用。Pullman (2004)

认为消费者对产品体验的情感情绪以及美好的感觉将会对其最终体验效果和品牌态度产品直接

的影响。本文认为，来自感官上的体验能够刺激消费者对该品牌产品的认知，进而对品牌态度

产生相应的影响，因此提出如下的假设。 

H1a：个体体验会对品牌态度产生正向的影响。 

Pham (2004) 在研究中指出，积极的体验能够刺激消费者的感觉，并能够通过情感、认知

和行为吸引消费者。Kozinets (2002) 证明了品牌体验可以很好地加强对某一品牌的吸引力，进

而提高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可以发现，随着体验感的增强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知与情感也会走

高，本文认为体验营销中的共享体验会对品牌态度产生正向积极地影响，故提出如下假设。 

H1b：共享体验对品牌态度存在正向影响 

2.3 知觉价值 

2.3.1 定义 

Zeithaml(1988)基于顾客的视角指出，知觉价值有四个特点，它们分别是理想的，成本低，

具有质量保证，收支平衡。Flint (2002)  从预期价值、价值观和价值评估三个角度来阐述，认为

知觉价值是消费者期望从产品或服务中取得与放弃的价值权衡比较。Kotler (2003) 指出，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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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总顾客价值与总顾客成本的差额。而在成海清（2007）看来，知觉价值是顾客接触的企

业和产品形象，功能，特点与自我需要的一致性程度的感知和评价。因此本文认为知觉价值是

消费者基于感知收益与感知损失之间的权衡，通过对商品或服务的功能、价值、效用的综合感

受与自己的期望做一个综合评估，从而得到品牌产品认知和精神象征的价值评价。 

2.3.2 知觉价值与体验营销的关系 

魏天威（2008）通过研究基于顾客价值的体验营销体系，认为体验是知觉价值的重要推动

因素。赵艳艳（2010）基于顾客价值视角的体验营销指出：体验是知觉价值新的影响因素，在

体验营销的过程中，消费者对体验的感知其实质上就是对价值的感知。饶婷婷（2012）在研究

顾客体验对 B2C服装品牌感知价值的影响中得出结论，良好的体验对消费者知觉价值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积极的购物体验更有利于提高情感价值和心理价值；积极的互动体验除了能提高情

感价值外还能够增强社会价值；积极的体验更是对情感价值。信息价值心理价值具有重要的影

响。良好的体验可以使消费者产生身心愉悦的感知，那么对产品以及品牌的信赖进而加深从而

获得更高的知觉价值。体验营销对于激发消费者内心深处的情感，提升消费者知觉价值的作用

更加明显。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个体体验对知觉价值会产生正向的影响。 

H2b：共享体验对知觉价值会产生正向的影响。 

2.3.3 知觉价值与品牌态度的关系 

Mattson(1997)指出，如果消费者在购物之前能够对某种品牌产品或者服务的信息掌握的很

充分，那么就有助于消费者形成较为准确的期望值，从而在购物后能够有一个积极的品牌态度。

并进一步研究了旅游业和博物馆消费者群体的知觉价值，他也认为知觉价值对促成消费者正面

态度有积极的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知觉价值将会对品牌态度产生正向的影响。 

2.3.4 知觉价值，品牌态度，体验营销的关系 

杨龙与王永贵（2002）基于供应商观点提出的消费者知觉价值模型中，营销因素是营销因

素之一。郑文清（2012）认为以往研究重点在营销策略对品牌资产的直接影响作用，即从购买

前直接到购买后，而忽略了购买过程中消费者的体验，以及由体验而产生的顾客感知价值，其

认为若顾客没有获得知觉价值，就不会产生品牌认知。郑文清等人（2014）的研究中提到知觉

价值在营销策略与品牌忠诚度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这种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

营销策略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知觉价值，那么较高的知觉价值会提高消费的品牌忠诚度。不难发

现消费者的知觉价值一直存在，当消费者在营销过程中有了知觉价值，那么品牌的态度就会被

敲定。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作为购买前重要的衡量标准，消费者的体验会。不难发现消费者的

知觉价值一直存在，当消费者在营销过程中有了知觉价值，那么品牌的态度就会被敲定。因此

提出如下假设。 

H4：知觉价值在社群体验营销对品牌态度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2.4 产品涉入度 

2.4.1 定义 

Zaichkowsky(1985)表示涉入主张个体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喜好与需求对事物所感受到的重

要程度与关联程度。并将涉入理论按照性质与对象进行划分，按照对象分类涉入包括：广告涉

入、产品涉入、购买涉入；按照性质的不同分为：情境涉入、持续性涉入、反应涉。本文主要

引用Zaichkowsky(1985)研究中提到的产品涉入作为变量进行讨论本文的研究，本文认为产品涉

入便是消费者所认为产品对自身的重要程度。 

2.4.2 产品涉入，知觉价值，品牌态度的关系 

张中科与王春和（2009）产品涉入度对消费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同产品涉入度

的消费者在信息收集方式和购买决策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态度。消费者不同程度的产品

涉入度在信息收集、品牌偏好、品牌差异感知、产品使用等方面存在差异 (Zaichkowsky,1985)。

对于高涉入者而言，他们非常重视产品的各种相关信息，包括产品的性能，产品的特征和与产

品相关的品牌等，不仅如此，他们对产品己经构成很深的认知并且很难改变，因此，他们对自

己所喜好的相关产品品牌具有很高的忠诚度（张锋，2016）。相反，对于低涉入者而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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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重视产品的品牌形象以及产品的特征等，更不会主动的去搜集产品信息，而只是被动的

接受一些产品信息的传播。故提出如下假设。 

H4：产品涉入度对知觉价值与品牌态度间起到调节作用。 

 

3.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图一 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操作行定义与衡量 

3.2.1 体验营销 

根据 Schmitt (1999) 的理论本文认为体验营销应是企业在设计营销活动时将感官、情感、

思考、行动、关联五个方面加入到营销理念当中，最终将体验营销分为个体体验与共享体验两

个维度。体验营销的操作性定义为消费者针对品牌产品的体验所感知到的最终体验。个体体验

的量表主要参考了 Brakus (2009)，Sahin (2011)，李海廷（2003）的研究，而共享体验的量表则

主要参考的是Schmitt (1999)，Brakus (2009)，张振兴与边雅静（2011），李阳（2011）所提出的

的量表。共计得到衡量题项共 10 题，均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进行衡量。 

3.2.2 品牌态度 

品牌态度是指当购买决策者接收品牌属性的刺激时，会对依据过去经验与信息的获得，产

生心理内在的评估历程，最后透过个体所持之认知因素评价与情感因素评价来影响行为意图

(Sengnptaandh & Fitzismon,2000)。借鉴 Bagozzi (2001)的量表，通过进行语句的修改以符合本文

研究对象的情境，共计得到衡量题项共 9 题，每题均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进行衡量 

3.2.3 知觉价值 

顾客知觉价值是消费者基于感知收益与感知损失之间的权衡，通过对商品或服务的功能、

价值、效用的综合感受与自己的期望做一个综合评估，从而得到品牌产品认知和精神象征的价

值评价。本文采用 Sweeney (2001)，葛瑶（2016）的知觉价值量表，共计得到衡量题项共 10 题，

每题均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进行衡量 

3.2.4 产品涉入度 

本文研究的产品涉入度沿用 Zaichkowsky (1985) 的定义，产品涉入度是指产品对于消费者

的重要程度，是消费者根据自身心理需要、价值倾向与偏爱而理解并接受的产品与自身的关联

度。本研究采用 Laurent and Kapferer (1985) 以及谭改姣（2016）所提出的消费者产品涉入构成

作为测量消费者在产品的搜寻、评价以及时间、金钱和努力的投入努力程度的工具，共计得到

衡量题项共 10 题，每题均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进行衡量 

3.3 研究对象 

进行问卷调查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黑龙江省关于服装、数码科技产品（手机、数码相机、智

能家居等）、彩妆等可以再通过实体店面体验与具有网上社群信息搜集体验的消费者，结合线

上问卷方式，研究中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首先将黑龙江省分成五个城市，选取黑龙江省

2019 年 GDP 排名前五的城市，考虑到不同消费水平的城市对产品的体验感受与品牌态度有所

不同，这样有利于呈现不同城市消费者的体验与态度。其中的五座城市分别位于省内东西南北

H3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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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体验 

知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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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共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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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个省内地区，抽取五个城市中的万达广场相应店铺进行问卷发放，每座城市发放问卷 100

份，问卷发放时间为期 10 天，问卷采用问卷星的形式发放，所以收回的问卷均完整的填写。

最终将问卷收回整合为黑龙江省数据，由于问卷中涉及到 52 个问题，所以将填写问卷时间小

于 90 秒的问卷进行删除。其中发放的店铺有：小米体验店、华为体验店、SEPHORA 美妆店、

NIKE 品牌店、ADIDAS 品牌店，ASUS 品牌店、LENOVO 品牌店委托店员引导消费者对问卷

进行扫取问卷星二维码填写。 

3.4 分析方法 

本研究将利用 SPSS25.0 以及 AMOS18.0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本文提出的

研究模型与假设包括描述性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中介效应检验与调节效应检验。 

3.4.1 描述性分析 

李一玫（2016）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是用来统计分析样本的基本特征。郭雪婷（2015）描

述性统计分析只要是通过变量得分的频率、均值和标准差等统计值来了解调查样本的分布情况。

本文的描述性分析会针对调查者的基本特正进行简单分析，得出相对应的平均数、变异数、频

数以及比例配置来了解样本的基本分布情况。 

3.4.2 信度分析 

Likert 量表中最常用的信度检验方法就是 Cronbach's α 系数法，通过条目删除前后 α 系数的

变化程度来衡量子量表的内在信度，以检验条目是否能够达到编制本身含义在测量设计的理论

构面，以及所测量同一构面的所有条目内在一致性程度如何。洪楠（2003）指出，任何测量或

量表的信度系数如果在 0.90 以上则表示信度极佳。对于可接受的最低信度系数，学者们都有着

不同的看法。虽然不同学者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如果信度系数在 0.60 以下，那么就需要重新修

订研究工具。本文将以 0.70 的临界值为标准，当出现删除某个条目，其所属维度的信度系数 α

值增加，那么则表示该条目可以删除。 

3.4.3 效度分析 

由于研究中采用了学者的成熟量表，但对量表问题进行了语序的修改与语义的调整来符合

本研究，因此先采用 KMO(Kaiser-Meyer-Olkin)和 Bartlett’s sphericity test 即巴特利特球度检验来

判断样本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MO 值进行判断的标准为 KMO 值＞0.90 非常适合；0.8-0.9

表示适合；0.7-0.8 表示一般；0.6-0.7 表示勉强适合；0.5-0.6 表示不适合；＜0.50 表示不能接受，

一般情况下 Bartlett’s sphericity test 只要达到显著水平即可。进而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方差最大

法旋转求解共同因子。表示方差最大旋转法的目的在于是转轴后的每一个公共因素的负载向正

负 1 或 0 靠近，这样有利于解释公共能因素的实际含义，其中因子的载荷要小于 0.50。本研究

将采用特征值大于 1 决定因子提取数量，因子载荷小于 0.50，提取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要不低

于 60%，同时跨因子符合超过 0.40 的条目要进行删除。 

3.4.4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检验两个变量间的相关性最常用的统计方法，相关分析主要分析变量间的线

性关系，研究变量间线性相关的密切程度和相关方向（郭雪婷，2015）。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

关分析法，来检查体验营销、品牌态度、知觉价值以及产品涉入度间的相关关系，得出变量间

的相关系数以及显著性。当量变量具有显著性时，相关系数的正负，便决定了两个变量间的正

相关与负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也并不是越大越好Corso(2007)在研究中指出，如果相关系数大

于 0.75 那么两个变量之间就可能存在共线性关系。 

3.4.5 结构方程模型 

戴明叶（201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顾客满意度的研究中指出，结构方程的模型具有五大

特点：第一，具有理论先验性，从变量的确定到变量关系的假设到参数设定到模型的修正与参

数估计，各个步骤都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之上，那么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验证性的统计方法而非

探索性；第二，可同时处理测量与分析问题，不仅能够估计变量的误差，还可以评估信效度，

可将隐变量也就是无法直接观测的变量用显变量的模型化分析来评估；第三，以协方差的运算

为核心，那么结构方程便可观测多个联系变量间的关联情况同样可以反映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

间的差异；第四，适用于大样本的统计分析，结构方程蘑菇型所用的样本数据越大那么统计分

析的稳定性与指标的适用性便越好，一般情况下 200 以上的样本数能使得分析结果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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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包含不同统计技术，重视多重指标的运用，其融合了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可以了解到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总效用、直接效用与间接效用，那么通过观察自变

量与因变量间的直接效用大小与显著性，便可了解到中介变量是否在自变量与因变量间起到了

中介作用，调节作用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因此本研究将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体验营销、品牌态

度、知觉价值以及产品涉入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完整的结构模型，进行分

析并检验研究假设。 

 

4.预期成果与贡献 
本文预计所收集到的数据会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体验营销维度下的个体体验与共享体验

分别会对品牌态度产生正向的影响；体验营销维度下的个体体验与共享体验分别会对知觉价值

产生正向的影响；知觉价值会在体验营销维度下的个体体验与共享体验分别对品牌态度的影响

中具有部分中介的作用；产品涉入度会对知觉价值与品牌态度间具有正向调节的作用。 

以往学者对于品牌态度概念的研究只停留在通过改善品牌自身来改善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以此使消费者对品牌甚至企业产生正向态度，而品牌社群的出现使企业认识到，企业不仅可以

通过传统方式，还能够建立品牌社群，令使用同一品牌的消费者之间形成联系，他们不仅是产

品的体验者更是产品的推广者，进而改善和影响对品牌的态度。因此本文引用的态度理论同时

结合了前沿话题，体验对品牌态度的影响理论更加充实，因而在研究内容的选取方面，具备一

定的前沿性，希望能有一定的探索价值。本研究将从综合的视角，以体验营销的不同维度为切

入点，构建有调节变量(产品涉入度)的中介模型，进而探讨体验行为对于品牌态度的影响差异

性。因而本文在研究视角的选取方面，以综合视角来探讨中顾客体验影响品牌态度的作用机理，

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希望本研究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未来的学术研究贡献一份力量以及在未来的

品牌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提供部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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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ment: Affective Career Commitment as Mediating 

Variable and Inclusive Leadership as Moderating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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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entry points of self-control, this study establishes two different mediating 

models, positive and negative, to explore the two effects of employee self-control on followership.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this research takes enterprise employees as the survey 

object, and uses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to conduc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t is estimated that 500 

questionnaires will be distributed and sample data will be analyzed. Based on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it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employee self-control through 

career adaptability on followership, the influence of self-control through harmonious work passion on 

followership,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 efficacy in it. Through the research results, employees can 

understand how to grasp personal self-control to obtain favorable work results, and rationally use the 

motivational support of self efficacy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organizational employees and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company's better development plan. 

 

Keywords: Perceived Difference Order Climate; Affective Career Commitment; Engagement; 

Inclusive Leadership 
 

差序氛围感知对敬业度的影响研究： 

以情感型职业承诺为中介变量，以包容性领导为调节变量 
延晓添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1394796402@qq.com 

 

摘要 
差序氛围在中国的本土组织环境中普遍出现，并对员工的工作结果产生负面影响。本研究

将根据情感事件理论和自我调节理论，调查差序氛围感知的中介作用路径，和缓解其负面影响

的边界条件。研究选取中国企业的基层员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差序氛围感知通过情感型

职业承诺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通过研究，建议通过包容性领导来缓解差序氛围的不公平感知

从而降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管理者应注意不同下属之间交往时的公平性，营造组织内公正氛

围，充实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 

 

关键词: 差序氛围感知；情感型职业承诺；敬业度；包容性领导 

 

1. 绪论 
在管理界，差序氛围的格局在中国的本土组织环境中普遍的出现，并且在企业发展的进程

中会造成员工的组织信任降低 (Wang et al., 2012)，从而影响员工的敬业度（陶厚永等人，2016），

以及会造成员工沉默（朱瑜、谢斌斌，2018）和漠视（于伟、张鹏，2016）等，因此员工对差

序氛围的感知所获得的信息，很有可能会使他们产生工作方面的负面影响，员工敬业度

(Employee Engagement)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差序氛围感知通过什么运作机制、如何对员工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如何缓解差序氛围

感知对员工工作方面的负面影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根据情感事件理论，探讨员工差序氛

围感知对员工工作方面的负面影响，调查员工通过对差序氛围的感知而产生的低情感型职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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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如何影响员工敬业度，研究差序氛围感知的中介路径和作用机制。同时在自我调节理论的角

度，探讨包容性领导的作用。 

2. 文献综述 
本文根据情感事件理论以及自我调节理论，建立本研究的框架模型，将差序氛围感知、情

感型职业承诺、员工敬业度、包容性领导带入到框架中进行讨论。 

2.1 情感事件理论 

情感事件理论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ET) 是由Weiss and Cropanzano (1996) 提出，该理论

指出员工在工作场所遭遇的情感事件能够影响员工的情感反应以及行为后果。根据该理论的解

释，个体在工作中经历积极或消极的情感事件之后，这些有关工作事件的体验会触发个体的情

感反应，这些情感反应会对个体的工作行为产生刺激。 

此外，情感事件理论进一步阐述了情感反应作用于工作行为的两条路径，一条是直接影响

个体的工作行为，称为情感驱动行为(Affect-driven Behaviors)，情感驱动行为的路径，即工作

事件通过情感反应直接影响行为，如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或不愉快，因心情不好而迟到甚至是旷

工。另一条是通过影响个体的工作态度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工作行为，叫做判断驱动行为

(Judgment-drivenbehaviors)，即通过工作事件引发情感反应影响工作满意度从而由此间接影响

行为，这同时又被称为态度驱动行为，例如员工由于长期不断的积累消极情感体验导致工作满

意度等工作态度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离职而不只是一时的情绪冲动，同时在经过考虑之后对工

作现状做出整体的评价判断，例如“这样的工作下去并不会带来好的结果”，从而对目前的现

状作出相应的决策 (Weiss & Cropanzano, 1996)。 

情感事件理论是指注意力脱离环境特征，转向活动近因的感性反应，首先是直接的反应，

在本研究中差序氛围感知是员工感知到组织对他区别对待，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到和部分同事同

等的待遇以及感知到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朱瑜、谢斌斌，2018），这个时候员工会感觉组织

对自己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付出了与同事一样的努力，但是还是被领导差别对待，无法融入到

领导的圈子里，个体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造成自身的认知冲突，不断地怀疑自己，这样很容易

产生消极的情绪，表现出对组织的不满（黄攸立等人，2018），随后，员工可能会无法像以前

一样继续好好的工作，从而可能会降低自身的敬业程度，但员工如果能够感觉得到领导对于员

工本身的相互尊重、平等、信任和员工一起共同制定目标完成目标，从而激发员工的工作满意，

积极情绪  (Carmeli et al., 2010)，认为领导是公平的，尊重自己的，从而反过来思考自我是不是

自我本身的原因导致的差异，从而降低员工的差序氛围感知。   

2.2 差序氛围感知 

从员工个体角度出发，差序氛围感知指的是员工对团队中以领导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疏密差

异程度及分配不均的感知，主要是一种员工感知到组织不公平的一种内心感受。相关实证研究

证明差序氛围感知对员工的认知和行为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于伟、张鹏，2016；朱瑜、谢斌

斌，2018；黄攸立等人，2018）。于伟与张鹏（2016）研究指出组织差序氛围会破坏员工彼此

之间的横向关系。朱瑜与谢斌斌（2018）研究结果表明，当员工感知到的差序氛围越高的时候，

会认为组织是存在不公平的。彭正龙与赵红丹（2011）指出，团队差序氛围与知识共享及团队

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黄攸立等人（2018）的研究则指出员工在差序氛围的情境下，不公平对

待的管理方式与员工公平公正的价值观相违背，易于导致员工认知失调，使员工产生压抑、愤

怒等负面情绪，处理这些负面情绪会消耗员工的情绪资源，从而会降低自身的心理授权。因此

员工的差序氛围感知越高，个体会认为组织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对个体的情感、认知以及行为

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2.3 情感型职业承诺 

现有的情感型职业承诺的前因研究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低阶交换因素(如薪酬)、组织社

会化和高阶交换因素(如公平)三个方面展开 (Cohen, 2007)。在低阶交换因素方面，Oliver (1990)，

Igbaria&Greenhaus (1992) 等学者在其研究中发现薪资水平及晋升机会对员工的情感型组织承诺

均有正向影响；而高阶交换因素研究结果证实了交换型、魅力型、服务型等领导风格会对员工

情感型组织承诺产生促进作用；在员工组织交换质量方面，员工感知的组织交换公平 (Cheng，

2014)、组织支持 (Pazy & Ganzach，2009) 及组织信任 (Wong&Sohal，2002) 等均被证实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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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组织承诺的有效前因变量；此外，学者们还发现一些针对决策制定过程、管理技能培训、组

织声誉提升及信息分享的入力资源实践措施对情感型组织承诺的形成也有正向影响 (Chadwick 

et al., 2015)。 

情感型组织承诺的结果变量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员工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两个方面。相关实

证研究还验证了情感型组织承诺对建言行为 (Wang et al., 2014)、创新性行为 (Ng et al., 2010) 及

管家行为 (康勇军等人，2018) 等工作场所行为的正向影响。 

2.4 包容性领导 

西方从互动关系视角提出包容性领导指管理者与下属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和互动中展现

出的涵盖开放性、有效性和易接近性三类特征的一种领导风格。国内在借鉴西方概念的同时，

也开始结合中国本土情境来归纳总结包容性领导的内涵。如李燕萍等人（2012）认为包容性领

导是领导与下属之间互为的过程。方阳春与金惠红（2014）认为在特定的中国本土情境下，包

容性领导除去鼓励开放式沟通合作、培养认可员工、合理发挥员工优势、平等对待员工并与其

实现双赢之外，还应能够包容员工的失败。刘決（2016）则在李燕萍等人（2012）的研究基础

上，认为包容性领导不仅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时能够“以身作则”。 

过往对包容性领导的前因研究非常少。一些学者发现影响包容性领导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个

体特质和组织环境方面。在个体特质方面，学者研究认为人口学特征是影响包容性领导的重要

因素（景保峰，2017），诸如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等 (Bernstein & Bilimoria，2013)。在组织

环境方面，学者研究发现组织文化因素、社会因素、政策规定等会影响到包容性管理实践

(Kugelmass，2003)。关于包容性领导作用效果研究要集中在员工个体和团队、组织三个层次上。

从个体层面来说，相关学者研究发现当领导表现出包容性的行为时，譬如易开放、易接近、愿

意在工作中为员工提供支持和帮助，员工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行为 (Hirak et al., 2012)。从组

织层面来说，包容性领导能够影响组织氛围的形成，如差错管理氛围、雇佣关系氛围（孔靓等

人，2020；刘決等人，2016），促进组织绩效 (Gloria, 2016)。 

2.5 员工敬业度 

Kahn (1990)首先提出了员工敬业度的概念，认为敬业的员工在身体，认知和情感上都参与

其工作角色，并体验到一种意义感（投资于绩效表现的奖励），心理安全感（一种信任感），

以及工作中的安全性和可用性。随后，有学者认为工作敬业度的概念是与倦怠截然相反的

(Maslach, et al., 2001)，Schaufeli and Bakker (2010)认为工作敬业度是一种精力充沛，对工作有

强烈的认同感。它更是一种沉浸、奋斗、专注、专注和参与的精神动力，是一种可自由支配的

努力，通过在工作角色中投入身体、认知和情感能量来实现。 

影响个体工作敬业度因素包括工作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研究环境因素时，Kahn (1990)发

现与工作投入相关的心理条件有三种:意义、安全和可用性。在唯一对Kahn (1990)模型进行实

证检验的研究中，May et al. (2004)发现，意义、安全性和可用性与敬业度显著相关。不仅如此，

工作环境创造的公平感，会给员工很大的信任感(Agarwal, 2014)。同时个体因素也会影响到员

工的敬业度。其中情感资源作为一种个人资源的子类型，它能够诱发积极的态度和表现，因此

它们也可能诱发投入(Brunetto et al., 2012)。性格也会影响到工作投入度的形成。Akhtar et al. 

(2015)研究证明外向性和神经质作为工作参与的预测因素的重要性，从而支持了工作参与的情

感动机状态。此外，自我效能、心里契约等个体因素也都会影响到个体的工作敬业度(Soares & 

Mosquera, 2019; Chan et al., 2019)。 

2.6 研究假设 

2.6.1 差序氛围感知对情感型职业承诺的影响 

员工在员工在差序氛围的情境下，不公平对待的管理方式与员工公平公正的价值观相违背，

易于导致员工认知失调，处理这种认知差异会消耗认知资源，资源倾斜的不公平感，人际冲突

的情绪对立，易于使员工产生压抑、愤怒等负面情绪（黄攸立等人，2018）。情感事件理论指

出员工在工作场所遭遇的情感事件能够影响员工的情感反应以及行为后果(Weiss & Cropanzano, 

1996)，在本研究中差序氛围感知是员工感知到组织对他区别对待，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到和部

分同事同等的待遇以及感知到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朱瑜、谢斌斌，2018），这个时候员工会

感觉组织对自己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付出了与同事一样的努力，但是还是被领导差别对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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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融入到领导的圈子里，个体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造成自身的认知冲突，不断地怀疑自己，这

样很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表现出对组织的不满（黄攸立等人，2018）。刘得格与时勘（2015）

研究辱虐管理对员工情感承诺的研究当中，员工的消极情绪使员工从感情上脱离其所在的组织

和工作环境，降低情感承诺。在朱瑜、谢斌斌（2018）。差序氛围感知与沉默行为的关系的研

究中，差序氛围感知通过使员工产生消极情绪从而降低员工在工作当中的情感承诺。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差序氛围感知负向影响情感型职业承诺 

2.6.2 情感型职业承诺对员工敬业度的影响 

低情感职业承诺下会使员工产生对于组织的不信任，使员工从感情上脱离其所在的组织和

工作环境（朱瑜、谢斌斌 2018），而员工的敬业度则是员工对于组织的信任，依附而产生的(Lu 

et al. 2016)，而地情感职业承诺则破坏这种信任与依附。在本研究中，消极情绪易于导致员工

认知失调，然后才导致员工产生压抑、愤怒等负面情绪（黄攸立等人，2018），处理这些负面

情绪会消耗员工的资源，而工作敬业度是一种一种沉浸、奋斗、专注、专注和参与的精神动力，

是一种可自由支配的努力，通过在工作角色中投入身体、认知和情感能量来实现(Schaufeli and 

Bakker, 2010)，敬业度高的员工从事工作的个人精力充沛(Schaufeli, 2006).因此当个体的资源被

消极情绪消耗后，可能没办法集中精力沉浸于工作活动中，而消极情绪是降低员工情感型职业

承诺的因素。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H2：低情感型职业承诺正向影响员工敬业度 

H3：低情感型职业承诺在差序氛围感知与员工敬业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2.6.3 包容性领导的调节效果 

在本研究中，当员工感知到组织中的差序氛围较高时，员工会感受到自己被领导差别对待，

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朱瑜、谢斌斌，2018），而包容性领导下，员工感知，领导者

与下属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依赖领导-成员关系，即突出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平等、相互尊

重，领导者与员工共同制定发展目标或目标达成，这种共同发展激发员工的潜质和价值

(Nembhard & Edmondson, 2006)。因此本研究认包容性领导可以缓解差序氛围感知所产生的消

极情绪而产生的低情感型职业承诺与低员工敬业度。本研究提出假设： 

H3：包容性领导负向调节差序氛围感知对情感型职业承诺的负向影响。 

H4：包容性领导负向调节情感型职业承诺对员工敬业度的正向影响 

2.7 研究框架 

本研究根据情感事件理论，探讨员工差序氛围感知对员工工作方面的负面影响，调查员工

通过对差序氛围的感知而产生的低情感职业承诺如何影响员工敬业度，研究差序氛围感知的中

介路径和作用机制。同时在包容性领导调节角度，探究，使差序氛围感知降低对于情感职业承

诺的影响继而降低敬业度，构建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图如图一所示：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交代差序氛围感知、情感型职业承诺、包容性领导与敬业度的操作性定义和量表

的题项，以及研究对象的选取、数据收集的方式与预计会用到的数据分析的方法。 

3.1 变量操作型定义 

本节总共要解释的变量定义共有五个。分别是差序氛围感知、情感型职业承诺、包容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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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与敬业度。 

3.1.1 差序氛围感知测量方式 

本研究选取刘贞妤（2003）研究提出的差序氛围感知三维度量表，即相互依附、偏私对待、

亲信角色。量表题项一共 11 题，计分方式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依次计 1 到 5 分，得分

越高，说明受到个体感知到的领导差别对待的程度越高。 

3.1.2 情感型职业承诺测量方式 

本研究选取情感型职业承诺。Green and Liden(1980) 的量表被用于测量情感型职业承诺。

该量表包括 8 个题项，样本题项如下“我很高兴进入目前的职业”。问卷采用 5 分制的李克特量

表(1=完全不同意，5=非常同意)对结果予以衡量。 

3.1.3 敬业度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 Schaufeli et al. (2006) 所制定 UWES-9 量表，且该工具可用于积极组织行为的

研究。该量表一共 9 个题项，每个维度各 3 个题项。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让受访者自评自己

的和谐式工作激情，计分方式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依次计 1 到 5 分，得分越高，受访

者的在工作中的活力、奉献和专心越高。 

3.1.4 包容性领导测量工具 

本研究参考了方阳春与金惠红（2014）的测量量表，共 19 项题项，采用五点计分方式，1

为非常不同意，5 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感知的包容性领导越强。  

3.2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的方式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在中国企业工作的员工，有相关研究指出，差序氛围感知是指员工对

组织内部以个体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亲疏程度的一种感知（朱瑜、谢斌斌，2018），领导会依据

部属与其交换质量的高低将部属划分为三个圈子：“内圈”、“外圈”、“中间圈”，不同圈层遵循

不同的互动法则(许惠龙与梁钧平，2007)。也就是根据亲疏远近的不同，对待方式也有所不同。

本研究只选取基层员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本研究资源的有限性和便利性，本研究将采用

便利抽样的方法，问卷发放的方式分为两种，线上和线上。线上通过家里亲戚的工作群发放问

卷星的链接，线下为本人及协助者当公司里进行现场发放。 

根据 Dillman (2000)推导之样本计算公式，在 95%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不超过 5%，母体

范围在极大值的情况下，样本数须达到 384 份。为了获得更加精准的数据，本研究预计收集

500 份。 

3.3 数据分析方法 

在本研究过程中，利用统计软件作数据处理分析工具。根据研究需求，再对本研究欲使用

的分析方法进行逐一说明。 

3.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分析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月收入、拥有子女的个数、年龄和性别。

通过分析各个题目的频数、百分比和累积百分比来得知研究对象的基本背景信息统计,以及样

本特征和基本态度情况分析 (Hwang & Hyun, 2017)。 

3.3.2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研究两个变量数据之间的密切度和密切关系情况，以及相关分析是研究有没有

关系。目的是探究变量间的相关程度，线性相关系数主要包括：Pearson 相关系数。为了考察

各研究变量间是否显著相关，将其作为下一步统计回归分析基础。 

3.3.3 信度分析 

信度可以理解为问卷内容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通常衡量问卷内容一致性的是利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来判断。Cronbach's Alpha系数介于 0和 1 之间，如果 Cronbach's Alpha 系

数的值越大则表示问卷内容的一致性越高。为确保问卷内容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通常

Cronbach's Alpha 系数大于 0.6 即可。 

3.3.4 信度分析 

本研究量表皆为以前学者研究成果，信效度经过检验，较良好。之后再对研究模型进行模

型拟合度分析（如 GFI, AGFI, IFI, CFI, RMSEA, SRMR 等）以及用于描述结构效度的组成信度

(CR)和平均方差萃取量(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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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并画出调节效应图，线性回归是利用数理统计中回

归分析，来确定两种或两种以上变量间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运用十分广

泛。 

 

4. 预期贡献 
本研究会对所得问卷进行甄选，找出其中无效问卷，防止无效问卷干扰研究数据。在回收

问卷当中，会有若干份问卷因为填写完整度不足，或全部选择相同的答案而被归类为无效问卷。

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若干份有效问卷。之后开始对数据进行编码并将其输入 Excel 建立

档案，以利于后期分析。本研究将会使用 SPSS 与 AMOS 统计软件，来对各项数据进行检验分

析。 

本研究将通过文献综述整理了本研究对于变量间的相关文献以及假设关系，以及理论基础，

理论上为后续研究该领域，涉及该研究变量提供参考，并将补足对于差序氛围感知对于员工敬

业度的研究理论，反应机制，以及其包容性领导的调节作用，研究员工差序氛围对于员工敬业

度的影响机制，扩展差序氛围的研究，透过包容性领导的介入，分析其包容性领导对于员工感

知差序氛围而产生的情感，行为上起到怎样作用的双调节路径，为该差序氛围感知的研究提供

视角。 

对于企业而言该研究将为企业提供了差序氛围感知对于员工工作当中员工的工作情感，工

作活力，工作当中对于组织的奉献，对于工作的态度专心程度的影响，使企业了解差序氛围对

于员工产生的危害，不仅是会造成员工心理上的情感伤害，还会影响到员工工作当中的工作态

度行为，从而为企业提供一个参考，使了解差序氛围的危害，从而更好的管理员工，本研究将

从包容性领导力视角研究其缓解差序氛围造成的影响，包容性领导在短期可能无法起到很好的

抑制作用，但对于长期来说较为有效，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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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fierce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forces enterprises to need more talents to 

join, and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ly complex workplace environment, the traditional incentive 

strategies in the past have been ineffective, and career calling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business and academic circles. Enterprises hope to bring higher performance by 

guiding employees to produce career calling. In view of the influence of career calling, this 

study takes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Chinese employees as the perspective,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career calling based on 

psychological contract through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differential atmosphere on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on career 

calling. This study focused on two variables: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career 

call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n career call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the enterprise forward. 

 

Key words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Psychological Contract；Career Calling； 

The Perceived Climate of Team Cha-Xu 
 

基于心理契约下组织支持感对职业召唤的影响 

—以差序氛围感知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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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如今，激烈的竞争环境迫使企业需要更多人才加入，而面对日益复杂的职场环境，过去

传统的激励策略早已成效甚微，职业召唤开始逐渐受到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企业希望通过

引导员工产生职业召唤从而带来更高的绩效。针对职业召唤的影响，本研究以中国员工的心理

契约为视角，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探究基于心理契约条件下组织支持感与职业召唤之间的关

系如何？以及差序氛围感知在组织支持感对职业召唤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关注组织支持

感与职业召唤这两个变量。探讨组织支持感如何对职业召唤产生作用，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

为推动企业前进的策略提出一些贡献。 

 

关键词：组织支持感；心理契约；职业召唤；差序氛围感知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部分企业所面临的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使得现今的工

作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在竞争激烈的企业工作环境中，企业期望员工的工作时间更长更为

有效，从而完成更多的任务，并且在面对多变和不确定性的工作中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与此同

时员工个体在就职选择上不再单纯的只在乎物质上的奖励和岗位晋升空间。并且，对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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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而言工作在其人生的日子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人们将一生里许多的年华都贡献给了

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完成工作的意义感以及来自于社会责任的自我价值实现同样能够给予其带

来极大的满足感。根据现有的研究证实，员工的工作态度、行为都受到职业召唤的正向影响

（裴宇晶、赵曙明，2015）。企业高层希望通过唤起员工的职业召唤从而推动企业及员工绩效

的上升（胡利利、谭楠楠、熊璐，2017）。对企业而言，如何有效的唤起企业员工的职业召唤

这一驱动力可以算作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中的又一关键所在。 

1.2 研究问题 

国外有许多学者都验证了职业召唤对员工和组织的正向作用 (Schwoerer，2018)，而目前与

职业召唤如何塑造的相关文献较少，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对相关领域进行补充，当组织提供给企

业员工一定的支持时能否激励他们形成职业召唤？以及中国特有的差序氛围环境下是否会对职

业召唤的产生带来影响？通过研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来探索组织支持感对员工职业召唤的影响。

将心理契约作为中介变量，怎样影响组织支持感对员工的职业召唤？差序氛围是否对其起到调

节作用？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进而发现企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与改进之处，

让企业人员在其岗位上发挥出更大优势。 

1.3 研究目的 

从现有文献来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有关于组织支持感以及职业召唤的相关研究还十分

有限。由于样本来源、样本大小、测量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在讨论两者关系强度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具体机理有待进一步探讨。因此，本研究的重点是阐明组织支持感、心理契约与职业召

唤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并将差序氛围感知作为调节变量，为相关领域做出贡献。 

1.4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方法：阅读、整理、归纳大量关于组织支持感、心理契约、职业召唤、差序氛

围感知等方面的文献。了解研究的发展过程、趋势和现状，为之后的实证研究做好充分的准备。 

（2）问卷调查法:在文献阅读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背景从而选择合适成熟的量表,在

其基础上进行局部小范围的题项调整,使其更符合本研究的实际需要。调查过程中,主要用问卷

星、电子邮件的方式在线发放问卷,汇总出原始数据,并运用数据处理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3）统计分析法：本文预计使用 Spss、Excel 等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和数据分析，其中包

含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经过验证分析数据的

信度和效度以及假设是否成立，并根据其结果得出相关结论。 

 

2. 文献综述 
2.1 心理契约 

该概念最早由Argyris（1960）提出，用来解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企业在日常中

如果能够尊重职工的非正式行为和想法，将会有效降低员工的不良行为和情绪。由于各学者的

研究视角各有侧重，因此心理契约的定义并没产生一致的答案。 

中国学者对心理契约的研究方向主要来源于国外。随着研究学者对心理契约的研究不断深

化，从以往相对于广义的观点、定性研究转向狭义的心理契约观点、定量研究，这使得有关心

理契约的定义更加清晰和专业。郭彤梅（2016）侧重于狭义的心理契约实证研究，认为心理契

约是组织管理者与员工之间通过各种形式的承诺而形成的一系列主观感知，被另一方感知。 

魏峰（2017）运用纽带来形容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认为其是职工与企业对彼此责

任和使命的共识。因为资源和调查的限制以及考虑到实验研究的方便操作性，本文的观点与中

国的主流观点一致，选择采用狭义的心理契约定义。心理契约可以视作为员工与组织之间非正

式的内隐契约，它表现为员工在为组织贡献时所期望获得的某项具体的工作回报。 

2.2 组织支持感 

于Eisenberger（1986）在 1986年发表于自己的文章，他认为是职工对组织如何处理员工的

工作成果以及是否在意职工利益的感受与体会。以员工的角度来根据企业重视自己与否进行评

判。 

目前，我国企业规范化程度较低，陈志霞与陈传红（2018）提到中国员工的成绩绩效受到

组织支持感的干预程度相当的高。提高职工的组织支持感会对企业和员工的各自发展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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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并且组织支持感对职工的绩效提高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作用（梁国庆，2015），这说明当

职工感知到组织的支持后，会产生对自身工作的肯定，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因此，他

们的工作意愿和对待工作的热情会有所提高，工作投入水平也将随之增大。 

总结近年来各学者对组织支持感的影响观点，能够从中总结出组织支持感是组织与员工之

间的重要指标，是员工能够感知到组织对自身贡献的价值肯定、工作支持以及对员工利益的反

馈。 

2.3 职业召唤 

召唤（calling）这一词最早用于西方的宗教领域，20 世纪社会学学者们发现哪怕是最为普

通的劳动者也会在工作中产生目标感和使命感，他们会因为对社会提供效益而产生自豪和满足。

Bellah（1985）将其带入到管理学研究中，将职业召唤定义为一种工作价值观，是一种把自身

与职业相关联并通过自身的职业来达成自我实现的现象。  

Heslin （2005）的研究中提到，存在职业召唤的员工看待工作中的投入是必要且有价值的，

他们会主观性的定义自己的成功，认为成功与否，无需和他人比较也不在于大众的评判标准，

而在于自身是否对其认可。可以认为，职业召唤受到外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个方面的影响。通

过外部因素对员工个人产生一定吸引的同时，个体也在内在因素中主观认同组织。两者相辅相

成使得员工认同职业的社会意义，在工作中有充足的自我实现感。    

于帆（2011）将职业召唤从工作和个人的视角进行探讨，区别了其与责任感之间的差别，

前者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自我价值实现与达成集体和社会利益的同一性。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职业召唤的几个较为明显的特点：（1）它是一种对待工作的驱动

力和内心认同（2）员工可通过此感受到自我价值实现和满足感（3）有利他性，具体体现为在

工作中帮助他人，会考虑集体的利益。 

2.4 差序氛围感知 

在研究的长流中，有专家提出了差序氛围的概念并放入到组织管理的研究中。中国企业的

高层管理者会根据职工的忠诚度、身份关系远近、表现出色高低进行评估和分类。依据评估的

结果产生一定的区别对待，员工也会因为“圈内圈外”的属性使得组织对其的信任和资源分配

产生差异。组织内部从而产生一种偏差氛围，即差序氛围。刘贞妤（2003）提到差序氛围的出

现是企业高层以自我为中心，来对员工进行区别管理而造成的。 

于伟与张鹏（2016）在自己的文献中指出在一个具有浓厚差序氛围的组织中，员工获得的

关注和资源待遇会因为“圈内外”的身份而产生差别，这种现象的感知加剧了员工的职场排斥

感，并使员工的职场自尊受到损伤，因此引发员工的消极行为。王红艳与陈志霞（2018）也提

到在差序氛围较弱的组织中，圈子现象较少，不同下属从领导者那里获得的资源没有显著差异。

差序氛围感知不明显。员工的组织支持感较强，自发产生的积极行为较多。 

如上所述，差序氛围是一类客观存在的组织氛围，是中国社会背景下的一种独有的特别现

象。这种氛围不仅反映了员工与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组织资源和权力的分配。但在研

究其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时，更值得关注的是员工的感知行为。差序氛围与差序氛围感知

虽然定义有所差别，但均采用同一份量表。本研究将具体研究员工个体层面对差序氛围的感知，

即差序氛围感知。 

2.5 研究假设 

2.5.1 组织支持感与职业召唤 

曾海洋与李中斌与马俊（2016）的研究表明，组织支持对员工工作积极性有显著积极影响。

可以从中看出组织支持感的提高使得员工工作积极性得到增强。孙健敏与陆欣欣与孙嘉卿

（2015）在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投入的变化关系和相关条件中验证了组织支持感与工作投入之间

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当组织支持感水平较低时，由于员工的工作动机有限，此时会出现工作

投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从外部因素的角度看来，当员工感受到了来自组织的支持时，使得其认

为自身的贡献得到了回报，员工便会从组织的利益角度出发从而付出更多努力。 

卢纪华（2013）认为员工部分的心理需求会通过组织支持感来满足。裴宇晶与赵曙明

（2015）认为职业召唤是个体感知到自己在职业领域的重要性。从内在因素的角度来看，组织

支持感满足了个体的使命感和自我价值实现。Hobfoll（2011）认为组织中如果存在资源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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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个体则会在策略选择上更注重防御策略从而保证现有资源得以保存。因此可以推断通

过组织支持感对员工的反馈，会对其形成职业召唤的内外因素两个方面造成影响。 

根据以上研究推论，组织支持感对员工的职业召唤起到了激励的作用。因此本文推出假设： 

H1：组织支持感对职业召唤有正向影响 

2.5.2 心理契约的中介作用 

近年来，大量学者针对组织支持感与心理契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中国学者王思年（2006）

探讨了组织支持感与心理契约的相关关系，认为组织支持感对心理契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肖

金岑与赵秀文（2015）证明了组织支持感对心理契约的积极影响，并指出当员工感到组织支持

感遭受损失而降低时，会使其心理契约更容易破裂。袁勇志与何会涛（2010）研究证实，组织

支持感有助员工与组织之间形成有效的心理契约。Suazo（2011）指出心理契约的违背是员工

产生消极行为的主要原因，组织支持感可以缓解心理契约的违背和消极行为。 

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组织对员工的支持在被其感知后会形成组织支持感。如果这一过程

是积极的，则会促进员工心理契约的发展，反之则会使得心理契约破裂，从中可以猜测组织支

持感可以改善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心理契约。  

陈铭薰与方妙玲（2014）以高科技技术人员为调查对象，讨论了心理契约在对员工工作行

为中的重要性，发现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程度越深，其产生不负责的对待本职工作的现象越频

繁。 

田喜洲与左晓燕（2014）在研究中提到，员工目前所处的职业发展阶段不同会对自身的职

业召唤程度产生影响。在个体的初期职业阶段，因为资源累积较少的原因，更多的只是和组织

达成交易型的心理契约。而处于职业阶段的后期时，大部分个体都能对自身的职业召唤方向有

着清楚的认知。同时由于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让其能够更为自由地实现职业召唤。员工会为了达

成自我价值实现而付出更多努力。 

结合以上员工的心理契约与职业召唤相关的推论发现，当员工感受到组织支持感而达成有

效的心理契约时，自身通过努力而产生的效益得到了回报，稳定的关系让员工的自我价值实现

得到了认可从而促进职业召唤的构建。因此提出本研究假设描述为: 

H2：组织支持感会正向影员工的心理契约 

H3：员工的心理契约会正向影响职业召唤 

H4：心理契约在组织支持感与职业召唤之间起中介作用 

2.5.3 差序氛围感知的调节作用 

刘军与章凯与仲理峰（2009）在研究中发现，在差序氛围存在较为强烈的团队中，不同的

团队成员从资源拥有者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心理和物质资源，而在差序氛围较弱的团队中，不同

成员获得资源不均的现象较少。 

Kinicki（2010）指出差序氛围的环境中存在的资源配置不均与人际关系疏远使得员工个体

不能有效的获得领导和同事的支持性资源，在各种差异资源限制下，员工也许不会作出职业召

唤的决策投入。可见差序氛围的产生会影响组织资源分配的差异，使得职工间的需求与组织间

的供给出现不匹配的情况，公平感能够促进职工与组织之间形成健康的社会交流关系，因为公

平感会导致员工有义务采取对组织而言有利的行动来回馈组织。浓厚差序氛围下的员工承受着

组织不公正的对待，或者被要求进行与能力不匹配的严格任务。即便能力与要求匹配，也会存

在不公平的心理感受，抱有抵触或不作为的情绪。 

罗忠恒与林美珍（2017）提到高程度差序氛围的组织环境会削弱员工对组织的归属感，降

低员工对自身的价值认同，使员工缺乏对组织的归属感。因此可以推断在高差序氛围下，会对

员工形成心理契约的构建产生阻碍。 

基于以上论述，过高的差序氛围使得员工间资源出现分配差异，而员工与组织之间的聘用

关系是建立在员工对企业的信赖和双方平等付出和回报的期望基础上的。一旦失衡，员工会认

为组织不够支持自己，感受到心理契约的违背，在工作中寻找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感减弱影响

员工的职业召唤。因此提出假设： 

H5：差序氛围感知在组织支持感对职业召唤的影响中启到负向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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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 
3.1 研究框架图 

 
图一 研究框架图 

3.2 变量的衡量 

3.2.1 组织支持感量表 

根据中国学者凌文栓（2006）所编制出测量员工对组织支持感感知程度的三维度量表，一

共19个项目，反应了工作支持、利益关系以及价值认同并通过李克特五点法对量表进行测量。

详细题项见下表一。 

表一 组织支持感量表 

衡量题项 

 

 

 

 

 

 

 

 

 

 

组织支持感 

 

 

 

 

 

 

 

 

 

 

1. 我出色的完成工作时,公司都会注意到我 

2. 公司不会一有机会就利用我做事 

3. 公司能够允许我提出合理改变工作环境的要求 

4. 公司能在我遇到困难时帮助我 

5. 公司希望我的能力与担当相匹配 

6. 公司给我提供晋升的机会 

7. 公司会奖励我在本职工作以外的额外工作 

8. 公司认为我对于公司来说能起到很大作用 

9. 我提出离职要求时,公司会极力挽留我 

10. 公司认为辞退我是企业较大的损失 

11. 在合适的时候,如果我离职,公司也会招回我,而不是雇

佣新人 

12. 当公司获得了更多利润时,也给增加我的薪资水平 

13. 公司会考虑我得到合适的薪资待遇的问题 

14. 公司做出的决策如果影响到我,公司会把我的利益考

虑在内 

15. 公司愿意给我提供帮助,让我发挥最大才干 

16. 公司重视我的意见 

17. 公司会因为在工作中的突出成绩而骄傲 

18. 公司能在我需要帮助时,给我提供帮助 

19. 公司关心我的生活工作需求 

3.2.2 职业召唤量表 

采用 Dobrow （2011）的职业召唤量表,中国学者马娟（2016）对其进行改进而制作的中译

版在研究中表现出了优秀的信效度,因此本研究采用马娟（2016）译制的 Dobrow 职业召唤量表，

通过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详题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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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职业召唤量表 

衡量题项 

 

 

 

 

 

职业召唤 

 

1.我热爱我现在的工作 

2.与其它工作相比,我还是更喜欢现在的工作 

3.现在的工作赋予我巨大的满足感 

4.我愿意为现在的工作而作出一些牺牲 

5.当我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的工

作 

6.即便遇到阻碍,我仍然会选择继续现在的工作 

7.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8.我觉得我命中注定会从事现在的工作 

9.我现在的工作总是不断浮现我的脑海中 

 

续表二 职业召唤量表 

衡量题项 

 

职业召唤 

10.即使当我不做现在的工作时,我也会经常思考工作相

关的事 

11.如果放弃现在的工作,我会觉得失夫了意义 

12.对我来说,现在的工作让我感动和满足 

 

3.3.3 心理契约量表 

根据中国学者刘燕（2014）的量表细分为 3 个维度，从发展型心理契约和关系型心理契约

以及交易型心理契约三个维度设计题项，并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进行测量，详情见表三 

表三 心理契约量表 

衡量题项 

 

 

 

 

 

    

 

 

心理契约 

 

 

 

 

 

 

1.组织为您提供整体福利（包括薪酬、假期等） 

2.组织为您提供医疗保险 

3.组织为您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 

4.组织为您提供公平的薪资 

5.组织的薪酬与绩效挂钩 

6.组织给你提供成长的机会 

7.组织给您职业生涯发展机会 

8.组织为您提供晋升机会 

9.这是一份富有挑战的工作 

10.这是一份赋予更高职责的工作 

11.这是一份有趣的工作 

12.这是一份能够被充分授权的工作 

13.组织为您提供完成工作所需要的设备材料 

14.组织为您提供高效完成工作所需要的资源 

15.您的工作是安全稳定的 

16.组织给您尊重 

17.组织为您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18.您会受到组织公平对待 

 

3.3.4 差序氛围感知量表 

采用学者刘贞妤（2003）开发的量表本文根据中国员工的实际情况将其分为两个维度，偏

私对待以及相互依附，通过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详情见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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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差序氛围感知量表 

衡量题项 

 

 

差序氛围感知 

1.企业内部有些员工与领导者具有亲属关系 

2.领导与某些员工接触频繁 

3.领导会与个别员工的感情较亲密 

4.在企业中,领导有特别信任的员工 

 

续表四 差序氛围感知量表 

衡量题项 

 

 

差序氛围感知 

5.有些员工对领导者的决策有影响力 

6.我感觉领导者对员工差别待遇比较大 

7.有些员工升职速度比其他人快 

8.领导者会把私人事情交给个别员工处理 

 

3.3 问卷设计 

在全面回顾和深入了解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在明确每个变量定义的前提下，根据本文的研

究需要，考虑到本研究是在中国进行的。因此在国外学者已开发量表的基础上，选择学者改进

过的适合中国背景的量表。在问卷设计中，尽量使语言清晰易懂，避免歧义、避免诱导问题。 

本问卷主要包括指导语、问卷主体和个人基本情况。为保证被调查者自愿、真实、认真地

回答问卷：（1）卷首指导语。放入作者的个人信息并承诺问卷只用于学术研究，不会以任何形

式泄露被调查者的身份信息（2）问卷主体部分。包括组织支持感量表、心理契约量表、差序

氛围感知量表、职业召唤量表、被调查个人基本情况五个部分。被测评者根据内心的真实想法,

在最接近的选项下打勾。（3）个人情况涵盖性别、年龄、学历等因素，以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

性。 

3.4 研究对象 

样本集中在广州、深圳、上海这些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由于资源丰厚，吸引的人才来自于

全国各地，样本更具有代表性。结合本研究的主题，为保证研究对象的准确性，研究样本选择

企业中的普通职员和中、基层管理人员。不包括公司高层管理者。本次抽样所涉及的行业有：

金融业、制造业、科研开发与服务零售业。 

3.5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使用网络发放的方式来搜集相关数据，在样本数的确定上，Bentler 

and Chou（1987）指出在母群体数量未知的情况下纳入研究个体数量的 5到 10 倍作为所需要的

有效样本数。Tuten（2002）提到由于网络问卷的方式有着成本低廉、回收方便、可收集大量

样本等优点，故采用网络问卷的形式收集，保证问卷调查不受空间和时间的干扰。使用问卷星

设计网络问卷，并通过微信、qq 等社交平台进行投放。同时为了降低被调查者乱填的可能性。

在填写者作答完毕后设置了随机金额 2 到 5 元的红包以鼓励其认真填写。从而保证数据的质量

和真实性。 

调查以匿名方式进行，并对受访者的信息保密，问卷的筛选标准是：（1）过短的回答时间

（2）填写的答案表现出明显规律，如连续多题答案一致等（3）答案前后表现出明显矛盾 

 

4. 预期研究成果 
4.1 理论意义 

以往涉及到职业召唤的研究中大部分都在探究职业召唤对员工行为、态度的影响，着力于

探讨职业召唤和结果变量之间的作用，而对员工的职业召唤前因变量的研究少之又少。本文以

心理契约为中介研究组织支持感对职业召唤的影响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对现有的研究提供

了补充。且之前的研究中，大多数都是在研究职业召唤转化过程中正面因素的作用，没有考虑

到负面因素对职业召唤形成过程的影响。差序氛围作为中国企业情景下特有的环境，会带来不

公平感、人际关系疏远等消极影响，加入了差序氛围感知这一变量丰富了探究职业召唤潜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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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认知领域，为后续研究带来启发作用。 

4.2 管理启示 

目前，员工在职场中仅将工作视为认为任务难以驱动自身的工作热情，且在考虑员工产生

的效益之内的提升物质奖励无法获得有效成效。本研究通过探讨组织支持感、心理契约、职业

召唤、差序氛围感知之间的关系，理清职业召唤的形成机制。让企业的管理者更多的了解到塑

造员工职业召唤时的有利条件和负面影响。积极改进有利之处从而有的放矢。正视修正不利因

素并且对症下药，让企业与员工充分认识形成职业召唤的过程中组织支持感的积极作用，在工

作中正确的给予员工必要的工作资源和心理援助，让组织与员工之间的期望有效的传递，以保

证员工有充沛的工作热情与心理韧性来对面工作上的困难与挑战。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当

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占据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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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obile Internet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greatly changed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At present, mobile Internet is convenient and fast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umer market has a huge impact. However, the Internet is a double-edged sword, the 

network reputation is its sharp edge. Network word-of-mouth can affect consumers' preferences, 

affect their choices, and then affect consumers' dependence on the brand.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event marketing on brand dependency in the context of mobile internet, 

in which mobile Internet and event marketing are arguments, brand dependency is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network word-of-mouth will be used as adjustment variabl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variable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 

marketing activities.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consumers who use mobile Internet shopping, so 

the data collection is distributed through the Internet, mainly for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of 

mainland China. The main interviewees are consumers in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through WeChat groups, Moments, QQ groups and related forums, etc. Promote the 

questionnaire and collect survey data in places where online consumers are concentrated.  

 

Keywords：Mobile Internet；Event Marketing；The Word-of- mouth on the Internet；Brand 

Attachment 

 

移动互联情境下事件营销对品牌依附的影响： 

网络口碑位为调节变量  

祝书瀚 1*   陈思婷 2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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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几年，移动互联网呈高速发展，并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目前，移动互联正以

便捷、快速的特点，对消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网络口碑是其

上锋利的刃。网络口碑可影响消费者的喜好，影响其选择，进而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依附。本

文将就移动互联情境下，企业事件营销对品牌依附的影响进行研究，其中，移动互联及事件营

销为自变量，品牌依附为因变量，网络口碑将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四个变量间的关系，旨在为

企业营销活动提供参考。研究对象为采用移动互联购物的消费者，因此数据收集采用网络发放

的方式，主要面向中国大陆东北地区，主要受访人员为东北三省消费者，通过微信群、朋友圈、

QQ 群及相关论坛等网络消费者集中的地方推广调查问卷，并对调查数据进行收集。 

 

关键词：移动互联；事件营销；网络口碑；品牌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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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移动互联是移动互联网的简称，指将互联网技术、平台、商业模式、应用与移动通信技术

相结合，实现用户端通过移动终端与互联网的连接，并获取信息。当前，移动互联已成为最具

市场潜力的科技产品，并获得大批量顾客群。移动互联正以便捷、快速的特点，对消费市场产

生巨大的影响。易观智库数据指出，截至 2018 年年底，互联网用户达 2.88 亿，环比增 18.52%，

市场规模达 637 亿元，同比上涨 64.2%。另外，在去年 637 亿元的市场规模中，除去流量费，

移动互联网服务收入已高达到 342 亿元，其中无线音乐、手机游戏、手机阅读逐渐成主要移动

娱乐的主流应用，而手机购物呈井喷式增长。登陆感兴趣的网站、经营社交网络、听喜欢的音

乐、搜索喜爱的明星，前数字化时代的被动接受信息已被个性化选择所取代，被动的信息接受

被主动搜索、个性化应用取代，传统营销模式受到极大的挑战，新型营销模式开始受到广泛重

视，大量数据被收集，各大企业、单位正通过网络大数据跟踪用户的行为习惯，利用人口统计

学及个人偏好，通过精心策划的事件，渗入到每个移动互联终端，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与心理偏

好，从而影响消费者的品牌依附感。 

事件营销借助移动互联的影响，可更广泛、深远地影响消费终端市场，从而达到提升销量

的目的。江澄（2013）在对京东价格战进行研究后指出，影响事件营销的成功因素可以包括内

外两种因素，内因如营销计划、网络平台的选择、幕后推动作用等因素；外因则指事件营销本

身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如网络用户的参与程度、媒体的配合程度等。对于企业而言，要实现持

续的经济效益，保证产品持续稳定地发展，必须要整个企业内外部有利资源，运用好环境为企

业带来的红利，及企业产品本身的优势，从而通过有效的事件处理，对企业产品进行宣传。在

公共热点事件发生及发展过程中，有组织、有目的地实施营销活动，包括产品和服务，从而提

高品牌的曝光率，达到吸引人眼球的目的。于苗（2010）在其研究中指出，事件的属性，即消

费者参与性、话题性、趣味性、接近性、创新性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反应，进而影响消费者对

商品企业属性的评价，并做出消费行为性反应。也有研究利用识别理论、平衡理论对匹配性、

合适度及契合度进行研究指出，消费者通过在事件营销过程中的获取的感知变化和信息处理，

来决定是否做出购买行为，从而对品牌产生依附心理。企业运用事件“造势”或“借势”都是运用

一定手段，创造具有吸引消费者注意的轰动效应，从而使品牌强烈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改

变其心理，从而形成品牌依附。骆靖（2012）则在其研究中指出，事件营销活动中，企业必须

注重传播效果、营销成本及与目标顾客的交互性，否则将影响事件营销的整体效果。目前，学

术界对移动互联情境下事件营销活动对消费者的品牌依附情况的研究还较少，多数研究集中在

事件营销活动的品牌依附性，没有考虑移动互联、网络口碑这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作用，因此有

一定的研究空间。本文基于上述情况，以消费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及消费

者调查，探讨在移动互联情境下，通过网络口碑作为调节变量，通过调查与分析，探讨事件营

销对品牌依附的影响作用。旨在为当前移动互联情境下，商家制定事件营销模式等行为提供借

鉴。 

 

2. 文献探讨与假设发展 
1.2 品牌依附 

品牌依附又名品牌依赖，最早起源于品牌爱情，对于其真正的内涵，不同的研究从不同的

角度对此进行了理解。品牌依附是消费者的一种心理作用，它表现为消费者对产品的痴迷、忠

诚及发自内心的喜爱。品牌依附是消费者与公司产品及商品建立起来的一种深厚的感情，这种

感情上的依附是确保消费者品牌忠诚度的重要内容，它具有长期性、持久性及强烈性。 

综合上述研究的观点可认为，品牌依附 (Brand Attachment) 是一种心理状态，是消费者对

品牌产生的依恋情感，消费者对具有依附心理的品牌往往会表现出积极、正面的态度。在分享

的过程中，多数表达赞美与喜爱的情感，并忽略负面的信息。消费者的脑海中浮现某种品牌时，

必将自己与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个性心理等连接在一起，并通过使用该品牌来表达自己具备

同样的特点。消费者对某种品牌的依附心理越强烈，表明其是一位获利性消费者，愿意出更多

价码购买该品牌，这就是品牌的溢价效果。因此，消费者一旦对某种品牌产生依附心理，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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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购买。企业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活动中进行营销活动时，获得消费者的品牌依附情绪非

常必要。 本文研究将品牌依附的定义为消费者对品牌产生的具有正面积极的依恋的心理情绪，

并对该产品实现持续购买。 

品牌依附的内涵主要有两方面：一为“品牌-自我连接”，另一个为“品牌-显要性”。“品牌-自

我连接”是指当消费者使用该品牌时，会将品牌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及个性体验与自己进行关联，

并认定自己与该品牌具有相同的特性。“品牌-显要性”则是指消费者对于该品牌相关的感觉被唤

醒的频率。因此，在不少企业中，将品牌依附视为品牌获利性、顾客忠诚度的重要指标。情绪

依附有三个指标分别为热爱、热忱与连接。品牌依附可以说是消费者与品牌的连接性，其强度

越强，消费者对品牌的依附感就越强。消费者在使用某品牌时，对品牌的感觉及想法会被一同

唤醒，并将自己与品牌相连接，并认为该品牌能代表某部分的自己。 

1.3 移动互联 

移动互联是移动互联网的简称，是指在互联网技术、平台、商业模式下，其与移动通信技

术相结合并进行实践活动的总称。移动互联可从广义与狭义上来区分，广义上的移动互联是指

用户通过任何移动终端通过协议接入互联网的行为；狭义则是指用户通过手机终端接入 WAP

网站。便捷的移动支付、多元的消费观念及营销手段，使社会变成了一种消费狂欢，这即折射

出当前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又反映出具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在扩大，利用好消费

狂欢，适时进行营销策划，使移动互联下的消费行为利大于弊，正是所有研究们正在研究的问

题（马悦，2019）。5G 时代的来临，移动终端设备的更新及技术的发展，不断地为移动互联网

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对于移动互联的定义，有研究从接入方式对移动互联进行研究指出，移

动互联指移动终端通过移动网络接入互联网，并支持终端移动接入的状态；但是当前移动互联

已不仅仅是个技术概念，移动互联网上更是承载着庞大的数据信息，终端用户通过移动终端接

入互联网，获取所需信息，满足个人需求。也有研究总结指出，移动互联是移动互联网的简称，

是以互联网作为基础，将互联网技术、平台、模式、应用与移动通信技术相结合的实践活动。

用户通过移动终端，对互联网信息进行访问，获取信息，同时享受网络信息带来的服务便利

（刘沁娴，2018）。 

移动互联是目前最具发展前景及市场潜力的科技产物，也是当前市场营销的重要方向。本

文所研究的移动互联是采用后者，即技术的基础上的互联网服务的应用。 

1.4 事件营销 

樊志育（1993）指出，事件营销要求企业必须对内外部资源进行整合营销，在产品特点及

服务中，融合当前热点及活动，形成新的话题及热点，从而产生品牌效应，提高销量。企业为

传播某种特定的信息给目标消费者时，设计或利用的热点事件。他基于参与者与赞助者目标的

关系对事件营销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事件可以是直接的事件，也可以是间接的事件。直接的

事件即参与者与赞助者的目标顾客直接重叠，如展会、峰会等。而间接的事件的参与者有可能

没有被赞助者划定为目标顾客，他们有可能是受到媒体的宣传或口碑宣传而慕名参与到事件活

动中的，如足球比赛、奥运会等。基本上述观点，本文认为，事件营销是指企业为扩大品牌知

名度，提高销售量，加强消费者对品牌的印象而利用一些热点事件或制造热点事件，推动品牌

传播的一系列的营销活动。 

1.5 网络口碑 

消费者的网络口碑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购买助理”的角色，当其他消费者在产生购买决策

时，会将网络口碑与商品信息及企业信息进行对比，往往网络口碑会增加决策信心。艾瑞咨询

在对美国消费者进行网络调查时发现，92%消费者在网络购物时会选择搜索网络口碑，46%消

费者认为网络口碑对购物决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 43%消费者则表示网络口碑对购物决策产

生了消极影响。《2018 年中国网民购买决策研究报告》指出，网络口碑能够影响消费行为。而

在 2013 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中指出，网络口碑对消费者选择哪家购物网站的影

响最大。通过文献综合研究指出，网络口碑对产品销售是产生影响的，但口碑的数量、评级或

效价、评论者的特征等因素对销售额的影响大小结论各不一致，不同行业即不同产品特征下的

网络口碑对销售额也产生着不同的影响，进而对网络口碑对事件营销与品牌依附达成之间的关

系的影响也不一致，表明网络口碑对消费者行为反映的影响会因评论的特点及产品特性等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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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不同（张艳辉、李宗伟，2016）。网络口碑是互联网情境下出来的，一种以网络用户通过

网络分享等渠道，对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进行宣传的一种模式。相比于传统口碑，网络口碑的传

播面积更广泛，接收人群更多，且更复杂。网络口碑有几大特征：（1）传播的匿名性。首先，

网络用户采用匿名或化名的方式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由于用户使用的匿名性，使分享者

不必担心真实身份暴露，因此更能畅所欲言，表达真实观点。但也由于其匿名性，分享者身份

不易被察觉，也有可能是企业工作人员或第三方受委托人。（2）形式与传播渠道的多样性。相

比于传统口碑传播的口口相传，网络口碑的传播形式及渠道可谓多种多样，短视频、微博文字、

使用分享等均可能成为网络口碑的传播形式，电子邮件、网页、网络社区等均有可能成为网络

口碑的传播渠道。（3）传播范围广泛。分享者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及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通过

手机等移动设备进行口碑分享，表达自己对某样产品的观点，其分享的对象也不局限于亲朋好

友，更多地是与自己观点相同的网络社交圈或相关评论平台。（4）传播效率高。分享者在信息

分享后，有可能在几秒内被上万人阅读或收听、收看，使网络口碑的传播效率极高。（5）相对

可控。相比于传统口碑的传播性，网络口碑具有可控性，即企业可通过各种手段对产品的网络

口碑进行控评。由于网络口碑传播的以上特点，其对企业产品的营销活动必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因此在移动互联情境下，开展事件营销活动时，必须要网络口碑的影响作用，以便提高消费者

对品牌的认可程度。目前，西方研究已就此项问题，通过模型的建立、数据的分析等方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但是，西方人多为个人主义倾向，对于产品的选择更倾向于个人感受，而中国人

则为集体主义倾向，更注重群体对产品的喜好而进行群体依附。西方人抗风险能力强，产品选

择随意，中国人抗风险能力弱，更倾向于挑选具有固定好感的品牌。因此，西方研究对于移动

互联下营销活动的网络口碑的研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人使用，建立相关数据模型，并对数据进

行分析，探讨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网络事件营销活动的口碑的影响作用十分必要。 

当前，企业已越来越重视网络口碑的作用，并根据这些有价值的信息制定合理的事件营销

策略，西欧主要从销售计划战略、沟通策略、产品战略、服务策略、价格策略、竞争策略等几

方面进行研究，探讨网络口碑对企业营销策略产生的影响。当前还没有专门对网络口碑对企业

事件营销策略的影响的文献，更多的是提出相关建议，消除负面影响等。因此，如何网络口碑

评论帮助企业制定营销策略是目前研究的方向之一。 

1.6 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主要论述事件营销、网络口碑与品牌依附几者的关联性，采

用逻辑推导的方式构建理论模型。研究表明，品牌依附会受事件营销的影响。基于上述情况，

提出研究假设：一是事件营销，二是网络口碑，三为品牌依附。其中，事件营销是自变量，品

牌依附是因变量，网络口碑是调节变量。 

（1）移动互联对品牌依附的影响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电子商务平台为消费者购买带来了便利，提高了结算效率及商家产品出

货速度，解决了产品的地域限制、时间限制等一系列问题。研究指出，消费者购买商品时一般

都较为仓促，选择及支付的便捷性会极大的缩短购买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

Quest Mobile 在中国移动互联春季大报告中指出，移动互联网增速愈缓，用户价值进入深度挖

掘阶段，消费者对移动互联的依赖性加强，但移动购物行业用户规模在逐渐扩大，消费者群体

发生巨大改变，新的消费者主要来自 24 岁以下年轻消费者及三四线消费者，表明渠道下沉。

CNNIC调查结果显示，八成网络消费者对网络品牌具有较高的依赖性。赵太宣（2019）在其研

究中指出，网络经济促进了定制化消费及个性化消费，实现了消费的多样化，解决了消费的边

界化，改善了信息不对称、增强了物流服务的质量、减少了现实消费的成本等问题，对居民消

费具有较高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品牌依附性。因此，提出假设： 

H1：移动互联对品牌依附具有正向作用 

（2）事件营销与品牌依附的影响 

根据过往研究可知，移动互联网是最有影响力的信息传播媒介，企业信息融入到热点事件

中在移动互联上进行传播，将取得比传统媒介更快速、更优的宣传效果。企业通过事件营销，

对企业形象进行整合营销，在移动互联上传播，进而可取得更多消费者的关注。而事件营销会

通过对企业形象的营销及构建，从而获得更多消费者的关注，进而推动企业产品的销售，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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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的目的（谢择月、蔡东芳，2019）。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角度来看，企业事件营销满足了消

费者自己的需要、目标及价值时，消费者为发生“卷入”针对卷入对象不同，可分为广告卷入、

产品卷入或购买决策卷入导致消费者卷入心理的影响因素有个人因素、目标或刺激因素、情境

因素。事件营销通过制造满足消费者的情境进行营销活动，提高消费者与品牌间的关联程度，

并对品牌产生强烈的依附心理。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2：事件营销对品牌依附具有正向作用 

（3）网络口碑对移动互联与品牌依附达成之间的关系的影响 

移动互联的兴起使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网络了解产品信息、购买产品，并在网络上分享自

己的使用体验，产生品牌的网络口碑。网络口碑作为一种新型的品牌口碑，即包含消费者使用

体验，降低商品市场交换中信息不对等而引起的购买风险，也能够使消费者通过对比，选择更

适合自己的产品。艾瑞咨询数据指出，网络口碑对消费者购买决策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从

2003 年丰田“霸道”事件，到 2019 年西安奔驰事件，互联网时代，消费者已由过去的被动接

受品牌转向主动影响品牌，越来越多企业认识到网络传播及网络口碑对消费者品牌依附的影响

作用。口碑能够比其他沟通方式更能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依附性。王兴琼（2019）通过问卷调

查和数据分析后指出，在移动互联上的品牌依附心理相关性研究上，网评使用习惯（网络口碑）

和网评奖励效果对品牌依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网评使用习惯的影响力大于网评奖励效

果。购物平台上关于某种品牌的网络口碑会塑造消费者行为，并影响其对品牌的依附性。陈姚

（2014）在研究中指出，网络口碑的传播者、接收者及网络口碑信息三方面特征均会对消费者

品牌依附产生显著性影响。基于上述研究，做出假设： 

H3：网络口碑对移动互联与品牌依附达成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4）网络口碑对事件营销与品牌依附达成之间的关系的影响 

移动互联背景下，多元化背景消费者对信息的反馈各不相同，由于网络口碑主体常带有较

强的主观性，因此，信息效价即网络口碑内容有正面性也有负面性，而多数消费者在网络消费

时会参考网络口碑，消费者的主体判断会受网络口碑的影响，进而影响决策，即网络口碑对品

牌依附产生影响。但是，网络口碑的主观性会造成消费者获得的信息模糊，口碑的质量也影响

消费者获得重要信息因素的多少。在进行事件营销过程中，网络口碑有可能对事件营销的效果

及顾客的品牌依附感产生影响。吕鹏（2013）将产品涉入变量加入到网络口碑信息来源可信度

对消费者品牌依附模型中指出，网络口碑及产品涉入对消费者品牌依附产生显著性影响。企业

营销成功与否，网络口碑的影响十分重要，树立良好口碑的营销事件与营销组织已受到企业的

广泛关注及认可，影响消费者的认同感，从而对消费者品牌依附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述情况

的影响分析，做出假设： 

H4：网络口碑对事件营销与品牌依附达成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框架 

本研究包含移动互联、网络口碑、事件营销、品牌依附变量。按照前面提到的研究背景、

研究动机与目的及文献探讨来移动互联与事件营销为自变量，品牌依附为因变量，网络口碑调

节变量。 

 
图三 研究架构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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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调查问卷是本文信息收集的重要方法与途径，其设计质量与结论的正确性与有效性直接相

关。本次问卷都以消费者行为作为调查核心，根据以往经验，本文所有变量因子的测量题项均

参考已由相关文献应用的成熟量表。对因子测量题项数量来看，某个因子测量题项越多，其概

念本身就越有可能得到反映。采用模型进行检验和识别，则至少需要三个拥有变量的测量题。

但同时测量题目不宜过多，过多的题项会影响收集与分析的难度，进而影响拟合优度检验效果。

因此，模型一般选择变量测量题项为三个或四个。 

（1）事件营销 

事件营销的内容、对象、目的都是该营销活动的主要元素，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参与者可以

直接进行体验；事件营销活动的参与者对事件本身所做出的反应能够体现此类活动的特征，如

参与者的参与性、趣味性等。根据以往研究中对事件营销活动的总结，认为事件营销必须与产

品具有相似性，且能够与消费者消费心理契合度高。卢芸（2014）则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事件

营销传播的有效性与目标消费者的习惯有关，因此消费者的关注度、参与度与接受度是事件营

销传播的有效性，综合上述文献，可从消费者关注度、参与度及接受度三个要素对事件营销的

有效性进行衡量。本文参考王好（2019）文献中的量表，将事件营销量表分为相关性及属性两

个二级量表，详见量表设计如下：  

表一 事件营销的量表 

题项 内容 

S1 我很容易参与商家事件营销活动 

S2 商家的事件营销活动活动一直是热点话题 

S3 想到商家的事件营销活动活动我就能联想到品牌 

S4 商家的事件营销活动能够引起我的好奇心 

S5 商家的事件营销活动贴近我的生活 

S6 商家的事件营销活动及其产品符合我的消费需求 

S7 该事件营销满足我的购买欲望 

（2）移动互联 

在移动互联购物情境下，品牌销售已不再受地域、品牌推广商等因素的影响，消费者在

购买某种产品时，会面临更多的选择。官网、代购、代理商等均可能同时直接面对消费者，拉

近了消费者与品牌间的距离，但也同时影响了品牌对消费者的依附心理。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上来看，吸引消费者的因素与网站产品信息、网站设计的生动性和服务速度密切相关，上述因

素如果不能及时反馈，消费者的品牌依附度会有一定下降。但是，也有研究指出，消费者在移

动互联情境下，由于面临更多选择，他们则更倾向于某种与他们个性更契合的品牌，因此其品

牌依附度也明显增强。基于上述讨论，根据王好（2019）文献的量表，将移动互联与品牌消费

行为量表设计如下： 

表二 移动互联的量表 

题项 内容 

O1 我习惯在网上购买喜爱的品牌 

O2 在移动网络购买喜爱的品牌让我感到方便 

O3 移动互联网让我能更专注于购买我喜爱的品牌 

O4 在移动网络上，我很少更换同类产品的其他品牌 

O5 我喜爱的品牌只能在移动互联网上购买 

（3）网络口碑 

网络口碑的界定包括两种形式，一种为单独的网络口碑，一种为没有在线评论同他形式的

网络口碑进行区分，统称为网络口碑。但多数研究认为在线讨论只是网络口碑的一种形式，本

文所指的是一种单独形式的网络口碑，即消费者购物后在产品相关网页上发表的或赞美或批评

的评论，即正面在线讨论和负面在线讨论。效价是口碑理论中研究得最多的维度，信息效价则

是口碑内容的正面与负面两种。在网络上拥有较多正面网络口碑的产品的购买率是其他产品 2

倍。一星口碑的影响力要大于 5 星的影响。从上述研究可知，正面的口碑可增强消费者购买信

心，而负面的口碑则削弱消费者购买信心，进而影响企业商品事件营销的效果。因此，本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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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口碑量表参考马艳丽（2014）文献中的相关讨论，将网络口碑分为正向、反向两个二级量表，

设计量表如下： 

表三 网络口碑量表 

题项 内容 

P1 我非常关注喜爱的品牌的网络口碑 

P2 网络口碑的好坏会影响我对品牌的选择 

P3 购买前，我会搜索产品的相关评伦 

P4 正面的网络口碑会让我对品牌产生喜爱 

P5 负面的网络口碑会影响我对品牌的喜爱 

P6 负面的网络口碑会让我放弃商家的品牌 

（4）品牌依附 

品牌依附可以说是品牌与个人自我之间最强的连接纽带，这不仅包含了品牌在消费者记忆

中的连结作用，在使用某种品牌的时候，消费者会不由自主地将品牌与个人进行关联，自主地

认为品牌的某个部分代表个人。本文品牌依附参考赵国杰（2019）文献中的相关讨论，将品牌

依附分为行为、心理两个二级量表，设计量表如下： 

表四 品牌依附量表 

题项 内容 

Y1 我喜欢一种品牌，会一直购买商家的品牌产品 

Y2 我有固定购买的品牌的产品 

Y3 我喜欢抢购喜爱的品牌的限量产品 

Y4 我认为购买喜爱的品牌的产品能够让我的心里感到满足 

Y5 我认为购买喜爱的品牌的产品是对生活的认同 

3.3 抽样方法 

研究对象为采用移动互联购物的消费者，因此数据收集采用网络发放的方式，主要面向中

国大陆东北地区，主要受访人员为东北三省消费者，通过微信群、朋友圈、QQ 群及相关论坛

等网络消费者集中的地方推广调查问卷，并对调查数据进行收集。首先制定预问卷，问卷部分

主要围绕两方面内容展开：一为了解补测对象的基本情况，调查控制变量；二为引导被调查人

对事件营销活动进行理解。被调查人员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家庭收入等基本信息。在此

使被调查人员能够回忆此前参与过的事件营销活动，从而为调查做准备。问卷第二部分设计 23

个题项，主要测量指标为事件营销、网络口碑、品牌依附。所有题项采用李思特五级量表，其

分值含义设置如下：5 分表示非常同意，4 分表示同意，3 分表示一般，2 分表示不同意，1 分

表示非常不同意。 

根据预问卷分析结果，对题项进行修正，按上述渠道发放正式问卷，正式问卷预计发放

600 份，确保回收率在 90%左右。 

 

4. 预期贡献 
4.1 研究贡献 

移动互联对企业事件营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在大环境下，事件营销借助移动互联的

高传播性能够在全国甚至全球形成较高的品牌影响力，从而提高品牌的知名度与曝光率。 

本文研究的贡献在于探讨移动互联情境下的事件营销对消费者品牌依附心理的影响作用，

并提出网络口碑的调节作用，对于移动互联下企业事件营销具有借鉴意义。 

4.2 管理意涵 

移动互联时代，事件营销趋势明显，在品牌推广及品牌依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

应把握机遇，极大地挖掘事件营销的作用，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依附心理。研究移动互联情境

下事件营销对品牌依附的影响作用在企业品牌营销及管理方面有以下几方面意义： 

（1）移动互联的快速且广泛传播性使消费者由传统的被动接受品牌到主动接受，甚至会

因网络口碑影响品牌的接受度，企业在进行事件营销推广上，应建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思

想，提高对消费者参与事件营销活动的积极性与接受性，注意对品牌网络口碑的影响作用，及

时控制负面口碑对品牌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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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在进行品牌事件营销活动时，在信息内涵、关键词设置等方面贴合目标消费者

的需求，使其呈现出的品牌内涵与消费者心理达到一致，引导消费者感受品牌内涵，从而提高

消费者对品牌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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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more and more highly educated 

graduates reduce their career expectations in order to find a job in time. Therefore, the 

phenomenon of "over-qualifi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gradually turned to study the positive factors of overqualified employees. How 

to make overqualified employees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enterprise and encourage them to 

give positive advice,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managers must face. This study main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overqualified 

employees on promoting and restraining voice, and takes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In addition, in the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interactive justice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voice atmosphere, so interactive justice is introduced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o guide overqualified employees to develop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In order to create 

greater value for the whole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enrich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overqualification on promoting and restraining voice. In practice, it inspires 

leaders to guide employees' emotions and behaviors to develop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through 

correct management methods, to protect employe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o stimulate 

employees' subjective initiative, so as to promote employees' positive suggestions.  

 

资质过剩感对促进性和抑制性建言行为的影响：角色宽度自我效能

的中介作用和互动公平的调节作用  
欧兆阳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757694718@qq.com 
 

摘要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学历毕业生为了能够及时找到工作而降

低职业期望，由此，“资质过剩”现象越来越普遍。近年来学者们逐渐转向研究资质过剩感的

正向影响因素，管理者如何使资质过剩的员工对企业产生积极作用，促使他们积极建言，从而

促使企业发展，成为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本研究主要探讨资质过剩感对促进性和抑制性建

言的影响机制，并且将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作为中介变量，此外，在组织环境中，互动公平能够

促使建言氛围的形成，因而引入互动公平作为调节变量，以期能够引导资质过剩员工朝着积极

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整个组织创造更大的价值，本文在理论层面上，丰富了资质过剩感对促进

性和抑制性建言的影响机制。在实务上，启示领导通过正确的管理方式引导员工情绪和行为朝

积极的方向发展，保障员工身心健康，激发员工主观能动性，从而促使员工积极建言。 

 

关键词：资质过剩感；促进性建言；抑制性建言；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互动公平 

 

1. 绪论 
Liu and Wray (2012) 发现，通过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有相当大比例的劳动者从事与其能力

不匹配的低要求工作。其中在全球工作者中有近一半的劳动者（47%）认为当前自己的才能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297 

 

被浪费，尤其是中国有84%的员工感觉自己被“大材小用”，大部分员工都认为自己的职位不

匹配自己的教育水平。于圆圆（2019）发现目前有些高教育水平的人才不得不放低要求，而

且由于缺乏社会实践经验，新步入社会的员工出现了高学历低就业的情况，某些基础岗位不

能帮助释放他们全部的能力，“大鱼”也不得不栖身在不适合自己的“小鱼塘”中 生存。在

学术界，该现象被称为资质过剩，本质就是“教育过度”。 “小鱼塘”很难让“大鱼”完全释放自

己的才能，由此会使员工认为自我价值无法得到实现，找不到工作的意义，从而产生不满、

忧虑等消极情绪，也会影响员工的幸福感、工作满意度、组织忠诚度等等，进而产生反生产

行为，对企业造成损害。周晔等人（2020）则认为，虽然资质过剩感是员工的负面感受，但

也表明员工具备符合更高工作要求的能力，因此，员工的积极行为，如建言行为、创造力，

也可能被他们过人的才能激发出来，员工的资质过剩感可能会促进员工建言。因此，赵李晶

等人（2018）发现了一个悖论：对企业来说，资质过剩的员工究竟是发展的源泉还是阻碍发

展的拖累？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是以资质过剩感为自变量，员工建言行为为因变量，从自我调

节的心理机制出发，并且将建言行为划分为两个子维度，即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来探

讨资质过剩感对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的影响的机制，并且引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作为中

介变量，将互动公平作为调节变量，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这些变量间的关系，以及资质过剩

感影响促进性和抑制性建言这一机制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期望为企业管理资质过剩员工

提供借鉴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资质过剩感的定义 

Erdogan et al. (2011)指出不仅仅是教育水平或学历，包括个人经验、知识技能及工作能力

等多个方面一起构成了“资质”。他们认为资质过剩是一种个体自我感知的结果，指员工个人感

知到自己的工作能力、经验及教育水平等超过了实际职位需求的水平。程豹等人（2019）回顾

过往文献发现，资质过剩感是在教育过剩的基础上，加入了知识技能、经验及学历等标准概括

出来的，是指员工将自身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技能、工作经验、能力和学历与工作实际要求进行

鉴别，从而发现自身资质远超过工作需要。本研究依据程豹等人（2019）认为资质过剩感就是

员工个体感知到自身资质超出实际工作岗位所需，并且认知到自身才能无成长且没有发展空间。 

2.2 促进性建言的定义 

陈倩倩等人（2017）认为促进性建言是提出促进组织效率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建议，员工

自发提出改善组织的建议与方法的行为。李方君与钟旭朋（2020）认为促进型建言是以积极正

面的方式提出如何改进组织的具备创造性的方案，关注的是组织的未来发展，而不是立即对组

织产生影响，对于组织的挑战性小，因而容易受到欢迎，风险较低。本研究依据李方君与钟旭

朋（2020）将促进性建言定义为个体受到自身意愿的激励，具有强烈的建设性意图，且为了组

织长期健康发展为导向的主动的组织公民行为。 

2.3 抑制性建言的定义 

Liang et al. (2012)认为抑制性建言是员工个体针对组织低效率的程度、不利于组织发展的

行为等现象，即针对组织中现存或潜藏的问题所提出建议或解决方案。刘生敏与廖建桥（2016）

认为抑制性建言主要是指员工针对组织有害的工作问题或者行为从而表达意见。李方君与钟旭

朋（2020）认为抑制型建言则是以消极负面的方式表现出意见，它只是指出组织过去和当前存

在的问题，并没有提出方案来解决问题，只起到及时止损的作用，而且容易使组织感受到被挑

战的氛围，容易被同事看作制造麻烦，具备高人际风险的特征。本研究依据李方君与钟旭朋

（2020）认为抑制性建言是一种包含了对现状的批评以及以改变现状为导向的建设性意见，更

强调关注组织运行的负面问题，针对工作中现存或潜在的问题所提出的建议或解决方案。 

2.4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的定义 

 Parker (1998)认为自我效能只是个体对于自己在特定范围内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的信

心或者说判断，而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更强调个体在规定某一范围之外或者说不确定性的环境下，

个体具备的更广泛和更积极的能力使其相信自己始终能够做到主动的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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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我效能相比，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更关注员工本职工作以外的主动性行为和整合性的工作。

程城（2019）认为员工实施角色外行为的“能力信心”就是角色宽度自我效能，角色宽度自我效

能的核心是员工更广泛和积极的工作能力。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员工即使面对困难，依然能

够表现超出这些范围的工作能力，且有信心做好上述一系列工作。本研究依据程城（2019）认

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就是员工感知到自己在本职工作要求之外具备更宽泛的工作能力，并且自

愿承担这一角色，具体来说，就是在具备主动性意愿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能力，从而会主动实

施角色外行为。  

2.5 互动公平的定义 

何军强（2014）认为互动公平关注的是个体与他人之间一对一的沟通，团队中员工通常互

动交流的对象是其直属领导，因此下属往往期望上级能在沟通过程中公平对待自己。所以，互

动公平就是领导是否用尊重的方式对待下级。赵敏（2019）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发现90后新生

代员工更加关注人际平等尊重。其将互动公平定义为员工个体之间在沟通过程中感知到的公平

感，特别是在与领导进行信息的传递和反馈。本研究在赵敏（2019）探讨互动公平的基础上，

将组织内部沟通过程中，员工感受到的来自于领导的尊重感和价值感的程度，称为互动公平。 

2.6 变量间关系及研究假设 

2.6.1 资质过剩感与促进性建言的关系 

周建涛与廖建桥（2013）认为员工的学历越高，其就具有越多的知识和技能，也就是说员

工的资质过剩越强，从而可能越会积极建言。马乐（2018）基于自我调节理论，认为资质过剩

的员工为了实现自身目标，会以积极心理态度看待自身的工作能力，花费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主

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期望自己的工作效能与胜任力得到认可。周晔等人（2020）认为资质过

剩的员工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对于企业目前的问题或未来发展，因为自身具备超出岗位需求

的才能，有精力和能力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综上所述，当员工感知到资质过剩越强，为了改变

现状，会提出创新性的想法和建议，积极主动采取促进性建言。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资质过剩感正向影响促进性建言行为。 

2.6.2 资质过剩感与抑制性建言的关系 

Hu et al. (2015) 认为往往是感知资质过剩的员工，在预期行为有效时，即使处于不利的环

境，也会积极主动建言，来改变组织现状。汪鲁斌（2017）认为员工感知到资质过剩变强后，

会通过自我调节机制来决定行为的投入程度，因而会积极行动来改变现状或者减少消极情绪对

自己的干扰，因此，资质过剩的员工会增加建言行为来应对目前不利的环境。肇玲（2017）认

为即使不满意岗位，资质过剩的员工仍然选择任职，可能是因为员工认为该岗位或者该企业能

够帮助自己进一步发展或者说有前途，因此，员工可能会更加积极地想发挥自身的能力以求改

变现状，针对组织现存问题提出意见。综上所述，当员工感知到资质过剩越强，为了指出或者

说警告组织中现存或潜在的问题，将会直接坦率的提出自己的意见，采取抑制性建言。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资质过剩感正向影响抑制性建言行为。 

2.6.3 资质过剩感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的关系 

Zhang et al. (2016) 研究发现，拥有丰富经验和高水平技能的员工，会感觉目前工作要求相

对简单，容易完成，因此，为了不浪费自己的才能和价值，会评估工作所需的资源和限制，如

果工作负荷和要求限制较少，资质过剩的员工就会积极主动去完成超出自己工作范围之外的任

务，从而获得他人的认可和激励。所以，资质过剩的员工会把这种积极体验归因为自己的能力

所得，资质过剩越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也越强（姚如双，2018）。王朝晖（2019）认为一方

面，资质过剩的员工会因为自我实现而积极挑战复杂的工作任务，这将促使他们过高的评价自

己的能力，从而为创造性活动花费更多的激情和时间。另一方面，如果资质过剩的员工更好地、

更快地完成工作，表明员工充满自信完成工作任务，尝试提出建设性的想法，由此角色宽度自

我效能也会随之变强。高中华与苑康康（2019）研究发现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之一是

资质过剩。资质过剩的员工期望得到他人的鼓励和认可，为了获得内心的平衡，基于自我调节

的需要，会主动去实施一系列角色外任务。因此，资质过剩越强，也就越是增强了员工的角色

宽度自我效能。综上所述，假如资质过高的员工以积极的心理状态看待自己的资质过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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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拥有更高的能力和更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时，更有可能参加超出本身工作范围之外的任务，

并且有自信能够完成它们。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资质过剩感正向影响角色宽度自我效能 

2.6.4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与促进性建言的关系 

段锦云与魏秋江（2012）通过研究发现，员工自我效能感越高，越有可能建言，自我效能

感对员工建言行为是正向影响的。段锦云与张倩(2012)指出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建言行为正向影

响。角色宽度自我效能高时，员工有自信面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相信自己能够自主有效地处

理问题；而具有低自我效能感的员工，面对问题可能容易放弃。王萌萌（2014）认为员工的角

色宽度自我效能较高时，会使他们相信自己具备更好的交流能力、并且能够游刃有余的处理好

企业存在的问题。因此，角色宽度自我效能较高的员工，因为他们的自信程度较高，其对建言

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因此，会积极建言。反过来说，缺乏信心会使员工更慎重地对待建言。另

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角色宽度效能越强显著正向影响建言行为。较高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

会促使员工更加容易采取促进性建言。综上所述，当员工产生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感，员工在

组织内部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得到增强，员工为了获得同事和领导的认可和赏识，内在的积极

性就会被提高，从而促使员工执行角色外主动行为，建言献策。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正向影响促进性建言行为 

2.6.5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与抑制性建言的关系 

张光磊等人（2018）认为较高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使员工相信自身能力，也就更愿意贡献

自己的力量帮助企业发展，比如说，提出改进工作程序、工艺的建议，或者针对组织现存问题

提出变革的意见。高中华与苑康康（2019）认为较高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的员工更容易完成具有

挑战性的工作，员工消极的情绪也会因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而削弱，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会

促使员工更好的实施主动性行为。方迪慧（2020）认为具有主动性的个体会是组织变革的支持

者和实施者，员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较高，更愿意为组织做出贡献，因此，会主动实施建设性

越轨行为与其他角色行为。综上所述，角色宽度自我效能越强，员工为了组织现行的健康运行，

就越会针对现存问题提出意见，也就是采取抑制性建言。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正向影响抑制性建言行为 

2.6.6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与促进性建言之间的关系 

王朝晖（2019）认为资质过剩的员工具有较高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会积极主动地，针对

企业的新产品、服务等提出新颖、具有建设性的想法。员工会主动加入具备创造性的过程中来

面对因为资质过剩所造成的人与工作不匹配的心理失调感，面对这种心理失调感，如果不采取

有效的行动就可能造成更加恶化的结果。因此，如果进行诸如促进性建言、创新行为这些具有

建设性、复杂的工作，就可以缓解这种落差感。另外，高角色宽度自我效能还可以帮助资质过

剩的员工凭借更多的心理资源来帮助自己克服因为实际工作条件和自身资质差异所造成的心理

失调感。因此，本研究基于王朝晖（2019）的论述，认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与促进

性建言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总而言之，一方面，由于资质过剩感会导致“心理落差”，从而促

使员工不断调节自身来实现目标。如果员工能够通过积极建言等主动性行为来解决工作要求，

那就能缩小这种“心理落差”。另一方面，因此，具有高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的员工越会感知到资

质过剩，也就会促使他们充满信心，进而积极建言献策。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6：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对促进性建言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6.7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与抑制性建言之间的关系 

Zhang et al. (2016) 研究发现，资质过高的员工会感觉到自己在完成职责之外的工作后，仍

然有足够的资源去做其他工作，并且希望被组织的领导认可以及被同事尊重，因此为了获得内

心的平衡，更有可能因为自我调节的需要而产生角色外行为。姚如双（2018）认为资质过剩员

工具有较高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从而产生更多的创造力，因此他们相信自己能够主动尝试具

有创造性的角色外行为。高中华与苑康康（2019）研究发现资质过剩是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的影

响因素之一，而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对员工主动性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因此，拥有高角色宽度自

我效能的资质过剩的员工更倾向于主动建言。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会促使

资质过剩的员工针对组织现存或潜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300 

 

H7：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对抑制性建言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2.6.8 互动公平在资质过剩感与促进性建言之间的关系 

何轩（2009）发现中国文化环境下组织更加重视领导与员工的沟通和人际关系，领导经常

员工进行社会交换，给予员工关怀和尊重，期望增强他们对于组织的归属感，因此，互动公平

可以有效地减少员工的沉默行为，反过来说，就能够促使员工建言。何军强(2014)认为变革导

向型的组织角色外行为就是建言行为，基于公平理论，它会受到组织氛围的影。在不公平的组

织氛围下，个体成员为了平衡自己感知到的不公平，通常会提高或降低组织公民行为。因此，

互动公平能有效预测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进而也会对角色外的建言行为产生影响。周晔等人

（2020）研究发现，互动公平通过影响员工对资质过剩的归因，从而影响建言动机，调节资质

过剩感和员工建言的关系。当互动公平低时，员工会倾向于将资质过剩归因为组织整体公平氛

围较低，认为即使自己积极建言，也难以得到重视，反而会引发人际关系冲突，因此建言动机

较低。而当互动公平高时，员工会努力发挥自己的能力，建言动机较强。综上所述，当处于高

互动公平的组织氛围中，员工由于资质过剩，更具备能力和信心，期望得到领导的认可和赏识，

从而愿意积极建言获得领导认可。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8：互动公平在资质过剩感对促进性建言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2.6.9 互动公平在资质过剩感与抑制性建言之间的关系 

Farndale et al. (2011)认为组织建言氛围的基本条件是组织公平，可以有效激励员工建言。

而员工判断组织是否公平最显著的启发条件是互动公平，互动公平高时，资质过剩的员工会认

为自己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建言环境中，因此更乐意发挥自己的才能，从而积极建言。段锦云

与张倩（2012）认为良好的组织公平是构成组织建言氛围的必要因素，因此，互动公平会增强

员工建言，特别是抑制性建言，促使员工主动为组织建言献策。王丽（2015）认为领导行为的

一种表现是互动公平，它可以提高员工对领导的信任程度和支持感，减少员工对于建言可能导

致不利结果的顾虑，进而促进建言行为。刘安妮与周浩（2015）认为领导对员工的信任、尊重、

礼貌，而员工心理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就是领导对自己的公平对待，基于社会交换的互惠原则，

为了回报领导，员工就会主动进言献策。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9：互动公平在资质过剩感对抑制性建言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2.6.10 互动公平在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与促进性建言之间的关系 

王丽（2015）互动公平有助于建言氛围的形成，而组织的建言氛围越强烈，领导越会欢迎

员工主动表达他们的想法和建议，员工对建言风险的顾及减低了，员工就会为了得到领导的欣

赏和重视，积极参与建言。当互动公平越强，建言氛围也会变得更加强烈，从而促使角色宽度

自我效能相同的个体，在高互动公平的组织中，积极主动提出建设性的建言。周晔等人（2020）

认为，当互动公平低时，员工会判断组织公平氛围和建言氛围较低，从而因为组织内部的不正

之风，认为即使自己积极主动实施角色外行为，也难以得到关注，反而会破坏现有人际关系，

弊大于利，削弱了建言意愿。而当互动公平高时，员工会将资质过剩归因于领导还没有发现自

己的能力，因而角色宽度自我效能高时，越会积极主动展示自己的才能和信心，此时，员工的

促进性建言的意愿就越加强烈。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0：互动公平在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对促进性建言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2.6.11 互动公平在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与抑制性建言之间的关系 

段锦云与张倩（2012）发现良好的组织公平氛围是构成组织建言氛围必要的因素，因此，

互动公平有助于建言氛围的形成，从而增强员工建言，特别是抑制性建言的动机，促使员工更

加主动批评组织现存问题，并表达自己的意见。王丽（2015）认为组织内部的互动公平有助于

员工的抑制性建言。员工越感受到高互动公平，就越可能为组织建言。当员工角色宽度自我效

能越强时，就越会积极采取角色外行为，互动公平能够强化员工企图建言的行为，因此，当处

于互动公平的建言氛围中，角色宽度自我效能越强，员工更具备能力和信心，希望采取角色外

行为，对组织现存负面进行批评，从而促使员工的抑制性建言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1：互动公平在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对抑制性建言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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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本研究探讨了资质过剩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互动公平、促进性建言以及抑制性建言变

量间的关系，提出了11个假设。因此本研究构建了如下图一所示的研究框架。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3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3.2.1 资质过剩感的操作性定义与测量工具 

本研究对资质过剩感的操作型定义为：“资质”由实际的工作能力、专业知识及技能、工

作经验、教育水平或学历等多个维度构成，个体感知到自身资质远超实际工作岗位所需的就是

资质过剩感。本研究采用杨纯（2014）开发的中文量表，从实际的工作能力、专业知识及技能、

工作经验、教育水平或学历等多方面测量员工的资质过剩感，并且将其当成一个整体概念。量

表共9个题项，计分采用Likert 5点评分法。 

3.2.2 促进性和抑制性建言的操作性定义与测量工具 

本研究认为促进性建言的操作性定义是员工为了提高组织绩效和组织变革，从而自愿表达

新建议的行为。抑制性建言的操作性定义是员工为了防止组织受到进一步的伤害，从而自愿指

出组织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本研究采用Liang et al. (2012) 开发的中国本土化二维度建言行为量

表，测量量表包含两个维度，促进性建言1-5题项，抑制性建言6-10题项。量表计分采用Likert 

5点评分法。研究中十道题目的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85，信度良好。 

3.2.3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的操作性定义与测量工具 

本研究认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的操作性定义就是指员工感知自己是否具备在完成本职岗位

工作外更宽泛和积极的能力，支持自己有自信能够与人更好地进行沟通、有能力处理好组织内

部出现的复杂的问题、并且能够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比如解决公司长远

的问题、更好地设计组织流程、与客户和供应方良好沟通等。目前，大部分研究采用的是

Parker et al. (1998) 开发的7个高因子载荷测量结果的量表，显示出了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张光

磊等人，2018）。因此，本研究沿用Parker et al. (1998) 的量表，共7个题项。 

3.2.4 互动公平的操作性定义与测量工具 

本研究认为互动公平的操作性定义就是在与同事尤其是领导沟通或者交换信息的过程中，

是否感觉到有被尊重，领导或同事有没有采取礼貌、尊重的方式对待自己。本研究选择了舒睿

与梁建（2015）开发的关于中国本土化的互动公平量表。该表采用Likert 5点法计分，该表主要

包括“上级对你尊重吗”、“上级和你沟通时清楚吗”等9个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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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母体选择是中国湖南省建设银行的员工，各城市的员工共计一万多人。考虑到资

源的有限性和便利性，以及时间和成本等因素，本研究将湖南省的建设银行员工按不同年龄层

划分，采取分层抽样方法选取样本。本研究问卷发放的方式分为两种，线上和线上，线上通过

银行工作的微信群发放问卷星平台编写的问卷链接，线下为本人到建设银行里进行现场发放，

为了保证目标群体更愿意的填答本研究的问卷，本研究预计采取奖励填答的方式，比如在说微

信群发红包，为了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问卷发放前会强调匿名填写。Tinsley and 

Tinsley (1987)认为，问题数量与样本数量的占比情况大致在1:5到1:10的区间范围之内，为了获

得更加精准的数据，考虑到会收到无效问卷等情况，实际期待回收的问卷数量大于500份为最

佳，故本篇论文期望收回问卷600份。据此，本研究总共发放668份，其中剔除无效回答、漏答

的问卷30份，删除选项回答明显与题项表述不契合和同一重复题目前后填答不一致的问卷16份，

最后得到有效问卷622份，有效占比93.11%。 

3.4 资料分析方法 

3.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叙述性统计是指对于人口统计学变量中信息基本资料调查，并且对所调查资料进行有效收

集与记载。运用数理知识、建立基本模型，从而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黄芳铭，2005）。本篇

论文通过对人口统计学变项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说明变量间的平均情况、标准差，以及频次

分布情况等，从而对调查样本资料进行分析。 

3.4.2 信度分析 

采用普遍使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通过cronbach's alpha来判断问卷的信度水平。首先，本

研究将测量总量表的α值，然后观察α值，最好在0.8以上，这表明信度非常好，而如果低于0.6

则说明一致性较差，需要重新编制量表。然后，再看项已删除的α值是否与总量表α值相近，如

果项已删除的α值之间没有明显的波动，表明总量表的信度比较好，那么就可以接下去用同样

的方法测试资质过剩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促进性建言、抑制性建言及互动公平的α值。 

3.4.3 效度分析 

本篇论文采用目前被广泛使用的因素分析法，通过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值、Bartlrtt球形检

验值来检验变量是否是适合做因子分析。首先利用KMO和Barltlett的球形度检验，然后观察

KMO值，KMO值只有在大于0.5时才能进行因子分析，且KMO值越接近1效果越好。而Barltlett

球形检验检验的是数据的显著性，如果其显著性水平低于0.05就能说明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可

以进行因子分析。 

3.4.4 相关分析 

Pearson 相关系数主要反映变量间的线性相关程度。数值越大表明变量间的线性相关程度

越大，反之，则越小。如果两变量间的数学符号为正，则表明变量间呈正向关系。通常以数值

0.7 进行界定，如果两变量间的数值小于 0.7，则表明变量间相关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本篇论文

则采用此标准进行相关性分析。此系数只能代表自变量与因变量线性关系的强弱以及方向。另

外，还要注意变量关系的显著性水平，表示非常显著时 sig 值小于 0.01；表示比较显著 sig 值小

于 0.05；表示显著 sig 值小于 0.5。 

3.4.5 回归分析、中介检验和调节检验 

本研究将背景变项作为控制变项放至回归模型中，采用回归分析方法，验证各变量间的预

测或者因果关系。本文依据温忠麟等人（2006）提出的中介效果验证路径及参考标准，来验证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对促进性和抑制性建言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层次回归

分析方法来验证互动公平在模型中的调节作用。 

 

4. 预期研究结果 
4.1 预期结果                       

本文一共提出了 11个假设，按照上述分析方法，通过对 622份有效问卷收集得来的各项数

据，进行编码并将其输入 Excel建立档案，再使用 SPSS统计软件对各项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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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中介检验以及调节检验。在得出数据结果后，根据数据分析变量间关系，

论证研究假设，得出研究结果。 

预计所获数据足够支持研究假设，得出以下预期结果：首先，资质过剩感对促进性建言有

显著正向影响，资质过剩感对抑制性建言有显著正向影响，资质过剩感对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有

显著正向影响，即 H1，H2，H3 假设成立；其次，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对促进性建言有显著正向

影响，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对抑制性建言有显著正向影响，即 H4，H5 假设验证成立。还有，在

验证中介效果的实证分析中，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对促进性建言的影响中起部分中

介作用，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感对抑制性建言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 H6，H7

假设成立。最后，在调节效应的检验中，互动公平在资质过剩感对促进性建言的影响中起正向

调节作用，互动公平在资质过剩感对抑制性建言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 H8，H9 假设成

立。互动公平在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对促进性建言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互动公平在角色宽

度自我效能对抑制性建言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调节作用，即 H10，H11假设成立。 

4.2学术贡献 

基于预期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本研究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本文创新性地将

员工建言行为分为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来研究资质过剩感对它们的影响，验证了资质过剩

感正向影响促进性建言；资质过剩感正向影响抑制性建言，丰富了资质过剩感正向影响机制的

研究。第二，过往关于资质过剩感积极结果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发现互动公平由于容易被

员工感知，具有一定的公平启发效应，可能成为员工做出建言决策的重要根据，高互动公平会

激励资质过剩感高的员工积极建言。第三，本研究从自我调节理论视角出发，角色宽度自我效

能在资质过剩员工的自我调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引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做中介变量，

打开了资质过剩感和促进性建言以及抑制性建言之间关系的“黑箱”，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资

质过剩感与建言行为之间中介机制的研究，并且为未来研究提供一点思路上的创新。 

4.3建议 

本篇论文基于预期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并且结合研究背景、相关文献及理论给予建议。预

期结果表明资质过剩感正向影响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而高互动公平会激励资质过剩感高

的员工积极建言，并且角色宽度自我效能在资质过剩员工的自我调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研究建议组织管理者应该积极看待员工的资质过剩，并通过正确的方式引导员工朝积

极的方向发展。此外，应该想方设法给资质过剩的员工提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和成长空间大的

工作，重视他们的才能，肯定他们对组织做出的贡献，满足他们情感的需求，从而激发资质过

剩的员工主动去做对组织有益的事情，促进组织绩效。还有，管理者应该为员工营造一个有归

属感、上下级互动公平、和谐的组织氛围，形成良好的激励环境，因为高互动公平的组织氛围

可以鼓励那些大材小用的员工积极建言，员工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提高自己，

这也有助于企业提高识人用人的准确性，从员工处获得积极建言，从而达成企业和员工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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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rofessional Satisfaction,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nd Learning Input to Art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Wang Lin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llege,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wlcdefgab@163.com 

 

Abstract 

This research took 430 art major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sample. The Professional Satisfaction Scale, the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Scale and the 

Learning Input Scale were conducted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And the data was analyzsed 

statisticall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ofessional 

satisfaction,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and learning input among art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places of origin in Shandong Province; professional satisf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input professional satisf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investment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the professional satisf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rofessional commitment;the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shows 

partial mediation.  

 

Keywords: Professional Satisfaction;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Learning Input 

 

中国山东省艺术专业生之专业满意度对学习投入的影响研 

究：以专业承诺为中介变项 
王琳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wlcdefgab@163.com 

 

摘要 
本研究以山东省三所高校的 430 名艺术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专业满意度量表、专

业承诺量表和学习投入量表进行调查研究，以进行统计软件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性别以

及生源地的中国山东省艺术专业大学生在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学习投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山东省艺术专业大学生专业满意度对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山东省艺

术专业大学生专业承诺对学习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山东省艺术专业大学生专业承诺在专

业满意度与学习投入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学习投入 

 

1.绪论 
山东省作为中国的艺考大省，艺术人才众多，在艺术领域上表现出较高的实力，在学校方

面，艺术的发展也尤为迅速。艺术专业大学生作为长期从事艺术活动的群体，现已成为一些学

者们关注与研究的对象（戴菲，2013）。关注学生的学习投入状况，正是反应学生的主动性是

否得到发挥，学生是否能在和谐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并积极地去学习。前人研究指出，学习投入

水平越高的学生越容易产生自豪感与满足感，而且使用深层认知策略学业成绩也更高(Skinner, 
2012)。吴芳（2017）通过对影响学习投入因素进行相关研究中发现，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满

意程度将会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投入。高校注重专业建设，增强大学生的专业满意度。高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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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分专业进行，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其专业满意度的高低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和信心有很大的影

响，因此大学生的专业满意度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贾文华，2009）。中国的高等教育招生主

要分为按大类招生和按专业招生，按大类招生对学校和专业自身的要求较高，因此在大多数高

校仍然是按专业招生（刘新颜，2016）。按专业招生就会出现学生对专业的不同看法，当学生

对专业的满意度出现不同时，会使他们在学习投入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做法。刘寒梅、燕展与朱

从书（2012）研究发现，专业满意度能够显著预测学习投入，也就是说专业满意度越高的大学

生，更加心甘情愿地为学习付出努力，能坚持所学，并且能在学习中获得乐趣和成就感。专业

承诺是大学生学习动力的来源，对于所学专业的情感和学习的责任感促使着大学生努力学习

（张浩，2005）。周柏强（2014）通过对大学生专业满意度、学习责任心、专业承诺之间的关

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专业满意度与专业承诺具有显著影响。因此，通过对艺术专业大学

生的研究，了解他们的学习现状，提高学习投入水平，有利于加强学校管理，针对学生需求，

制定适宜的管理制度，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质量。 

 

2.文献探讨 
2.1 学习投入 

随着工作投入的研究深入，当专家学者将研究对象从员工转向学生时，学生的学习认知、

学习态度、心理承受能力和价值感等品质受到关注，学习投入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郭继东、

刘林，2016）。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生的行为表现和学习时间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研究者们对学习投入的研究逐渐拓展到行为投入、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等不同方面（钟定国、

行金玲，2017）。学习投入反映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表现，对学生巧极品质的培养有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张信勇，2015）。学生在学习时的精力投入与时间投入共同构成学习投入，同时也

是学生学习精神面貌的反馈。强调学生学习的真实情况，从学生个体角度研究分析心理因素，

不断提高学生学习投入，推动学生学习发展，作为提升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的主要途径（崔文琴，

2012）。 

2.2 专业满意度 
Oliver (1997)提出了顾客满意度的概念，他认为顾客满意是顾客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所呈现

的一种心境，顾客对商品和购买时的服务是否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以及满足的程度的思考与度

量。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专业满意度代表学生对所学专业的一种特殊态度，表现为一种感受

或情感反应（卢雪松，2008），是学生专业学习中的收获与期望比较后的一种心理差值（姚琳，

2010）。西方国家对专业满意度的研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开始，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特点，对专业满意度的研究较晚，研究的方式也大多都借鉴国外（王婧、梁丹，2012）。但

随着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专业建设不断完善，中国对专业满意度的研究也逐渐增加。由于学

生个体差异的存在，加之学习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对专业的心理感受就带有明显的差异性

（郭咏梅、黄樱，2010）。这种主观感受表示着学习者学习的喜欢程度或愿望、需求的满足程

度，它对学生学习行为和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戴菲，2013）。 

2.3 专业承诺 
大学教育的学科是按专业分类的，实际上是为了学生能在将来适应不同的社会工作在做准

备(凌文铨、方俐洛、白利刚，1999）。大学毕业生是具备某一个方面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能

够从事某一个领域的专业性人才，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就来自其在大学期间的专业学习。

Aranya (1981)认为，专业承诺即是个人对专业设置目标及价值观的一种认可，并且个人愿意为

专业服务，希望能保持其专业成员身份的一种意愿。Aryee (1992) 则认为专业承诺是个人对专

业的认可，确定相应目标，并在行动上表现出他的能力和实现目标的意愿。大学生对自己所学

专业的看法和认识，势必影响其在学期间的行为，进而影响其学习效果。借鉴组织行为学里承

诺的概念，大学生对待自己所学专业的态度也有了一个专业承诺的概念（张晓、王有智，

2010）。连榕、杨丽娴与吴兰花（2005）也认为专业承诺主要表现在由态度转化为行为。他们

认为大学生的专业承诺是指大学生认同所学专业，并愿意付出相应努力的积极的态度和行为。

专业承诺作为评估学生对专业的认可程度以及满意度，高等教育专业性较强(范燕燕、于志君、

徐建平、陈蕾、唐晓、张情，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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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假设 
3.1 不同背景变项下在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上的差异研究。 

陈芳与刘冬岩（2014）通过对不同性别不同地域的大学生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男生在活

力因子上得分要稍高于女生，但是差异不显著。女生在奉献和专注因子上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

在学习投入总体得分方面，女生显著高于男生。不同地域的大学生在学习投入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并且在活力、奉献、专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张信勇（2015）通过对高校不同专业大学生

的专业承诺在学校类别、性别、年级、专业和生源地上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都存在差异，男生

的理想承诺高于女生，而女生的规范承诺比男生高。不同年级学生在活力维度、奉献维度、专

注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牛羊，2014）。王敏（2017）研究结果显示，旅游管理学生对本专

业的总体满意度不高，学生的性别、年级、报考志愿、学校和专业要素等都会对专业满意度产

生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以往的背景变项相关研究对专业满意度、学习投入与专业承诺的差异进行

探讨发现，其在不同的人口背景变项下大多数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显著性，基此，本研究根据以

上的结论提出假设一 。 

H1：山东省高校不同性别与地域的艺术专业生在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学习投入上存在

显著差异。 

H1a：山东省高校不同性别的艺术专业生在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学习投 

入上存在显著差异。 

H1b：山东省高校不同生源地的艺术专业生在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学习 

投入上存在显著差异。 

3.2专业满意度对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 

专业满意度对学习投入的关系借鉴工作满意度与绩效的关系，抽象为满意度与绩效之间的

关系，此类研究在企业中较多（张楚宁，2017）。伴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大学生

的专业选择越来越自由，但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崔文琴，2012）。刘

寒梅等人（2012）研究发现，专业满意度能够显著预测学习投入，也就是说专业满意度越高的

大学生，更加心甘情愿地为学习付出努力，能坚持所学，并且能在学习中获得乐趣和成就感。

基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二。 

H2：山东省高校艺术专业生专业满意度对学习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3专业满意度与专业承诺的影响研究 

苏洋（2016）通过对11所全日制在校大学生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专业满意度与专业承诺

呈显著正向影响。回归分析表明，师资力量、课程建设、专业前景和实践实习可以显著预测情

感承诺，课程建设和专业前景可以显著预测理想承诺，师资力量、学风建设和实践实习可以显

著预测规范承诺，课程建设和专业前景可以显著预测继续承诺。基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三。 

H3：山东省高校艺术专业生专业满意度对专业承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4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 

韩文娟（2013）通过对上海某行业高校理科、工科和管理学科共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

查分析发现，专业承诺及其各个维度与学习投入及其各个维度之间均呈显著正向影响，即专业

承诺越高，学习投入水平越高。这也与常识及行业高校学生现状非常符合。基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四。 

H4：山东省高校艺术专业生专业承诺对学习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张信勇（2015）通过路径分析方法发现社会支持通过专业承诺影响学习投入，专业承诺呈

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可见，专业满意度能够正向影响专业承诺，所以专业承诺越高，学习投入

就越高，进而通过专业承诺的影响产生中介效果。 因此本研究假设专业承诺在专业满意度与学

习投入之间产生中介作用。本研究推出假设五。 

3.5专业承诺在专业满意度与学习投入间的中介作用 

H5：山东省高校艺术专业生专业承诺在专业满意度与学习投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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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山东地区三所普通高等院校艺术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对象涵盖山东地

区的综合类大学与艺术类专业院校，三所学校地区分布于山东的东部、中部与西部，学校分布

较均匀，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推论整体。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将三所学校的所

有艺术专业大学生作为母群体，从母群体中抽取一部分个体进行调查。依据在正式问卷对象的

人数上，建议样本数至少为题数最多之量表题数的五倍，并且要大于一百为原则 (Gorsuch, 

1983)。本研究最多题数之量表为专业承诺量表，共计27题，取其十五倍为405份。考虑会有无

效问卷，因此，正式问卷发放450份。三所学校各发放150份问卷。回收后，剔除作答时间不足

3分钟、作答有明显规律的问卷，最终保留有效问卷430份。 

3.7 研究工具  

本文旨在探讨山东省高校艺术专业学生专业满意度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以及专业承诺与各变

项间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包括三个量表，专业满意度量表、专业承诺量表、学习

投入量表进行测量。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分析结果整理如表 4.1 所示。本研究采用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从表中可以看出，艺术专

业大学生的专业满意度 (M=3.665，SD=0.510) 大于 3，所以受试者的专业满意度为中上程度。艺

术专业大学生专业承诺 (M=3.667，SD=0.610) 以及各维度均大于 3，所以受试者的专业承诺为中

上程度。艺术专业大学生学习投入 (M=3.692，SD=0.624) 以及各维度均大于 3，所以受试者的学

习投入为中上程度。 

 

表 4.1 描述性统计摘要表（n=430） 
 平均值 标准差 

专业满意度 3.665 0.510 
专业承诺 3.667 0.610 
情感承诺 3.512 0.595 
理想承诺 3.431 0.612 
规范承诺 3.522 0.632 
继续承诺 3.644 0.456 
学习投入 3.692 0.624 
活力 3.632 0.619 
奉献 3.721 0.544 
专注 3.577 0.656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验证性因素分析 

A. 专业满意度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  
专业满意度适配度指标如表 4.2 所示可以看出，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标结果每一个拟合

指标都达到指标，显示该模式适配度良好，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表 4.2 专业满意度验证性因素分析表 
项目 适配指标 运算结果 适配判断 

χ 2 自由度比 ＜3 1.242 适配 

SRMR ＜0.10 0.031 适配 

RMSEA ＜0.10 0.034 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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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I ＞0.900 0.942 适配 

AGFI ＞0.900 0.938 适配 

NFI ＞0.900 0.946 适配 

CFI ＞0.900 0.953 适配 

IFI ＞0.900 0.927 适配 

PNFI ＞0.900 0.580 适配 

PGFI ＞0.900 0.432 适配 

CR ＞0.7     0.808  

AVE ＞0.5     0.517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B. 专业承诺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 

专业承诺适配度指标如表 4.3、4.4 所示可以看出，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标结果每一个拟

合指标都达到指标，显示该模式适配度良好，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表 4.3 专业承诺验证性因素分析表 
项目 适配指标 运算结果 适配判断 

χ 2 自由度比 ＜3 2.019 适配 

SRMR ＜0.10 0.042 适配 

RMSEA ＜0.10 0.060 适配 

GFI ＞0.900 0.898 可接受 

AGFI ＞0.800 0.860 适配 

NFI ＞0.900 0.876 可接受 

CFI ＞0.900 0.857 可接受 

IFI ＞0.900 0.869 可接受 

PNFI ＞0.900 0.605 适配 

PGFI ＞0.900 0.571 适配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4.4 专业承诺验证性因素分析表 
变项 CR AVE 

情感承诺 0.862 0.467 

理想承诺 0.889 0.509 

规范承诺 0.853 0.601 

继续承诺 0.776 0.448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C.学习投入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 

学习投入适配度指标如表 4.5、4.6 所示可以看出，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标结果每一个拟

合指标都达到指标，显示该模式适配度良好，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表 4.5 学习投入验证性因素分析表 
项目 适配指标 运算结果 适配判断 

χ 2 自由度比 ＜3 1.983 适配 

SRMR ＜0.10 0.042 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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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EA ＜0.10 0.077 适配 

GFI ＞0.900 0.897 适配 

AGFI ＞0.900 0.854 适配 

NFI ＞0.900 0.907 适配 

CFI ＞0.900 0.926 适配 

IFI ＞0.900 0.931 适配 

PNFI ＞0.900 0.738 适配 

PGFI ＞0.900 0.632 适配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4.6 学习投入验证性因素分析表 

变项 CR AVE 

活力 0.881 0.554 

奉献 0.884 0.565 

专注 0.759 0.589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不同背景变项差异分析 

A. 性别在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差异性分析 

结果如表 4.7 所示，不同性别的艺术专业大学生在专业满意度上（t=1.379）不存在显著差

异。不同性别的艺术专业大学生在专业承诺上 （t=1.104）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性别的艺术专

业大学生在学习投入上 （t=2.862）不存在显著差异。基此，性别分析结果在山东省高校艺术专

业大学生的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皆无显著差异。 

 

表 4.7 不同性别 t 检定分析表 

变项 平均数（标准差） t 

男生 女生 

专业满意度 3.637（0.576） 3.563（0.643） 1.379 

专业承诺 3.564（0.439） 3.610（0.561） 1.104 

情感承诺 3.532（0.466） 3.673（0.524） 0.511 

理想承诺 3.532（0.518） 3.450（0.632） 1.112 

规范承诺 3.430（0.412） 3.612（0.510） 0.439 

继续承诺 3.622（0.634） 3.542（0.612） 0.582 

学习投入 3.583（0.631） 3.639（0.563） 2.862 

活力 3.619（0.522） 3.527（0.432） 3.112 

奉献 3.463（0.662） 3.575（0.439） 1.532 

专注 3.593（0.510） 3.632（0.660） 2.544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B. 地域在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差异性分析 

结果如表 4.8 所示，不同地域的艺术专业大学生在专业满意度 (t=0.204)不存在显著差异。不

同地域的艺术专业大学生在专业承诺上 （t=0.577） 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地域的艺术专业大学

生在学习投入上（t=1.936）不存在显著差异。基此，性别地域结果在山东省高校艺术专业大学

生的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皆无显著差异。独立样本 t检定分析结果整理如表 4.8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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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不同地域 t 检定分析表 

变项 平均数（标准差） t 

城镇 农村 

专业满意度 3.363（0.457） 3.517（0.482） 0.204 

专业承诺 3.564（0.439） 3.610（0.561） 0.577 

情感承诺 3.532（0.466） 3.673（0.524） 0.369 

理想承诺 3.532（0.518） 3.450（0.632） 1.443 

规范承诺 3.430（0.412） 3.612（0.510） 0.512 

继续承诺 3.622（0.634） 3.542（0.612） 0.610 

学习投入 3.583（0.631） 3.639（0.563） 1.936 

活力 3.619（0.522） 3.527（0.432） 2.314 

奉献 3.463（0.662） 3.575（0.439） 3.153 

专注 3.593（0.510） 3.632（0.660） 2.67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4 相关分析 

如表 4.9。对角线为 1 的相关系数都达显著，相关系数在 0.470-0.720 之间，未超过 0.8，为

中低相关（邱皓政，2009）没有共线性问题。 

 

表 4.9 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相关分析表 
变项 1 2 3 4 5 6 7 8 

1 专业满意度 1        

2 情感承诺 .653** 1       

3 理想承诺 .614** .578** 1      

4 规范承诺 .543** .511** .612** 1     

5 继续承诺 .529** .530** .479** .506** 1    

6 活力 .491** .484** .475** .610** .504** 1   

7 奉献 .511** .607** .532** .518** .720** .470** 1  

8 专注 .471** .665** .587** .493** .489** .700** .575** 1 

注：**p<.010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5 回归分析 

如表 4.10 所示，在模型 1 中，以专业满意度为自变项，专业承诺为依变项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为.611，达显著水平（p＜.001），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

证明专业满意度对专业承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Adj R²为.416，表示专业满意度可以解释 41.6%
的专业承诺，因此该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 (1986)所提出的模型 1。 

在模型 2 中，以专业满意度为自变项，学习投入为依变项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标准

化回归系数 β 值为.689，达显著水平（p＜.001），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证明专业满意度

对学习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Adj R²为.235，表示专业满意度可以解释 23.5%的学习投入，因

此该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 (1986)所提出的模型 2。 

在模型 3 中，以专业承诺为自变项，学习投入为依变项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标准化

回归系数 β 值为.463，达显著水平（p＜.001），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证明专业承诺对学

习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Adj R²为.374，表示专业承诺可以解释 37.4%的学习投入，因此该结

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 (1986)所提出的模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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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 4 中，同时以专业满意度与专业承诺为自变项，学习投入为依变项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解释变异量 Adj R²增加了.062，专业满意度与专业承诺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分别

为.409 和.388，均达显著水平（p＜.001），所以专业满意度对专业承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再

加入专业承诺后，专业满意度对学习投入的显著性还在，但是标准化回归系数下降了，由.689

下降到.409，证明专业承诺在专业满意度与学习投入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该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  (1986)所提出的模型 4。 

 

表 4.10 中介效果回归分析摘要表 

依变项 专业承诺  学习投入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自变项     

专业满意度 .611*** .689***  .409*** 
中介变项     

专业承诺   .463*** .388*** 
Adj R² .416 .235 .374 .436 

F 119.201*** 42.720*** 50.053*** 47.493*** 

注：***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目的是探讨性别与地域对三个变项间的差异，以及三个变项之间的影响关系，经研

究分析，本研究结论如下说明。 

5.1 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现况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与地域艺术专业大学生在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之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造成这一结果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与本研究受试者不同，本研究受试者是艺

术类大学生，其他专业的大学生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不同，且艺术专业学生与普通大学生在选

择专业上有所不同，艺术专业学生比普通学生对专业的选择有更多的自由，有充分的信息选择

到自己喜欢与适合自己的专业就读。且研究地区是山东省，山东省是艺术人才大省，因专业与

教育资源有差异，因此导致研究结果有差异。由此可见，不同地区与不同专业的性别对专业满

意度有差异，后续研究者可通过不同地区与专业的男生女生对专业满意度进行研究。 

5.2 专业满意度、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间的关系 

本次研究发现，专业满意度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受试者专业满意度水平越高，

学习投入水平就越高，这个结果与刘选会（2017）研究结果相同。专业满意度水平越高，学习

投入水平越高。专业选择与确定对大学生的学习投入影响很大,制约着他们专业深造投入。专

业承诺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向影响，专业承诺的强度将决定大学生学习投入努力的程度，学生

专业承诺水平越高，在学习过程中投入越多，越能促进目标和成功的实现（赵锦山，2012）。

专业满意度与专业承诺呈显著正向影响，专业满意度是影响专业承诺的一个重要因素，两者之

间的关系为，专业满意度越高，学习承诺水平越高。这说明对自己专业越满意，越愿意投入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专业知识，能坚持所学，并能在学习中获得乐趣和成就感（刘寒梅，

2014）。 

5.3 专业承诺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专业承诺是否在专业满意度与学习投入之间有中介作用，山东省艺术

专业大学生的专业承诺在专业满意度与学习投入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且专业满意度可以通

过专业承诺间接影响学习投入。所以提高学生的专业满意度与专业承诺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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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限制及建议 

在研究对象方面，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本研究在调查的取样范围上局限于以大学生为研

究对象。研究人群范围有限，未从全国的范围进行考察，样本数量较少，可能在结果上产生误

差问题，在推广这些研究结果时应谨慎。 
本次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山东省艺术专业学生专业满意度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艺

术专业大学生专业满意度总分与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同时艺术专业大学生专业满意度可解

释学习投入 24.1%的变异量，因此，艺术专业大学生专业满意度对其学习投入有着重要影响，

提高艺术专业大学生满意度能够有利于提高他们学习投入的水平。 

根据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的关系特点，作为行业高校的管理人员，学生的就业意愿应提前

去了解。行业高校目前对学生的关注点仍集中在学习成绩、综合能力及心理健康等方面，而对

学生的就业意愿往往并不十分重视，抱持顺其自然的态度（何力，2018）。因此，我们应该提

前对学生的就业意愿进行调查，加强专业背景及前景的宣传，让学生从更多角度、更加全面地

了解所学专业及所服务行业的特点与要求，从而达到提升专业承诺的目的，进一步提高学生学

习投入水平。 

本研究重点对艺术专业大学生进行了调查，但是艺术专业的学生中还包括高职和研究生、

博士生层面。虽然都是艺术专业，但不同层次的学生对专业的感知是否相同的，本研究中的影

响因素是否会对他们依旧产生影响等。可在抽样上注意覆盖专科、独立学院等多类院校多种专

业，样本量大，不仅能根据层次和高校类型的不同进行分类分析，也能使样本更具有代表性、

结论更具有针对性，増强实际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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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attachment and herd learning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Beijing was discussed. Data of students from two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were obtained by convenient sampling. A total of 500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480 were 

actually recovered, and 480 were valid, with an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96%.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roup attachment and group learning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Beijing;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roup attachment and group learning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s in 

Beijing. The group attachm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student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group learning behavior. 

 

Keyword: Conformity; Conformity learning behavior; Attachment; Group attachment; College 

students' 

 

北京市大学生团体依恋对从众学习行为的影响 
王晋冀1   刘恋 2*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929907220@qq.com 

 

摘要 
本研究探讨北京市大学生团体依恋和从众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以便利抽样的方式获取北

京市 2 所大学学生的数据，共计发放 500 份问卷，实际回收 480 份，取得 480 份有效问卷，有

效回收率为 96%。经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北京市大学生在团体依恋和从众学习行为

上没有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北京市大学生在团体依恋和从众学习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北京

大学生的团体依恋对从众学习行为达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从众；从众学习行为；依恋；团体依恋；大学生 

 

1.绪论 
社会学中把个体受到群体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

多数人的行为称之为从众 (Conformity) (Baron et al., 1996)。“从众”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

和行为现象,人们普遍具有从众心理。在大学校园中,从众现象也很普遍（姚建银，2009）。大

学生从众的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在恋爱、就业、违纪、消费、学习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从众现

像（刘宁宁，2012）。而在大学中，学习仍是大学生活的主旋律。学习从众行为是大学生群体

从众行为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王秀玉，2018）。在校园里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班级之间，寝室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学习状况，好的班级越来越好，差的班级越来越差，有的

一个宿舍的同学都拿到学习奖学金，而有的宿舍却人人都挂科，更严重者因学习不合格而停学

或退学的学生也集中在某个班或某个宿舍（薛小荣、田云章，2009）。对大学生从众学习行为

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群体和情境被普遍认为是影响从众行为的因素（宋官东，1997）。

群体的内聚力和责任感是影响从众学习行为的因素之一，群体内聚力强，个体就会对群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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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依恋性，则容易出现从众学习行为（王建，1990）。由于大学生在心理上还不成熟，情感

上还没有规律，社会经验还不够丰富，人生观尚未完全形成，因此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容易

出现的从众行为（谭先明、王玉昕，2004；孙红梅、欧阳静静，2018）。形成正确的团体依恋

内部模型，可以促进产生积极的从众学习行为，当大学生对班级或团体产生积极的依恋模型后，

为了融入团体内，就会产生与团体成员或团体期望相一致的行为 (Lott & Lott, 1961; McGhee & 

Teevan, 1967; 宋官东，1997; Li & Zeng, 2017)。 

依恋理论 (Attachment Theory) 最初由Bowlby (1973)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用于解释婴

儿与其主要照顾者形成的紧密情感联接。此外，Bowlby (1973)提出内部工作模型 (Internal 

Working Model)，以此模型说明早期的依恋经验终其一生都将对个体产生影响，他也指出依恋

虽然主要在婴儿期与孩童期建立，但却不是静止不动的关系，内部工作模型是可以被修正及改

变，这是一种横跨生命全程的动力过程 (Feeney & Noller, 1996)。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从早期

全然依赖父母生存，转变成逐渐减少与父母的相处时间，但依恋却不会因此而完全消失。从生

命全称的发展观点来看，Ainsworth (1991)认为个体会与他人建立其他的依恋，产生情感联结，

如与伴侣、团体的联结。团体是青年时期团体网络中的重要一环，他们会比过去花费更多的时

间与团体相处，并且认为和团体接触及建立关系是重要的发展 (Ainsworth, 1991; Engels et al., 
2002; Staddon, 2016)。依恋理论的学者认为，不管是在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

对团体的亲密性和归属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Markin et al., 2010; Guo, 2017)。 

依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2017-2018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的数据，北京市的高校影

响着全国的教育，对全国其他高校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北京DY学院与北京CM大学两所高校

作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重点建设的“双一流”高

校，在相关领域拥有很高的地位。一方面，大学生从众行为中从众学习行为，占比高达54.21%，
中国相关研究又主要集中在恋爱及消费上，对于从众学习行为研究极少（薛小荣、田云章，

2009；齐原，2011；李真，2019）。另一方面，以往多是对于团体依恋、人际关系和从众学习

行为之间两两关系的研究，且对于从众学习行为定义不清晰，大部分又以质性研究为主，量化

研究很少。因此选取此两所高校，期待能够得出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准确性的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意在通过北京大学生的团体依恋以及从众学习行为的现状分析，探讨北

京大学生团体依恋对从众学习行为的影响，目的是以帮助大学生积极的面对大学的生活与学习，

以期为中国高校大学生班级管理与学生管理提供借鉴。 

 

2.文献综述 
本章针对各变量收集整理相关文献，从团体依恋的相关研究、从众学习行为的相关研究以

及团体依恋与从众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方面加以探讨。 

团体依恋 

Bowlby (1977)界定依恋为一种个体与具有特殊意义的他人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的倾向，它

能为个体提供安全和安慰，产生于婴儿与其父母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结与纽

带。Fraley and Shaver (2000)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团体依恋关系区别于其他亲密关系的条件

如下：(a)将依恋对象作为寻求和保持亲近的目标；(b)在压力情景下把依恋对象作为寻求保护

和支持的对象；(c)在探索外部世界时，将依恋对象作为安全基地。团体依恋是团体成员与所属

团体之间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结，成员在团体活动中受到关心、尊重及帮助等，团体为成

员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因此成员对团体产生特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前人研究者对团体

依恋的定义，如表一所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B8%82%E4%BA%BA%E6%B0%91%E6%94%BF%E5%BA%9C/82495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6%96%B0%E9%97%BB%E5%87%BA%E7%89%88%E5%B9%BF%E7%94%B5%E6%80%BB%E5%B1%80/80054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95%99%E8%82%B2%E9%83%A8/350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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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团体依恋定义汇总表 

学者（年代） 团体依恋的相关定义 

Smith et al. (1999) 个体根据对其所属团体所产生的认同和情感联结也能发展出对团体的内

部心理表征，称为团体依恋 (Group Attachment)。  

韦耀阳（2008） 团体成员之间在情感上存在的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心理状态。 

曾本君（2010） 为满足团体成员的安全感、归属感、自尊并使团队成员有机会实现自我

价值的过程中，团体成员和团体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亲密、持久的关系 

资料来源：研究者整理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团体依恋定义为团体成员与所属团体建立的一种以满足个体需要与愿

望，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特殊情感联结。 

相关实证研究发现，团体依恋可预测很多重要变量，包括与团体有关的情绪、与团体共享

的时间和活动、社会支持、集体自尊和解决冲突的方法等 (Smith et al., 1999)。有研究表明，团

体依恋在和团体成员的亲密关系作用下影响着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并且这种依恋关系在不同的

团体中会有所不同 (Baldassarri & Grossman, 2013)。韦耀阳（2013）的研究则表明年级变量在团

体依恋上的得分差异显著，大四年级在团体依恋总分最高；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团体依恋上有显

著差异（王辰辰等人，2016）。 

综上所述，不同性别、年级的在团体依恋上的差异情形不同。由此，本研究推出假设1： 

H1：不同性别、年级的北京市大学生在团体依恋上有显著差异。 

H1a: 不同性别的北京市大学生在团体依恋上有显著差异。 

H1b: 不同年级的北京市大学生在团体依恋上有显著差异。 

从众学习行为 

David (1996)则将从众行为定义为，由于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压力而导致行为或态度的改

变的现象。时蓉华（2007）也认为从众是在群体的影响和压力下，个体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取

与大多数人相一致行为的心理状态。俞国良（2009）则将从众行为定义为群体成员行为或信念

上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压力的结果。从众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也

是个体社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大学生的从众学习行为，作为从众行为的表现之一（徐克选，

2018）。目前中国的研究者安晓静与张爱菊（2016）将从众学习行为定为，个体在学习生活中

受到所属群体的影响，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使之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对从众学习行为定义为，个体在学习过程中，因受到所在团体的压力

与期望，个体选择放弃原有意愿，并采取与团体内大多数成员相一致的学习行为。从众学习行

为可以是积极或消极的，例如集体学习、合作学习、集体旷课、宿舍集体迟到等行为，团体即

为3个人以上的群体，包括班集体、舍友、社团成员等。 

从众行为的相关研究很多，但从众学习行为的相关研究很少，研究者根据研究情况进行相

关人口学变量探讨，了解研究对象特征在从众学习行为上的差异情况，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

控制，以减少研究中的外部干扰，从众学习行为在相关人口学变量研究中的差异情形如下。雷

婷与李培培（2013）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从众行为无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从众

行为有显著差异。此外，安晓镜与张爱菊（2016）的研究表明男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从众行为显

著高于女生，独生子女与否无显著差异。Amelia and Usman (2020)的研究结果却显示，性别对

青少年的依从性没有显著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不同背景变项在从众学习行为上的差异情形不同，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或地区

不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北京市大学生，结合实际情况，将探讨不同背景变项的大学生在从

众学习行为上是否有显著差异。由此，推出研究假设2。 

H2：不同性别、年级的北京市大学生在从众学习行为上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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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a: 不同性别的北京市大学生在从众学习行为上有显著差异。 

H2b: 不同年级的北京市大学生在从众学习行为上有显著差异。 

团体依恋与从众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 

梳理关于团体依恋与从众学习行为的相关研究，发现依恋是决定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张

咏梅，2006）。刘林涛（2016）的研究则指出团体依恋对社交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团体依恋也

可以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Maria & Gustavo, 2004; Gustavo et al., 2007; Oldfield et al., 2015)。王冰

（2017）的研究也发现大学生团体依恋对冒险行为呈显著影响。大学生体育团体对于体育从众

学习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Lu & Yao, 2014; 杨阳、程诚，2018)。李锦萍等人（2016）的研究结果

显示，依恋程度与学校团结可以显著负向影响初中生的攻击性行为。Taat (2015) 的研究也表明，

团体依恋对从众学习行为有显著影响，且团体依恋可以预测15.6%的从众学习行为。换言之，大

学生团体依恋对其行为有显著影响。从众学习行为是行为的一种。由此可知，当与集体之间建

立起情感联结之后，就有可能与集体一起努力学习，产生从众学习行为。由此，可以推论研究

假设4。 

H3：大学生团体依恋对从众学习行为达显著正向影响 

 

3.研究方法与设计 
研究框架 

本节根据研究目的和文献探讨的结果，拟定研究架构，以了解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与内涵，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背景大学生团体依恋、从众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故本研究的研究框

架如图一所示。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假设 

根据研究目的、研究框架和文献综述，提出具体假设，如下： 

H1：不同性别、年级的北京大学生在团体依恋上有显著差异。 

H1a: 不同性别的北京大学生在团体依恋上有显著差异。 

H1b: 不同年级的北京大学生在团体依恋上有显著差异。 

H2：不同性别、年级的北京大学生在从众学习行为上有显著差异。 

H2a: 不同性别的北京大学生在从众学习行为上有显著差异。 

H2b: 不同年级的北京大学生在从众学习行为上有显著差异。 

H3：北京大学生团体依恋对从众学习行为达显著正向影响。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2020年度北京市DY学院、CM学院两所全日制大学大一至大四的学生为抽样对象。

团体依恋 

 

依恋回避 

依恋焦虑 

 

从众学习行为 

背景变项 

性别、年级 

 

 

H1 
 

https://xueshu.baidu.com/s?wd=author:(Muhamad%20Suhaimi%20Taat)%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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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Y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重点支持建

设的艺术高校，是中国著名的“双一流”高校，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3000余名（截至2019年2

月）。CM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信息传播领域行业特色大学，国家“世界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现有

全日制在校生15000余名（截至2019年11月）。本研究拟以两所学校为，分别做为北京市艺术

类、综合类学校的代表，期待能够得出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准确性的研究结论。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李同归（2012）以亲密关系量表为基础编制的团体依恋量表（GAS），共32题，

包括两个维度分别为团体依恋回避16题、团体依恋焦虑16题，采用Likert七点量表。其中8个项

目是反向记分，分别为团体依恋回避维度2、8、13、14、15、16题；团体焦虑维度9与10题。

量表分数高说明依恋回避或依恋焦虑水平高。由答题者根据题目所描述的情况与自己的心理特

征的同意程度在“完全不赞同”、“比较不赞同”、“有点不赞同”、“说不清”、“有点赞

同”、“比较赞同”、“完全赞同”。七个选项中选择一个，并在相应的数字上打“√”。依

序给予1、2、3、4、5、6、7分。此量表还采用组织认同、集体自尊、Rosenberg (1999)自尊量

表等作为效标考察其信效度，采用项目因子分析(Item Factor Analysis, IFA)进行数据分析，单变

量残差分析的结果表明GAS的CCFA模型与实证数据的拟合程度优良,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构想效

度和效标效度，验证了Smith et al (1999)对团体依恋概念二因子结果的框架。此量表中依恋回避

和依恋焦虑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82和.77。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75。 

本研究采用Xu (2020)编制的《从众学习行为量表》，共9题，此量表单一维度，采用Likert

五点量表，由受试者就题目叙述的内容，与其平日实际行为表现之符合程度，“完全不赞同”、

“比较不赞同”、“说不清”、“有点赞同”、“完全赞同”。选出最合适的一项。所有题项

因素负荷量介于.806至.930之间，KMO值为.931，总解释变异量67.3%，Cronbach’s α系数为.947。

4.研究结果与分析 

描述统计 

本研究对北京市两所高校DY学院与CM学院的在校大学生，通过问卷星进行网络问卷的发

放。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80份，有效问卷480份（96%）。共有性别和年级2个人口变量，

结果显示，在性别方面，男生占46.7%，女生占53.3%，与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校大学生男生占

48.4%，女生占51.6%（北京市统计局，2019）相近。在年级方面，大一116人，占比24.2%、大二

173人，占比36.0%、大三78人，占比16.3%、大四113人，占比23.5%。 

差异分析 

4.2.1 性别 

本研究将北京大学生的不同性别设为两组：男生和女生，对其进行独立样本 t 检定检验，

用以了解男生和女生在团体依恋及从众学习行为上的差异情形：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团体依恋  
(t=0.301，p=.763) 与从众学习行为 (t=0.927，p=.354) 上皆未达显著，经 d 效果检验，效果量 d 皆

在 .2 以下，几乎没有效果。根据研究结果：不同性别的北京大学生在团体依恋、从众学习行为

上没有显著差异。因此，研究假设H1a、H2a不成立，如表二所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B8%82%E4%BA%BA%E6%B0%91%E6%94%BF%E5%BA%9C/82495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6%96%B0%E9%97%BB%E5%87%BA%E7%89%88%E5%B9%BF%E7%94%B5%E6%80%BB%E5%B1%80/80054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95%99%E8%82%B2%E9%83%A8/35075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95%99%E8%82%B2%E9%83%A8/35075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4%B8%80%E6%B5%81%E5%AD%A6%E7%A7%91%E5%BB%BA%E8%AE%BE%E9%AB%98%E6%A0%A1/193945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4%B8%80%E6%B5%81%E5%AD%A6%E7%A7%91%E5%BB%BA%E8%AE%BE%E9%AB%98%E6%A0%A1/193945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211%E5%B7%A5%E7%A8%8B/2035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985%E5%B7%A5%E7%A8%8B%E4%BC%98%E5%8A%BF%E5%AD%A6%E7%A7%91%E5%88%9B%E6%96%B0%E5%B9%B3%E5%8F%B0/331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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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团体依恋、从众学习行为上的差异情形摘要表（N=480） 

变项名称

 
男生 女生 

t

 

p 

 

d

 

M SD M SD 

团体依恋 4.020 0.749 3.999 0.733 0.301 .763 .020 

从众学习行为 3.926 1.450 3.802 1.473 0.927 .354 .124 

注：男生224人，女生256人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2 年级 

本研究将北京大学生年级分为四组：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采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进

行考验，用以了解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团体依恋及从众学习行为的差异情形。本研究

中 ANOVA 变异数的差异如达显著水平，则根据检定变异数同构型显著与否情况，选用不同的

检定方法，进行事后比较。变异数不同质时，事后比较采用 Dunnett T3 method 检定。由表二

可知：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团体依恋 (F=0.516，p=.672)上未达到显著水平；不同年级的大学生

在从众学习行为 (F=0.218，p=.884) 上未达到显著水平。进行Levene 检定后团体依恋 (F=1.166，

p=.322)未达显著；在从众学习行为 (F=0.065，p=.978)未达显著，数据表明各样本之变异数没有

显著差异。因各组样本之平均数没有显著差异，故无需进行事后检定。根据研究结果：不同年

级的北京市大学生在团体依恋、从众学习行为上无显著差异。因此，研究假设H1b、H2b不成

立，如表三所示。 

 

表三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团体依恋、从众学习行为上的差异情形摘要表（N=480） 

变项名称

 
平均数(标准差) 

F

 

p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团体依恋 3.994 

(0.710) 
4.009 

(0.759) 
3.940 

(0.719) 
4.072 

(0.759) 
0.516 .672 

从众学习行为 3.897 

(1.473) 
3.851 

(1.457) 
3.750 

(1.478) 
3.911 

(1.464) 
0.218 .884 

注：大一：116人，大二：173人，大三：78人，大四113人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相关分析 

本节使用皮尔森相关性检验方法，对团体依恋及从众学习行为进行相关性检验，用以判断 

变项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由表四可得知，团体依恋与从众学习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245，

p<.01)。 

 

表四 团体依恋、从众学习行为之间的相关分析（N=480） 

变量 
团体依恋 从众学习行为 

团体依恋 1  

从众学习行为 .245** 1 

注：*p<.05；**p<.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回归分析 

由表五得知，以回归分析检验团体依恋对从众学习行为的影响。通过分析结果发现，团体

依恋对从众学习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β=.245， p<.001)，说明被试北京市大学生的团体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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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越高，则从众学习行为越高。因此，研究假设 H3 成立。 
 

表五 团体依恋对从众学习行为之回归分析表（N=480） 

因变项 

从众学习行为 

 B SE β VIF 

控制变项     

性别 -.113 .130 -.093 1.002 

年级 -.009 .059 -.007 1.002 

自变项     

团体依恋 .484*** .088 .245*** 1.001 

R² .062 

Adj R² .056 

F 10.433*** 
df 3 

注1： ***p<.001 

注2：性别中男生为实验组；女生为对照组；年级为连续变项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结论与建议 

本章依据研究结果归纳为结论，并与以往的研究进行对照。藉由了解北京市大学生团体依

恋与从众学习行为的现状，在不同背景变量下的差异情形，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提出相

关建议。 

研究结论 

5.1.1 团体依恋的现况 

本研究发现，北京市大学生整体团体依恋处于中等水平，与周春秀等人（2017）的研究结

果一致。这个结果说明北京市大学生对团体依恋关系较认可，大学社团、班集体、非正式组织

等团体作为日常开展学习的人际场所，可以满足大学生的合群心理与归属感，从而更好的融入

大学的学习与生活。本研究结果验证Bowlby (1973)的依恋理论，大学的学习生活多以团体集体

形式进行，为了融入集体形成与团体与团体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有时就不得不放弃个性，表

现出与团体需求或团体成员相一致的心理或行为（谭先明、王玉昕，2004; Zhou, 2019）。个体

对某个团体的依恋焦虑或依恋回避都可能会影响个体在团体中的表现 (Simith et al., 1999; Rom & 

Mikulincer, 2003)。 

5.1.2 从众学习行为的现况 

本研究发现，北京市大学生整体从众学习行为处于中上水平，与安晓镜与张爱菊（2016）

的研究结果一致，大学生从众学习行为较普遍。大学生会表现出对团体接纳或认可的焦虑和渴

望，担心自己被团体所疏远，因此会更积极的融入团体并主动寻求在团体中表现，从而放弃自

身的个性或想法，产生与团体需求相一致的从众行为(Smith et al., 1999; 李同归、刘飒，2012)。 

5.1.3 团体依恋与从众学习行为的现况 

本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大学生团体依恋对从众学习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大学生的团

体依恋程度越高，从众学习行为表现就越多，这与Lu and Yao (2014)、Taat (2015)、Kurland and 

Siegel (2016) 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一结果验证Bowlby (1973)的依恋理论，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型

是可以被修正和改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会建立其他的依恋，团体则是青少年网络中的

重要一环，青少您与团体接触和建立关系是重要的发展(Ainsworth, 1991; Feeney & Noller, 1996; 

Engels et al., 2002)。大学生作为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特殊群体，性格特点表现为渴望获得认可，

但自尊心敏感，在关于选择、价值观、判断力方面尚不成熟，因此大学生在很多方面会受到来

自团体的影响(Cui & Li, 2018; Guo, 2017; Ferenczi et al., 2016)。大学生会表现出对团体接纳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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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焦虑和渴望，担心自己被团体所疏远，因此会更积极的融入团体并主动寻求在团体中表现，

从而放弃自身的个性或想法，产生与团体需求相一致的从众行为（陆毅有为，2018；Phung, 

2020）。在大学生众多的从众行为中，从众学习行为又是最重要的一种从众行为。例如，一个

班为保住三好班级的荣耀，班级成员全体在放学后自觉的进行自习，从而班级整体成绩提升；

同一间宿舍大部分成员都对网络游戏感兴趣，新生为了融入宿舍集体从而与宿舍其他成员一起

开始玩网络游戏，从而新生学习成绩越来越差。 

5.2 研究建议 

本研究使用的从众学习行为量表的局限性。本研究使用的从众学习行为的测量工具为单一

维度，不能全面的体现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从众学习行为。后续研究可以考虑以更科学严谨

的抽样方法与更多的样本数，增强结论的说服力与可靠信。学校还应当充分发挥学生“正式团

体”和“非正式团体”的作用。大学生很容易在社团组织中出现从众行为，但这种从众行为可以是

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因此学校应加强对社团组织的管理和引导。大学生的从众不可避免，

这就要求教育者把握、选择引导的时机，适时引导，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改变不良的从众学

习行为。作为大学生应加强自我意识和思维的独立性，培养自身的求知欲，在当今网络时代，

信息渠道发达，面对困难时可以通过网络寻求相关知识，从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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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erceived Class Atmosphere on Conformity 

Learning Behavior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in 

Liaoning Province 
Lian LIU1  Jinji WANG2* 

China-ASEN International College,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820823407@qq.com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class atmosphere on 

conformity learning behavior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in Liaoning Province. A 

total of 1005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2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in Liaoning 

Province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and 50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lass atmosphere and herd learning 

behavior amo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class 

atmospher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nformity 

learning behavior.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 perceived class atmospher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conformity learning 

behavior. 

 

Keywords: Class Atmosphere；Conformity Learning Behavior ;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辽宁省中职生感知班级气氛对从众学习行为的影响 

刘恋 1 王晋冀 2*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820823407@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辽宁省中职学生感知班级气氛对从众学习行为的影响。采用便利抽样的方

式从辽宁省 2所中职院校共抽取 1005份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500份。经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不

同背景变项在中职生班级气氛、从众学习行为中部分有显著差异；中职生班级气氛对从众学习

行为达显著正向影响。本研究结论为中职生感知班级气氛对从众学习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关键词：班级气氛；从众学习行为；中职生 

 

1.绪论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政府要履行发展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

的本职工作，因此中职教育在教育领域愈加受到重视。中等职业学校的调整，将会使学校规模

扩大，学生人数增加，由此学校管理将面临着新的状况与问题，其中学生从众学习行为日趋凸

显出来。在辽宁省，中职学校的学生多数都是中考中的落榜生（谷志娟，2014），这些学生大

多内心茫然，慢慢变得依赖他人、模仿他人，从而没有自我，出现从众现象（谷志娟，2014；

吴笛，2016）。积极的群体和气氛可能会使学生产生积极的从众学习行为，例如讨论学习、小

组学习，而消极的群体和气氛则极有可能会让学生做出一系列消极的从众学习行为（钱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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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例如抄袭、厌学。这使在校园中发挥积极的从众学习行为显得尤为重要。由此，对以

即将步入社会的中职生来说，有必要对从众学习行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群体动力学认为，为了追求群体的生存与运转，群体必须对其内部成员施加一定的压力以

确保某些行为与态度上的一致性（周晓虹，1990），这样的集体压力可视为一种环境暗示，会

促使个体在心理产生一定的认知与情绪，其知晓在此环境下被限制及可被允许的行为，进而做

出适合的反应，例如选择从众（朱智贤，1978；Samdahl & Christensen, 1985；Garling & 

Golledge, 1993）。吴武典（1979）认为，班级气氛相当于是一种社会压力亦或是环境压力。也

有研究表明，班级气氛的变化会影响到学生的类似的从众学习行为。例如，班级环境气氛的变

化，会有效增加同伴互动体验，促进中学生角色群体化（张晓燕，2019），并且积极气氛积极

行为更多，消极气氛，互动更有限，负面行为的频率高于正面行为(Çengel & Türkoğlu， 2016)。

同时，刘中礼与张智林（2012）的研究中也表明，在班级气氛中，教师对学生的了解程度、班

级凝聚力、同学间和谐程度均与班级的集体学习表现、德育表现也呈显著相关。也有研究指出，

在中学生班级中，群体人数越大、聚合力越强、群体的目的性越统一等，易使学生产生从众行

为（邵敏，2012）。在林姿吟（2013）的研究中指出，班级气氛其本质上是一种特质班级风格，

主要包含四个重要因素，团结、目标、民主、及满意，其均与班级规模、凝聚力、教师对学生

的管理、同学间和谐度密不可分。因此推论，班级气氛可能是影响中职学生从众学习行为之重

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班级气氛为自变量，从众学习行为为依变量进行研究测量。并通过对

这些问题的探讨和之后的问卷调查，分析辽宁省中职生学生的从众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期

能为中职院校了解学生班级气氛、从众学习行为相关问题提供相关建议与理论支持。 

 

2. 文献综述 
本章针对各变量收集整理相关文献，从班级气氛、从众学习行为的相关研究以及班级气氛

与从众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方面加以探讨。 

2.1 班级气氛相关研究 

最早，班级气氛是由 Flander (1960) 所定义，认为班级气氛是指班集体中学生、老师的共同

心理特质。随后国际各学者也相继对其做出定义，看法不一，例如，吴武典（1979）认为班级

气氛表现为一种社会压力或环境压力。而卢美贵（1990）认为班级中各成员相互之间影响，久

而久之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独特气氛，其影响着班集体中每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即

为班集体中学生、老师的共同心理特质或倾向。另外，王秋芳（2019）则认为班级气氛是在一

个班级中，师生之间、同侪之间互动而形成的班级特质，影响班集体成员的知觉和行为模式，

进而形塑出相类似的态度和价值观。基于不同学者均对班级气氛拥有不同的看法，其对班级气

氛的定义和维度划分也均有所不同，本研究将融合多个研究者的定义，将班级气氛定义归纳为

在班级情境中，由教师、学生以及物质环境交互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特质班级风格，继而促进

班级成员形成共同的行为特质或倾向，此特质风格会影响每一个成员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模式。

将班级气氛直接细致划分维度，采用团结、目标、民主、满意四个面向，探讨班级气氛（林姿

吟，2013）。 

王红瑞（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中职生班级环境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存在显著性别差

异和年级差异。接续，杨家懿（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中职学生在性别及年级上对班级气氛

均有显著差异，男生在民主、目标及满意上显著高于女生，且一年级的目标表现显著高于二年

级；一年级的满意表现显著高于三年级。周琳（2019）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班级气氛在性别存

在显著差异，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在年级上，高年级显著高于低年级。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1: 不同性别、年级在辽宁省中职生感知班级气氛上有显著差异。 

H1a: 不同性别在辽宁省中职生感知班级气氛上有显著差异。 

H1b: 不同年级在辽宁省中职生感知班级气氛上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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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众学习行为的相关研究  

最早，从众行为定义是在社会心理学领域，Asch (1952)在研究中提到的多数人效果 
(Majority Effect) ，指当大多数人的行为或者想法是错的时候，被观察者仍可能会服从多数人的

意见，且表现与他们一致，此亦可视为一种群体压力 (Charles & Sara, 1973)。而 Huertas and 

Medioni (1986)的研究指出，在所有年龄层中，青年更容易产生从众行为。中职生作为一个成

长期的特殊群体懵懂转为成熟，产生从众行为的可能性亦非常大。目前还没有研究者对中职生

从众学习行为做出明确的界定，在梳理从众学习行为的内涵的过程中发现，过往研究学生从众

行为的内涵中一般包含了宿舍、班级、老乡、社团等群体，概念上也与认从行为、顺从行为、

服从行为、盲从行为、学习从众、逃课从众相关（李君亮，2012；张佳慧，2014；全永丽，

2014；梁雪彩，2015）。以此推断，学者在研究时，都在探讨学生主体与客群体之间的行为。

客群体包含班级同学、舍友等。如果一个寝室、班级有着良好的风气就会带动全体成员努力学

习，同学之间也会互相帮助探讨学习方法，共同进步。他们在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方面就会

比较容易从众（张佳慧，2014；魏静，2017）。同时在 21 世纪，也有学者对从众学习行为的

相关概念进行研究，类似群体学习、同伴互动体验、学生角色群体化等（张晓燕，2019；刘中

礼、张智林，2012）。 

雷婷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从众行为无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从

众行为有显著差异。而周琳（2019）的研究显示，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中学生从众行为有显

著差异，且安晓镜、张爱菊（2016）的研究表明男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从众行为显著高于女生。

但也有研究表明，性别对青少年的依从性没有显著预测作用(Amelia & Usman, 2020)。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2:不同性别、年级在辽宁省中职生从众学习行为上有显著差异。 

H2a:不同性别在辽宁省中职生从众学习行为上有显著差异。 

H2b:不同年级在辽宁省中职生从众学习行为上有显著差异。 

2.3 班级气氛与从众学习行为的相关研究  

群体动力学认为，为了追求群体的生存与运转，群体必须对其内部成员施加一定的压力以

确保某些行为与态度上的一致性（周晓虹，1990），而此一致性行为，发生在学生群体的学习

行为中即为从众学习行为。班级气氛作为班集体中的一种社会压力亦或是环境压力则默默暗示

影响着每个学生们，这种压力伴随着其知识与过往经验，会使其趋从多数人的认知或者行为

（吴武典，1979；Samdahl & Christensen, 1985）。有研究表明，班级环境气氛的变化，会有

效增加同伴互动体验，促进中学生角色群体化（张晓燕，2019），并且积极气氛积极行为更多，

消极气氛，互动更有限，负面行为的频率高于正面行为(Çengel & Türkoğlu， 2016)。同时，刘

中礼与张智林（2012）的研究中也表明，在班级气氛中，教师对学生的了解程度、班级凝聚力、

同学间和谐程度均与班级的集体学习表现、德育表现也呈显著相关；在中学生班级中，群体人

数越大、聚合力越强、群体的目的性越统一等，易使学生产生从众行为（邵敏，2012）。 

故此，笔者提出猜想，中职生感知班级气氛对从众学习行为可能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3: 辽宁省中职生感知班级气氛对从众学习行为达显著正向影响。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依据群体动力学理论，本研究认为以班级气氛为自变项，从众学习行为为因变项，其具有

显著预测作用，将研究框架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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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 2020 年度辽宁省 JS 学院和 JJ 技术学校两所中职学校一年级至三年级在校学生

为研究对象，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通过问卷星进行网络问卷的发放。共发放问卷 1100 份，其

中有效问卷 500份（45.4%）。共有性别和年级 2个人口变量，结果显示，男生占总人数的 52%，

女生占总人数的 48%，一年级占比 37.2%，二年级占比 39.2%，三年级占比 23.6%。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林姿吟（2013）的《班级气氛量表》，共 18 题项，4 个维度：团结、民主、

目标、满意，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题目计分方式由完全不符合得、常常不符合得、有些符

合得、常常符合得、完全符合得依序给予 1、2、3、4、5。适配度指标：卡方自由度比为

3.583，RMR=.069，SRMR=.053，AGFI=.862；NFI=.940，TLI=.946，CFI=.956，RFI=.927，

IFI=.956； PNFI=.780，PCFI=.793 均达到适配标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952。  

本研究选取 Xu, C.（2020）编制的《从众学习行为量表》，共 9 道题项，单一维度，采

用 Likert 五点量表，题目计分方式由一点也不像我、有一点点像我、有些像我、很像我、非

常像我 1、2、3、4、5 分。适配度指标：RMR=.073，SRMR=.046，AGFI=.828； NFI=.947，

TLI=.922，CFI=.952，RFI=.913，IFI=.952； PNFI=.579，PCFI=.582 均达到适配标准。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925。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班级气氛和从众学习行为的测量量表均为李克特五点量表，平均数为 3。据分析结

果发现，受试中职生班级气氛整体（M=3.262）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团结（M=3. 336），目标

（M=3. 226），民主（M=3. 231），满意（M=3. 256）。也均处于中上水平，其中受团结和满

意影响最大。从众学习行为是单一构面，受试中职生从众学习行为（M=3. 1913）也处于中上

水平。  

4.2 差异分析 

4.2.1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辽宁省中职生之班级气氛差异性分析  

以独立样本 t 检定分析结果发现：不同性别的辽宁省中职生在班级气氛整体 (t=-3.587, 

p=0.000) 及团结（t=-3.517, p=.000）、目标（t=-3.100, p=.002）、民主（t=-2.293, 

p=.022）与满意构面上（t=-2.840, p=.005）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比较平均值发现女生均大

于男生。 

以单因子独立样本 ANOVA 分析结果发现: 不同年级的中职生在团结、目标、满意三个

构面上有显著差异。当进行 Levene 检定变异数同质时事后比较用邓奈特 T3 检定及 Scheff 法

(邱皓政，2013)。在团结构面经 Levene 检定（p=.022，F =3.844）达显著，则证明变异数同

质，用 Scheff 法及邓奈特 T3 进行事后检定，发现一年级得分（M=3.632）显著高于二年级

（M=3.296）；在目标构面上经 Levene 检定（p=.033，F =3.437）达显著，变异数同质，用 

Scheff 法及邓奈特 T3 进行事后检定，发现三年级得分（M=3.566）显著高于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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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217）；在满意构面经 Levene 检定（p=.005，F =5.343）达显著，则证明变异数同质，

用 Scheff 法及邓奈特 T3 进行事后检定，发现三年级得分（M=3.751）显著高于二年级，

（M=3.264）。 

4.2.2 不同性别、年级辽宁省中职生之从众学习行为的差异性分析  

以独立样本 t 检定分析结果发现：不同性别辽宁省中职生在从众学习行为（t=1.969）存

在显著差异，通过比较平均值发现男生（M=3.366）大于女生 （M=3.064）。 

以单因子独立样本 ANOVA 分析结果发现：以 ANOVA 分析结果显示：三个年级的中职

生在从众学习行为（F=1.765，p=.173）上无显著差异。  

4.3 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统计学上，开展相关分析之宗旨是取决阐明不同连续变量的线性关联特性，由线性关联的

根底上向前钻研相互变量的诠释和预测关系则为回归分析（邱皓政，2006）。本研究以相关分

析为基础，进一步检定辽宁省中职生班级气氛对从众学习行为的影响。其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一、表二所示。 

 

表一 班级气氛与从众学习行为之间的相关分析（N=500） 

 1 2 

1 班级气氛 1  

2 从众学习行为 .165** 1 

注：**p<.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班级气氛与从众学习行为的相关系数为.165，p 值呈显著（p

＜.01），达显著正向低相关，说明班级气氛越好，中职生的从众学习行为越高。 

控制性别、年级背景变项，以回归分析检验班级气氛对从众学习行为的影响，结果如表二

所示。通过分析结果发现，其中，班级气氛对从众学习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 β=.167, 

p<.01)，说明被试中职生的班级气氛程度越高，则从众学习行为越高；团结构面( β=.155, 

p<.01)、目标构面( β=.151, p<.01)、民主构面( β=.137, p<.01)均对从众学习行为有显著正向

预测作用，说明被试中职生的班级越团结、目标越具体、越民主，则其从众学习行为越高，其

中，班级气氛可以解释 2.5%的从众学习行为（Adj R²=.025）。 

 

表二 班级气氛对从众学习行为之回归分析表（N=500） 

因变项 

从众学习行为 

 B SE β VIF 

控制变项     

性别 -.086 .089 -.043 1.006 

年级 -.015 .058 -.011 1.006 

自变项     

团结 .149** .043 .155** 1.000 

目标 .147** .043 .151** 1.004 

民主 .127** .041 .137** 1.000 

满意 .070** .040 .079 1.008 

班级气氛 .201*** .053 .167*** 1.003 

Adj R² .025 

F 4.962** 
df 3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332 
 

注：**p<.01；***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 结论与建议 
本章以上研究结果归纳为结论，并与以往的研究进行对照。藉由了解辽宁省中职生感知班

级气氛与从众学习行为的现状，在不同背景变量下的差异情形，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并提

出相关建议。 

5.1 研究结论 

A. 班级气氛与从众学习行为之现况与差异分析  
通过描述性统计数据分析，就本研究对象辽宁省中职生而言，其班级气氛及各维度的现况

都处于中上水平，说明辽宁省中职生班级可能都具有比较好的班级环境与氛围，学生间友爱团

结，具有积极地奋斗目标，学生对班级的管理以及学习气氛都较为满意。从性别看，在团结、

目标、民主满意四个构面，以及班级气氛整体上存在显著差异，均为女生大于男生，这与周琳

（2019）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与本研究为中职院校有关。而从年级看，二年级的团结数值

显著高于一年级，三年级的目标与满意数值显著高于二年级，这与杨家懿（2013）的研究结果

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研究地域以及专业上的差异，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辽宁省的中职生，所涵

盖的专业范围广泛，而且学生对班级的认同感是随时间，以及班级的进步递增的，因此可能随

着年级的增加学生对班级的团结、目标与满意也随之增加。 

在从众学习行为上本研究发现，辽宁省中职生整体从众学习行为处于中上水平，与安晓镜

与张爱菊（2016）的研究结果一致，中职生从众学习行为较多。不同性别的中职生在从众学习

行为上具有显著差异，男生大于女生；不同年级的中职生在从众学习行为上均无显著差异。与

雷婷等人（2013）在性别上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年级上的结果不一致，可能是其用 32 个样本

数做实验研究的原因。 

B.班级气氛与从众学习行为影响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辽宁省中职生班级气氛对从众学习行为有正向影响，即中职生的班级气

氛越好，从众学习行为越多，与 Neckerman (1996) 、Ryan & Patrick (2001) 、Patrick et al. (2007)、

吕倩（2015）及张晓燕（2019）的研究结果一致。也验证了群体动力理论，即班级气氛所产生

的团体动力会影响成员的从众学习行为，中职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因为班级气氛，其包括班级

是否团结，目标是否一致，班级是否民主和对班级的满意程度从而产生相一致的从众学习行为，

在一个中职班级中，同学之间团结友爱，并且有互相认同的集体目标，班级决策民主，学生就

会产生与集体相一致的学习知识行为，例如合作学习、协作学习、集体学习等。反之，一个班

级气氛不健康的团体，同伴之间存在隔阂，同学们不认同班级的集体目标，或者是专制的班级，

则不会产生以上类似的集体学习知识的行为。 

5.2 建议 

本研究以辽宁省 2 所中职院校的中职生为研究样本做问卷调查，建议后续研究可以考虑以

更科学严谨的抽样方法，或辅以观察法、访谈法等方式，增强结论的说服力与可靠信。据本研

究结论给出的实务建议是教师可以多组织集体活动，培养一致的班级目标，决策民主，定期召

开班会，关注学生人际关系问题，让学生与班集体融为一体，营造良好的班级气氛，促进学生

产生从众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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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ollege students’ benign stress on learning burnout: 

using coping styles as mediating variables 
LIU YUAN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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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benign stress on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burnout, and use coping styles as mediating variables.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1,0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earch tools used the Simple Coping Style Scale, the Learning Burnout Scale 

and the Benign Stress Scal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benign stress, coping style and learning burnout; college students’ benign stres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burnout; college students’ benign stress respons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styles; college students’ coping styles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learning burnout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The positive coping style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no mediating effect in benign stress and learning burnout; while the negative coping style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benign stress and learning burnout. 

 

Keywords：College students; benign stress;coping styles; learning burnout 

 

大学生良性压力对学习倦怠的影响：以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项 

 刘远禹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278542056@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大学生良性压力对学习倦怠影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项采

用问卷调查方法，向大学生发放 1000 份问卷。研究工具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学习倦怠量

表和良性压力量表。 

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在良性压力、应对方式和学习倦怠不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生良性压

力对学习倦怠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良性压力对应对方式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应对方式

对学习倦怠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积极应对方式在良性压力和学习倦怠中并没有中介作用；

而在良性压力和学习倦怠中消极应对方式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良性压力；应对方式；学习倦怠 

 

1.研究背景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的不断成长，大学生们逐渐产生了实用主义、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思想的观念，他们在学习上放浪形骸、对学习逐渐丧失了热情，使学生明显对学习缺

乏了动力和兴趣（陈芳芳、戴佳玲，2011）。此时的大学生已经产生了荒废课业的现象，也就

是说，这时的大学生已经开始陷入了学习倦怠的处境（鲍乐，2019）。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倦怠

的问题在当前高校也较为普遍，既有学习者本身的问题，也和学校和整个社会大背景相关（鲍

乐，2019）。在大学学习这个关键的时刻，大学生也讨厌这种衰竭学习的心理状态，即使不情

愿，但不得不学习，长此以往就会产生烦躁的情绪，导致出现焦虑等各种不适的心理状态，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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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成果，还会造成身心疲惫，同时也会造成大学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如

何缓解帮助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产生组学习倦怠问题已成为现阶段极需解决的问题（刘皓宇、

张笑笑，2019）。 

然而，在这种倦怠情绪影响下的大学生，他们学习注意力通常很难集中，逐渐导致学习的

效率低，产生学习困难，还会感到学习生活无聊，最后讨厌校园里的生活，逃学，放纵身心，

导致学业失败。甚至至终身厌恶读书，视学习为惶恐（徐广荣，2009）。而产生这种倦怠感也

是在持续压力下的导致的结果（吴艳等人，2015）。在当代社会竞争激烈的状况下，对个人素

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造成了学生学习负担重，思想压力大，有些高校学生在压力面前容易产生

畏据进而失去学习信心（黄卫平、李潜，2007）。在这样的压力环境下，一些大学生对学习也

逐渐失去了积极性，出现了学习上的障碍，对学习结果和过程也都失去了奋斗的心理。何季霖

（2017）也发现影响大学生学习倦怠其实有很多因素，学习压力就是其中之一，它对学习倦怠

现象的产生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鲍作臣等人（2011）通过对黑龙江省某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

分析，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压力, 强迫、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等心理问题表现比较突出。在现实

生活适应这方面的压力，主要是自我控制，人际关系，学，这三项 占 62 .44%的比例, 其次的几

个方面如情感问题, 自信与自卑等问题也是困扰当代大学生的很重要问题。因此,可以看出黑龙

江省大学生所面临各种复杂的压力问题，而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帮助大学生克服心理的障碍学会

正确的对待压力问题并加以疏导解决。 

今天的学生正在社会和压力的影响下做出人生的决定。而如何应对压力也是大学生所承受

的挑战，压力会产生倦怠的原因也是由于学生长期的来自学习压力对学习没有兴趣，而造成的

一种情感缺失、消极倦怠的症状（崔晓佳、李志，2009）。杨丽娴等人（2005）认为改善压力

对倦怠的影响，应对方式其实中间扮演者重要的角色(Yang et al., 2016)。而良性压力作为

一种很重要的心理品质和积极的情绪，可以在缓解心压力，发泄不良情绪、调节心理健康保持

身心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刘文华等人，2015）。良性学习压力了学提高了学生们的

学习生活，也丰富了学生的内心心理的体验，学生如果能用适当的方法对待压力问题，他就会

变得逐渐自信，越来越成熟（曹德辉，2003）。由于良性压力会产生积极的健康的思想，帮助

人们提高效率，实现目标，并按时完成任务。它有助于建立更高的自尊心，实现自我本身的价

值。人们认为，良性压力为生活带来欢乐和兴奋，通常来完成工作场所的艰巨任务或获得工作

场所上级的赞赏。这时的良性压力可能对自己本身是有帮助的，并且是能激发人们积极完成更

多的事情。(Datt & Washington,2015)。 

良好的应对方式可以适当降低个人对应激事件的心理应激水平，不良的应对方式则可以加

强该应激事件对个体产生的负面影响（杨燕飞，2012）。而应对方式也是影响学习倦怠的因素

（任竹妮、王艾敏，2012）。消极的应对方式是个人在遭遇困难时，通常采取逃避，退缩的方

式，所以当大学生遭遇学习困难时，也会采用相同的方式来选择逃避，积极应对方式的学生主

要偏向于挑战困难、积极处理问题，当解决问题之后，鼓励自己，从而产生巨大的成就感（徐

创、隋红，2014）。积极应对方式的学生，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本身所面临的困境是可以去克

服的，经过判定之后选择积极克服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所以，他们的学习倦怠程度也会较低；

消极应对方式的学生则相反，当他们遭遇困境时通常会选择躲避问题，想进办法向外界表达自

己不满的情绪，想表达的是怎样逃避困难，避开不安的情绪，却根本没有想去如何解决问题，

不但感受不到成就感，而且情绪上会受到困扰，导致根本不想学习，最终导致学习倦怠产生

（刘秋萍，2012）。 

另外，良性压力也会导致应对方式的改变。良性压力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品质于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之间产生密切的联系，大学生的如何应对方式直接关系到其心理健康的发

展状况的良好， 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抑制大学生情绪的负面影响，消极的应对方式会导致

学生的出现负面情绪，导致大学生心里健康水平下降，所以说良性压力和大学生应对方式的之

间是相互影响的，学校应该加强对大学生良性压力的教育，使学生在遇见压力问题时可以采取

成熟的应对方式，保障同学们的身心健康，（王光明，2014）。 

综合上文分析，本研究认为探讨良性压力对学习倦怠的关系，可以有效的让当代大学生清

楚怎么从积极的方面正确的看待压力问题，从压力中找到积极的一面，而积极应对方式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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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用积极的态度去迎接挑战面对问题，消极应对的学生遇到问题，容易懈怠，纠结，进而影

响很多问题，可能会给自己造成挫折，加强积极应对减少消极应对方式从而影响学倦怠程度的

降低，并且在面对良性压力的同时选择用合适的应对方式解决学生对学生产生的倦怠的问题，

并在大学生生活中对学习不再抗拒，从积极的角度正确对待自己的学习生活。 

1.2 研究问题 

A.黑龙江省高等院校大学生的良性压力对学习倦怠有什么样的影响？ 

B.黑龙江省高等院校大学生的良性压力与应对方式之间有什么样的影响？ 

C.黑龙江省高等院校大学生应对方式和学习倦怠之间有什么样的影响？ 

D.黑龙江省高等院校大学生应对方式在良性压力和学习倦怠之间是否有中介关系？ 

 

2.研究方法 

2.1 研究框架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是针对黑龙江省某高等院校大学生。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发放 11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993 份，回收率为 90.2％。 

2.3 研究工具 

2.3.1 大学生良性压力量表 

研究采用刘文华等人（2015）修订后的大学生良性压力量表，该量表有 4 个维度，包含积

极情绪、富有意义、易于管理和富有希望，总共有 17 个项目。  

问卷采用 6 点记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1 到 6 符合程度由低到高。Cronbach’s 

α .938，效度.903，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2 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连榕等人（2005）参照 Maslach 的量表编制，三个维度，情绪低落、行为不

当、和成就感低。量表共 15 个项目 ，采用 5点计分，Cronbach’s α .877，效度.848 此量表具

有不错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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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本研究选用由解亚宁（1998）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共 20 个题目，采用 4点计分法，从 0分到

3 分，分为两个维度一是积极应对，二是消极应对。Cronbach’s α .918，效度.905，该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 

 

3.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因本研究大学生良性压力、学习倦怠的测量量表均为李克特 5 点计分量表，平均数为 3.而

简易应对方式则为 4 点计分量表，平均数为 2。根据分析结果发现，高等院校大学生学习倦怠

（M=3.077,SD=0.627）大于 3，因此，被试者有着中等的学习倦怠水平，而高等院校的大学生

行为不当和情绪低落感受均低于 3 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成就感低属于中等偏上的现况，说明

高等院校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成就感低的感受。高等院校大学生良性压力的平均

（M=3.510, SD=0.670）大于 3，故被试者有着中等偏上的良性压力水平。高等院校大学生应对

方式（M=2.762，SD=0.525）大于 2，因此，被试者有着中等偏上的良好应对方式水平。 

 

 表 1 描述性统计（N=993） 

 平均数 标准差 偏态系数 峰度系数 

学习倦怠 3.077 0.627 0.029 2.187 

良性压力 3.510 0.670 -0.759 2.201 

应对方式 2.762 0.525 -0.336 1.436 

 

3.2 不同背景变项在良性压力、学习倦怠和应对方式上的差异分析 

性别的高等院校大学生在学习倦怠上、良性压力和应对方式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年

级高等院校大学生在学习倦怠、良性压力和应对方式上无显著性差异。不同高等院校生源地大

学生在学习倦怠和应对方式上均无显著性差异。而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在良性压力上有显著差

异。城镇大学生的良性压力明显高于农村大学生的良性压力。 

 

表 2 不同背景变项在良性压力、学习倦怠和应对方式上的差异分析 

变项名称 平均数（标准差）   

 男生 女生 t p 

学习倦怠 3.109（0.790） 3.067（0.566） 0.747 .455 

良性压力 3.521（0.823） 3.507（0.614） 0.239 .811 

应对方式 2.735（0.656） 2.771（0.476） -0.780 .436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F p 

学习倦怠 2.959（0.481） 3.102（0.624） 3.068（0.551） 
3.077

（0.626） 
1.761 .153 

良性压力 3.612（0.554） 3.509（0.665） 3.517（0.591） 
3.460

（0.763） 
1.402 .241 

应对方式 2.809（0.482） 2.760（0.505） 2.772（0.482） 
2.739

（0.594） 
0.947 .417 

 农村 城镇 t p 

学习倦怠 3.065（0.556） 3.087（0.682） -0.561 .575 

良性压力 3.459（0.604） 3.555（0.719） -2.262 .024 

应对方式 2.751（0.499） 2.772（0.545） -0.627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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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个变项之间的预测分析  

3.3.1 相关分析 

本研究为了探讨各变项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结果显示：在

良性压力的的积极情绪、富有意义、和富有希望维度均与学习倦怠维度情绪低落不达显著。而

良性压力与应对方式和学习倦怠各枸面均显著正相关，说明大学生良性压力和应对方式程度越

高，学习倦怠水平越高。 

 

表 3 应对方式、良性压力对学习倦怠相关矩阵 

变项 

名称 

1 

行为 

不当 

2 

成就 

感低 

3 

情绪 

低落 

4 

积极 

情绪 

5 

富有 

意义 

6 

易于 

管理 

7 

富有 

希望 

8 

积极 

应对 

9 

消极 

应对 

1 1         

2 .335*** 1        

3 .791*** .071* 1       

4 .192*** .620*** -.006 1      

5 .175*** .598*** .010 .837*** 1     

6 .507*** .117*** .573*** .081* .143*** 1    

7 .209*** .644*** .012 .782*** .791*** .161*** 1   

8 .116*** .517*** -.006 .668*** .671*** .073* .690*** 1  

9 .404*** .174*** .404*** .200*** .192*** .562*** .281*** .337*** 1 

 

3.4 回归分析 

3.4.1 积极应对，良性压力和学习倦怠的分析 

Baron and Kenny(1986)认为中介效果是用三个回归模式分别进行验证，模式 1：自变项对

中介变项有着正向显著影响；模式 2：自变项对依变项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式 3：中介变项对

依变项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式 4：中介变项的加入后，自变项对依变项的影响减弱，或有不显

著的情形时，则为完全中介。若影响减弱后，自变项对依变项仍然有显著的效果，则为部分中

介。 

因此，研究结果发现：首先在第一个回归模型中，以良性压力为自变量，积极应对是中介

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β =.701，达到显著水平（p<.001***），且 β 值为正数，表示良性压

力对积极应对有显著正向影响，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1986)所提出的模式一。 

在第二个回归模型中，以良性压力为自变量，学习倦怠为依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β 

=.403，达到显著水平（p<.001***），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表示良性压力对学习倦怠有显

著正向影响，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1986)所提出的模式二。 

在第三个回归模型中，以积极应对为中介变量，学习倦怠为依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β =.204，达到显著水平（p<.001***），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表示积极应对学习倦怠有显

著正向影响，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1986)所提出的模式三。 

在第四个回归模型中，以良性压力为自变量，学习倦怠为依变量，积极应对为中介变量进

行分析，结果显示 β =.510，达到显著水平（p<.001***），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加入中介

变项效果后存在标准化回归系数上升仍然达显著，没有意义，表示积极应对方式在良性压力之

间没有中介效果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1986)所提出的模式四。 

 

表 4 积极应对、良性压力对学习倦怠的影响的回归分析 

 

 

Mode1 

控制变项（β） 

Mode2 

（x-m） 

Mode3 

（m-y） 

Mode4 

（x-y） 

 

Mode5 

（x,m-y） 

 

依变项 学习倦怠 积极应对方式 学习倦怠 学习倦怠 学习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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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 .040 -2.093* .049 .039 .032 

生源地（农村） -.013 .030 -.009 .017 .022 

大二 .120* .004 .130*** .152*** .152*** 

大三 .070 .006 .078 .095* .096* 

大四 .106* -.025 .127*** .150*** .146*** 

自变项（x） -- .701*** -- .403*** .510*** 

中介变项（m） -- -- .204*** -- -.153*** 

R² .007 .493 .048 .168 .180 

AdjR² .002 .490 .042 .163 .174 

F 1.395 160.094*** 8.322*** 33.134*** 30.813*** 

df 5 6 6 6 7 

 

3.4.2 消极应对、良性压力和学习倦怠的分析 

首先在第一个回归模型中，以良性压力为自变量，消极应对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

示，β =.360，达到显著水平（p<.001***），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表示良性压力对消极应

对有显著正向影响，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1986)所提出的模式一。 

在第二个回归模型中，以良性压力为自变量，学习倦怠为依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β 

=.403，达到显著水平（p<.001***），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表示良性压力对学习倦怠有显

著正向影响，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1986)所提出的模式二。 

在第三个回归模型中，以消极应对为中介变量，学习倦怠为依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β =.403，达到显著水平（p<.001***），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表示消极应对学习倦怠有显

著正向影响，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1986)所提出的模式三。 

在第四个回归模型中，以良性压力为自变量，学习倦怠为依变量，积极应对为中介变量进

行分析，结果显示，β =.282，达到显著水平（p<.001***），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加入中

介变项效果后存在标准化回归系数下降仍然达显著，表示消极应对方式在良性压力之间有中介

效果，且是部分中介效果。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1986)所提出的模式四。 

 

表 5 消极应对、良性压力对学习倦怠的影响的回归分析 
 

 

Mode1 

控制变项（β） 

Mode2 

（x-m） 

Mode3 

（m-y） 

Mode4 

（x-y） 

Mode5 

（x,m-y） 

依变项 学习倦怠 消极应对方式 学习倦怠 学习倦怠 学习倦怠 

性别（男） .040 .005 .037 .039 .038 

生源地（农村） -.013 .015 -.008 .017 .012 

大二 .120* -.004 .134*** .152*** .153*** 

大三 .070 .020 .071 .095* .089* 

大四 .106* .067 .094* .150*** .128* 

自变项（x） -- .360*** -- .403*** .282*** 

中介变项（m） -- -- .437*** -- .336*** 

R² .007 .131 .197 .168 .266 

Adj R² .002 .126 .192 .163 .261 

F 1.395 24.863*** 40.371*** 33.134*** 50.946*** 

df 5 6 6 6 7 

 

4.讨论与建议 
4.1.1 良性压力、应对方式和学习倦怠特点讨论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结果发现，黑龙江省高等院校大学生良性压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说明

大学生在生活中有着一定的心里警觉在面对压力的状态时也会产生积极幸福的情绪状态，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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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追求自己本身的积极向上的状态（张文娟，2015）。性别无显著差异良性压力；年级、生

源地有显著于良性压力。这说明在年级单一维度、生源地上有波动，其形成与发挥作用并依赖

于年级、生源地等因素，对良性压力未来后续的研究可以往其他方深层次进行探索。  

黑龙江高等院校大学生应对方式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消极应对方式比积极应对方式的水平

低。Vaillan (1975)对应对方式的分类，体现正反两方面的内在态度与性格。大学生更倾向于积

极面对解决问题，努力克服困难，其应对方式是较为成熟的。性别、年级、生源地在应对方式

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黑龙江省高等院校大学生有着中等程度之学习倦怠。大学生在刚进入校园时，面临着新环

境的冲击感，不能很好的适应学习生活，导致学习效率大打折扣。可能会因为一次的学业失败

感 到成就感低，对学习失去动力，长此以往会对学习失去信心，产生厌烦学习的状态。大学生

的学习负担并不太多，但是课余时间参与较多的社团活动，或是沉迷与游戏，逐渐怠慢学习，

因此不能及时解决学习中的问题，长时间就会产生倦怠、沮丧、缺乏兴趣等情绪低落特征（李

军等人，2014）。从整体看性别、年级、生源地无显著差异于学习倦怠，但是大学生情绪低落

会因为年级而对产生显著差异。大学生成就感低会因为生源地的不同对其产生差异。可能主要

是不同年级的主要学习负荷不同，以及学习目标追求不同。例如大一学生课较多并对新的学习

环境感到陌生难以适应；大二、大三需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大四则面临着毕业实习、论文、

就业等压力。而城镇的大学生可能接触的东西很多，见识比农村的学生多，所以就会感到在学

习上成就感低。建议未来研究可以加入其他背景变量，对学习倦怠进行更深入严谨的探索。 

4.1.2 良性压力、应对方式和学习倦怠关系影响讨论 

根据结果得知，良性压力显著正相关于学习倦怠，并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良性压力的

产生除自身的积极向上感，为了降低学习倦怠的产生，应着重调整降低自身的良性压力，并促

进良性压力的正确转化。通过研究结论可知，良性压力对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并且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良性压力与应对方式各维度具有密切关系。回归分析后发现，良性压力对积极应对

方式有显著正向影响，良性压力对消极应对方式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被试者良性压力程度越高

其应对方式越高。所以，应根据良性压力程度的不同针对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的影响制定不同

的策略与方法，从而使个体积极应对方式提升。所以当个体在学习生活中遇见挫折时，应该调

整心态乐观面对，努力解决，克服倦怠(刘秋萍，2012）。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于学习倦怠，

并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学习生活中面对极端的现状，往往想避免面对困难，不想解决问题

让自己产生自我幻想安慰，以为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在学习中也会采取同样的消极方式。

因此，应该尽量选择积极正面之应付方法面对学习倦怠，尽量较少采取或避免选用消极的应对

方式来处理学习倦怠情形（崔晓佳、李志，2009）。  

4.1.3 良性压力、应对方式和学习倦怠中介作用讨论  

本研究结果分析支持了大学生消极应对方式在其良性压力、学习倦怠有中介作用之研究假

设。结果显示，在黑龙省高等院校大学生消极应对方式在良性压力和学习倦怠产生部分中介的

作用。 从中介模型可以看出，高等院校大学生良性压力对学习倦怠的产生具有重要的间接效应，

因此为了缓解、降低大学生学习倦怠水平，首先应该对大学生进行专业的心理课程辅导，了解

大学生的良性压力的产生，这样使得学生充分的了解自己的心里状态，找到适合自己的精神状

态进入学习生活（刘在花，毛向军，2013）。同时，大学生良性压力也可以经由应对方式间接

效果作用与学习倦怠。因此，想要达到预防学习倦怠的目标，应该注意大学生的应对方式，减

少消极应对的态度，给与其调节自身目标状态，掌握处理学习问题的方法和策略（郭彩琴，

2015）。 

4.3 对未来的研究建议 

A.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仅以小范围做问卷调查研究，故无法将施测对象扩大到黑龙江省的所有的市、县

学校，由于研究对象范围比较小，因此推论有限，而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

增加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如高中生、初中生，增加研究人数，以便了解不同对象的差异情形，

获取更加详细的结果，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推论性（徐建华、李媛，2015）。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342 
 

B.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测量结果仅代表单一状况的情形，本研究的数据搜集采用问卷调查

方法，虽然收集资料的方式快速，并对研究现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却无法深入问题的核心，再

者，因受试者的个人主观想法，情绪等，使填答的结果也会受到影响，无法达到统计上的差异

性。因此，建议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上，除问卷调查法之外，可以采取更多样的研究方法，来进

行深入的探讨，增加访谈记录，让分析结果更加具有代表性，提供更有效的分析和参考，从多

方面去解决问题（陈羽洋，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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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unplanned impulsive traits on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Xi’an—with willpower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ang Luyue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llege,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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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unplanned willpower and impulsive traits 

on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Xi'an, and establish a research model with 

willpower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his study uses convenience sampling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aking college students in Xi'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total of 8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700 were actually collected, and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was 

87.5%. The research tool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Scale, BIS-11 Impulsivity Scale, 

College Student Willpower Test Scale"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by SPSS22.0 statistical 

softwar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ulsive traits of Xi’an univers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the willpower decisiveness and 

toughness of Xi’an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rocrastination 

behavior; the willpower toughness of Xi’an college students is one of the impulsive traits 

Unplanned acts as an enhanced moderator for procrastination. 

 

西安市大学生冲动特质之非计划对拖延行为的影响—以意志

力为调节变项 

唐露玥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936489558@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西安市大学生意志力、冲动特质之非计划对拖延行为的影响，并以意志力

为调节变项，建立研究模式。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进行问卷调查，以西安市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总计发放问卷 800份，实际回收 700份，有效回收率为 87.5%。研究工具《一般拖延行为

量表、BIS-11 冲动性量表、大学生意志力测试量表》调查问卷，经 SPSS22.0 统计软件执行分

析。研究结果发现，西安市大学冲动特质非计划对拖延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西安市大学生意

志力果断性、坚韧性对拖延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西安市大学生意志力坚韧性在冲动特质之非

计划对拖延行为上起到增强调节作用。 

 

关键词：冲动特质之非计划；拖延行为；意志力；大学生 

 

1.研究背景与动机 
近年来，拖延行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宋梅歌等人，2015）。

Steel (2007)认为拖延是指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个体从而做出不利于后果的行为, 使得个体将任

务或计划推迟的一种行为。在如今这个发展快速，追求效率的时代里，拖延成为了阻碍人们在

完成目标时所出现的一种行为，因此将必做的事无端拖延，让人们浪费时间、失去机会，从而

出现焦虑的情绪和压力（崔燕等人，2008）。大学时期是培养学生独立生活和个人成长的重要

阶段，大学生的拖延行为通常表现在学习、生活与他人交往等多个方面（楚翘等人，2010）。

大学生做为国家的未来与希望，因此受到了较多研究者们的关注。有研究显示有 95.7%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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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拖延（单泓博等人，2016）。由此可知，探究大学生拖延行为是十分必要

的，并且拖延对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关系。 

杨会芹等人（2007）对 209 名大学生进行了冲动特质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冲动特

质的平均值为 66.5，这说明有较多的学生存在着冲动特质。冲动特质是指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刺

激，缺乏深思熟虑，快速做出不恰当或冒险的行为，并且没有能力解决面对消极的事件

(Moeller et al., 2001)。李献云等人（2011）认为冲动非计划是指对待生活、工作没有计划、有

目标。陈超男与肖崇好（2014）认为冲动性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是常出现的，如冲动消费、不能

长时间完成工作学习等一系列不得当的行为。大学生正处于成长阶段，身心不够成熟，做事没

有计划性；不论是在生活、还是学业中都容易冲动行事。因此，本研究将探讨大学生的冲动特

质之非计划。  

过去对拖延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个性特质因素冲动性会影响拖延行为，并且冲

动性与拖延行为呈正相关（宋梅歌等人，2015）。Gustavson et al. (2014)认为拖延是冲动的副产

物，人们之所以推迟计划内的行为，其原因是无法有效抵抗外界的诱惑。Van Eerde (2003)认为

人之所以会出现拖延决策任务，其原因可能是缺乏冲动性控制，个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

放弃眼前的诱惑。因此，对于冲动性的个体来说，只要是与学习、工作无关的事情，任务是要

简单有趣的，比如：玩游戏等，更能够吸引冲动性个体的目光；而那些枯燥、乏味，需要付出

较长时间和努力的任务，比如：写论文、背诵课文等，则会受到冲动性个体的拖延（张纯霞、

冯廷勇，2018）。由此可知，冲动是会影响个体的需求和动机，并且冲动特质高的个体更容易

拖延。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大学生冲动特质之非计划对拖延行为的影响。 

意志力是指个体能够自觉地明确目标，根据目标从而支配、调节自己的行动，克制种种阻

碍，从而实现目的的心理素质（张红英，2007）。意志力对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结局都

有着积极的影响，并能够减少拖延的发生(Job et al., 2015)。基于张红英（2007）与 Job et al. 

(2015)的研究，认为意志力可能会在冲动特质之非计划与拖延行为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探讨各变项之间的关系，以陕西省西安市大学生为例。先探讨冲动特

质之非计划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影响，再探讨意志力对拖延行为的影响，并以意志力为调节变项，

探讨意志力在冲动特质之非计划与拖延行为之间能否起到调节的作用。 

 

2.文献综述 

2.1 拖延行为 

随着研究者们对拖延行为观点的不断扩展，并提出了不同的定义与见解。Ferrair et al. 

(1992)认为拖延是指个体常常故意把不必要的工作、任务推迟，如临交任务时才会开始完成工

作、作业等；或是在本应该就结束的时间下没有完成任务的，或是计划了很久的任务需要放很

久才去完成的。包翠秋（2007）认为大学生的拖延行为更为普遍，并且会对个人的身心和学业

带来负面的影响。大学生产生拖延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因为承受失败的能力低、容易产生焦

虑、消极、厌倦学业任务等；拖延还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业、身心健康、情绪（丁凌云，2011）。

根据本次研究内容，将采用 Ferrair et al. (1992)对拖延行为的定义，认为拖延是指人们原本有充

足的时间去完成任务，但却将任务拖欠到最后一刻，才完成的不理性行为。姚康（2019）从大

学生的性别对拖延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性别在拖延行为有差异。因此提出

以下假设 1-1: 西安市性别大学生在拖延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 

2.2 冲动特质之非计划 

通过查阅有关冲动性的研究发现，研究者们认为冲动特质包含非计划这一方面。Moeller 

(2001)认为冲动特质非计划是一种多维的人格特质，是指那些具有这些特质的个体受到内在或

外在的刺激作用之下，往往对目标没有计划，从而迅速地做出反应，并且不考虑这些反应是否

会对自己或者他人造成不利的影响。综合文献内容，本研究 将采用 Moeller(2001)对冲动特质之

非计划所定义的文献。胡春梅等人（2018）从青少年的性别对冲动特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

示男生的冲动性高于女生。因此本研究根据以上的结论提出以下假设 1-2:西安市不同性别大学

生在冲动特质之非计划上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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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意志力 

在过去研究中发现，研究者们对于意志力的定义大多一致，并都认为意志力具有调节行动

的能力。Karoy (1993)认为意志力属于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陈录生与马剑侠（2002）认为意

志力是指个体可以主动地确定目标后，能够战胜重重困难，调节自己的行动，实现完成任务的

心理过程。张红英（2007）认为意志力是指个体自觉地明确目标，并根据自己的目标从而调节

自己的行动，不畏惧困难，勇敢克服，意志力具有开启与停止的能力，在个体需做出行为时，

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还可以控制和调节个体的行为。综合以上文献，本研究将采用张红英

（2007）对意志力的定义，认为意志力是根据个体信念，从而调节自身行动，并且意志力具有

积极的作用，可以使得个体克服困难。马玉洁与李伟（2016）研究发现性别对大学生意志力有

着显著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根据以上的结论提出以下假设 1-3:西安市不同性别大学生在意志力

上存在显著差异。 

2.4 冲动特质之非计划与拖延行为的相关研究 

根据以往研究发现冲动与拖延之间存在正向的影响，冲动特质的个体，做事缺乏专注性，

自制能力差，很容易被其他事情所吸引，而拖延行为的个体普遍自制力与调控能力弱，不能进

行有效的自我管理，并且冲动特质越高，则拖延行为越明显（史桂蓉等人，2016）。宋梅歌等

人（2015）认为冲动的人更倾向于立即采取行动，并且冲动得分越高的人越容易拖延。冲动性

个体偏好较小的奖赏，高拖延者也更容易被立即得到的短期奖赏和满足所吸引，通过研究发现，

冲动性与拖延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王有智、罗静，2009）。以上有关拖延行为的研究发现，

拖延与冲动特质密切相关，因此冲动特质之非计划会影响拖延行为，冲动特质之非计划越高的

个体越容易出现拖延。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2：西安市大学生冲动特质之非计划对拖延行为有显

著正向影响。 

2.5 意志力与拖延行为的相关研究 

有关部分意志力的研究，发现意志力具有调节行动的能力，并且意志力对自身的发展都有

着积极的影响。Job et al. (2015)研究发现意志力能够预测出个体的拖延行为，意志力较强的个

体会正向积极的面对生活与学习，并且很少会出现拖延现象。楚珺蘩（2016）认为学生之所以

会出现拖延的现象，是因为学生的意志力较为薄弱，且没有较强的时间观念；通过学生对意志

力的培养，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减少拖延的发生，帮助学生们改善不良习惯。在以上文献中，

可发现意志力能够影响个体拖延的发生。通过加强个体的意志力，拖延也会逐步减少，由此提

出以下假设 3：西安市大学生意志力对拖延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2.6 意志力与冲动特质之非计划、拖延行为的相关研究 

在探讨意志力的文献时发现，个体在遇到诱惑时，会缺乏意志力，做出冲动性决策，个体

便会选择简单任务满足即时需求（利振华等人，2018）。崔新民（2007）认为冲动性是与自制

力相反的不良意志品质，通常表现为不能约束自己的行动，意气用事、放纵的倾向；冲动性个

体做事草率、莽撞，不考虑事情的后果，这就是缺乏意志调节的结果。有研究发现意志力对拖

延行为也起到了调节作用，通过意志力能够合理安排时间，可以改善拖延（石巧品，2015）。

以上研究可以发现，意志力具有调节的作用，能够调节个体行为的能力，并能够约束个体所要

做出冲动、不理智，缺乏思考的事情。因此本研究认为意志力能够调节冲动特质对拖延行为的

影响。由此提出假设 4：西安市大学生意志力在冲动特质之非计划与拖延行为中起到调节作用。 

 

3.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图 

本研究选取西安市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西安市大学生冲动特质之非计划、拖延行为、

意志力的现况，冲动特质之非计划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意志力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以

及意志力在冲动特质之非计划与拖延行为之间所起到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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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对象与工具 

本研究以西安市大学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共发放问卷 800 份，有效问卷

700 份。将使用张茹（2014）修订的《一般拖延行为量表》，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867；李献云等人（2011）修订的《BIS-11 冲动性量表》，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810；杨君玉（2009）编制的《大学生意志力测试量表》，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860，进行相关的研究。对回收后的调查问卷进行整理、筛选，并使用 SPSS 22 版软件为统

计检定分析工具，对实证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将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分析、Pearson 积差

相关、回归分析。 

 

4.研究结果 

4.1 背景变量之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将对西安市大学生发放了问卷，共发放 800 份，有效问卷 700 份。在样本中男生人

数为 225，占总人数的 32.1%，女生人数共 475 人，占总人数的 67.9%。 

本研究冲动特质之非计划、拖延行为和意志力的测量量表均为李克特五点量表，中位数为

3。跟据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的意志力(M=2.452, SD=0.394)，(t=-36.745, p=.000)可知被试者有

着中下程度的意志力。大学生的拖延行为(M=2.207, SD=0.742)，(t=-28.236, p=.000)可知被试者

有着中下程度的拖延行为。大学生的冲动特质之非计划(M=2.586, SD=0.650)，(t=-23.438, 

p=.000)可见大学生有中下程度的冲动特质之非计划。 

4.2 不同性别在冲动特质之非计划、拖延行为与意志力的差异分析 

如下表 4.1 所示，分析结果发现：不同性别大学生在拖延行为(t=-0.426, p=.671)、唤起型拖

延(t=-0.168, p=.867)、回避型拖延(t=-0.627, p=.531)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冲动

特质之非计划(t=-0.752, p=.452)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整体来说不同性别大学生在意志力上没有

显著差异(t=-1.576, p=.116)。在主动性维度上有显著差异(t=-2.820, p=.005)，且女生的主动性

(M=2.470, SD=0.588)高于男生的主动性(M=2.443, SD=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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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不同性别在拖延行为、冲动特质非计划、意志力的 t 检定摘要表 

 变项名称 平均数（标准差） t P 

 男 女   

拖延行为 2.188（0.833） 2.215（0.696） -0.426 .671 

唤起型拖延 2.201（0.846） 2.212（0.692） -0.168 .867 

回避型拖延 2.175（0.895） 2.219（0.780） -0.627 .531 

冲动特质非计划 2.557（0.729） 2.600（0.609） -0.752 .452 

意志力 2.416（0.428） 2.469（0.376） -1.576 .116 

果断性 1.817（0.519） 1.930（0.435） -0.538 .591 

主动性 2.443（0.641） 2.470（0.588） -2.820 .005 

自制力 2.929（0.731） 2.974（0.612） -0.798 .425 

坚韧性 2.477（0.708） 2.502（0.590） -0.467 .641 

p＜.05；p＜.01；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Pearson 积差相关 

本研究为探讨各变项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2 所示，可知大学生冲动特质之非计

划正相关于拖延行为各构面，说明大学生冲动特质之非计划越高拖延行为越高；冲动特质之非

计划与果断性、主动性、坚韧性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大学生冲动特质之非计划越高则果断性、

主动性、坚韧性越高。冲动特质之非计划与自制力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大学生冲动特质之非计

划越高自制力越低；意志力的果断性、主动性、坚韧性与拖延行为各构面呈显著正相关，说明

大学生意志力中的果断性、主动性、坚韧性越高拖延行为越高。自制力与拖延行为各构面呈显

著负相关，说明大学生自制力越高拖延行为越低。 

 

表 4.2 大学生冲动特质之非计划、意志力对拖延行为的相关矩阵 

变项 1 2 3 4 5 6 7 

1 1       

2 .154*** 1      

3 .439*** .473*** 1     

4 -.440*** .193*** -.088* 1    

5 .443*** .497*** .641*** -.057 1   

6 .454*** .165*** .383*** -.297*** .360*** 1  

7 .472*** .152*** .403*** -.313*** .339*** .806*** 1 

注：*p＜.05；**p＜.01;***p＜.001 

注：1：非计划、2：果断性、3：主动性、4：自制力、5：坚韧性、6：唤起型、7：回避型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349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4 回归分析 

冲动特质非计划为自变量，意志力为调节变量，拖延行为为依变量，以背景变现纳入回归

模型中进行多元阶层回归分析。其分析结果如下表 4.3。 

 

4.3 冲动特质之非计划对意志力调节多元阶层回归分析摘要表 

依变现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背景变项     

男生 -.034 -.012 .000 -.020 

自变项 -- -- -- -- 

冲动特质非计划 -- .488*** .270*** .285*** 

调节变项     

意志力主动性 -- -- .018 .035 

意志力果断性 -- -- .215*** .217*** 

意志力自制力 -- -- -.179*** -.212*** 

意志力坚韧性 -- -- .096* .097* 

交互作用 -- -- -- -- 

非计划 x 主动性 -- -- -- .076 

非计划 x 果断性 -- -- -- .017 

非计划 x 自制力 -- -- -- .006 

 

表 4.3 冲动特质之非计划对意志力调节多元阶层回归分析摘要表（续） 

非计划 x 坚韧性 -- -- -- .120** 

R² .011 .247 .326 .357 

Adj R² .003 .240 .315 .343 

F 1.295 32.498*** 30.247*** 25.321*** 

Df (6,693) (1,692) (4,688) (4,684) 

注：参照组为女生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在表 4.3，模型 2 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冲动特质非计划为.488，达显著。冲动特质非计划对拖

延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大学生冲动特质非计划越高，拖延行为越高。模型 3 可以看出大

学生意志力果断性为.215，达显著。意志力果断性对拖延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大学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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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力果断性越高，拖延行为越高；大学生意志力自制力为-.179，达显著。意志力自制力对拖延

行为具有负向显著影响，即大学生意志力自制力越高，拖延行为越低；大学生意志力坚韧

性.096，达显著。意志力坚韧性对拖延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大学生意志力坚韧性越高，

拖延行为越高。模型 4 可以看出只有非计划与大坚韧性的交互作用达显著，说明学生冲动特质

非计划与意志力坚韧性交互作用，对拖延行为有显著预测力，显示意志力坚韧性在冲动特质非

计划对拖延行为之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效果。 

图二所示，在冲动特质非计划比较低的状况下，意志力坚韧性不会影响对拖延行为的关系，

并且拖延行为会比较少；但在冲动特质非计划比较高的状况下，意志力坚韧性越坚强，拖延行

为就会增加，意志力坚韧性具有增强调节的作用。 

 

图二意志力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发现，本研究假设 1 不成立；假设 2、3、4 均成立。描述性统计数据分

析中发现西安市大学生冲动特质之非计划具有中下水平。说明西安市大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冲

动特质。这与张东军等人（2014）的研究结果相同，大学生们的冲动特质水平处于中下水平。

由此可知大学生们普遍存在冲动特质，由于大学生正处于成长阶段，心智不够成熟，对于学习、

生活没有计划性，且自控力较差，因此容易出现冲动特质。拖延行为水平为中等偏下水平，说

明西安市大学生普遍存在拖延现象。李洋（2010）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拖延水平较低，且较多

的学生都想要减少拖延的发生。西安市大学生意志力的现况为中等偏下水平，说明西安市大学

生意志力水平一般。赵萍（2019）调查发现大学生意志力品质一般，大学生的意志力果断性水

平较低，有接近六成的学生表示自己在做选择的时候会犹豫不决，这说明大学生从小听从父母

安排，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使得学生们在做决定时不够果断；在坚韧性方面水平较好，有六

成的学生表示基本每天会按时作息，但有六成的学生在遇到需要下决定做的事时，第二天劲头

就会消失，可以说明大学生的意志力不够坚定；因此需要通过一些运动，从而加强自身的自制

力，自制力较为薄弱，抵抗不住诱惑。 

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冲动特质之非计划、拖延行为中不存在显著差异；胡春梅等人（2018）

调查高中学生时发现高中生处在青春期阶段，容易暴躁、易怒，因此男生的冲动特质较高。西

安市不同性别大学生在意志力主动性上存在显著差异。根据本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冲动特质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351 
 

之非计划对拖延行为有着正向显著影响关系；张纯霞与冯廷勇（2018）研究发现冲动的人更拖

延，个体更容易被诱惑所吸引，从而做出行动，造成拖延。因此需改善学生的非计划开始，制

定目标，规划自己的学习生活，合理的安排时间通过对个体冲动特质的改善，拖延行为也会随

之减少。 

西安市大学生意志力坚韧性在冲动特质之非计划与拖延行为之间具有增强的调节作用。李

洋（2020）研究发现坚韧性个体会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调整心态和行为。由此可知，意志力坚

韧性个体会跟随周围人的抉择，因此做出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增强冲动特质，出现拖延行为。 

5.2 研究限制及建议 

本研究以问卷的形式进行发放，由于受到各种外在环境的影响以及人群的限制，因此推论

有限，无法将研究对象扩及到所有地区，使得样本缺乏有代表性。通过本研究调查，提出了实

务建议：1.降低大学生冲动特质，减少拖延行为；需要大学生们合理地安排规划学习与生活，

有目标、计划性的完成学习，制定计划表，时刻提醒自己所要完成的任务，或是限定时间做完

一件事情；选择安静，不被打扰的环境下学习，集中注意力，不被其他事物所分心；与同学、

朋友之间相互督促，共同完成学习任务，效率就会有所提高。当学生的冲动特质进行改善后，

拖延行为也会随之减少。2.提高大学生意志力，降低冲动特质对拖延行为的影响；通过提高大

学生的意志力，从而降低冲动特质、改善拖延，学生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幸福感与生活成就感

也会有所提升（张予芊，2019）。首先，让学生意识到自身出现的问题，通过调动自身的意志

力来减少拖延的发生，进行对意志力与时间管理进行训练，提高学生的意志力水平，进而减少

拖延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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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Goal Orientation on Learning Engagement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 Students in Qingdao: Taking Academic 

Emotion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Mengxin GUO 1* 

1*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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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goal orientation and academic 

emotions on learning input in Qingdao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777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Qingdao undergraduate college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cademic mood, and learning investment among undergraduate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population backgrounds in Qingdao. ; The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of Qingdao 

undergraduate college student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input; the enjoyment 

and pride dimensions of academic emo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input, 

and the boredom, despair, anger, and anxiety dimensions of academic emo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input.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ll dimensions of academic emotion; each dimension of academic 

emotion plays a part of mediating role between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nd learning input. 

 

Keywords: Learning engagement;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cademic mood; College 

students 

 

青岛本科院校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以学业情

绪为中介变项 
郭梦馨 1* 

1*博仁大学 

879975056@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岛本科院校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情绪对学习投入的影响。采用问

卷调查法，以立意抽样的方式抽取 777 位青岛市本科院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青岛

不同人口背景的本科院校大学生在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情绪、学习投入上存在部分显著差异；

青岛本科院校大学生的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习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学业情绪之享受、自豪维度

对学习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学业情绪之无聊、绝望、愤怒、焦虑维度对学习投入有显著负向

影响；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情绪之各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学业情绪之各维度在成就目标定向

与学习投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学习投入；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情绪；大学生 

 

 

1.引言 
Kuh (2001)指出检验教育质量高低的标准就是学生的投入程度。学生的学习过程至关重要，

它是学习成绩优良的导向，所以说，研究大学生学习投入的情形及特点等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王学坚，2011）。学习投入是检验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成绩的一个指标（倪士光、伍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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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也是一种状态，表现为学生全神贯注于学习中，以高昂的热情、积极向上的态度，完

成学习任务；涉及活力、奉献、专注三个维度（Schaufeli, 2002）。因此，学习投入对于本科院

校大学生的培养就显得极为重要。 

已有研究表明，成就目标定向能有效预测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学习投入水平（黄海雁等人，

2017）。成就目标定向是一种发展主体在生活中对学习、工作以及各种任务事项上所获得的成

就、成功的知觉(Ames, 1992)。Linnenbrink and Pintrich (2002)提出的目标作用模型认为，目标

能够产生不同的动机和情感过程，且目标、动机和情绪过程与不同的认知和行为过程有关。因

此，不同目标取向的学生在学习中有各自不同的行为，他们在学习中投入的时间、精力也不同，

并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反应模式(Mega & Beni, 2014)。王学坚（2011）通过其研究得出，

成绩趋近目标、掌握目标与大学生的学习投入有显著正相关的结果，且成绩趋近目标与掌握目

标对学习投入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所以说，个人的成就目标定向对其学习投入状况有着重

要影响（黄海雁等人，2017）。 

通过以往的研究结果发现，学业情绪也是影响学习投入的关键要素。学业情绪即学生在学

习中所感受经历到的和学业有关的各种情绪，包括在成功或失败后学生的情绪，和在平日学习、

课堂作业以及测试中不同的情绪体验（俞国良、董妍，2005）。高洁（2016）的研究中指出学

业情绪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独特的心理环境，进而影响个体的学习行为，其研究发现，学生

的情绪感受是影响其学习投入的关键要素。认知—动机理论认为情绪可以影响学生从事某项活

动的动机。当学生具有积极的学业情绪时，会促进学生的学习投入，良好的情绪会加强学生的

学习动机；当学生有不良的学业情绪时，会对学习造成负面的影响，并影响其学习投入程度

(Pekrun et al., 2002)。张阮钰（2014）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在其研究中得出，学生的学业情绪

与学习投入有显著的相关性；积极的学业情绪越多，则学习投入程度越高，反之消极情绪体验

则会降低学习投入程度。 

另外，成就目标也是影响学业情绪的主要因素之一，它为学生以后了解自己的成就提供了

认知背景，不同的成就目标将产生不同的学业情绪（蒋燕玲，2010）。Linnenbrink and Pintrich 

(2002)指出双向不对称理论解释和说明了成就目标与学业情绪之间的关系，该理论指出心境会

影响学生的班级设置及个人目标，个人目标又会影响学业情绪。宋海芳（2013）以高中生为研

究对象，结果发现，高中生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情绪呈显著相关，其中掌握回避、成绩回避、

成绩趋近对学业情绪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掌握趋近则会对学业情绪存在负向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来了解本科院校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

情绪对学习投入之影响。过去对于研究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情绪与学习投入的相关研究，大多

数都只是探讨两两相关；而本研究以成就目标定向为自变项，学习投入为依变项，加入学业情

绪的中介变项，探讨三者的关系，并以青岛本科院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弥补研究空白，作为

本研究的创新点。同时，本研究既是对成就目标定向的开拓研究，也是对探讨学习投入、培养

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状态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帮助。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是： 

A. 探讨青岛本科院校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情绪与学习投入的现况； 

B. 探讨青岛本科院校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C. 探讨青岛本科院校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情绪的影响； 

D. 探讨青岛本科院校大学生学业情绪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E. 探讨青岛本科院校大学生学业情绪在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 

 

2.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立意抽样的方式进行研究，选取青岛地区三所本科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

问卷调查。三所学校涵盖了青岛综合类、理工类、农林类等不同学科性质的本科院校，且所处

地区不同，各校均为重点关注大学。问卷发放 900 份，其中学校 A 抽样 300 份、学校 B 抽样

300 份、学校 C 抽样 300份。实际回收 900 份，有效问卷为 777 份，有效回收率为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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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个人背景变项 

本研究样本的基本资料包括性别：男生、女生。 

2.2.2 学习投入量表 

本研究所采用的是由 Schaufeli et al. (2002)编制，并由方来坛等人（2008）修订的学习投入

量表，该量表共 17 个题项，包括活力（6 题）、奉献（5 题）和专注（6 题）三个维度，采用七

点计分法。该量表最终适配指标卡方自由度比(2.127), GFI (.879), AGFI (.831), SRMR (.034), 

RMSEA (.078), NFI (.931), CFI (.962), IFI (.962), RFI (.914), PNFI (.747), PGFI (.627)均达到标准，

表明该量表的建构效度良好。分量表「活力」、「奉献」、「专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

为：.940，.944，.952，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976，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 

2.2.3 成就目标定向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是刘惠军等人（2003）编制的成就目标定向量表，该量表包括掌握趋近目标

定向（8 题）、掌握回避目标定向（5 题）、成绩趋近目标定向（9 题）和成绩回避目标定向（6

题）四个维度，共 28 个题项，采用五点记分法。该量表最终适配指标卡方自由度比(2.173), 

SRMR (.065), RMSEA (.079), NFI (.806), CFI (.884), IFI (.885), PNFI (.721), PGFI (.642)符合标准，

刘敏熙与陈宥羽（2012）指出 NFI, IFI, CFI 值皆大于 0.8，亦为可接受范围内；GFI(.771), 

AGFI(.725), RFI(.783)没有达到标准；整体而言，该量表的建构效度可接受。分量表「掌握趋近

目标定向」、「掌握回避目标定向」、「成绩趋近目标定向」、「成绩回避目标定向」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945，.901，.935，.912，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970，表明该量表具有良

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2.2.4 学业情绪量表 

本研究所采用的学业情绪量表是由 Francisco et al. (2015)修正的，AEQ-PA 量表的课堂相关

学业情绪量表，该量表有六个维度：无聊、绝望、愤怒、焦虑、享受、自豪，每个维度各 4 题，

共 24 题；采用五点计分法；且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Francisco et al., 2015)。该量表主要是针

对学生数学课程的学业情绪研究，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内容等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与修正后，

最终适配指标大部分达到标准，整体而言，该量表的建构效度可接受。分量表「无聊」、「绝

望 」、「 愤 怒 」、「 焦 虑 」、「 享 受 」、「 自 豪 」 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分 别

为：.933，.921，.916，.858，.897，.898，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946，表明此量表具有

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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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结果 
3.1 研究框架图 

本研究的研究架构，如图 3.1 所示。 

 

 

 

 

 

 

 

 

 

 

 

 

 

 

 

 

图 3.1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对青岛市本科院校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共900份，回收900份，有效问卷777份。

在本研究样本中的男生人数为 313，占总人数的 40.3%，女生 464 人，占总人数的 59.7%。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本科院校大学生的平均成就目标定向(M=3.507, SD=0.924) 大于

3，故被试者有着中度偏上之成就目标定向水准。本科院校大学生的平均学业情绪 (M=3.486, 

SD=0.725) 大于 3，故被试者有着中度偏上之学业情绪水准。本科院校大学生的平均学习投入 

(M=4.874, SD=1.570)大于 4，可见被试者有中度偏上的学习投入水准。 

3.3 背景变项在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情绪、学习投入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为了检定不同性别本科院校大学生在成就目标定向的差异性，采用独立样本 t 检定

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不同性别的本科院校大学生在成就目标定向(t=-0.715, p=.475)、掌握趋

近目标定向(t=-1.268, p=.205)、掌握回避目标定向(t=-0.385, p=.700)、成绩趋近目标定向(t=-

0.768, p=.443)与成绩回避目标定向(t=0.014, p=.989)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性别的本科院校大学生在学业情绪(t=-3.143, p=.002)、绝望(t=2.232, p=.026)、愤怒

(t=2.361, p=.018)、享受(t=-2.744, p=.006)与自豪(t=-2.371, p=.018)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无聊

(t=1.903, p=.057)与焦虑(t=0.449, p=.654)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性别的本科院校大学生在学习投入(t=-0.772, p=.440)、活力(t=-0.587, p=.557)、奉献 

(t=-0.625, p=.532)与专注 (t=-0.966, p=.335)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3.4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3.1 所示。成就目标定向的各构面显著正相关于学习投入各

构面及学业情绪之绝望、愤怒、焦虑、享受与自豪构面；在成就目标定向的掌握回避目标定向、

成绩趋近目标定向与成绩回避目标定向显著正相关于学业情绪之无聊构面；学业情绪之绝望、

愤怒、焦虑、享受、自豪构面对学习投入各构面呈显著正相关。 

 

 

 

成就目标定向 

1.掌握趋近目标 

2.掌握回避目标 

3.成绩趋近目标 

4.成绩回避目标 

 

学业情绪 

1.无聊 

2.绝望 

3.愤怒 

4.焦虑 

5.享受 

6.自豪 学习投入 

1.活力 

2.奉献 

3.专注 

背景变项 1.性别  

H3 
H4 

H1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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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情绪对学习投入相关矩阵 

变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1             

2 .775*** 1            

3 .852*** .784*** 1           

4 .539*** .736*** .664*** 1          

5 .025 .203*** .162*** .406*** 1         

6 .178*** .320*** .284*** .580*** .804*** 1        

7 .130*** .282*** .254*** .518*** .853*** .855*** 1       

8 .258*** .478*** .395*** .623*** .705*** .742*** .802*** 1      

9 .857*** .662*** .752*** .479*** .006 .186*** .157*** .279*** 1     

10 .755*** .670*** .775*** .470*** .089* .177*** .197*** .371*** .828*** 1    

11 .761*** .563*** .609*** .431*** -.031 .133*** .098** .150*** .716*** .566*** 1   

12 .852*** .647*** .719*** .435*** -.021 .134*** .087* .195*** .782*** .678*** .844*** 1  

13 .819*** .617*** .698*** .469*** -.019 .160*** .115** .205*** .784*** .651*** .865*** .895*** 1 

注 1：*p<.05; **p<.01; ***p<.001 

注 2：1 代表掌握趋近目标定向、2 代表掌握回避目标定向、3 代表成绩趋近目标定向、4 代表

成就回避目标定向、5 代表无聊、6 代表绝望、7代表愤怒、8 代表焦虑、9 代表享受、10 代表

自豪、11 代表活力、12代表奉献、13 代表专注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5 回归分析 

本研究探讨青岛本科院校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情绪与学习投入的影响情形，以及学

业情绪在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两个变量之间的中介效果。因此，以成就目标定向为自变

量，学业情绪之无聊、绝望、愤怒、焦虑、享受、自豪维度分别为中介变量，学习投入为依变

量，进行结构方程模型(SEM)回归分析。 

A.学业情绪之无聊中介效果验证 

研究结果显示，成就目标定向正向显著预测学习投入，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796，达显著

水平(p＜.001)；成就目标定向正向显著预测学业情绪之无聊维度，标准化回归系数为.213，达

显著水平(p＜.001)；学业情绪之无聊维度负向显著预测学习投入，标准化回归系数为-.194，达

显著水平(p＜.001)。成就目标定向通过学业情绪之无聊这一变量对学习投入的间接效果为

-.041(p＜.01)，直接效应为.796(p＜.01)，总效应为.755(p＜.01)。 

B.学业情绪之绝望中介效果验证 

成就目标定向正向显著预测学习投入，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811，达显著水平(p＜.001)；

成就目标定向正向显著预测学业情绪之绝望维度，标准化回归系数为.372，达显著水平(p

＜.001)；学业情绪之绝望维度负向显著预测学习投入，标准化回归系数为-.152，达显著水平(p

＜.001)。成就目标定向通过学业情绪之绝望这一变量对学习投入的间接效果为-.057(p＜.01)，

直接效应为.811(p＜.01)，总效应为.754(p＜.01)。 

C.学业情绪之愤怒中介效果验证 

成就目标定向正向显著预测学习投入，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804，达显著水平(p＜.001)；

成就目标定向正向显著预测学业情绪之愤怒维度，标准化回归系数为.322，达显著水平(p

＜.001)；学业情绪之愤怒维度负向显著预测学习投入，标准化回归系数为-.154，达显著水平(p

＜.001)。成就目标定向通过学业情绪之愤怒这一变量对学习投入的间接效果为-.050(p＜.01)，

直接效应为.804(p＜.01)，总效应为.754(p＜.01)。 

D.学业情绪之焦虑中介效果验证 

成就目标定向正向显著预测学习投入，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860，达显著水平(p＜.001)；

成就目标定向正向显著预测学业情绪之焦虑维度，标准化回归系数为.478，达显著水平(p

＜.001)；学业情绪之焦虑维度负向显著预测学习投入，标准化回归系数为-.220，达显著水平(p

＜.001)。成就目标定向通过学业情绪之焦虑这一变量对学习投入的间接效果为-.1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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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效应为.860(p＜.01)，总效应为.755(p＜.01)。 

E.学业情绪之享受中介效果验证 

成就目标定向正向显著预测学习投入，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342，达显著水平(p＜.001)；

成就目标定向正向显著预测学业情绪之享受维度，标准化回归系数为.784，达显著水平(p

＜.001)；学业情绪之享受维度正向显著预测学习投入，标准化回归系数为.526，达显著水平(p

＜.001)。成就目标定向通过学业情绪之享受这一变量对学习投入的间接效果为.412(p＜.01)，

直接效应为.342(p＜.01)，总效应为.754(p＜.01)。 

F.学业情绪之自豪中介效果验证 

成就目标定向正向显著预测学习投入，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604，达显著水平(p＜.001)；

成就目标定向正向显著预测学业情绪之自豪维度，标准化回归系数为.760，达显著水平(p

＜.001)；学业情绪之自豪维度正向显著预测学习投入，标准化回归系数为.198，达显著水平(p

＜.001)。成就目标定向通过学业情绪之自豪这一变量对学习投入的间接效果为.151(p＜.01)，

直接效应为.604(p＜.01)，总效应为.755(p＜.01)。 

本研究参考 Bootstrap 中介效果结构方程模式分析的标准，进行间接效果的分析。从现有

资料随机抽取 N 个样本，若 N 为 5，重复抽取 100 次，所获得的样本则为 500，越多次数其次

数分配会更接近母体分配（郑怡君、蔡俊杰，2016）。有调查研究指出最少重复抽取 1000 次才

能计算信赖区间(Efron & Tibshirani, 1993)。间接效果在 95%信赖区间内不包含 0，达显著水

准，说明具有中介效果(Mackinnon, 2008)；直接效果在 95%信赖区间内包含 0，说明直接效果

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间接、直接效果在 95%信赖区间内不包含 0，达显著水准，则为部分

中介（郑怡君、蔡俊杰，2016）。具体分析见表 3.2。 

 

表 3.2 检验中介效果显著水准之 Bootstrap 分析 

路径 标准化之间接效应值 95%效果信赖区间 

  下限 上限 

成就目标定向-无聊-学习投入 -.041** -.062 -.023 

成就目标定向-绝望-学习投入 -.057** -.082 -.037 

成就目标定向-愤怒-学习投入 -.050** -.071 -.032 

成就目标定向-焦虑-学习投入 -.105** -.141 -.074 

成就目标定向-享受-学习投入 .412** .334 .485 

成就目标定向-自豪-学习投入 .151** .069 .224 

注：*p<.05; **p<.01;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知，学业情绪之无聊、绝望、愤怒、焦虑、享受、自豪为中介的间接效应值显著，

中介路径的 95%信赖区间都没有包含 0；间接、直接效果在 95%信赖区间内不包含 0，都达显

著水准，所以为部分中介。因此，学业情绪之无聊、绝望、愤怒、焦虑、享受、自豪维度在成

就目标定向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4.讨论与结论 
4.1 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情绪、学习投入之现况分析 

就本研究对象青岛市本科院校大学生而言，其成就目标定向具有中等偏上水平，其中掌握

趋近目标定向的得分最高，说明大学生在学习目标的设定上大多数注重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对于

新知识的掌握。学业情绪现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学业情绪之自豪的得分最高，其次是学

业情绪之享受，说明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情绪多于消极情绪，更多体验到的是自豪与享受。

这与吴霜（2012）与张灵利（2014）的调查结果大致相同，其研究结果发现，学生在学习时体

验到的积极情绪多于消极情绪。学习投入现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奉献维度的得分最高，

说明大学生学习投入程度普遍较高，每一位学生都会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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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不同背景变项在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情绪、学习投入之差异 

不同性别在成就目标定向中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到各个维度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性

别在学业情绪上存在显著差异，说明青岛本科院校大学生会因男女性别不同，而对学业情绪产

生显著的差异性，其中，绝望、愤怒、享受与自豪构面有着显著差异。此结果与吕京京

（2013）、吴霜（2012）的研究结果部分相同，其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在学业情绪上具有显著差

异。这说明学业情绪的发展与学生的心理年龄特征和生理发展特点密切相关（吕京京，2013）。

不同性别在学习投入中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到各个维度也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青岛市本科

院校大学生不会因为性别不同，而对学习投入产生显著差异。这与严卫华（2016）的调查结果

一致，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在学习投入中不存在显著差异。 

4.3 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的影响关系 

本科院校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习投入呈正向显著关系，说明被试者成就目标定向越高，

则学习投入越高。这与周方（2015）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其研究对象为大学生，结果表明成

就目标定向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认为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达到增强各项能力或提升各项成绩

的个体，就会更好的投入到学习中。 

4.4 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情绪的影响关系 

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情绪之无聊、绝望、愤怒、焦虑、享受、自豪均呈正向显著关系，说

明被试者成就目标定向越高，则学业情绪之各维度越高。这与吴霜（2012）、石清玲（2012）

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其研究结果均表明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情绪有显著地预测作用。过去有

研究者提出成就目标定向中的成绩回避目标定向能够正向影响绝望、焦虑（Pekrun et al., 2006）。

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皆属于重点高校本科学生，学习能力较强，在掌握趋近目标定向上的得

分也较高，所以当教学要求相对被试而言是较低时，被试容易感觉到无聊（Tuominen-Soini, 

2012）。由此可见，成就目标是影响学业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为学生了解以后的成绩提供

了认知背景，不同的成就目标会产生不同的学业情绪（石清玲，2012）。 

4.5 学业情绪与学习投入的影响关系 

本科院校大学生学业情绪之享受、自豪对学习投入呈正向显著关系，学业情绪之无聊、绝

望、愤怒、焦虑对学习投入呈负向显著关系，说明被试者积极学业情绪（如享受、自豪）越高，

学习投入程度越高，消极学业情绪（如无聊、绝望、愤怒、焦虑）越高，则学习投入程度越低。

这与王庆玲（2019）、李丹阳（2016）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其结果表明积极学业情绪对学习

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消极学业情绪对学习投入有显著负向影响。积极的学业情绪可以有效的

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使学生能够在学习时体验到快乐、体会到知识的价值，从而能更好地

投入学习；而消极的学业情绪则会降低学生们的学习激情，使其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抵触情绪，

无法更好地在学习中投入精力（王庆玲，2019）。 

4.6 学业情绪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以结构方程模型(SEM)回归分析学业情绪是否为成就目标定向影响学习投入的中介

变项，结果显示，青岛本科院校大学生的学业情绪之无聊、绝望、愤怒、焦虑、享受、自豪在

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习投入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成就目标定向可以透过学业情绪之无聊、

绝望、愤怒、焦虑、享受、自豪而间接影响于学习投入。这与雍挺俊（2018）的研究结果部分

相似，其认为学生心理韧性、学业情绪和学习投入之间都显著相关，学业情绪在学生的心理韧

性和学习投入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时罗琳（2012）的研究结果证实，成就目标、学业情绪

与学习成绩是显著相关的，学业情绪作为中介变量，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4.7 建议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成就目标定向，以提高学习投入。学校可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让学

生懂得正确的自我评价方式，将关注点由外部条件转向内部本质，注重自身长期的发展（杨媛

媛，2015）。明确了自身的价值取向，学习时才不会出现盲目、缺乏行动力等问题，才能全身

心的投入学习。加强大学生积极的学业情绪，以提高学习投入。学校应为学生心理健康发展营

造良好的环境与氛围，使学生心理素质稳固向上发展，促使学生用饱满的激情、积极向上的情

绪与态度开展学习生活，从而提高学习投入程度（李丹阳，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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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 teachers' performance, 

engagement and job burnout in Zhejiang province. After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re are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genders, ages,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working years on the job performance, engagement and job burnout of 

college teacher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job performance of college teache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job burnout. The job performance of college teache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engagements; College teachers’ engagement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burnout. And teachers’ engagement has an mediating effect on job 

performance and job burnout.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some data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of teachers' job burnout. 

 

Keywords: Job Performance; Engagement; Job Burnout; College Teachers 

 

中国浙江省高校教师工作绩效与教师职业倦怠的关系研究，以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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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浙江省高校教师工作绩效、敬业度、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对其问卷进行

信效度检验后，以描述分析、差异性检定、回归分析以及中介效果检验，研究结果如下： 

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对浙江省高校教师工作绩效、敬业度、职业倦怠存在部分显著差异；

浙江省高校教师工作绩效对高校教师职业倦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浙江省高校教师工作绩效对

高校教师敬业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浙江省高校教师敬业度对高校教师职业倦怠有显著正向影

响；浙江省高校教师敬业度在工作绩效与职业倦怠中起到中介作用。期望本研究能够为教师职

业倦怠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数据和理论支撑 

 

关键字：工作绩效；敬业度；职业倦怠；高校教师 

 

1.研究背景 
在当今社会经济市场条件下，企业间的各种竞争来自于企业中各类人才的竞争，而在学校

教师组织中也是如此。学校正承载着国家政策未来的发展和社会的期待，中国之《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培养人才质量

将是高等教育未来工作中的重要方向。拥有高水准的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和延续的生命

线，是衡量、修正和规划高等学校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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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要素。而决定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是高校的教师（薛成龙、邬大光，2017）。在社会上，

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持续关注和要求的不断提高, 高校教师的压力也与日俱增。近年来，随

着中国教育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教育水平也在逐步提高。高校是作为知识传授与创造、科

学研究与发展、社会服务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是当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支柱性力量（李娇月，

2019）。截至 2017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779 万人，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2631 所（含独立学院 265 所），较上年增加 35 所，增长 1.35%。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 244.30 万

人，较上年增加 3.82 万人，增长 1.59%；高校对教师数量需求增长的同时，对于教师的教学水

平和科研水准的要求也不断提升（朱恩东，2019）。李军（2007）指出高校教师工作绩效考核

要明确考核目标，突出高校教师在目标考核中的主体地位，构建一体化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对教师工作绩效考核评价产生公平化、客观化。教师工作绩效是学校发展的关键因素，教师工

作绩效决定教师的工作效率和工作完成的质量，进而决定学校的教学和科研质量，最后决定学

校的整体建设和未来发展。是高校教师在开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工作中进行的所有活动及

其取得的成效（王宁、粟娟，2015）。另外，宋丰练与王勤（2017）通过调查发现高校教师的

职业压力表现出普遍性、差异性、阶段性、多维性的特点，且高校教师肩负教学、研究、服务

等多重任务。兰继军、徐晶瑜、杜叶婷与杜瑾（2016）在对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中表

示 46%的教师感到压力较大并表现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知识更新、工作绩效考核指标、收入情况、

工作负荷量等方面。因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强度高，工作绩效水平不达标等原因，则更容

易使个人产生身心疲惫的状态，若个体不能有效缓解职业压力，不善合理应对工作中的挫折，

则极其容易产生职业倦怠的现象（徐富明，2003）。而忠诚教育事业，献身教育事业，为教育

事业奉献，是每一位教师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品质。叶泽来（2010）指出部分教师缺

乏敬业精神，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教育教学的工作中，导致绩效水平过低。教师敬业问题源于

“工作敬业”的研究，工作敬业是目前积极心理学关注的问题之一（杨新国，2008）。郭涛

（2013）指出关于员工敬业度的研究不仅引起企业管理界与管理咨询实践的重点关注，随着时

间的推进，在学术界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也逐渐活跃起来。因此，研究高校教师敬业度与教师工

作绩效间关系的问题，不仅可以有针对性的提升教师个人工作绩效水平，也可以缓解一定程度

上教师的职业倦怠，同时也对教师个人未来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吴凡，2015）。 

  

2.文献综述 
“工作绩效” (Job Performance) 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Taylor (1911) 提出科学管理理论时期，通

过制定工作定量，实施按件计酬的方法，以提高工作绩效和工作效率。Jones and Vroom (1964) 

则认为工作绩效是能力和激励的函数，其中能力取决于员工的素质、资源等，激励取决于员工

的期望和组织的承诺。而 Bernardin and Beatty (1984) 将工作绩效定义为在一定的时间内，从事

特定的劳动所完成的产量记录。且为员工所做的、同组织目标紧密相关的、可测量的行为，所

谓工作绩效是指个体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发生的一系列可评价的行为。工作绩效是组织管理研究

的热点和重点话题。学术界主要从结果导向、行为导向、结果和行为综合导向划分工作绩效

（侯鹏艳，2019）。蔡永红与林崇德（2001）着手于基本理论对教师绩效划分成教师任务型绩

效和关系性绩效，在此基础上，本文把工作绩效划分为两个维度，分别为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

此外，中国学者对教师工作绩效的研究逐渐增多，有的关注工作绩效的影响因素，已有文献认

为主要来自个人、组织和工作三方面影响。王惠（2011）针对高校教师的工作绩效评价进行研

究，认为高校教师工作绩效评价要结合高校自身特色，健全和完善绩效考评体系，以达到公平

公正的效果。另外，姚纪文（2019）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不同学历的高校教师在工作绩效的科研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潘平（2019）指出男女教师在各种原因上导致两者在性别上的绩效

水平的差异，高校教师在整体工作绩效上与年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教师教龄在工作绩效方面

的表现上没有显著差异，工作绩效与高校教师学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敬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范畴和规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的道德内涵，

直接来源于“敬”杨新国（2008）。最早对工作敬业进行研究的是 Kahn (1992) 通过实证研究指

出“敬业度” (Engagement) 是指组织成员以自我投入到工作角色中，在体力上、情感上，以及

认知上完成自己的工作并在其中表现自我，是一种积极的、追求最佳角色表现的状态。中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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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曾晖与赵黎明（2009）则认为员工敬业度是一种对待工作的持久、积极的情绪和动机唤醒状

态，随时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并在工作过程中伴随有愉悦、自豪、鼓舞的体验；工作

时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不容易疲倦;面对困难及压力，有很高的承受力，一旦进入工作角色，

就不愿意从工作中脱离出来，并愿意付出额外的工作努力。所谓敬业度是指个体在工作中对工

作产生的责任感，并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积极主动地完成一项本职工作或有所超越。郭

涛（2013）则在对高校教师敬业度影响因素研究指出敬业度就是员工积极投入到自身工作之中，

并伴随有绩效的表现，并在文献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构建高校教师敬业度的三个维度,包括投

入工作、认同组织、主动参与。本研究对象为高校教师，因此结合高校教师工作特点与职业特

点，将运用郭涛（2013）所提出之敬业度理论中建构提出的三个维度以用作本次高校教师敬业

度的维度。自 Kahn (1992) 首先在理论上对敬业度进行研究之后，针对企业员工敬业度的研究

逐渐丰富起来，个人因素、工作因素、组织制度因素、组织氛围四大类因素都会影响敬业度。

后续，梁建平等人（2014）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教龄层面，不同教龄体育教师的职业敬业感呈

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不同性别体育教师的职业敬业感呈现出显著性差异水平。另外，刘金培

等人（2018）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乡村教师的敬业度在学历层面有显著性差异。同时，刘骝

（2019）通过实证分析指出高校教师敬业度及各维度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职业倦怠” (Job Burnout) 最早由 Freudenberger (1974) 提出，指对个人精力的过多要求，

而付出与回报不匹配的失败感觉和精神疲惫。Pines and Aronson (1988) 将倦怠解释为由于长期

沉溺于要求情感付出的情境而导致的一种身心，以及情感耗竭的症状与状态。所谓职业倦怠是

指在工作付出和回报的过程中产生不匹配的感觉，所付出的劳动达不到想要的满足从而产生身

心的疲劳。另外，Maslach and Jackson (1986) 提出倦怠状态会产生的三种维度：情感耗竭  

(Emotional Exhaustion) 、人格解体 (Depersonalization) 、以及工作成就感降低 (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本文将以 Maslach and Jackson (1986)提出之倦怠理论以探究高校教师之职业

倦怠。相关教师作为研究的对象，田栋（2008）通过研究发现，工作倦怠是职校教师在不适应

工作压力时的一种极端反应。此外，易福侠（2019）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男教师较女教师更容易

产生倦怠，男教师更容易出现去个性化，女教师则有明显的低成就感，情感耗竭维度无显著差

异;在年龄方面，男女职业倦怠总体差异不明显，但在情感耗竭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岳永红与

庞辉辉（2019）则指出具有初级职称且学历较高的教师在情感耗竭、非人性化表现方面明显高

于其他职称教师，而高级职称教师且学历较高在非人性化、情感耗竭和个人成就感方面状态均

好于其他职称教师。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JD-R) ，每种职业都有影响工作者身

心健康及工作状况的独特因素，所有这些加深对职业心理健康的认识和理解，其因素可归为工

作要求和工作资源。Demerouti, Bakker, Nachreiner, and Schaufeli (2001) 在 JD-R 模型的初始形态

中，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分别对应健康受损过程和动机激发过程，工作要求是身心健康受损过

程的主要预测变量，工作要求过高或持续时间过长会导致身心健康受损，并产生职业倦怠。基

此，Xanthopoulou, Bakker, Demerouti, and Schaufeli (2007) 研究发现个体资源与工作资源具有交

互作用，且个体资源可以独立地作为敬业度的前因变量，身心状态良好的员工能够更好地调动

他们的工作资源，在工作中也表现得更加敬业。Backer and Jaffe (2003) 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工

作要求与工作倦怠的情感衰竭纬度存在高相关，而工作资源缺乏则与倦怠的去人格化、自我效

能感维度存在高相关。但是，关于工作绩效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商业层面如企业员工绩效问题、

企业绩效管理问题等等，而针对高校教师群体工作绩效的文献资料较少，研究较为薄弱（潘平，

2019）。因此，本次研究想要针对高校教师为主体，对工作绩效进行研究创新。基于对现有文

献资料的梳理，发现在中国的相关研究中对教师的研究相对较少。职业倦怠的早期研究始于西

方，中国在这一范畴和领域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时间并不长，研究手段较为单一，研究方向显得

有些单一，使得所获得的数据信息不够全面，所得出的结论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陈莎，2018）。

因此本研究通过对高校教师工作绩效的研究，试图探究在学校这一社会环境下，更深入的了解

高校教师情况，以及职业倦怠行为的产生。并加入敬业度为中介作用，探讨敬业度在工作绩效

和职业倦怠之间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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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 
3.1 被试 

本研究选取浙江省各 5 所重点大学，普通本科大学，职业专科类的在职教师为代表，对浙

江省 15所高等院校教师发放问卷，共 457份，回收 457份，问卷是以网络问卷的形式发放，故

不存在漏填情况。考察了性别、年龄、学历这 3 个人口变量，结果显示，在性别方面女生占

52.7%，共 241人，男生占 47.3%，共 216人。在年龄方面，22-30岁的占比 29%，31-40岁的占

比 53.1%，41-55岁的占 18%。在学历方面，专科占比 6.8%，本科占比 59.3%，硕士占比 31.2%，

博士占比 2.7%。 

3.2 研究工具 

A.工作绩效量表。朱恩东（2019）问卷中引入 (Van Scooter, Motowidlo, & Cross, 2000) 发表

的关系绩效量表中的项目，任务绩效项目通过文献探讨、职务分析、团体焦点访谈、征询专家

意见、信息整合、修改等过程编制而成。工作绩效量表的 Cronbach' s Alpha 系数值为 0.929，表

明量表的内部结构一致性程度很高，量表的信度非常好。KMO=0.792>0.7，Bartlett 的球形度检

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0，小于 0.01，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效度良好。 

B.敬业度量表。郭涛（2013）在借鉴中西方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各种量表进行结合，自

编高校教师教师敬业度李克特 5 点量表，且将敬业度划分成三个维度，分别为投入工作，认同

组织，主动参与，计算得到整体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53，KMO 值为 0.917 ，该量

表在系统的检验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C.职业倦怠量表。齐亚静、伍新春与胡博（2016）在 MBI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适用于中国

教师的职业倦怠量表，共计 22 个项目，其中关于工作倦怠的问卷包括情绪耗竭、去个性化、

低成就感三个维度，共计 9 个项目、13 个项目为背景变项。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0，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下: 2/df = 1.942，GFI = 0.902， NFI = 0.943，TLI = 0.967，CFI = 0.971，

RMSEA = 0.054，表明该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4.结果与分析 
4.1 工作绩效、敬业度、职业倦怠对性别，年龄，学历的差异分析 

A.工作绩效、敬业度、职业倦怠对性别的差异分析。 

 

 

 

 

变项名称 
男 女 

t p d 差异比较 
M SD M SD 

关系绩效 3.850 0.687 3.651 0.883 3.425 .001 .199 男>女 

工作绩效 3.835 0.615 3.709 0.758 2.482 .013 .126 男>女 

工作投入 3.993 0.691 3.867 0.813 2.269 .024 .126 男>女 

主动参与 4.049 0.691 3.885 0.912 2.963 .003 .180 男>女 

敬业度 3.987 0.551 3.874 0.712 2.420 .016 .113 男>女 

低成就感 4.043 0.720 3.873 0.887 2.859 .004 .170 男>女 

非人性化 3.880 0.832 3.734 0.946 2.232 .026 .146 男>女 

职业倦怠 3.903 0.651 3.754 0.822 2.731 .006 .149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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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工作绩效、敬业度、职业倦怠对年龄的差异分析。 

变项名称 
22-30 岁 31-40 岁 41-55 岁 

F p 事后比较 
M SD M SD M SD 

任务绩效 3.586 0.854 3.829 0.779 4.020 0.547 13.996 .000 2;3>1 3>2 

关系绩效 3.609 0.832 3.757 0.806 3.928 0.699 6.622 .001 3>1 

工作绩效 3.598 0.778 3.793 0.683 3.974 0.513 12.783 .000 2;3>1 3>2 

组织认同 3.761 0.863 3.949 0.710 3.981 0.666 5.248 .005 2;3＞1 

主动参与 3.878 0.885 3.953 0.856 4.134 0.647 4.079 .017 3＞1；2 

敬业度 3.828 0.744 3.943 0.613 4.041 0.523 4.780 .009 3＞1 

低成就感 3.829 0.897 3.984 0.808 4.066 0.672 4.009 .019 3＞1 

非人性化 3.671 0.997 3.831 0.876 3.934 0.752 3.932 .020 3＞1 

职业倦怠 3.708 0.853 3.854 0.726 3.924 0.608 4.071 .017 3＞1 

 

C.工作绩效、敬业度、职业倦怠对学历的差异分析。 

 

4.2 工作绩效、敬业度、职业倦怠相关分析 

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他们指出，相关系数范围 0.900 以上为非常高度相关，

0.700-0.900 为高度相关，0.500-0.700 为中度相关，0.300-0.500 为低度相关，0.000-0.300 为甚少

相关，如果变量间显著值小于或等于 0.050、0.010、0.000，则表明，变量间具有显著相关性。

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工作绩效、敬业度、职业倦怠之间均存在两两显著正相关，显著性系数

均小于 0.010，且相关系数均小于 0.500，为中低相关，可以做回归分析，具体见下表 1。 

 

表 4.23 工作绩效、敬业度、职业倦怠相关分析表 

 工作绩效 敬业度 职业倦怠 

变项 皮尔逊相关系数 sig.（双尾） 

1.工作绩效                   1                               

2.敬业度                    .398**                 1                    

3.职业倦怠                  .397**                     .423**                  1 

变项名称 
专科 本科 硕士 博士 

F p 
事后    

比较 M SD M SD M SD M SD 

任务绩效 3.561 0.941 3.746 0.792 3.906 0.706 4.093 0.658 4.657 .003 3>2 

关系绩效 3.413 0.959 3.723 0.799 3.835 0.754 4.023 0.727 4.808 .003 3;4>1 

工作绩效 3.487 0.845 3.734 0.710 3.871 0.617 4.058 0.598 5.976 .001 3;4>1 

工作投入 3.680 0.860 3.886 0.787 4.027 0.680 4.278 0.460 5.010 .002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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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中介效果回归分析摘要表 

本研究探讨浙江省高校教师工作绩效、敬业度与职业倦怠倦怠的影响情形， 以及敬业度在

工作绩效与职业倦怠两个变量之间的中介效果。为求研究的严谨度，本研究根据 Baron and 

Kenny (1986) 所提出的观点，以阶层回归分析验证应对按时变项的中介效果是否存在，并根据

分析结果进行讨论。Baron et al. (1986) 认为中介效果的检定应以三个回归模式来验证，即模式 

1：自变量对中介变量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式 2：自变量对依变量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式 3：中

介变量对依变量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式 4：中介变量与自变量对依变量的回归模式中，中介变

量会对依变量有显著影响，而且因中介变量的加入，自变量对依变量的影响减弱，甚至呈现不

显著的情形。若影响减弱后，自变量对依变量已无显著的影响效果，则称为完全中介；若影响

减弱后，自变量对依变量仍有显著的影响效果，则称为部分中介。因此，以工作绩效为自变量，

敬业度为中介变量，职业倦怠为依变量，以及将背景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进行阶层回归分析。其

分析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中介效果回归摘要表 

依变项 敬业度 职业倦怠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1.背景变项 

性别 

年龄 

学历 

 

-.038*** 

-.004*** 

.029*** 

 

-.055*** 

-.017*** 

-.017*** 

 

-.048*** 

.018*** 

.001*** 

 

-.043*** 

-.016*** 

-.026*** 

2.自变项 

工作绩效 

 

.383*** 

 

.389*** 

  

.270*** 

3.中介变项 

敬业度 

   

.411*** 

 

.311*** 

R² .166 .164 .186 .245 

Adj R² .160 .159 .180 .239 

F 28.935*** 28.694*** 33.269*** 39.374*** 

注：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首先在第一个回归模式中，以工作绩效为自变量，敬业度为依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Adj R² ＝.160，表示工作绩效可解释敬业度 16%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为.383，达到

显著水平 (p＜.001)，且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表示工作绩效对敬业度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此结果符合 Baron et al. (1986) 所提出的模式 1。 

第二个回归模式中，以工作绩效为自变量，职业倦怠为依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Adj R²

＝.159，表示工作绩效可解释职业倦怠 15.9%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为.389，达到显著

水平 (p＜.001)，且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表示工作绩效对职业倦怠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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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符合 Baron et al. (1986) 所提出的模式 2。 

在第三个回归模式中，以敬业度为自变量，职业倦怠为依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Adj R² 

＝.180，表示教师敬业度可解释职业倦怠入 18.0%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为.411，达到

显著水平 (p＜.001)，且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表示敬业度对职业倦怠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此结果符合 Baron et al. (1986) 所提出的模式 3。 

最后，在第四个模式中，同时以工作绩效与敬业度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为依变量，结果

显示其解释变异量 Adj R²增加.059，其工作绩效与职业倦怠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分别为.270

和.311，均达到显著水平 (p＜.001)，且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可见，工作绩效与敬业度对

职业倦怠均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加入中介敬业度变量之后，工作绩效对职业倦怠的标准化回归

系数 β 由.389 下降至.270。且仍达显著水平 (p＜.001)，自变量对依变量的影响减弱，自变量对

依变量仍有显著的影响效果，则表示敬业度在工作绩效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关系中，具有部分中

介的作用。此结果符合 Baron et al. (1986)所提出的模式 4。 

 

5.讨论 

5.1 工作绩效、敬业度和职业倦怠的现况分析 

工作绩效。在人口学相关研究差异分析中发现，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在工作绩效上存

在显著差异，与潘平（2019）的研究结果部分不一致，在性别和学历的研究结果方面达到一致，

在年龄这一方面的研究结果不一致，造成这一研究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研究地区的教育资源不同

或者是采用的样本数大小的不同，造成高校教师工作绩效在年龄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本研

究的研究结果与姚纪文（2019）在不同学历对工作绩效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本研究的研究结果

为不同性别在工作绩效上存在部分显著差异，不同年龄在工作绩效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学历

在工作绩效上存在显著差异。 

敬业度。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为不同性别在敬业度上存在部分部分显著差异，不同年龄在敬

业度上存在部分显著差异，不同学历在敬业度上存在部分显著差异。与刘骝（2019）和郭涛

（2013）的研究结果部分不一致，其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在敬业度中的两个维度有显著差异，而

刘骝（2019）则通过研究表明不同性别在敬业度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见在不同的研究中，性别

对于敬业度的影响结果有差异，后续研究可通过不同性别对应对方式差异进行考量，以及对于

学历教育程度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是面向的调查对象不同，本研究分别抽取重点大

学，普通大学以及专科类大学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校进行研究。但本研究与梁建平、赵晋喜与叶

昌全（2014）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在不同学历，不同性别方面，敬业度均存在显著差异。 

职业倦怠。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为不同性别在敬业度上存在部分显著差异，不同年龄在职业

倦怠上存在部分显著差异，不同学历在职业倦怠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与易福侠（2019）在性别、

年龄上研究结果一致。但与李西（2019）的关于性别对职业倦怠的差异影响的研究调查结果不

一致，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李西（2019）是从工作-家庭方面来对职业倦怠进行的

研究，而本研究并未对高校教师的家庭生活方面做研究。与汤舒俊（2010）针对学历对职业倦

怠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一致，造成这一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调查对象不同或者是随着时间的推送，

对于高校教师的录用针对学历方面越来越严格，所以会造成这一结果的差异。 

5.2 工作绩效对职业倦怠的正向影响讨论 

工作绩效对职业倦怠呈正向显著关系，即高校教师的工作绩效越好，高校教师的职业倦怠

程度会越高。如果情绪衰竭的个人情感资源的过度耗用，导致高校教师疲惫不堪，对工作失去

以往的动力，机械的重复以往的工作，必然会对绩效产生影响 ，教师缺乏足够的自信心去完成

工作，因此在工作中缺乏动力和激情，最终导致较低的绩效结果，而较低的绩效结果会反作用

于教师的个人成就感，如此恶性循环只会导致情况越来越差。 

5.3 工作绩效对敬业度的正向影响讨论 

工作绩效对敬业度呈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高校教师的工作绩效越高，教师对其工作的敬业

度也会越高，这与翁朝葵（2014）调查发现吻合敬业度对于个人绩效、组织绩效、工作满意度、

利润等变量具有积极作用，敬业度越高，对个人、组织都会产生强烈的满足感，进而获得应得

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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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敬业度对职业倦怠的正向影响讨论 

敬业度对职业倦怠呈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高校教师的敬业度越高，在工作中遭受挫折时，

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战胜面前的挑战，从而走出倦怠。促使自身受各类压力刺激形成源源

不绝之动力，所遇难题瓶颈也会想方设法完成，成就感油然而生，热爱工作保持积极向上的作

风。这与郭涛（2013）的调查发现吻合 

5.5 敬业度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高校教师敬业度在高校教师工作绩效与职业倦怠的关系中起到部

分中介作用。即工作绩效可以透过敬业度而间接影响职业倦怠。这与 Hakanen, Bakker, and 

Schaufeli (2006) 的研究结果相似，其认为在工作中工作的负荷量，学生的负面行为以及工作环

境很容易会导致职业倦怠，从而产生较低的工作能力，而员工对工作的控制程度，以及主观的

支持，社会氛围等方面的工作资源达到满足时，对工作会产生相应的敬业度，在工作的敬业度

提升之后，会有满意的工作绩效，同时，反方向来说，工作资源的缺乏可能会产生职业倦怠。 

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不仅关系到教师个人的心理健康，更关乎学生的成长。全社会人民都

应该重点关注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有助于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建立起全社会的教师支

持网络。本研究只对其中比较明显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作者的研究能力有限，还有很多

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期望本研究能够为教师职业倦怠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数据和理论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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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lassroom climate on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zhou, China, and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 total of 1000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ree Guangzhou universities, 211 in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screened out, and 

789 questionnaires were actually collected, with a validity rate of 78.9%.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by SPSS and AMOS statistical software, and the research tool 

was "Research Questionnaire on Class Climate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lass climate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ntal heal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f class 

atmosphere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Guangzhou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classroom climat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中国广州市大学生班级氛围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陈令格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chandamao@163.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广州市大学生班级氛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对象为广州市大学生，

采取便利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共选取三所广州高校，总计收回问卷 1000 份，筛除无

效问卷 211 份，实际收回 789 份，问卷有效率为 78.9%。以《大学生班级氛围与心理健康的研

究调查问卷》为调查工具，有效问卷经 SPSS 与 AMO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如下：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班级氛围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心理健康上差异

显著；广州高校大学生班级氛围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大学生；班级氛围；心理健康 

 

1.引言 
随着中国高校大学生人数逐年增多，一些源于学生心理问题而引发的案情也开始浮现。从

马加爵杀人案，到林森浩投毒案。种种残忍行为背后体现的问题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

观，完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迫在眉睫。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是社会、家庭和大学生自身的共同

愿望，也是国家和国民对培养人才、提升素质的期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对国家、社会和家庭

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吴霞，2015）。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是指一种持续的、

高效而满意的心理状态（巢传宣、陈红，2017）。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人们的身体、智能以及情

感能保持心理和谐、身心平衡、情感理智，且适应能力较好，自身的潜能也能得到充分发挥

（方立成，2016）。因此有必要探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提供实证依据，进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并可推动未来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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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光荣（2004）在研究中提出，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班级氛围，班级

氛围(Classroom Climate)是指由班级内成员在长期交往活动中形成的人际气氛，其中包含师生

关系、同伴关系和班级组织三个方面（郭伯良，2004）。从 Maslow 需求层次理论中可知，个体

有人际交往的需求。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增进个体间的情感沟通，能使个体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

减少负面情绪，从而维持个体健康的心理状态（彭英杰，2003）。梁素彦（2015）研究表明，

良好的班级氛围有助于提高班级凝聚力、提高学习效率，是增进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尽

管班级氛围已经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但是中国探究班级氛围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仍然

较少（梁素彦，2015；温迎、陈建新，2019；夏磊，2019；刘占波，2019）。因此，有必要进

一步探讨大学生班级氛围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期在理论上丰富大学生班级氛围与心理健康领

域的相关内容。目前中国学者对班级氛围以及心理健康的关系等方面做的研究存在着以下两方

面的不足： 

A.以往学者对心理健康的研究有很多，但较少探究班级氛围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黄敏儿、

戴健林，1997；袁贵勇，2008；凌苏心、陈卫旗，2000）。 

B.在研究对象上较少探究大学生班级氛围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夏磊，2019；刘占波，

2019）。 

综上所述，本研究不仅探究了班级氛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而且进一步将研究对象扩大至

大学生群体，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框架图详见图一： 

A.探讨中国广州大学生班级氛围和心理健康的现况。 

B.中国广州大学生在不同背景变量上的班级氛围和心理健康存在的差异。 

C.探讨中国广州大学生班级氛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2.方法 
2.1 被试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了广州市三所公立全日制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1000 名大学

生作为被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发放、回收，施测前严格按照量表指导语事项行施测，问卷于

两周内完成回收，并控制了被试的三个背景变量：性别、年级、专业。剔除无效问卷 211 份后

保留有效问卷 789份，回收率为 78.9%。其中的男生共 313人，占总人数的 39.7%。女生共 476

人，占总人数的 60.3%。大一学生人数为 387 人，占比 49%，大二学生人数为 160 人，占比为

20.3%，大三学生人数为 168 人，占比为 21.3%%，大四年级有 74 人，占比为 6.5%。专业共分

为五类，其中工学类有 566 人，占比为 71.7%，理科类共有 80 人，占比为 10.2%，艺术类共有

52 人，占比为 6.6%，管理类共有 67 人，占比为 8.5%，文科类共有 24 人，占比为 3%。 

 

 
班级氛围 

1 同伴关系 

2 师生关系 

3 班级组织 

心理健康 

背景变项 

性别 

年级 

专业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374 
 

2.2 研究工具 

A.沃里克-爱丁堡积极心理健康量表 

刘永闯等人（2016）将 Tennant et al. (2007)编制的沃里克-爱丁堡积极心理健康量表进行了

翻译和修改。该研究中沃里克-爱丁堡积极心理健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 α 为.93，

重测信度为.79 (P＜.01)。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 CFI=.885，GFI=.846，NFI=.872，TLI=.864，

RMSEA=.120。WEMWBS 中文版共 14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1 代表从不；2 代表很少；3 代

表有时；4 代表经常；5代表总是，分值越高代表积极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B.学生感知班级氛围量表 

量表共 26题，分为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和班级组织 3个维度，陈斌斌与李丹（2009）验证

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χ²=427.40，df =167，GFI=.91，RMSEA=.06，各项目的因素负载量均

在.39 以上，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项目信度。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班级组织这三个维

度的 Cronbach' s α 信度系数分别是.82、.85、.72。采用 5 点计分制，1 表示从不如此，2 表示偶

尔如此，3 表示有时如此，4 表示经常如此，5 表示总是如此，每个维度各项分数的平均分为该

维度的分数，该量表总分越高代表学生感知的班级氛围越良好。 

 

3.结果 
3.1 差异分析 

不同性别的广州高校大学生在班级氛围与心理健康上是否存在差异，以下将以平均数、标

准差与独立样本 t 检验加以分析，如表一所示。 

 

表一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班级氛围与心理健康的 t 检验分析(N=789) 

构面 
男生 女生 

t值 p值 差异比较 
M SD M SD 

班级氛围 4.139 0.603 4.155 0.625 -0.364 .716 - 

师生关系 4.267 0.686 4.228 0.713 0.756 .450 - 

同伴关系 4.062 0.720 4.024 0.765 0.703 .482 - 

班级组织 4.107 0.669 4.203 0.664 -1.978 .048 女＞男 

心理健康 3.814 0.702 3.608 0.741 3.890 .000 男＞女 

注：“-”为无显著差异 

 

不同性别大学生在整体班级氛围上，F 检定的 p 值(p＜0.05)不显著，代表男生、女生之变

异数没有显著差异，符合变异数同质的基本假设。t检定的 p值不显著，代表男生、女生在整体

的班级氛围的平均数没有显著差异，故不需要比大小。仅在维度“班级组织”上存在差异，男

生(M=4.107, SD=0.669)，女生(M=4.203, SD=0.664)，表示广州高校男生在感知班级组织氛围上

高于女生，但在感知整体的班级氛围上男女生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心理健康上，F 检定的 p 值(p＞0.05)不显著，代表男生、女生之变异

数没有显著差异，符合变异数同质的基本假设。在 t 检定的 p 值达显著(t=3.890, p=.000)，代表

男生、女生在心理健康的平均数具有显著差异，比较大小后发现，男生(M=3.814, SD=0.702)，

女生(M=3.608, SD=0.741)，表示广州高校男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生。 

综上所述，不同性别在变量上的差异比较结果可知，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心理健康上有显

著差异，而在班级氛围上男生、女生没有显著差异。 

3.2 各变量维度的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二所示，班级氛围与心理健康之间呈现正相关，且达显著水平

(r=.538，p＜.001)，属中相关，说明大学生班级氛围越良好，心理健康状态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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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变量维度相关分析 

维度 1 2 3 4 

1师生关系 1    

2同伴关系 .692*** 1   

3班级组织 .744*** .834*** 1  

4心理健康 .550*** .685*** .564*** 1 

                        注：*, p<.050；**, p<.010；***, p<.001. 

 

3.3 回归分析 

模型一中，以回归分析检验背景变量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如表三所示。通过分析结果

发现，R²为.019，表示大学生性别、年级、专业可解释大学生心理健康 1.9%的变异量。 

模型二，检验班级氛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关系，如表三所示。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

为.551，表示班级氛围可解释心理健康 55.1%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为.740，并达到显

著水平(p＜.001)，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表示班级氛围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

是说大学生班级氛围越好，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表三 大学生班级氛围的回归分析表 

变量 
心理健康 

模型一 模型二 

女生 -.136*** -.148*** 

大二 .013 -.020 

大三 -.018 -.014 

大四 -.017 -.020 

理科类 .046 .040 

艺术类 .021 .039 

管理类 -.014 .005 

文科类 -.019 .013 

班级氛围  .655*** 

R² .019 .447 

F 5.157** 158.724*** 

                      注：1.*, p<.050；**, p<.010；***, p<.001.； 

                               2.性别（男生）、年级（大一）、专业（工学类）为参照组 

 

4.讨论 
分析数据发现，大学生有着偏上的班级氛围程度。这与刘占波（2019）对山东大学生班级

氛围的研究结果：学生感知的班级氛围中度偏下，可能是研究对象上存在地域差异导致。其中

大学生感知到的师生关系的氛围最为良好，其他依次是班级组织与同伴关系。表示，现今的大

学生感知到的整体的班级氛围较为良好，其中在班级氛围上对感知到的师生之间的关系最为满

意。 

根据结果可知，大学生在心理健康上有着中度偏上的程度，与胡凯（2003）针对 3000 名

长沙大学生做的心理健康的研究结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处于中等偏下的情况不符合，原

因可能是调查的时间相距较大，近年来，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有所改善以及学校加大开展的心

理健康教育的力度、家长也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逐渐关注（王琼，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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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性别上高校大学生的班级氛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且与以往的以小学生为研究对象

进行班级氛围研究的结果：女生比男生更能感知到良好的班级氛围（李梦娜等人，2015；刘兴

哲，2015；张莎梅，2017；白燕军，2017；江洁玲，2018），结果不符，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

的不一致，小学的女生可能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比男生要早发育一些（龚定宏，2014），因此对

班级氛围的感知就会有显著差异。而大学中的男女生心理发展程度相当，因而对班级氛围的感

知差异不显著（李丹等人，2015）。 

本研究的心理健康变量不分维度，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心理健康上存在显著差异，经过比

较后发现：男生在心理健康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与黄慧（2011）在广西大学生心理健康

的研究结果：男生的心理健康总体水平明显高于女生，相符合。这可能是女大学生的个性特

征、身心发展特点及社会因素，心理困扰和冲突较男生多（胡烨妃，2010）。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大学生的班级氛围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健康，即班级氛围越良

好，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越佳（曹传宣、李青，2018）。此结果与张薇（2014）、郝红征

（2012）的研究结论相似：班级氛围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 

因本研究采用线上问卷作为资料搜集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若能加入访谈法或参与观察

法等研究方法或是进行现场问卷发放，将对广州高校大学生的班级氛围、心理健康有更进一步

的了解。因在被试人群上的限制，本研究所回收的正式问卷数据各项比例略有失衡，未来研究

中可扩大研究范围，增加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高校；完善研究对象的比例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班级氛围对心理健康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因此，营造大学生良好

的班级氛围，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提出建议如下：学校可以通过组织班集体活

动增强大学生的班级集体感，从而促进良好班级氛围的营造；教师可适时给予学生鼓励与信

任，创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促成良好班级氛围；学生之间则应友善互助，形成良性竞争，从而

共同促进班级氛围的提升。 

 

5.结论 
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A.广州大学生班级氛围和心理健康的现况属于中等偏上程度。 

B.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的班级氛围和心理健康存在的差异；不同年级、专业无显著差异存

在。 

C.班级氛围对心理健康有着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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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 the Children for Entering the Kindergarten, Teacher-

child Interaction and Children's Separation  

Anxiety: As an Example in Guiyang Kindergarten 
Huaiyu MIN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823813387@qq.com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variables on children's 

separation anxiety by parents and teachers in a kindergarten in Guiyang, Guizhou Province, and 

establish a research model.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study parents and teachers of a 

kindergarten in Guiyang City, Guizhou Province. A total of 54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of which 60 were teachers and 480 were parents, and 540 were actually collected. The research 

tool "Child Hand Puppet Interview Separation Anxiety Scale,The questionnaires of the 

Questionnaire of the Status Quo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 

and the Questionnaire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in Preparing for Kindergarten Entry, and 

analyzed by SPSS 22.0 statistical softwar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a kindergarten in 

Guiyang City had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emotions of the kindergarten 

preparation; the dependence in teacher-child interaction had a negative influence. 

 

入园准备、师幼互动对幼儿分离焦虑的影响： 

以贵阳市某幼儿园为例 
闵怀玉 

博仁大学  

823813387@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变量在贵州省贵阳某幼儿园的家长和老师的入园准备和师幼互动对幼

儿分离焦虑的影响，并建立研究模式。采用问卷调查，以贵州省贵阳市某幼儿园的家长和老师

为研究对象，总计发放问卷 540 份，其中老师 60份，家长 480 份，实际回收 540 份，研究工

具《儿童手偶访谈分离焦虑量表、幼儿园师幼互动现状调查量表、家长参与幼儿入园准备量表》

调查问卷，经 SPSS 22.0 统计软件执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贵阳市某幼儿园在入园准备中的

社会情绪存在正向显著影响；师幼互动中的依赖性存在负向影响。 

 

关键词：入园准备；师幼互动；分离焦虑；家长和老师 

 

1.研究背景 
每一位小朋友在进幼儿园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分离焦虑，就是小孩子离开父

母以后产生的不安情绪。李巧仙（2018）的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小班新入园孩子中，分离焦

虑持续一周的占 15%，持续两周的占 65%，持续三周以上的占 20%，由此可见，极少有幼儿

没有分离焦虑症。 

教师做好幼儿入园准备对缩短幼儿分离焦虑的影响：朱桑丽（2018）指出幼儿入园前自理

能力提高，孩子也会大大地增强自信心，从而也会降低幼儿入园的分离焦虑。沈秋苹（2017）

指出入园准备好的幼儿在入园后能够很快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对于缓解幼儿分离焦虑有大用处。

常亮（2009）研究发现为了了解幼儿入园准备，增强入园准备的意识，做好相应的入园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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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幼儿顺利适应幼儿园新生活。王玲艳（2008）的研究指出入园前，家长要经常带孩子到幼儿

园参观，让幼儿感受幼儿园的环境，体验幼儿园的生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幼儿初到一

个陌生环境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在入园前积极合理地进行准备，可有效降低幼儿入园的焦虑，

让孩子更快适应新生活，没有积极准备或准备不充分，幼儿在入园后容易岀现入园焦虑、陌生

人焦虑、分离焦虑，进而引起入园适应困难，不利于孩子自身健康及良好人格的形成（李钊，

2013）。程敏（2009）研究发现当环境变得更为熟悉更为亲切的时候离开父母的焦虑将会得到

适当的降低。吕音（2007）研究发现幼儿在入园前家长包办一切，产生严重依赖心理，独立性

差，入园后有些生活自理方面需要自己动手，心理压力相对增强，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入园适应。

在开学之前先带幼儿去幼儿园里熟悉环境，这样可以更好的熟悉老师和幼儿园。徐建华（2015）

指出有研究者提倡“提前入园、混龄体验”的新模式，并开发了“新生入园 28 天”的园本混

龄体验课程，专门用于对新入园幼儿第一个月的教育。幼儿本身入园准备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社会活动能力（与同学相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等。 

师幼互动会缓解幼儿入园分离焦虑。田方（2014）研究指出互动应该是教师和全体幼儿的

互动，既可以有教师与小组的互动，也可以有教师与个体的互动，这三种方式可以相互补充。

史金娥（2007）指出老师与幼儿的互动是指与同伴、教师和周围环境通过动作、语言、图像、

符号、作品等方式形成的对话、合作、协调与分享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建构的过程。马闫（2012）

研究指出缓解幼儿初入园焦虑症状的对策，可以从幼儿家长，及幼儿园配合家长的角度探讨如

何使幼儿能够更好适应幼儿园生活。幼儿焦虑如果得不到及时关注且持续时间过长，会极大地

影响幼儿对的适应，从而影响到幼儿的心理发展，甚至会影响其将来的创新能力和社会性发展。

王艳梅（2014）研究指出当幼儿长时间处于焦虑不安的情绪中使幼儿对社会产生畏惧感。闫泸

（2018）发现教师积极主动的态度对于缓解幼儿的焦虑情绪尤为重要，一位好教师善于利用自

身所具备的优势来引导幼儿，形成良性循环帮助幼儿早日摆脱分离焦虑的困扰。老师与幼儿的

互动缓解幼儿离开父母之间的焦虑。陆雪莲（2017）研究指出，在师幼互动的过程中，有效地

通过老师的定位，去的引导者幼儿，从而有效地促进师幼互动的发展。但是没有同时探讨过入

园准备和师幼互动对幼儿分离焦虑的影响。 

研究目的 

本研究想要了解在幼儿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入园准备和师幼互动是否能影响幼儿入园的分

离焦虑症。因此，本研究目的通过对入园准备和师幼互动对幼儿入园分离焦虑进行调查和研究。 

研究问题 

本研究依照上述背景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问题 1：贵阳市某幼儿园的幼儿入园准备对幼儿分离焦虑影响为何？ 

问题 2：贵阳市某幼儿园的师幼互动对幼儿分离焦虑影响为何？ 
 

2.研究方法 

2.1 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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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假设 

本研究依据第二章的文献探讨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1:贵阳市某幼儿园的入园准备会影响幼儿的分离焦虑。 

H2:贵阳市某幼儿园的师幼互动会影响幼儿的分离焦虑。 

2.3 研究对象 

为了研究贵阳市某幼儿园的幼儿入园准备情况、老师和幼儿之间的互动与幼儿分离焦虑的

影响。本研究之研究对象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贵阳市某幼儿园的幼儿家长，通过调查 480名

家长了解幼儿的分离焦虑。第二部分是贵阳市某幼儿园的 60 位老师。本研究对贵州省贵阳市某

幼儿园发放问卷，家长共发放 500 份，回收 490份扣除未填答完整问卷 10 份，得到有效问卷 

480 份，回收率 90%。教师发放问卷共 80 份，收回 70，扣除未填答完整问卷 10 份，得到有效

问卷 60 份，回收率 90%。因为教师性别都是女性，所以没有老师的性别描述分析。本研究调

查程序针对入园准备、师幼互动以及幼儿分离焦虑的相关研究，着手进行材料收集与文献探讨、

问卷调查、收集与分析 60 位老师与 480 名家长，分别是 1 位老师对应 8 位家长，1 对 8。一一

对应进行数据分析，并且在一张问卷上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访问家长幼儿的分离焦虑，

第二个部分是师幼互动，先让家长把问卷填完后，老师在进行调查。 

2.4研究工具 

2.4.1 入园准备量表 

本研究采用吕淑芳与陈若琳（2007）所编制“家长参与幼儿入园准备量表”为主要量表来

源。入园准备维度包含四项维度：生活自理能力、表达与基本知能、社会情绪及卫生习惯四项。

量表采用李克特氏（Likert）五点量表。KMO 值为.901，信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952。 

2.4.2 师幼互动量表 

本研究选取 Pianta （1992）编制的“幼儿园师幼互动现状调查量表”作为引用。包含三个

维度：包括亲密性、依赖性和冲突性。KMO 值为.869，总量表信度系数 Cronbach’s α 在为.701。 

2.4.3分离焦虑量表 

本研究中也观察到陈静（2011）针对 3 至 5 岁幼儿与母亲的分离焦虑。编制的量表，幼

儿分离焦虑行为量表两个维度包括：哭闹不安的焦虑及退缩抗拒的焦虑二部分，KMO值为.900，

总量表信度系数 Cronbach’s α 为.801。 

 

3.研究结果 
3.1 背景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因为本研究感知入园准备、师幼互动和分离焦虑的测量

量表均为李克特五点量表，平均数为 3。据分析结果发现，某幼儿园的分离焦虑(M=3.534, 

幼儿分离焦虑 

1.哭闹不安的焦虑  

2.退缩抗拒的焦虑 

H1 

入园准备 

1.生活自理能力  

2.表达及基本知能  

3.社会情绪  

师幼互动 

1.亲密性 

2.依赖性 

3.冲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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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544) 大于 3，故被试者有着中度偏上。某幼儿园的平均师幼互动(M=3.574, SD=0.505) 大

于 3，故被试者有着中度偏上，某幼儿园的入园准备(M=3.291, SD=0.526)，大于 3，故被使者

有着中度偏上。 
 

表 1 背景描述性统计 

 平均数 标准差 偏差 峰度 

哭闹不安的焦虑 3.510 0.633 -0.273 -0.549 

退缩抗拒的焦虑 3.552 0.526 -0.352 0.659 

分离焦虑 3.534 0.261 -0.214 -1.000 

亲密性 3.586 0.609 -0.148 -0.837 

依赖性 3.611 0.544 -0.331 -0.626 

冲突性 3.473 0.620 -0.445 -0.215 

师幼互动 3.574 0.531 -0.292 -1.059 

生活自理能力 3.322 0.766 -0.157 -0.380 

卫生习惯的建立 3.279 0.505 -0.090 0.490 

表达与基本知能 3.292 0.322 -0.120 0.398 

社会情绪 3.261 0.279 -0.098 -0.564 

入园准备 3.291 0.292 0.330 -0.924 

 

3.2 入园准备、师幼互动与分离焦虑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为探究不同性别某幼儿园入园准备差异性，采用独立样本以 t 检定分析。分析结果

发现：入园准备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 

 

表 2 不同性别在入园准备 t 检定摘要表 

变项名称 平均数（标准差） t p 

 男 女   

入园准备 3.246(0.502) 3.324(0.541) -1.609 .108 

 

3.3 三个变项间的预测分析  

统计学上，涉及两个连续变项的关系通常以线性相关的形式进行分析，开展相关分析之宗

旨是取决阐明不同连续变量的线性关联特性，由线性关联的根底上向前钻研相互变量的诠释和

预测关系则为回归分析。 

 

表 3 相关性摘要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哭闹不安的焦虑 1            

2.退缩抗拒的焦虑 .125*** 1           

3.分离焦虑 .913*** .409*** 1          

4.亲密性 .251*** -.031 .217*** 1         

5.依赖性 .217*** .369*** .349*** .382*** 1        

6.冲突性 .351*** .217*** .409*** .028 .137*** 1       

7.师幼互动 .428*** .224*** -.482*** .812*** .468*** .350*** 1      

8.生活自理能力 .082 -.113* .028 .285*** .227*** .011 .342*** 1     

9.卫生习惯的建立 .106** .124*** .147*** .311*** .006 .192*** .348*** .151*** 1    

10.表达与基本知能 .216*** .322*** .329*** .014 .319*** .345*** .281*** .126*** .122*** 1   

11.社会情绪 .266*** .162*** .309*** .106* .283*** .057 .238*** .108* 133*** .182*** 1  

12.入园准备 .163*** .145*** -.208*** .370*** .161*** .230*** .456*** .203*** .970*** .109** .07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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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回归分析  

A.入园准备对分离焦虑之回归分析  

通过分析结果发现，生活自理能力 (β=.067, p>.001)、卫生习惯的建立 (β=.122, 

p>.001)、表达与基本知能（β=.166, p>.001）、社会情绪（β=.251, p>.001）对分离焦虑

有显著影响。 

 

表 4 入园准备各维度对分离焦虑之线性回归 

依变项：分离焦虑  

 B SE β VIF 

性别 .187*** .044 .170*** 1.005 

生活自理能力 .056 .040 .067 1.467 

卫生习惯的建立 .100 .040 .122 1.579 

表达与基本知能 .135 .039 .166 1.497 

社会情绪 .171*** .031 .251*** 1.313 

R2 .262 

AdjR2 .254 

F 33.639*** 

df （5, 474） 

注：*p<.05，**p<.01，***p<.001 

 

B.师幼互动对分离焦虑之回归分析 

通过分析结果发现，亲密性(β=.009, p>.001)、依赖性(β=-.117, p<.001)、冲突性

（β=.140, p>.001）对分离焦虑有显著影响。 

 

表 5 师幼互动各维度对分离焦虑之线性回归 

依变项：分离焦虑  

 B SE β VIF 

亲密性 .008 .053 .009 1.738 

依赖性 -.120*** .056 -.117*** 1.446 

冲突性 .100 .043 .140 1.809 

R2 .017 

AdjR 2 .011 

F 2.766* 

df （3, 276） 

注：*p<.05，**p<.01，***p<.001 

 

4.讨论 

4.1 入园准备对幼儿分离焦虑的影响 
教师做好幼儿入园准备对缩短幼儿分离焦虑的影响：徐秀英（2013）指出如果充分做好幼

儿入园的准备，能让孩子尽快适应幼儿园生活的环境，又能缩短幼儿分离焦虑。吴会会（2017）

提出消除分离焦虑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幼儿熟悉环境家长可以在入园前带孩子参观幼儿园，

熟悉幼儿园环境，初步体验幼儿园的生活。家长可以提前带幼儿去园里进行参观，对园里的环

境有进一步的了解，缓解入园时环境陌生对幼儿焦虑的影响（张春炬，2017）。刘少英（2009）

提出当幼儿入园前，为了让教师更快的了解幼儿，能更好的帮助幼儿解决分离焦虑。 

4.2 师幼互动对幼儿分离焦虑的影响 

师幼互动会缓解幼儿入园分离焦虑。张雪玲（2017）在研究中指出建立积极的师幼互动，

消除幼儿入园分离焦虑。张婧雅（2017）在研究中发现教师应在了解幼儿的基础上，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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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起与幼儿的互动。在与幼儿互动的过程中，教师应给予鼓励，给予更多的关注，引导其表

达自己的想法，并提供给幼儿之间更多的相互交流的机会。在师幼互动中，教师与幼儿建立良

好的师幼关系。马玲亚（2005）指出幼儿比较敏感，在进入陌生环境后，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教

师的有效引导和良好的师幼互动，他们的分离焦虑情绪会日渐加深，形成恶性循环。范秀娟

（2001）指出在老师与幼儿互动时，互动次数多，态度温和，可以缓解幼儿分离焦虑，由此产

生良性的循环。 
 

5.建议 
5.1 实务意义 

A.重点关注家长在幼儿入园准备时的工作，减少分离焦虑  

本文结论指出，某幼儿园的入园准备与分离焦虑存在正向显著影响，建议加强入园准备工

作。一方面需要让家长在幼儿入园前给予安慰，并让幼儿在入园前熟悉环境与老师，同时也让

老师熟悉家长与幼儿。从而避免幼儿在入园后感到不安、焦虑等，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在入园前

进行家访，从而开始熟悉幼儿与家长。 
B.加强师幼互动 

每个幼儿的个性都具有个体差异，入园时有的孩子积极、制动、独立性强，他们能在各项

自主活动中活的无穷的乐趣；有的孩子被动、依赖型强，常需要的达到老师的肯定、帮助与鼓

励；有的孩子比较内向，等等。老师与幼儿相处时，避免出现消极情绪。因此教师与不同特点

的幼儿进行交往与互动时，应采用不同的交往方式和知道策略，去满足不同幼儿的发展需要。 

5.2 未来研究建议  

A.研究方法。本研究的数据搜集采用的是问卷调查，从家长和老师的角度开展的研究，方

法不够全面。因此，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应该尝试更多的测评方式，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进行研

究，再结合问卷、访谈等手段进行多方位、多方法、更加客观、深入地对入园准备和分离焦虑

进行研究。  

B.研究对象。本研究基于时间、地理与资源的考量，仅以小范围问卷做调查研究，故无法

将施测对象扩及到所有幼儿园。由于研究对象范围较小，只选取贵阳市某幼儿园的教师、家长。

建议未来的研究中可扩大研究对象和范围，增加研究样本人数，以便了解不同对象的差异情形，

获致更详尽的结果，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因为本研究调查对象只有一所幼儿园，所以，可以扩

大幼儿园的调查对象，多调查几所幼儿园，扩大老师的调查规模。 

C.研究变项。未来研究者可以探讨更多影响分离焦虑的因素，以便更好的了解分离焦虑从

而减少幼儿的分离焦虑。沈丽华（2015）提出缓解小班家长焦虑，家长的焦虑是一个新的构面。

另外增加研究对象，扩大研究范围，不止调查一所幼儿园，多调查几所幼儿园，避免出现性别

失衡。曾雪琪（2013）研究指出分离焦虑是幼儿初入园时的常见表现，也是新教师不得不面对的严

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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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nd 

metacognitive capability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English majors in Tianjin, China. 

Metacognitive capability was used as a mediator variable to establish a research model. In this 

study,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nglish majors 

from Tianjin Language University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metacognitive capabilit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mong English major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Tianjin.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metacognitive 

capability ha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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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是成就目标定向、元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的影

响。并以元认知能力作为中介变项，建立研究模式。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进行问卷调查，以天

津市语言类大学对英语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发现，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不同性

别在成就目标定向、元认知能力及学业成就上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年级上，成就目标定向、

元认知能力及学业成就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成就有正向显著影响，元认知

能力在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成就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成就目标定向；元认知能力；学业成就；英语专业大学生 

 

1.研究背景与动机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才已经逐渐的成为了一个国家强有力竞争力的保障。学

业成就是学生的学习结果，是衡量学习效果最重要的指标。学业成就的内涵随着人们认识的发

展而逐渐丰富（韩映雄、李超，2017）。学业成就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高等教育学业成

就仅指学习成绩。广义的高等教育学业成就是学生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至步出高等教育领域这一

段时期内所获得的综合性发展，它不仅指学习成绩，还包括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本身与接受高等

教育之后的工作搜寻结果（钟云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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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目标定向是一个重要的动机变量，它可以从解释个体的成就动机和成就行为，以社会

认知角度出发（李斑斑、徐锦芬，2014）。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其

在国际外交场合与国际科研领域,早已成为了国际官方指定的一种语言，在全世界纸质刊物中,

半数以上都在使用英语进行出版（杨曦，2015）。进入英语全球化时期,英语学习对个人能力

提升、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富强都具有深远意义。国内 80%以上的大学都开设了英语专业，虽然

附和市场开展专业，但由于扩招存在盲目性，导致英语专业毕业生“遇冷”，逐渐失去了原本

的竞争优势（蒋雯雯，2017）。所以，英语专业大学自身的学业成就优秀显的越发重要。 

大学生元认知能力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实践意义。大学生元认知能力的研究在大学生教育

领域应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生的潜能（刘建金，2010）。正因为元认知

能力对于认知活动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范宜平等人（2017）将元认知能力称为“认知能力的

核心”,而它的这种独特地位也就决定了的研究意义。  

天津作为新一线发展城市，地理位置独特，市区-滨海新区双城模式格局优秀，发展前景

好。区别于一线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模式，天津作为全国最有幸福感的城市，可以为大学生提供

一个良好的学习大环境（张伟，2018）。 

成就目标定向理论作为心理学新兴的概念逐渐受到各国学者关注。本文以英语专业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将元认知能力引入到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成就之间，研究结果有助于分析成就目

标定向对学业成就的作用机制，可以使英语专业大学生更加关注元认知能力的使用方式，为成

就目标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对学生学习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大学作为教学的最终场所，也是

和社会发展最紧密的一环，大学生的总体质量将决定社会的走向。在教育竞争逐渐激烈的今天，

社会对高成就的大学生寄予期望，因此，这一研究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同

时多元化的评判标准可以促进教育政策的改革。 
综上，本研究教育心理学相关理论和研究，将“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成就”、“元认知能

力”这三个变量整合到一个模型中，并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构建了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成就、元

认知能力的回归模型，尝试考察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的影响机制，为提升英语专业

大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作进一步拓展。 

 

2.文献综述 

2.1 成就目标定向 

目前，许多心理学家都认为人们的社会行为会受到社会认知因素的影响，也或者说正是这

些社会认知因素决定着个体的行为。在许多研究领域，社会认知模式已成为研究成就动机和成

就行为的基础，这一模式集中体现在分析成就目标定向，即成就目标定向决定着个人的认知和

行为方式（王雁飞等人，2003）。成就目标定向是将认知因素引入成就动机研究中后所产生的

概念，在当代西方心理学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关注。对于成就目标定向，不同研究

者对其提出不同的定义。Dweck (1988) 认为，成就目标定向是一个有计划的认知过程，其具有

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特性。Pintrich (2000) 认为成就目标定向是关于个体追求成就任务的理由，

对目标认知的表征，它反映了个体对成就任务的一种内在认知取向，是一个关于目标、胜任、

成功、能力、努力、错误和标准的有组织的结构系统。王雁飞等人（2001）认为，成就目标定

向是个体关于成就情境、成就活动、成就活动目标、成功的意义和成功标准认知的信念系统，

它是个体努力展示自己的能力，并使自己的行为更为有效的内在特质。目标内容理论的观点已

经在各个领域得到验证，它的研究成果值得不同领域的参加者和指导者借鉴 (Lindwall et al., 

2016; Otero-López & Villardefrancos, 2015) 。 

尽管不同学者对成就目标定向的具体定义不同，但是他们都认为成就目标定向是指个体对

从事成就活动的目的或意义的知觉。因为不同个体对追求成功或成就的原因的认知是不同的，

因而不同个体持有不同的目标信念。这些目标信念一般会影响个体在一定情境下所表现的动机

的性质。从而为个体对事件的解释和反应提供了一个框架，最终形成不同的情感、认知和行为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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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业成就 

著名学者郑日昌（1999）指出，学业成就是经过一定的教学和训练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它是在一个比较明确的、相对限定的范围内的学习效果，成就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做出应有的贡献。姚本先（2003）对学业成就的看法是：从整

体上对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种表现进行的一种综合性评价，包括学习成绩、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

等诸多方面。李飞（2009）则认为，学业成就能够体现大学生在校学习活动的结果与综合素质，

能够直接反应高校的教育质量，学业成就不能只用学业成绩来衡量，还包括大学生的认知水平、

学习能力以及自我评价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卢智泉（2002）指出，从学生自身角度考虑，影响

学生学业成就的最主要因素是学生的努力程度。王雁飞（2011）在关于大学生心理资本、成就

目标定向与学业成就关系的研究中将学业成就定义为：大学生在某一时期内的学习结果、学习

行为和学习态度的总和。学者潘相振（2009）认为学业成就，不仅是学生的成绩，而且还要考

虑学生的态度变化，道德涵养等规范方面。学业成就为成就目标定向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具体

体现（郭龙健等人，2012）。 

各学科之间对学业成就评价的判断存在差异，影响因素复杂，学生发展中心思想没有得到

很好贯彻，致使本应包含多个维度和多个因素的大学生学业成就评价极度简单化（张勤、李学，

2019）。学业成就分为现有水平和潜在水平两种类型：按照当前流行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分法，知识与能力是相对较为容易检测的内容，可简要概括为现有

水平，而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难以用传统考试衡量，表现的周期更长并且充满变数

（夏欢欢、钟秉林，2018）。 

2.3 元认知能力 

元认知能力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认知心理学领域，随后逐渐引起了心理学家、

教育学家广泛关注和研究。元认知能力的风靡在于它更新了传统的对不同认知领域界限的认识。

传统观念将个体的认知活动区分为感觉、知觉、记忆、言语的范畴，这样的划分强调了各个范

畴间的区别性和特异性，割裂了个体认知活动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元认知使认知领域各范畴得

以重新整合，实现了将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研究。 

Corkill (1979) 认为，元认知能力就是对认知现象的知识和认知的能力，是对自己的认知状

态和过程的知觉和调节的能力。Flavell (1979) 将元认知描述为一个人如何学习的知觉以及何时

理解和不理解的知觉;如何使用适当的信息去完成一个目的的知识;判断一个具体认知任务的要

求的能力;什么策略能达到什么目标的知识;以及能够去评价在任务和目标完成过程中和完成后

的进程。  

Gourgey (1998) 认为元认知加工是内在的、监督和控制认知过程的执行性过程, 通过元认

知一个人能够定义一个任务或问题的特征选择有用的心理和物理表征; 选择实施该任务的最有

用的策略、配置资源（比如时间）；激活己有的相 关知识；注意任务如何进行的反馈信息；使

反馈信息能够改善执行任务的成绩。 Watzlawick (1984) 认为元认知能力的任何定义都应当至少

包括如下观念: 一个人的知识、过程、认知和情感状态的知识；有意识地深入地监控和管理自

己的知识、过程、认知和情感状态的能力。Kluwe (1982) 认为元认知是思维主体具有某些有关

自己思维和他人思维的知识（陈述性知识），并且思维主体能够监控和管理自己思维的过程

（程序性知识）。Hartman (1998) 认为，元认知是个体在完成一个任务的前、中、后关于任务要

求和认知策略的自我交流。 

2.4 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成就与元认知能力的关系 

学者倪云清与郑友奇（2019）选取 120名英语专业大学生为被试,调查分析了英语专业大学

生成就目标定向与元认知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掌握接近目标与元认知能力总分及其 4 个维

度呈显著正相关;成就目标定向对元认知能力具有预测作用,掌握接近目标对元认知能力总分的

预测作用更加显著;掌握接近目标与元认知能力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心理学者 Harackiewicz (1997) 通过对学生成就目标定向的研究发现掌握目标与成绩目标虽

然相互独立，但是不一定相互排斥，部分学生可能会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的目标定向,多元目标

定向有利于学生学业成就的提高。 

周炎根与桑青松（2010）的研究发现成就目标定向中的掌握目标对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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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和间接的预测作用。 

Somuncuoğlu et al. (1998) 研究发现：成就目标定向中的高学习目标定向与深层认知和元认

知策略有显著正相关；成就目标定向的成绩回避目标定向与深层认知和元认知策略呈现负相关。 

刘芳（2013）在中职学校抽取学生调查了元认知策略的运用情况,并对实验班级的学生进

行了 15 周的元认知策略培训,在探讨元认知策略的运用是否和英语学业成就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结果表明认知策略运用水平和英语学业成就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同时元认知策略培

训能提高中职生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水平。 

 

3.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天津市唯一一所语言性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为研究对象。由于国际化的发展与

社会的推动，英语已经从一门单一的学科变为了一种自身能力。虽然英语专业高端人才缺口非

常大，但由于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业成就并不能升任导致错失良机。成就目标定向作为一种内隐

力的体现，元认知能力更是让学生清晰的了解学习，在英语专业大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中显得

越发重要。本研究选取天津市唯一一所语言性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 360 名英语专业英语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使用问卷调查法是由于目的性强,标准化程度高,能同时对

大量被调查者施测，可在短时间内收集到大量研究材料（鲁志鲲，1993）。Gorsuch and 

McPherson (1989) 认为在正式问卷对象的人数上，建议样本数至少为题数最多之量表题数的五

倍，且要大于一百为原则。以本研究而言，最多题数之量表为成就目标定向表，共计 29 题，

取其十倍为 290 份，考虑会有无效问卷，为此阶段预计发放 360 份问卷正式问卷。 

3.2 研究工具 

成就目标定向量表：采用国内学者刘惠军与郭德俊（2003）编制的成就目标定向量表，该

量表包括四个维度包括掌握趋近目标，掌握回避目标、成绩趋近目标以及成绩回避目标。本次

测试成就目标定向的信度系数为 .885 ，成绩趋近目标、掌握趋近目标、成绩回避目标、掌握回

避目标 4 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916、 .924 、.958 、.935 ，均大于 .700，说明成就目标定向

量表以及量表内各维度的可信度较好。本次测试在成就目标定向量表的 29 个题目一共提取出 

4 个因子，4 个因子的方差解释度共计为 80.101%，说明题目内容对成就目标定向的解释度良

好。 

学业成就自评表：由王雁飞于 2011 年修订而成。该量表包括学业奉献量表（3 个题目）、

学习绩效量表（6 个题目）、人际促进量表（6 个题目）和客观成绩绩效量表（4 个题目）四个

分量表，共 19 个题目。以上题目的评分采用六点评分法，1-6 分表示得分从低到高。得分越

高，绩效越高。本次测试学业成就的信度系数为 .987 ，学业奉献、学习绩效、人际促进、客观

成绩 4 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938 、.966 、.963 、.939 ，均大于 .700，说明学业成就自评以

及量表内各维度的可信度较好。本次测试在学业成就自评量表的 19 个题目一共提取出 4 个因

子，4 个因子的方差解释度共计为 86.992%，说明题目内容对学业成就的解释度良好。 

本文将选取由学者张旺峰（2019）编制的元认知能力量表，该量表包括元认知计划（7 题）、

元认知监控（6 题）、元认知调节（6 题）、元认知评价（5 题），共 24 个题目。本次测试元认知

能力的信度系数为 .968 ，元认知计划、元认知监控、元认知调节、元认知评价 4 个维度的信度

系数分别为 .954 、.945 、.952 、.937 ，均大于 .700，说明元认知能力量表以及量表内各维度的

可信度较好。本次测试在元认知能力量表的 24 个题目一共提取出 4 个因子，4 个因子的方差

解释度共计为 81.802%，说明题目内容对元认知能力的解释度良好。 

 

4.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样本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设置的大学生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及年级。在有效样本（N =360）中，从性别分布看，

男生 148 人，占 41.1%，女生 212 人，占 58.9%。由于英语专业的特殊性，在在男女比例方面

未能达到 1：1。从年级分布看，大一 92 人，占 25.6%，大二 87 人，占 24.2%，大三 95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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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大四 86人，占 23.9%。分布相对平均。具体数据如表一所示。 

 

表一 研究问卷有效样本基本资料表（N =360） 

统计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48 41.1 

女 212 58.9 

年级 

大一 92 25.6 

大二 87 24.2 

大三 95 26.4 

大四 86 23.9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与标准差对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进行分析，得分越高则

代表成就目标定向越高，得分越低则代表成就目标定向越低。受试者在成就目标定向得分之描

述统计结果如表二所示。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的项目平均分为 3.153 分，标准

差为 0.313，高于理论中值，这说明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从各维度上来看，分数最高的是掌握趋近目标，表明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的掌

握趋近目标较高。其他维度依次为成绩趋近目标、掌握回避目标、成绩回避目标。 

 

表二 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N =360） 

量表指标 题数 平均分 标准差 最低分 最高分 

成绩趋近目标 9 3.645 1.111 11 44 

掌握趋近目标 9 3.669 1.134 11 45 

成绩回避目标 6 2.285 1.170 9 29 

掌握回避目标 5 2.380 1.051 6 25 

成就目标定向（整体） 29 3.153 0.313 70 124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与标准差对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业成就进行分析，得分越高则代表

学业成就越高，得分越低则代表学业成就越低。受试者在学业成就得分之描述统计结果如表三

所示。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业成就的项目平均分为 4.407 分，标准差为 1.463，高于理论中

值，这说明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业成就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从各维度上来看，分数最高的

是人际促进，表明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业成就的人际促进较高。其他维度依次为学业奉献、

学习绩效、客观成绩。 

 

表三 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业成就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N =360） 

量表指标 题数 平均分 标准差 最低分 最高分 

学业奉献 3 4.414 1.579 3 18 

学习绩效 6 4.409 1.447 8 35 

人际促进 6 4.431 1.539 7 35 

客观成绩 4 4.361 1.407 5 24 

学业成就（整体） 19 4.407 1.463 28 106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与标准差对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元认知能力进行分析，得分越高则代

表元认知能力越高，得分越低则代表元认知能力越低。受试者在元认知能力得分之描述统计结

果如表四所示。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元认知能力的项目平均分为 3.662 分，标准差为 1.109，

高于理论中值，这说明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元认知能力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从各维度上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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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最高的是元认知评价，表明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元认知能力的元认知评价较高。其他维

度依次为元认知监控、元认知调节、元认知计划。 

 

表四 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元认知能力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N =360） 
量表指标 题数 平均分 标准差 最低分 最高分 

元认知计划 7 3.642 1.080 9 33 

元认知监控 6 3.672 1.160 6 29 

元认知调节 6 3.652 1.122 7 29 

元认知评价 5 3.688 1.178 5 25 

元认知能力（整体） 24 3.662 1.109 34 110 

 

4.2 差异分析 

本研究为了解不同的人口统计变量在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在成就目标定向、元认知能力

及学业成就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以性别、年级作为因子，进行独立样本 t检定与ANOVA

单因子变异数检定进行差异性分析。 

不同性别在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元认知能力及学业成就上是否存在差异，

以下将以平均数、标准差与独立样本 t 检验加以分析。本研究将受试大学生的不同性别设为两

组：A. 男性，B. 女性，其分析结果如表五所示。 

 

表五 不同性别在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成就和元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分析表（N =360） 

量表指标 
男生（n =148） 女生（n =212） 

t p 
M SD M SD 

成就目标定向 89.784 9.552 92.590 8.555 -2.918 .000 

学业成就 80.297 29.750 68.127 26.146 -1.966 .000 

元认知能力 84.818 24.936 90.029 24.936 -1.833 .002 

 

根据研究结果得到，不同性别的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在成就目标定向、元认知能力及学

业成就中均显著差异。 

不同年级在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元认知能力及学业成就上是否存在差异，

对其进行单因素方差检验 (ANOVA)，本研究将受试大学生的年级设为四组：A. 大一，B. 大二，

C. 大三，D. 大四，其分析结果如表六所示。 

 

表六 不同年级在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成就和元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分析表（N =360） 

量表 

指标 

大一（n =92） 大二（n =87） 大三（n =95） 大四（n =86） 
F p 

M SD M SD M SD M SD 

成就目

标定向 
92.304 8.528 90.103 9.321 91.210 9.693 92.105 8.645 1.083 .356 

学业 

成就 
86.652 25.983 80.103 30.408 81.600 28.805 86.630 25.500 1.334 .263 

元认知 

能力 
90.402 24.822 84.172 28.730 86.337 27.931 90.662 24.581 1.260 .288 

 

根据研究结果得到，不同年级的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在成就目标定向、元认知能力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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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就均没有显著差异。 

4.3 相关分析 

为了解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元认知能力与学业成就之间的相关性，本研

究采用 Spearman’s 相关分析对三者之间进行相关性检验。相关分析验证。由表七可知，成就目

标定向与元认知能力呈正相关 (r =.507，p <0.01)，即成就目标定向越高，其元认知能力也就越

高；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成就呈正相关 (r =.560， p <0.01)，即成就目标定向越高，其学业成就

也就越高；元认知能力与学业成就呈正相关 (r =.559，p <0.01)，即元认知能力水平越高，其学

业成就也就越高。 

 

表七 成就目标定向、学业成就和元认知能力上的相关分析表（N =360） 

变量 成就目标定向 元认知能力 学业成就 

成就目标定向 1   

元认知能力 .507** 1  

学业成就 .560** .559** 1 

 

4.4 回归分析 

本研究探讨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元认知能力与学业成就的影响情形，以

及元认知能力在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成就两个变量之间的中介效果。为求研究严谨度，根据

Baron and Kenny (1986)所提出的观点，以阶层回归分析验证元认知能力变项的中介效果是否存

在，并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讨论。 

 

表八 成就目标定向通过元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的阶层回归分析表 

因变量 

Model1 

控制变量 

学业成就 

Model2 

学业成就 

Model3 

元认知能力 

Model4 

学业成就 

Model5 

学业成就 

性别 .103 -.034 -.039 .008 .003 

年级 .004 -.001 .006 -.007 -.006 

成就目标 

定向 

—— .898*** .892*** —— .078*** 

元认知能力 —— —— —— .989*** .920*** 

R2 .011 .798 .786 .979 .980 

Adj R2 .005 .797 .784 .979 .980 

F 1.930 470.228*** 435.109*** 5447.422*** 4338.936*** 

df （2, 357） （3, 356） （3, 356） （3, 356） （4, 355） 

VIF 1.000 1.024 1.024 1.009 4.667 

 

在模型一中，以回归分析背景变量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关系。 

在模型二中，以回归分析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
为.798，表示成就目标定向可解释学业成就 79.8%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值为.898，并

达到显著水平 (p ＜0.001)，表示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成就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成就目标定向

越高，学业成就也越高。 

在模型三中，以回归分析成就目标定向对元认知能力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
为.786，表示成就目标定向可解释元认知能力 78.6%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值为.892，

并达到显著水平 (p ＜0.001)，表示成就目标定向对元认知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成就目标

定向越高，元认知能力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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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四中，以回归分析元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
为.979，表示元认知能力可解释学业成就 97.9%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值为.989，并达

到显著水平 (p ＜0.001)，表示元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元认知能力越高，

学业成就也越高。 

在模型五中，同时将成就目标定向与元认知能力加入回归模型中，以阶层回归检验元认知

能力在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成就间的中介效果。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为.980，表示成就目标

定向与元认知能力可共同解释学业成就98.0%的变异量。成就目标定向标准化回归系数β为.078，

达到显著水平。元认知能力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为.920，并达到显著水平 (p ＜0.001)，说明元认

知能力在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成就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在阶层回归中 VIF皆小于 10，因此，成就目标定向、元认知能力和学业成就彼此之间没有

共线性。 

 

5. 结论与讨论 

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都非常关注成就目标定向及元认知能力，并且学业成就较高。学生

的性别会影响成就目标定向的认知也会影响元认知能力及学业成就。学生的年级不会影响成就

目标定向的认知元认知能力及学业成就。 

研究结果发现，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成就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加入

中介变量元认知能力后，成就目标定向对学业成就显著，元认知能力对学业成就仍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因此元认知能力在成就目标定向与学业成就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在对待成就目标定向分类的问题上，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具体分析每种成就目标定向的

表现特点，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引导策略，才能充分发挥各种成就目标定向的

优势，做到事半功倍。通过对于持有不同成就目标定向的学生教师应因材施教，这对于学生成

就的提高具有基石般的意义。在教育越发重要的今天，我们应更加关注不同成就目标定向学生

的发展，这对于教育的推动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作为特殊的一类群体更

加应该受到重视。 

通过本研究发现元认知能力对天津市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是有良好帮助的，加强元认知能

力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将其应用到学习中，提高学习效率。由于中国对于元认知能力的研究相比

于国外起步较晚，因此更多的关注元认知能力有助于提升中国大学生的学习能力。 

通过众多的研究不难发现，我国对于学业成就的评判标准仍是以学业成绩为核心。虽然大

学是教育的最终场所，但现如今的社会主要多元化的人才。单一的成绩指标已经无法满足社会

对于大学生的认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对于人在的评判标准已经从学习成绩好变为了综

合素质高。所以加强学生个人综合能力的发展与出台相应多元化的教育评判机制刻不容缓。 

被试的选取不够广泛。由于研究时间、地点、经费有限，研究仅选取了一所语言类大学的

学生为被试，研究了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于国内其他语言类高校没有进行选择，因此研究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周涛，2012）。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选择更多的语言类大学进行研究的扩展，

可扩大样本的选择，做到细分研究对象，使研究更全面，结论更加客观。 

研究的方法有待改进。研究仅采用了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虽然具有可操作强等优点，

局限性也是不可忽视的（秦晓晴，2011）。今后可以采用更多的方法，如研究方法上也可采取

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开展研究，在运用问卷分析进行量化研究的同时，也可采用访谈法、

田野调查法、观察法等质性研究法，以了解学生的深度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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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Cognitive Style on the Partial Subjects Behavior of 

Guiya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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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hinese Guiya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ognitive 

Style on Partial Subjects Behavior. The survey is based on a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with 

children in grades five and six in Guiya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ith students in one 

school as the parent group. The study adopted use convenience sampling to collect samples, 

distribute and collect them in the form of a questionnaire survey network, and survey 326 pupils 

in a primary school in Guiyang.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used in the research includ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Research results: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ognitive reflection, 

adjustment, monitoring, and planning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ominant 

subject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artial Subject Behavior, while the monitoring and 

planning of Cognitive Styles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disadvantaged subject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artial Subject Behavior Significant impact. 

 

中国贵阳小学生认知方式对偏科行为的影响 
闫苑 1 * 

1*博仁大学 
1367167963@qq.com 

 

摘要 
探讨中国贵阳小学生认知方式对偏科行为的影响。调查是以贵阳市五、六年级两个年级学

童的一所公立小学为研究对象，将一所学校的在校学生作为母群体。研究拟采用便利抽样方式

进行样本采集，以问卷调查法网络的形式进行发放与回收，对贵阳市一所小学的 326 名小学生

进行调查。研究所使用的统计方法包含有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研究结果：认知方式的反思、

调节、监控、计划性四维度对小学生偏科行为的优势学科均有正向显著影响，认知方式的监控

和计划性对小学生偏科行为的劣势学科有负向显著影响。 

 

关键词：小学生；偏科行为；认知方式 

 

1.研究背景 
根据，杨芮涵（2015）调查显示，部分小学生仍存在明显的偏科行为现象，学校里的偏科

行为现象不仅会阻碍小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且不利于长期教育，因此解决这一问题是一项紧迫

的任务。王遵蓉（2018）在我国，对偏科行为的研究是从群体和个体两个方面展开的，研究对

象是普通学生。在对群体偏科产生原因的探讨中，大多是从教育政策和方针等宏观方面来研究

的，而在对个体偏科产生原因的探讨中，则主要是从性别、文理科、智力结构和学科兴趣等微

观方面进行研究（张锦，2019）。除了以往研究得出的影响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这也

是为了弥补国内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期望能找出这些因素，为教育研究做出贡献。用认知方式

这个变量来解决偏科行为很有可能会得到很好的效果，因此，才迫切需要对偏科行为进行研究，

为偏科行为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刘恩山与徐洪林（2003）不同的认知方式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因此，教师在选择教

学策略时，就应要考虑到教学策略对学生认知方式的影响。Witkin（1954）认知方式，也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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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知风格，是单独个体处理讯息过程当中在组织里表现出来的个性化、一致性的方式。此外，

刘心悦（2020）研究指出认知方式是学生用来处理信息（包括接收，存储，转换，提取和使用

信息）的不同方式。毛志远（2012）在认知特点上有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感知、注意和记

忆的发展；第二个方面是想象力和思维的发展；第三个方面是情绪的发展；第四个方面是意志

的发展；第五个方面是性格的发展，因此，在小学开展有效的教育，使学生形成优良的认知方

式是十分紧要的。 

刘恩琪等人（2017）研究指出认知方式与偏科行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

议题。唐一鹏等人（2020）指出虽然不同的学习策略都对小学生的学习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

是认知方式更能够帮助小学生提高偏科行为的学习成绩，也就是说认知方式对小学生来说是更

为有效的学习策略。还有，曹端喜等人（2020）研究发现，学生的认知方式与偏科行为学业水

平成绩之间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因此，不难看出学生的学习偏科行为成绩与认知方式之间有必

然的联系。本研究目的是为了探讨贵阳市小学生在认知方式对偏科行为的影响。 

 

2.文献综述 
据赵杰（2009）与谢妮（2004）认为，偏科行为是指特别喜欢一门或几门科目，成绩好的

学生；同时，不喜欢一门或几门科目，成绩让老师和家长都不尽如人意的学生。刘洋（2008）

与郭社峰（2009）认为，偏科行为是指一门或几门掌握较好，在全班乃至全校名列前茅的科目，

但另一门或几门科目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袁祖望（2010）认为，偏科行为是指重视智育教育而

忽视其他方面的教育。梦遥（2004）认为，狭义的偏科行为是指各学科发展不协调，多指同一

学生不同学科成绩差异较大；广义的偏科行为是指一个人的天赋不全，某些方面优秀，但在某

些方面却很一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是专才，而不是通才。张丽娜（2020）对偏科行为的定

义是在日常学业里，学生在成绩上反馈出来的某些学科分数持续较低，也或者是学生对一些科

目的态度特别冷淡和不感兴趣，都可以被称作为偏科行为。本研究对偏科行为的定义是一个学

生某个学科总学不好，尤其是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后仍不见起色，就会对某个学科的学习兴趣变

淡，甚至产生恐惧和排斥心理，最终导致偏科行为。 

李会丽（2016）认知方式是指在人们对事物、现象或人的认知过程中，对个人偏好的信息

处理方式，也被称为认知风格。段彩彬（2019）研究指出认知方式是人类在认知活动当中所首

选偏爱的信息加工方式。认知方式又被称作为认知风格，是指单独个体加工讯息中在组织里所

表现出来的个性化与一贯的形式（Tennant，1988）。Ellis（1999）认知方式是指人们感知、概

念化的方式，组织和回忆信息，并且是个体学习者在学习途中解决难题的特殊方式。Robertson

（1985）认知方式是指信息加工方法，并且个体用于完成任何给定的任务。Keefe（2019）认

知方式是指个体学习者特有的认知、情感和生理等行为，通过这些行为可以相对稳定地反映出

学习者对于学习环境的感知、交流和反应，且是具有持续性的一系列方式，它可以反映出学习

者行为的深层原因。曹端喜等人（2020）对认知方式的定义是个体在知识、意识、思维、记忆

和理解等认知活动在组织中对讯息进行加工的独特而稳定的风格。本研究对认知方式的定义是

个体对外界稳定的感性组织形式，它是人们对接收到的各种信息的处理策略。 

刘恩琪等人（2017）研究指出认知方式与偏科行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

议题。刘宁与李寿欣（2004）研究表明，以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认知方式理论为基础，认为学

生的认知方式对偏科行为学业成绩的影响是繁杂的也是非线性的。另外，易苏浅（2013）研究

指出对偏科行为的研究上在探讨偏科行为的原因时，大部分都归结为在国家政策、社会影响、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学生自身的认知方式因素当中。李珍（2018）认知方式作为学习的重要

手段，对学生的学习偏科行为成绩有着重要影响。至于认知方式对学生偏科行为学习成绩的影

响，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方式与总体成绩、认知方式与学习成绩的关系上（刘瑞华，

2011）。认知方式与偏科行为学业成绩的关系，其原因可能是：首先，学业成绩的评价指标不

一致，有的使用总分，有的使用学科分数；评价形式也不同，有的使用分数，有些使用教师的

主观评价（李寿欣、陈红敏，2002）。刘宁与李寿欣（2004）研究表明，以场独立型和场依存

型认知方式理论为基础，认为学生的认知方式对偏科行为学业成绩的影响是繁杂的也是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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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张宏如与沈烈敏（2005）研究表明，认知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而认知方式

之所以能影响偏科行为，是因为偏科行为学生在学习不同学科时采用了不同的认知方式。在学

习优势学科时，更容易学习，会不自觉地反思和总结自己的学习策略和方法，从而制定出适合

自己的进一步学习计划，使本学科的学习成绩更加理想；而学习劣势学科时，由于学习困难，

他们在反思和总结自己的学习策略和经验时，往往不知所措，很难找到合适的学习方法，这使

得这门学科的学习成绩更不尽如人意（胡志海、梁宁建，1999）。丁小燕（2007）认知方式影

响偏科行为学生的偏科类型，但却不影响偏科行为学生的偏科程度。因此，本研究欲探讨小学

生认知方式对偏科行为的影响。 
 

3.研究方法 
3.1 研究框架 

在本研究中，根据 Witkin（1954）提出的认知方式理论（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反省型和

冲动型）以及 Gardner（1983）的多元智力理论为理论基础，认知方式分为反思、调节、监控、

计划性四个维度，偏科行为分为优势学科和劣势学科（刘瑞华，2011），背景变项有性别和年

级两个变项，一是为了探讨不同个人背景变项对贵阳市小学生认知方式和偏科行为之差异；二

是为了探讨贵阳市小学生在认知方式对偏科行为的影响。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设 

本研究根据文献综述及研究框架提出以下假设： 

H1：贵阳市小学生认知方式对优势学科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H2：贵阳市小学生认知方式对劣势学科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3.3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贵州省为研究对象的地区是因为，贵州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

乏，教育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科学建设薄弱，教师流动大，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待

研究过后更能凸显出偏科行为的状态（李彦西，2010）。吴世俊（2020）贵州的教育事业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完善贵阳市地方教育体系，促进偏科行为学生的良性发展，以贵阳市

地区一所小学作为代表性研究对象有助于为将来学者研究偏科行为得以参照。而本次调查的对

象为贵州省市级的一所国家示范性重点小学，创建于建国时期，在这近 60 年的漫长岁月里，

该校已培养出万千的学子，同时也是贵阳市云岩区教育局首批新优质学校培育的对象，但学校

的规模与师资还是相对比较匮乏，因此，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与成绩普遍都不是很出众，这也

是选择这所学校做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为了方便调查以及样本数据得到的精确性，本研究拟以

上述一所学校为例，作为贵州省市级的一所国家示范性重点小学的代表，期待能够得出比较具

有代表性与准确性的研究结论。另外，如何更好地对小学生进行德育，一直是教育工作者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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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20 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入发展，一股“汉学热”席卷整个

文化领域，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价值取向思想再次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以道德伦理

为导向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小学生道德教育提供了新的方向。 

本研究以贵阳市一所公立小学五、六年级两个年级学童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中的两个量表

中题项最多的偏科量表的题数的 3-5 倍（吴明隆，2010），发放预试问卷 120 份,最终获得有

效问卷 120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正式问卷于 2020 年 4月 28日进行发放，五年级和六年级

的学生一个年级随机抽取各抽选出 3 个班，抽到的班级全部进行调查一个班 50-60 人之间，学

生在教室利用自己的手机进行线上问卷方式填答，填答时间大概是 10 分钟，共有 6 个班级 326

名的学生。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326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 

3.4 研究工具 

3.4.1 认知方式量表 

采用 Pintrich（1993）编制的“学习动机策略量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学习动机策略量表是美国最著名的测量自主学习的量表，因此具有可靠的信

效度指标。张媛媛（2018）也曾用过此量表在小学生的服务型英语学习下学习动机及学习策略

的研究分析中，因此，可以说明本量表同样适用于小学生。量表为自陈式量表，所拮取的“认

知策略的使用”这一部分的题项包含有四个维度：反思、调节、监控、计划性，整体量表共 44

个项目，采用 Likert 七点量表形式 ,本研究采用了量表里的“认知策略的使用”这一部分的题

项 23-35 题，量表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918，符合测量学标准，效度卡方自由度比 3.179，
RMR=.056、RMSEA=.079、AGFI=.896、NFI=.956、CFI=.934、IFI=.735、GFI=.825。  

3.4.2 偏科行为量表 

采用刘瑞华（2011）编制的偏科主观评估量表，曲筱莹（2014）也曾使用过此量表，而且

此量表的信效度和区分度等指数良好，因此，适用于本研究偏科行为小学生的研究对象。该量

表有 20 个题项，其中分为对优势学科的态度和对劣势学科的看法两个部分组成，优势学科部

分分为意愿、情感、效能、策略、认知五个维度，采用 Likert 五级评分制，量表的优势学科部

分和劣势学科部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923 和.915，符合测量学标准，偏科行为（优势学

科）效度卡方自由度比 2.59，RMR=.057、RMSEA=.044、AGFI=.725、NFI=.940、CFI=.960、

IFI=.912、GFI=.950，偏科行为（劣势学科）效度卡方自由度比 3.207，RMR=.054、

RMSEA=.052、AGFI=.726、NFI=.920、CFI=.950、IFI=.911、GFI=.930。 

         

4.研究结果 
4.1 相关分析 

根据表一显示，反思与调节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在.650；反思与监控有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是在.659；反思与计划性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在.639；反思与优势学科有显著

正相关，相关系数是在.410；调节与计划性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在.641；调节与优势学

科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在.575；调节与劣势学科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在.459；监

控与计划性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在.628；监控与优势学科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

在.666；监控与劣势学科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在.542；计划性与优势学科有显著正相关，

相关系数是在.646；计划性与劣势学科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在.515；优势学科与劣势学

科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在.473，其中最大值的调节与监控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

在.681；最小值的反思与劣势学科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在.317；因此以上均没有共线性

问题存在。 

 

表一 相关性分析表 

相关性 M SD 反思 调节 监控 计划性 优势学科 劣势学科 

反思 5.107 1.202 1      

调节 5.374 1.371 .650*** 1     

监控 5.798 1.323 .659*** .68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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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性 5.630 1.313 .639*** .641*** .628*** 1   

优势学科 4.335 1.358 .410*** .575*** .666*** .646*** 1  

劣势学科 4.874 2.307 .317*** .459*** .542*** .515*** .473*** 1 

注:*p＜.05  **p＜.01  ***p＜.001 

 

4.2 回归分析 

由表二的研究结果可知，在优势学科构面的回归模型中，模型1以性别作为背景变项参照

组进行分析，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1，达到显著水平（p＜0.01），在模型2中，同时以反思、

调节、监控、计划性作为自变项，以优势学科作为依变项，控制了背景变项后，研究结果显示，

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416达到显著水平(p＜.01)，.583、.686、.653达到显著水平(p＜.001)。

反思、调节、监控、计划性对优势学科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解释48.6%的优势学科构面偏科

行为。所以H1成立。 

由表三的研究结果可知，在劣势学科构面的回归模型中，模型1以性别作为背景变项参照

组进行分析，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98，达到显著水平（p＜.001），在模型2中，同时以反思、

调节、监控、计划性作为自变项，以劣势学科作为依变项，控制了背景变项后，研究结果显示，

反思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114未达到显著水平，调节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1未达到显著水平，

监控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409达到显著水平(p＜.001)，计划性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239达到显

著水平(p＜.01)。除反思和调节外，监控、计划性对劣势学科有显著负向影响，可以解释31.5%

的劣势学科构面偏科行为。所以H2成立。 
 

表二 优势学科构面回归分析表 

 模型 1 模型 2 
变项 优势学科 优势学科 

 β t β t 

性别 .031 16.689** .031 16.689** 

反思   .416 8.086** 

调节   .583 12.705*** 

监控   .686 16.366*** 

计划性   .653 15.290*** 

F 4.274** 60.491*** 

R² .001 .486 

△R² - .478 

注1:*p＜.05  **p＜.01  ***p＜.001 

注2:参考组为性别“1”代表男生，“2”代表女生 

 

表三 劣势学科构面回归分析表 

 模型 1 模型 2 

变项 劣势学科 劣势学科 

 β t β t 

性别 -.098 14.127*** -.005 -.116 

反思   .114 1.764 

调节   -.011 -.123 

监控   -.409 -4.578*** 

计划性   -.239 -2.399** 

F 3.156** 29.386*** 

R² .010 .315 

△R² - .304 

注1:*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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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参考组为性别“1”代表男生，“2”代表女生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认知方式的反思、调节、监控、计划性四个维度，在不同程度上对小学

生的优势学科构面及劣势学科构面的整体偏科行为均有显著影响，认知方式的反思、调节、监

控、计划性四个维度对小学生偏科行为的优势学科构面有正向显著影响，认知方式除了反思和

调节维度以外，监控、计划性对小学生偏科行为的劣势学科构面有负向显著影响，所以说，解

决偏科行为的方法，还是要从一个好的认知方式作为突破口，自然就会减少偏科行为的产生。

这与 Witkin（1954）提出的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认知方式理论一致，在学生出现有偏科行为时，

找到学生适合的不同认知方式特点是关键，因为只有清楚的了解到不同学生的认知特点才能查

漏补缺，纠正他们的偏科行为。张军翎（2008）认知方式的反思、调节、监控和计划性四个维

度主要是指偏科行为学生对学习过程的总结和反思，并制定相应的计划。另外，要想有一个好

的认知方式就要摆脱束缚自己的枷锁，才能颠覆自己的认知方式，要改变自己的认知方式，首

先就要推翻自己的认知方式，要了解更多他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同时，要减少偏科行为的方

式，谢妮（2004）加强薄弱环节，如果你对自己不擅长的科目做一点分析，你会发现，虽然有

些内容你会一问三不知，但有些内容你也略知一二，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是一窍不通的，这是

一种普遍现象，如果你能做“地毯式的清扫工作”，找出一个一个的弱点，并逐一攻破它们，

你就会逐渐恢复对这些科目的兴趣。另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基本的知识理解透彻，这样才可

以更容易去分析难解的题目。 

5.2 实务建议 

本研究结果表明：认知方式的反思、调节、监控、计划性四个维度，在不同程度上对小学

生的优势学科构面及劣势学科构面的整体偏科行为均有显著影响，认知方式的反思、调节、监

控、计划性四个维度对小学生偏科行为的优势学科构面有正向显著影响，认知方式除了反思和

调节维度以外，监控、计划性对小学生偏科行为的劣势学科构面有负向显著影响，所以说，解

决偏科行为的方法，还是要从一个好的认知方式作为突破口，自然就会减少偏科行为的产生。

首先，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加强学生不擅长的科目，小学生要把最基本的知识理解透彻。其次，

小学生在学习擅长的科目时，也可以更加强地去努力学习，稳固自身在擅长学科中的优势。最

后，小学生的认知方式也应该加强监控和计划性，提升劣势学科的成绩。 

5.3 研究建议 

认知方式是影响偏科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具体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研究

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也有待进一步完善，该研究领域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是采用了问卷调查法的方式，虽然对偏科行为的现况和学

生偏科行为对不同学科的态度做了研究，但研究方法还是比较单一，因此，对于关于偏科行为

学生的研究可以考虑更多的方法结合访谈、问卷等方式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本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仅抽取了贵阳市一所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进行施测，基于方便的原

则，仅选取了贵阳市的小学，因此样本覆盖的范围就不够广泛，代表性尚有所欠缺。今后的研

究学者可以考虑不同学校性质和地区变量，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不同地区和性质的学校，并且加

大样本量，探讨不同学校性质对偏科行为的影响。 

在研究变项上,未来的研究者可以探讨更多影响偏科行为的因素，以便更好的认识到偏科

行为从而减少学生的偏科行为。刘倩茹等人（2017）表明解决学生的偏科行为，自我控制也是

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之后的研究者研究类似的题目的话，也可以加入自我控制作为

中介变项来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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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tourism majors in Yunnan Province. In this study, three univers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tourism professional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total of 30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by random purposive, and 14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learning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tourism majors in Yunnan 

Province are relatively good, and the level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may affect the behavior of 

students, such as learning enthusiasm,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mployment inten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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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对学习成就动机的影响。研究以云南省三

所高校的旅游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共发送 300 份问卷，回

收问卷 140 份有效问卷。研究结果发现，专业认同对学习成就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研究

结果可知，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都相对较好，专业认同感的高低会

影响学生的各项行为表现如：学习积极性、专业发展、就业意向等。 

 

关键词：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学习成就动机 
 

1.研究背景 
中国国家旅游局（2017）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旅游人数为 13003 万人次，国

内旅游 17.12 亿人次，中国是旅游大国，根据国际旅游专家预测，保持到 2020 年，中国会成为

世界最大的旅游人数接待国，云南作为民族特色鲜明的边疆地区理所当然成为国外游客的首选

地。强大的旅游市场需要强大的旅游人才来支撑，然而，长期以来中国许多地区不仅在人才培

养的数量上不能和中部、沿海地区抗衡，而且在人オ培养质量上也稍显不足。从中国目前培养

的旅游本科人オ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学校只是按照课程大纲要求和指定课程来培养学生，

不主动了解社会需要的人才类型及素质要求从而造成了严重人才培养不当（刘海鸿、吕林欣，

2019）。如此，在供与需之间就形成一个很大的缺口，相对于繁荣的旅游业现象，中国旅游专

业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失率在不断增加（马慧莉，2019），因此这是需要探究的问题。本文透过

实证研究对云南省旅游管理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方面进行研究，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对云南省

旅游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认同度进行调查，并搜集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专

业认同的内涵和学习成就动机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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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杨宏与龙喆（20192009）对有关高等学校学生的“专业认同”内涵的定义主要分

为两类：一类认为专业认同属于“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并属于“自我认同”与“自我发展”

的重要部分。Erikson(1963)对“自我认同”的研究，指一种自信的心理表现是青少年身心健康

的标志。Grolevant(1987)则将自我认同划分为强制性认同与选择性认同，前者是无法被个人过

多考虑决定的要素，如性别认同，后者指在社会环境下得到的认定，如领域认同。专业认同是

青年人自我发展的重要内容，专业认同指对选择的专业感不感兴趣，跟据专业选择工作，认可

专业与工作的价值，感受到能够在工作中表现自己，有能力把专业知识发挥到工作中，希望把

这份工作作为个人终身发展的目标。此外，安芹与贾晓明（2006）认为专业认同包含四个维度：

对专业的了解或认知，对专业的态度和情感，积极学习专业的动机及其引起学习的行为，由以

上维度而产生的良好的专业的学习效果。张田与孙卉（2008）则认为专业认同包含三个维度：

认知、情感和持续，认知是学习者对自己所学专业的了解，情感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

心理上的安全和情感愉悦满足，持续是由内在情感愉悦和满足感的直接结果，它直接导致积极

的行为动机与显性的行为效果。而刘永存与王顶明（2007）、Tajfel（1978）认为专业认同属于

“社会认同”，由个体认识到他们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又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给他们带

来的情感与价值意义，社会认同就源于群体成员身份，个体用来定义本身社会身份的总和。黄

涛（2008）认为专业认同是在专业学习和研究领域中个体的自我表达，包括对自己将会拥有或

已经拥有某一专业群体成员身份的明确认识，对所学专业，所属群体的态度和情感以及相应的

行为表现，包括专业价值感、专业学习观、专业投入行为、目标与计划四个维度。邢清清

(2009)则认为专业认同考察的是专业社会化和发展,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包括在专业角色下

根据新的价值观,态度和自我认同成分的发展而必须学习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学习成就动机建立在成就动机理论基础上，主要代表人物是 Atkinson（1953），学习成就

动机是个体通过努力学习克服障碍、施展才华、努力快而好地解决某一问题的愿望或倾向。它

在人们对成就需要的基础上产生，是推动个体乐于从事自己认为重要的或有价值的学习并力求

获得成功而奋斗的一种内在动力。学习成就动机是学生特有的，它是具有学习意义的动机，在

学习活动中，学习成就动机是一种主要的学习动机（Atkinson，1953）。学习成就动机不具有多

样性，因此，对它的解释也就不存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也因此没有产生多种理论派别,从学习成

就动机的侧面对其产生及对学习的影响做解释,Weiner（1974）归因理论中说“对学习成就动

机的解释，就如在心理学中许多其他重要的概念一样，也可以把它主要归到两个类别中：认知

学派的观点和心理学派的观点。”在学习成就动机中学生的主动性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

Bateman and Crant（1993）提出了主动性人格这个概念，人和环境是互相作用于彼此，环境可

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人也可以有意识地改变外部环境，高主动性的人格往往会主动行动去改

变周围环境，他们能够及时地发现和抓住机会，他们也会更早地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此

外，梁美花与赵成彬（2019）认为坚持性是指个体对其行动目的能够坚持，同时能在行动中保

持顽强毅力的意志品质，并且能够在长期相信自己的决定是合理的，不逃避困难，不屈服于压

力，通过不懈地努力来实现自己的决定。张林与张向葵（2003）也认为学习坚持性是学生遇到

学习困难与障碍或外界刺激时依然坚持努力的程度，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其学习坚持性

对学业成绩对学业成绩有重要的影响，也是一种良好的学习品质。而肖之芳（2014）认为心理

因素中智商高的人记忆力和思维能力较强，因此其学习成绩更好，学习成绩好与不好另一方面

取决能力问题，学习能力低下或缺乏相关的素养，如注意力不能集中，基础知识薄弱等，将不

会有高的学习效率。即使有了学习能力，学习效率也不一定高。因为有的人并不能将自己的学

习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这又至少可分为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没有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心理

资源，比如人们常说的心理素质不好，包括情绪不稳定，易于激动，对失败过于担忧，挫折承

受力差，以及掌握不住学习的规律，使用了学习效率低的学习方法等，另一种情况是自己本身

就不愿意去学习（徐学绥，2012）。 

据此，本研究将探究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对学习成就动机的影响。本研究以云

南昆明三所知名大学分别是 A 大学、B 大学、C 大学的旅游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联系旅

游系的老师在课堂中让学生协助填写网络问卷 300份，回收问卷 129 份,剔除无效问卷 111 份,有

效回收率达到 0.53%。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就性别人数比例而言，女性比男性多，占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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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大学生的女性与男性比例为 17:8。在年级上，大四样本较多，达 0.75%，大一为

0.02%，大二为 0.04%，大三为 0.17%，大一至大三的占比低于 0.5%。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云南昆明三所知名大学分别是 A 大学、B 大学、C 大学的旅游专业学生为研究对

象，通过联系旅游系的老师在课堂中让学生协助填写网络问卷 300 份，回收问卷 129 份,剔除无

效问卷 111 份,有效回收率达到 0.53%。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就性别人数比例而言，女性比男性

多，占 0.68%；在本研究中大学生的女性与男性比例为 17:8。在年级上，大四样本较多，达

0.75%，大一为 0.02%，大二为 0.04%，大三为 0.17%，大一至大三的占比低于 0.5%。本研究使

用《专业认同量表》和《学习成就动机量表》对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

动机进行测量。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专业认同量表》和《学习成就动机量表》对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认

同和学习成就动机进行测量。 

本研究参考黄涛（2008）的量表，以中国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为对象编制了《专业认同

量表》，该量表分别为专业情感、专业意识、专业归属三个维度，共有 12 个题目，问卷采用

Likert 式 5 点计分，从 1.完全不同意，2.基本不同意，3.不确定，4.基本同意，5.完全同意，被

试得分越高，表明专业认同状况越好。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 0.919，因素负荷量指数均达 0.7

以上，证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以信效度良好为基准，挑选维度及内

容最为符合本研究想探讨内容的黄涛（2008）编制的量表作为测量专业认同的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余安邦与杨国框（1989）编制的学习成就动机量表，该量表分为主动性、坚持

性、心理因素三个维度，共有 12 个题目，问卷采用 Likert 式 5 点计分，从 1.完全不同意，2.基

本不同意，3.不确定，4.基本同意，5.完全同意，被试得分越高，表明学习成就动机状况越好。

本量表的两个因子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在 0.70 左右，属于可接受范围，量表已经得到中国学者

（肖志玲，2002）的修订并被广泛采用和证明。 

2.3 研究方法 

采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信效度分析、描述统计分析、差异分析、相

关分析、回归分析等。以 α＝0.05 为检验标准。 

2.4 研究框架 

 
图一 研究框架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408 
 

3. 研究分析 
3.1 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的描述性统计研究 

整体专业认同感的得分（M=2.633，SD=0.836），各个维度的得分从高到低排序：专业归属

（M=2.028，SD=0.683）得分最高，专业意识（M=1.976，SD=0.641）其次，最后是专业情感

（M=1.970，SD=0.560）。整体学习成就动机的得分（M=1.986，SD=0.567），各个维度的得分

从高到低排序：坚持性（M=3.014，SD=0.913）得分最高，主动性（M=2.727，SD=0.688）其

次，最后是心理因素（M=1.969，SD=1.419），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之描述性统计摘要表 

维度 M（平均数） SD（标准差） 

专业情感 1.970 0.560 

专业意识 1.976 0.641 

专业归属 2.028 0.683 

主动性 2.727 0.688 

坚持性 3.014 0.913 

心理因素 1.969 1.419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的差异性分析 

对可能影响在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的人口变量进行分析，不

同性别在专业认同感和学习成就动机的差异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性别在专

业认同上男性比女性高，此研究结果与张涵（2019）的研究一致，但是差异不显著，不同性别

在学习成就动机上有显著差异。 

 

表 2 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在不同性别上的差异 

变量 性别 标准差 平均数 t 

专业认同 男 0.514 2.041 1.210 

 女 0.620 1.925 1.197 

学习成就动机 男 0.753 2.992 6.016*** 

 女 0.740 2.231 6.022*** 

注：***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不同年级在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的差异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不同年级在专业认同中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学习成就动机中有显著差异，大二、大三及大四在

学习成就动机分别显著高于大一学生。研究证明不同年级在学习成就动机上做得都相对较好，

通过秦攀博（2009）分析其原因是大一学生刚刚进入大学生活，对大学的生活、学习、环境、

融入班集体充满好奇与兴趣，注意力还没有完全集中在学习上，从大二开始逐渐融入大学的学

习氛围，开始朝着自己所选专业的方向努力学习，进入大三后对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有一定的

收获，并取得优异的成绩，最后大四开始要面对的是实习、写专业论文及考虑自己毕业之后的

就业选择。 

 

表 3 云南旅游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在不同年级上的差异 

变量 年级 平均数 标准差 F 事后比较 

专业认同 大一 1.850 1.208   

 大二 2.107 0.447 0.657  

 大三 2.044 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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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四 1.940 0.582   

学习成就动机 大一 2.133 0.774   

 大二 3.201 0.486 8.904*** 2＞1 

 大三 2.961 0.793  3＞1 

 大四 2.380 0.810  4＞1 

注：***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3 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的相关分析 

按照统计学原理，在对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对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变量进行相

关分析，以皮尔森相关分析来了解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各变量及各

维度的相关情形。于伟与张彦（2009）研究指出变量间的相关程度一般用相关系数 r 的绝对值

来表示，r 越接近于 1，表示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越高，r 越接近于 0，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则越低。 

本节主要探讨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两个变量之相关程度，由

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如表 4 所示。 

 

注：***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通过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发现，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之间均存在

显著正相关并且是中相关。张涵（2019）认为如变量间相关系数在 0.30-0.70范围之内，各维度

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将继续通过回归分析继续探讨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专业认

同与学习成就动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以及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3.4 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的回归分析 

专业认同对学习成就动机的影响由相关分析得出专业认同与学习成就动机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因此以专业认同为自变量，学习成就动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表 5 所示。 

 

表 5 专业认同对学习成就动机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 t VIF 调整后 R² R² F 

专业认同 .311 3.847*** 1.000 .090 .097 14.797*** 

研究来源：本研究整理 

 

结果显示，专业认同与学习成就动机两变量之间的 VIF 值为 1，因此无共线性问题存在，

且表 5显示专业认同与学习成就动机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β值为 0.311，显着性检定的 t值为 3.847，

表明专业认同对学习成就动机有显着正向预测作用，可以解释量为9.7%，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假

设成立。此结果与（刘莹、孔繁丹，2016；孙晓艳，2018；马莉慧，2019）的研究结果一致。 

 

4.结论与讨论 
人口统计差异总结。本研究的抽样对象为大学生，在性别方面，男女比例为 37:33，年级

方面大一 5人，占 0.03%；大二 17人，占 0.12%；大三 39人，占 0.27%；大四 79人，占 0.56%。

总体来看，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的平均数在 1.891到 2.121之间，表

明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有着中水平的专业认同感和较高的学习成就动机，说明旅游专业的学

生对于本专业的专业认同度总体上偏低，学习热情度不够，同时也表明目前云南省旅游专业大

表 4 云南旅游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的相关分析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专业认同 学习成就动机 

专业认同 1.986 0.567 1.000  

学习成就动机 2.633 0.836 .31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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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将要付出很多的提升。 

人口统计学变量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的差异分析。本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旅游

专业大学生不同性别在专业认同上男性比女性高，但是差异不显著，不同年级在专业认同中没

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与张涵（2019）的研究一致。入学动机的不同使男生在专业认同感上高

于女生，男生有更强的内部动机，多因自身对旅游感兴趣而选择旅游专业，由兴趣而产生的动

力使自己能够对专业表现得更积极，主动参与学习活动（李媛媛，2019）。 
人口统计学变量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学习成就动机的差异分析。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

别在学习成就动机上有显著差异，并且不同年级在学习成就动机中也有显著差异，大二、大三

及大四在学习成就动机分别显著高于大一学生，研究证明不同年级在学习成就动机上做得都相

对较好。这与蔺国伟与林立军（2019）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学习成就动机随着年级的增高而逐渐

增加，因为大一开设的旅游管理专业课较少，随着年级的增高专业课开设的逐渐增多，学习成

就动机也会逐渐提升。大二年级学生的学习成就动机高于其他年级的学生，大学在大二开始进

入旅游专业课程教学开设旅游专业基础课程，学生对旅游专业课程的学习投入较多，在经过一

系列旅游专业知识分类的学习后学生对旅游专业的学习成就动机也有所提升（郇秀红，2016）。 

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的关系研究。本研究发现，专业认同与学习成就动机有显著正向

影响。本研究对云南某高校 300 名旅游专业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对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

的分析，云南省旅游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都相对较好，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方

式调查了云南省三所学校中旅游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认同和学习成就动机的数据显示，云南省旅

游专业大学生专业认同感和学习成就动机情况较好。本研究与杨小林（2018）、高蕾（2013）、

张兴梅（2006）、张建育与李丹（2016）的研究一致。 

建议。本研究结果显示旅游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认同与学习成就动机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并且是中相关。专业认同感的高低会影响学生的各项行为表现如：学习积极性、专业发展、就

业意向等，因此积极培养学生的旅游专业认同感，加强旅游专业本科的核心教材建设，因为教

材是课程的核心，但目前的教材缺乏系统、深入和全面性，很多旅游专业的教材过于陈旧，教

材的时效性十分重要，任课教师没有使用好旅游专业的核心教材，在授课过程中可靠性的文本

框架较少，导致教师在授课时把控不准重点从而影响对旅游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马洁，

2011）。建立课程共享机制，通过网络的方式将优秀的旅游专业课程资源放到公开的平台，让

旅游专业学生能够共享到优秀资源（胡涤飞，2012）。增强旅游专业学科自信，提高教师的职

业归属感，提高旅游专业教师的政治素养通过与旅游专业发展较好的国家的高校进行国际院校

合作，在寒暑假期间将中国旅游专业教师外派到合作国家的院校进行专业知识交流，帮助旅游

专业教师在交流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取长补短，旅游系教师是旅游专业学生学习和引导未来

进入旅游行业最重要的人，教师不仅仅要传授知识还对学生的生活进行指引，塑造学生的品格，

充当学生人生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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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Self-efficacy on Learning Motivation：Tak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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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ege level is a turning point for students,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students' learn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freshmen to senior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Wuhan. Convenient sampling 

was used as the sampling method. A total of 760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70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llege student’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Motivation; College student’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cademic Self-efficacy; College 

student’ Academic Self-effica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Motivation; 

Academic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ly mediating role in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大学生心理弹性、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动机的影响：以武汉某

大学为例 
张卓颖 1 * 
1*博仁大学 

1767040525@qq.com 

 

摘要 
大学阶段为学生的一个转折点，而学习动机则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故本研究探讨大学

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心理弹性、学习动机三者间的关系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

用。以武汉某大学大一到大四大学生为研究物件进行问卷调查，抽样方法采用方便抽样，共发

放76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700份。结果发现：大学生心理弹性对学习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

大学生心理弹性对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动机有显著

正向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与学习动机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字：心理弹性；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 

 

1.研究背景 
以教育为导向，中国把“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作为教学五大议题之首，而青少年作为祖

国的未来，在学业和心理上的发展一直备受关注（李春荣，2019），我们会发现，在同等环境

下，不同的个体面对同一个挫折或困境会产生不同的行为，一部分个体都可以从低水平状态恢

复如初，因此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关注大学生心理值得被重视（纪宇，2018）。 

陈杰等（2020）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对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正向影响，弹性较高的学生可以更

好地应对环境,并在其中取得更多的成功经验从而增强他们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再者，心理弹

性与学习动机也有密切关系，学习是学生阶段的主要任务与活动，学习动机直接推动着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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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活动的开展，所以对学习动机加以探究一直是教育心理学方面关注重点（谢心怡，2015）。

Martin 与 Marsh（2008）研究表明学生心理弹性与学习动机呈正向影响，高弹性学生在学习中

遇到挫折时其学习动机受到消极影响较少，而弹性较低的学生则相反。另外，池丽萍与辛自强

（2006）指出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用于学习动机的培养和维持。杨颖等（2018）的研究表明学

业自我效感和学习动机有显著正相关，效能感对学习动机有正向影响。因此本文以大学生做调

查，意图探讨心理弹性、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动机三者之间的关联，进一步分析其大学生心

理弹性对学习动机的内在因素，探讨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和学习动机中是否存在中介作

用。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目的为： 

A. 探讨大学生心理弹性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 

B. 探讨大学生心理弹性对学习动机影响。 

C. 探讨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动机影响。 

D. 探讨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是否在心理弹性与学习动机间具有中介作用。 

 

2.文献综述 
Rutter（1987）将弹性定义为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与危险因素产生交互作用的因素或保

护过程。再者，心理弹性的定义可分为：结果性定义，认为个体在遭受困境之下，心理弹性仍

旧可以使个体发展顺利、适应较好等的一类现象，强调把心理弹性看作一个结果（Masten, 

2001）。能力性定义是指个体应对负面事件的能力，是个体所具备从负面经历中及时恢复并有

所适应的某种特性（陈楠，2017）。因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采用个体的结果性定

义，把心理弹性定义为注重把心理弹性看做一个结果，即使面临严重困境，依旧能够保持积极

适应性、良好发展的一种结果。 

暴占光与张向葵（2005）对学习动机的定义是增强学生的学习活动并保持其已激发起的学

习活动，使得其学习行为最终有一定目标的一种机制。学习动机作为一种内部驱动力，可以直

接影响学生学习，起到启动、维持及定向的作用（田澜，2006）。Dörnyei（1998）定义学习动

机为激发个体，产生学习欲望、持续学习行为并到达预期目标或受其他因素影响，导致学习的

欲望有所降低，最终停止学习行为的一系列环节。汪玲与郭德俊（2003）提出学习动机的两个

定义：一是对学习动机的一般理解，另一个是从一个复杂的系统来理解学习动机。综上所述，

本研究主要参照 Dörnyei（1998）的观点，把学习动机定义为对学习进行引发和保持，是推动

人之行为的一种内在力量，是个体的内在过程，具有动态性，欲望表现越强，学习动机则越强。 

自我效能感是由 Bandura（1977）提出，是指个人猜测和预判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特定的

一项行动，高自我效能感能够增强个体的动机水平，而自我效能感低则会削弱动机水平。边玉

芳（2003）认为学业自我效能感包括能力和控制力，能力感是学生对自己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

完成学习任务的判断；控制感是指学生对学习任务有无把握以及能否控制学习行为的判断。年

静（2006）定义学业自我效能感，运用操作性定义的方法，认为其是指学生对自己本身应付学

业任务所需实力的评价以及自信程度。”综上所述本研究综合前人的定义,采用年静（2006）和

边玉芳（2003）的定义加以延伸把学业自我效能感定义为个体对自身能否控制学习行为的把握

感与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业任务的自信程度。 

心理弹性作为一种动态形式，在变化中对个体的学习动机达成动态调控,高心理弹性者能

更好地调整自身心态，形成良好情绪情感体验与自我认知（吕梦思等，2017）。陈秋珠等

（2019）研究发现，心理弹性能正向影响学习动机，高心理弹性者够通过个人的心理弹性重建，

并有较高的自我保护意识，会主动防范学习中产生的风险，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学习，进而

使其学习动机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赵竟（2018）根据胡月琴与甘怡群（2008）的研究将心理弹

性分为个人力和支援力两个维度，发现心理弹性与学习动机内部动机之间具有链式中介效应，

即压力既直接作用于个人力，也能通过支持力间接作用于个人力进而降低压力对内部动机的消

极影响。综上所述，可发现心理心理弹性会影响学习动机，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1:大学生心理弹性对学习动机有显著影响。 

王安妮与张静平（2015）的研究发现心理弹性与自我效能感的各构面显著相关，心理弹性

https://wiki.mbalib.com/wiki/Band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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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个体明显自我效能感总分高于弹性弱的，即心理弹性越强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弹性对其

呈正向影响。武帅等（2016）研究发现心理韧性越差，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越弱，反之韧性越

高，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两个变量间呈显著影响。陈杰等（2020）发现具有高心理韧性的学

生可以更好地应对环境，随着成功经验的累加，加强了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综上所述，心

理弹性及其维度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其构面都呈正相关，心理弹性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呈显著影

响。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大学生心理弹性对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陈维亚（1999）定义被看作内在的心理驱动因素与外在的环境诱导因素共同作用之结果为

学习动机。甯良强（2009）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动机呈正相关，说明高学业效能感

的个体对自身的实力与事件的结果的自信程度高，因此会表现出较为强的学习动机，学习动机

随学业自我效能感提高而增强。徐倩倩（2018）发现大学生学业效能感能够显著的预测学习动

机，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动机显著正相关，效能感越高，个体评价自身学习实力越高,他们

会愿意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这类人往往有正确的归因, 而反之效能感低的人在经历事情失

败后，又不愿提升自身的能力，学习动机随之而降低。综上文所述，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3: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归因理论个体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发生事件时，高自我价值感的个体将事件归因于能力、

努力等内部因素；而低自我价值感的个体则归因于运气等外部因素（朱韩兵，2010）。外在归

因如运气、背景等对心理弹性有显著预测作用，内在归因如努力对心理弹性有显著正向预测作

用（王自梅，2020）。归因理论对于学习动机高的个体往往将事情归因于内在可以改变和控制

的力量，个体会产生积极情绪，效能感高，从而引发更强烈的学习动机（傅蕾，2019）。杨丹

（2017）探究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和学业成绩中的中介作用，心理弹性对学业自我效能

感回归系数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效能感起到中介作用。杨娟（2016）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

与学习动机呈显著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则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梁慧（2011）研究结果表明，

努力归因与内归因能正向预测心理弹性，如若个体将成功归因为努力、能力强，则学业自我效

能感较高，相反若将失败归因于自身的能力低，则效能感下降。本研究采用归因理论，归因理

论能够用于引导和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关于个体对自己或他人行为结果作出解释的理论，

从而加以预判后续的行为（关伟与郭莉莉，2018）。因此就归因理论，心理弹性可以提升学业

自我效能感，从而加强学生的学习动机。 

综上研究所述，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与学习动机两者中具有中介作用，本文拟将学

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企图构建心理弹性，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动机这三者之间的模型，

进一步对心理弹性对学习动机的影响进行探究。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 

H4：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与学习动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3.研究方法 
3.1 研究框架 

本文采用的理论为归因理论，该理论为学习动机研究之心理学基础（王悦，2017），其认

为个体对其成败的解释会影响其后续的动机（来茹茹，2013）。而学业自我效能感是自身对能

否成功执行学习内容的预测和自信（高娟，2014），自我效能感越高，越容易将成功归因于内

部原因而自我效能感越低将失败归因于外部条件（王宝勇，2001）。池丽萍与辛自强（2006）

研究发现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影响了学生的动机水平，学业自我效能感高学生自信心充

足，学习的动机也较高。故本研究心理弹性为自变量，而学习动机则为因变量，学业自我效能

感为中介变量，中介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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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对于三个变量之间理论和文献综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几点假设： 

H1：大学生心理弹性对学习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 

H2：大学生心理弹性对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H3：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 

H4：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与学习动机中起到中介作用 

3.3 研究物件 

以武汉某重点大学700名在校大一至大四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武汉市是中国大学生数量

最多，大学生最为密集城市在武汉提取样本具有广泛性与代表性，而武汉某重点大学是教育部

直属高校，已成为中国三大行业人才培养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同时，武汉

某重点大学在培养的学生在专业素质以及综合能力领域都具备较高的水平（胡璟等，2020），

具有代表性。本文采用方便抽样，吴明隆（2010）指出建议正式问卷中题目最多的分量表之题

目数3-5倍为问卷的预试阶段人数，以本研究而言，最多题数之问卷为《学习动机量表》，共计

26题，取其5倍为以上130份，预试阶段预试发放130份问卷以检验问卷信度和效度。正式发放

大一到大四四个年级每个年级各190份问卷，一个年级5个班，一个班38个人，共发放760份问

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700份，有效回收率92.1%，其中男生211（30.1%），女生489（69.9%）。 

3.4 研究工具 

3.4.1 心理弹性量表 

本研究采用由于肖楠（2007）对韧性量表修改过后的量表（Conne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共有 25 个题，有乐观，坚韧，力量这三个维度，其中力量有 8 个题（1-8），乐观有 4

个题（9-12），坚韧有 13个题（13-25）。删掉两题后, 心理弹性量表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944，

最终得出三个维度具有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872、.680、.928。量表 p 值达到显著，整体

适配指标指数 RMR=.029、RMSEA=.068、AGFI=.871、NFI=.892、CFI=.915、IFI=.916。 

3.4.2 学习动机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是田澜（2006）编写的动机量表，采用五点计分法，共有 34 个题。该

量表共分为求知兴趣、能力追求、利他取向和声誉获取这四个维度。求知兴趣为 9 个题项（1-

9），能力追求为 6 个题项（10-15）；声誉获取为 5 个题项（16-20），利他取向为 6 个题项（21-

26）。删掉四题后,学习动机量表 p 值达到显著，整体其量表适配指标指数 RMR=.047、

RMSEA=.082、AGFI=.823、NFI=.863、CFI=.884、IFI=.885 学习动机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α

https://www.ifabiao.com/s.html?q=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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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930,四个维度具有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903、.829、.831、.910。 

3.4.3 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取的量表为梁宇颂（2000）所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有学习能力与学习行

为两个维度，共 22 个题,其中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分为 11 个题项（1-11），学习行为自我效能

感分为 11 个题项（12-22），采用 5 点计分评价。删除三题后，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p 值达到

显著，整体其量表适配指标指数 RMR=.025、RMSEA=.080、AGFI=.852、NFI=.888、CFI=.906、

IFI=.906。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955，两个维度具有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938、.890。 

 

4.研究结果 
4.1 相关分析 

由表一所示，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心理弹性与学习动机呈显著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

为.586，说明心理弹性越高学习动机越高。心理弹性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p<.001)，

相关系数为.629，说明心理弹性越高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动机呈显著

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为.638，说明学业自我效能感越强，对学习动机的投入也就越高，

对学习越投入。 

 

表一 相关分析摘要表 

 心理弹性 学习动机 学业自我效能感 

心理弹性 1   

学习动机 .586*** 1  

学业自我效能感 .629*** .638*** 1 

注 1：*p＜.05  **p＜.01  ***p＜.001 

 

4.2 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相关分析结果，本研究采用回归方法进一步检验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与学

习动机之间的中介效应。采取的是温忠麟与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结果见

表二。在第一个回归模型中，以心理弹性为自变量，学习动机依变量进行分析，其标准化回归

系数为.588，达到显著水平（p＜0.001），R2 为.373，心理弹性能解释学习动机 37.3%的变异量，

表示心理弹性对学习动机呈正向显著影响。第二步中，研究结果发现，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为.626，达到显著水平（p＜0.001），心理弹性能够解释学业自我效能感 39.8%的变异量（R2

＝.398），表示心理弹性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呈正向显著影响。在第三步中，同时以心理弹性与

学业自我效能感作自变量，以学习动机作依变量，控制了背景变向后，研究结果显示，其标准

化回归系数为.301 和.457，达到显著水平（p＜.001），心理弹性、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对学习

动机总分的联合解释率是 49.9%（R2＝.499），表明心理弹性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动机有显

著影响，加入中介变项后，且比较模型 1到模型 3，显著性还在，β值下降，所以是部分中介。 

 

表二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对学习动机之间的中介作用摘要表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变项 
学习动机 学业自我效能感 学习动机 

β t β t β t 

性别 -.059 -1.940 .045 1.512 -.080 -2.921** 

年级 -.172 -5.647*** .027 0.894 -.184 -6.756*** 

心理弹性 .588 19.505*** .626 21.210*** .301 8.713*** 

学业自我效能

感 
    .457 13.211*** 

F 值 137.901*** 153.617*** 172.847*** 

△R2 - -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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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373 .398 .499 

注 1：女生=0 

注 2：*p＜.05  **p＜.01  ***p＜.001 

 

5.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在本研究中，通过资料分析可知，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整体水平及其各维度与学业自我效能

感整体水平及其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心理弹性越高的学生表现出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水

平较高，反之心理弹性水平越低学业自我效能感较低，心理弹性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影

响。这与王安妮与张静平（2015）的研究发现心理弹性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各构面间正相关得

结果相一致。本研究认为可能是因为弹性水平高的学生，在学习中碰到困难会以良好心态进行

自我修复，其不会过多的产生失落感，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寻找解决办法上，效能感随即得到了

提高，而心理弹性水平较低的大学生则相反，学业自我效能感随之而降低。  

5.1.1 大学生心理弹性对学习动机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心理弹性总体状况良好，心理弹性各维与学习动机均显著相关，

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果符合本研究的研究假设。这表明，心理弹性越强，学习动机越高；

反之，学习动机则越低。这与陈秋珠等（2019）研究发现学生心理弹性与学习动机存在显著的

相关的结果相一致。本研究认为产生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个体的内外学习动机都会一定程度在

学习过程中受到困难与挫折的影响，当学生没有摆正正确的心理弹性之时，会产生消极情绪失

去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则降低，但弹性水平较高的学生，能够很快的恢复过来，以积极的心态

来面对挫折，学习动机也随之提高。 

5.1.2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动机的影响 

甯良强（2009）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动机呈正相关，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相一致。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整体水平及其各维度与学习动机整体水平及其各维度呈显

著正相关，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学生的效能感越强，学习的兴

趣越高，学习动机则越强，从而激发学习动机。本研究认为可能是因为效能感越高的学生，容

易能够体验到成就感对自身也具有客观的认知，专心投入到学习当中，所以学习动机也随之加

强，而效能感较低的学生，对自身的实力评价不高，对自身能力的自信缺乏逐渐抵触学习，学

习动机也随即下降。 

5.1.3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本文以学业自我效能感中介变量，探讨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与学习动机中的

中介作用。通过对三者做回归分析发现，心理弹性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均能显著预测学习动机，

心理弹性能直接影响学习动机的水平，心理弹性越强，则学习动机越高，这与陈秋珠等（2019）

研究发现，心理弹性能正向影响学习动机研究结果一致。且加入学业自我效能感后的学习动机

回归系数显著，从所建立的模型来看，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弹性与学习动机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心理弹性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学习动机，这说明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心理

弹性与学习动机之间有中介作用，即心理弹性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动机产生预测作用，

心理弹性越高学习动机则强；心理弹性也能够通过提高或降低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间接

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动机程度，具有相同心理弹性水平的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时，学生在

遇到困境和挫败的时候，能及时加以修复，且具有坚持性，因而学习动机随之加强；而学业自

我效能感越低则相反，可能会产生逃避的行为学习动机则随之降低。 

5.2 建议 

本研究在前人的理论之上，引入学业自我效能感，并探究其在心理弹性和学习动机间中介

作用，本研究仍存在不足。研究条件存在局限性，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得到的结果较

为主观不够客观性，未来研究可以试着同时引入学业自我效能感与认知情绪调节作为中介变量。

同时本研究侧重于关注心理弹性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动机的作用，但如何提高动机，缺

乏实证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转变研究重心，将实践操作与理论研究二者相结合，若未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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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条件允许，可以从大一新生开始跟踪研究，定期对同一组受试者进行相关内容的测试调查，

并结合本研究之前的研究结果相比较，得到更有说服力客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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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locus of control on test anxiety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remote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s. The data of 

2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Yanhe County were obtained by convenient sampling. A total of 5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450 of which were actually collected, and 45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was 90%.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the locus of control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est anxiety; the problem-oriented coping styl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est anxiety: the emotional coping styl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est anxiety; The locus of control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ping style of pointing emotion problems; the locus of control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ping style of pointing emotion; the 

coping styl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plays a part of the mediation between the locus of control 

and test anxiety effect. 

 

Keywords: Locus of control; Test anxiety; Coping style 

 

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考试焦虑的影响：以应对方

式为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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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讨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考试焦虑的影响：以应对方式为中介作用。

以便利抽样的方式获取沿河县 2 所高中生的资料，共计发放 500 份问卷，实际回收 450 份，取

得 450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0%。经资料分析结果发现，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考试焦虑

有显著负向影响；高中生指向问题应对方式对考试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高中生指向情绪应对

方式对考试焦虑有显著正向影响；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指向情问题应对方式有显著正向影响；

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指向情绪应对方式有显著负向影响；高中生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源与考试

焦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字：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考试焦虑 
 

1.研究背景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北角，其中以土家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61.2%，是全国四个单一土家族自治县之一（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2019）。贵州省边远

地区由于经济的落后，其教育也相对落后，由于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经济条件等,其教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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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又呈现出其特殊性（廖朝芬，2019）。这使得该地区学生在其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和考试

焦虑上有其独特的地域特点。 

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中，何林姣（2013）指出各行各业的人员都要进行考试，考试已经成为中国选

拔合格人才的最大标准，这些考试对于高中学生而言，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够客观，加上学

习压力较大，容易产生学习厌倦心理及出现考试焦虑情绪，甚至影响到自身的身心健康。在过去

研究中刘金同等（2005）发现高中生轻度考试焦虑的发生率为 28.8%，中度考试焦虑的发生率为

45.0%，严重考试焦虑的发生率为 26.2%。考试焦虑引起的不适发生率为 55.8%。霍甲众（2013）

的研究表明，许多学生因受考试前和考试中情绪状态的干扰而影响水平的发挥，考不出真实的成

绩，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干扰考试后的情绪体验，对以后的学习也产生不良影响。在中国一考定终

身的高考模式下，高中生的考试焦虑已不容忽视。 

 

2.文献综述 
心理控制源是指个体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时，对事件结果或行为的归因，简单来说，心理

控制源是一种归因方式，是个体对事件或行为结果的归因（李燕梅，2016）。根据前人研究发

现，马燕（2013）研究得出心理控制源的维度外控性、机遇性与成熟应对、不成熟应对存在显

著影响，且控制源可以有效预测应对方式。李倩（2010）得出心理控制源的机遇维度、有势力

他人维度对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成熟的应对方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内控

性对成熟的应对方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许德镇

（2010）指出控制源内控型与应对方式有着紧密关系，倾向内控型的个体更加倾向于使用解决

问题的应对方式。而背景和机遇因子在自责、幻想和合理化维度上呈正相关，在退避维度上呈

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外控型在面对问题时更  

多地采取幻想、合理化的应对方式。内控制型个体能积极面对问题，并想法设法去解决，外控

型个体在面对问题时，更加倾向于幻想、合理化将问一题的原因归咎于外部，与自身的关系不

大。石怡等（2015）指出心理控制源中的内控性对积极应对有显著正向影响，机遇、有势力他

人对消极应对有显著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心理控制源的内外控会导致个体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心理控制源对应对方式

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第一个假设： 

H1：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应对方式有显著向影响。  

H1a：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指向问题应对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指向情绪应对有显著负向影响。  

考试焦虑是一种青少年常见的消极情绪体，他们会过分担心考试失败并渴望获得好成绩从

而产生的一种紧张的精神状态（杨子英，2013）。在这种紧张的精神状态下，会导致学生对待

考试过分紧张、担忧的复杂情绪反应。比如，考前头痛失眠、对自我的消极认知，上了考场反

应迟钝、大脑空白、做题全无思路，考后过于担忧和懊悔等（钱泞泞，2014）。赵娜（2014）

研究得出心理控制源内控型维度，能够显著负向预测考试焦虑水平，说明内控型的学生考试焦

虑水平一般较低；心理控制源有势力的他人维度，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考试焦虑，说明学生越是

相信他人能够左右自己的生活事件，其考试焦虑水平也会比较高。陈楠（2017）研究得出心理

控制源能够显著正向影响考试焦虑，且内控型个体遇事不会选择逃避埋怨，而是主动积极地寻

求最佳方案解决问题。相反，外控型学生倾向于相信机遇、运气和有势力的他人等不可控因素，

在困境面前，会习惯性地呈现消极悲观的心态，因此焦虑感越高。 

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不同的心理控制源会引申出不同的考试焦虑状况。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了第二个假设： 

H2：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考试焦虑有显著正向影响。  

应对方式是指当个体面对困境和压力时候，摆脱困境的认知和行为努力，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找到解决问题方法、寻求帮助等积极的方式，而另一种是逃避、压抑等消极的方式（胡

小兵，2013）。所以学生如果在考试焦虑前和考试后没有一个良好的心理应对方法，势必会不

利于中学生良好的身心发展。有研究显示，应对方式可以作为考试焦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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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问题解决等积极的应付方式会相对降低考试焦虑程度，而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如自责、

幻想、逃避等,会增加考试焦虑（王雅娟，2016）。代景华等（2004）以高中生为被试研究其应

对方式与考试焦虑间的关系，得出相同的结论，积极应对对考试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消极应

对与考试焦虑呈显著正向影响。黄高贵与吴燕（2001）以高考生为物件来研究，探讨了考试焦

虑与应付方式的关系，将应付方式分为问题指向性应付方式和情绪缓冲性应付方式。结果显示，

考试焦虑总分对指向问题性应付方式呈显著负向影响,与指向情绪性应付方式呈显著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深入探讨应对方式是否直接影响考试焦虑，以及应对方式之中介效

果能否使考试焦虑与各构面生成间接影响。由于本文将应对方式分为指向问题应对方式的积极

行为和指向情绪应对方式的消极行为，因此对考虑焦虑也会产生促进或缓解的作用。基于以上

结论，本文提出了第三个假设：  

H3：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应对方式对考试焦虑有显著影响。  

H3a：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指向问题应对对考试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  

H3b：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指向情绪应对对考试焦虑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考试焦虑有着密切相关，Heider（1982）认为归因理

论的事件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内在因素，如情绪、态度、个性和能力；另一种是外部因素，如

外部压力、天气、形势等。本文对心理控制源的定义正是基于归因理论的基础，将控制源分为

内控制源和外控制源，心理学家 Seligman（1975）认为，外在控制是认为自己尽力也不能与事

项的终局一致；反之，事件结局与努力一致时，则为内在控制。何辉等（2014）的研究发现个

体可采取应对方式来影响心理控制源与情绪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得以实现来

源于 Weiner（1972）的归因理论，他认为不同归因模式的选择将对人们的行为结果产生重大影

响，如果人们将事件结果归因于内部因素，往往会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方式，相反当人们把事

件的结果归因于外部因素，往往不会采取主动应对方式。因此，本研究将以应对方式作为中介

变量，探究心理控制源与考试焦虑的影响关系。 

基于以上研究，应对方式具有影响心理控制源和考试焦虑二者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本文

拟将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试图建立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与考试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

探索心理控制源影响考试焦虑的心理机制。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第四个假设： 

H4：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源与考试焦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3.研究方法 
3.1 研究框架 

根据归因理论，本研究认为心理控制源、应对方式与考试焦虑三个变量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所以提出研究框架，研究框架如图一所示：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设 

本研究根据文献综述及研究框架提出以下假设： 

H1：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应对方式有显著影响。 

H1a：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指向问题应对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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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指向情绪应对有显著负向影响。 

H2：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考试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 

H3：贵州省边远地区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应对方式对考试焦虑有显著影响。 

H3a：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指向问题应对对考试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 

H3b：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指向情绪应对对考试焦虑有显著正向影响。 

H4：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源与考试焦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3.3 研究物件 

本研究选取便利抽样的方式对沿河县二所高中学校 50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正式问共发

放 600份问卷，最终收回问卷 500 份，剔除无效问卷 50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450 份，有效率

为 90%，其中男生为 245（54.4%）人，女生为 205（45.6%）人。贵州边远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相对滞后，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更多的保存和承续着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地域和经济发展的

限制，使边远地区留守儿童也较多，很多孩子留在老人身边或寄宿在学校，加之学校对学生的

心理健康不够重视，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比较多（杨春蕊，2017）。该地区学生在其心理控制源、

应对方式和考试焦虑上有其独特的地域特点，样本具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是很有价值的研宄

物件。 

3.4 研究工具 

3.4.1 心理控制源量表 

Levenson（1974）年所编制的 IPC（Internali-ty Powerful Others and Chance Scale）量表。共

24 个题项，3 个维度，即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每一个分量表包含 8 个条目。采用五

点计分法。心理控制源 IPC 三个子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943、.920、.928。说明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卡方自由度比（2.416），RMR=.066、SRMR=.051、RMSEA=.056、AGFI=.870、

NFI=.879、RFI=.866、IFI=.925、TLI=.917、CFI=.925、PNFI=.793、PCFI=.834、CN=227。 

3.4.2 应对方式量表 

本研究将采用陈树林与黄鑫（2000）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共有 36 个题项，量

表包含两个分量表，即“指向问题的应对”子量表和“指向情绪的应对”子量表。指向问题应对量

表有问题解决 7 个条目，寻求社会支援 7 个条目、积极合理化解释 5 个条目，三个因子；指向

情绪的应对子量表包含忍耐 4个条目、逃避 4个条目、发泄情绪 4个条目、幻想否认 5个条目，

四个因子。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该量表应对方式可以基本概括青少年面对压力时采取的策

略，各项目因子负荷均在 0.4 以上，各个子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指向问题子量表.959、

指向情绪子量表.957。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卡方自由度比（2.416），RMR=.095、

SRMR=.061、RMSEA=.056、AGFI=.810、NFI=.832、RFI=.815、IFI=.895、TLI=.883、

CFI=.894、PNFI=.754、PCFI=.810、CN=214。 

3.4.3 考试焦虑简表 

考试焦虑简表是 Taylor 与 Deane(2002)根据 Spielberger(1980)TAI(Test Anxiety Inquiry)对考

试焦虑量表 TAI 进行了缩减。Taylor 与 Deane(2002)将考试焦虑 TAI 量表的 20 个问题根据题目

与维度的相关性缩减到了 5 个问题，经过对 333 名大学生测试，它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和结构

效度，可作为 TAI 的替代品。董云英等（2011）对其进行了译制，并在大学群体中进行了施测。

考试焦虑 TAI 中文版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71-.80（平均 p<.001，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系数为.810，间隔 1 周的重测信度为.810（p<.001）。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911，说明

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卡方自由度比（2.690），RMR=.030、SRMR=.019、RMSEA=.061、

AGFI=.963、NFI=.987、RFI=.974、IFI=.992、TLI=.983、CFI=.992、PNFI=.493、PCFI=.496、

CN=504。 

 

4.研究结果 
4.1 相关分析 

由表 1 所示，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指向问题应对与指向情绪应对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

为-.569；在心理控制源与考试焦虑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363；心理控制源与指向问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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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596；与指向情绪应对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538；指向问

题应对与考试焦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474；指向情绪应对与考试焦虑呈显著正相

关，相关系数为.591。 

指向问题应对与心理控制源的相关系数是.596,这个是最大值。考试焦虑与指向问题应对相关系

数是-.474，这个是最小值。 

 

表 1 相关分析摘要表 

变项 心理控制源 指向问题应对 指向情绪应对 考试焦虑 

心理控制源 1    

指向问题应对 .596*** 1   

指向情绪应对 -.538*** -.569*** 1  

考试焦虑 -.363*** -.474*** .591*** 1 

注 1：*p＜.05  **p＜.01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相关分析结果，本研究采用回归方法进一步检验指向问题应对在心理控制源与考

试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根据 Baron 与 Kenny（1986）所提出的观点，以阶层回归分析

验证应对按时变项的中介效果是否存在，并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讨论。结果见表 2。 

首先，在第一步中，心理控制源对指向问题应对方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607，p＜.001）。

在第二步中，心理控制源对考试焦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384，p＜.001）。在第三步中，

指向问题应对方式对考试焦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460，p＜.001）在第四步中，将心理

控制源、指向问题应对、控制变量与考试焦虑一并带入回归方程建立模型，心理控制源（β＝

-.166，p＜.001）、指向问题应对（β＝-.359，p＜.001）可见，心理控制源与指向问题应对方式

对考试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加入指向问题应对方式变量之后，且比较模型2到模型4心理控

制源对考试焦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由-.384下降到了-.166，说明指向问题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

源与考试焦虑之间有着部分中介作用。 

 

表 2 指向问题应对在心理控制源对考试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摘要表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变项 
指向问题 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 

β t β t β t β t 

性别 .053 1.409 -.087 -2.036* -.070 -1.706 -.068 -1.671 

年级 .042 1.081 -.196 -4.476*** -.168 -4.023*** -.181 -4.348*** 

居住地 .133 3.446*** -.113 -2.581** -.045 -1.073 -.065 -1.550 

心理控制源 .607 16.140*** -.384 -8.981***   -.166 -3.241** 

指向问题     -.460 -11.206*** -.359 -7.025*** 

F 值 68.414*** 28.119*** 40.031*** 34.810*** 

R2 .381 .202 .265 .282 

△R2 - -  .080 

注：*p＜.05  **p＜.01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根据上述相关分析结果，本研究采用回归方法进一步检验指向情绪应对在心理控制源与考

试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根据 Baron 与 Kenny（1986）所提出的观点，以阶层回归分析

验证应对按时变项的中介效果是否存在，并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讨论。结果见表 3。 

首先，在第一步中，心理控制源对指向情绪应对方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54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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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在第二步中，心理控制源对考试焦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384，p＜.001）。在第

三步中，指向情绪应对方式对考试焦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583，p＜.001）在第四步中，

将心理控制源、指向情绪应对、控制变量与考试焦虑一并带入回归方程建立模型，心理控制源

（β＝-.094，p＜.001）、指向情绪应对（β＝.533，p＜.001）可见，心理控制源与指向情绪应对

方式对考试焦虑有显著影响，在加入指向情绪应对方式变量之后，且比较模型 2 到模型 4 心理

控制源对考试焦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β由-.384降到了-.094，说明指向情绪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

源与考试焦虑之间有着部分中介作用。 

 

表 3 指向情绪应对在心理控制源对考试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摘要表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变项 
指向情绪 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 考试焦虑 

β t β t β t β t 

性别 -.053 -1.342 -.087 -2.036* -.060 -1.622 -.058 -1.573 

年级 -.016 -0.402 -.196 -4.476*** -.181 -4.757*** -.187 -4.922*** 

居住地 -.106 -2.587** -.113 -2.581** -.047 -1.232 -.057 -1.480 

心理控制源 -.544 -13.650*** -.384 -8.981***   -.094 -2.124* 

指向情绪     .583 15.685*** .533 12.067*** 

F 值 48.814*** 28.119*** 71.966*** 58.929*** 

R2 .305 .202 .393 .399 

△R2 - -  .197 

注：*p＜.05  **p＜.01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5.1.1 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应对方式的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心理控制源对应对方式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心理控制源对指向问题有显

著正向影响，心理控制源对指向情绪有显著负向影响。李倩（2010）研究证明了心理控制源的

内控性对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具有正向的预测效果，对不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具有负向预测效

果。本研究还发现，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倾向于内控性时更多采用指向问题的应对方式，而心理

控制源倾向于机遇或有势力的他人，则会更多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是一致

的（刘美婷，2010；王桂平与陈会昌，2011）。证明心理控制源倾向于内控性的个体在遇到问

题时会做出解决问题、寻求帮助等指向问题应对行为，克服遇到的困难，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而心理控制源倾向于机遇或有势力的他人的个体在遇到问题时，会选择逃避等指向情绪的应对

方式。 

5.1.2 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考试焦虑的影响 

根据本文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省边远地区高中生心理控制源对考试焦虑有着显著的

负向影响，这与已有陈楠（2017）、代景华等（2004）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内控性个体在遇

到困难和挫折时往往不会选择逃避埋怨，而是选择积极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困难，通过个人能力

解决问题，因此其善于通过解决问题而改善自己的焦虑情绪，从而不易产生焦虑感，内控性对

考试焦虑发挥着负向影响作用，阻碍了考试焦虑情绪的产生。相反，外控性人格倾向于将事情

结果归因于机遇、有势力的他人等不可控因素，在遇到困境时对外物依赖程度较高，不利于及

时解决问题，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对考试焦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5.1.3 高中生应对方式对考试焦虑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应对方式对考试焦虑有显著影响，指向问题应对对考试焦虑有显著的负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427 
 

向影响，指向情绪应对对考试焦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研究结果与张瑜（2016）的研究结果

较为相似，研究发现解决问题和合理化解释对于考试焦虑有负向的预测作用，逃避、自责、幻

想、忍耐对考试焦虑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与黄高贵与吴燕（2001）的结果也一致，研究结果显

示，考试焦虑总分对指向问题性应付方式呈显著负向影响,与指向情绪性应付方式呈显著正向

影响。此结果与大多数的研究结果都较为一致，积极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和对问题进行合

理化解释都是积极的应对方式，它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从而减轻考试焦虑对自身的影响，阻碍

考试焦虑情绪的产生。而忍耐、逃避、发泄、幻想都属于消极的应对方式，它不利于问题的有

效解决，只会加剧失败结果，从而又对学生的考试焦虑程度加重，形成恶性循环，对考试焦虑

情绪的产生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5.1.4 应对方式在心理控制源与考试焦虑间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应对方式作为中介变量，是因为考虑到心理控制源是较为稳定的因素，

不太会随着个体焦虑值的变化而变化，而应对方式会随着任务难度及情景的变化而变化，所以

本文选择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根据本文检验结果发现，应对方式两个维度分别在心

理控制源与考试焦虑间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应对方式主要包含指向问题维度和指向情绪维

度二种，采取指向问题应对方式的人即使面临困境也能乐观面对并积极解决问题，能够将困难

挫折归因于自身因素，表现出心理控制源的内控性特点，通过自身努力改善困境，从而能够避

免或减少考试焦虑情绪的产生。相反，采取指向情绪应对方式的人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善于

调控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而归因于机遇或有势力的他人等不可控因素，容易导致自身压力过大，

从而产生考试焦虑情绪。这一研究结果与张微（2015）的研究结论较为相似，应对方式两个维

度分别在心理控制源和考试焦虑具有部分中间效应。 

5.1.5 研究建议 

目前，国内对高中生考试焦虑的研究大多是理论探索或实证研究，干预研究相对较少。希

望今后在高中生考试焦虑领域的研究更多的是干预性研究，这样也可以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探

索一条更科学有效的途径，进而帮助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另外，从研究方法来看，今后的研

究可将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干预法多种方法联合使用，综合多种研究方法的优势，由此

得到的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在内容方面，本研究探讨了心理控制源对考试焦虑的作用机制，

在中介变量的选择上只引入指向问题应对和指向情绪应对的变量，没有将其他心理因素，例如

方面心理控制源、感知社会支援、自我效能感等。因此，在后续研宄中，可以将更多心理变量

纳入模型的研究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心理控制源对考试焦虑的作用机制研宄。从而提髙高中

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让高中生的学习生活更加美好，让他们一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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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handong University Students’ Personality on 

Academic Burnout: Taking Academic Self-efficacy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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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ed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for the data collection to investigate 

academic burnout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among 490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aiming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on academic burnout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analyse the data.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academic burnout, and academic self-

efficac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different grades in Shandong Province. 

Academic self-efficacy had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twen personality and 

academic burnout. Hence, academic self-efficacy were able to impact on personality and 

academic burnout.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Academic Burnout; Academic Self-Efficacy 

 

中国山东大学生人格对学业倦怠的影响——以学业自我效能为中

介变量 
赵天 1* 

1*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945837660@qq.com 

 

摘要 
本研究以人格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中国山东省高校 490 名大学生进行学业倦怠、学

业自我效能调查，旨在进一步探究人格对学业倦怠的影响，以及学业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研

究结果发现，山东省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人格、学业倦怠和学业自我效能上没有显

著差异；人格对学业倦怠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学业自我效能在人格与学业倦怠之间具有完全中

介作用。因此，学业自我效能对人格对学业倦怠之间能产生影响之间能产生影响。 

 

关键字：大学生；人格；学业倦怠；学业自我效能 

 

1.绪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国内经济得到了高速增长，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大量的专业化人才。

张霞（2018）指出近几年中国高校扩招，大学生人数逐渐增加，使得高校对大学生的要求越来

越多。学生不仅要完成学业，还必须参加学校的各种实践活动以及社交活动，处理人际关系，

导致大学生学业任务明显加重，学业倦怠现象逐渐明显。 

Freudenberger (1974) 首次提出倦怠的定义，认为个体因无法应对精力、力量和资源的过度

需求，所导致的衰竭状态。后来，Mashlach (1981) 通过对服务行业的研究再次定义倦怠，认为

倦怠是从事‘服务于人’职业个体会产生一系列的情绪衰竭、非人性化和个人成就感低下的综

合征；并细化出反应倦怠水平的三个维度，分别是情绪衰竭 (Emotional Exhaustion) 、去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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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rsonalization) 又 叫 做 讥 诮 态 度(Cynicism)、 低 个 人 成 就 感(Diminish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宋霞（2017）指出个体的积极人格因素可以负向预测其学业倦怠水平，有研究表明，大五

人格的神经质(Neuroticism)和外倾性(Extraversion)维度在这种预测作用中占有主要地位。则对

学业倦怠产生影响的个体特征因素主要包括人格特征、自尊、应对风格、承诺等。目前为止已

有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人格特征在总体上与学业倦怠存在着相关（李纳娜，2009）。 
刘发勇（2008）通过分析研究各高校学生人格特点及其与个体学习效能感的关系，发现在

人格与学业自我效能的研究中，除了精神质（P）与学能效感、内外向（E）没有达到显著性相

关水平而外，其余因子均存在两两相关。 

综上所述，大学生人格及学业自我效能的出现问题都会使其产生学业倦怠的可能。本研究

通过对这两个变量的探讨来了解，分析大学生的学业倦怠，同时也希望社会大众对大学生学业

倦怠多一些认识，降低大学生学业倦怠的学生比例。 

 

2.文献综述 
本章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给出人格、学业倦怠，以及学业自我效能的概念定义，同时

梳理了人格、学业倦怠以及学业自我效能的相关研究，然后结合以往的文献研究进行了整理。 

2.1 人格对学业倦怠的相关研究 

粟丹等人（2016）则以德阳地区大学生作为被试来研究大五人格与学业倦怠的相关性。在

该研究中采用连榕教授（2005）编制的大五人格量表采用简式量表。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生在

人格维度上的外向性、开放性、亲和性和严谨性得分较高。另外，毛晋平与何炎芬（2008）认

为，神经质对学习适应性有负向预测作用。高神经质得分会降低学习适应性，低神经质得分可

以预测高学习适应性。从回归分析的角度看，以大五人格的各因子作为子变量来研究大五人格

对学习倦怠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神经质可以对学业倦怠做出正向估测，开放性和严谨性能够

负向估测学业倦怠，这说明不是所有的大五人格维度都能够用来估测学业倦怠，另外在预测方

向上也存在着正负之分。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推出假设一。 

H1: 山东大学生大五人格对学业倦怠具有显著影响。 
2.2 人格对学业自我效能的相关研究 

刘发勇（2008）通过分析研究各高校学生人格特点及其与个体学习效能感的关系，发现在

人格与学业自我效能的研究中，除了精神质（P）与学能效感、内外向（E）没有达到显著性相

关水平而外，其余因子均存在两两相关。此外，在张美艳（2010）的《大学生人格特质、学业

自我效能感、学习适应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中，相关分析表明，大学生的外向性、开放

性、学习适应性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大五人格的宜人性、谨慎性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

适应性、心理健康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情绪性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适应能力、心理

状态和情绪健康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适应性与心理健康呈显著正

相关。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推导出假设二： 

H2：山东大学生大五人格对学业效能具有显著影响 

2.3 学业自我效能对学业倦怠的相关研究 
王兴梅（2012）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学生意识形态发展程度越深，对自己已掌

握的知识技能运用自如，能够积极、乐观的面对学习生活，且对自己能否解决学习问题的信念

高，体验到的成功感多，学习的动力和兴趣强，出现学习倦怠的概率低，相反，如果学生的学

习倦怠情况严重，就会对学习失去动力，无法调动学习积极性，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降低。潘

琳（2019）通过数据分析实践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同学生学业懈怠总分之间存在明显的负

相关关系。赵莉等人（2011）通过对护理本科生的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呈负相

关关系，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能力、行为自我效能感与学业倦怠呈显著负相关。而阚少兴

（2015）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呈显著负相关。此

外，廖川英（2016）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

但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的三个维度（身心疲惫、学业疏离和学业成绩低下）之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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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关系，学业自我效能感与身心耗竭没有显著相关性，而与学业疏离、低成就感呈负相关。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推出假设三。 

H3：山东省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倦怠有显著影响 

2.4 人格、学业自我效能、学业倦怠的相关研究 

在人格、学业倦怠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上，人格特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李涛（2015）研究发现：大学生学业倦怠与人格的神经质、外倾性、精神质三个维度欧

存在显著相关，人格维度对大学生的学业倦怠具有预测作用，而甘怡群等人（2007）的调查表

明,一般自我效能、自尊以及学业倦怠三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王伟等人（2016）人格特质对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张静（2012）人格特征对英语学习适应性既有直

接负向预测作用，又具有以学业自我效能和学习成绩为中介作用的间接预测作用。另外，孙鉴

等人(2009) 过去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学生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关系。赵飞飞等

人（2020）研究则指出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其 2 个维度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胡舒兰（2011）

研究还发现自我效能感对学业倦怠有负向影响，这种结果并不难理解，低自我效能感个体在应

对学业压力和考试焦虑时更容易产生情绪耗竭现象，不能从学习过程中获取成功体验和成就信

念，更无法真正体会学习的真正乐趣和价值，从而产生各种人际疏离，学业回避行为。另外，

从学业倦怠的内涵结构看来，其也与自我效能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学业倦怠结构中本身就

包含低效能感这一下维变量。徐欣颖（2010）在研究中也表明，自我效能感对学业倦怠中的情

绪低落和成就感低两个维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

行为自我效能感越低，学习倦怠程度越高。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推出假设四。 

H4：山东省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人格与学业倦怠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本研究主要探讨山东省大学生人格、学业倦怠、学业自我效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探讨

背景变量性别在各个变量上的差异情况。在本文研究框架中，人格为自变量；学业倦怠为因变

量，学业自我效能为中介变量。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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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对象 

研究以 2020 年度山东省 JN 学院、QS 大学、QF学校三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学生为样本。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通过问卷星进行网络问卷的发放。共计发放 490 份问卷，取得 490 份有

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100%。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朱小佳（2012）根据中国的文化背景对该 Costa and McCrae (1988) 编制大五人

格量表进行翻译和修订。，该问卷共 42 道题，包含大五人格的 5 个维度，其中包含外倾性、

宜人性、尽责性、神经质、开放性，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1-5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反向评

分问题则相反。其 Cronbach's alpha 数分别为，开放性为 0.66、责任感 0.82、外倾性 0.78、

宜人性 0.77、神经质 0.84。 

本研究采用连榕、杨丽娴与吴兰花（2005）根据 MBI 理论，制定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的学

业倦怠量表。该问卷包括三个维度，分别为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各维度包括不同

数量的题项，其中情绪低落包含 8 道题项，行为不当包含 6 道题项，成就感低包含 6道题项，

共 20 个题项，量表使用五点计分法。该量表总分反映学生在学业上的倦怠程度情况，得分高

的学生学业倦怠程度高。连榕等人（2005）的研究中，数据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5。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指标范围为 0.8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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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结果 
4.1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山东省大学生人格、学业倦怠、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及其维度的信度分析，

探讨其内在一致性。一般以 Cronbach’s α 系数作为判断指标，Cronbach’s α>0.7 说明量表的信度

较好（吴明隆，2013）。总体人格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779，学业倦怠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937，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81，量表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 0.7，结果表明，量表的信度较好，各因子维度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代

表性。量表信度如表 4.1所示： 

 

4.1 人格、学业倦怠、学业自我效能各量表信度 

变量 项数 Cronbach’s α 系数 

人格 34 .779 

学业倦怠 16 .937 

学业自我效能 22 .78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本文对人格量表、学业倦怠量表和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了 KMO 测验和 Bartlett 球形

测验。结果见表 4.3，表明该量表适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 

 

表 4.2 山东省大学生人格、学业倦怠、学业自我效能 KMO 统计量及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 

名称 KMO χ2 df p 

人格 .933 6392.622 561 0.000 

学业倦怠 .952 4273.627 120 0.000 

学业自我效能 .909 3849.027 231 0.000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通过对人格、学业倦怠、学业自我效能三个构面分别进行主成分提取分析及  

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每个维度的特征值及累计方差解释量如表 4.4 所示，表明每个维度

的因素载荷水平较好。 

4.2 相关分析 

梁吉业、冯晨娇与宋鹏（2015）通过对个体身高遗传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在以往文献资料

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相应理论定义，认为这种相关性可以定义为“当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

另一个变量或多或少地发生相应的变化”，用来衡量相关性的统计量一般被称作相关系数。关

联关系可分为强项和弱项。大多数相关系数用 0 表示不相关，1 表示完全相关，值越小，相关

性越弱。本研究拟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以检视人格、学业倦怠、学业自我效能三者之间的关

联。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人格、学业倦怠、学业自我效能均存在显著相关(p＜.005)，

其中人格与学业倦怠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人格和学业自我效能存在显著正相关(p

＜.005)；学业倦怠与学业自我效能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434 
 

表 1人格、学业倦怠、学业自我效能相关分析 

构面 M SD 1 2 3 

人格 3.628 0.340 1   

学业倦怠 4.036 0.527 .213** 1  

学业自我效能 3.773 0.408 .608** .339** 1 

注：p＜.0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回归分析 

根据本研究，人格特质、学业倦怠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三者间的具体数据指标分析，可以发

现高校学生学习懈怠情况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上述变量之间均存在显

著的相关系，因此，本研究还将对人格、学业倦怠对于职业倦怠的进行回归分析。 

 

表 2 人格、学业倦怠、学业自我效能回归分析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学业倦怠 学业自我效能 学业倦怠 

控制变项    

性别 -.022 .043 -.041 

年级 .027 .016 .027 

自变项 - - - 

人格 .327** .729** .013** 

中介变项 - - - 

学业自我效能 - - .431** 

R² .048 .374 .117 

Adj. R² .042 .370 .110 

F 8.166** 96.680** 16.104** 

注：** p<0.0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在模型一中，以回归分析人格对学业倦怠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为 48%，表

示人格可解释学业倦怠 48% 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β值为.327，并达到显著水平 (p ＜

0.05)，表示人格对学业倦怠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在模型二中，以回归分析人格对学业自我效能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为

37,4%，表示人格可解释学业倦怠 37.4%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β值为.729，并达到显著

水平 (p ＜0.05)，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自我效能感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在模型三中，同时将人格与学业倦怠加入回归模型中，采用分层回归方法检验了学业自我

效能感在人格与学业倦怠之间的媒介职能。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11.7%，表示人格与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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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可共同解释学业倦怠 11.7%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β为人格 (β =.013)，学业

自我效能 (β =.431)，且均达到显著水平 (p ＜0.05)，研究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在人格和

学业倦怠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5.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山东省 490 名大学生为调查样本，研究讨论山东省大学生人格、学业倦怠和学业自

我效能感的现状和发展特征，并对三者间的具体相关关系和回归关系进行了详细地探讨，以证

实其中介作用人格、学业倦怠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假设验证如下表所示。 
 

表 3 研究假设验证情况 

 研究假设 验证情况 

H1 山东大学生大五人格对学业倦怠具有显著影响。 成立 

H2 山东大学生大五人格对学业效能具有显著影响。 成立 

H3 山东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对学业倦怠具有显著影响。 成立 

H4 山东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在人格与学业倦怠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成立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1.1人格对学业倦怠有显著正向影响 

通过山东省大学生人格对学业倦怠回归分析结果得知，人格与学业倦怠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同，吴琼（2017）个体的人格特征决定个体的行为，因此大五人格与学

业倦怠二者间的具体联系和影响情况应当成为研究的热点。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结果表明大

五人格与学业倦怠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据此，验证本研究的假设 H1，即山东大学生大

五人格对学业倦怠有显著影响。 

5.1.2人格对学业自我效能有显著正向影响 

通过山东省大学生人格对学业自我效能回归分析结果得知，人格与学业自我效能存在显著

正向影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想同，张美艳（2010）研究结果表明，外向性、开放性、宜人

性和谨慎性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大五人格与学业自我

效能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据此，验证本研究的假设 H2，即山东大学生大五人格对学业

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影响。 

5.1.3学业自我效能对学业倦怠有显著正向影响 

通过对山东省高校学生学习效能感和学习懈怠情况之间展开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

着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符合过去的研究结论。张霞（2018）的研究结果表明，学业自我效

能感与学业倦怠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学业倦怠程度较高，表明学生学习效能感越低。通过实证

研究，本研究结果表明，学业自我效能与学业倦怠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据此，验证本研

究的假设 H3，即山东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对学业懈怠有显著影响。 

5.1.4学业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通过相应的数据研究分析发现大学生的人格特征对学业倦怠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引入中介变量之后，学生的人格特征与学习效能感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显

著增加。并且分析指出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生人格与学习倦怠之间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通过

实证研究，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H4，即山东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在人格与学业倦

怠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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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建议 

提高对大学生学业倦怠的重视程度，朱艳（2007）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目前对于学习倦怠

现象研究较为广泛的大部分是普通本科大学生乃至硕士研究生等群体，但对于高校大学生这一

较的学业倦怠研究仍旧比较匮乏。此外，常小全（2020）通过在学校的教学经验，希望能够通

过本文对高校大学生学习的相关心理、行为和现象加以研究，从而在本职教学工作基础上，为

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提升学习效率以及推动高校日常教学及管理工作的改进提供一些理论依

据，也有助于教育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更加重视高校的教育问题，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提供参

考。 

对大学生的学生从生活、学习、人际社交、身心健康等等方面都要重视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有效提升高校学生对自我学习效能感，缓解学习压力，优化学习环境，促进学业水平持续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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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ocial anxiety and self-control o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to establish a 

research model with self-control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In this study,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taking three 

schools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33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earch were analyzed by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cial anxiety, self-

control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ade in Shandong 

Province; Social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Self-control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There is no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control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Key words: Social Anxiety; Self-control;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山东省大学生社交焦虑对手机依赖的影响： 

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 
刘怡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519411267@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山东省大学生社交焦虑、自我控制对手机依赖的影响，以自我控制作为调

节变项，建立研究模式。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以山东省 3 所院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问卷 337 份，经

SPSS 统计软件执行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山东省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社交焦虑、自我控制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

级的大学生在手机依赖上存在显著差异；山东省大学生社交焦虑对手机依赖有显著正向影响；

山东省大学生自我控制对手机依赖有显著正向影响；山东省大学生自我控制在社交焦虑与手机

依赖之间不存在调节作用。 

 

关键词：社交焦虑；自我控制；手机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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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动机 

教育部（2016）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通知：计划 2020 年普遍达到「人

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互联网+教育」课程学习平台意味着我们将摆脱场地、资

源等其他财力物力的限制，学生可随时随地方便快捷的交流，解决各类难题（吴政，2016）。

但这并不是主张学生以教育为借口沉迷互联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发布的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 2019 年 6 月，中国手机网民的规模达到

了 8.47亿，在网民中的占有比例高达 99.1%。在这一群体中，大学生是新兴主体，他们享受手

机使用的愉悦感，逐渐出现了对手机依赖的现象，这影响正常生活和学业，产生了不良后果

（邱致燕等，2014）。因此，对于处在教育信息化时代的大学生而言，有必要对其手机依赖进

行进一步的研究。 

对影响手机依赖的因素进行探究，发现社交焦虑是影响手机依赖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当

下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更加追求网络社交，这种方便快速的社交方式，使得人们不愿进行

面对面交往，若强制改变，则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交焦虑。社交焦虑水平过高的个体对人际关

系更敏感，更害怕受到伤害，他们很难直接去面对面地与人交往（Ezoe, 2009）。手机或成为

他们与人交流的媒介，脱离现实社交仍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给社交焦虑的人提供了交往控

制感（Joinson, 2004）。本研究将进一步探究社交焦虑对于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 

研究发现，自我控制是影响手机依赖的因素之一。研究结果发现自我控制能力是预测手机

依赖的最有效的因素（Hyoungkoo et al., 2012）。较差的自我控制能够预测不良的生活方式和

行为问题（Tangney et al., 2004）。自我控制能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手机依赖行为，Bianchi 与

Phillips（2005）提出不良行为的出现由低自我控制造成，自我控制感的缺失使得一些大学生对

手机产生依赖行为。因此，本研究欲探讨大学生自我控制对手机依赖之关系影响。 

通过相关研究了解到社交焦虑、自我控制是影响手机依赖的因素，并且自我控制可能存在

调节作用。例如刘丹（2018）认为高自我控制的个体能及时调控自己的冲动行为和激烈情感，

自我控制能在环境变量和个体偏差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其研究结果表明：自我

控制总分在同伴手机使用与中学生手机依赖中的负向调节效应显著。因此本研究将探究自我控

制作为调节变项在社交焦虑对手机依赖的影响的研究。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检测社交焦虑、自我控制与手机依赖之间是否存在本研究所假设的

调节关系，并将性别、年级作为控制变项，对山东省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因此本研究的自变

项为社交焦虑，依变项为手机依赖，调节变项为自我控制，采取结构方程式进行主要研究分析。 

故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目的一：探讨不同人口背景的大学生在社交焦虑、自我控制和手机依赖上的差异情形； 

目的二：探讨山东省大学生社交焦虑对手机依赖的影响； 

目的三：探讨山东省大学生自我控制对手机依赖的影响； 

目的四：探讨山东省大学生自我控制在社交焦虑与手机依赖之间的调节作用。 

 

2.文献综述 

2.1 手机依赖及其相关研究 

理论基础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的认知—行为模型。该理论

将 PIU 认定为动态发展的过程，由病原、发展和结果三部分组成，突出强调不适当认知在 PIU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陈秋珠，2006）。Davis（2001）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特

殊 PIU 和一般 PIU。本次研究属于一般 PIU，即一般的、多方面的互联网过度使用，也许包括

在网上没有明确目的地消磨时间，一般 PIU 多发生在当个人由于互联网独特的交往情境而产生

问题时。为了解释PIU的发展过程，Davis（2001）根据影响病症产生的密切性划分了远端原因

和近端原因。在病症的发展过程中，开始产生的因素称为远端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处于终点位

置则为近端因素。为了更直观的理解病理性互联网的认知-行为模式，如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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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病理性互联网的认知-行为模式 

资料来源：Davis, R. A. (2001). A 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of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7(2), 187-195. 

 

熊婕等（2012）依据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融合与手机成瘾相关联的内容，参考当代大

学生的整体状况，经历了访谈、预测、正式施测的步骤，确定了具备良好参考价值项目的大学

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 MPATS），贾广珍等（2018）在研

究中使用此量表，其 Cronbach’s α 系数为.88，能够很好的测量手机依赖。通过对手机依赖的相

关研究发现，研究者从性别、年级、专业及社会环境等方面，对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进行差异

分析（黄海等，2014）。由于研究对象个体背景不同，故对手机依赖的相关研究结果有差异，

本研究将从性别和年级方面对手机依赖进行相关研究。 

2.2 社交焦虑及其相关研究 

刘雪（2014）在研究中提到，目前全球范围内继抑郁、酗酒后的第三大心理问题就是社交

障碍。社交焦虑对人们生理、心理等方面都带来了消极后果，严重阻碍了广大患者的健康心理

与正常社会功能的发展。Leary（1983）依据临床经验编制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用于评价个体主观社会焦虑的倾向独立于行为之外。钟华华（2018）

在对社交焦虑的相关研究中，使用此量表对社交焦虑进行研究，其 Cronbach’s α 系数为.803，

具有良好的信度。根据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差异分析发现，众多研究分别从年级、性别、生源

地、专业和是否独生等人口学变量上进行分析（钟华华，2018；胡珊珊，2015）。由于研究对

象个体背景不同，故对社交焦虑的相关研究结果有差异，本研究将从性别和年级方面对社交焦

虑进行相关研究。 

2.3 自我控制及其相关研究 

自我控制包含两个特征，一是自我控制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行为反应能力，二是它以

实现长远的计划为目标（李琼、黄希庭，2012；Hagger et al., 2010）。谭树华与郭永玉（2008）

对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Self-Control Scale, SCS）修订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

安晓斌等（2019）在对自我控制的相关研究中，使用此量表对自我控制进行研究，其

Cronbach’s α 系数为.829，具有良好的信度。关于自我控制的差异分析主要集中在性别、年级、

专业、家庭经济状况、是否独生等方面（易洁美，2013；李菁，2015）。由于研究对象个体背

景不同，故对自我控制的相关研究结果有差异，本研究将从性别和年级方面对自我控制进行相

关研究。 

 

远端 近端 

互联网 不适当认知 特殊 PIU 

情境线索（强化） 

心理病原

（如抑郁、

社会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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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疏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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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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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社交焦虑、自我控制对手机依赖的影响研究 

有研究尝试说明社交焦虑如何对手机依赖产生影响。手机依赖可能是对负面事件和消极情

绪的回避（Kim et al., 2015）。Park 等（2008）的研究显示手机依赖的群体有过高的人际焦虑和

孤独感。胡珊珊（2015）证实社交焦虑可以对手机依赖进行有效的预测。冯晶等（2014）的研

究显示，低自我控制者在手机使用中通常会无法自拔花费大量时间，最后导致手机依赖。因而

自我控制能力是衡量手机依赖的一个重要标准。自我控制能力越低，个体对上网时间的把控越

弱，越容易手机依赖。良好的自我控制作为一种积极的应对资源，能够提高自我评价的水平，

在社交中表现出更大的信心，体验到较高的自尊水平，因而对于他人的评价持理性的认知，增

加自我暴露的可能性，降低社交焦虑水平（Kocovski & Endler, 2000; Blackhart et al., 2015）。张

国超与陈明（2020）的研究表明，消极的自我控制会降低自我表露的机会，知觉到更强烈的排

斥威胁，增加个体的社交焦虑水平，体验更多的不安全感和情感孤独，这些现实中的消极体验，

容易提高个体对虚拟网络的认同，希望通过网络补偿社交方面的不足，从中获取情感支持和归

属感，为了继续保持快感和逃避痛苦，从而过度依赖手机。 

 

3.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依据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理论，本研究认为社交焦虑、自我控制与手机依

赖三个变量之间具有调节效果，所以提出研究框架，如图二所示。 

 

图二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设 

本研究依据研究动机与研究目的，透过文献探讨的过程，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山东省不同人口背景的大学生在社交焦虑、自我控制和手机依赖上存在显著差异。 

H2：山东省大学生社交焦虑对手机依赖有显著正向影响。 

H3：山东省大学生自我控制对手机依赖有显著负向影响。 

H4：山东省大学生自我控制在社交焦虑与手机依赖中起到调节作用。 

自我控制 

1.冲动控制 

2.健康习惯 

3.抵御诱惑 

4.  

手机依赖 
1.戒断症状 
2.突显行为 
3.社交抚慰 
4.心境改变 

社交焦虑 

背景变项：1.性别 2.年级 

H1 

H2 

H3 

H4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442 
 

3.3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选取山东省 3 所高等院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对象来自

山东省理工类、综合类、师范类等不同学科性质的高等院校，并且在各学校分布较均匀，样本

代表性强，可以推论总体。研究选取便利抽样的方式进行研究。本研究对山东省 3 所高等院校

大学生发放问卷共 488 份，回收有效问卷 337 份。 

3.4 研究工具 

手机依赖量表为熊婕等（2012）编制的「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共 16 个题目，包含

4个维度：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采用 Likert 5点计分，总量表和各维度

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83、.80、.64、.68 和.55，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本文采取的社交焦虑量表为Leary（1983）依据临床经验编制的「交往焦虑量表」，含15个

题目，为自陈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第 3、10、15题为反向计分，其他题目为正向计分。 

Cronbach’s α 系数为.81，信度和效度均良好。 

本文采取的自我控制量表为谭树华与郭永玉（2008）修订的「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共

19 个题目，包含 5 个维度，分别为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御诱惑、专注工作和节制娱乐。采

用 Likert 5 点计分，1、5、11、14 题为反向计分，其他题目为正向计分。Cronbach’s α 系数

为.862，方差累积解释率为 53.7%，该量表信、效度均良好。 

3.5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调查问卷资料回收后，经过筛选与整理，转成有用的数据，作为本研究各项数据，

并使用 SPSS 软件作为统计检定分析工具，进行实证数据统计及分析。依据研究假设需要，采

取各项分析方法，如下所述：描述性统计、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差异性分析以及调节效应。 

 

4.研究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与差异分析 

分析结果如表一所示，高等院校大学生的平均手机依赖(M=2.798, SD=0.860)小于 3，故被

试者有着中度偏下之手机依赖水准，其中更多的体现在戒断症状上。高等院校大学生的平均社

交焦虑(M=3.061, SD=0.844)大于 3，故被试者有着中度偏上之社交焦虑水准。高等院校大学生

的平均自我控制(M=2.908, SD=0.623)小于 3，可见大学生有中度偏下的自我控制，其中更多的

自我控制体现在抵御诱惑上。 

关于不同背景变项在社交焦虑、自我控制与手机依赖上的差异分析结果如表二、三所示。

山东省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社交焦虑、自我控制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手机依

赖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一 描述性统计摘要表 
 平均数 标准差 

手机依赖 2.798 0.860 

社交焦虑 3.061 0.844 

自我控制 2.908 0.623 

 

表二 不同性别在社交焦虑的 t 检定摘要表 

变项名称 平均数（标准差） t p  d 

 男生 女生    

社交焦虑 2.880(0.907) 3.192(0.771) -3.313 .001 -.375 

自我控制 2.805(0.604) 2.982(0.628) -2.593 .010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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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不同年级在社交焦虑的 ANOVA 检定摘要表 

变项名称 平均数（标准差） F p 事后比较 η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究生 

及以上 
    

手机依赖 2.463 2.905 2.931 2.758 2.955 3.279 .012 5>1 0.195 

 (0.808) (0.574) (0.902) (0.904) (0.949)     
 

4.2 变项间的预测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四所示，社交焦虑与手机依赖的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

改变维度呈现显著正向相关，自我控制的冲动控制、健康习惯、专注工作和节制娱乐维度与手

机依赖的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维度呈现显著正向相关，自我控制的抵御

诱惑维度与手机依赖的戒断症状、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维度呈现显著负向相关。说明社交焦

虑程度越高，手机依赖程度越高；自我控制的冲动控制、健康习惯、专注工作和节制娱乐能力

越强，手机依赖程度越高；抵御诱惑的能力越强，手机依赖的程度越低。 

 

表四 社交焦虑、自我控制对手机依赖相关矩阵 

变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2 .793*** 1         

3 .687*** .607*** 1        

4 .762*** .722*** .611*** 1       

5 .596*** .519*** .581*** .519*** 1      

6 .457*** .495*** .379*** .480*** .504*** 1     

7 .446*** .442*** .443*** .377*** .511*** .507*** 1    

8 -.132* -.051 -.116* -.112* -.100 -.022 .068 1   

9 .451*** .479*** .398*** .444*** .476*** .585*** .534*** .050 1  

10 .393*** .491*** .374*** .423*** .448*** .715*** .601*** -.051*** .528*** 1 

注 1：*p<.05; **p<.01; ***p<.001 

注 2：1=戒断症状，2=突显行为，3=社交抚慰，4=心境改变，5=社交焦虑，6=冲动控制，7=健

康习惯，8=抵御诱惑，9=专注工作，10=节制娱乐 

 

本研究探讨山东省高等院校大学生社交焦虑、自我控制与手机依赖的影响情形，以及自我

控制在社交焦虑与手机依赖两个变量之间的调节效果。本研究根据温忠麟等（2005）提出的调

节效应分析方法，首先对社交焦虑、自我控制的各维度，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御诱惑、专

注工作和节制娱乐做中心化变换，然后采用多元分层回归分析验证社交焦虑与自我控制各维度

的交互项对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是否显著。以社交焦虑为自变项，自我控制为调节变项，手机

依赖为依变项，以及将背景变项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分层回归分析，其分析结果如表五所示。 

 

表五 自我控制调节效果回归分析摘要表 

依变项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背景变项 (Y) (X-Y) (X.M-Y) (X.M.XM-Y) 

女生 .088 -.026 -.031 -.027 

大二 .187** .192*** .190*** .190*** 

大三 .197** .205*** .175*** .171*** 

大四 .159* .215*** .201*** .197*** 

研究生及以上 .212** .230*** .185*** .183*** 

自变项 - -- - - 

社交焦虑 - .635*** .424*** .434*** 

调节变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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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控制 - - .147* .149* 

健康习惯 - - .103 .109* 

抵御诱惑 - - -.070 -.072 

专注工作 - - .130* .129* 

节制娱乐 - - .038 .026 

交互作用 - - - - 

社交焦虑*冲动控制 - - - -.006 

社交焦虑*健康习惯 - - - -.045 

社交焦虑*抵御诱惑 - - - -.010 

社交焦虑*专注工作 - - - .013 

社交焦虑*节制娱乐 - - - .070 

R2 .046 .434 .512 .514 

Adj R2 .031 .423 .495 .490 

F 3.171** 42.122*** 30.999*** 21.178*** 

df (5, 331) (6, 330) (11, 325) (16, 320) 

 

在模型 1 中，以性别和年级为控制变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Adj R2=.031，表示背景变项可

以解释 3.1%的手机依赖。 

在模型 2 中，以性别和年级为控制变项，社交焦虑为自变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Adj 

R2=.423，表示背景变项和社交焦虑可以解释 42.3%的手机依赖，社交焦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为.635，达到显著水平(p<.001)且标准化回归系数为正数，表示社交焦虑对手机依赖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 

在模型 3 中，以性别和年级为控制变项，社交焦虑、自我控制各维度为自变项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Adj R2=.495，表示背景变项、社交焦虑和自我控制各维度可以解释 49.5%的手机依

赖，其中社交焦虑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为.424，达到显著水平(p<.001)，冲动控制的标准化回归

系数 β 为.147，达到显著水平(p<.05)，专注工作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为.130，达到显著水平

(p<.05)，而健康习惯、抵御诱惑和节制娱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在模型 4 中，以性别和年级为控制变项，社交焦虑、自我控制各维度及社交焦虑与自我控

制各维度的交互项为自变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Adj R2=.490，表示背景变项、社交焦虑、自

我控制各维度以及社交焦虑与自我控制各维度的交互项可以解释 49%的手机依赖，而交互项回

归系数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表示自我控制在社交焦虑对手机依赖的影响关系中，不具有调节效

应。 

 

5.研究结论与讨论 

5.1 现况分析 

通过描述性统计数据分析得出，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交产生了不正确的情绪，任由网

络的发展而不及时认知到自己的问题，对自我的身心健康极度受损，社交焦虑的情绪也会被不

断放大，故社交焦虑水平为中等程度。胡珊珊（2015）也在研究大学生控制源、社交焦虑和手

机依赖倾向的关系研究中得出，大学生整体的社交焦虑呈中等水平。可能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

外界环境具有极大的吸引性，在各种层面无法达到自我控制的标准，对于各种新鲜事物具有无

限探索的需求，因此自我控制水平较为一般。刘媛娟（2017）在中学生自我控制、领悟社会支

持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研究中也得出中学生自我控制水平一般。手机依赖水平中等偏下，这与武

娇（2018）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其可能性为大学生将更多的精力转移

到学习上，对于手机的使用并非完全必需，根据其他途径也可掌握知识，从而提高自身业务水

平。 

通过差异分析得出，在校园生活中，女生在处理生活和学习方面会产生更多的考虑，大多

数女性个体的个性偏内向，在公共场合中较为矜持和内敛，那么女性个体在社交场合更容易产

生焦虑情绪。而男生之间的相处方式可能更加简单，他们敢于尝试，敢于冒险，承担风险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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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更强，不易产生焦虑情绪。这与钟华华（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在成长过程中，女生可

能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能够更加感性的思考问题，多一分判断能力，而且女生在生理和情感

上较男生而言成熟早，其自我控制的调节能力和意识要强于男生。本研究中研究生及以上年级

的大学生手机依赖水平高于大一年级，可能是大一新生从高中封闭式学习过渡到开放式学习的

环境中，尚未完全解放自己，对手机没有达到依赖的程度，而研究生阶段，通过大学四年的考

验，能够明确区分学习和娱乐时间，拥有更多的手机使用时间，则更容易产生手机依赖。 

5.2 变项间的影响分析 

根据研究结果得知，社交焦虑显著正相关于手机依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社交焦

虑情绪会增加其手机依赖程度。教师们应注意到个体是否具有社交焦虑情绪，主要表现在，在

与不熟悉的人交往过程中，或者被成为关注的焦点时，容易产生紧张与担忧，惧怕别人的负面

评论，并将这些表现在肢体动作和语言表情上，在上述描述情形中，给与个体一定的鼓励和解

围，疏导个体的社交焦虑情绪，使其更自然的融入团体中，用一种舒服的姿态打开交往圈，从

而降低个体对于手机的依赖性（钟华华，2018）。 

根据研究结果得知，自我控制显著正相关于手机依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自我控

制能力会增加其手机依赖程度。依据本依据结果分析，推测在当下「互联网+教育」的背景下，

当今大学生进行学习的过程中需多次使用手机，即大学生的专注工作情况，以此分析，专注工

作的程度提高了，手机依赖程度同步提高。而在抵御诱惑方面，大学生在面对外界纷扰时，仍

能不忘初心，坚持本我，实现自我价值，对手机等娱乐设备的使用能够有所减少。易洁美

（2013）在研究中写到，从自我控制的认知一情绪双因素模型来看，自我控制是认知和情绪两

个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据此推断，可能是本研究中被试者的受认知和

情绪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 

本研究结果不支持山东省大学生自我控制在社交焦虑与手机依赖中起到调节作用。结果显

示，山东省大学生自我控制在社交焦虑与手机依赖中没有起到调节作用。 

从调节模型来看，社交焦虑与自我控制的交互作用项对手机依赖不具有调节效应，自我控

制虽对手机依赖有直接影响，但在与社交焦虑进行联合作用时，反倒有所约束，不可发挥全部

作用。即被试者处于社交焦虑状态中，不具备优良的健康习惯，无法在此状态下发挥控制作用。

具有社交焦虑的大学生亦容易发脾气，对自我的情绪宣泄无法控制，则冲动控制能力也有所衰

减。同时社交焦虑会影响专注工作的能力，情绪的不确定性使得工作能力无法达到正常状态下

认真专注。若想从根本上解决手机依赖的问题，仅从社交焦虑与自我控制方面思考是不妥帖的。 

5.3 建议 

本研究旨在探讨山东省大学生社交焦虑、自我控制与手机依赖的关系。为了对未来研究有

所参考，基于本研究的研究发现和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学校开放社团分类，划分不同圈子，提供自由社交的场地，使共同兴趣爱好的个体

更好的融洽交流，对社交焦虑个体更加友好。 

（2）教师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帮助社交焦虑个体打开心扉，对学生持鼓励态度，促进

焦虑个体开展社交，课堂效率也会提高。 

（3）鼓励手机软件公司开发具有健康教育意义的功能与软件，积极良好的手机使用将会

促进手机依赖个体投入到现实生活中，从而养成良好习惯。 

（4）建议个体进行手机依赖测试，从自我发现解决问题，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反馈，部分

个体处在不自知的情况下，需要外界事物对其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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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to conduct questionnaire survey, taki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sample. A total of 500 question- naires 

were extracted. Th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statistical softwar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Academic self-

efficac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a univers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had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while Academic self-efficacy was in the Parenting styles It has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with Academic achievement. 

 

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知觉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以学

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 
孔禹煜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1466400157@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知觉的父母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

就的影响，并以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项，建立研究模式。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以随机

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以山东省某所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总计发放问卷 500

份，有效样本数 491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经统计软件执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山东省某

高校不同性别的大学生知觉的在父母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就上没有显著差异；

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成就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就之间

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学业成就；学业自我效能感 

 

1.绪论 
在当前的中国教育体系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学校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这不仅会影响未

来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学生生活的总体发展，还会影响一个国家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自然，随

着社会对高素质学生精英的需求增加，公众的关注自然会集中在培养教育最前沿的大学的人才

上，高等教育学院是为国家和社会提供高素质学生精英的主要仓库，衡量学生精英素质的一个

重要标准是他们的学习成就（王鹏军，2012）。因此，研究大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和机制

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高校教育机制与各种环境因素的不稳定影响，影响了山东省大学生在校的学业成就

水平，导致山东省大学生学业成就水平降低（梅海玲，2010）。学习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重要

途径，也是一个人终生都面临的重要任务，学生的最终学业成就关系着学生的命运和未来，既

然大学院校是为社会提供高素质、高质量人才的主要场所，高校应逐渐完善教育体制,提高学

生学业成就水平,从而可以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人才（宋少华，2009）。根据以上依据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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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学业成就水平低下造成的影响，当前应该对高校进一步完善教育体制提供有效途径

和理论依据从而提高学生学业成就水平，高等院校才能更好的向社会输出优质人才，提升高等

院校学生学业成是当前极为关键的目标，学业成就才是作为衡量大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指标

（王秀丽，2008）。在已有研究中，对影响因素的探讨占了比重的 60.53%，比排在第二位的干

预措施研究高 46 个百分点（王文博，2014）。总得看来，在当今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衡量教育

质量的众多指标中，学业成就依然占有着重要地位，关于大学生学业成就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

占了绝对重要性的优势，而且其中大部分采取了定量研宄，对影响学生学业成就提高的因素及

其影响进行定量分析，进而基于不同研究视野，从不同角度提出改进和干预策略来提高学生的

学业成就（温佩泽，2014）。知识的创新在不断加速，人们想要在变化的时代中寻求发展，就

必需要持久学习，近几年学业成就的研究一直是教育界关注的重点课题之一（王姗姗、邱均平，

2014）。因此学生学业成就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本文研究对象与实际研究

目的，本文参考王雁飞等人（2011）提出的观点，将学业成就定义为大学生在大学生涯中一定

时期内的学习成果、学习行为和学习态度的总和。 

影响大学生学业成就的因素有许多种，但是父母是陪伴大学生步入社会和开始适应社会生

活的第一任导师，也是早期开始影响大学生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父母教养方式是对子女

具体行为培养和塑造的过程（胡瑞等人，2017）。黄韫臻与林淑惠（2012）研究结果发现，父

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的学业成就等变量有显著影响。父亲、母亲情感温暖方面的理解对大学生

学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王鹏军，2012）。方平等人（2003）对父母教养方式不同的维度进行

研究分析后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不同维度都显著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对于大学生而言，学业

成就是现阶段最重要的目标，因此学生对自己的学业成就更加关注，学生想要取得更好的教育

更离不开家庭的投入。教育投入的众多主体中，家庭一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父母的投入

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吴亚凡，2016），结合本文研究对象与实际研究目的，因此本文借鉴

Darling and Steinberg (1993) 比较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定义，父母的养育方式被认为是父母对孩

子的态度与行为的各个方面所表达的场景和感受的结合，它是稳定的，不会随情况改变，它可

以反映出亲子关系的实质。 

随着研究者们的不断深入,研究学者们不再寻求两者之间简单的直接关系,而是开始对在这

个影响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中介变量进行探讨，学者刘玲花（2010）研究发现，父母教育方式

和学业自我效能感有很大关系，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定义借鉴(Fredricks et al. 2005) 提出的观点，

学业自我效能感是用来评估学习者自己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能力或技能来完成学业生涯中学业

任务的信心评价，这是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和学习能力的判断和控制的使用，在自己在学习中

个人的主观感受和判断。同时刘玲花（2010）指出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存在关联性，它

表明，学业成就不仅受父母的教育方式的影响，而且还受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大学

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也是影响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曹文飞、张乾元，2013）。杨明媚

（2011）采用问卷调查法随机抽取 480 名学生，通过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统

计方法，研究表明学生家庭与学业成绩呈现出显著负相关，与学业自我效能也呈现出显著负相

关，但是父母教育方式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影响学业成就。由此可见，通过相关的研究我

们可以发现三者之间关系存在密切联系，也可以解释为父母教养方式可能通过人的内部因素

（例如学业自我效能)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Bandura，1977)，学业自我效能感在两者之间

存在的中介效果也是重要影响因素，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学生自身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大学

生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因此，树立正确的父母教养方式和加强学生在学校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对提升学生学业成就水平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黄维利，2012）。 

山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之一，也是发展较快的省份

之一，2019 年 1 月 24 日，中国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将启动实施中

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山东省响应改革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创建计划，山东省 15 所高职院校入选，ESI 综合排名上榜高校达到 21 所，其中 6 所高校

进入中国高校综合排名前 100 位。因此，本研究通过以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

问卷调查法，探究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业成就三者之间

的关系。以期望从父母教养方式和学生个体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视角找到提高大学生学业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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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途径。 

基于上述的研究背景和动机，本研究旨在探讨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学业自

我效能感、学业成就之间的影响关系及中介效果。 

 

2.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对山东省某高校的大学生参加此次调研，故发放 500 份调研问卷，联系受访高校的学生会

干事协助发放与回收问卷，要求学生会干事进行随机抽样方法，以学校为母群体，对班级进行

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抽取样本，然后进行问卷发放，问卷发放后需要求学生当面完成问卷，

并由学生会干事在填答过程中指导学生按照要求规范作答并当场收回问卷。 

在正式问卷对象的人数上参考 Tinsley and Tinsley (1987) 的观点，发放问卷数量应与题项数

量结合，题项数与样本数的比例应在为 1:5至 1:10之间。本文问卷题项数共 83道题，考虑到问

卷题数偏多，以最小比例 1:5 为本文参考比例，因此本文至少需要有效样本 415 份，考虑到部

分问卷可能为无效问卷，因此本文共发放 500 份调研问卷。研究所需的数据均来自问卷调查，

发放与收集方式主要通过问卷星进行数据采集。 

2.2 研究工具 

（一）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本研究采用蒋奖(2010)修订的中文版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作为研究工具，该问卷的信效

度已在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9。量表共有 42 道题目,

该量表分为父亲和母亲共 6 个维度,每部分 21 题,父亲与母亲分别有 3 个维度分为拒绝、情感温

暖、过度保护，且父亲与母亲量表题目内容相同。量表采用 4 点计分法,1 表示“从不”,4 表示

“总是”，第 20、41 题反向计分。 

（二）学业成就量表 

本研究采用王鹏军(2012)根据王雁飞(2002)编制的绩效评价量表按照心理测量学修订问卷

的标准程序进行了修订，使之适合于大学生的测量，最终得到修订后的《大学生学业成就量

表》，该问卷的信效度已在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5。

量表共有 19 道题目，该量表分为学习奉献、人际促进、任务绩效和总绩效 4 个维度。量表采

用 6 点计分法，1 表示“非常符合”，6 表示“非常不符合”分数越高学业成就越显著。 

（三）学业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采用梁宇颂(2000)参考 Pintrich and DeGroot (1990) 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问卷中的有

关维度后，针对中国大学生的学习特点自编而成《中国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问卷》，该问卷的

信效度已在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85。量表共有 22 道

题目，该量表分为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动自我效能感 2 个维度。量表采用 5 点计分法，

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代表效能感越高。 

 

3.研究结果 
3.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采用 4 点计分法，因此其理论中值为 2 分，父母教养方式的项目均分为 

2.587 分，标准差为 0.261，高于理论中值，这说明山东省某高校父母教养方式属于中等偏上水

平。学业成就量表采用 6 点计分法，因此其理论中值为 3 分，学业成就的项目均分为 4.888 分，

标准差为 0.699，高于理论中值，这说明山东省某高校学业成就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学业自我

效能感量表采用 5 点计分法，因此其理论中值为 2.5 分，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项目均分为 3.876 

分，标准差为 0.435，高于理论中值，这说 明山东省某高校学业自我效能感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由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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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学业成就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维度 题数 M SD 

父母教养方式（整体） 42 2.587 0.261 

学业成就（整体） 19 4.888 0.699 

学业自我效能感（整体） 22 3.876 0.43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差异分析 

在现阶段的山东省某高校中，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父母教养方式上，t 检定之 p 值不显著，

代表男生、女生在父母教养方式的平均数上没有显著差异，故不需要进一步做差异间的分析推

论。学业成就方面，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学业成就上，t 检定之 p 值不显著，代表男生、女生

在学业成就的平均数没有显著差异，故不需要进一步做差异间的分析推论。学业自我效能感方

面，不同性别大学生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上，t 检定之 p 值不显著，代表男生、女生在学业自我

效能感的平均数没有显著差异，故不需要进一步做差异间的分析推论，由表二所示。 

 

表二 不同性别在父母教养方式、学业成就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上的差异分析表 

维度 
男生（223） 

 

女生（268） 

 

t 

 

p 
M SD M SD 

父母教养方式 2.621 0.260 2.566 0.302 1.840 .203 

学业成就 4.922 0.641 4.861 0.745 1.044 .297 

学业自我效能感 3.907 0.404 3.854 0.461 1.189 .23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3 相关分析 

在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三者之间进行相关性检验。相关分析验证。由表三所示，

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就呈显著正相关 (r =.150，p <0.01)，即父母教养方式水平越高，其学业

成就也就越高；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 (r =.142， p <0.01)，即父母教养

方式水平越高，其学业自我效能感也就越高；学业成就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 (r 

=.823，P <0.01)，即学业成就水平越高，其学业自我效能感也就越高。 

 

表三 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学业成就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变项 父母教养方式 学业成就 学业自我效能感 

父母教养方式 1   

学业成就 .150** 1  

学业自我效能感 .142** .523** 1 

注：** p<0.01 

 

3.4 回归分析 

本研究探讨山东省某高校父母教养方式、学业成就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情形，以及学

业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就两个变量之间的中介效果。为求研究严谨度，根据 

James and Brett (1984)，Baron and Kenny (1986)所提出的观点，以阶层回归分析验证学业自我效

能感变项的中介效果是否存在，并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讨论。 

Baron and Kenny (1986) 提出，中介效果应满足以下条件：A.自变项对因变项有显著预测效

果；B.自变项对中介变项有显著预测效果；C.当自变项与中介变项同时投入回归模型后，中介

变项的预测效果显着时，自变项的预测效果下降，则为部分中介，自变项的预测效果消失，则

为完全中介。 

为了避免预测变项与交互作用项相关性过高而产生共线性问题，可参考 Aiken et al. (1991) 

作法，将自变项与调节变项之值透过线性平移至 0，再计算相乘积，并以变异膨胀因素 (V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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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线性检验指标，倘若 VIF值大于 10时，即表示变项间具明显的共线性问题 (Myers, 1990)。 

因此，为了解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学业成就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预测效果，

以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量，学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学业成就为因变量。采用阶层回归方

式进行分析。如表四所示。 

 

表四 父母教养方式透过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就的阶层回归分析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VIF 

变项 学业成就 学业自我效能感 学业成就  

 β β β  

自变项  

父母教养方式 .402*** .237** .091 1.201 

中介变项  

学业自我效能感  .315*** 3.130 

 

F 值 11.265*** 10.035** 514.951***  

R2 .023 .020 .679  

Adj R2 .022 .020 .679  

△R2   .657  

注：***p<0.001 

 

在模型一中，以回归分析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为

2.3%，表示父母教养方式可解释学业成就 2.3%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为.402，并达

到显著水平(p＜.001)，表示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成就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父母教养方式越高，

学业成就也越高。 

在模型二中，以回归分析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结果发现，

R²为 2.0%，表示父母教养方式可解释学业自我效能感 2.0%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

为.237，并达到显著水平(p＜.01)，表示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

父母教养方式越高，学业自我效能感也越高。 

在模型三中，同时将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加入回归模型中，以阶层回归检验学

业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就间的中介效果。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67.9%，表示

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可共同解释学业成就 67.9%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为

父母教养方式(β =.091)，且未达到显著水平(p<.001)，学业自我效能感(β =.315)，且达到显著水

平(p<.001)，在中介步骤模型三中，父母教养方式无法直接显著影响学业成就，但可以通过学

业自我效能感显著影响学业成就，因此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就中起到完全

中介作用。 

在阶层回归中 VIF 皆小于 10，因此，父母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就彼此之

间没有共线性。 

 

4.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综本研究经由统计的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与信效度分析后，得知

《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知觉的父母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就之调查问卷》具有一

定的信效度，本节首先说明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知觉的父母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

成就的现况，其次整理背景变量对各研究变量之差异情形、各变量间之相关及父母教养方式、

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情形，最后探讨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就

的中介作用回归结果。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452 
 

4.1.1 父母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的现况及差异 

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知觉的父母教养方式的现况属于中上程度，呈现良好状态。本研究结

果显示，山东省某高校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母亲情感温暖、父亲情感温暖、

母亲过度保护、父亲过度保护、父亲拒绝、母亲拒绝，这与邓兆杰等人（2015）在研究与父母

教养方式, 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实证分析中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大学生在父母教养方式中更容

易受到母亲情感温暖的影响。其次，通过背景变量性别对山东省某高校父母教养方式的数据可

知，不同性别在山东省某高校父母教养方式上无显著差异。 

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知觉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现况属于中上程度，呈现良好状态。本研究

结果显示，山东省某高校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这与刘里里（2009）学习自我效能感和专业承诺的现状及其关系研究中

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大学生更倾向于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其次，通过背景变量性别对山东省

某高校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数据可知，不同性别在山东省某高校学业自我效能感上无显著差异。 

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知觉的学业成就的现况属于中上程度，呈现良好状态。本研究结果显

示，山东省某高校的学业成就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人际促进、总绩效、任务绩效、学习

绩效，这与杨娜（2016）大学生情绪智力, 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关系研究中研究结果一致，

表明大学生对学业成就的自身评价更倾向于人际促进。其次，通过背景变量性别对山东省某高

校学业成就的数据可知，不同性别在山东省某高校学业成就上无显著差异。 

综上研究结果可知，山东省某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对自己的家庭氛围与学习状态都达到了良

好的水准，比如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中普遍认为的父母教养方式的水平偏高，更认同自己母亲

持有一种温暖关怀的家庭氛围，且对自己的成长有益。在学业成就量表中学生普遍认可自己的

学习能力，认同于自己在学校中的人际关系，这有助于提高学生自己学业成就的整体水平。另

外，在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中的题项，多数学生认可自己对待学习的积极态度，学生普遍认为

自己的学习能力较强，呈现积极向上的学习水平。此外学生的性别并不会影响自身对父母教养

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就的认知，因此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在性别对父母教养方式，

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上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情况。 

4.1.2 山东省某高校三者之间的实证关系 

通过山东省某高校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成就的回归分析结果得知，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

就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父母教养方式水平越高，学业成就水平也就越高。这与徐希铮

（2014），尚红艳（2018）和仝义涛（2012）等人已往研究结果一致，即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

知觉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成就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通过山东省某高校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结果得知，父母教养方式与

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父母教养方式水平越高，学业自我效能感也就越高。这

与李文秀（2015）和刘玲花（2010）研究父母教养方式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关系的研究结果一致。

据此，即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知觉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通过山东省某高校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就的回归分析结果得知，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

业成就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学业成就也就越高。这跟蔡文伯与杨丽雪

（2019）和曹文飞与张乾元（2013）对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就的影响的研究结果一致。据

此，即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知觉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就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本研究结果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成就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加入中介变量学业自我效

能感后，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成就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因此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就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即山东省

某高校大学生知觉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就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通过三者之间的实证研究结果可知，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知觉的父母教养方式和学业自我

效能感都会正向影响学业成就，当加入中介变量学业自我效能感后，父母教养方式失去显著效

果，且学业自我效能感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4.2 建议 

根据本研究结果显示，山东省某高校父母教养方式会正向影响学业成就，因此建议学校开

展家长会，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与家庭氛围对大学生的学习环境重要性，根据相关分析可知，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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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与母亲的情感温暖维度对学业成就有着显著相关，因此父母情感温暖的参与直接影响大学生

学业成就水平，父母的情感温暖参与会影响大学生的学习能力与交际能力，有自信有学识的学

生会认为自己有能力追求成功，即有较高的父母情感温暖参与最终影响孩子的学业成就。 

其次，对于升入大学的学生,父母应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无论孩子的学业成

就水平理想与否，父母都应尽可能多地给予子女关心、理解和支持，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

应该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养方式，在教养与爱之间寻找一个有力的平衡点。 

在学业自我效能感方面，可以明确学业自我效能感对于高学生学业成就水平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首先，有必要为大学生创造更多成功的机会。一般来说，当学生成功完成一定难度的

学习任务时，他们对学习会更加自信，自我效能感也会增强。学业成功一般会增强学生的学业

自我效能感，而学习经历失败则会降低大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要为学生设立一定的标准，

经常性地为大学生创设一些成功的机会，这会是培养大学生提升良好的学习自我效能感的首要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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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mainl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Beijing, China, and the mediation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between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aki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Beijing,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25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The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Beijing, China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s thei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The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Beijing, 

China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The entrepreneurial self-

efficacy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Beijing, China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The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Beijing, China has a Partial mediation between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Keywords: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的影响研究：创业自我效

能感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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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讨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以及创业自我效能在自恋

性人格和创业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以中国北京高职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回收

有效问卷 252 份，研究发现：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意向；中国北京高

职生的自恋性人格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中国北京高职生的创业自我效能显著正向影响

创业意向；中国北京高职生的创业自我效能在自恋性人格与创业意向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高职生；自恋性人格；创业意向；创业自我效能 

 

1.前言 
根据教育部对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统计发现 2019-2020 年毕业生数量，约为 900 万左右，

高校大学生毕业人数的持续升高造成岗位需求与就业市场供给的比例失衡，就业形势严峻，给

政府，学校，社会及大学生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黄维，2020），因此，大学生创业意向的

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教育信息网（2017）通过麦克思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院在2017年

发表《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在这五年里，2011年至 2017年大学毕业生毕业

之后选择创业的百分比比率从 1.6%上升到 3.0%，将近涨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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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性人格特质是用于描述个人生活中行为模式的结构。Koh (1996)将先决条件定义为内

部控制，成就需要，适度的冒险水平，创新性，高水平的自信心和高度的模糊容忍度。另一些

研究中分析了各种各样的特征，因此，本研究选取自恋性人格特质，因为自恋性人格特质对个

体的创业自我效能有强烈的影响（Krueger & Carsrud, 1993 ; Crant & Bateman, 2000）。目前已有

的研究指出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存在中介影响（Chen et al., 1998）。DeNoble et al. (2007) 通

过样本，观察到创业意图与创业自我效能之间的正面关系。在最近的相关研究中，Borchers 

and Park (2010) 对美国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观察了创业意图与创业自我效能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目前已有的研究指出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存在中介影响（Chen et al., 1998）。

DeNoble et al. (2007) 通过样本，观察到创业意图与创业自我效能之间的正面关系。在最近的相

关研究中，Borchers and Park (2010) 对美国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观察了创业意图与创业自我效

能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以自恋性人格作为研究中介。 

然而过去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研究大多都是本、专科大学生（刘敏，2016；李海垒、张文

新，2015；蒋承等人，2018），但是面对高职生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徐烨、郭福春，2015），

而谢正富与孙龙涛（2017）研究发现，高职生的创业意愿高于本科生，存在差异性。本研究选

取北京市 3 所高职院校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张军与沈杰（2012）对高职院校的高职生进行了

相关方面的调查，发现北京高职院校高职生在创业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发展初期，但此 3 所高职

院校对创业方面教育支持占 60％左右，所以本研究选取此 3所高职院校高职生为调查对象。 

综上所述，本研究探讨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创业意向以及创业自我效能三者两两

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创业自我效能在自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以期为高职院

校大学生创业中，提供一些有效的帮助，提供参考。 

1.1 研究目的 

A.探讨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对创业自我效能的影响； 

B.探讨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C.探讨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D.探讨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在自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影响间的中介作用。 

1.2 研究问题 

A.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是否影响创业自我效能？ 

B.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是否影响创业意向？ 

C.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是否影响创业意向？ 

D.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在自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影响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 

 

2.文献综述 
2.1 自恋性人格定义 

人格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自恋是一种存在于正常人群的普遍现象。自恋在非临床领域并不是

一种人格障碍，而是个体长期存在的人格特点（赵静、张海钟，2007）。 Campbell et al. (2004) 

认为自恋主要来源于遗传因子和早期亲属关系的结合，因此一个人的自恋程度是相对稳定且持

久的。Kohut (1966) 认为自恋不一定是病理性的，但存在着从婴儿期延伸至成年期的独立发展

顺序。在其健康的形式上，成熟的自恋会产生如幽默和创造力的行为。在临床和非临床角度出

发的自恋者试验对象中，试验结果显示自恋特质至少在短期内可以对自恋者的职业生涯起到有

利的影响（Furnham & Crump, 2014）。刘荣（2009）认为自恋者是种持续的个人品质而非病理

性人格。自恋者对自我高度关注，对于他人的羡慕和注意有着持续的需求，夸大自我重要性，

自己相对于他人更有优越感。 

综上所述，从临床心理学对自恋的概念进行的界定，会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角度是把自

恋当成一种变态人格而不是常态人格，不利于研究实际生活中自恋的影响（张瑜, 2015）。有学

者认为自恋是一种正态分布的人格特征，而不是作为一种人格障碍的更严重表现（Pincus & 

Lukowitsky, 2010; Miller & Campbel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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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创业意向定义 

Krueger et al. (2000) 提出创业活动是一连串有计划的行为，创业者的想法和创业意向是创

立新事业的基础，亦是创业流程的起点。意向能引导我们的注意力朝向特定的目标，以实现事

件的心理状态，同时直接影响行为的因素（Bird, 1988）。 Beck and Ajzen (1991) 认为创业意向

可视为开展新事业的计划，意向为预测未来个人行为及组织结果。Krueger and Carsrud (1993) 

提出当一个人出现希望能拥有自己的事业或者创立新事业的想法和态度时，是创业意向形成的

开始，是了解创业过程的必要核心。创业意向也是指个体有准备创业的想法，从而进行创业。

束方银（2013）将创业意向定义为个人实现创业行为的意向，包括有进行创业的想法、可能进

行创业的程度以及决定进行创业并有创业行为的意向。 

学者对于创业意向概念的界定多是在借鉴国外研究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李琴等人（2018）

则提出创业意向其实是大学生个体在将来很有可能实施创业活动的一种强烈的信念。 

2.3 创业自我效能定义 

林玉卿（2010）在研究创业者议题时候提出，当创业人员对自己的创业进行规划的时候，

认为自己能够完成此项工作的信念，以及认为自身已经存在创业所需要的能力，并且相信自己

可以成功的完成特定任务的信念，这样的信念将影响创业者所做出的选择，抱负、下多少心力

在一项特定任务上，以及所面对的困难和能够忍受挫折的能力。由此可知，信念对于对于创业

行为的影响，甚至可作为启发创业意图以及创业风险承担的能力。 

Bandura 的创业自我效能被创业方面的学者们引用后，进行了重新定义——创业自我效能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创业自我效能(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是各位研究人员将自

我效能感加入到创业研究领域之后，所提出的一个新定义，指的是个体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扮演

不同的创业角色，并且可以成功完成创业的信念强度（Boyd & Vozikis, 1994）。 

2.4 自恋性人格与创业意向 

不同的人格特质的人，行为和思考模式往往不同，做事情的态度和自信的心的差异也很大。

范巍与王重鸣（2005）对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在众多特质中，自恋性人格、责任感、开放性对

创业意向存在较高的影响。在自恋性人格的相关研究中，也发现创业者却是存在一些共同的特

质促使他们能够创业成功。丁桂凤与候亮（2017）所做的研究结果提出大学生显性、隐性自恋

性人格都能够正向影响创业意向。Mathieu and St-Jean (2013) 研究发现自恋性人格与创业意向正

相关。而大学生中有一部分人是有强烈创业意向，甚至有些大学生在校期间已经开始创业，这

些学生和其他毕业找工作的学生在个性上是存在一些差别的。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H1： 

H1：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正向影响创业意向。 

2.5 自恋性人格与创业自我效能 

创业者自恋性人格被认为是影响创业成功的十分重要的因素，与创业过程和创业产出都存

在着密切关系（刘依冉等人，2020）。高度自恋的人一般会有强烈追求人目标的动机，渴望寻

求关注，自我改进（Forsyth et al., 2012）。即便是在面对相反的事实是，高度自恋的人也会认为

自己将来或者以后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Mathieu & St-Jean, 2013）。自恋会鼓励其产生更高的

自信与信念。Brookes (2015) 研究发现，自恋程度高的人会对自己实现目标有更高的自信，自

恋性人格提高并影响创业自我效能。Campbell et al. (2004) 研究发现自恋性人格倾向于看见自己

的积极评价，因为相信自己会产生积极的结果，进而影响到创业自我效能。由此提出本研究假

设 H2： 

H2：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正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 

2.6 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向 

Boyd and Vozikis (1994) 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与行动之影响关系，认为创业自我效能

程度愈高者在早期的生涯发展其创业意向愈高，展现创业行动的机率愈高。Chen et al. (1998)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与学生愿意开创自己的事业即创业意向呈现显著正相关。孙

杨与张向葵（2014）通过采用大五人格量表、创业自我效能量表、创业意向量表，对 2000 多

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叶千祯

（2009）以回归分析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之影响关系结果得知，当能力和信念越高，其创业

意向的程度越高。这表示，在创业前，对可能面对的困难挫折，其个体本身获得创业资源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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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坚定信念，是可以使个体渡过难关的，从而提高个体本身的创业意向。由此提出本研究假

设 H:3： 

H3：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正向影响创业意向。 

2.7 创业自我效能在自恋性人格与创业意向的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根据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分析，显示创业自我效能经常在个体的认知间扮演者中介变量这一

角色（李厚锐等人，2018；李欠强等人，2018；闫华飞、蒋鸽，2019；程灵、方晓斌，2016，

许慧、郝丽，2019）。李厚锐等人（2018）发现创业自我效能在创业意愿与创业学习之间存在

中介作用。李欠强等人（2018）通过研究，发现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有显著的积极

影响，并且创业自我效能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闫华飞等（2019）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在创

业学习与机会识别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创业学习与机会开发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程灵等

（2016）研究发现，创业潜能和在校外实习满意度的关系之间，创业自我效能具有中介效果。

许慧与郝丽（2019）验证了创业自我效能在创业意愿和创业教育间起中介作用。由此可以看出，

创业自我效能在过去与创业相关的研究中常常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H:4： 

H4：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在自恋性人格与创业意向间存在中介作用。 

 

3.研究设计 

3.1 研究框架 

 

图一 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2 研究假设 

H1：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正向影响创业意向。 

H2：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正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 

H3：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正向影响创业意向。 

H4：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在自恋性人格与创业意向间存在中介作用。 

3.3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对北京 3 所高职院校高职生进行调查，发放 400 份，剔除无效问

卷，实际有效问卷 252 份，详情见表一： 

 

 

 

创业自我效能 

自恋性人格 创业意向 

H2 

H4 
H3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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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样本情况（N=252） 

背景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99 79% 

女 53 21% 

年级 

大一 136 54% 

大二 61 24.2% 

大三 55 21.8%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4 问卷检验 

本研究正式问卷分别为“自恋性人格量表”、“创业自我效能量表”以及“创业意向量表” 

3.4.1 自恋性人格量表 

本研究量表采用自恋性人格量表（NPI-16），测量被测试者的自恋性人格倾向（Ames et al. , 

2006），该量表用于对一般人群自恋的测量，有 16 个项目，单维度。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 值

=0.927，说明自恋性人格正式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组合信度（CR）=.929，大于参考值.600，

平均变异萃取量（AVE）=.505，大于参考值.500。说明自恋性人格量表的收敛效度良好。 

3.4.2 创业自我效能量表 

研究量表采用 Krueger et al. (2000) 创业自我效能量表，单项维度，共 6 个问题。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 值=0.848，说明创业自我效能正式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组合信度（CR）=.856，

大于参考值.600，平均变异萃取量（AVE）=.505，大于参考值.500，说明创业自我效能量表的

收敛效度良好。 

3.4.3 创业意向量表 

本研究量表采用 Linan and Chen (2009) 的创业意向量表用多题项来测量个体的创业意向，

共 4 题，单维度。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 值=0.850，说明创业意向正式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

组合信度（CR）=.861，大于参考值.600，平均变异萃取量（AVE）=.615，大于参考值.500，

说明创业意向量表的收敛效度良好。 

 

4.结果分析 

4.1 相关分析 

三个量表量表采用的是采用李克特（Likert Scale）五点尺度衡量，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

性人格”平均分为 3.041， “创业自我效能”平均分为 3.357，“创业意向”平均分为 3.433，。据此，

可以看出高职生“自恋性人格”、“创业自我效能”、“创业意向”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为了解本研究三个变量之间的具体相关性，本研究将中国北京高职生的“自恋性人格”、

“创业自我效能”和“创业意向”三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由表二可知：中国北京高职生的“自恋性人

格”与“创业自我效能”的相关系数为 0.632，p 值小于参考值 0.001，有达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自恋性人格”与“创业自我效能”存在显著正相关；中国北京高职生的“自恋性人格”与“创业意向”

的相关系数为 0.544，p 值小于参考值 0.001，有达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自恋性人格”与“创

业意向”存在显著正相关；中国北京高职生的“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向”的相关系数为 0.688，

p 值小于参考值 0.001，有达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创业自我效能”与“创业意向”存在显著正

相关。在对三个变量的相关分析中，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详情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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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变量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 

变量 
M SD 自恋性

人格 

创业自我效

能 

创业意

向 

自恋性人格 3.041 .700 1   

创业自我效能 3.571 .620 .632*** 1  

创业意向 3.433 .700 .544*** .688*** 1 

注：1.*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2 回归分析 

此小节将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来检验“创业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果。 

由表三可知，在 Model 1 中，自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的 β 值=0.234，t 值=6.750，p 值小于

参考值 0.001，达显著，说明自恋性人格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意向，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

H1 成立；在 Model 2 中自恋性人格对创业自我效能的 β 值=0.483，t 值=9.880，p 值小于参考值

0.001，达显著，说明自恋性人格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 H2

成立；在 Model 3 中，加入中介变量创业自我效能，自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的 β 值=0.114，t 值

=2.975，p 值小于参考值 0.01，达显著，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 β 值=0.247，t 值=5.846，p

值小于参考值 0.001，达显著，说明创业自我效能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意向，本研究提出的

研究假设 H3 成立，且在 Model 1 中，自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的 β 值 0.234 大于 Model 3 中，自

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的 β值 0.114。创业自我效能在自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

作用，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 H4 成立，在 Model 3 中，所有的 VIF 值均小于参考值 10，不存

在共线性问题。 

 

表三 创业自我效能在自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变量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创业意向 创业自我效能 创业意向  

β t β t β t VIF 

自恋性 

人格 
.234 6.750 .483 9.880 .114 2.975 1.700 

创业自 

我效能 
    .247 5.846 2.061 

R² .756 .515 .786  

AdjR² .752 .507 .782  

F 191.701*** 65.497*** 180.795***  

注：1. *, p <0.050; **, p <0.010; ***, p <0.001. 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结论及建议 
5.1 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创业意向和创业自我效能的现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北京高职生的自恋性人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此结果与姜红梅与于

红军（2015）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说明中国北京高职生在意别人对自身的看法，希望得到表

扬和认可，夸大自己在组织中的重要性，认为自己在各方面比别人更加优秀，认为自己应该比

别人得到更多的待遇和权利。 

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的整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此结果与陈小容（2016）的

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中国北京高职生对自己能够成功创业的信心很高，信念较强，这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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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本研究所选取的 3 所北京高职院校对创业教育的高度重视，进而对本校高职生的创业自

我效能产生了影响。 

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意向的整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此结果与王心焕等人（2016）的

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中国北京高职生未来打算去创业的主观行为和态度是十分强烈的，这可

能也是因为本研究所选取的 3 所北京高职院校对创业教育的高度重视，进而对本校高职生的创

业意向产生了影响。 

5.2 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创业意向、创业自我效能的关系 

5.2.1 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意向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意向，此结果与范巍与王

重鸣（2005）、丁桂凤与候亮（201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自恋性人格高的高职生更加在意别

人对自身的看法，希望得到表扬和认可，夸大自己在组织中的重要性，认为自己在各方面比别

人更加优秀，认为自己应该比别人得到更多的待遇和权利，而这种心理，认为可以通过创业来

得到别人的认可，获得别人的赞扬，因此，自恋性人格越高，越想要去闯一闯，创业意向也会

越高。 

5.2.2 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北京高职生自恋性人格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此结果与

Mathieu and St-Jean (2013)、Brookes (2015)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在临床和非临床角度出发的自恋

者试验对象中，试验结果显示自恋特质至少在短期内可以对自恋者的职业生涯起到有利的影响

（Furnham & Crump, 2014），自恋者对自我高度关注，对于他人的羡慕和注意有着持续的需求，

夸大自我重要性，自己相对于他人更有优越感。自恋性人格会在短期内对其职业生涯起到有利

的影响，信念也就会加强，而创业自我效能就是一种创业信念，所以可以发现，自恋性人格越

高，创业自我效能也会越高。 

5.2.3 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意向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意向，此结果与 Boyd 

and Vozikis (1994)、Chen et al. (1998) 、孙杨与张向葵（2015）、叶千祯（2009）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其实这不难理解，创业自我效能是对进行创业的一种信念，当一个人对做一件事的信念

越来越高时，其就会对这件事进行实施，而创业意向说的是进行创业的行为，创业自我效能越

高，创业意向必定也会越高。因此，在进行创业的时候，高职生应当运用合理的方式，提高自

身的创业信念，也就是创业自我效能，从而来提高创业意向。 

5.2.4 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在自恋性人格与创业意向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北京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在自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间起到部分中介

作用，国内以此为研究课题的相对较少，所以可以参考的研究结果较少，不过据之前的相关研

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能够作为中介变量，在大五人格与创业相关研究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李厚锐等人，2018；李欠强等人，2018；闫华飞、蒋鸽，2019；程灵、方晓斌，2016，许慧、

郝丽，2019）。由此也可以看出，自恋性人格在创业自我效能的加入后影响降低，创业自我效

能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说明除了自恋性人格以外，进行创业的信心、信念、自我效能感也是

非常重要的。高职生自恋性人格和创业自我效能均可以促进其产生更高的创业意向，自恋性人

格也可以通过创业自我效能来促进高职生产生更高的创业意向。 

5.3 研究建议 

5.3.1 加强高职生自恋性人格 

基于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显示，自恋性人格对创业意向与创业自我效能显著正向影响，具有

较高的自恋性人格有助于提高其本身的创业意向与创业自我效能，所以我们要加强自恋性人格，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可以通过心理学相关课程，来加强高职生的自恋性人格。给高职生自我表现的机会，以此

来提高高职生的自恋性人格。给予高职生尊重，使高职生的自恋性人格得到提高成立专门的创

业课题研究小组研究提高自恋性人格的有效方法。 

5.3.2 培养高职生创业自我效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显著正向影响，创业自我效能可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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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意向，所以我们要加强创业自我效能。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可以定期的举办名人讲座，邀请创业成功人士、校友分享成功经验，为有创业意向的高职

生树立榜样，加强其创业自我效能。由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创业自我效能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创业

意向，那么在创业指导课程中，可以适当的加入对创业自我效能的相关研究。成立专门的创业

课题研究小组研究提高创业自我效能的有效方法。加强高职生关于企业家所需技能与能力的培

养。 

5.3.3 研究变量建议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自恋性人格，中介变量为创业自我效能，但在文献探讨的过程中发现，

影响创业意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大五人格中每种人格都会影响到创业意向（孙杨、张向葵，

2014），丁桂凤与候亮（2017）研究发现，自尊对创业意向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并且能够从外

部环境视度为出发点，分析校园创业氛围等的调节作用。这也说明，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有很

多，路径多种多样，所以，建议未来创业相关研究者可加入其他的变量或路径来进行相关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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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n turnover 

intention of substitute teachers in city public primary schools in Xuzhou. In this study,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Substitute teachers in city 

public primary schools in Xuzhou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Perform analysis.The 

research results found that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substitute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s 

has a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urnover intention;substitute teachers of city public 

primary schools of different gender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urnover intention; th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substitute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s had a 31% variance in 

predicting turnover intention. 

 

Keywords:Substitute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urnover Intention 

 

徐州市公办小学代课教师组织承诺对离职倾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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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徐州城市公办小学代课教师组织承诺对离职倾向的影响，采用便利抽样进

行问卷调查，以徐州市城市公办小学的代课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经执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

小学代课教师组织承诺对离职倾向具有负向显著影响；不同性别之小学代课教师在离职倾向有

显著差异；小学代课教师的组织承诺有预测离职倾向 31%的变异量。 

 

关键词：代课教师；组织承诺；离职倾向 

 

1.研究背景与动机 
纵观发达国家义务教育工作的发展，教育发展的重点一直都是师资力量，并且，教育改革

越深入，师资力量越被重视（魏玮、高有华，2015）。小学教育一直以来是我国基础教育重要

的组成部分，在基础教育中发挥着启蒙性、奠基性的作用（熊梅、王敏，2019）。但是，校园

里有一群忙碌却不被重视的教师群体，他们就是代课老师。代课教师是指没有正式编制，在一

线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许珍珍，2018）。张河森（2014）认为，城市小学代课教师存在

“付出-回报”失衡、心理压力大、权益保障缺乏等问题，这也导致了他们流动性较大。一方

面呈现女多男少，年轻力壮；资质充分，具备条件；教龄较短，来源多样等特点，另一方面存

在多方签约，权责不明；差别待遇，收入较少；工作任务重，心理落差大；见异思迁，逢考必

考等困境（黄道主、张文言，2013）。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小学代课教师的现状并不乐观，离

职情况非常普遍，如何降低小学代课教师的离职率已成为基础教育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国外就开始有大量的学者研究和探讨员工的离职问题，然而与离职

问题相比，西方学者更关注的却是离职倾向（秦晓军，2016）。中国学者黄翠与朱昌平（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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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认为，离职倾向是预测离职行为的最佳变量。员工在一特定组织工作一段时间，经过一番考

虑后产生的蓄意要离开组织的想法或倾向，就被称为离职倾向(Mobley, 1977)。简单来说，离职

倾向是指员工自愿离开组织的意图（徐辰雪，2014）。 

在影响教师离职倾向的内在因素中，组织承诺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张玉芬（2019）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员工组织承诺的三个维度对离职倾向均具有显著影响，其影响

大小依次为情感承诺、持续承诺以及规范承诺。田辉（2014）也证实了组织承诺各维度对离职

倾向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情感承诺和持续承诺对离职倾向的影响作用明显大于规范承诺的作

用。王润娜等人（2020）的研究表明，提高组织承诺，可以有效降低员工的离职倾向。由此可

见，组织承诺可以负向影响员工的离职倾向，组织承诺越高，离职倾向越低。 

综上，本研究主要是以城市公办学校的小学代课教师为研究对象，以组织承诺为切入点，

以离职倾向为结果变量，探究和揭示组织承诺对离职倾向的影响。希望能为城市公办小学的管

理者提供代课教师管理建议，为降低代课教师离职率提供指导和借鉴。 

 

2.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社会交换理论 

1950 年代后期社会交换理论兴起，它是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微观角度

研究人类行为 (Homans, 1958)。组织和员工之前关系的建立，就是员工用对组织的忠诚与自己

的劳动换取组织给予的报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这种组织和员工的交换关系都是存在的，组织

和员工交换关系的建立过程就是社会交换关系的形成过程 (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组织

为了员工建立满意的工作环境，员工就容易对组织产生忠诚（刘小平，2011）。根据社会交换

理论，个体对组织越忠诚，离职倾向随之越低。 

2.2 离职倾向 

“离职倾向”在相关研究里也有“离职意愿”和“离职意向”的说法。离职倾向被认为是

预测离职行为最有效的变量（黄翠、朱昌平，2020）。 

Porter et al. (1974)提出，员工在对工作出现不满情绪的时候所展现出的逃避行为就叫做离

职倾向。Mobley (1977)则认为，离职倾向是员工在一个特定的组织从事一段时间工作，经过一

番考虑之后出现的蓄意要离开组织的倾向或想法。香港学者樊景立（1978）根据前人的研究提

出，离职倾向是指个体从现供职工作岗位离开并找寻其他工作岗位意愿思想的强度。秦刚亮

（2013）表明，员工因为个人原因、环境原因、工作原因、企业原因等出现的离开现有组织工

作岗位的意愿，寻求新工作机会的意向及行为表现就被称为离职倾向。徐辰雪（2014）将离职

倾向定义为员工自愿离开组织的意图。杜嫱与刘鑫桥（2019）认为离职倾向是组织对员工不再

有吸引力，员工已经产生离开的想法。本研究中离职倾向采用台湾学者樊景立（1978）的定义，

即离职倾向是指个体从现供职工作岗位离开并找寻其他工作岗位意愿思想的强度。 

赖运成（2019）对幼儿教师进行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较多，其中有性

别、年龄、学历等个体因素，以及职业承诺、社会支持等内在因素。杜嫱、刘鑫桥（2019）在

研究关于高校教师离职倾向的调查数据显示，女性教师的离职倾向更弱，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即

便在职场上受挫，也能将重心转移、回归至家庭。 

因此，本研究将对离职倾向在徐州城市公办小学代课教师背景变量（性别）上是否存在差

异进行差异检验，了解性别对徐州城市公办小学代课教师离职倾向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3 组织承诺 

组织承诺一直以来都是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研究热点（吕智宇，2017）。美国的社会学

家 Becker (1960)最早对组织承诺下了定义，他指出，组织承诺是指员工随着对组织的“单方投

入”的增加而产生的一种甘愿全身心地参加组织各项工作的心理倾向。社会学家 Wiener (1982)

将组织承诺看作是一种内化的行为规范，并认为组织承诺是使行动符合组织目标和利益的内化

了的规范压力的整合。加拿大学者 Allen and Meyer (1990)将组织承诺定义为员工对其与其组织

之间关系的一种心理态度，包含了员工对于是否愿意继续留在目前组织的决定。 我国学者凌文

辁与张治灿（2000）在多年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指出：组织承诺是员工对于现有组织在情感、态

度上的认可，以及乐意承担其作为组织成员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刘小平与王重鸣（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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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组织承诺是指员工对自己所在单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心理上的认同和投入。徐碧琳与

李涛（2011）从狭义的角度认为组织承诺涉及员工的感情依恋、身份识别及对组织活动的参与

程度，强烈的组织期望、组织目标的信念及愿意为组织的发展贡献自己努力的特征。基于前人

的研究（Becker, 1960; Wiener, 1982; Allen & Meyer, 1990; 凌文辁、张治灿，2000；刘小平、王

重鸣，2002；徐碧琳、李涛，2011），本研究将教师组织的承诺总结为对组织的情感支持和不

离开组织的坚定决心。 

Meyer and Allen(1991)将组织承诺分为三个维度，即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

继续承诺（Continuance Commitment）和规范承诺（Normative Commitment），情感承诺是指

员工对组织的心理依赖、身份认同和内心卷入，继续承诺是指对离开组织所带来损失的感知，

规范承诺是指继续工作的责任感。基于以上讨论可以发现，组织承诺的结果变量多种多样，而

现有的研究中，用情感承诺、规范承诺、持续承诺这三个维度衡量组织承诺。 

凌文辁、张治灿（2001）研究中针对企业 3236 名员工施测“中国职工组织承诺问卷”，

对其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SNK 多重比较检验和交叉分析，得出结论：在情感承诺、规范

承诺和经济承诺方面，男女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男性理想承诺的比例大大高于女性，女性机

会承诺的比例高于男性。崔勋（2011）在研究中表明，性别差异对个体的情感承诺与交易承诺

存在显著，女性的情感承诺高于男性，而男性的交易承诺高于女性。而戴亦兰、曹曦（2015）

认为，不同性别员工对组织承诺各维度的感知差异不大。基于学术界的不同结论，本研究将对

组织承诺在徐州城市公办小学代课教师背景变量（性别）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差异检验，了解

性别对徐州城市公办小学代课教师组织承诺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4 组织承诺与离职承诺的关系研究 

许多实证研究中(凌文辁、张治灿，2000；崔勋，2003)表明，组织承诺是预测离职倾向的

良好指标。国内研究者以来自不同学校类型的教师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教师心理资本与离职倾

向之间的关系。徐富明与周治金（2007）本研究以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的中小学教师为样本，

结果得出职业承诺和组织承诺对离职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刘红梅等人（2010）以中学教师

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组织承诺负向影响离职倾向，其情感承诺对离职倾向存在显著负影响。

田辉（2014）研究发现，组织承诺三维度（持续承诺、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对离职倾向均具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情感承诺和持续承诺对离职倾向的影响明显高于规范承诺的影响，说

明员工在涉及离职问题时，更多地考虑对组织的情感和现实因素，而责任感的影响却较小。鲍

巧云等人（2014）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锦州市三甲医院 598 名护士进行了离职倾向和组织

承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组织承诺对离职意愿存在负相关；护士离职意愿水平受科室、职称、

学历、年龄、月收入、护龄等人口学特征的影响。戴亦兰（2015）在他的实证研究中指出，组

织承诺及其 5 个分维度（持续承诺、情感承诺、规范承诺、经济承诺、理想承诺）与离职倾向

有关系，且经济承诺显著负向影响离职倾向。潘丽（2014）对民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进行

了实证研究，发现组织承诺对离职倾呈现负相关 , 组织承诺水平可用来预测离职倾向，在五个

维度（情感承诺、机会承诺、经济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中，情感承诺的预测效果最佳。 

由上述可知，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关系密切，研究者较一致认为组织承诺可以负向预测离

职倾向。 

 

3.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徐州市城市公办小学的代课教师。从 2014 年、2018 年两届国家级教

学成果获奖情况来看，江苏省连续两届获奖数量均排名第一，两届共获得46项（熊梅、王敏，

2019）。徐州是江苏省的教育大市，全市有 2144 所各类、各级的学校，总量在全省占近六分

之一（徐州市教育局，2017）。江苏作为教育大省，现有的城市代课教师现状研究普遍都是对

苏南学校的研究（邵泽斌，2016；金欢，2019）而徐州作为苏北的重要城市，却未曾有过对城

市公办小学代课教师的研究。代课教师即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是教师队伍中的一个特殊

群体（张河森，2014）。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指徐州市城市公办小学中，没有教师编制、无需

参加区教育局及以上统一考试且长期受聘的代课教师群体。本问卷的发放对象是 18 所徐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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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办小学的代课教师，涵盖了徐州市区的 5 个市辖区，分别是：云龙区（含徐州新城区）、

鼓楼区、泉山区、贾汪区、铜山区。共 144 个样本，从性别分布看，男生 37 人，占 26.53%，

女生 107 人，占 73.47%。 

3.2 测试流程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与其它研究方法相比,问卷调查法目的性强,标准化程度高,能同时

对大量被调查者施测，可在短时间内收集到大量研究材料（鲁志鲲，1993）。 

参考 Tinsley and Tinsley (1987)的观点，发放问卷数量应与题项数量结合，  

题项数与样本数的比例应在为 1:5 至 1:10 之间。本文问卷题项数共 22 道题，以 1:5 为本研究参

考比例，因此本研究至少需要有效样本 110 份，考虑到部分问卷可能为无效问卷，因此本文共

发放 140 份研究问卷。 

为了使问卷的发放与回收顺利，问卷有效率高，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施测时利用教师空

闲时间以学校为单位线上发放调查问卷，指导代课教师按照指导语要求规范作答，完成后收回

问卷。 

3.3 研究工具 

3.3.1 组织承诺量表 

   针对组织承诺量表，本研究所采用的是 Allen and Meyer (1996)研发出的组织承诺量表，该量

表包含 3 个维度，18 个项目，分别是情感承诺 6 个项目、规范承诺 6 个项目、持续承诺 6 个项

目 。该量表三个维度上检测得到的 Cronbach's α值分别为情感承诺 0.733、持续承诺 0.705 、规

范承诺 0.869，内部一致性较高（凌玲，2012）。 

3.3.2 离职倾向量表 

国内研究对离职倾向的测量多数采用的是 Farh et al. (1998)研制的离职倾向量表，该量表由

4 个题项组成，属于多题项间接测量总体离职意愿的形式，且在多次的实证研究中（邢强、陈

自强，2009；胡志红，2012；艾娟、杨桐，2016），该量表表现出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与重测信

度。对该量表进行因素分析只得到一个因素，且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84，同质性信度为 0.78，

因此该量表较可靠（胡志红，2012）。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 Farh et al. (1998)所编制的离职

倾向量表作为城市公办小学代课教师离职倾向测量工具。 

 

4.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样本数据收集 

本研究设置的代课老师的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在有效样本 (N =144)中，从性别分布看，男

生 37 人，占 26.53%，女生 107 人，占 73.47%。具体数据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研究问卷有效样本基本资料表（N =144） 

统计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百比（%） 

性别 
男 39 25.7 

女 108 74.3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描述性统计 

4.2.1 组织承诺现况分析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与标准差对组织承诺进行分析，得分越高则代表组织承诺越高，得分越

低则代表组织承诺越低。由于组织承诺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因此其理论中值为 3 分。

受试者在组织承诺各构面得分之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4.2所示。组织承诺的项目均分为 2.537分，

标准差为 0.575，低于理论中值，这说明代课教师组织承诺属于中等偏下水平。从各维度来看，

分数最高的是持续承诺，项目均分为 2.753 分，标准差为 0.666，表明代课教师组织承诺的持续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469 
 

承诺较高，其它维度依次为情感承诺承诺（M =2.390 分，SD =0.754）、规范承诺（M =2.468 分，

SD =0.726）。 

 

表 4.2   代课教师组织承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N =144） 

维度 题数 M SD 

情感承诺 

规范承诺 

持续承诺 

组织承诺（整体） 

6 

6 

6 

18 

2.390 

2.468 

2.753 

2.537 

0.754 

0.726 

0.666 

0.57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2 离职倾向现况分析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与标准差对代课教师离职倾向进行分析，得分越高则代表代课教师的离

职倾向越高，得分越低则代课教师离职倾向越低。由于离职倾向量表采用 5 点计分法，因此其

理论中值为 3 分。受试者在离职倾向得分之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4.3 所示。代课教师离职倾向的

项目均分为 3.524 分，标准差为 0.790，高于理论中值，这说明代课教师的离职倾向较高。 

表 4.3 代课教师离职倾向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N =144） 

维度 题数 M SD 

离职倾向 4 3.524 0.790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差异分析 

本研究为了解不同的性别统计变量在代课教师组织承诺、离职倾向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以性别进行独立样本 t检定差异性分析。以下将以平均数、标准差与独立样本 t检验加以分析。

本研究将受试代课教师的不同性别设为两组：(A) 男性，(B) 女性，其分析结果如表 4.4 所示。 

 

表 4.4 不同性别的代课教师在组织承诺、离职倾向的差异分析表（N =144） 

维度 
男生（37） 

 

女生（107） 

 
t 值 

 
p 值 

M SD M SD 

组织承诺 2.694 0.543 2.483 0.579 1.933 0.055 

离职倾向 3.291 0.859  3.605 0.752  
-

2.113** 
 0.036** 

注：***p<0.001，**p<0.01，*p<0.05 

 

数据显示，不同性别的代课教师在组织承诺上，t检定之 p值不显著，代表不同性别的代课

教师在组织承诺没有显著差异，即男教师和女教师在规范承诺和持续承诺的平均数没有显著差

异，故不需要比大小。离职倾向方面，不同性别的代课教师在离职倾向上，t检定之 p值显著，

代表不同性别的代课教师在离职倾向的平均数有显著差异，男教师的离职倾向比女教师低。根

据研究结果得到，不同性别代课教师在组织承诺上没有显著差异，在离职倾向上男教师要低于

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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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相关分析 

为了解代课教师组织承诺与离职倾向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两者

之间进行相关性检验。相关分析验证。由表 4.5 可知，组织承诺的三个维度分别与离职倾向的

相关性，情感承诺与离职倾向呈显著负相关 (r =-.446，p*** <0.000)，即情感承诺越高，其离职

倾向越低；规范承诺与离职倾向呈显著负相关（r =-.426，p*** <0.000）。以上相关分析结果初

步说明，随着代课教师在情感承诺、规范承诺方面的感受水平的增强，代课教师的离职倾向会

降低。 

 

表 4.5  代课教师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的相关（r）分析（N =144） 

变项 情感承诺 规范承诺 持续承诺 离职倾向 

情感承诺 1 .724** .265** -.446*** 

规范承诺 .724*** 1 .397*** -.426*** 

持续承诺 .265** .397*** 1 .111 

离职倾向 -.446*** -.426*** .111 1 

注：***p<0.001，**p<0.01，*p<0.05 

 

4.5 回归分析 

本研究探讨代课教师组织承诺对离职倾向的影响情形。为了了解预测效果，在不控制人口

变量的影响下，分别采以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两个维度为自变量，离职倾向为因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结果如表 4.6 所示，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对离职倾向有负向预测作用，即情感承诺和

规范承诺能正向影响离职倾向，预测力为 31%。 

 

表 4.6  代课教师组织承诺对离职倾向的回归分析表 

因变量 自变量 R² R² F β t 

离职倾向 

情感承诺 

.310 .295 20.955*** 

-.287 -2.688** 

规范承诺 -.388 -3.336** 

持续承诺 -.385 4.242*** 

注：***p<0.001，**p<0.01，*p<0.05 

 

5.结论与建议 
组织承诺与离职问题是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主题。本研究借鉴国内外相关研

究成果，利用抽样调查研究方法分析代课教师的个人特征对组织承诺与离职意愿的影响；同时，

也分析了组织承诺对员工离职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代课教师组织承诺属于中等偏下水平，从各维度看分数最高的是持续承诺，

表明代课教师组织承诺的持续承诺较高；受试者在离职倾向得分之描述统计结果说明代课教师

的离职倾向较高。在差异分析研究结果得到，不同性别代课教师在组织承诺上没有显著差异，

这一结论与戴亦兰、曹曦（2015）研究相符。在离职倾向上男教师要低于女教师。以上相关分

析结果初步说明，随着代课教师在情感承诺、规范承诺方面的感受水平的增强，代课教师的离

职倾向会降低；在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对离职倾向有负向预测作用，这一研

究结论与鲍巧云等人（2014）、戴亦兰（2015）、潘丽（2014）等相关研究结论相一致。 

为了充分发挥代课教师的能力以及留住优秀代课教师，本研究对学校行政管理者提出以下

建议：一、重视对代课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和引导，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去学习实践。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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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师教育交流和经验共享开展活动，提供有利条件让代课教师有机会参加有针对性的校本培

训和校外培训，提高其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帮助他们尽快从新手教师成长起来。二、针

对表现优异的代课教师，给予一定物质和精神奖励，创设良好的办公环境，积极帮助代课教师

解决生活中一定的困难，让教师直接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增强代课教师对组织的承诺。三、在

参加工作的最初几个月，代课教师的工作经历对感情承诺的形成至关重要，此时，学校应当在

生活工作中给予初任和年轻的新手教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例如，开新教师座谈会、开展新教

师的各种联谊或团建活动等。通过这些方式，最终降低离职倾向，安心认真工作，实现基础教

育质量的稳步提高。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有：一、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方法，此方法虽然能对整体情况

进行分析，但缺乏对研究结果深层次的调查研究。因此，若在问卷调查基础上结合实地访谈等

质性调查研究，研究结果会更有说服力。二、研究徐州城市公办小学代课教师和编制教师组织

承诺、离职倾向的关系，扩大代课教师样本范围，将编制教师与代课教师研究结果进行对比，

深化研究结果的推论程度。三、本研究中由于时间和篇幅所限，没有涉及更多的个人特征对代

课教师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的差异性研究，以及没有考虑代课教师内在的心理因素。 

本研究最大的研究局限，是被试小学覆盖面不够广。本研究只选取了市区 18 所徐州城市

公办小学的代课教师，这 18 所小学的代课教师是否能推论到整个徐州城市公办小学的代课教

师，这有待进一步研究。若能将更多的公办小学作为研究对象，将能够更好的把研究结果推论

到整个徐州城市公办小学，对代课教师的组织承诺和离职倾向就能有更深刻和客观的探讨。本

研究的研究局限之二，在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作为研究的方

法，虽然能较为方便和快速地获得所需的样本数据，但是受到了一些限制，比如很难控制代课

教师在填写问卷时的情景、态度、心情等因素，很难观察代课教师当时的内心感受，也无法确

定受试代课教师能否真正理解问卷每一题所表达的意涵，因此，无法判断数据是否更接近事实。

基于此，如果能把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等研究方法相结合，会使该研究的样本数据更加可靠和

真实，更能推论到整个徐州城市公办小学的代课教师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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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perception, work stress, and teacher’s creativity among college teachers in Shanxi Province.  

The data of teachers in 3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is obtained by convenient 

sampling. A total of 600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580 were actually collected. 58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and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was 96%.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show that the perception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eacher creativity; the perception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hanxi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work pressure; The work pressure of college teachers in Shanxi Provi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eachers' creativity; the work pressure of teachers in Shanxi 

Province is in the perception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Part of the intermediary role with 

teachers’ creativity. 

 

Keywor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Perception; Work Stress; Creativity; College teachers 

 

山西省高校变革型领导感知对教师创造力的影响—以工作压力为

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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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讨山西省高校教师变革型领导感知、工作压力、教师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以便利

抽样的方式获取山西省 3所高校教师的数据，共计发放 600份问卷，实际回收 580份，取得 580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6%。经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山西省高校变革型领导感知对教师创

造力达显著正向影响；山西省高校变革型领导感知对工作压力达显著正向影响；山西省高校教

师工作压力对教师创造力达显著正向影响；山西省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在变革型领导感知与教师

创造力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变革型领导感知；工作压力；教师创造力；高校教师 

 

1.绪论 
中国于2015年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在此背景下，创造力逐渐受到国家的重视

（杜刚、李亚光，2015）。而在全球化的风潮中，创造力即国际竞争力，创造力对于21世纪的

每个成功的国家都具有重要影响（汤超颖等人，2011）。而在中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

国战略的过程中，缺少在各行各业中具有拔尖领军式的创新人才已成为制约中国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主要因素（刘彭芝等人，2013）。创新人才培养关键靠学校教育，依赖于科学有效的教育

教学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Andiliou & Murphy, 2010)。由此可知，无论中国或其他国家对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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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重视，创造力对于国家发展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张忠仁、范景亮，2000）。 

创造力的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心理领域 (Guilford, 1950)。早期的学者及理论对创

造力定义的观点着重在产品本身或是产品发展程序的结果  (Amabile, 1983; Shalley, 1991; 

Woodman et al., 1993; Zaltman et al., 1973)。教师的创造力则是教师本身产出全新且有用的想法，

并且经由表达意见的行为而产生 (Zhou & George, 2001)。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高校

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持续不断的创新 (Amabile, 1988)。领导作为工作场所的一个重要情境因

素，无疑会对教师创造力产生影响 (Tierney, 2008)。变革型领导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最

早由Downton (1973) 在 Rebel Leadership 一书中提出，随后经过Burns (1978) 和Bass (1985) 等人

的不断发展，形成变革型领导理论。Burns (1978)对变革型领导风格的涵义进行界定，指出变

革型领导风格是领导者具有更高的素质和观念，使下属了解自己的使命，激励下属努力工作。

同时，相关学者在研究创造力的过程中，发现工作压力是影响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周

浩、龙立荣，2011；刘新梅等人，2015）。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运用交互视角来研究多重因

素对教师创造力的共同作用，根据交互作用的观点，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工作因素和工作环

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会对教师创造力产生效应（刘野，2017；张星，2018；董昊，2019）。伴

随着工作设计本身越来越复杂和多变，工作压力不可避免的成为教师工作时的一种情境因素，

对教师产生创造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童兴，2016）。 

山西省高校中教师是学校教学、科研及其他各项管理工作的骨干（牛永新，2003）。山西

高校教师总体思想进步，自我实现动机较强，但工作压力大，期待高校能为教师营造健康的职

业成长环境，促进教师队伍的科学管理（冯爱红、罗社管，2019）。因此，本研究将选取山西

省A、B、C三所高校的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对山西省教师工作压力对教师教师创造力的影响进

一步研究，以期待可以得出具有代表性和准确性的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引入变革型领导、教师工作压力、教师创造力三个变量，进一步分析

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创造力及教师工作压力影响的内在因素，并试图探讨教师工作压力在两者之

间的中介作用，以帮助高校管理者积极的面对教师的生活和工作，为变革型领导管理院校提供

借鉴。 

 

2.文献综述 
本章针对各变量收集整理相关文献，从变革型领导感知、工作压力及教师创造力之间的关

系方面加以探讨。 

2.1 变革型领导感知与教师创造力之相关研究 

梳理关于变革型领导与教师创造力的相关研究，发现工作压力是决定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玲等人，2018）。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变革型领导行为比交易型领导行为

更能提高教师的创造力（孟磊，2008）。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创造力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姜波，

2015）。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创造力起作用已有比较一致的肯定，但影响过程如何还未定论（王

语，2013）。在现实的管理情境中，可通过对领导者进行变革型领导培训，从组织、激励和培

训三个方面培养高创造力的教师（范保珠，2011）。冯彩玲（2017）的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感

知对员工创新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变革型领导是领导风格的一种，亦是权力的体现方式，

而创造力属于创激因素（蔡亚华等人，2013）。由此，可以推论研究假设1。 

H1：山西省高校变革型领导感知对教师创造力达显著正向影响。 

2.2 高校变革型领导感知与工作压力之相关研究 

梳理关于高校变革型领导与工作压力的相关研究，发现高校变革型领导是决定工作压力的

一个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和员工反生产行为存在负相关，变革型领导氛围越

高，员工的反生产行为会越少。变革型领导与工作压力负相关，变革型领导氛围越高，员工的

感知的工作压力会越低（周雪君，2013）。变革型领导风格中的智力激发维度与员工工作压力

显著负相关，这表明领导对员工的智力激发越多，员工的工作压力就越小（义洁萍，2009）。

蔡亚华等人（2015）的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感知对教师工作压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由此，可

以推论研究假设2。 

H2：山西省高校变革型领导感知对教师工作压力达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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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作压力与教师创造力之相关研究 

梳理关于工作压力与教师创造力的相关研究发现，工作压力是影响教师创造力的重要因素

之一。高校应科学地看待工作压力对教师创造力的影响，正确区分挑战性工作压力与阻碍性工

作压力，控制挑战性工作压力在合理的范围内，并尽量减少阻碍性工作压力（刘新梅等人，

2016）。发现尽责心可以调节时间压力对员工创造力的曲线关系。具体表现为当教师尽责也低

时，教师处于中等时间压力时创造力最低；当教师尽责也高时，时间压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不显著（童兴，2016）。林与川（2016）的研究根据压力认知激活理论，对工作压力进行拆分，

分析挑战性和阻断性压力对组织创造力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发现了挑战性压力对组织创造力感

知正向影响作用。挑战性压力与创新自我效能感、教师创新工作行为显著正相关；阻碍性压力

与创新自我效能感、教师创新工作行为显著负相关；创新自我效能感与教师创新工作行为显著

正相关（张星，2018）。由此可以推论研究假设6。 

H3：山西省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对教师创造力达显著正向影响。 

2.4 高校变革型领导感知、工作压力与教师创造力之相关研究 

梳理关于三者之间相关的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领导

者越多地展现出变革型领导风格，教师的创造力水平就越高（刘野，2017）。当面对着会对自

身利益有切实影响的组织变革的时候，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保持较为强烈的意识，都会产

生工作压力，并最终对其适应性绩效产生影响（曹婷婷，2019）。领导者在实际领导过程中应

加强个人领导风格的培养，通过展示个人魅力行为特点或者给教师以领导关怀等，让教师感受

到领导的重视与关心，从而为教师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缓解教师在工作过程中承受的工

作压力，进而起到提高教师工作绩效的目的（义洁萍，2009）。根据压力认知激活理论，对工

作压力进行拆分，分析挑战性和阻断性压力对组织创造力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发现了挑战性压

力对组织创造力正向影响作用（林与川，2016）。挑战性压力在性别、工作职务和工作部门方

面差异显著，阻碍性压力在性别和工作部门方面差异显著；工作卷入在婚姻状况、年龄、工作

年限、教育程度和工作职务方面差异显著；组织支持感在工作年限和工作职务方面差异显著；

员工创造力在年龄、工作年限、工作职务和工作部门方面存在差异显著（卓晓倩，2017）。变

革型领导感知对教师创造力既有正向的作用，又有负向的作用，即变革型领导感知会增加挑战

性工作压力感知从而提高教师创造力，又同时会减轻负荷性工作压力从而抑制教师创造力（蔡

亚华等人，2015）。挑战性压力与创新自我效能感、教师创新工作行为显著正相关；阻碍性压

力与创新自我效能感、教师创新工作行为显著负相关；创新自我效能感与教师创新工作行为显

著正相关（张星，2018）。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工作压力以及工作压力的各个维度均在变革型

领导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周雪君，2013）。换言之，工作压力可

能在变革型领导感知与教师创造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由此，可以推论研究假设4。 

H4：山西省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在变革型领导感知与教师创造力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本节根据研究目的和文献探讨的结果，拟定研究架构，以了解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与内涵，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山西省高校教师变革型领导感知、工作压力、教师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故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如图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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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设 

根据研究目的、研究框架和文献综述，提出具体假设，如下： 

H1：山西省高校变革型领导感知对教师创造力达显著正向影响。 

H2：山西省高校变革型领导感知对教师工作压力达显著正向影响。 

H3：山西省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对教师创造力达显著正向影响。 

H4：山西省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在变革型领导感知与教师创造力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3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2020 年度山西省A大学、B大学、C大学三所高校教职员工为研究对象，其中A大

学为师范类院校是山西省311工程高校，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高校，学校共有专任教师1249人

（数据截止到2020年6月），B大学为教育部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实施高校，学校共有专

任教师1266人（数据截止到2020年4月），C大学为山西省首批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学

校共有教职工2727人（数据截止到2020年1月）。本研究拟以三所学校分别作为山西省教育

类、工科类、创新改革类高校的代表，期待能够得出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准确性的研究结论。 

3.4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李超平与时勘（2005）修订的有中国特色的变革型领导量表  (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该量表包括 4 个维度，德行垂范、愿景激励、个性化关怀与领导魅

力，共有 26 个测量项目。其中德行垂范包括6个题项，愿景激励包括6个题项，个性化关怀包

括6个题项，魅力感召包括6个题项。该量表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由受试者就题目叙述的内容，

与其平日实际行为表现之符合程度，从“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普通”、“有点同意”、“非

常同意”中，选出最合适的一项。其中德行垂范Cronbach’s α系数为0.838、动机鼓舞Cronbach’s 

α系数为0.844、个性关怀Cronbach’s α系数为0.846、魅力感召Cronbach’s α系数为0.823。总量表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6，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本研究采用的是由Cavanaugh et al. (2000) 开发的《挑战-阻碍性压力量表》，共有11个条目，

其中6个题项测量挑战性压力，5个题项测量阻碍性压力等。量表均采用Likert 5 点计分法，1-5 

表示被调查者对每个条目的压力感知情况，从“不会造成压力”到 “造成极大压力”。挑战阻碍性

压力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82，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均在0.7以上，可见量表具有良好的内

部一致性。 

本研究采用的是由Zhou and George (2001) 所开发的《个人创造力量表》 (Individual 

Creativity Scale)。此量表共计13题，采用Likert七点计分，由受测者依自身情况勾选“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无意见“、“有点同意”、“同意”与“非常同意”等七种答案，分

別给予1-7分。该量表Cronbach’s α达0.96。 

 

 

 

变革型领导 教师创造力 

H3 

H1 

H2 
工作压力 

H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B7%A5%E7%A7%91%E7%A0%94%E7%A9%B6%E4%B8%8E%E5%AE%9E%E8%B7%B5%E9%A1%B9%E7%9B%AE/2283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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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相关分析 

统计学上，涉及两个连续变项的关系通常以线性相关的形式进行分析，开展相关

分析之宗旨是取决阐明不同连续变量的线性关联特性，由线性关联的根底上 向前钻研

相互变量的诠释和预测关系则为回归分析。其中，积差分析体现连续变量之间包含的

线性关系范围标准，积差关联性系数越大说明线性关联越强（邱皓政，2006）。 

根据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变量两两间均呈显著正向中相关（p<.01，

0.219≤r<0.283）其中变革型领导感知对教师创造力呈显著正向相关（p<.01， r=0.283），

变革型领导感知对工作压力呈显著正相关（p<.01， r=0.260），工作压力对教师创造力

呈显著正相关（p<.01， r=0.219），所有变量两两间均具有显著性，且不存在高相关，

因此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研究变革型领导、工作压力与

教师创造力的各个构面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变革型领导感知越多，工作压力也就越

大，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高校教师创造力行为表现越多。如表一所示。 

 

表一 变革型领导、工作压力以及教师创造力之间的相关分析（N=580） 

 1 2 3 

1 变革型领导 1   

2 工作压力 .260** 1  

3 教师创造力 .283** .219** 1 

注：**p<.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回归分析 

4.2.1 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创造力之回归分析 

以回归分析检验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创造力的影响。通过分析结果发现，变革型领导对教师

创造力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β=.287，p<.001)，说明被试山西省高校的变革型领导感知程度越

高，则教师创造力越高。如表二所示。 

 

表二 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创造力之回归分析表（N=580） 

因变项 

教师创造力 

 B SE β VIF 

自变项     

变革型领导 .669*** .118 .287*** 1.000 

R² .084 

Adj R² .078 

F 13.235*** 

df 4 

注：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2 变革型领导对工作压力之回归分析 

以回归分析检验变革型领导对工作压力的影响。通过分析结果发现，变革型领导感知对工

作压力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β=.264, p<.001)，说明被试山西省高校的变革型领导感知程度越高，

则工作压力越高。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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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变革型领导对工作压力之回归分析表（N=580） 

因变项 

工作压力 

 B SE β VIF 

自变项     

变革型领导 .433*** .066 .264*** 1.000 

R² .082 

Adj R² .076 

F 12.836*** 

df 4 

注：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工作压力对教师创造力之回归分析 

以回归分析检验工作压力对教师创造力的影响。通过分析结果发现，工作压力对教师创造

力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β=.221, p<.001)，说明被试山西省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程度越高，则教

师创造力程度越高。如表四所示。 

 

表四 工作压力对教师创造力之回归分析表（N=580） 

因变项 

教师创造力 

 B SE β VIF 

自变项     

工作压力 .315*** .058 .221*** 1.012 

R² .051 

Adj R² .044 

F 7.649*** 

df 4 

注1：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4 工作压力之中介效果检验 

本研究探讨山西省高校教师变革型领导感知对工作压力、教师创造力的影响情形，以及工

作压力在变革型领导感知与教师创造力两个变项之间的中介效果。为求研究的严谨度，本研究

根据 Baron and Kenny (1986) 所提出的观点，以阶层回归分析验证应对按时变项的中介效果是

否存在，并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讨论。 

在 Model 1 中，以变革型领导为自变项，以教师创造力为因变项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F=13.235 达显著水准（p<.001），Adj R2 =.078，表示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创造力的解释变异量为

7.8%，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为.287 为正值，表示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创造力具有显著正向预测

作用，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 (1986) 提出的模式一。 

在 Model 2 中，以变革型领导为自变项，以工作压力为因变项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F=12.836 达显著水准（p<.001），Adj R2 =.076，表示变革型领导对工作压力的解释变异量为

7.6%，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为.264 为正值，表示变革型领导对工作压力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

用，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 (1986) 提出的模式二。 

在 Model 3中，以变革型领导与工作压力为自变项，以教师创造力为因变项进行分析，分

析结果显示F=13.676达显著水准（p<.001），Adj R2 =.099，变革型领导的β值由.287下降为.246，

达到显著水准（p<.0.05），而工作压力的β值为.155达显著水准（p<.001）且为正值，由此可见，

表示在加入工作压力变项后，工作压力在变革型领导与对教师创造力的预测关系中具有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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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的作用。此结果符合Baron and Kenny (1986) 提出的模式三。因此，以变革型领导为自变项，

工作压力为中介变项，教师创造力为依变项，纳入回归模型进行阶层回归分析。其分析结果如

表五所示。 

 

表五 工作压力之中介效果检验（N=580）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因变项 

 教师创造力 工作压力 教师创造力 

自变项 - - - 

变革型领导 .287*** .264*** .246*** 

中介变项 - - - 

工作压力 - - .155*** 

R2 .084 .082 .107 

Adj R2 .078 .076 .099 

F 12.235*** 12.836*** 13.676*** 

△R2   .023 (M3-M1) 

注1： *p<.05；**p<.01；***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结论与建议 
本章依据研究结果归纳为结论，并与以往的研究进行对照。藉由了解山西省高校教师变革

型领导感知、工作压力以及教师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感知对教师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山西省高校的变革型

领导感知程度越高，则教师创造力越高。这与李明昊（2017）、田虹与田佳卉（2020）、张征

与王叶雨（2020）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变革型领导行为比交

易型领导行为更能提高教师的创造力（孟磊，2008）。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创造力有积极的正向

影响（姜波，2015）。领导政治技能对于教师创造力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周慧琳，2018）。

自我独立性作为激发动机的内在动力，自我领导作为激发动机所采取的行为认知反应，都有助

于满足关系需要，进而激发教师的创造力（郁巧玲，2015）。变革型领导是高校未来的主导领

导方式，教师的创造力是高校获得长远发展的持续动力，如何使教师的创造力得到更好的发挥，

是变革型领导的一个重要责任（王影，2012）。 

本研究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感知对工作压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山西省高校的变革型领

导感知程度越高，则工作压力越高。这与义洁萍（2009）、周雪君（2013）、周鹭（2016）的研

究结果一致。感知到的变革型领导风格对教师工作压力的影响已获得多方的证实，由此可看出

变革型领导感知的重要性。Cavanaugh et al. (2000) 根据压力来源的不同进一步将压力区分为挑

战性压力 (Challenge Stress)和阻断性压力 (Hindrance Stress)。Lazarus and Folkman (1984)提出的

压力与应对的交易模型认为压力是个体对人—情境的交互作用的主观评判。压力不取决于环境

输入，而是取决于个体对输入和个体应对能力等方面的关系的评估。变革型领导感知能激发教

师获得更高自我意识，使他们在工作中能体会到自我存在的价值感，能激励教师付出更多的努

力，让教师表现出的高工作绩效完成组织目标，但工作压力也会相应增加，这又与压力源理论

研究结果相一致（Lazarus & Folkman, 1984; 李超平、张翼，2009；赵申苒等人，2015）。 

本研究结果表明，山西省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对教师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山西省高校

教师的工作压力程度越高，则教师创造力程度越高。这与杨福诚（2008）、林与川（2016）、

张星（2018）的研究结果一致。根据创造力研究的观点，教师创造力受到个体特征和情境因素

的共同影响（童兴，2016）。教师在工作场所对工作压力的感知，能够逐渐引导教师的调节体

系，促使教师形成不同的调节焦点（侯敏等人，2014）。本研究表明，工作压力会诱发促进型

调节焦点，继而提升教师创造力。根据不同的工作压力类型与教师创造力之间的不同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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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的工作压力类型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发挥工作压力的积极作用，

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作压力的消极作用，从而最大限度提升教师创造力。例如，为教师设计具有

高度挑战性的任务，为教师设定创造力的目标，给予教师适当的工作负荷量以及时间压力，以

提高教师对工作压力的感知。同时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减少教师对消极工作压力的感知。 

本研究结果表明，山西省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在变革型领导感知与教师创造力之间起到了部

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山西省高校教师变革型领导感知既直接影响教师创造力，又通过工作压

力对教师创造力产生影响。既验证Bass (1985) 变革型领导理论，又与Cavanaugh et al. (2000) 压
力源理论、Amabile (1983) 创造力成分理论相一致。造成人员的工作压力来自很多方面，但组

织因素中，主管的领导风格是重要因素之一（周雪君，2013）。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运用交

互视角来研究多重因素对教师创造力的共同作用，根据交互作用的观点，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

（工作因素和工作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会对教师创造力产生效应（刘野，2017；董昊，

2019）。伴随着工作设计本身越来越复杂和多变，工作压力不可避免的成为教师工作时的一种

情境因素，对教师产生创造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童兴，2016）。本研究的三个变量分别为

变革型领导、工作压力、教师创造力，分别对应Bass(1985) 变革型领导理论中的权力、情景及

激发创新，这支持了本研究地结果。 

5.2 研究建议 

5.2.1 实务建议 

给高校领导的建议。高校领导在给教师分配任务时，可以适当地增加积极工作要求并减少

消极工作要求，以激励教师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水平。具体地，如给教师分配与之能力相匹配

且有一定难度的任务，但高校领导应该谨慎把握积极工作压力的“度”，使得教师感知到适度的

积极工作压力 (Shalley et al., 2009)。同时，高校领导在制度设计等方面应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

繁文缛节和组织政治，为教师制定清晰的任务分工，减少教师感知到的消极工作压力（张桂平、

廖建桥，2015），促使教师认为以自己的能力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份任务并且能够获得一定的发

展，进而提高教师的创造力。高校领导要想使教师化压力为创造力，还要倡导参与型领导风格。

参与型领导通过鼓励员工参与决策可以增加员工对工作要求的控制感和自信感，强化工作压力

的积极作用，进而促进教师对促进型调节焦点的选择，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水平。具体来讲，

高校领导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管理者鼓励员工参与决策的意愿及技能（向常春、龙

立荣，2013）。如为教师提供更大的工作自主权，更多的关心、支持、信息和影响等资源，并

在决策前征询教师意见，与教师共享信息和观点，来促进教师创新。 

给高校教师的建议。高校教师应提升自身的共情能力，增强自身的组织认同感（陈梦然，

2013）。一方面，在面对工作压力时，应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与情绪调节能力，另一方面，在

面对组织因素时，应加强自身的人际调节能力与人际沟通能力，从而降低工作压力所带来的消

极影响。在日常工作中，遇到挑战或困难时，应积极的与领导及相关负责人进行沟通，向有经

验的同事学习（席宏晔，2017）。日常生活中，应当加强自身对管理知识的了解，多于管理者

进行沟通，进而能更好领会领导的意见和建议，在业务能力方面，应当多参与一些校内校外学

术竞赛或学术研讨会，与同行业学者相互交流学习，拓宽自己的认知及知识水平，进而提升自

己的创造力思维（戴万亮等人，2019）。在高校环境内，组织因素是影响个人能力与团队协作

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当处理好个人、同事、领导三者之间的关系，学习、生活及人际的关系，

进而在面对来自变革型领导的工作压力时，可以做出正当积极的调节，从而更好的完成工作，

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5.2.2 研究局限与后续研究展望 

本研究是一个横断研究设计。本质上是一个相关研究，不能表示结果的因果性。未来研究

可以增加质性研究与实验研究设计以深化研究广度。未来可辅以观察法、访谈法等方式，可以

考虑使用长期追踪设计，深化研究广度（金哲华、俞爱宗，2011）。之后研究可增加质性研究

以深化研究广度。本研究主要是以量化的问卷调查法进行资料的搜集，虽然可以进行广泛的调

查研究，但会因为研究者对研究主题缺乏了解，受配合度，主观意愿等因素而影响调查的结果。

未来可辅以观察法、访谈法等方式，深化研究广度（罗天平等人，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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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Experience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in Huai’an, Jiangsu Province: The Mediation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ei LIU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llege,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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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mainl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experience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in Huai’an,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Taking vocational students from Huai’an City, Jiang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82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experience of vocational students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Vocational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experience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 

motiva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The moti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s a part of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Keywords: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perience ;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江苏省淮安市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 
刘薇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352270877@qq.com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讨江苏省淮安市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以及成就动机在创

业教育体验和创业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江苏省淮安市高职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便利抽样的

方式回收有效问卷 826 份，研究发现：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显著影响；高

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成就动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高职生成就动机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显著影

响；高职生成就动机在创业教育体验与创业意向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创业意向；成就动机 

 

1.前言 
当今中国社会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艾娟等人，2016)。创新创业是时代赋予

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在“双创”时代下，对大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

能力显得尤为重要。（金文奖、许丹超，2020）。江苏省作为中国教育大省之一，省内高校众多，

近年来毕业的大学生均在 50 万人以上，毕业后计划留在江苏发展的大学生高达 70%，就业环

境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创业成为一种重要的就业方式（赵莉等人，2018）。李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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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扩张以及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倡

导并鼓励在校大学生进行积极的自主创业是解决大学生目前就业难现状的重要举措。金文奖与

许丹超（2020），在国家全力支持“双创”的背景下，在高校创业教育蓬勃发展的热潮中，高

校创业教育的实施情况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比较，高职学生会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因

为创业的硬性指标、准入门槛相对较低，而且蕴藏发展潜力。高职院校的创业教育和本科学校

相比，相对起步较迟。 

创业意向的重要前置因素之一是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体验（王新奇，2019）。创业教育体验

是大学生在参与高校创业教育过程中形成的直接的感觉感受。高职学生在创业教育体验中，可

以增强自己对创业的理解认识，从而就会影响到创业意向。学生通过体验创业教育，可以激发

创业热情、培养创业意识、提升创业技能这些都会影响到创业意向。 

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当智力和能力差别不大时，成就动机的强弱对其创业意向的影响至

关重要。（张凯竣、雷家骕，2012）。当代大学生，都比较有主见、有想法，毕业后选择自主创

业的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创业激情比较高，但结果往往不容乐观。我们需要

关注在成就动机的加强上，为了充分了解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有效解决当前大学生创

业过程中存在的意识差，就有必要在研究成就动机的基础上对大学生创业意向进行分析 (艾娟

等人，2016)。 

陶漫等人（2018）研究发现体验越多的成功经验进而会影响其追求成功的动机。创业的风

险比较高，个体要有较高的成就动机，才会采取创业行为，其创业意向相应越强。大学生的成

就动机强，进而产生创业意向。梅云等人（2019）研究中得出成就动机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在情

绪智力与大学生创业意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王本贤与朱虹（2015）研究结果表明，追求成

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在大学生前瞻性人格对创业意向的作用中均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大学生

成就动机的高低必然会强化或弱化创业教育体验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故本文将成就动机引入本

研究模型，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 

本研究以高职学生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创业教育体验、成就动机、创业意向三者的关系，

并分析成就动机在模型的中介作用，从而在理论上给予实践一些些指导性建议。根据理论研究

和实证分析的结论，对高校开展创业教育以及大学生进行创业提岀对策建议和理论支撑。 

1.1 研究目的 

A.探讨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情形； 

B.探讨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成就动机的影响情形； 

C.探讨高职生成就动机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情形； 

D.探讨高职生成就动机在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影响间的中介作用。 

1.2 研究问题 

A.高职生的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为何？ 

B.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成就动机的影响为何？ 

C.高职生成就动机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为何？ 

D.高职生成就动机在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中的中介效果为何？ 

 

2.文献综述 
2.1 创业教育体验定义 

创业教育体验是大学生通过参与学校的创业教育课程，个体的体验感受（王新奇，2019）。

由于创业教育体验是比较新的概念所以从学生参与度、学生满意度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学生参

与度的概念一方面指是在教育实践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还有一方面关注学校能够促进学生参

与教学活动的服务环境（谭福河、吴隽，2016）。学生满意度的概念来自于顾客满意度，指的

是大学生在接受教育后，对期望和自己要求满足程度的主观评价（李姝琦，2017）。现在被广

泛应用到大学生对高等教育满意度的测评方面。综上所述，本文对创业教育体验的定义为：高

职生对学校创业相关的体验的行为态度，认可程度和满意度。 

2.2 创业意向定义 

意向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社会心理学中，是一种早期的心理体现，能够预示将来会采取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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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行为 (Linan & Santos, 2007)。创业意向的众多研究中，国内外关于创业意向的内涵和定义说

法众多，至今没有达到统一。其中，相对被认可的是 Krueger (1994)的观点，指出潜在创业者

实施具体的创业活动前，先要有创业意向。一些研究者将创业意向界定为个体在创业前的一些

准备行为，比如计划，准备，努力等因素 (Yao et al., 2016)。综上所述，本研究讨论的群体是高

职生，他们缺少创业相关的资源如资金、经验、人脉等，其创业意向会受到自身及外在环境等

因素的影响。本文关于创业意向的定义是高职生通过学校创业教育的体验，对创业有了更加系

统的了解，学习了创业知识、培养了创业需要的一些个体品质，增强了创业意识，提高了创新

创业能力，有创业的打算并且会在未来付诸实际创业行为的心理准备状态。 

2.3 成就动机定义 

Murry (1938)最早提出成就动机，是自愿完成任务，并追求完美的一种内在推动力量。张

春兴（1992），提出了自我取向成就动机、和社会取向成就动机的概念，成就动机定义为个体

追求成就的内在动力。张德与赫文彦(2001)把成就动机界定为为了实现目的，主动、坚持完成

任务的个体内在动力。徐金凤（2015）认为成就动机是个体的心理要素。综上所述，本文关于

成就动机的概念定义为：高职生自愿去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可以通过学习而改变的人格

特质，是一种内在推动力量。 

2.4 创业教育体验与创业意向 

创业意向的重要前置因素之一是大学生的创业教育体验 (Fayolle & Gailly, 2013)。创业教育

体验的参与度反映了大学生的行为态度，同时也是自身的创业态度，参与度越高，就会更好理

解创业活动，增强自己的信心，从而创业意向更加强烈。满意度是学生对创业教育学习最直接

的反馈（李静薇，2013）。李姝琦（2017）提出高校的创业教育如果得不到学生的认可，学生

创业付诸于实践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也就是说，学生的创业教育体验满意度影响其创业意向。

黄颖等人（2017）研究表明，积极参加创业课程的大学生，通过系统的创新创业课程的学习，

增强了开展创业活动的信心，体验到乐趣进而容易提升大学生创业意向。 

高职生通过体验创业教育，还可以激发他们对待创业的激情，提升个人的品质，锻炼培养了创

业相关技能，提升创业意向，从而影响到最终的创业行为（周小虎等人，2015；巫蓉、李红兰，

2016）。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H1： 

H1：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2.5 创业教育体验与成就动机 

成就动机对理解和分析个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孙小傅、况小雪，2020）。Kehler et al. 

(2014)创业教育体验是通过创业教育，使得知识和技能的增加。许多学者提岀并验证了使用教

育或培训“干预”来提高个人的创业成就动机 (Baughn & Cao , 2008)。Luca et al. (2013)探索了

参加创业培训和未参加创业培训的大学生个体人格特征的差异，发现积极参加创业培训的学生

独立性、成就动机水平更高，他们也有更高的积极主动的人格。所以可以得出，大学生创业教

育的参与度影响其成就动机。Ajiwibawani and Subroto (2017)想要提高学生对创业的兴趣，学校

要更新理论，改革创业相关的课程体系，活动模式。生对学校创业教育体验满意度越高，就会

激发学生对创业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创业教育参与度越高，进而提高学生们想要取得成功的动

机。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体验将直接影响创业教育的开展效果。接受过创业教育的学生更勇于承

担风险，善于发现机会（王新奇，2019）。大学生参与度越高，会获得更多创业相关的知识，

提高自身技能，越能强化创业教育对成就动机的影响；而高校学生在创业教育体验中的满意度

越高，就越会增强学生挖掘自身优势，追求成功。（徐金凤，2015）。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H2： 

H2：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成就动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2.6 成就动机与创业意向 

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因素中，成就动机是影响个体创业意向的重要因素。（赵婧，2015）。

成就动机水平高的大学生，面对挑战时积极性高，主动发展自己的潜能，整合有用资源，完成

任务，较强的适应能力（罗杰等人，2019）。而创业需要面对的挑战较大，学生害怕失败。基

于这样的说法，只有勇于冒险，才有创业的意向，成就动机显著影响学生的创业意向 

(Dwijayanti, 2015)。陶漫等人（2018）分析成就动机对创业意向、创业态度的影响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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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成就动机正向显著影响创业意向。周洁文（2019）研究指出成就动机强的大学生，对自

己严格要求，在创业过程中更加理性，竭尽全力解决困难。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H3： 

H3：高职生成就动机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2.7 成就动机在创业教育教育体验与创业意向的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丁桂凤与候亮（2017）研究指出，成就动机在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创业意向关系中发挥了部

分中介作用。梅云等人（2019）研究指出成就动机在情绪智力创业意向间起到中介作用。陈丹

筠等人（2020）研究结果表明，创造性人格能通过成就动机的中介作用影响大学生创新自我效

能感，成就动机在创造性人格和大学生创新效能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高职生成就动机的

高低对创业教育体验与创业意向的关系有强化或弱化的作用。结合 H2 和 H3，本研究认为创业

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可能是通过成就动机实现的。创业教育体验提升了大学生成就动

机，进而影响创业意向。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H4： 

H4：高职生成就动机在创业教育体验与创业意向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研究设计 
3.1 研究框架 

   本研究以创业教育体验为自变量、创业意向为因变量，成就动机为中介变量，探讨分析高职

生创业教育体验与创业意向的相关关系，以及成就动机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图 1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设 

    通过文献综述，本研究提出以下 4个研究假设： 

H1：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2：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成就动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3：高职生成就动机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4：高职生成就动机在创业教育体验与创业意向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3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对江苏省仅有的三所省属公办高职院校高职生进行调查，考虑到

施测群体主要为大二和大三的学生，其中大三的学生大多数在外实习或工作，故通过

问卷星 APP 的形式制作电子问卷，网络收集的方式采集数据。避开学生准备期末考试

和准备离校的时间段，请班主任、任课教师协助调查。在施测前要与研究对象的班级

教师进行事先的沟通，告知研究意图。为保证问卷数据的客观真实性，向研究对象说

明问卷结果的保密性，比如：填写权利自由、身份保密、资料匿名等，不要求受试者

填写真实姓名，并且说明研究目的。 

创业教育体验 

参与度 

满意度 

成就动机 

追求成功 

避免失败 

创业意向 

H1 

H3 H2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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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问卷回收919份，有效问卷826份，问卷有效率为89%。在调查对象中，男生258人，

占 32%，女生 568 人，占 68%；大二学生 463人，占 56%，大三学生 363人，占 44%；参加过

创新创业大赛的学生 248人，占 30%，未参加过创新创业大赛的学生 578 人，占 70%。 

3.4 问卷检验 

本研究正式问卷分别为创业教育体验量表、成就动机能量表以及创业意向量表。 

3.4.1 创业教育体验量表 

本研究量表采用创业教育体验量表，测量被测试者的创业教育体验（王新奇，2019），量

表包括参与度、满意度两个维度，共 4道题，采用 5点计分。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 值=0.915，

说明创业教育体验正试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RMR=0.022，小于参考值 0.080，达标；

GFI=0.975，大于参考值 0.900，达标；AGFI=0.934，大于参考值 0.800，达标；NFI=0.982，大

于于参考值 0.800，达标；IFI=0.984，大于参考值 0.900，达标；TLI=0.970，大于参考值 0.800，

达标；CFI=0.984，大于参考值 0.900，达标；RMSEA=0.094，小于参考值 0.100，达标。整体

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良好，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3.4.2 成就动机量表 

本研究采用叶仁敏（1988）译制的成就动机量表，包括追求成功动机与避免失败动机两个

维度，每部分 15 道题，采用 5 点计分（艾娟等人，2016）。追求成功动机得分减掉回避失败动

机得分即为成就动机得分，所以将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分开来验证。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 值

=0.955，说明成就动机正试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 

追求成功量表 RMR=0.039，小于参考值 0.080，达标；GFI=0.773，小于参考值 0.900，未

达标；AGFI=0.698，小于参考值 0.800，未达标；NFI=0.862，大于参考值 0.800，达标；

IFI=0.870，接近参考值 0.900；TLI=0.848，大于参考值 0.800，达标；CFI=0.870，接近参考值

0.900，达标；RMSEA=0.129，接近参考值 0.100，达标。整体指标能达到适配标准，表明该模

型的拟合度良好，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避免失败量表 RMR=0.030，小于参考值 0.080，达标；GFI=0.858，接近参考值 0.900；

AGFI=0.810，大于参考值 0.800，达标；NFI=0.900，大于于参考值 0.800，达标；IFI=0.909，

大于参考值 0.900，达标；TLI=0.894，大于参考值 0.800，达标；CFI=0.909，大于参考值 0.900，

达标；RMSEA=0.106，接近参考值 0.100。整体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良

好，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3.4.3 创业意向量表 

本研究量表采用 Linan and Chen (2009) 的创业意向量表用多题项来测量个体的创业意向，

单维度，共 4道题，采用 5点计分。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 值=0.928，说明创业意向正试量表内

部一致性良好。RMR=0.007，小于参考值0.080，达标；GFI=0.991，大于参考值0.900，达标；

AGFI=0.957，大于参考值 0.800，达标；NFI=0.994，大于于参考值 0.800，达标；IFI=0.900，

大于参考值 0.900，达标；TLI=0.985，大于参考值 0.800，达标；CFI=0.995，大于参考值 0.900，

达标；RMSEA=0.088，小于参考值 0.100，达标。整体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表明该模型的拟

合度良好，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4.结果分析 

4.1 共同方法变异性检验 

由于对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成就动机和创业意向的测量是同一时间进行的，研究对象填

答时可能会出现类化问题，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小节将采用单因子方法，对所有题项进

行未旋转主要成分因素分析，结果如表二，KMO 系数为 0.962，大于参考值 0.800，Bartlett 球

形检定 P 值为 0.000，达显著，符合 Podsakoff et al. (2003) 提出的共同方法变异性检验标准，提

取出的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5 个，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 42.006%，低于参考值 50%

（Podsakoff et al., 2003）由此可以得出，本研究正式问卷回收的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变异性问

题，可以继续进行接下来的数据分析。 

4.2 相关分析 

三个量表量表采用的是采用李克特（Likert Scale）五点尺度衡量，江苏省淮安市高职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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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体验平均分为 3.395， 成就动机平均分为 3.321，创业意向平均分为 3.316。据此，可以

看出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成就动机、创业意向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为了解本研究三个变量之间的具体相关性，本研究将江苏省淮安市高职生的创业教育体验、

成就动机和创业意向三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由表二可知：江苏省淮安市高职生的创业教育体验

与成就动机的相关系数为 0.684，p 值小于参考值 0.001，有达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江苏省

淮安市高职生的创业教育体验与创业意向的相关系数为 0.544，p 值小于参考值 0.001，有达显

著，具有统计学意义；江苏省淮安市高职生的成就动机与创业意向的相关系数为 0.572，p 值小

于参考值 0.001，有达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对三个变量的相关分析中，所有的相关系数

都没有超过 0.800，说明没有高相关性，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如表三所示。 

 

表一 各变量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 

变量 
M SD 创业教育

体验 

成就动

机 
创业意向 

创业教育体验 3.395 0.708 1   

成就动机 3.321 0.533 0.684*** 1  

创业意向 3.316 0.765 0.544*** 0.572*** 1 

注：1.*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3 回归分析 

此小节将对江苏省淮安市高职生的成就动机在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影响的中介作用进

行探讨。本研究将创业教育体验作为自变量，成就动机作为中介变量，创业意向作为因变量，

来建构中介模型。采用阶层回归分析的方式检验成就动机在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的中介效

果。 

由表三可知，在 Model 1 中，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的 β 值=0.540，t 值=18.505，p 值小

于参考值 0.001，达显著，说明创业教育体验可以正向显著影响创业意向，本研究提出的研究

假设 H1 成立；在 Model 2 中创业教育体验对成就动机的 β 值=0.682，t 值=26.739，p 值小于参

考值 0.001，达显著，说明创业教育体验可以正向显著影响成就动机，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

H2成立；在 Model 3中，加入中介变量成就动机，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的 β值=0.293，t值

=7.743，p 值小于参考值 0.01，达显著，成就动机对创业意向的 β 值=0.362，t 值=9.539，p值小

于参考值 0.001，达显著，说明成就动机可以正向显著影响创业意向，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

H3 成立，且 Model 3 中，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的 β 值 0.293 小于 Model 1 中，创业教育体

验对创业意向的 β 值 0.540，且达显著。成就动机在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的影响中起部分

中介作用，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 H4 成立，在 Model 3 中，所有的 VIF 值均小于参考值 10，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二 成就动机在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变

量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创业意向 成就动机 创业意向  

β t β t β t VIF 

创 业 教 育

体验 
.540 18.505*** .682 26.739*** .293 7.743*** 1.902 

成就动机     .362 9.539*** 1.903 

R² .312 .475 .381  

AdjR² .309 .472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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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93.223*** 185.422*** 100.951***  

注：1. *, p <0.050; **, p <0.010; ***, p <0.001. 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结论及建议 
5.1 各研究变量现况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江苏省淮安市高职生的创业意向平均数为 3.316，这意味着高职生的创业

意向观念处于中等以上水平，所以更需要关注。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会显著提升创业意向，从

数据来看，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的平均数为 3.395，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满意度总体水平，说

明大部分高职生对学校的创业教育持有积极和肯定态度。因此，应该提高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

的参与度、满意度，进而提升高职生的创业意向。高职生成就动机整体平均数为 3.321，整体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5.2 江苏省淮安市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成就动机、创业意向的关系 

5.2.1 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与曾君等人

（2018）、李姝琦（2017）、黄颖等人（2017）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具体而言：高职生在创

业教育活动中的参与度越高，就会主动去学习相关的创业知识，积极参加创业相关的竞赛、实

践， 

从而就会提高自身的创业意向，在毕业后创业的可能性就越大；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中满意度

越高，表示对学校创业教育教学的认可，也会影响其创业意向；对于高校来说先要提高学生的

参与度，还要提高学生对创业教育的满意程度。 

5.2.2 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成就动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成就动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与徐金凤

（2015）、王新奇（2019）、Ajiwibawani and Subroto (2017)、 孙小傅与况小雪（2020）等学者的

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高职生的创业教育体验是直观的感受，通过学习，提高了技能，就越能

强化创业教育体验对成就动机的影响作用。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好，就会增强高职生信心，追

求成功提高成就动机。 

5.2.3 高职生成就动机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职生成就动机对创业意向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与孙跃等人（2011）、

赵婧（2015）、罗杰等人（2019）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陶漫等人（2018）指出成就

动机正向显著影响创业意向。周洁文（2019）指出成就动机强的学生，对自己严格要求，更加

理性。梅云等人（2019）想要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向，就要提高大学生成就动机水平。成就动

机有助于激发高职生的创业意向，并且能够帮助高职生应对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挫折。 

5.2.4 高职生成就动机在创业教育体验与创业意向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可以直接正向显著影响高职生的创业意向，当引入成就动机这一中介

变量时，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的影响降低，所以高职生成就动机在创业教育体验对

创业意向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果。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高职生在创业教育体验获得直接经验

和间接经验，有助于帮助他们增强信心，进而增强高职生创业意向。 

5.3 研究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结论可知，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和成就动机都可以正向显著影响创业意向，

并且成就动机在创业教育体验对创业意向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效果。因此，根据以上研究

结论，本研究提出高校应该以提高高职生的创业教育体验为基础，以加强成就动机为抓手，以

提升高职生的创业意向为目的，构建三位一体的培养策略。具体实施建议如下： 

5.3.1 提升创业教育体验，突出能力培养 

提升创业教育普及率，提高高职生创业教育参与度，高校要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让高职

生对创业活动有较全面、系统的认识和了解，增强其创业意向；本研究验证了学生参与度越

高，成就动机越高，创业意向越高，高校的创业教育要引导学生参与。高校要注重了解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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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需求，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高职生的创业需求。把创业教育和

专业教育进行融合，培养高职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创业能力。让高职生感知创业教育的价值所

在，使高职生创业教育体验满意度得到提升。 

5.3.2 激发高职生成就动机，提升创业意向 

创业是高风险、高挑战性的活动，就要求创业个体拥有高成就动机，本文也验证了成就动

机越高，创业意向越强。高校应尽可能帮助学生提供施展才能的平台，多开展丰富的创业实践

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能够系统、有效为高职生提供创业实践机会、创业指导，来增

强高职生的创业意向。高校可以利用榜样的影响作用，邀请专家学者开展创业主题讲座，分享

成功经验，高职生进一步获取替代性经验，发挥榜样的力量，强化成就动机，让高职生能够积

极主动参与到创业活动和实践中。 

5.3.3 加强高校创业支持，营造创业氛围 

创业本身风险较大，高职生群体相对来说社会经验、资金、人脉资源等都比较缺乏，因此

高职生创业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扶持。高校要加大支持力度，加大经费投入，为高职生参与创业

教育提供物质保障。帮助高职生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申请创业补贴、担保货款、就业补贴及

保险补贴等；引入风险投资，拓宽高职生创业资金筹备渠道，提高高职生的创业积极性和创业

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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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mainly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values and 

employabilit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A University. 300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of 

which 279 were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fessional value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can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ffect employability; and in all 

dimensions of professional values, girls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oy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health care and 

development factors Liberal arts students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prestige status; only-children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n-only 

children in prestige status, and non-only children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ealth and 

development factors than only children. 

 

Keywords: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ailand; professional values; employability; 

differences 

 

在泰中国留学生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在不同背景变量下的差异

性分析 
李雪艳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1048956296@qq.com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讨在泰中国留学生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在不同背景变量下的差异以及二者

之间的关系。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对泰国 A 大学的在泰中国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

300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279 份。研究结果显示：在泰中国留学生职业价值观能正向显著影响

就业能力；且在职业价值观各维度中，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理工科学生在保健因素与发展

因素两个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文科生，在声望地位上文科生得分则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独生

子女在声望地位上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在保健因素与发展因素上的得分则显

著高于独生子女。 

 

关键词：在泰中国留学生；职业价值观；就业能力；差异 

 

1.引言 
时代发展迅速，学生就业难问题越来越凸显（谢婧怡，2019）。而就业能力则是影响大学

生就业的关键因素（黄存良、程利娜，2016）。随着社会环境对当代大学生的需求发生转变，

社会更重视学生的能力而非单一的学历，更重视学生团队协作能力与个人能力共同发展而非只

重视个人能力（张天华、柴伟强，2020）。现国内外对于可就业能力的研究多侧重于可就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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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求职行为（McArdle et al., 2007）和工作绩效（Fugate & Kinicki, 2008）的影响，且很大一

部分研究是以企业员工为对象的，对大学生的可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的探讨相对

薄弱（何安明、姚予丹，2018）。 

朱晓妹等人（2012）研究发现，就业预期过高是导致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大学生对职业选择的态度、认识存在着不足（叶松、李少龙，2016）。张萌（2020）指出，大

学生在面临职业生涯重大选择，确定未来工作方向的时候，往往是出现各种纠结的时候，此时，

职业价值观对人们的决策和行为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影响着其职业的选择

与发展（徐亚楠、高威，2020），也对其就业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屈家安、郑行之，2018）。后

张丽（2018），傅晓林与陆素菊（2020），王金吉与叶倩茹（2019），李慧惠（2016）以及方可

等人（2016）在此基础上增加性别、生源地与是否独生子女等背景变项，探讨各因素在此类背

景变项下的差异。 

随着国家极力提倡“一带一路”政策，泰国作为东盟的门户，成为我国学生留学的主要考虑

国家之一（沈姝涵、陈奕桦，2017）。泰国出入境事务处显示，2015 年在泰国居住的中国公民

有 9 万人之多（Fernquest & Wangkiat, 2016）。2017 年，在泰的留学生共 16910 人，其中来自中

国的留学生数量位列第一，占在泰海外留学生总数的37.85%，远超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何妍，

2020）。随着在泰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不断增长（Chen, You, & Chen, 2018），对于在泰中国留学

生这一群体的相关研究也得到重视。  

综上，本研究探讨在泰中国留学生职业价值观对就业能力的关系，也对比不同性别、生源

地与是否独生子女在职业价值观和就业能力中的差异。 

1.1 研究目的 

A.探讨在泰中国留学生的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的关系。 

B.探讨在泰中国留学生性别对职业价值观和就业能力的差异。 

C.探讨在泰中国留学生专业对职业价值观和就业能力的差异。 

D. 探讨在泰中国留学生是否独生子女对职业价值观和就业能力的差异。 

1.2 研究问题 

根据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及文献梳理，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A.在泰中国留学生的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的关系为何？ 

B.在泰中国留学生性别对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是否有显著差异？ 

C.在泰中国留学生专业对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是否有显著差异？ 

D.在泰中国留学生是否独生子女对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是否有显著差异？ 

 

2.文献综述 
2.1 职业价值观的定义 

苗涛（2019）认为，职业价值观又称工作价值观，就业价值观，是个人价值观体系重要组

成部分，是个体在职业领域的价值认知以及从事职业行为的态度和信念，它直接影响个人的职

业选择与行为，是个体职业活动的内在动力和指导系统。一个人的价值观直接会影响人的行为

选择，而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则是影响其职业选择的关键（张天华、柴伟强，2020）。个人职

业价值观从职业选择角度决定人生未来的发展，影响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李宇涵等人，

2020）。吴菲（2020）认为，学生职业价值是其对职业的态度和选择，反映了其自身价值观的

导向。国内学者对于职业价值观的定义比较抽象，更加贴近价值观的本质。 

因此，本文将职业价值观定义为个体从职业选择角度对于职业的认知、态度及内在动力和

指导系统，也是个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职业价值观的相关研究 

王艳等人（2016）在研究女大学生在职业价值观时发现，女大学生在各维度的得分均高于

男大学生，而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在自我发展这一维度上，在是否是独生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

非独生子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李明与喻茜（2017）发现，是否为独生子女和家庭收入高低在

才能发挥、自我实现、社会地位与声望和工作环境与福利保障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女生的职

业价值观水平在发展提升维度上显著高于男生，平均值达 4.2359（p<0.01），且除家庭维护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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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对其余维度的关注程度均略高于男生（陈莹颖、谭艳霞，2017）。白蓉（2017）分析女大学

生的职业价值发现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在年级、性别、专业取向及家庭背景方面存在较为明显

的差异。 

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在泰中国留学生性别对职业价值观具有显著差异。 

H2：在泰中国留学生专业对职业价值观具有显著差异。 

H3：在泰中国留学生是否独生子女对职业价值观具有显著差异。 

2.3 就业能力的定义 

马永霞等人（2019）认为大学生就业能力是大学生实现最初就业、维持就业和必要时获得

新的就业机会所需要的能力既需要满足企业雇主的需求，也满足大学生个人的需要。不仅包括

外部获得的显性知识技能，还包括自身习得的隐性知识技能，也就是大学生就业的“软实力”

（赵明，2018）。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生就业能力指个体在校期间，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的就

业机会所并应具备的专业能力、人格取向、应对能力以及发展能力等外显的人格特质总和，是

一种综合能力，既包括个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又包括个人人力资本价值的转化能力，严重影响

大学生的发展与生存（郭欣，2017）。张晶（2018）认为，就业能力是个人完成组织需求任务

的一种能力，且能够保持这种职业状态的能力及特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参考马永霞等人（2019）对于就业能力的定义，将其定义为大学生实现

最初就业、维持就业和必要时获得新的就业机会所需要的素质与能力的行为。 

2.4 就业能力的相关研究 

左杨与孔晓妮（2018）通过对山东省三所高校 2016 届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专业特

质公因子、经营特质公因子和心理特质公因子与大学生的就业状况紧密相关，都对毕业生就业

产生正向影响；研究还发现，就业市场中存在性别歧视，女性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远低于男性毕

业生，而且在公因子值较低时，歧视更大。张页（2018）得出的结论与之相似，研究结果显示

高职大学生心理资本及其两个子维度（事务性与人际型）在性别上存在着明显性差异且男生优

于女生，经过事后检验发现，艺术类学生与理工类学生不存在明显差异，且二者均与文史类学

生存在明显的差异；职业能力方面文史类学生也明显低于理工类和艺术类学生。韩菁（2016）

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陈晓红（2019）对 457位即将毕业的高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不

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不同专业、是否参加学校社团或协会、不同成长地学生的就业能力存

在显著差异。 

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4：在泰中国留学生性别对就业能力具有显著差异。 

H5：在泰中国留学生专业对就业能力具有显著差异。 

H6：在泰中国留学生是否独生子女对就业能力具有显著差异。 

2.5 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的相关研究 

聂佳曼（2014）对医学生的职业价值观进行研究得出，医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在性别上存在

显著差异，女生相较男生更重视职业价值观中的保健因素，男生相较女生更重视职业价值观中

的发展因素。胡文斌等人（2019）随机抽取杭州 4 所高校的 615 名大学生发现，职业价值观正

向显著影响就业能力。王艳等人（2016）通过对中部某省 379 名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就业能

力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关系进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其发现职业价值观和就业能力存在

显著相关。 

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7：在泰中国留学生的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3.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 

H1：在泰中国留学生性别对职业价值观具有显著差异。 

H2：在泰中国留学生专业对职业价值观具有显著差异。 

H3：在泰中国留学生是否独生子女对职业价值观具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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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在泰中国留学生性别对就业能力具有显著差异。 

H5：在泰中国留学生专业对就业能力具有显著差异。 

H6：在泰中国留学生是否独生子女对就业能力具有显著差异。 

H7：在泰中国留学生的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3.2 研究框架 

 

 

 

 

 

 

 

 

 

 

 

图 1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3.3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对泰国 A 大学的在泰中国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

300 份，除去填答没有区别性或信息缺失较多的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 27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其中男生 125 人，占 44.8%，女生 254 人，占 55.2%；文科生 138 人，占 49.5%，理工科

学生 141 人，占 50.5%；独生子女 160 人，占 57.3%，非独生子女 119人，占 42.7%。 

3.4 研究工具 

3.4.1 职业价值观量表 

本研究采用了凌文辁等人（1999）开发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量表，量表分为“声望地位”、

“保健因素”以及“发展因素”三个维度，共 22 题。采用 Likert5 点计分，其中，“1=最不重要”、

“2=比较不重要”、“3=一般”、“4=比较重要”、“5=最重要”，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者在职业价值观

上的水平越高。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 0.952，内部保持高度一致性。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模型

整体适配度 x²/DF=2.689，RMR=0.064，RMSEA=0.078，GFI=0.845，AGFI=0.809，NFI=0.859，

CFI=0.906，因此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模型整体适配度较良好。 

3.4.2 就业能力量表 

研究采用了施炜（2012）编制的大学生就业能力量表，链表分为“情绪调试能力”、“自我

发展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专业能力”以及“求职应聘能力”五个维度，共 30 题。采用

Likert5 点计分，其中，“1=很差”、“2=差”、“3=一般”、“4=强”、“5=很强”，得分越高表明被试

者在就业能力上的水平越强。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73，内部保持高度一致性。大学生就

业能力模型整体适配度 x²/DF=2.029，RMR=0.036，RMSEA=0.061，GFI=0.933，AGFI=0.819，

NFI=0.877，CFI=0.933，因此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整体适配度较良好。 

 

4.研究结果 
4.1 各背景变量 t检定差异分析 

本研究以在泰中国留学生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的各维度为因变量，以性别为自变量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定，不同性别的学生在职业价值观各维度上均具有显著差异，女生在职业价值观

各维度的平均分分别为 3.769、4.044、4.023，男生平均得分分别为 3.618、3.883、3.848，女生

的各项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假设 1 成立。不同性别的学生在就业能力中情绪调试能力、人际

交往能力以及求职应聘能力三个维度上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在女生在情绪调试能力中的平均

职业价值观 就业能力 

性别、专业、是否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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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为 3.858，高于男生的平均分 3.758，在人际交往和求职应聘能力上男生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3.788、3.851，高于女生的平均分 3.769、3.827；而不同性别的自我发展能力和专业能力没有显

著差异，假设 4 不成立。详见下表 1： 

 

表 1 各指标在性别上的差异 

变量 维度 男（n=125） 女（n=154） t 值 

  M SD M SD  

职业价值观 声望地位 3.618 .910 3.769 .757 -1.488* 

 保健因素 3.883 .907 4.044 .713 -1.627* 

 发展因素 3.848 .893 4.023 .705 -1.787** 

就业能力 情绪调试能力 3.758 .874 3.858 .697 -1.040* 

 自我发展能力 3.872 .783 3.764 .925 1.054 

 人际交往能力 3.788 .743 3.769 .888 .185* 

 专业能力 3.716 .885 3.844 .751 -1.308 

 求职应聘能力 3.851 .772 3.827 .932 .231* 

注： * p＜.05; ** p＜.01; ***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以在泰中国留学生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的各维度为因变量，以专业为自变量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定，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职业价值和就业能力各维度上均具有显著差异，假设 2、

假设 5 成立。其中，在声望地位、人际交往能力与求职应聘能力上，文科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

理工科学生，其他维度则理工科学生得分显著高于文科学生。详见下表 2： 

 

表 2 各指标在专业上的差异 

变量 维度 文科（n=138） 理工科（n=141） t 值 

  M SD M SD  

职业价值观 声望地位 3.759 .733 3.643 .919 1.167* 

 保健因素 3.901 .927 4.041 .668 -1.449** 

 发展因素 3.899 .909 3.990 .672 -.952** 

就业能力 情绪调试能力 3.785 .876 3.841 .677 -.608** 

 自我发展能力 3.804 .969 3.842 .716 -.370*** 

 人际交往能力 3.815 .705 3.743 .905 .733** 

 专业能力 3.743 .925 3.830 .690 -.889** 

 求职应聘能力 3.962 .743 3.715 .925 2.457 

注： * p＜.05; ** p＜.01; ***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以在泰中国留学生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的各维度为因变量，以是否独生子女为自

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定，无论是否独生子女的学生在职业价值和就业能力各维度上均具有显

著差异，假设 3、假设 6 成立。其中，在声望地位、人际交往能力及求职应聘能力方面独生子

女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其他维度则非独生子女得分均高于独生子女。详见下表 3： 

 

表 3 各指标在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变量 维度 独生子女（n=160） 非独生子女（n=119） t 值 

  M SD M SD  

职业价值观 声望地位 3.797 .712 3.630 .905 1.730** 

 保健因素 3.867 .933 4.113 .574 -2.723*** 

 发展因素 3.847 .909 4.076 .598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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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能力 情绪调试能力 3.751 .883 3.898 .611 -1.650*** 

 自我发展能力 3.738 .973 3.939 .634 -2.092*** 

 人际交往能力 3.834 .651 3.738 .910 1.026*** 

 专业能力 3.754 .922 3.831 .645 -.814** 

 求职应聘能力 3.924 .660 3.777 .958 1.519*** 

注： * p＜.05; ** p＜.01; ***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4.2 相关分析 

保健因素与声望地位的相关系数为 0.558，p 值小于参考值 0.001，有达显著，具有统计学

意义；发展因素与声望地位的相关系数为 0.600，与保健因素的相关因素为 0.646，p 值均小于

参考值 0.001，有达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情绪调试能力与声望地位的相关系数为 0.618，与

保健因素的相关因素为 0.586，与发展因素的相关系数为 0.630，p 值均小于参考值 0.001，有达

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自我发展能力与声望地位的相关系数为 0.576，与保健因素的相关因

素为 0.536，与发展因素的相关系数 0.582，与情绪调试能力的相关系数为 0.675，p 值均小于参

考值 0.001，有达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人际交往能力与声望地位的相关系数为 0.633，与保

健因素的相关因素为 0.541，与发展因素的相关系数为 0.582，与情绪调试能力的相关系数为

0.697，与自我发展能力的相关因素为 0.652，p 值均小于参考值 0.001，有达显著，具有统计学

意义；专业能力与声望地位的相关系数为 0.598，与保健因素的相关系数为 0.554，与发展因素

的相关系数为 0.595，与情绪调试能力的相关系数为 0.700，与自我发展能力的相关系数为 0.650，

与人际交往的相关系数为 0.691，p 值均小于参考值 0.001，有达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求职

应聘能力与声望地位的相关系数为 0. 519，与保健因素的相关系数为 0. 554，与发展因素的相

关系数为 0. 570，与情绪调试能力的相关系数为 0. 634，与自我发展能力的相关系数为 0. 572，

与人际交往能力的相关系数为 0. 608，与专业能力的相关系数为 0. 600，p值均小于参考值 0.001，

有达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且相关系数均小于 0.8，无共线性问题，假设 7 成立。详见下表

4： 

 

表 4 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维度 1 2 3 4 5 6 7 8 

1 声望地位 1        

2 保健因素 .558*** 1       

3 发展因素 .600*** .646*** 1      

4 情绪调试

能力 

.618*** .586*** .630*** 1     

5 自我发展

能力 

.576*** .536*** .582*** .675*** 1    

6 人际交往

能力 

.633*** .541*** .582*** .697*** .652*** 1   

7 专业能力 .598*** .554*** .595*** .700*** .650*** .691*** 1  

8 求职应聘

能力 

.519*** .554*** .570*** .634*** .572*** .608*** .600*** 1 

注： * p＜.05; ** p＜.01; ***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总结与建议 
5.1 职业价值观的特点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在泰中国留学生职业价值观处在中等以上水平，女生在职业价值观三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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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和陈莹颖与谭艳（2017）的研究结果相同。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

是因为现社会对于性别角色的转变，女生相对以前更加男性化，再加上本研究的研究群体为在

泰的中国留学生，为年轻群体，接受程度高，受社会影响度高，导致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文科生在声望地位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理工科学生的保健因素和发展因素显著高于

文科生，与白蓉（2017）的研究结果部分相似；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理工科学生比较

重视福利与发展，而文科生更重视声望地位。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家庭结构等方面具有差

异，与王艳等人（2016）的研究结果相同；而且，非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可能经济压力较大，导

致非独生子女在保健因素和发展因素上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而独生子女相对比较自我，在

声望地位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5.2 就业能力的特点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在泰中国留学生就业能力处在中等以上水平，性别在自我发展能力及专业

能力上不显著，与左杨与孔晓妮（2018）研究结果不同，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目前男

女社会地位较为平等，不同性别的人在自我发展与专业能力上差不多；在情绪调节能力上，女

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人际交往和求职应聘能力上，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造成此结果的

原因可能是因为男生在与别人的交流上更具有优势，而女生则比较在意自己的情绪调节。可能

受专业特性的影响，理工科学生较为理性，文科生较为感性，理工科学生在情绪调试能力、自

我发展能力以及专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文科生，与韩菁（2016）的研究结果相似，文科生

则是在人际交往能力及求职应聘能力上的得分高于理工科学生。非独生子女在情绪调试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以及专业能力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与陈晓红（2019）的研究结果相同，

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非独生子女家庭内部有较多的比较，竞争意识相对独生子女较高，

导致非独生子女在这三个维度的就业能力得分较高；而独生子女则相对自我，性格特征较为明

显，在人际交往能力与求职应聘能力上具有优势。 

5.3 职业价值观与就业能力的关系 

在泰中国留学生职业价值观各维度与就业能力各维度显著正相关，与胡文斌等人（2019）

的研究结果相同，又因价值观是个人对事物的理解与态度，会影响人的行为选择，因此，大学

生的职业价值观也会对其就业能力产生影响。同时，也告诉我们树立良好职业价值观的重要性，

强化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为以后进入职场做准备。 

5.4 研究建议 

在泰中国留学生久居海外，结业后有回中国就业，也有定居泰国的，针对这两种情况本研究建

议学校组织相关的活动，帮助在泰中国留学生了解现下泰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就业市场，

建立相对完善职业价值观；也建议在泰留学生多主动关注相关就业信息，提前了解自己的

就业偏向，争取在学习期间有针对性地培养就业相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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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n Employment Pressur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Dezhou City in China 
Weicheng MENG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llege,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792244127@qq.com 
 

Abstract 
As the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growth rate of new 

jobs is slow, this has caused many college students to face the problem of employment pressur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tarts from how to relieve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ezhou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on employment 

pressure. Taking Dezhou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adopt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using intentional sampling as the sampling method, and 

collecting valid questionnaires 213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grades in Dezhou;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grades in Dezhou;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n Dezhou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mployment 

pressure Negative influence. 

 

Keywords:University Students;subjective Well-being;Employment Pressure 

 

中国德州市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对就业压力的影响探究 
孟维程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792244127@qq.com 

 

摘要 
由于大学生的人数在逐年增加，而新增就业岗位增速缓慢，这导致许多大学生都面临就业

压力的问题。于是本研究从如何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出发，探讨德州市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对就

业压力的影响，以德州市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立意抽样为抽样方

式，回收有效问卷 213 份，研究发现：德州市大学生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上不

存在差异；德州市大学生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在就业压力上不存在差异；德州市大学生主观

幸福感对就业压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就业压力 

 

1.前言 
康迪与杨雪（2020）指出新时期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调整了市场经济结构在我国

经济增速放缓的政策下，劳动力需求大大减少，新增就业岗位增速缓慢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

就业人数却只增不减，这与经济发展速度相矛盾，就业岗位的减少加大的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除此之外，2020 年疫情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特别是以往大量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中小

微企业陷入困境，部分行业出现降薪、裁员、倒闭风潮，导致就业岗位数量减少，加大了毕业

生的就业压力（程一杰，2020）。 

在近几年学者的研究下，政策、高校扩招、疫情等原因都直接或者间接增加了当下大学生

的就业压力（康迪、杨雪，2020；马明艳，2016；王迎冬、姚铭，2020；王斐然，2020）。然

而，过大的就业压力对大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会降低大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工作能力，

影响大学生就业，甚至会引起生理疾病，危害大学生身心健康，这关系到大学生本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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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家庭的和谐幸福，关系到国家的高级人才配置问题，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因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迫在眉睫（田圣会，2010；罗茜，2016）。同时 2020 年大学生就业

压力报告（2020）指出当前大学生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压力大，就业形式不容乐观，面对此

问题各方应积极响应政府政策，以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 

 Shmotkin (2005) 从大学生自身心理认知出发，探讨解决大学生就业压力的解决之道，首次

将主观幸福感描绘为个体在面对压力或可能性逆境时的动态能动系统，提出主观幸福感可以构

成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以实现对“敌对世界场景的调控”。在此之后 Lyubomirsky et al. （2005）

构建并以元分析的方式论证了主观幸福感与职场人生成功（包括就业压力）之间的因果关系。

所以本研究也欲从国外学者 Shmotkin (2005) 的观点出发，从大学生自身的心理与认知分析大学

生就业压力的解决之道，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在主观幸福感的角度来说，哲学上的幸福感在是某种程度上快乐的体现（廖申白，2014），

而高幸福感具体的表现是个人所产生的积极情绪（乐观、信心）大于消极情绪（焦虑、愤怒）

的结果，如果焦虑、愤怒、抑郁这些消极情绪发展过度，甚至超过积极情绪的积累，就会破坏

心理平衡，产生心理压力（Gutierrez et al., 2005；韩威，2007）。刘芷含（2019）在研究中也

指出通过激发大学生积极情绪，提高其生活质量，以有效提升主观幸福感来达到降低就业压力

的目的，所以综上所述，主观幸福感可以作为应对压力的成因，对就业压力进行相应的调控。 

同时，针对地区、时间等不相同的条件，使得关于大学生年级和性别在主观幸福感、就业

压力中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在以往研究结果中都存在不确定性（王小明，2015；李莉，2010；

胡译文，2014；唐健，2019；柳中华，2010；范航等人，2019；龚琛琛，2015）。因此本研究

将年级和性别作为背景变量，分别探讨与主观幸福感、就业压力的差异关系。 

关于研究对象的选取，根据杨光军（2012）的研究发现德州市的大学生存在就业不平衡的

问题。段刚（2020）指出在疫情防控下，德州市大学生的就业情况相比较之前出现了很大的波

动，同时企业招聘方式也由线下面试转变成为了线上面试也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同时 

2017 德州市 A 大学招生计划（2017）指出，2017 年招生人数比 2016 年增加 15%左右，而大幅

的扩招必然给大学生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因此本研究选取德州市唯一一所本科院校 A 大学的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马爱平（2016）在研究中表明，不仅仅是毕业生，其他各年级的学生也会

存在较高的就业压力，所以本研究将 A 大学的四个年级都列为了研究对象。 

1.1 研究目的 

A.探讨德州市大学生不同年级、性别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 

B.探讨德州市大学生不同年级、性别在就业压力上的差异。 

C.探讨德州市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对就业压力的影响。 

1.2 研究问题 

A.德州市大学生不同年级、性别是否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差异？ 

B.德州市大学生不同年级、性别是否在就业压力上存在差异？ 

C.德州市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是否影响就业压力？ 

 

2.文献综述 
2.1 主观幸福感的定义 

最早，Bradburn (1969) 指出建构了情感平衡理论,提出幸福感由积极和消极情感所构成,认

为幸福是人们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相比较而得到的整体判断。Suhetal (1999) 认为主观幸福感

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它是一个宽泛的现象范畴。苗元江（2015）指出幸福感是人们以社会经

济、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为基础，对自我存在状态的主观心理体验，是由动机、目标、认知、

情感、人格等心理因素与外部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概念是主观幸福感与客观幸

福感的统一。但是，传统意义上主观幸福感是还是个人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是个体

根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陈

霜洲、韦洪涛，2008）。是一种由期望、需要等心理状态是否得到满足时引起的一种快乐与否

的主观情感体验（洪好，2011）。也是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时的感受，当面对有价值的活动

就可以产生快乐，而过于容易的活动让人厌烦，过于困难的活动使人焦虑，当人们投入到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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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与其能力相匹配的活动中时,就会产生一种幸福感（Qiao et al., 2020）。陈抗（2010）通过研

究对象的角度分析，发现个体可以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进行评估，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

自定的标准对自己生活状况的一种体现。 

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概念由很多，但应用最为广泛的是 Dicner et al. (1984) 对主观幸福

感的定义（黄毅、赵永刚，2014），即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

的评价，包括生活满意度（人们判断评估自己生活环境的整体质量状况）和情感体验（生活中

自己经历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部分。因此，通过整理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思

考，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从主观感受出发，依据自定的评价标准对其生活

状况的总体质量进行评估的一种积极与消极的情绪体验。 

2.2 就业压力的定义 

Selye (1975) 将压力一词的含义引入到社会学领域，表示其对某一个社会情境的破坏力量，

往往出现于需求难满足或未满足的情形，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生活情境下，如果一个人在追求

目标的过程中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将会产生一种紧张状态，而这种状态则是压力。Lazarus 

and Folkman (1984) 认为压力是“刺激—反应”之间的交互作用动态关联，将压力的过程分成

四个环节，潜在压力源、对潜在压力源的认知评价、应对、压力反应，Schafer (2000) 将压力定

义为: 压力是个体生理和心理上的唤醒，这种唤醒是由施加于它们的需求所导致的。这强调人

与环境的关系，既考虑人的特征，也考虑环境特征，并压力类型划定为三类，积极压力、中性

压力、不良压力，田胜会（2010）将大学生就业压力定义为大学生与就业压力源交互作用过程

中,所产生的身心受压迫的状态，刘微微（2020）根据压力的交互作用理论，将就业压力定义

为学生生对就业这一潜在压力源的认知判断结果，就业压力越大，说明毕业生觉得离开校园进

入社会工作这一改变对自己的威胁越大，从侧面表明毕业生对就业结果的预估不乐观，当进入

次级评估阶段，个体觉得自己有能力应对就业压力，并采取以成功就业为目标的应对方式时，

就能适应压力，产生积极高效的压力作用结果；而当个体认为自己应对能力不足，无法采取有

效的就业应对措施时，就会陷入以情绪波动为中心的应对状态，无法适应压力，产生低效甚至

不良的压力反应，对就业质量产生负向影响。 

关于压力的概念 Lazarus and Folkman（1984）压力交互作用应用的最为广泛（田胜会，

2010）。而田胜会（2010）将其理论应用大学生就业压力上，结合其观点，通过整理上述文献

并且结合自身思考，故本研究将就业压力定义为个体与潜在就业压力源交互的一种紧张状态。 

2.3 背景变量与主观幸福感以及就业压力 

关于不同性别、年级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问题，王济荣（2020）研究发现大学生主观幸

福感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大一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最低。叶欢（2015）指出年级在主观幸福

感上没有显著差异，原因是现如今和谐、幸福和积极的校园文化建设使得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生

活满意度都有着不错的水平；Kanonire et al.（2020）指出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存在差异。胡译

文（2014）不同性别在主观幸福感上不存在差异，原因是现如今，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

的变大，女性已经作为主体站在同男性平等的位置上，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女性承担着同男

性一样的工作，男女在情绪体验上逐渐趋于一致；由于目前对于不同性别、年级在主观幸福感

上的差异研究结果不一致，所以本研究将此部分作为研究内容进行讨论研究，并提出研究假设： 

H1：大学生背景变量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差异。 

H1a：大学生不同性别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差异。 

H1b：大学生不同年级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差异。 

关于不同性别、年级在就业压力上的差异问题，唐建（2019）指出大学生就业压力在年级

上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大学生都面临在未来职业选择的困难，都能够感受到来自就业的压力。 

龚琛琛（2015）研究发现就业压力方面大二与大一生、大三生存在显著差异，其原因是所调查

学校大二年级开设了职业指导课程；唐建（2019）指出女生的就业压力比男生高，由于受传统

思想的影响，性别歧视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女性在就业市场中仍然占据弱势地位，由

此给女性大学生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其次在就业竞争环境中，大学女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也找

不到相应的对女性有一定支持的政策或措施。刘玲（2012）指出不同性别在就业压力上不存在

显著差异，随着高校的扩招，毕业生基数在不断加到，不管男生女生都有着庞大的待就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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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男生女生都会产生就业压力；由于目前对于不同性别、年级在就业压力上的差异研究结果

不一致，所以本研究将此部分作为研究内容进行讨论研究，并提出研究假设： 

H2：大学生背景变量在就业压力上存在差异。 

H2a：大学生不同性别在就业压力上存在差异。 

H2b：大学生不同年级在就业压力上存在差异。 

2.4 主观幸福感与就业压力 

关于大学生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胡译文（2014）指出主观幸福感的各维

度对就业压力都有预测作用，保持自信、乐观积极的心态就能健康的应对待就业过程中的问题。

刘芷含（2017）当我们采取适当方式促使大学生积极情绪增加时，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最终可

以实现就业压力的逐步纾解。刘芷含（2019）通过问卷法对 490 名高校毕业班学生进行调查，

证实了主观幸可以对大学生就业压力起到预测作用。结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就业压力与主观

幸福感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实证支持，所以本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能够显著预测就业压力，提

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助于减小就业压力。所以提出假设： 

H3：主观幸福感对大学生就业压力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3.研究设计 

3.1 研究框架 

本研究根据研究动机与研究目的，通过文献探讨，构建研究框架图如下图一所示。  

 

 

 

 

 

 

 

 

 

 

 

图一 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3.2 研究假设 

本研究根据研究动机与研究目的，通过文献探讨，结合相关研究与因果关系，于文献探讨

中得出研究假设，其研究假设如下： 

H1：大学生背景变量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差异。 

H1a：大学生不同性别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差异。 

H1b：大学生不同年级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差异。 

H2：大学生背景变量在就业压力上存在差异。 

H2a：大学生不同性别在就业压力上存在差异。 

H2b：大学生不同年级在就业压力上存在差异。 

H3：主观幸福感对大学生就业压力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3.3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德州市大学在校生进行调查，杨光军（2012）的研究发现德州市的大学生存在

就业不平衡的问题。段刚（2020）指出在疫情防控下，德州市大学生的就业情况相比较之前出

现了很大的波动，同时企业招聘方式也由线下面试转变成为了线上面试也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

主观幸福感 就业压力 

背景变量（性别、年级） 

H1、H2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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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因此采用立意抽样法对德州市 A 大学进行问卷调查，每个年级发放一个班，由于大学每

个班级人数有浮动，所以总计发放数量为 240 份，通过剔除无效问卷，现回收有效问卷共 213

份，其中大一为 42 份（占比为 20%）；大一为 67 份（占比为 31%）；大一为 73 份（占比为

34%）；大一为 31 份（占比为 15%）。其中男生为 87 人（占总人数比为 41%）；女生为 136 人

（占总人数比为 59%）. 

3.4 就业压力量表 

研究量表选用柳中华（2010）编制的《大学生就业压力问卷》，共 14 题，经过对资料的收

集分析，得出问卷 Cronbach's α 值=0.937，说明大学生就业压力正式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

CMIN/DF=1.517，参考值为小于 3，此项达标；RMR=0.054，参考值为小于 0.08，此项达标；

RMSEA=0.049，参考值为小于 0.08，此项达标；GFI=0.928，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  

AGFI=0.901，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NFI=0.933，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

IFI=0.976，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TLI=0.972，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

CFI=0.976，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总上所述，说明模型适配度良好。平均变异数抽

取量为 0.523；组合信度为 0.938，均达到标准，故此说明问卷收敛效度较好。 

3.5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 

研究量表选用 Joseph et al.（2004）编制的《幸福感量表》，共 25 题，其中积极的想法、感

觉和身体体验维度 12 题，消极的想法、感觉和身体体验维度 13 题，经过对资料的收集分析，

得出问卷 Cronbach's α 值=0.982，说明大学生就业压力正式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

CMIN/DF=2.135，参考值为小于 3，此项达标；RMR=0.027，参考值为小于 0.08，此项达标；

RMSEA=0.073，参考值为小于 0.08，此项达标；GFI=0.790，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不达标；  

AGFI=0.751，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不达标；NFI=0.906，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

IFI=0.948，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TLI=0.942，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

CFI=0.947，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总上所述，说明模型适配度良好。积极的想法、

感觉和身体体验维度平均变异数抽取量为 0.705；组合信度为 0.966，消极的想法、感觉和身体

体验维度平均变异数抽取量为 0.736；组合信度为 0.973，均达到标准，故此说明问卷收敛效度

较好。 

 

4.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差异分析 

本研究为了解不同的人口统计变量在就业压力、主观幸福感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以

性别、年级作为因子，进行独立样本 t 检定与 ANOVA 单因子变异数检定进行差异性分析。 

不同性别在就业压力、主观幸福感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将以平均数、标准差与独立样本 

t 检验加以分析。性别的两组设置分别为男生和女生，分析结果如表一所示，结果显示主观幸

福感 p值为 0.247，大于显著标准 0.05，所以此项不显著，说明现阶段研究对象中，主观幸福感

在性别上没有差异；就业压力 p 值为 0.077，大于显著标准 0.05，所以此项不显著，故假设 H1

不成立，说明现阶段研究对象中，就业压力在性别上没有差异。 

 

表一 不同性别在变量上的差异分析表 

变量 男生（87） 女生（126） t 值 p 值 

M SD M SD 

主观幸福感 3.248 0.837 3.372 0.723 -1.161 0.247 

就业压力 2.553 0.964 2.325 0.849 1.821 0.077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不同年级在就业压力、主观幸福感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将以平均数、标准差与加以

ANOVA 单因子变异数检定进行分析。年级分为四组设置分别为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分

析结果如表二所示，结果显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与就业压力上，F 值对应的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507 
 

p>0.05，不显著，故假设 H2 不成立，代表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在主观幸福感与就业压力

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二 不同年级在变量上的差异分析表 

变量 大一（42） 大二（67） 大三（73） 大四（31） F 

M SD M SD M SD M SD 

主观幸福感 3.364 0.819 3.293 0.775 3.265 0.756 3.455 0.754 0.507 

就业压力 2.554 0.980 2.425 0.857 2.396 0.881 2.271 0.956 0.602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2 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就业压力量表为李克特（Likert Scale）五点尺度衡量，主观幸福感量表为四

点量表，通过对收集资料进行分析得出，“就业压力”平均得分为 2.418，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为 3.321，处于中等偏上。 

在大学生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相关性方面，对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进行相关分

析，分析结果如表四所示，结果说明“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0.787，P

值小于参考值 0.001，故达显著，且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说

明“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 

4.3 回归分析 

此小节将验证主观幸福感对于就业压力的预测作用，将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来进行操作，研

究结果如表三所示，结果显示，标准化回归系数 β=-0.787，t=-18.532，p 值小于参考值 0.001，

达显著，说明主观幸福感可以显著负向影响就业压力，说明假设 H3 成立。 

 

表三 回归分析表 

变量 
就业压力 

β t 

主观幸福感 -.787 -18.532 

R² .619 

AdjR² .618 

F 343.436*** 

注：1. ***, p <0.001. β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结论及建议 
5.1 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与就业压力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在主观幸福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李凤华等人（2016）

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同性别大学生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当前环境、所接受教育基本相同，

生活内容较为简单，无过多的家庭压力和事业压力。加之现代社会传统性别观念有所改变，女

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也相应改变，能受到更多平等的待遇与尊重，与男性没有差异。 

不同年级在主观幸福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叶欢（2015）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说

明现如今信息时代使得大学生有了多种提升幸福感的手段，其次，和谐、幸福和积极的校园文

化建设使得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都有着不错的水平，所有说不同年级在主观幸福感上

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性别在就业压力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乔婷婷（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说

明现如今就业岗位处于多元化的方式，也使得男生女生都能在岗位中找到自身的定位，也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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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同性别在就业压力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年级在就业压力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唐建（2019）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

在当今的环境下，大学不断扩招，使得毕业生人数也在逐年增加，而就业岗位却增速缓慢，无

论是那个年级的学生都面临着就业压力的巨大考验。 

5.2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对就业压力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显著负向影响就业压力，此结果刘芷含（2017）的研究

结果一致。这说明当我们采取适当方式促使大学生积极情绪增加时，通过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并

最终实现就业压力的逐步纾解，具体来说，提高积极情绪是获得幸福感的一个途径，而积极情

绪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能缓冲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带来的身体上的非特异性的反应，这种非特

异性的反应是自身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即压力，也就是说当大学生感受到外界从业相关未知事

件的刺激时，积极情绪会起到缓冲的作用，减缓刺激，疏解心理上产生的就业压力。所以提高

主观幸福感可以达到舒缓就业压力的目的。 

5.3 研究建议 

5.3.1 研究实务建议 

研究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显著负向影响就业压力，也就是说，当主观幸福感减小时，

就业压力就会增加，反之就业压力增加时，就业压力就会减小，所以，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压

力，就要正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获得积极情绪，提高主观幸福感。幸福观与价值观、

人生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比较稳定、深层次的、系统化的价值选择体系，是幸福评价标准和

评价思想的综合观念形态，对幸福感具有导向与动力作用，因此正确的幸福观是人幸福的重要

源泉，而拥有积极情绪，人们往往会更积极乐观，更倾向于使事物朝好的方向发展，容易体验

到成功的喜悦。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大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的组织实践活动，例如素质拓展活动，

可以活动中获得快乐，认知自我的价值，来增强自身的积极情绪，进而提高主观幸福感来达到

缓解就业压力的目的；学校可以加强幸福观教育课程，使大学生在教育中获得正确得幸福观与

价值观，使学生正确认识生活中得消极事件，减少消极情绪得产生，提高幸福感缓解就业压力。 

5.3.2 未来研究建议 

    就业问题是所有大学生都将面临的问题，无论是选择继续升学，还是选择择业工作，是始终

存在的问题，而在大学生从象牙塔式的大学进入社会就业的过程中，是自我认知与新的环境的

交互作用，在面对未知的来自与新环境的困难，难免会产生压力，压力或大或小，而为了帮助

大学生更好的应对，缓解就业压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本研究中虽然通过提升大学生积极情

绪，进而增加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可以达到缓解就业压力的目的，但是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心理健康也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就业压力，而由于本研究的局限性，没能一一

证明，并且在影响程度上还有很大研究空缺，希望未来的研究者能够继续研究探讨，帮助大学

生更有效的缓解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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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OVID-19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on Mental 

Health: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ind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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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takes 367 college students in Wuh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t mainl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VID-19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mindfulness and mental health,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on mental health and mindfulness in COVID-19 Th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percep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fter data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1) The 

perception of COVID-19 discrimination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mindfulness, is signifi 

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and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2) Mindfulnes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ntal health an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3) Mindfulness has a significant regulatory effect 

i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Mindfulness weaken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VID-19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on mental health. 

 

Keywords:COVID-19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mindful;mental health;Wuhan’s college   

students 

 

COVID-19 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正念的调节作用 
田溶冰 1* 

1*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rongbingtian@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 367 位武汉市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 COVID-19 歧视知

觉、正念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与正念在 COVID-

19 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资料分析后结果发现：（1）COVID-19 歧视知觉与正

念无显著相关，与心理健康显著负相关，并对心理健康有显著负向影响。（2）正念与心理健康

显著正相关，对心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 （3）正念在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具有显著

调节效果：正念弱化了 COVID-19 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COVID-19 歧视知觉；武汉外地大学生；正念；心理健康 

 

1.研究背景与动机 
目前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造成死亡人数已超过 98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新冠状病毒传染病(COVID-19)大流行是全世界突发性的、造成大规模死亡的负面创伤

性灾难事件，是引起公众产生压力紧张情绪的外部刺激来源(Bilgili, 2020；昌敬惠等人，2020)，

而在此次疫情中，区域污名化、群体标签等疫情歧视现象也在全球各区域大范围内持续不断的

蔓延(BBC, 2020)，对应激状态下受歧视群体的心理造成巨大压力影响，导致个人失眠障碍等问

题(Wen et al., 2020)，加剧其恐慌、焦虑等消极情绪反应 (Roy et al., 2020；Liu et al., 2020)，由

此引发的各类群体间的暴力仇视冲突事件不断 (Bilgili, 2020)，从而引起了外界各方的持续关注。 

歧视知觉是个体主观认知到的个人及所在群体由于所属群体身份而受到有区别的或者不公

平的对待(申继亮等人, 2009)，例如 COVID-19 期间在中国因高感染风险被强制隔离的人群(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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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20)，中国国际游客与留学生(Zheng et al., 2020)，武汉地区感染者(Liu et al., 2020)等群

体由于身份特征在 COVID-19 疫情中遭受了社会普遍的不公平对待(Wen et al., 2020)，申继亮等

人（2009）指出这种有区别的或不公正的对待可以表现为社会他人实际的回避性、攻击性的行

为动作，也可以表现为轻蔑的、拒绝性的态度、侮辱性的语言等。近期相关研究指出突发性灾

难事件导致的歧视知觉会导致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改变，如抑郁或焦虑(Roy et al., 2020；

Liu et al., 2020)、烦躁不安(Wen et al., 2020)、情绪障碍(Zheng et al., 2020)等，对个人日常生活

造成严重困扰(Roy et al., 2020)。但过去研究发现正念能帮助个人以开放和接纳的态度接受当下

察觉到的一切感受和想法(Brown & Ryan, 2003；Kabat-Zinn & Hanh, 2009)，改善个人歧视知觉

下产生的不良心理状况(Shallcross & Spruill, 2018；Duan & Wang, 2019；Thoroughgood et al., 

2020)。 

作为中国首个在校大学生超过百万的城市(赵莉, 2013)，中国武汉地区是 COVID-19 疫源区

(Lu et al., 2020)，也是受到外界疫情歧视、污名化最为严重的区域 (周叶中, 2020)，其中武汉外

地大学生因为数量庞大，感染风险高，流动性强，正是最受关注的逆境压力群体之一(中国南

方都市报, 2019)，有关武汉外地大学生此次疫情中返乡遭受歧视而产生抑郁、焦虑失眠等心理

健康问题的各类媒体报道屡见不鲜(新浪新闻, 2020)。武汉外地大学生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

普遍感觉自己有受到区别不公对待的遭遇，如返乡个人信息被泄露，被他人持续电话骚扰谩骂

等，更一度成为微博热议话题(张新庆, 2020)。由此可见，由 COVID-19 歧视知觉对武汉外地大

学生造成的不良心理状况问题不容忽视。此外，Liu et al. (2020) 指出 COVID-19 歧视知觉这种

新型歧视对个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长期性，Duan & Wang（2019）指出包括太极、瑜伽等冥

想经验对学生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先前研究探讨过 COVID-

19 疫情歧视对武汉外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主要借助于在控制冥想经验的情

况下，探讨 COVID-19 歧视知觉对武汉外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正念在 COVID-19 歧视知

觉与心理健康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了解其影响机制，帮助武汉外地大学生更好的学会面

对生活中出现的歧视压力环境，个人可以更积极地面对负面情绪和生活挑战，同时为政府及相

关机构提供相应正念训练的理论依据。 

 

2.文献探讨 
2.1 COVID-19 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 

Folkman and Lazarus (1984) 的压力应对理论指出歧视是影响逆境群体的重要压力源。基于

此，相关研究发现，歧视知觉会使个体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并最终导致抑郁、焦虑情绪等一系

列的压力反应(Annalakshmi & Venkatesan, 2018；Cho et al., 2020)，是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

(Szaflarski & Bauldry, 2019)。 

一向针对韩国年轻人的调查研究表明，个人日常感知到的歧视会导致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

感知到的歧视越严重，抑郁症状越显著(Kim et al., 2019)，Lowe et al. (2019) 发现美国穆斯林大

学生因校园生活中对其种族群体身份的歧视知觉，而加剧了其紧张情绪与广泛性焦虑程度，出

现失眠障碍。相关研究表明，遭受污名化歧视的群体比其他群体在遭受负面生活事件中承担更

多创伤压力(Flores et al., 2010)，其中尤其是有突发性灾难事件遭遇的年轻人，例如在经受新冠

疫情这一突发性灾难后，由于误导性和偏见性的媒体报道加剧了社会污名化，对疫情高风险地

区的人群造成了更大的心理压力(Wen et al., 2020)，因受他人语言或行为上排斥(Wen et al., 2020；

Zheng et al., 2020)，与其他群体中的个人相比在资源与机会上的不平等(Pirtle, 2020) 而感到他人

与社会有区别的不公平对待(Xin et al., 2020)，在这种歧视知觉的影响下，逆境中的个体容易因

无法适应这种环境压力，而增加对不良心理症状的易感性(Goldberg, 1972)，使得其更容易对自

我丧失信心(Zheng et al., 2020)，面对困境退缩畏惧(Ma & Miller, 2020)，不愿与社会他人联系

(Liu et al., 2020)，导致抑郁与焦虑程度更高(Xin et al., 2020；Roy et al., 2020；Ma & Miller, 2020)，

从而对心理健康产生显著负面影响(Xin et al., 2020；Villa et al., 2020；Roy et al., 2020；Ma & 

Miller, 2020；Duan et al., 2020；Zheng et al., 2020)，因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H1：COVID-19 歧视

知觉对武汉外地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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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OVID-19 歧视知觉、正念与心理健康 

一项纵向研究表明正念中对当下不做评判的专注与觉察，有助于个体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

力 ( Donald et al., 2016)。根据压力缓冲理论(Cohen & Wills, 1985)，Creswell and Lindsay (2014) 

的研究指出，正念可以减少个人对逆境压力负面的评价，缓解压力反应，降低压力给个人带来

的消极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正念作为一种个人特质(Brown & Ryan, 2003)，能帮助大学生以接纳

的态度应对消极情绪感受(Klainin-Yobas et al., 2016)，以更为客观积极的角度看待压力的产生过

程(Ramli et al., 2018)，使个人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相应减少，对其心理健康具有正向显著影

响(Barnes & Lynn, 2010；陈思佚等，2012；Bakker & Moulding, 2012；Mahoney et al., 2015；

Bergin & Pakenham, 2016) 。Sun et al. (2020) 基于 COVID-19 疫情影响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正念是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正念水平高的个体在应对遇到的重大歧视事件时个人的心理

调整和适应能力更好(Shallcross & Spruill, 2018)，近期相关研究指出，正念在歧视知觉与抑郁等

不良心理症状之间具有缓冲调节作用(Mahoney et al., 2015；Bergin & Pakenham, 2016；

Shallcross & Spruill, 2018；Duan & Wang, 2019；Thoroughgood et al., 2020) 。此外 Duan & Wang

（2019）指出包括太极、瑜伽等冥想经验对学生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本研究认

为正念可以调节日常生活中 COVID-19 歧视知觉对武汉外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负向影响，进而

提出本研究假设 H2： 

正念对 COVID-19歧视知觉与武汉外地大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3.研究设计 
依据本研究目的、文献探讨与理论推演，本研究假设 COVID-19 歧视知觉是影响武汉外地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负面因素，并提出正念在 COVID-19 歧视知觉与武汉外地大学生心理健

康之间具有调节作用，研究框架图如图一所示。 

  

 
图一：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期间，使用在线问卷收集武汉四

所大学的样本，该四所大学外地大学生数量均超过 65% (新浪新闻, 2020)，因此具有一定的样

本代表性。所有参与者都是来自武汉地区的外地大学生，所有受访者在填写前都已充分理解本

研究目的，并同意参加这项研究。收据收集全过程采用匿名处理的方式，共采集有效样本 367

份，总共 96%的数据是有效的。在本研究有效样本中，178 名(48.5%)为男大学生，189 名

(51.5%)为女大学生，124 名(33.8%)为独生子女，243 名(66.2%)为非独生子女。此外，246 名

(67.1%)学生曾经有过冥想练习经验，包括过去参与的瑜伽、太极选修课等活动，121 名(32.9%)

从未接受过这种培训。 

3.2 研究变项的衡量 
COVID-19 歧视知觉（COVID-19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主要参考申继亮等人 (2009) 的

研究观点，定义为在 COVID-19 疫情中，个体主观认知到的个人及所在群体由于所属群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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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到有区别的或者不公平的对待，主要包括群体知觉和个体知觉两个构面。并使用申继亮等

人 (2009) 编制的国内通用的歧视知觉问卷，依本研究目的进行语义上的适当修订，用于测量武

汉外地大学生的 COVID-19 歧视知觉，共 6 题，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歧视

知觉越强，本研究中经因素分析后 KMO=.833（p＜.001），Cronbach ’s α=0.867。 

正念（Mindful）采用 Brown and Ryan (2003) 的观点，将正念定义为对当下日常生活中情绪

与感觉的即时体验的非判断性的觉察与专注程度的一种特质正念。使用该研究中的正念注意觉

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以了解个体能否接受并察觉到当下的所有

经验。共 15 个题项，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分数越高，正念水平越高。本研究中的中文版

MAAS 是由陈思佚等（2012）修订而成，在该研究中用于大学生群体，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

经因素分析后 KMO=.775（p＜.001），Cronbach ’s α=0.870。 

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参考 Goldberg (1972) 的研究观点，将心理健康定义为个体能够

适应环境压力的一种良好且正常的心理状态，单一维度，其中文版一般性健康问卷(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able,GHQ-12)在中国大学生人群中信效度良好(李艺敏、李永鑫，2015)，

共 12 题，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总分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本研究中心理健康整体量表经

因素分析后 KMO=.866（p＜.001），Cronbach ’s α=0.926。 

 

4.资料分析与研究结果 
各变项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变项间的相关系数，如表一所示：其中 COVID-19 歧视知觉与

正念（r=-.126;p＞0.5）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正念与心理健康显著正相关（r=.473;p＜.001），

而 COVID-19 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r=-.232; p＜.001）显著负相关，因此假设 1 得到相关分析

结果的初步支持。此外，在人口统计变项中，冥想经验与 COVID-19 歧视知觉显著负相关

（r=-.157;p＜0.5），与正念（r=.269;p＜0.5）、心理健康（r=.354;p＜0.5）显著正相关，因此将

其选为本研究控制变项，以排除冥想经验对武汉外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表一 变项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项 平均数 标准差 1 2 3 4 5 

3.冥想经验   .164 .018    

4.COVID-19 歧视知觉 4.328 0.814 .072 .026 
-.157

* 
  

5.正念 3.632 0.783 .553 .030 .269* -.126  

6.心理健康 3.526 0.754 .256 .172 .354* -.232*** .473***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注：*: p<.05, **: p<.01,***: p<.001 

 

4.1 方程式 COVID-19 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根据表二中，M1 与 M2 的回归分析结果，在控制冥想经验后，COVID-19 歧视知觉对心理

健康的负向影响达显著，回归系数 β = -.219（p < .001）。因此，本研究假设 1：COVID-19 歧视

知觉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得到验证支持。 

 

表二 COVID-19 歧视知觉、正念与心理健康之回归分析 

 心理健康 

 M1 M2 M3 M4 

控制变项     

冥想经验 .157* -.113* .124* .119* 

自变项     

COVID-19 歧视知觉  -.219*** -.227*** .437 

调节变项     

正念   .421***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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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项     

COVID-19 歧视知觉*正念    -.487* 

R2 .053 .098 .271 .302 

△R2 .053 .045 .173 .031 

F 3.634* 5.281*** 10.290*** 10.299*** 

注：*: p<.05, **: p<.01,***: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正念在 COVID-19 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 

表二中 M3的结果显示，正念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421；p < .001），且与 M2

相比整体模式对心理健康的解释变异量有所提升（△R2 =.173, p < .001），说明个人正念水平较

高的武汉外地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较为良好。此外，M4 加入 COVID-19 歧视知觉与正念的交

互项之后，对心理健康的解释变异量进一步提升（△R2 =.031, p < .001），因此正念在 COVID-

19 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效果（β =- .487；p < .05）。将回归分析中，正念对

COVID-19 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关系的调节效果，如图 2 所示：当个人正念水平越高时，

COVID-19 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的负向关系减弱，趋向正向关系；反之，当个人正念水平越低

时，COVID-19 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的负向关系增强。换言之，正念可以显著的改善、降低 

COVID-19 歧视知觉对个人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 

 

 

 
图二：调节效果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压力应对与缓冲的理论观点(Folkman & Lazarus, 1984；Cohen & Wills, 1985)，证

实了 COVID-19 歧视知觉对武汉外地大学生心理健康有显著负面影响，且正念对因歧视知觉压

力对心理健康产生的负面情绪的影响具有保护作用，本研究贡献其一在于为基于 COVID-19 歧

视这一新型歧视的正念有关的干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填补了有关 COVID-19 歧视知觉、正念、

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空白。研究结论与文献(Shallcross & Spruill, 2018；Thoroughgood et al., 

2020)部分结果一致，即在歧视压力情境下，正念是个人心理健康重要的保护因素。另外，本

研究发现当正念水平高时，COVID-19 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趋向正向关系，这一研究结果与有

关种族、职场等长期性类型歧视知觉研究结果(Shallcross & Spruill, 2018；Thoroughgood et al., 

2020)主要区别在于在面对 COVID-19这一灾难类型歧视事件压力时，高正念水平个体自我调整

与适应性更高 (Shallcross & Spruill, 2018) ，因此不同类型歧视事件知觉下，个人正念对其与心

理健康间关系的影响有所不同，这亦为本研究的贡献之一。 

目前尽管 COVID-19 的传播已经因为各国封锁城市和限制交通而得到控制(Bilgili, 2020)，

但因 COVID-19 歧视对个人造成的心理健康负面影响仍在持续(Liu & Modir, 2020)。Liu et al. 

(2020) 基于临床研究调查发现此次 COVID-19 疫情歧视知觉会使武汉居民面对更大的压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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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更多的焦虑等负面心理情绪，进而发展成为创伤后压力综合症，而个人特质正念可以通过冥

想练习来增强(Quaglia et al., 2016)，因此正念训练对低正念水平个体在应对由歧视现象引起的

社会创伤性压力时具有压力缓冲作用(Thoroughgood et al., 2020)，有助于心理健康。故此，本研

究建议可以将更多干预重点放在促进正念训练作为对正念水平低的大学生人群的社会心理干预

上，以增强年轻一代的在面对 COVID-19 歧视时有利于个人适应性管理的个人正念特质：一方

面，学校及政府部门应组织心理工作者为武汉外地大学生持续开展提供相应的正念训练知识培

训；另一方面，鼓励大学生个人日常生活中多进行瑜伽、太极等个人冥想锻炼活动。 

本研究限制与对未来研究建议主要在于：第一，本研究采用立意抽样的方式，仅针对武汉

地区大学生 COVID-19 歧视知觉进行了调查研究，而目前因疫情导致的各类歧视现象仍在全球

大范围蔓延，因此，未来可以拓展至其他地区或国家进行研究，以探讨本研究模型的可泛化程

度，在不同人群之间的适用性；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未来还可对受感染的武汉外地大学生

与未受感染的武汉外地大学生进行有关歧视知觉、正念与心理健康的比较研究；第三，在研究

设计方面，后续研究还可以增加纵向研究，以不同的时间点再次检视，进一步验证 COVID-19

歧视知觉、正念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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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Pressure on Work 

Innovation Behavior of College Teachers in Shijiazhuang, Hebei--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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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novative behavior of 

teachers' work, which leads to great work pressure on teache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wo-

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stressors, this paper divides stressors into challenging stressors and 

hindering stressor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challenging and hindering stressors on College 

Teachers' innovative behavior.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challenge and hindrance 

stressors on job innovation behavior, we introduce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variables to 

construct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model of challenge hindrance stressors on job innovation 

behavior. 

 

Keywords: Challenge hindrance stress; college teachers; work innovation behavio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河北石家庄市高校教师挑战阻碍压力对工作创新行为的影响--情

绪智力的调节作用 
李冬雪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446936697@qq.com 

 

摘要 
高校对教师工作创新行为的日益重视致使教师产生了巨大的工作压力。本文借鉴压力源二

维结构理论，把压力源分为挑战性压力源和阻碍性压力源，以探讨挑战性和阻碍性两种压力源

对高校教师工作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引入情绪智力变量构建挑战-阻碍压力源对工作创新行

为的调节机制模型，以分析挑战性与阻碍性压力源对工作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 

 

关键词：挑战-阻碍压力；高校教师；工作创新行为；情绪智力 

 

1.前言 
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高校越来越重视教师的工作创新能力，创新

成果的丰硕与否已成为高校排名的重要评价指标，决定着高校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化水平（王仙

雅，2014）。为争创世界一流大学，高校不断加大科研工作考核力度，不但缩短了考核周期，

而且增加了考核任务量，要求教师必须发表一定数量、一定级别的学术文，承担一定档次的课

题研究，并且对未能达到考核要求的教师采取告诫、缓聘、低聘等处理，使教师感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工作压力（顾远东、王勇明、彭纪生，2010）。一项来自肖玲玲（2018）高校教师职业

压力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经济、科研、教学等压力中，对副教授和教授而言，科研压力居于首

位，对讲师而言，科研压力仅次于经济压力，排在第二位。并且，鲍威与王嘉颖（2012）研究

证明高校教师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高压力群体。 

纵观中国高校现实情境，张桂平与廖建桥（2012）认为有相当一部分教师选择面对工作压

力挑战迎难而上，他们主动挖掘研究领域的新问题、钻研新方法、提高工作创新能力。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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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高校教师面对压力一定程度上能激发教师的科研动力，获得丰富的工作成果。同时方阳春

( 2013）认为压力在促进科研成果的同时，也衍生了许多隐患。如：学术造假、学术抄袭等现

象频频发生，并且很多教师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压力症状，严重影响了教师的身心健康，使教师

产生情绪智力心态，甚至出现了英年早逝的现象，如清华大学的焦连伟和高文焕，华东师大的

廖平胜等。那么，压力对工作创新竟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需要对高校教师工作创新压力进行

分析认识。 

事实上，压力研究的奠基者Selye（1978）提出压力有好坏之分，Selye认为“压力源”，即

压力产生的来源，压力源是导致个体产生压力的因素。秉承压力源存在好坏之分的思想，

Cavanaugh  et al.（2000）提出了挑战性与阻碍性压力源的概念，认为挑战性压力源是会导致积

极工作结果出现的压力源，而阻碍性压力源会导致消极工作结果的出现。Cavanaugh  et al.

（2000）的研究成果开辟了压力研究领域的新思路，不仅解释了以往研究中压力与工作创新之

间关系不一致的现象，而且有助于区分压力源的类型，提升压力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因而

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李宗波，李锐，2013）。然而，王仙雅(2014）认为

目前很少有学者把这一研究成果应用到教师教学和科研工作创新的情景中，也可能存在不同类

型的压力源，一些压力源属于挑战性，而另一些压力源属于阻碍性，那么探讨挑战性和阻碍性

压力源与工作创新的关系，验证两种类型的压力源是否会对工作创新产生差异性影响就显得尤

为重要。 

Kleysen(2001)、Messmann and Mulder(2014)在研究教师创新工作行为时提出了五阶段说，

并认为创新工作行为包括探索机会、产生创新构想、创新构想推动、寻求支持及实践应用等。

纵观现有文献，挑战阻碍性压力源与工作创新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复杂的调

节机制（LePine,2005)。根据压力交互理论和个体差异理论，王光辉（2018）认为个体从受到

外部刺激到产生一系列身心及行为反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会受到个体差异变量影响。鉴

于此，本文引入情绪智力变量，进一步剖析挑战-阻碍性压力源作用于工作创新的内在机理，

力图为保障中国高校科研工作健康有序、和谐发展提供有益指导。 

  Mayer and Salovey（1997）提出了情绪智力四因素模型，认为情绪智力包括：情绪感知与

表达能力、情绪对思维的促进能力、情绪的理解与分析能力和情绪的控制能力。教师的职业性

质决定了研究教师的情绪智力十分必要。教师要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以积极的情绪感染学生，

并且在科研过程中教师也需要全神贯注，以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日常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克

服组织中的各种冲突，也需要具备一定水平的情绪智力（王仙雅，2014）。 

关于情绪智力与工作创新的研究。李迎柳（2012）认为具有较高情绪智力的个体更倾向有

较高的创造力。高丽等人（2013）发现情绪智力可通过心理授权影响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杨

群（2018）研究表明高校教师情绪智力对工作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从而在影响教师工作创新行

为。 

总结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发现，彭晓斌（2013）验证了情绪智力在挑战阻碍压力与主管幸

福感之间起调节作用。史烽等人（2018）发现情绪智力在授权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调

节作用，即员工的情绪智力越高，授权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大多是研究教师压力源与工作创新两者的关系（方阳春，2013；张桂

平、廖建桥，2012），以及情绪智力与工作创新的关系和作用机制（李迎柳，2012；彭晓斌，

2013；史烽等人，2018）。因此，本研究把这三个变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研究高校教师的

挑战-阻碍压力源对其工作创新的影响过程当中，基于 French et al.（1982)个体-环境理论为基础，

此理论是工作压力研究领域中运用最广泛的理论之一。该理论从员工个人视角和环境视角对工

作的压力程度对他们的工作成效有显著的影响。史烽等人（2018）曾将情绪智力作为工作创新

的调节变量，于是加入高校教师情绪智力这一变量，预测情绪智力在高校教师挑战-阻碍压力

源与其工作创新关系中的作用机制，可以对促进高校教师更好的投身于工作创新事业进而实现

其职业成功提出一些参考建议。 

河北省属于首都经济圈，石家庄作为河北的省会，在大力发展首都经济圈的过程中离不开

尖端人才，离不开高校教育，离不开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李付青，2014）。教师作为高校

人资管理对象，而创新教育的根本是要有创新型教师（包彩花，2006），为提高河北教育大省

http://www.cqvip.com/main/search.aspx?w=%e9%ab%98%e4%b8%bd
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Result?author=%E5%BD%AD%E6%99%93%E6%96%8C
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Result?author=%E5%BD%AD%E6%99%93%E6%96%8C
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Result?author=%E6%9D%8E%E4%BB%98%E9%9D%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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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校教师工作创新能力。本文以河北石家庄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 

1.1 研究目的 

A.探究河北高校教师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创新的影响。 

B.探究河北高校教师阻碍性压力源对工作创新的影响。 

C.探究河北高校教师情绪智力对工作创新的影响。 

D.探究情绪智力在高校教师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 

E.探究情绪智力在高校教师阻碍性压力源与工作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 

1.2 研究问题 

A.河北高校教师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创新的预测力为何？ 

B.河北高校教师阻碍性压力源对工作创新的预测力为何？ 

C.河北高校教师情绪智力对工作创新的预测力为何？ 

D.情绪智力是否在高校教师挑战性压力源和工作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 

E.情绪智力在高校教师阻碍性压力源与工作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 

 

2.文献综述 
2.1 挑战-阻碍压力的意涵 

Cavanaugh et al.（2000）定义压力源发现工作压力可以分为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挑

战性压力是对个体自我成长和职业生涯发展有促进作用，并且给个体带来积极影响的一类压力

源，如高工作负荷、高工作要求、工作范围和时间压力等。卓晓倩（2017）认为个体面对挑战

性压力时虽也会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但个体认为一旦克服，就能对自身潜能的挖掘、绩效的

提高、工作能力的提升以及职业生涯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带来较高的收益与回报，从而激发

个体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工作困难、努力取得成果并产生较高的个人成就感。阻碍性压力则是

妨碍个体成长，给个体和组织带来消极影响的一类压力源，包括角色模糊、角色冲突、角色负

载过重和组织政治等。面对阻碍性压力的个体认为组织施加的压力阻碍其个人的成长和能力的

发挥，认为现有的努力将来无法得到回报，从而削弱工作动力，导致个体工作满意度下降，离

职率升高等。 

因此本研究认为压力包括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两个维度，其中挑战性压力是个人能够

控制的，克服之后会带来较高的成就感，而阻碍性压力源则是个体难以控制的，即便克服这些

压力也只会只能达到基本的工作保障。 

2.2 教师工作创新行为意涵 

教师工作创新行为定义为：教师在日常工作中主动更新教育理念，为提高教学效率及质量

而积极探索、设计、推动、实施新颖的教学方案的过程。这种取向将组织行为领域中个体工作

创新行为的概念拓展到教育领域。Janssen（2003）提出的员工工作创新行为三阶段受到多数学

者的认可和支持，即产生创新想法、促进创新想法和实施创新想法。Nemerzitski（2013）将教

师工作创新行为定义为教师自愿并且有能力提出新想法、模式并实践的过程。但是，对三阶段

的教师工作创新行为结构并不是完全的认可。Borasi and Finnigin（2010）认为教师一直以来都

是直接将想法转化成行动来为学生和学校服务的，因此产生创新想法和实施创新想法是极其重

要的。而 Sok（2013）认为能够产生创新想法是最重要的。李明军等人（2016）认为教师工作

创新行为是教师在教学中主动更新教学观念，提出设计并实践新颖教学方案的过程。 

2.3 情绪智力意涵 

 Salovey and Mayer（1990）首次提出了“情绪智力”概念，把情绪智力定义为个体认知、评

价、管理和控制自己或他人情绪的能力。Goleman(1995)用“情商 EQ”代替情绪智力进行问题的

阐述，使情商这一术语得以广泛流传。情商与情绪智力意义相同，在日常生活和实践中多用情

商一词，而在学术研究领域更多的是使用情绪智力。 

中国学者王晓钧等人（2008）认为情绪智力是属于情绪的认知结构，认为情绪智力中包含

四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分别是对自己情绪觉知的认知能力、对他人情绪觉知的社会情绪认知能

力、情绪思维能力和情绪的监察能力。许远里（2004）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加工情绪信息和处

理情绪性问题的能力，这一观点和沙洛维和梅耶对情绪智力的界定比较贴切，将情绪智力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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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智力的一个特殊部分。徐小燕等人（2002）则认为情绪智力是影响个体学习、工作和生活

是否能够获得成功的一种非认知心理能力。 周惠（2019）认为中国学者较有代表性的是许远理

(2004)的研究，构建了情绪智力三维结构理论。三个维度分别指：对象维度（面向自己、面向

他人、面向生态环境）；操作维度（感知与体验、表达与评价、调节与控制）；内容维度（积极

情绪和消极情绪）。 

2.4 挑战-阻碍压力源与工作创新行为的关系 

张星（2018）发现近年来，研究者倾向于从压力的性质来探讨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Cavanaugh et al.(2000)对压力的性质进行了区分，将压力分为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在此

基础上，中国学者杜鹏程等人（2014）探讨了不同性质的压力对创造力和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发现挑战性压力对个体创造力、创新行为均有正向影响，而阻碍性压力则相反。孙健敏等人

（2018）发现领导-成员交换与辱虐管理在挑战性压力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当

领导−成员交换水平高、辱虐管理水平低时, 挑战性压力源与员工创新行为正相关。袁凌与卓晓

倩(2016)对 394 名企业员工调查发现挑战性压力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阻碍性压力

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行为领域，缺少针对挑战性-阻碍

性压力与教师工作创新行为的直接研究，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H1： 

H1：高校教师挑战阻碍压力源正向影响工作创新行为。 

2.5 高校教师的情绪智力与工作创新行为的关系 

情绪智力是在感知到变化情绪的基础上，促进思维的活跃和紧张，理解情绪的相关信息，

运用情绪的正面作用，从而对情绪进行调控，进一步增强情绪的认知水平。孔苓（2016）发现

创新行为最终是由员工自身引起的,员工情绪智力与其创新行为的影响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复杂

过程，创新行为的发生本身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即创新行为能够组成复杂情感的一部分，情绪

智力能够有效促进创新行为的产生。朱苏丽等人(2010)研究认为不愿意创新的群体其散漫的态

度会导致行为的不利，同时还可能会促进或抑制其行为过程。同时，对于情绪智力水平教高的

个体，能够有效的察觉并利用情绪产生的一系列信息，并在情绪调控过程中提升个体的发散性

思维，最终促使创新行为实现；而个体在消极的情绪状态下，会进行深度思考，思考有利于想

出有效的、高度创新的解决方案。罗谨链等人（2013）发现情绪智力水平高的个体能够对自身

的感知状态有清晰明确的认识，也能够积极调整自身内在的情绪状态，为创造力的最大发挥激

发出最好的状态，使得其创新行为水平越高，反之亦然。由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H2： 

H2：高校教师情绪智力正向影响工作创新行为。 

2.6 高校教师情绪智力在挑战-阻碍压力源与工作创新行为的之间的调节作用。 

Boyd and Vozikis (1994) 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与行动之影响关系，认为创业自我效能

程度愈高者在早期的生涯发展其创业意向愈高，展现创业行动的机率愈高。Chen et al. (1998)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与学生愿意开创自己的事业即创业意向呈现显著正相关。孙

杨与张向葵（2014）通过采用大五人格量表、创业自我效能量表、创业意向量表，对 2000 多

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叶千祯

（2009）以回归分析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之影响关系结果得知，当能力和信念越高，其创业

意向的程度越高。这表示，在创业前，对可能面对的困难挫折，其个体本身获得创业资源的能

力和坚定信念，是可以使个体渡过难关的，从而提高个体本身的创业意向。由此提出本研究假

设 H3： 

H3：情绪智力在挑战-阻碍压力源与工作创新行为的之间起调节作用。 

研究假设 

H1：高校教师挑战阻碍压力源正向影响工作创新行为。 

H2：高校教师情绪智力正向影响工作创新行为。 

H3：情绪智力在挑战-阻碍压力源与工作创新行为的之间起调节作用。 

 

 

 

http://www.cqvip.com/main/search.aspx?w=%e8%a2%81%e5%87%8c
http://www.cqvip.com/main/search.aspx?w=%e5%8d%93%e6%99%93%e5%80%a9
http://www.cqvip.com/main/search.aspx?w=%e5%8d%93%e6%99%93%e5%80%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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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研究框架 

 

图 1 研究框架图 

 

3.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对石家庄 6所高职院校高职生进行调查，实际发放 300份，剔除无

效问卷，有效问卷 240 份，详情见表一： 

 

表一 样本情况（N=240） 

背景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26 52.5 
女 114 47.5 

教龄 

5 年以下 96 40.0 

6-10 年 31 12.9 

11-15 年 30 12.5 

16-20 年 49 20.4 

21 年以上 34 14.2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2 问卷检验 

本研究正式问卷分别为“挑战-阻碍性压力源量表”、“工作创新行为量表”以及“情绪智力量

表” 

3.2.1 挑战-阻碍性压力源量表 

本研究量表采用挑战-阻碍性压力源量表，挑战阻碍压力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8；而通过从两个维度的层面展开研究探讨，最终得出“挑战性压力源”与“阻碍性压力源”两

个维度具有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是 0.949 和 0.946。通过对上文提及到的信度分析判别标准 

进行查阅能够发现，本调查采用的教师挑战阻碍压力量表是具有科学性、稳定性与 可靠性的，

能够满足信度要求。问卷中的教师挑战阻碍压力量表效度良好。 

3.2.2 工作创新行为量表 

采用张敏与张凌(2012)编制的工作创新行为测量问卷包括三个维度：创新意愿(1-4 题)、创

新行动(5-10 题)和创新成果(11-16 题)，总计 16 项题目，仍然采用李克特 5点计分(1=“完全不符

合”，5=“完全符合”)。工作创新行为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79 ；而通过从各个维度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525 
 

的层面展开研究探讨，最终得 出“工作创新”三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是 0.927、0.941、

0.946。通过对上文提及到的信度分析判别标准进行查阅能够发现，本调查采用的工作创新行

为量表是具有科学性、稳定性与可靠性的，能够满足信度要求。由此可见，问卷中的工作创新

行为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3.2.3 情绪智力量表 

用 Wong and Law(2002)编制的 WLEIS 量表共 16 个题目，每个维度 4 个题目，采用李克特

五点法进行评分，从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清楚、比较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

情绪智力水平越高。量表将情绪智力划分为四个维度：自我情绪评估（1-4 题）、他人情绪评估

（5-8 题）、情绪管理（9-12 题）以及情绪利用（13-16 题），无反向题目。情绪智力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80 ；而通过从各个维度的层面展开研究探讨，最终得出“自我情绪评

估”“他人情绪评估”“情绪管理”“情绪利用”维度（共四个维度）具有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是 

0.916、0.925、0.918、0.926 通过对上文提及到的信度分析判别标准进行查阅能够发现，本调查

采用的情绪智力量表是具有科学性、稳定性与可靠性的，能够满足信度要求，由此可见，问卷

中的情绪智力量表效度良好。 

 

4.结果分析 

4.1 相关分析 

本节使用皮尔森相关性检验方法，对挑战阻碍压力源、工作创新行为及情绪智力进行相关

性检验，用以判断变项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由表二可知；挑战阻碍压力源与工作创新行为

呈正相关，情绪智力与工作创新行为呈正相关，因此本研究继续 探讨工作创新行为在挑战阻碍

压力与情绪智力之间的调节效果。 

 

表二 各变量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 

变量 

 

挑战阻碍压力源 工作创新行为 情绪智力 

挑战阻碍压力源 
1   

工作创新行为  
0.559** 1  

情绪智力 
0.673** 

 
0.522** 

 
1 

注：1.*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2 回归分析 

此小节将对高校教师的“情绪智力”在“挑战阻碍压力”对“工作创新行为”影响的调节作用进

行探讨。本研究通过文献探讨，将“挑战阻碍压力”作为自变量，“情绪智力”作为调节变量，“工

作创新行为”作为因变量，来建构调节模型。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来检验“情绪智力”的调节效

果。 

由表三可知，在 Model 1 中，调整后 R²为 0.275；F 值为 18.602***；在 Model 2 中，调整

后 R²为 0.450；F 值为 1224.13***；在 Model 3 中，调整后 R²为 0.962；F值为 929.63***；说明

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由于在 Model 3 中模型系数显著，这说明高校教师的情绪智力

在挑战阻碍压力对工作创新行为影响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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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情绪智力在挑战阻碍压力与工作创新行为影响的调节作用检验 

变量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工作创新行为 工作创新行为 工作创新行为  

β t β t β t VIF 

挑战阻碍
压力 

-1.159 6.750 -.483 9.880 -.114 2.975 
1.124 

情绪智力   .467 7.998 .247 5.846 1.349 

挑战阻碍压力 

×情绪智力 
    -.259 5.007 

1.412 

R² .275 .450 .962  

AdjR² .275 .175 .512  

F 18.602*** 1224.13*** 929.63***  

注：1. *, p <0.050; **, p <0.010; ***, p <0.001. 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结论及建议 
在高校的管理实践中，教师感知到的压力性质对创新工作行为的影响非常大，分清不同性

质的压力，区别对待，对高校教师的管理工作至关重要。本研究向管理者提供合理化的建议，

认为高校教师应该从分类管理压力、合理提供组织支持等层面入手，激发高校教师创造力，以

此提高校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分类管理工作压力。从高校角度而言，管理者应该认清压力并

非都是负面消极的，要善于对压力的性质进行区分，增强高校教师挑战性压力，如明确工作岗

位职责，合理安排工作量，给予时间紧迫感，为高校教师制定合理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等，适

当的压力有助于增强高校教师情绪智力程度，激发高校教师工作创新行为；同时，也要注意削

弱阻碍性压力，如规范岗位职责说明书，简化办事程序，避免组织政治等，规避不必要的压力，

为高校教师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从高校教师自身的角度而言，应该积极争取富有挑战性的工

作任务，适度拓展工作范围，增强工作责任意识等。其次，关注高校教师情绪智力程度。在新

高校教师的组织社会化进程中，重点关注高校教师的情绪智力程度，增强高校教师对工作的认

同感，如提高高校教师工作控制感，改变工作设置与标准。通过高校教师建设和营造和谐工作

氛围等来提高员工情绪智力程度，激发高校教师工作潜能。最后，把握好组织支持的“度”。

为员工提供支持时应该视实际情况而定，加强监督与管理，避免过犹不及。具体言之，在高校

教师面对阻碍性压力时，组织应该给予足够的支持，物质层面如：构建合理薪酬体系，改善工

作条件，完备晋升奖励机制等；精神层面如：关心高校教师福利，重视高校教师对高校的贡献，

降低组织沟通成本等。但当高校教师面对挑战性压力时，管理者则应该把握分寸，适当给予支

持与帮助，使高校教师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工作，避免过度支持引发的负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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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Inferiority complex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Minsi HE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llege, Dhurakij Pundit Unversity 

Email 695459526@qq.com 

 

Abstract 
High school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adolescent development, so the mental health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always been a hotspot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research.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report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nferiority complex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dler’s personality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search, the study took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llects date by issuing 

questionnaires.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450 online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448 points 

were recovered and 40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after deleting in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re were extremely significant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inferiority complex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re are some significant age 

differences in grad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inferiority; high school student 
 

心理自卑感对高中生成就动机影响的实证研究 
何敏思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Email：695459526@qq.com 

 

摘要 

高中时期是青少年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因此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一直是当代心理学研宄

的热点。本研究主旨在探讨高中生自卑感对成就动机的影响，以 Adler 的人格理论为理论基础

进行研究，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问卷收集数据，本次研究共发放网络问卷 450 份，

回收 448 份，在删除无效问卷共取得有效问卷 400 份。得出结论，高中生自卑感有极显著的性

别和年级差异，高中生成就动机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年级上存在部分显著的年级差异，

高中生自卑感与成就动机存在显著负相关。 

 

关键词：成就动机；自卑感；高中生 

 

1.研究背景及动机 

高中生处于心理变化异常敏感的年纪，在学校与他人的对比，也要面对家庭尤其是父母期

望带来的巨大压力，必然会造成心理不平衡，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因此，本研究是通过对高中

生自卑感与成就动机二者之间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探讨在高中生心理自卑感对成就动机的影响，

从而找出帮助高中生更好的应对心理自卑感的方法，并通过研究的结果分析，对高中生的心理

健康预防和心理调节能力提升有所启示。杨艳（2009）成就动机体现了个体追求成功的需要或

欲望，是个体愿意积极地去处理那些有意义的、重要的工作，并努力把它完成好的一种内在驱

动力。成就动机直接关系到个体是否能够主动地学习，并取得相应学习成就以及学生当前及今

mailto:pao-cheng.che@dpu.ac.th
mailto:pao-cheng.che@dpu.ac.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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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发展状况。这些自卑感对正值发展年龄的高中生的身心成长和学习状态都会带来诸多不利

影响，同时也会影响高中生成就动机的形成。邓楠楠（2010）就在其研究中指出自卑的个体对

自身持否定态度，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没有获得成功的能力，所以总是压抑自己的成就需要，

回避挑战，尽量避免失败体验，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自卑感，同时对其追求成就的动机也更加

微弱，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蒋山花等人（2015）的研究就认为，自卑感与成就动机显著负

相关，自卑感能显著影响成就动机，其他研究者也赞成这个观点（柳建兴与林敏，2013；王小，

2014；原英，2017；章俐俐 2019）。因此，自卑感对成就动机的影响是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动机。

结合本研究的研究背景与动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1）自卑感对高中生成就动机是否有

影响。（2）高中生背景变量在自卑感上是否存在差异。（3）高中生背景变量在成就动机上是否

存在差异。 

 

2.文献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自卑感背景变量的相关研究 

赖泳（2016）以赣州市重点中学 200 名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辅以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进

行调查并得出结论：高中生普遍存在一定的自卑倾向，在学业自卑和体能自卑上表现得相对明

显。周鑫妤（2019）以留守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分别使用问卷调查与访谈法进行研究，得出结

论：自卑感可以被外界因素有效干预。高杨（2018）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放 550 份问卷进

行调查，得出结论：自卑感可以对其他因素起调节作用。耶荣（2018）以小学生为研究对象进

行研究发现，积极的外界干预可以显著降低小学生的自卑感。宋雪莹（2019）对延吉市 S 中学

的全校 200 名学生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调查并得出结论：中学生的自卑感现象比较普遍，各

个维度上的自卑感都比较强，且存在差异性。原英（2017）通过以中职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

发放 466 份问卷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中职学生的自卑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倪才勇（2019）

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使用网络问卷方式进行调查指出，自卑感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本研究做出以下研究假设： 

H1：高中生背景变量在自卑感上存在差异。 

H1a: 高中生年级在自卑感上存在差异。 

H1b: 高中生性别在自卑感上存在差异。 

2.2 成就动机背景变量的相关研究 

贺敏等人（2007）釆用成就动机量表对高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査，调查显示：高中生的成就

动机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郭少琛（2013）认为高中生的成就动机水平有显著的性别

和年级差异。吴柳（2015) 在研宄之后认为成就动机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高中生追求成功

动机显著低于平均水平，避免失败动机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同时成就动机在性别上存在差异，

男生追求成功动机显著高于女生。杨辉（2016）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得出结论：高

中生成就动机在性别与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追求成功动机显著高于女生，高一年级追求

成功动机显著高于高二、高三。赵凯（2017）对 551 名高中生以网络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得

出高中生成就动机在年级和性别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祁思涵（2018）认为初中生成就动机在

性别、父母学历水平上有显著差异。赵博艺（2020）抽取长春、郑州、洛阳、商丘等地的高校

482 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得出高中生成就动机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综上所述，本研究

认为成就动机容易受到内部、外部双因素影响，内部因素例如心理自卑感、成败动机等，外部

因素例如家庭教养方式、周遭环境等。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高中生背景变量在成就动机上存在差异 

H2a: 高中生年级在成就动机上存在差异。 

H2b: 高中生性别在成就动机上存在差异。 

2.3 自卑感对成就动机之影响研究 

 Adler(1919)的人格理论的提出，自卑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无论性别、年龄、职业、

身体状况如何，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感受着自卑，即产生自卑感。然而，自卑会促使人们去努力

克服自卑，追求成功，成为人格发展的动力，产生成就动机。邓楠楠（2010）认为自卑的个体

对自身持否定态度，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没有获得成功的能力，所以总是压抑自己的成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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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挑战，同时他们为了保护脆弱的自尊心，尽量避免失败体验。由于对各种机会的回避，自

卑者无法进行深入的自我认识与完善，自身能力也得不到提高，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自卑感，

同时追求成就的动机也更加微弱，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蒋山花等人（2015）的研究指出，

将个体的自卑及其各个维度与成就动机及其两个维度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自卑与成就动机显著

负相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自卑感强的人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没有获得成

功的能力，总是压抑自己的成就需要，回避挑战，同时他们为了保护脆弱的自尊心，尽量避免

失败体验；另—方面，自卑感强的人对外界极为敏感，常常夸大眼前的任务而轻视自己，从而

缺乏追求成功的勇气。由于对各种机会的回避，自卑者无法进行深入的自我认识与完善，自身

能力也得不到提高，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自卑感，同时追求成就的动机也更加微弱，形成了一

个恶性循环。刘妍（2015）认为自卑的学生常常产生消极的自我暗示，认为自己不行，不敢主

动承担责任，总是极力避免自己的失败。所以，学生的自卑程度越高，在成就动机上就越倾向

于避免失败。因此，本研究亦认为自卑感对成就动机有负向的影响，其假设如下： 

研究假设：自卑感对成就动机有负向的影响。 

 

3.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框架 

通过已有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自卑感和成就动机之间有密切关系，因此本研究特此提出以

下研究框架如图 1： 

 

 

 

 

 

 

 

图 1 研究框架 

图 1 研究框架 

3.2 研究假设 

针对以上研究动机、研究综述以及研究框架提出以下假设： 

H1：高中生背景变量在自卑感上存在差异。 

H1a: 高中生年级在自卑感上存在差异。 

H1b: 高中生性别在自卑感上存在差异。 

H2：高中生背景变量在成就动机上存在差异 

H2a: 高中生年级在成就动机上存在差异。 

H2b: 高中生性别方式在成就动机上存在差异。 

H3：自卑感对高中生成就动机有显著负向影响。 

3.3 抽样方法 

本研究分析高中生自卑感与成就动机二者关系。抽取宜春市具有代表性的重点中学 A 学校

为问卷发放学校，该校的高一至高三的高中年级学生，以网络问卷的形式便利性发放问卷。 

A. 预试样本取样 

本研究先进行问卷预试，以检验各量表的信、效度，因本研究使用的家庭教养方式量表、

 
背景变项 

（性别、年级） 

H1、

H2 

 
 成就动机  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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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感量表以及成就动机量表均属于成熟量表，因此在预试中进行信度分析，检验是否适用于

本研究样本。预试的抽样方式是以便利取样的方式，以 Tinsley and Tinsley（1987）建议，每个

题项数与样本数的比例大约为 1：5 至 1:10 之间为基准，以三个量表的总数 66 题的五倍，发放

330 份预试问卷。本次预试问卷选取 A 中学进行发放，预试问卷进行回收后开始各量表的计算，

以求取量表信、效度与各构面具体内涵，形成正式问卷。本研究预试施测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7日至 2021年 1月 21日，以便利取样方式，请认识或有意愿的高中老师协助发放给学生填答，

在删除无效问卷后共回收的有效的预试问卷为 300 份，并进行各量表之预试，求取量表信、效

度与各构面具体内涵，形成正式问卷。 

B. 正式样本取样 

因为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所以正式问卷依旧以发放网络问卷为主。鲁志鲲（1993）提

出，与其它研究方法相比,问卷调查法目的性强,标准化程度高,能同时对大量被调查者施测，可

在短时间内收集到大量研究材料。抽样方式为立意抽样法，李志强与蔡宏宇（2014）则认为立

意抽样法具有简便易行，符合调查目的和特殊需要，可以充分利用调查样本的已知资料，被调

查者配合较好，资料回收率高等优点。Sudman（1976）的研究观点指出，调研中母体的分布

区域特征决定了样本数量，分布特征为地区性的研究，其所需的样本数量应在 500 至 1000 之

间。万聪（2014）指出网络问卷调查和传统问卷调查相比有独特的优势，例如成本较低、数据

回收方便、可重复使用、方便修改。因此本研究决定采用网络问卷为主要的调查研究方式，本

次正式问卷调查施测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1 日。针对高中生三个年级，以方便取样

的形式每个年级计划发放问卷超过 180 份，一共 540 份正式问卷，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计回收

有效问卷 500 份。 

3.4 研究工具   

3.4.1 自卑感量表 

自卑感量表(FIS)由 Group(2002)关于中国中学生群体对 Fleming and Courtney(1984)的“自卑

感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重新修订过后的量表一共有 36 个项目，划分为五个维度，具体

测量的是个体在自尊（01-07 题）、社交自信（08-19 题）、外貌（20-26 题）、学习能力（26-31

题）和体能（32-36 题）的自卑感程度这几个方面。量表采用莱克特 5 级评分，得分越高，显

然自卑感就越强。该量表的分数和社会期望倾向并没有关系，避免了受到社会期望作答偏差的

影响，信度的一般判断方法为：大于 0.8 最好，大于 0.7 可行，大于 0.6 需修正量表，整体而言

各构面量表之信度皆有超过或达到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 (1998) 所建议可接受 0.7 之

标准为佳，该量表进行本次研究时 Cronbach's a 为 0.960，符合使用要求。 

自卑感量表的基本拟合指标中，本量表的 CMIN/DF 值为 2.747，符合小于 3 最优标准值的

使用要求；其次 RMR 值为.014，符合小于.050 的最优标准值使用要求；GFI 为.924，已达大

于.900 的要求；AGFI 为.989，达到大于 0.800 的要求；NFI 为.877，接近于大于等于.900 的标

准，显示本量表有相当良好的适配度；IFI、TLI、CFI 分别为.918、.911 和.917，皆达.900 的标

准；RMSEA 为.113，虽然大于不超过.080 的最优标准值，但 p 值仍小于.00，表示理论模式与

观察资料还是有不错的适配度。以上结果表示自卑感量表在整体适配度的考验，显示出理论模

式与观察资料的适配度尚可接受。 

影响自卑感的因素有五个，自尊，社交自信，学习能力，外貌和体能，从每一个维度来看，

在本次研究的自卑感量表中，自尊的 CR 和 AVE 分别为.830 和.592，社交自信的 CR 和 AVE

是.951、.620，学习能力的 CR 和 AVE 是.851、.525，外貌的 CR 和 AVE 是.841、.718，外貌的

CR 和 AVE 是.874、.583，符合效度的使用要求。 

3.4.2 成就动机量表 

成就动机量表(AMS)釆用的是由叶仁敏（1992）译制且修改的量表的中文版量表。量表采

用五级计分模式，分别对应着非常不符合、有些不符合、不能确定、有些符合和非常符合五个

不同的程度，受测者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与之相对应的顼目。量表包括 30 道题目，由两

个分量表组成，一个是追求成功动机分量表，另一个是避免失败动机分量表。其中有 15 个题

目是测量与追求成功有关的动机称为追求成功动机（Ms)，另外 15 题与防止和避免失败的动机

有关称为避免失败动机（Mf)。该量表在本次研究时的 Cronbach's α 为 0.966，符合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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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的成就动机量表的 CMIN/DF 值为 2.631，符合小于 3 最优标准值的使用要求；其

次 RMR 值为.103，不符合但接近小于.050 的最优标准值使用要求；GFI 为.969，远超大于.900

的要求；AGFI 为.977，达到大于.800 的要求；NFI 为.865，接近于大于等于.900 的标准；IFI、

CFI 分别为.908 和.976，皆达.900 的标准；TLI 的值为.895，非常接近于最优标准值大于.900；

RMSEA为.078，接近不超过.080的最优标准值。以上结果表示自卑感量表在整体适配度的考验，

显示出理论模式与观察资料的适配度尚可接受。 

影响成就动机的因素有两个，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从本次研究的每一个维度来看，在成

就动机量表中，追求成功删题后的 CR 和 AVE 分别为.961 和.611，避免失败的 CR 和 AVE

是.970、.684，均符合效度的使用要求。 

 

4.研究结果 

4.1 自卑感与成就动机的差异分析 

4.1.1 基本资料分析 

从样本性别分布来看，性别中男性是最多的，男性占有 192 个，占百分比 48%，女性占有

208，占百分比 52%。在年级中，高二年级的人数最多，达到了 168人，占百分比 40.5%，其次

是高一年级的学生，人数为 152 人，占比达 39.5%，最后是高三年级的学生，有 80 人，占比达

20%。在家庭成分中，非独生子女的人数是最多的，有 279 人是非独生子女，占百分比达

69.8%，独生子女有 121 人，占百分比 31.2%。309 人是与父母居住在一起，占百分比 77.3%，

91 人是寄宿制学生，占百分比 22.7%。 

4.1.2 差异性分析 

 

表 4.1 高中生在自卑感与成就动机在性别上差异分析 

 
男生（n=192） 女生（n=208） t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自卑感 3.200 0.791 2.654 0.718 7.204*** 

成就动机 2.674 0.837 3.379 0.809 -8.562 

注：***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1 可知，高中生的自卑感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男生在自卑感

平均值为 3.2，显著高于女生的 2.654；而男生和女生在成就动机上没有存在显著差异。 

 

表 4.2 高中生在自卑感与成就动机在年级上差异分析 

 
高一（n=152） 高二（n=168） 高三（n=80） F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自卑感 2.480 0.567 3.420 0.709 2.688 0.778 83.294*** 

成就动机 3.605 0.666 2.376 0.632 3.360 0.829 137.968*** 

注：***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2 可知，高中生在自卑感和成就动机方面有极显著的年级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

高二年级自卑感平均值为 3.42 显著高于高一年级的 2.48 和高三年级的 2.688，高一年级的自卑

感平均值 2.48 在三个年级中最低；而高一年级的成就动机平均值 3.605 则高于高二年级和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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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在 ANOVA 的分析中，高二年级的成就动机与高一年级和高三年级存在显著差异，高一

年级和高三年级在成就动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以得出研究假设二： 

4.2 相关性分析 

通过 SPSS对两变量的分析显示，变量自卑感与成就动机的相关系数为-0.833，且该系数在

5%水平下是显著的，因为有关的数字比零大，所以自卑感与成就动机两者出现显著的的负相

关联系，由于相关性分析仅能考察两两变量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局限性，以下将进一步采用

回归分析方法对以上所建立的模型进行深入分析。 

4.3 回归分析 

为得到分析自卑感对高中生成就动机的影响状况，如下使用线性回归研究法，对前文里设

计出的三种回归样式实行研究。 

首先使用获取的所有样本数值，向回归模型一实行估算，得到以下表中的估算结果。 

 

表三 自卑感与成就动机的回归结果 

 

 

 

 

 

 

 

在上述回归结尾能够知道，此样式估算的 R2是 0.694，拟合优势略高，F 总和量是 900.924，

对应的 Sig 数据是 0.000，比 0.01 要小，表明样式总体在 1％程度下是显著的，这时候，其他变

量共线性总和量 VIF 数据全比 10 小，表明不会有很多共线性情况，估算结局还是理想的。 

通过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所建立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可知，本文的所有假设都得到

了与预测结果一致的结论。所以，如果高中生心理自卑感增加的话，其成就动机就会相应的下

降，即自卑感对成就动机有负向的影响。 

 

5.研究与建议 
5.1 分析与讨论 

5.1.1 针对高中生自卑感的分析与讨论 

本次研究的对象皆为 2000 年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高中生，他们的特点是独生子女数量急

剧减少，“4+2+2”的家庭模式成为普遍情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物质资源的不断

充裕，家长们对孩子们的要求总是极力给予满足，隔代教养更是给孩子造成了更多的宠溺和过

分的迁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家长在满足孩子需求的同时，也为孩子的人生做

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规划。但是每一名孩子的认知水平不同，学校又将学习成绩作为评价学生能

力的唯一标准。许多学生在考试当中得不到家长所期望的成绩，他们屡次承受着考试所带来的

挫败感和来自老师和家长的否定，长期得不到肯定和赞扬，久而久之，便会造成心理失衡，并

形成思维定势，认为自己就是无能，比不上他人，产生自卑心理，从而，做出错误的自我认知，

产生负面、消极的自我印象。尤其是当他们进入到学校以后，家长们便会简单的将学习成绩作

为衡量子女表现的唯一标准，一旦学习成绩出现问题，家长对其的期待值会出现巨幅下滑。这

种期待值的直线下降加剧了学生的自我否定，他们开始自暴自弃，丧失进取的勇气和信心，变

得更加消沉。 

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存在一些高中生的自卑感是源于不可避免的一些缺陷和不足，比如有

的高中生可能在容貌上存在一些短板，也有的高中生可能在肢体上存在一些缺陷，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往往不敢与人直视，害怕别人关注自己的缺陷，总是很敏感，担

心别人的只言片语，这些都是造成自卑的因素。还有些高中生来自单亲家庭或者是孤儿，他们

会羡慕其他同学有着幸福的家庭而感到自卑，他们会极力掩饰自己的家庭情况，尽量对其避而

变量 回归系数 t 统计量值 Sig. 共线性统计量 VIF 

常数项 5.751*** 61.416 0.000  

自卑感 -0.833*** -30.015 0.000 1.000 

R2 0.694    

调整 R2 0.693    

F 统计量值 900.924    

Sig.(F 统计量)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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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谈。这些不良的心理暗示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成绩，成绩差进一步加剧了学生的自卑感，形

成恶性循环。 

研究表明：高中生的自卑心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自卑感强于女生。这一结果可

能是由于男性往往在社会上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在这种社会形势的影响下，男生往往因为自己

成绩差，担心未来在社会上是否有立足之地, 担心能否考入理想的大学，因而他们往往会否认

自我的价值，自我效能感较弱，缺乏向上的进取动机，形成较高的自卑感。女生恰恰相反：女

生虽然成绩不好，但随着社会上一些不良观念在网络上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认为即使没有什

么能力，只要长得好、会打扮，以后找个男人嫁了就行，所以她们往往不担心自己将来在社会

上的地位。说明社会和传统文化对高中生有着较深远的影响。在学业自卑方面，男生的学业自

卑程度极显著高于女生，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和家庭往往对男性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希望他们

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当男生的成绩不佳时，家长往往会有更多的指责和数落，他们也就

会更自卑。调査中还发现在外表自卑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外表自卑程度显著高

于女生，这可能是因为女生可以通过化妆、头饰等方法使自己更漂亮，男生却不可以。说明男

高中生对自己的外表关注且不满意。这也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男高中生对自己的外表形象越

来越关注，他们也意识到个人形象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年级的差别上，从自卑感差异分析上来看，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外表自卑方面，高

二学生的外表自卑程度显著高于高一学生，高一学生的外表自卑程度较弱。这可能是因为：高

二学生已经经历了一年的高中生涯，对高中生涯的认识有了更多的压力和家长过高的期望，而

高一的学生刚刖入学，还处在适应学校的过程当中，还未从初中的思考模式中完全解脱出来，

对于学习压力的认识还不明显。高三则因为应对高考，频繁的模拟考试和机械式的反复刷题导

致其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系其他的外表等方面，因此自卑感反而有所降低。 

5.1.2 针对高中生成就动机的分析与讨论 

通过对高中生成就动机的性别差异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不同性别的高中生，在成就动机

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对高中生成就动机的年级差异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年级的高中生，在成就动机方面，存

在显著的差异。高二年级的成就动机与高一年级和高三年级存在显著差异，高一年级和高三年

级在成就动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很多高中生在经过高中一年生涯后，自信心会遭受一定程度的打击，这是由于高二学生摆

脱了高一时期的想法，开始感受到了学习压力和父母期望带来的巨大心理负担，成就动机处于

较弱的阶段。而进入高三后，学习成绩的稳定使得大部分高中生有了清晰而准确地成就目标，

因此成就动机反而趋于稳定提升的状态。 

5.2 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和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高中生自卑感方面，有极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男生在自卑感的极显著高于女

生，高二年级在自卑感的程度显著高于高一年级和高三年级。 

第二，高中生成就动机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年级上存在部分显著的年级差异，高一

年级则在成就动机上高于高二年级和高三年级，高二年级的成就动机与高一年级和高三年级存

在显著差异，高一年级和高三年级在成就动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三，高中生自卑感与成就动机存在显著负相关，其中自卑感得分与避免失败因子得分显

著正相关，自卑感得分与追求成功因子得分显著负相关。 

5.3 研究建议 

通过此次调査分析发现，自卑感作为一个典型的心理问题一直对高中生的成就动机有着潜

移默化的影响，而成就动机又直接决定着其学习成绩与高中生的未来成就。因此，要重点从高

中生的心理问题入手，强化高中生的自我认知能力，提高其未来的成就水平。 

首先，为了提高学生的自信心，降低自卑感，就要增强他们的自我调适能力。目前，中国

的校园心理辅导中心已初具规模，无数受过专业培训并具有专业资质的教师开始在全国各所中

学为学生展开团体和个体心理辅导，很多学校还专门开设了相关心理健康课程。通过这一系列

的心理健康活动，去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提升自信心，克服自卑感。希望高中生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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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深入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将学到的内容与自身情况相对照，积极地发现

问题，建立起正确地对待自卑的态度，如果不幸遇到了相关心理问题也可以通过求助于校园心

理咨询教师，获得科学有效而又及时的心理疏导，缓解心理压力，提高心理素质，远离自卑带

来的不利影响，健康的享受校园生活。 

其次，应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在活动中激发他们的成就动机水平。繁重的

学习压力和考试压力只会积累高中生的挫败感，应该通过校内外的各项活动，给学生提供一个

展示自我的平台，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成功的体验，学会正确客观地评价自己。老师更应该从

多个角度、全方位的评价学生，并随时给予鼓励，找到学生的闪光点，引导学生学会发现自己

的优点和长处。学生获得的成功体验越多，就越能拥有较强的成就动机水平。 

最后，可以在高中生入学之初，学校在开学典礼期间就可以举办一定场次的心理健康相关

讲座活动，让新入学的高中生对心理健康有一个初期印象，当学生真的遇到类似问题时能及时

发现并及时与家长或学校联系，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彻底杜绝心理健康问题因发现不及时造成

的长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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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on Learning Input by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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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the teaching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we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Wang, 2011). 

Therefore, based on the self-efficacy theory of Bandura (1977),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perceiving of teacher support,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in Chongqing. The o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and the data of two universities in Chongqing are collected by random sampling. A total of 300 

questionnaires are issued,253 actual valid questionnaires.For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SPSS 

and AMOS statistical software were used to conduct reliability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other analytical methods to analyze and test the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In Chongqing, college students' perceiving of teacher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engagement; (2) In Chongqing, college students' 

perceiving of teacher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cademic self-efficacy; (3) In 

Chongqing,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engagement; (4) In Chongqing,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ing of teacher support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Keywords: Students' Perceiving of Teacher Support; Learning Engagement; Academic Self-

efficacy 

 

重庆市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以学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 
冯筱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1622959785@qq.com 

 

摘要 
在当前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尤其应当重视大学生的学习投入问题的研究

（王学坚，2011）。因此，本研究以 Bandura (1977)自我效能理论为基础，探讨重庆市大学生感

知教师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为重庆市大学生，以随机抽样

的方式获取该地区两所大学的数据，共计发放问卷 300 份，实际有效问卷 253 份。对有效问卷

使用 SPSS 和 AMOS 统计软件进行信度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对数据进

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1）重庆市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学习投入；（2）重庆市

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3）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正

向影响学习投入；（4）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间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 

 

关键词：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学习投入；学业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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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高等教育是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本科生是高素质专门人才培养的最大群

体，本科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本科教育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的最重要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而大学生的学习投入度是影响高等教育质量

的一个关键因素（林杰等人，2020），同时也是大学生获得学业成功和促进大学生成才的关键

（廖友国，2011）。因此在当前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尤其应当重视大学生的

学习投入问题的研究（王学坚，2011）。以往相关研究表明，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可以正向预测

学习投入（段雪婷等人，2019；傅美芹，2018）。而且 Bassi et al. (2007)在关于学业自我效能感

与学习投入关系的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习投入。 

学习投入是学生在学习的准备和进行活动中有积极的态度，充实的精力，能全身心的沉浸

在自己的学习中的状态(Schaufeli et al., 2002)。学生感知教师支持是指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所知觉

到的教师对其支持的态度和行为（李维、白颖颖，2018）。学业自我效能感是学生面对任务时

具备成功完成该学习任务的自信心与评价（梁宇颂，2000）。 

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行为不属于个体内部动机范畴，而属于外部支持，当学生感知到越

多的外部支持越能够帮助其树立自信、更加乐意去接受学业挑战和学业困难（刘佳，2020），

因为自我效能感是一个重要的认知中介(Bandura, 1989)，从而影响学习投入。因此，本研究以

Bandura (1977)自我效能感理论为基础，把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投入这三

个变量联系起来，并作为中介变量。以此来探讨重庆市大学生的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的影

响，同时探讨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重庆市是全国最大的直辖市，并且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因此重庆市的高等教育问题不

容忽视。而近年来，重庆市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规模逐年扩大。截止 2020年 6月 8日，重庆

市共有 26所本科院校，在校人数达 470302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A大学是一所

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全国重点大学。民国时期就位居当时十大国立大学之列，是当时最杰出

的国立大学之一。多学科协调发展并且有多个学科优势，其多个学科均处于当时全国较高水平

（蓝剑锋、张瑾，2019）。B 大学是一所具有 65 年悠久办学历史的教学研究型大学，以工科为

主，多学科协调发展，其特色和优势就是信息科学技术，因此构建了“专业+信息技术”的人才

培养模式（韦柳琴，2016）。 

因此，将重庆市这两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探讨重庆市大学生

的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的影响，同时探讨学业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研究目的 

A.探究重庆市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B.探究重庆市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C.探究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投入的影响； 

D.探究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生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问题 

A.重庆市大学生的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是否有正向预测作用? 

B.重庆市大学生的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是否有正向预测作用? 

C.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投入是否有正向预测作用? 

D.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 

 

2.文献综述 
2.1 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定义 

学生感知教师支持是指学生感受到教师对自己选择和决定的支持，并能从课任教师那里获

得有价值的信息、获取情感体验的认同并且感受到较小的压力(Deci & Ryan, 1987)。而欧阳丹

（2005）认为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行为是指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所知觉到的教师对其支持的行为态

度，在进行项目分析和因素分析后，产生了三个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行为的结构，分别是学习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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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情感支持、能力支持。贾娟（2012）将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定义为中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感

受到其教师对他们的积极关注、关心、理解以及给予学生鼓励和支持的行为。 

本研究参考欧阳丹（2005）的定义，将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定义为，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感知

到的教师对其支持的行为和态度，这些行为和态度分为三个方面即学习支持、能力支持和情感

支持。 

2.2 学习投入定义 

投入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是置身其中，全身心的做一件事情（郭忠新、阮智富，

2000）。 

Newman (1992)指出，学生对学习的投入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为了使学习得到提高，能

够掌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等而付出的心理投入和努力。Schaufeli et al. (2002)指出学习投入是学

生在学习的准备和进行活动中有积极的态度，充实的精力，能全身心的沉浸在自己的学习中的

状态，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这三个维度。张信勇与卞小华（2008）将学习投入定义为学生在

学习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持续的、充满积极情感的学习状态。方来坛等人（2008）是这样定义学

习投入的，是个体在学习、科研和就业时表现出来的一种持久、积极、完整的情绪状态，活力、

奉献以及专注是学习投入的三个核心特征。 

本研究中将学习投入定义为为学生在学习情境中，对所需要学习的知识与技能投入的时间

和精力，并伴随快乐的情感体验。 

2.3 学业自我效能感定义 

Bandura (1977)将学业自我效能感定义为，学生在学习能力上所具有的自信心和对学习的主

观评价。 

郭占基等人（1998）将学业自我效能感定义为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对自己学习和作业能力的

主观评价。梁宇颂（2000）提出学业自我效能感是学生面对任务时具备成功完成该学习任务的

自信心与评价，其中包括，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学习能力效能感是指

个体对自己能否顺利完成学业并且取得良好成绩的信心，学习行为效能感是指个体能否使用学

习方法达到学习目标。 

本研究将学业自我效能感定义为，学生认为自己能够成功完成学习任务，所具备自信心和

能力。包括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这两个维度。  
2.4 学生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 

研究发现，学生感知的教师支持能够积极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Midgley et al., 1989；Skinner 

& Belmont, 1993；Furrer & Skinner, 2003)。中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有显著的预测

作用（黄小洁、曾毅茵，2011）。迟翔蓝（2017）提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自主支持行为

正向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1：重庆市大学生的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有正向预

测作用。 

2.5 学生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业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个人所能感受到重要他人的尊重、鼓励等可以提高个人的自我效能

感，而尊重、鼓励等均是教师支持行为的具体表现(Bandura, 1977)。有实证研究也发现，学生

感知到的支持均对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正向预测作用(Dacre & Qualter, 2012)。也就是说，感知到

教师支持水平越高的学生，其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高杨（2014）的研究发现教师对学生

的情感支持越多，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越强，对自身要求越高，学业拖延的情况越少发生。刘

英伟（2017）在研究了农村寄宿学生的相关学习情况后，发现农村教师对寄宿学生的情感支持

将对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产生积极的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2：重庆市大学生的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有

正向预测作用。 

2.6 学习投入与学业自我效能感 

Bassi et al. (2007) 在研究中探讨了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的关系，研究表明，学生如果

有较低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兴趣也相对较低，不太愿意在学习上花时间，而学业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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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高的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比较高，在学习上更愿意花时间。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之前的学习

投入水平的基础上，学业自我效能感对于学习投入依然存在着积极影响(Avey et al., 2010)。
Ouweneel et al. (2011) 在关于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投入关系的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

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习投入。也就是说，具有较高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学生，往往会为自己设定更

高的学业目标，为了完成这些目标，他们会投入更多的努力。 

廖友国（2010）在研究中探讨了了大学生的学习价值观、学业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习投入三

者关系，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对学习投入有预测作用。王学坚（2011）研究发现，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会学习投入产生正向影响。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能否持续地并且努力地投

入，直到学习任务结束，这也受到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朱丽雅，2012）。甘良梅与贾

绪计（2015）在做高职生自我效能感、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的关系研究时，发现高职生自我效

能感、专业承诺与学习投入之间都有正向影响，高职生自我效能越高其学习投入越大。严卫华

（2015）探讨了大学生积极情绪对学习投入与学习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会

促进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提高，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投入也会产生影响。学业自我效

能感作用于学习投入，学习投入也可以反作用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新媒体视阈下，学习投入

高的学生，更容易激发学习的动机和学习热情，学生的学习投入存在 年级上的显著差异，变现

为低年级学生比高年级学生的学习投入高（刘凌霜，2016）。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6：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投入有正向预

测作用。 

2.7 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生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学生感知的教师支持是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形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李维与白颖

颖，2018）。Bandura (1977) 自我效能感理论认为，受通过人的认知形成的对自我行为能力与行

为结果的期望的影响，而且个体对自己能力的评价结果，这种评价结果又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和

具体行为的结果。个人所能感受到重要他人的尊重、鼓励等可以提高个人的自我效能感，而尊

重、鼓励等均是教师支持行为的具体表现。有实证研究也发现，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均对学

业自我效能感有正向预测作用(Dacre & Qualter, 2012)。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影响学生的学习投

入（雷浩等人，2015）。  
Patrick et al. (2007) 的研究结果显示学业自我效能在社会学习环境变量（包括教师支持、对

交互的鼓励、对相互尊重的鼓励和同学支持）和学习投入的关系中发挥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

在 Ferrell (2012)的研究中，假定自我效能是学习环境变量与学习投入影响关系的中介变量。研

究结果发现教师支持与同学支持正向预测自我效能，而自我效能正向预测认知投入。杨振芳等

人（2016）研究发现，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对其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投人均具有显著的正

向预测作用，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影响学习投入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学业自我效能是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和学生学习投入影响关系中的一

个中介变量，并提出研究假设 H4：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

之间起中介作用。 

 

3.研究设计 
3.1 研究框架 

本节依据研究目的和文献探讨的结果，拟定研究架构，以了解各个变项之间的的关系及内

涵。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讨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

故本研究框架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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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研究架构图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2 研究假设 

H1：重庆市大学生的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有正向预测作用； 

H2：重庆市大学生的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正向预测作用； 

H3：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投入有正向预测作用； 

H4：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3.3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重庆市两所公办大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不分专业。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

调查问卷 300 份，每所高校发放 150 份。剔除无效问卷，实际有效问卷 253 份。有效回收率为

84.3%。其中男生 145 人，女生 155人，大一 80人，大二 106 人，大三 114 人。 

3.4 研究工具 

3.4.1 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问卷 

本研究问卷采用欧阳丹（2005）编制的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问卷，共有 19 个题目，有学

习支持、情感支持和能力支持三个构面。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 值为.875，说明大学生感知教师

支持问卷内部一致性良好。本研究 KMO 值为.893，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性为.000，效度良好。 

3.4.2 大学生学习投入问卷 

本研究问卷采用由方来坛等人（2008）修订的大学生学习投入问卷，共有 17 个项目，包

括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构面。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 值为.887，说明大学生学习投入问卷内部

一致性良好。本研究 KMO 值为.905，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性为.000，效度良好。 

3.4.3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 

本研究问卷采用由梁宇颂（2004）修订的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共有 22 个项目，

包括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两个构面。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 值为.832，说

明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内部一致性良好。本研究 KMO 值为.812，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

性为.000，效度良好。 

 

4.结果分析 
4.1 相关分析 

为了解本研究三个变量之间的具体相关性，本研究将重庆市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学习投

入、学业自我效能感三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由表一可知：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的相关系数

为.635，p 值小于参考值.001，有达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存在显著

学生感知教师支持 

学习支持 

情感支持 

能力支持 

 

 

 

 

 

 

学习投入 

活力 

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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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系数为.573，p 值小于参考值.001，有达显著，

具有统计学意义，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学习投入与学业自我效能

感的相关系数为.629，p 值小于参考值.001，有达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学习投入与学业自我

效能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在对三个变量的相关分析中，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详情见表一： 

 

表一 各变量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 

变量 感知教师支持 学习投入 学业自我效能感 

感知教师支持 1   

学习投入 .635*** 1  

学业自我效能感 .573*** .629*** 1 

注：.*p＜.05  **p＜.01  ***p＜.001。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2 回归分析 

此小节将对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影响的中介作用

进行探讨。本研究通过文献探讨，将“学生感知教师支持”作为自变量，“学业自我效能”作为中介

变量，“学习投入”作为因变量，来建构中介模型。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来检验“学业自我效能”的
中介效果。 

由表二可知，在 Model 1 中，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的 β 值为.647，t 值为 12.622，p 值

小于参考值.001，达显著，说明感知教师支持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学习投入，本研究提出的研究

假设 H1 成立；在 Model 2 中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的 β 值为.542，t 值为 10.011，p 值

小于参考值.001，达显著，说明感知教师支持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本研究提出

的研究假设 H2 成立；在 Model 3 中，加入中介变量学业自我效能感，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投

入的 β值为.427，t 值为 7.765，p值小于参考值.01，达显著，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投入的 β值

为.407，t 值为 7.460，p 值小于参考值.001，达显著，说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学

习投入，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 H3 成立，且在 Model 1 中，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的 β

值.647 大于 Model 3 中，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的 β 值.427。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

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 H4 成立，在 Model 3 中，所有

的 VIF 值均小于参考值 10，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详情见表 2： 

 

表二 学业自我效能在感知教师支持对学习投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检验 

变量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学习投入 学业自我效能 学习投入  

β t β t β t VIF 

性别（男生） .034 .698 .043 .837 .017 .374 1.004 

大一 .013 .238 -.082 -1.424 .046 .933 1.264 

大二 .055 .999 -.105 -1.808 .098 1.948 1.289 

感知教师支持 .647 12.622 .542 10.011 .427 7.765 1.544 

学业自我效能     .407 7.460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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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² .407 .340 .516  

AdjR² .397 .329 .506  

F 42.519 *** 31.934 *** 52.643 ***  

注：1. *, p <.050; **, p <.010; ***, p <.001. β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2. 性别、年级为类别变项，其中男生为实验组，女生为参照组；大一、大二为实验组，大

三为参照组。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结论及建议 
5.1 重庆市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学习投入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5.1.1 重庆市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学习投入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市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学习投入，此结果与 Midgley 

et al. (1989)、Skinner & Belmont (1993)、Furrer & Skinner(2003)、迟翔蓝（2017）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即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行为越多，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越高。具体而

言，感知教师支持能促使学生对学业任务付出更多的努力、体验到积极的学业情绪、面对困难

时更可能坚持下来。 

5.1.2 重庆市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市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学业自我效能感，此结果与

Dacre & Qualter (2012)、Soenens et al. (2005)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也就是说大学生感知到教师

支持水平越高的学生，其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行为不属于个体内

部动机范畴，而属于外部支持，当学生感知到越多的外部支持越能够帮助其树立自信、更加乐

意去接受学业挑战和学业困难。 

5.1.3 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正向影响学习投入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正向影响学习投入，此结果与Bassi et 

al. (2007)、Ouweneel et al. (2011)、王学坚（2011）、林杰等人（202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说

明大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学习投入度越高。学业自我效能感能够提升学生学习的自信

心和积极性，因而学业自我效能感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投入度。 

5.1.4 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市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教师支持与学习投入间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国内以此为研究课题的相对较少，所以可以参考的研究结果较少，不过据之前的相关

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动机变量，学业自我效能在教师支持和学习投入

的关系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迟翔蓝，2017）。此外，Ferrell(2012) 的研究发现自我效能在教

师支持和同学支持与学生认知投入的关系中发挥中介影响作用。这说明除了感知教师支持以外，

促进自信心和积极性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也是很重要的。大学生感知教师支持和学业自我效能感

均可以促进其产生更高的学习投入度，学生感知教师支持也可以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来促进大

学生产生更高的学习投入度。 

5.2 研究建议 

5.2.1 构建有益的高校教育环境促进教师支持 

教师是高校环境中的活动主体，其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整体学校环境的影响。因此，要

发挥教师支持的积极影响，高校需要创造积极的教育环境。首先，学校管理人员需要认同教师

支持对学生学习投入积极作用，鼓励教师在教学中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情感支持和能力支

持，促进学生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其次，学校需要将教师支持纳入教师考核环节，以此引起

教师对教师支持的重视，引导教师的支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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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提升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 

首先，教师可以向学生提出合理的学业期望。教师期望能为学生的学习投入提供外部激励，

激发学生探索的欲望。其次，为学生提供及时的指导和帮助。“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根本

的职责所在。当学生遇到难题或困惑时，教师需要及时响应学生寻求帮助的需求，帮助学生更

好地掌握所学知识。反过来，这也能促进学生在今后学习中继续向教师寻求帮助的意愿。并且，

教师要为学生提供更多适应性帮助而不是权宜性帮助，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帮助学生掌握学习

的方法。最后，为学生提供客观的学习反馈。教师反馈是学生对自我效能进行评价的权威参考。

因此，积极的教师反馈会激励学生继续努力，将优秀作为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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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mental 

health in Chengde’Hebei Province’and whether there is an intermediary role for self-esteem.In 

this study, 519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3 high school in Chengde,Hebei Province were 

sampled using a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A total of 49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ents’ car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mental 

health, parents’ overprotection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mental health, and self-

esteem ha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parents’ care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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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承德市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自尊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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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河北省承德市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自尊在其中是否存

在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抽取河北省承德市 3 所高中 519 名高中生参与研究，

共回收 496 份有效问卷。研究结果发现，母亲关怀、父亲关怀对心理健康有正向显著影响，母

亲过度保护、父亲过度保护对心理健康有负向显著影响，自尊在母亲关怀、父亲关怀和心理健

康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父母教养方式；自尊；心理健康；青少年 

 

1.研究背景与动机 
1.1 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阶段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成为社会、教育部门及家庭等重点关注的问

题之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和社会化是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期（李宝丽，2020）。李

芳与高美（2020）认为心理健康是指心理各方面状态良好，保持人格完整，能调整心态和外界

协调一致，积极面对生活。当今教育正不遗余力地追求高质量和全面性，我国对青少年心理健

康教育的重视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青少年自身仍问题不断（罗伟、吴际，2019）。 

冯桂明（2013）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者有机的结合和

相辅相成，共同完成的，而家庭教育是其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条件。目前，中国对国家和学校

层面的教育理念较为重视，对家庭层面的教育理念的关注尚不够，由此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冯立伟、张新立，2020）。贾双黛与张洛奕（2020）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方

面。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在对其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的过程中使用的一整套手段和方法，它是

父母教养态度、教养行为和非语言表达的集合，是一种稳定的行为倾向（马罕，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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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处于探索同一性、建立身份认同的关键期，进入青春期之后，自我意识增强，内心

冲突增加，对异性充满好奇，心理敏感，在意他人看法，情绪波动大，易受周围事件影响，是

心理问题的高发期（林崇德，2009）。对于高中生而言，其心智发展日趋成熟。有效的心理健

康教育，有助于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张方礼，2018）。李卫红（2010）认为高中

是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心理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这个时期是人格塑造的理想时期，也是

心理问题高发阶段。而刘玉路与李新影（2015）则认为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问题行为产生

重要影响。 

自尊是个体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有关自我价值的积极的评价与体验（魏晓娟，

2016）。朱芳琴等人（2011）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青少年社会化发展及心理健康的重要因

素之一，是个体自尊发展早期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它往往在人的一生中持续地发挥作用。这就

说明，父母教养方式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同时父母教养方式影响自尊，自尊影响青少年心理

健康。所以本研究推论自尊在父母教养方式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间具有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的

研究目的在于河北省承德市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探究自尊在两者之间的

中介效应。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河北省承德市的高中生为研究对象，探讨父母教养方式、自尊、青少年心理健康

之影响，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A.探讨河北省承德市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B.探讨自尊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C.探讨河北省承德市父母教养方式对自尊的影响； 

D.探讨自尊在河北省承德市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中介效果； 

 

2.文献综述 
2.1 父母教养方式 

Perris (1980)认为父亲教养方式中最重要的作用是父亲对孩子的特有教养行为。父母教养方

式(Parenting Style) 是指在抚养子女的日常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待子女的行为模式和行为

倾向(Darling & Steinberg, 1993)。父母的教养方式既包括父母履行其职责的专门的目标定向的行

为，也包括非目标定向的教养方式，诸如姿势、语调的变化或是情绪的自然流露（陈世民、张

莹、陆文春，2020）。而梁曦予（2019）认为父母用自己的行为和语言对子女产生真实的影响

和教育，具有时空的广延性，语言的独特性，实施随机性的特点。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会对子女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他们的成长、道德品行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产生深远的影响（赵琦，2020）。 

2.2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指的是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人是具有生命活力的，拥有积极

的内心体验，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还能够有效地发挥个人的身心潜力和积极的社会功能

（刘华山，2001）。王亚茜（2020）认为心理健康指无精神疾患，个性特征无显著变化，心理

活动与自身年龄、行为及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相一致。心理健康定义为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自己

和他人、自己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处于和谐的状态（徐辉，2015）。宝家怡与赵敏（2017）认为

心理健康是一个人整体健康以及主观幸福的基础，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作为青少年的重要资源，

对其正向发展至关重要。心理健康是与心理异常相对应的概念，是指青少年在内外环境允许的

条件下保持最佳的心理状态（张珺，2020）。 

2.3 自尊 

自尊是一个人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上表现出来的对自我价值的判断(Coopersmith, 1967)。魏

运华（1997）认为自尊是指个体在社会比较过程中获得的有关自我价值的积极的评价与体验。

自尊(Self-Esteem) 是自我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人类认知、情绪、行为与动机都有着深远

且有利的影响（赵映霞，2008）。自尊是个体对其自身价值的一种积极的认知评价，是个体在

不断追求自身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一种内在的与自我信息相关的认知加工活动过程（蔡晓惠，

2016）。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550 
 

2.4 父母教养方式、自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2.4.1 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相关研究 

根据郭治斌与林丽华（2018）研究认为家庭是人生活的重要场所，影响个人的心理健康。

家庭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孩子的影响较大（于秀春，

2017）。父母亲采取消极的方式，使孩子焦虑心理加重，使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父母采取

积极的教养方式，如情感温暖、被理解，则会缓解焦虑，心理素质提高。所以，父母的教养方

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起重要作用和影响（李祚山等人，2003）。因此，父母教育是青少年

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父母积极的教养有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减少青少年心理健

康问题的出现。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可能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由此，本研究提出 H1：父母教养方式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4.2 父母教养方式与自尊之相关研究 

陈燕玲与樊富珉（2000）认为高中是一个人心理成长的主要阶段，此时，对成长起最重要

作用的是家庭。聂昕时（2015）认为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和孩子的自尊有主要的关系。王绍

华（2012）的研究发现自尊与父母教养方式有显著。青少年自尊和父母教养方式各个维度都有

着紧密联系，父母的教养方式能较好的预测青少年自尊的发展（韩雪、李建明，2008）。杜雪

娇（2015）的研究发现当代高中生自尊水平和家长的情感成正向相关；和父亲严厉惩罚孩子或

过度保护和母亲过分干涉因子成负相关。这表明，家长的教养方式使子女形成良好的自尊。因

此，积极的教养方式会通过情感支持增强子女的自尊, 而消极的教养方式会抑制孩子的自尊。

所以，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自尊具有影响作用。 

由此，本研究提出 H2：父母教养方式对自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4.3 自尊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相关研究 

自尊是心理健康的核心（李虹，2004）。根据王靖原与徐凯（2008）研究认为自尊密切联

系心理健康。自尊水平高的青少年有利于调节自己的心境，缓解面对困难时的精神病性及心理

应急症状等。周宇峰与胡春霞（2012）认为自尊是对自我价值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是影响心

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青少年自尊水平较强，心理健康水平较强。自尊水平较低，心理健

康水平也就较低。所以，自尊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影响作用。 

由此，本研究提出 H3：自尊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4.4 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健康、自尊之相关研究 

陈渝（2019）认为由于父母教育方式的不同，青少年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一般来说，

良好的、民主的教育方式会对青少年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压迫性质的教育方式则会进一步

激发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并且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起到消极作用。叶晓云(2010)的研究认

为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孩子的自尊水平，而自尊又影响着孩子的人际关系及其心理健康。贺郁舒

等人（2016）的研究认为自尊作为个体自我系统的核心之一，其发展状况不仅与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对青少年整个人格和行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夏醒（2014）的研

究则认为，自尊与心理健康及其各因子都存在着及其显著性负相关，说明自尊得分越高，心理

健康水平就越高；反之，心理健康水平会随着自尊得分的降低而下降。钱铭怡与肖广兰（1998）

的研究发现自尊可能是父母养育方式影响子女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中介因素。 

这说明，父母教养方式可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自尊，同时自尊影响了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综上所述，本文的目的在于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探讨父母教养方

式与心理健康之间，自尊可以作为中介效应。 

由此，提出 H4：自尊在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间具有中介效果。 

 

3.研究方法 
3.1 研究框架 

本文探讨河北省承德市父母教养方式、青少年心理健康、自尊的相互关系。在本文研究框

架中，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项；青少年心理健康为因变项；自尊为中介变项。研究框架如图一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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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研究框架图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河北省承德市市区内的 3所高中的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的 3 所高中，其

中包含两所普通高中，一所艺术高中。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骆雯与张宁（2017）认为有效样

本数目与问卷题项数成一定的比例关系，比例大约为 1：5 至 1：10 之间，但是样本总数若在

300 人以上则可不考虑比例。本研究问卷题数共 46 题，取其 10 倍为 460 份，考虑会有无效问

卷，为此发放 500 份正式问卷。其中两所普通高中各抽样 200份、艺术高中抽样 100 份。 

3.3 研究工具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本研究采用 Parker et al. (1979) 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量表。该量表分为

母亲版教养方式和父亲版教养方式，本研究采用父亲版教养方式和母亲版教养方式两版量表。

该量表包括两个维度，分别是：关怀维度(12 个题目）、和过度保护（13 个题目），共 25 个题目。

以上题目的评分采用四点计分法，0、1、2、3 分别表示非常不符合、比较不符合、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PBI 内部一致性信度在.740-.851 之间，重测信度在.619-.765 之间。 

一般健康量表：本研究选取 Goldberg (1972) 编制的一般健康量表。该量表有 6 项为积极性

项目，回答“很少”或“从不”者视为异常；6项为消极性项目，回答“经常”或“有时”者视为异常。

共 12 个题目。以上题目的评分采用四点计分法，1、2、3、4 分表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

得分范围在 12-48 分之间，克隆巴赫系数为.80，大于.700，说明一般健康量表的可信度较好。 

自尊量表：本研究采用 Rosenberg (1965) 的自尊量表。该量表 5 个项目是正向计分，5 个项

目是反向计分。共 10 个题目，采四点计分法，1、2、3、4 分别表示非常符合、符合、不符合、

非常不符合。总分在 10-40 分之间，总分值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克隆巴赫系数为.85，大

于.700，说明自尊量表的可信度较好。 

 

4.研究结果与分析 
为了解河北省承德市父母教养方式、青少年心理健康、自尊三者的关系，以及自尊在父母

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调查问卷回收后，利用统计软件对问卷调

查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经过筛选与整理，作为本研究的各项数据，进行实证数据统计分

析。具体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4.1 样本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设置的高中生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级和家庭是否是独生子女。在有效样本

（n=496）中，从性别分布看，男生 247 人，占 49.8%，女生 249人，占 50.2%。从年级分布

看，高一 174 人，占 35.1%，高二 166 人，占 33.5%，高三 156 人，占 31.5%。从家庭是否是

独生子女来看，是独生子女的为 377人，占总数的 76%，不是独生子女的为 119 人，占总数的

24%，具体数据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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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研究问卷有效样本基本资料表（n=496） 

背景变项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47 49.8 

女 249 50.2 

年级 

高一 174 35.1 

高二 166 33.5 

高三 156 31.5 

是否独生子女 
是 377 76 

否 119 24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和标准差对河北省承德市母亲教养方式、父亲教养方式、心理健康以及

自尊进行分析，本文量表均采用 4 点尺度计量，因此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4。由表二可知，

母亲关怀、母亲过度保护的平均值分别为 2.820、2.884，父亲关怀、父亲过度保护的平均值分

别为 2.804、2.859。母亲关怀和过度保护高于父亲关怀和过度保护。心理健康的平均值为

2.911，说明河北省承德市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偏下。自尊的平均值为 3.009，

得分越多，代表自尊水平越好，得分越低，自尊水平越差，因此说明河北省承德市高中生的自

尊水平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同时标准差的数值在 0.576-0.704 之间，标准差较小，由此表明数据的波动较小，数据较

为稳定。Kline (2015) 指出，偏度系数的绝对值小于 3，峰度系数绝对值小于 3 时，被视为常态

分配。因此通过观察四个量表的偏度和峰度绝对值均小于 3，满足回归分析的先决条件，可以

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表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母亲关怀 2.820 0.576 -0.578 -0.874 

母亲过度保护 2.884 0.620 -0.792 -0.596 

父亲关怀 2.804 0.587 -0.592 -0.900 

父亲过度保护 2.859 0.593 -0.773 -0.601 

心理健康 2.911 0.704 -0.822 -0.536 

自尊 3.009 0.609 -0.954 0.05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相关分析 

为了解河北省承德市父母教养方式、自尊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三者之间进行相关性检验。相关分析验证。由表三可知，母亲关怀与母亲过度保护

存在正相关（r=.710，p<.001）；母亲关怀与自尊呈现正相关（r=.619，p<.001）；与心理健康

呈正相关（r=.726，p<.001）。母亲过度保护与自尊呈现正相关（r=.650，p<.001）；与心理健

康呈正相关（r=.392，p<.001）。自尊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r=.676，p<.001）。 

 

表三 河北省承德市母亲教养方式、自尊和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n=496） 

变项 母亲关怀 母亲过度保护 自尊 心理健康 

母亲关怀 1    

母亲过度保护 .710** 1   

自尊 .619** .650** 1  

心理健康 .726** .392** .676** 1 

注：*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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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四可知，父亲关怀与父亲过度保护存在正相关的关系（r=.729，p<.001）；父亲关怀

与自尊呈现正相关（r=.606，p<.001）；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r=.685，p<.001）。父亲过度保

护与自尊呈现正相关（r=.640，p<.001）；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r=.374，p<.001）。自尊与心

理健康呈正相关（r=.676，p<.001）。 

 

表四 河北省承德市父亲教养方式、自尊和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n=496） 

变项 父亲关怀 父亲过度保护 自尊 心理健康 

父亲关怀 1    

父亲过度保护 .729** 1   

自尊 .606** .640** 1  

心理健康 .685** .374** .676** 1 

注：*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回归分析 

为了解河北省承德市父母教养方式、自尊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预测效果，分别以母亲关

怀、母亲过度保护，父亲关怀、父亲过度保护为自变量，自尊为中介变项，心理健康为因变

项。采用阶层回归方式进行分析自尊的中介效果。 

 

表五 母亲关怀、母亲过度保护透过自尊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表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VIF 

变项 
心理健康 自尊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  

Beta Beta Beta Beta  

自变项      

母亲关怀 .903*** .316***  .736*** 2.204 

母亲过度保

护 
-.249*** .426***  -.475*** 2.359 

中介变项 

自尊 
  .676*** .530*** 1.896 

F 值 311.582*** 220.974*** 415.416*** 394.342***  

R² 55.8% 47.3% 45.7% 70.6%  

Adj R² 55.7% 47.1% 45.6% 70.4%  

注：*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在模型一中，以回归分析母亲关怀、母亲过度保护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结果

发现，R²为.558，表示母亲关怀、母亲过度保护可解释心理健康 55.8%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

归系数 β 值分别为.903、-.249，并达到显著水平(p＜0.001)，表示母亲关怀对心理健康具有正向

显著影响，母亲过度保护对心理健康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在模型二中，以回归分析母亲关怀、母亲过度保护对自尊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结果发现，

R²为.473，表示母亲关怀、母亲过度保护可解释自尊 47.3%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值分

别为.316、.426，并达到显著水平(p＜0.001)，表示母亲关怀和母亲过度保护对自尊具有正向显

著影响。 

在模型三中，以回归分析自尊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发现，R²为.457，表示

自尊可解释心理健康 45.7%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为.676，并达到显著水平(p＜

0.001)，表示自尊对心理健康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在模型四中，同时将母亲关怀、母亲过度保护与自尊加入回归模型中，以阶层回归检验自

尊在母亲关怀、母亲过度保护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果。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706，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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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关怀、母亲过度保护与自尊可共同解释心理健康 70.6%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为

母亲关怀(β=.736, p＜0.001)，自尊(β=.530, p＜0.001)，母亲关怀的 β 值原为.903，现为.736，β

值下降，但显著性还在，说明自尊在母亲关怀与心理健康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阶层回归中

VIF 皆小于 10，因此，母亲关怀、母亲过度保护、自尊和心理健康彼此之间没有共线性。 

 

表六 父亲关怀、父亲过度保护透过自尊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表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VIF 

变项 
心理健康 自尊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  

Beta Beta Beta Beta  

自变项      

父亲关怀 .881*** .297***  .711*** 2.296 

父亲过度保

护 
-.268*** .424***  -.511*** 2.463 

中介变项 

自尊 
  .676*** .572*** 1.821 

F 值 249.706*** 202.261*** 415.416*** 353.157***  

R² 50.3% 45.1% 45.7% 68.3%  

Adj R² 50.1% 44.8% 45.6% 68.1%  

注：*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在模型一中，以回归分析父亲关怀、父亲过度保护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结果

发现，R²为.503，表示父亲关怀、父亲过度保护可解释心理健康 50.3%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

归系数 β 值分别为.881、-.268，并达到显著水平(p＜0.001)，表示父亲关怀对心理健康具有正向

显著影响，父亲过度保护对心理健康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在模型二中，以回归分析父亲关怀、父亲过度保护对自尊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结果发现，

R²为.451，表示父亲关怀、父亲过度保护可解释自尊 45.1%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值分

别为.297、.424，并达到显著水平(p＜0.001)，表示父亲关怀和父亲过度保护对自尊具有正向显

著影响。 

在模型三中，以回归分析自尊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关系，通过分析发现，R²为.457，表示

自尊可解释心理健康 45.7%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为.676，并达到显著水平(p＜

0.001)，表示自尊对心理健康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在模型四中，同时将父亲关怀、父亲过度保护与自尊加入回归模型中，以阶层回归检验自

尊在父亲关怀、父亲过度保护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果。通过分析结果发现，R²＝.68.3，表示

父亲关怀、父亲过度保护与自尊可共同解释心理健康 68.3%的变异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为

父亲关怀(β= .711, p＜0.001)，自尊(β=.572, p＜0.001)，父亲关怀的 β 值原为.881，现为.711，β

值下降，但显著性还在，说明自尊在父亲关怀与心理健康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阶层回归中

VIF 皆小于 10，因此，父亲关怀、父亲过度保护、自尊和心理健康彼此之间没有共线性。 

 

5.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结果发现，河北省承德市父母教养方式的母亲关怀、父亲关怀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

显著正向影响，母亲过度保护、父亲过度保护维度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显著负向影响，当加入

中介变量自尊后，父母教养方式的母亲关怀和父亲关怀两个维度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呈显著正向

影响，自尊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仍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自尊在父母教养方式的母亲关怀、父亲

关怀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果。高中阶段是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

一阶段内，他们幵始加倍关注自己的相貌以及身材等特征。同时，心理上也会呈现出一些特点，

他们心理上渴望独立，但又缺乏生活能力与社会经验，这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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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变化感到迷茫和困惑，而在面对这些困惑的时候，他们又缺少应有

的指导，从而产生错误的应对方式，最终更加重他们内心的困扰，引发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

所以，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能够增加青少年的自尊水平，减少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本研究限制与对未来研究建议主要在于：一、研究对象方面，由于研究时间、地点、经费

有限，研究仅选取了河北省承德市市区内的三所高中的学生为被试，研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对于国内其他地区的高中没有进行选择，因此研究在广泛性与代表性上有一定的欠缺。在今后

的研究中可以选择更多地区的高中进行研究的扩展，使研究更全面，结论更加客观，降低局限

性。二、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仅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未来可辅以访谈法、观察法等方式，更

加深入地探讨，这些不足期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改善。三、研究变项方面，本研究针对父母

教养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自尊的中介作用展开研究，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不止会受到

父母教养方式与自尊的影响。因此建议后续研究者可以加入其他变项进行相关探讨，使青少年

心理健康的研究结果更加完备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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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Adjustmen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n Hunan Provinc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ption School Climate 
XiaoLing NIE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llege,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921417838@qq.com 

 

Abstract 

School is the main place for students to study and live. Whether the school adapts to and 

perceives the good school climate will affect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is 

study, 684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in Hunan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hool adaptation,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adaptation,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school adaptation,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between 

gender and students' origin Secondly, school adaptatio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irdly, school adaptatio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fourthly,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subjective 

well-being; fifthly,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partially mediated between school adapt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word:School adaptation;Perception of school climate;Subjective well-being 

 

湖南省大学生学校适应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感知学校氛围为

中介作用 
聂晓玲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921417838@qq.com 

 

摘要 
学校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学校适应与感知学校氛围是否良好会给大学生主观幸

福感带来影响。本研究对湖南省大学生三所高校 684 名在校大学生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

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及主观幸福感的现况，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

关系，研究结论一：性别与生源地在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上存在部分差异情

况；二：学校适应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三：学校适应显著正向预测感知学校氛围；四：

感知学校氛围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五：感知学校氛围在学校适应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主观幸福感 

 

1.研究背景与动机 
学校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影响大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微环境。现实当中的一

部分大学生却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面对不熟悉的老师与同学，难以适应新环境，内心出

现孤独感，有的大学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内心充满着迷茫、无聊与空虚；无法适应大学的学

习等一系列问题（黄燕琼，2019）。因此，王秀军（2017）提出从了解和提高学生在学校适应

与其主观幸福感是便捷而有效的途径。卢谢峰（2003）编制《大学生适应性量表》时发现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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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的水平与总量表各维度间相关显著，人际适应性与职业准备相关系数最高。姜涛等人

（2019）研究表明学校适应性能对主观幸福感具有预测作用。近年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的探究上，国内外研究者大多研究大学生的新生入学、家庭环境、社会支持、人格和应对方式

等方面，而学校环境因素的考量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学校气氛相关研究强调组织属性，忽

视了个体对学校气氛感知的差异性、互动性。缺乏从学生角度出发探讨。学校作为大学生日常

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地，必然是影响学生身心发展阶段的重要系统。学校氛围感知对学生的

认知方面有影响作用（李梦娜等人，2015）。还会对学生的情感适应、幸福感和社会行为产生

重要影响（朱键军等人，2015）。刘伟生等人（2013）研究湖南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

意度一般，有 6.61%的大学生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陈朝晖与喻文龙（2014）研究湖南省免费

师范生发现男生消极情感高于女生。王琴琴（2010）研究湖南省大学生结果显示，高焦虑大学

生与低焦虑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积极消极情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湖南省大学生主观

幸福感现状水平是值得研究和关注的。 

综合以上，本研究目的为了解湖南省大学生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的现况，

并考量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与影响。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使学

校的教育者、管理者、家长了解湖南省大学生的现状与需求，从而提升学生主观幸福感，为其

个体发展提供切实的帮助。 

 

2.文献探讨 
2.1 理论基础 

发展情境论（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是著名发展理论学家 Lerner 提出的一种新的发

展理论，强调个体与情境的双向互动，其情境的物理环境是指学校的建筑、教室、家庭地理位

置等；情境的社会成员指同伴、教室、朋友等。随情境推移的情境变量变化，例如学校教育改

革、环境设施更换等会对学生个体产生不同影响。Eccles et al.(1996)提出在交互作用的基础上

可能循环影响作用的研究创新取向，青少年的已有发展水平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良好拟合会促

进青少年成就动机与学业成就的发展。如果青少年自身特征与其所处情境（家庭、学校、教师、

同伴等）之间交互适应良好，完备的学校教育与社会环境支持会让他们得到良好的发展。张庆、

孙清萍（2014）基于该理论，研究认为情境需要以及情境与个体拟合优度发展是大学生思想道

德发展与教育的落脚点和主要路径。因此大学生个体发展会受到内部环境遗传因素和外部环境

情境变化的影响，并具有随时间推移动态性的发展变化。 

2.2 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2.2.1 背景变项对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张爽等人（2020）研究发现感知学校氛围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王姝雯（2020）研究结

果显示感知学校氛围在年级和家庭居住地上差异显著。初中生中女生的学校适应显著高于男生

（孙宇、徐敏，2020）。曾练平等人（2020）研究发现女生的学校适应水平高于男生，其中同

伴关系性别差异显著。杨洪猛（2020）发现性别、年级、生源地、专业在主观幸福感上存在差

异。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一：不同背景变量（性别、专业、年级、生源地）对学校适应、

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 

2.2.2 学校适应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张金勇（2013）认为的学校适应性指个体在面对新环境时，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通过调

整自身心理以达到适应周边新环境，顺利完成学业的状况。Diener et al.（1995）认为主观幸福

感包括认知成分，指对生活的满意度，即自己对于生活质量整体的评估；及积极情感，指个体

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积极的情感体验；消极情感指个体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消极情感体验。

主观幸福感总分与学校适应性各构面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角色适应相关性最高，且角色适应和

身心症状因子对主观幸福感最具有预测力（张金勇，2013）。校园氛围在早期对学校适应有一

定的预测（覃凤荣，2019）。综上，推论研究假设二：湖南省大学生的学校适应对主观幸福感

有正向预测作用。 

2.2.3 学校适应与感知学校氛围的相关研究 

Jia et al. (2009)认为校园氛围感知是指个体对影响其行为和心理的校园人文环境特征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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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这里主要指对教师关系、生生关系、个体自主机会的主观感受。余益兵（2006）的研究

表明良好的适应性与感知到的高质量的学校气氛有关。谭千保（2009）的研究也表明处在不同

班级气氛类型的学生表现出了不同的学校适应性，班级气氛对学校适应有显著的预测性。说明

良好的适应性与高质量、积极的学校气氛有关，而适应不良的情况则与消极的学校气氛有关。

由此可以推论，研究假设三：湖南省大学生的学校适应对感知学校氛围有正向预测作用。 

2.2.4 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潘孝富与程正方（2001）研究结果得出学校氛围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积极的

同伴关系、教师和管理者奖惩制度的一致性以及教师纪律管理的共识等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

显著影响，在学校中学生获得良好的学业成就能增强其对学业的满意度及幸福感（鲍振宙等人，

2013）。张兴旭等人（2019）研究认为，同伴与师生关系均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根据上述

研究结果，提出研究假设四：湖南省大学生的感知学校氛围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 

2.2.5 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发展情境论是指人的发展是通过发展中的个体与其所处情境间的持续交互作用实现的，个

体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本质上是渐成的。其情境的物理环境是指学校的建筑、教室、家庭地理位

置等；情境的社会成员指同伴、教室、朋友等。发展情境论强调人具有可塑性与可调节性，通

过建立和调整个体与所处情境的拟合优度模型来实现个体的积极发展（Blok et al., 2005）。陈明

华等人（2012）分析数据表明，教师行为、班级气氛及学习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分布

的关系。余益兵与葛明贵（2010）研究得出学生感知学校氛围对学校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姜涛等人（2019）研究得出学校适应性和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作用。综上所述，提出

假设五：感知学校氛围在学校适应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3.研究设计 
3.1 研究框架 

本研究依据前述研究目的、研究假设，对本研究之相关变项提出研究架构，如图一所示。 

 

图一 研究架构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方法与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结合数据分析可以厘清湖南省大学生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

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拣选湖南省三所包括文科类、理工类等不同学科性质的高等

院校，由于大四通常实习在外，因而研究对象为大一、大二、大三学生，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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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预试对象的人数上，Comrey(1988)研究提出量表题项数若少于 40 题，建议中等样本数

量约为 150 份，较佳的样本数量为 200 份。本研究以便利抽样的方式进行研究。在做地区性研

究时，样本人数以 500-1000 人之间最佳（Sudman, 1976；转引自吴明隆，2003）。本研究三个

量表分别为 31 题、25题和 23 题，正式问卷经立意取样后需共取得 684 份有效样本，符合上述

原则。由此，预试阶段预计发放 200 份问卷左右，以检验问卷信、效度；正式问卷预计发放

700 份左右。 

3.3 研究工具 

邓颖琦与顾海根（2007）改编的《学校生活适应关系量表》，共 31 题，该量表经预试分析

后共 29 题，采用 4 点计分，“从来没有”到“总是如此”，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学校适应越

好。包括师生关系适应、集体适应、同学关系适应、学业适应 4个维度。采用 Jia et al.（2009）

编制的《校园氛围感知问卷》，共有25题，经预试分析后共24题，采用4点计分，“从来没有”

到“总是如此”，包括教师支持、课堂自主、同学支持 3 个维度。主观幸福感采用 Diener et 

al.(1985)编制，郑雪等人(2004) 修订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和

Watson et al.(1988)编 制 ， 邱 林 等 人(2008) 进 行 修 订 的 正 负 情 绪 量 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 scale，PANAS)两个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共有 5 道题目，为 7 点

评分，从完全不赞同到非常赞同。正负情绪量表共有 18 个情绪词，积极和消极 9 各个，5 点计

分。 

 

4.结果分析 
4.1 描述统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基本情况为，男生 461 人，占 67.3%。女生 223 人，占 32.6%；年级方

面，大一至大三的学生人数为 133 人、296 人、255 人，比例为 19.4%、43.3%、37.3%；文科

247 人，占 36.1%，理科 417 人，占比 60.9%；乡村共 415 人，占 60.6%，城镇共 269 人，占

39.3%。 

从表一，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知，湖南省大学生学校适应的平均分为 2.533，学校适应

得分在 2.5分以上的湖南省大学生视为学校适应良好，结果显示有 442人符合，即 64.6%的湖南

省大学生学校适应情况良好。湖南省大学生感知学校氛围的平均分为 2.407，感知学校氛围总

分在 2.5 分以上的湖南省大学生视为感知学校氛围良好，结果显示有 253 人符合，即 37%的湖

南省大学生感知学校氛围情况良好。湖南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分为 2.963，生活满意度

得分在 4 分以上的湖南省大学生视为对生活满意度高，结果显示有 564 人符合，即 82.4%的湖

南省大学生对生活满意。正负情绪得分在 3 分以上的湖南省大学生视为情绪较佳，结果显示有

557 人符合，即 81.4%的湖南省大学生一周内情绪较佳。 

 

表一：各变项之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学校适应） 

师生关系适应 

集体适应 

同学关系适应 

学业适应 

（感知学校氛围） 

教师支持 

课堂自主 

同学支持 

（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M 

（2.533） 

2.679 

2.545 

2.513 

（2.407） 

2.547 

2.246 

2.246 

（2.963） 

3.387 

2.835 

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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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8 

SD 

（0.847） 

0.733 

0.924 

0.845 

0.814 

（0.816） 

0.795 

0.785 

1.093 

（0.832） 

0.838 

1.024 

0.927 

 

4.2 不同背景变项在各变项上的差异分析 

4.2.1 不同性别、专业、生源地在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分析 

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假设 H1 进行验证，分析结果如表一所示。 

 

表二：不同性别在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之差异分析（N=684） 

构面与变项 
平均数（标准差） 

t p d 
男 女 

学校适应 

师生关系适应 

集体适应 

同学关系适应 

学业适应 

2.194（0.856） 

2.027（0.729） 

2.197（0.765） 

2.330（0.853） 

2.225（0.820） 

2.142（0.735） 

2.220（0.623） 

1.913（0.695） 

2.064（0.746） 

2.373（0.622） 

1.498 

1.475 

2.832 

1.660 

2.932 

.196 

.198 

.103 

.113 

.093 

.155 

.036 

.192 

.123 

.060 

感知学校氛围 

教师支持 

课堂自主 

同学支持 

2.206（0.933） 

2.356（0.820） 

2.029（0.823） 

2.233（0.948） 

2.150（0.804） 

2.223（0.845） 

2.083（0.766） 

2.146（0.835） 

3.274 

3.228 

4.705 

2.954 

.041 

.153 

.036 

.233 

.373 

.496 

.289 

.452 

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2.585（0.747） 

3.686（0.886） 

2.249（0.830） 

2.120（0.831） 

2.657（0.777） 

3.204（0.804） 

2.348（0.748） 

2.399（0.845） 

1.855 

3.347 

1.064 

1.395 

.025 

.002 

.058 

.041 

.154 

.136 

.274 

.233 

 

由表二可知，不同性别在湖南省大学生学校适应及构面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在湖南省

大学生感知学校氛围（t=3.274，p＜0.05）上存在差异，同时不同性别的湖南省大学生在课堂

自主存在显著差异，女大学生在课堂自主的的得分（平均值 M=2.083，标准差 SD=0.766）显著

高于男大学生（平均值 M=2.029，标准差 SD=0.823），且小效果（d=.373）。性别在湖南省大学

生主观幸福感（t=1.855，p＜0.05）上存在差异，同时不同性别的湖南省大学生在生活满意度

上存在显著差异，男大学生的得分（平均值 M=3.686，标准差 SD=0.886）显著高于女大学生

（平均值 M=3.204，标准差 SD=0.804），不具有小效果（d=.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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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不同生源地在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之差异分析（N=684） 

构面与变项 
平均数（标准差） 

t p d 
乡村 城镇 

学校适应 

师生关系适应 

集体适应 

同学关系适应 

学业适应 

2.034（0.932） 

2.182（0.834） 

2.292（0.850） 

2.063（0.812） 

2.092（0.921） 

2.025（0.623） 

2.774（0.696） 

1.827（0.788） 

2.247（0.715） 

2.068（0.638） 

2.273 

1.675 

2.730 

2.236 

1.222 

.037 

.164 

.013 

.054 

.145 

.053 

.099 

.170 

.021 

.035 

感知学校氛围 

教师支持 

课堂自主 

同学支持 

2.049（0.755） 

1.956（0.806） 

2.146（0.734） 

2.322（0.827） 

2.061（0.680） 

2.192（0.875） 

1.977（0.733） 

2.272（0.868） 

1.024 

0.875 

1.928 

1.332 

.159 

.168 

.091 

.142 

.193 

.027 

.065 

.159 

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2.319（0.747） 

3.236（0.886） 

2.204（0.830） 

2.104（0.831） 

2.457（0.827） 

3.334（0.837） 

2.248（0.926） 

2.870（0.831） 

1.989 

2.154 

1.533 

2.743 

.357 

.227 

.375 

.157 

.027 

.036 

.086 

.015 

 

由表三可知，不同生源地在湖南省大学生学校适应（t=2.273，p＜0.05）上存在差异，同

时在集体适应存在显著差异，生源地为乡村的大学生在集体适应的的得分（平均值 M=2.292，

标准差 SD=0.850）显著高于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平均数 M=1.827，标准差 SD=0.788），未达到

小效果（d=.053）。 

不同专业在湖南省大学生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及构面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4.2.2 不同年级在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分析 

运用单因素 ANOVA，将年级设定为因子，变异数分析结果如表四所示。 

 

表四：不同年级在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之差异分析（N=684） 

变项名称 
平均数（标准差） 

df F p Eta 
大一 大二 大三 

学校适应 

师生关系适应 

集体适应 

同学关系适应 

学业适应 

2.028

（0.628） 

2.204

（0.755） 

1.925

（0.714） 

1.985

（0.734） 

2.178

（0.714） 

2.030

（0.730） 

2.180

（0.727） 

1.925

（0.694） 

2.103

（0.711） 

2.414

（0.687） 

2.230

（0.623） 

2.326

（0.703） 

2 

2 

2 

2 

2 

0.228 

1.032 

2.089 

0.183 

1.387 

.182 

.109 

.074 

.204 

.087 

.034 

.011 

.013 

.048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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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0.613） 

2.049

（0.602） 

2.193

（0.723） 

感知学校氛围 

教师支持 

课堂自主 

同学支持 

2.105

（0.844） 

2.024

（0.825） 

2.027

（0.718） 

2.124

（0.712） 

2.245

（0.773） 

2.159

（0.839） 

2.023

（0.726） 

1.938

（0.711） 

2.290

（0.638） 

2.324

（0.739） 

2.225

（0.689） 

2.103

（0.664） 

2 

2 

2 

2 

0.957 

0.726 

1.273 

1.538 

.183 

.204 

.116 

.062 

.035 

.027 

.045 

.078 

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3.244

（0.844） 

2.594

（0.825） 

2.035

（0.718） 

2.265

（0.712） 

2.956

（0.773） 

2.588

（0.839） 

3.068

（0.726） 

2.357

（0.711） 

2.469

（0.638） 

2.214

（0.739） 

2.235

（0.689） 

2.552

（0.664） 

2 

2 

2 

2 

0.496 

1.278 

0.930 

1.435 

.238 

.190 

.212 

.135 

.046 

.015 

.049 

.083 

 

由表四分析结果可知，不同年级的湖南省大学生在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

及各构面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综上所述，背景变项（性别、专业、生源地、年级）对学校适应、

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存在部分差异。H1 部分成立。 

4.3 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之相关分析 

本研究对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进行 Person 相关分析，以了解变项相关程

度是否达统计显著水平，结果表五所示。 

 

表五：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之相关分析（N=684） 

变项与构面 学校适应 感知学校氛围 主观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正负情绪 

1.学校适应 1     

2.感知学校氛围 .502** 1    

3.主观幸福感 .517*** .424*** 1   

4.生活满意度 .620** .554** .736*** 1  

5.正负情绪 .298* .248** .675*** .613*** 1 

注：*p＜0.05; **p＜0.01; ***p＜0.001 

 

由表五可知，学校适应与感知学校氛围、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及正负情绪呈显著正相

关，分别呈中度相关、中度相关、中度相关、低度相关；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

意度及正负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分别呈中度相关、中度相关、低度相关；主观幸福感与生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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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和正负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分别呈高相关与中度相关；生活满意度与正负情绪显著正相关，

呈中度相关。 

4.4 感知学校氛围在学校适应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在差异分析中，性别与生源地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将性别与生源地设为回归模型控制变项，

并转换为虚拟变项。 

 

表六：感知学校氛围中介作用之回归分析（N=684） 

投入变项 感知学校氛围  主观幸福感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性别 .025 .020 .045 .064 

生源地 .098 .056* .011 .028** 

学校适应 .348*** .515***  .248*** 

感知学校氛围   .660*** .613*** 

R² .293 .338 .410 .521 

Adj R² .289 .427 .435 .320 

F 194.045*** 95.140*** 131.326*** 223.154*** 

注 1：*p＜0.05  **p＜0.01  ***p＜0.001 

注 2：性别编码 0=男，1=女 

注 3：生源地 0=乡村，1=城镇 

 

从表六可知，在Model1中，学校适应可以解释感知学校氛围 29.3%的变异量，标准化回归

系数β值为.348，达到显著水平（p＜.001），其β值为正数，表示湖南省大学生学校适应显著

预测感知学校氛围，H3 成立。Model2 中，生学校适应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 33.8%的变异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β值为.515，达到显著水平（p＜.001），其β值为正数，表示湖南省大学生学

校适应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H2 成立。Model3 中，感知学校氛围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 41%的

变异量，标准化回归系数β值为.660,达到显著水平（p＜.001），其β值为正数，表示湖南省大

学生感知学校氛围应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H4 成立。Mode4 中，同时以学校适应、感知学校

氛围为自变项，主观幸福感为依变项，解释变异量 R²较之前有显著增加，达到.521，说明校适

应与感知学校氛围共同解释主观幸福感 52.1%的变异量。加入感知学校氛围后，学校适应对主

观幸福感的解释变异量增加了 18.3%。感知学校氛围对主观幸福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β为.613，

达到显著水平（p＜.001），但是学校适应对主观幸福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从.515 下降至.248，

且仍达到显著水平（p＜.001），表示感知学校氛围在学校适应与主观幸福感中起到部分中介作

用，H5 成立。 

 

5.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与讨论 

5.1.1 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之现况分析 

由研究结果可知，学校适应 64.6%的湖南省大学生学校适应情况良好，本研究发现大学生

学校适应良好，可能有地域差异，同时也部分反映湖南省大学生有较高的适应水平，能积极主

动投入学习和人际交往中。37%的湖南省大学生感知学校氛围情况一般。其一是可能本研究样

本仅来源于三所高校，代表性存在不足，其二是可能学生所处的群体、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有消

极的一面，同学之间特有的相处方式、特殊的价值观，面对校园人际关系等不同的行为规范，

都有可能带来不够积极的校园氛围感知。82.4%的湖南省大学生对生活满意。81.4%的湖南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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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一周内情绪较佳。刘珍（2020）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普遍比较乐观，幸福感较高。可见，

湖南省主观幸福感现况有所提高。 

5.1.2 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之差异分析 

在性别方面，大学生感知学校氛围存在显著差异，女生课堂自主高于男生，说明在自主课

堂中，女生更能感受到课堂的有效性，与小组之间的合作催生自主学习的原动力，感受教师善

于引导营造的和谐氛围。同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上也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生活满意度高于女生，

可能女生的成长阶段内心越来越丰富，感知细腻，对自己的要求高，日常生活渴望高质量，过

快的生活节奏，学习压力大等，导致她们生活满意度低。生源地方面，大学生学校适应存在显

著差异，乡村集体适应高于城镇，可能是由于现代信息发达，抱有对生活探索了解更多的新鲜

事物，乡村的学生生活环境相对闭塞，也许在遇到新环境时有更多的心理准备与生活适应准备，

接触人和事上更懂事乐观，因此相较于城市的学生适应情况更好。同时说明乡村学生交际能力

比城镇的学生强，他们与同学相处上更加积极热情，也许是以往生活背景与环境对学习生活状

况造成影响，性格单纯活泼与身边同学打成一片，找到舒适的交友方式。学校可以增加文娱活

动，社团文化，吸引学生们一起探索尝试，改善城镇学生不主动交友的现况，增强他们的社会

交往的兴趣。 

5.1.3 学校适应、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学校适应与感知学校氛围呈正向相关的关系，说明学生学校适应越好感知到的学校氛围越

好。学生在学校情境中生活习惯、学业成就等方面促进了学生感知到教师高投入、重视同伴团

队合作，认可学校管理等良好的学校氛围。学校适应与主观幸福感呈正向相关的关系，说明学

生在大学期间对自身形成正确认识及好的学习态度，达成学业成就促进他们获得高水平主观幸

福感。感知学校氛围与主观幸福感呈正向相关的关系，说明当学生感知到学校师生平等、同学

互助、秩序井然和纪律良好时，学校生活使得他们拥有更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研

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大学生感知学校氛围在学校适应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学校

适应可直接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也能通过感知学校氛围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

学校氛围越积极，学生在学校的适应情况越好，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会越高。因此，要促进湖南

省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不仅要重视个体内部因素，学生在校适应情况，也要重视外部环境

因素，学生感知到学校氛围的作用。学校要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与学习环境，完善课堂自主相

关机制，使学生能够更加投入参与进来。同时鼓励大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兼职等，提高他们

的人际交往与社会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从而适应学校生活，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教

师应积极调整或反思教学方式，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同时注意学生发展的顺序性、不均

衡性，循序渐进地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与适应。个体应摆正积极的心态多参加学校活动，锻炼自

己的各方面能力，学会独立思考，如何挖掘自己的潜力，寻找新的学习思路以及尽快的适应大

学生活以及未来的道路。 

5.2 研究限制 

由于本研究人力、物力等条件的限制，只对湖南省三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研究，使得样

本选择的容量不够大，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中选取不够均匀化，导致本研究所做推论有限，影响

到结论的外部效度。其次是调查方式采用问卷调查法，其便利性高，研究对象采用自陈式问卷，

可能当时情绪或环境的影响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或本研究采用问卷题目所限，无法广泛

涵盖研究之范围，导致研究不够深入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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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atmosphere, 

teacher engagement and active personalit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ebei Province.400 

formal questionnaires will be distributed.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 active personality 

trait can regulate the organizational atmospher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s' work 

input.The data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eachers' work engagement; active personality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eachers' work engagement; the active personality of college teachers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work engagement. 

 

Keywords: College Teachers; Active Personality; Work Input; Organizational Climate 

 

河北省高校组织氛围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以主动型人格特质

为调节变量 
温天琦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1016237591@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河北省高校组织氛围、教师工作投入、主动型人格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便利抽样方式，针对河北省两所高校发放问卷，正式问卷发放 400 份。本

研究预期结果主动型人格特质在高校组织氛围与教师工作投入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数据研究结

果表明，高校组织氛围对教师工作投入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主动型人格对教师工作投入具有正

向预测作用；高校教师主动型人格在组织氛围与工作投人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关键词：高校教师；主动型人格；工作投入；组织氛围 

 

1.前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针对高校教师的工作投入相关研究也随之受到关注。

教师是高校发展的第一资源，高校教师队伍是建设人力资源强省、强国的重要支撑（陈水平，

2020）。本文以河北省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为研究对象，旨在从更深、更广的理论视角认识问题、

探析成因、提出对策，为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河北省高等教育及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依

据。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理论和方法还在探索中。为了丰富和发展高校教

师队伍建设，需要建立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为依托，具有较强针对性的，适合河北省高校教师

队伍建设的理论来指导实践。通过对河北省高校教师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为高校教师

工作投入提供理论依据，而且也可以为相关的实践研究指明方向。因此，为了优化河北省高校

教师工作投入,进行有关河北省高校教师工作投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谢株琳，2009）。

工作投入是目前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关注的概念﹐是组织提高绩效和获得竞争优势的

重要途径，Lodahl and Kejner ( 1965）第一个率先提出工作投入，并且他把工作投入定义为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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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层面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一个认同程度，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在员

工自己心中的重要性。接着 1970 年，Lawler and Hall 也提出他们的观点,员工认为他们在工作

中的努力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形象，并把它们称之为工作投入。随后，Maslach (1997) 

在对工作投入深入研究后，重新提出了一个新的定义，它主要是指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对工作的

一直以来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状态。结合前人的研究，Schaufeli et al. (2002）也是从工作倦怠和

工作投入的关系来界定工作投入的定义的,他们认为虽然工作投入和工作倦怠代表两种截然不

同的工作状态，但两者应该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关系。于是，Schaufeli et al. (2002) 对工

作投入进行界定，工作投入是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情趣或者是一种精

力饱满的状态，可以用活力、奉献、专注来概括形容。其中活力是个体在工作的过程中，精力

充沛，心情愉悦，非常有干劲，不易被工作中的困难击倒，能坚持到底;奉献是指员工在工作

时充满热情，感觉自己的工作丰富有意义，从而表现出一种高度投入状态;专注是用来形容员

工在工作时会沉浸其中，容易忘记时间，不受周围环境影响的积极状态。Bakker et al.（2011）

则区分工作投入和工作狂，他们认为工作狂是过分的沉溺于工作中，是为完成某种任务或目标

而努力工作，源于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但工作投入是一种轻松、愉快的工作状态，它是一

种乐趣而没有强迫性的驱动力。 

在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李金平（2006）对工作投入的定义提出自己的观点，工作投

入是员工心理上对目前所从事工作的投入程度，或者理解为目前工作对自我满足的重要程度。

焦海涛（2008）则通过研究，认为工作投入是员工对其工作的参与程度，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认

同感，或者工作对自我的重要性，其與李金平的观点基本达成一致，。另李宏伟（2010）将工

作投入的概念界定为，一种在工作中应该保持的积极满意的情绪和认知状态。2012 年，王祯的

观点是工作投入不仅包括认知，还应赋予其情感和行为。当员工投入到工作中，可以保持一种

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相结合的情感激活状态。陈维政等人(2006)认为，工作投入就是指员工对

其目前工作的投入程度。相关研究显示，当工作投入较高时，个体会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角色

行为中，并在角色中展现自我。反之，当工作投入较低时，个体则会将自我抽离于工作角色之

外，以避免自己创造出工作角色所需要的绩效，并有可能产生工作倦怠和离职意愿（陈水平，

2020）。师资队伍建设与教师培养是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而教师工作投入又

是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体现,教师工作投入的高低与教学任务完成的及时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刘慧，2020）。 

李新翠(2016)认为教师工作投入是指教师从事工作的一种积极的状态。而刘锦涛和周爱保

(2016)认为教师工作投入是指教师对其本职工作的积极主动的态度和热爱程度,它不仅影响教师

自身的生活质量及专业成长,也会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更会影响学校的教育质量。教师工作

投入的概念自从诞生以来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并没有达成共识，要深入研究教师工作

投入，厘清教师工作投入的概念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因此，高校教师是否能够合理有效地进行

工作投入，是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育水平的关键（陈水平，2020）。 

Lewin（2003）在研究群体动力学时发展并提出组织氛围的概念，认为组织氛围是个体对

组织环境共同的知觉和体验，即个体认知图式中相同或相似的部分，这种知觉决定着个体的动

机和行为，并随着环境刺激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同时 Lewin（2003）开始对组织氛围进行实证

研究,进一步明确组织氛围的研究方向。孟欣欣（2018）研究表明工作投入是组织中的成员对

自身所处的工作环境进行主观认知后产生的态度行为，容易受到工作环境的影响,组织氛围会

直接或间接地对工作投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何漂（2010）则认为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可

以有效提高员工的工作投入。在相关研究中,均把学校组织氛围作为可能会影响全校学术创新

成功与否的一个因素。 

主动性是个体根据自己设定的预期目标而展开行动，直接作用于环境，而不依赖他人的推

动的行为品质。主动性是由个体需要、动机以及价值观、理想、抱负等的推动。这一概念源自

于社会互动理论（Parker，1930）。Lewin（1938）否定行为主义关于人机械被动地适应环境的

观点，强调个体会积极主动地适应甚至是改变周围的环境。早在 1938年，心理学家 Lewin就对

主动性人格进行讨论，他认为主动性人格是人格特质的一种，强调个体自发去改变和适应环境

的主动性，这种特质受到遗传和环境两者相互作用的影响。Bateman and Crant（1993）则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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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行为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主动性人格的概念，所谓主动性人格就是影响个体主动行为的人格特

质，是在个体遭遇情境阻力时，不受束缚，坚忍不拔地探索新途径，识别机遇，主动采取行动

一改变外部情境的行为倾向。 

梳理组织氛围和工作投入的相关研究可知，陈维政与李金平（200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组

织氛围对员工的工作投入有影响,其中组织氛围的管理风格维度与人际关系维度对工作投入的

影响都有显著性,且管理风格维度影响程度略大于人际关系维度。孟欣欣（2018）研究表明工

作投入是组织中的成员对自身所处的工作环境进行主观认知后的产生的态度行为，容易受到工

作环境的影响,组织氛围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工作投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王峰与张晔（2017）

则采用组织氛围和工作投入量表对 351 名医护人员进行了调查发现，组织氛围和工作投入都有

显著的正相关。何漂（2010）认为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可以有效提高员工的工作投入。 

关于主动性人格与工作投入的研究，马超（2019）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水平高的员工，会

积极探索以及改变现有环境，敢于挑战，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因此不会采取消极的态度，

其工作投入水平相对较高。Bateman (1993) 提出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拥有积极进取、坚韧不拔

的品质，更有可能表现出高水平的工作投入。王胜男（2015）认为高主动性个体表现更为积极，

主动性人格对工作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 

整理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张凯丽等人（2018）认为，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

帮助行为的负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少帮助行为。钟

建安等人（2013）则认为主动性人格在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之间均起到调节作用，高主动性员

工的工作投入水平显著地受到社会支持、工作投入的影响。杨菲（2019）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

在工作指向非工作角色整合与工作投入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主动性人格能够缓冲在工作指向

非工作角色整合对工作投入的负面影响。 

2007 年，河北省共有 88 所普通高校(其中本科院校 30 所，专科院校 58 所)。按隶属关系

分，中央部委 4 所，地方部门 70所，民办高校 14所。全省普通高校共有教职工 86152 人，比.

上年增加 5343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 52809人(全国排第 10名)。教师是高校发展的第一资源，

高校教师队伍是建设人力资源强省、强国的重要支撑。本文以河北省高校教师建设为研究对象，

旨在从更深、更广的理论视角认识问题、探析成因、提出对策，为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促

进河北省高等教育及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依据（谢株琳，2009）。截至 2010 年底，全省共有 110

所普通高校(其中本科院校 52所,专科院校 58所)。根据河北经济年鉴 2010年整理得出的数据显

示，全省共有专任教师 60,769 人,比上年增加 2,375 人,是 2000 年(1.9 万)的 3.13 倍。教师中具

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由 2000 年的 23.8%提高到 2010 年的 64.3%;其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全

省总数的 85.4%。其中本科院校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张杰等人，2012）。 

综上所述，本研究欲探讨河北省高校组织氛围与主动型人格对教师工作投入之关系，并验

证高校组织氛围与各变项间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先探讨河北省高校组织氛围与教师工作投入的

关系，再探讨主动型人格与教师工作投入的关系，并以主动型人格为调节变项，探讨主动型人

格在高校组织氛围与教师工作投入之间是否具有调节效果。 

 
1.1 研究目的 

A.了解河北省高校组织氛围及教师工作投入的现状。  

B.探讨河北省高校组织氛围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  

C.主动性人格对河北省高校组织氛围的影响。 

D.探讨主动性人格对高校学校组织氛围与教师工作投入的调节作用。 

1.2 研究问题 

A.河北省高校组织氛围及教师工作投入的现状为何？ 

B.河北省高校组织氛围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为何？ 

C.主动性人格对河北省高校组织氛围的影响为何？ 

D.主动性人格对高校学校组织氛围与教师工作投入是否具有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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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 组织氛围定义 

组织氛围一词源于 Tomas (1926）提出“认知地图”的概念，为组织氛围研究的奠定基础，

即个体通过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和感受，在大脑中形成的一种来描述其认知的地图,从而获得对

环境的真正理解。1930 年, Lewin 提出“团体氛围”，并认为它是员工对组织氛围的共同感知，

或者是员工之间形成的“认知地图”的形似部分。1936 年，在场地论的研究中，Lewin 又第一

次提出心理气氛 (Psychological Climate)，这是组织氛围研究的源头，其核心思想是人类的行为

随着个人及其环境而变化，想要真正了解人类的行为必有先了解行为产生的情景（Lewin, 

1936）。 

2.2 工作投入定义 

工作投入是目前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关注的概念﹐是组织提高绩效和获得竞争优

势的重要途径，Lodahl and Kejner ( 1965）第一个率先提出工作投入，并且他把工作投入定义为

员工心理层面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一个认同程度，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目前所从事的工作

在员工自己心中的重要性。接着 1970年，Lawler and Hall也提出他们的观点,员工认为他们在工

作中的努力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形象，并把它们称之为工作投入。80 年代末期，

Kahn（1990）在研究中同时提出工作投入和工作不投入，他认为可以用生理、认知和情绪三个

词来解释工作投入，并且研究过程中对工作投入作明确清晰的定义，即员工个体通过对自己的

控制以达到与工作中扮演的角色融合在一起（Kahn，1990）。1997 年，Maslach and Leiter 从另

一个角度定义工作投入，他们把工作投入看成是工作倦怠的积极地那一面，即工作投入是一个

将原来不重要的、无意义的工作转化为具有挑战性、成就感、有意义的工作的过程。随后，

Maslach (1997) 在对工作投入深入研究后，重新提出一个新的定义，它主要是指员工在工作过

程中对工作的一直以来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状态。结合前人的研究，Schaufeli et al. (2002）也是

从工作倦怠和工作投入的关系来界定工作投入的定义的,他们认为虽然工作投入和工作倦怠代

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状态，但两者应该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关系。于是，Schaufeli et 

al. (2002) 对工作投入进行界定，工作投入是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情趣

或者是一种精力饱满的状态，可以用活力、奉献、专注来概括形容。其中活力是个体在工作的

过程中，精力充沛，心情愉悦，非常有干劲，不易被工作中的困难击倒，能坚持到底;奉献是

指员工在工作时充满热情，感觉自己的工作丰富有意义，从而表现出一种高度投入状态;专注

是用来形容员工在工作时会沉浸其中，容易忘记时间，不受周围环境影响的积极状态。Bakker 

et al.（2011）则区分工作投入和工作狂，他们认为工作狂是过分的沉溺于工作中，是为了完成

某种任务或目标而努力工作，源于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但工作投入是一种轻松、愉快的工

作状态，它是一种乐趣而没有强迫性的驱动力。 

2.3 主动型人格定义 

主动性是个体根据自己设定的预期目标而展开行动，直接作用于环境，而不依赖他人的推

动的行为品质。主动性是由个体需要、动机以及价值观、理想、抱负等推动的（陈慧，2017）。

这一概念源自于社会互动理论（Parker，1930）。心理学家 Lewin（1938）提出个体行为模式公

式 B=f（P*E）个体（P）和其身处的环境（E）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个体的行为（B）。

Lewin（1938）否定行为主义关于人机械被动地适应环境的观点，强调个体会积极主动地适应

甚至是改变周围的环境。世纪年代后，在Lewin模式研究的基础上，Bandura（1985）提出三元

交换作用理论，该理论指出个体、行为、环境三者之间是双向互动作用的。早在 1938 年，心

理学家 Lewin 就对主动性人格进行讨论，他认为主动性人格是人格特质的一种，强调个体自发

去改变和适应环境的主动性，这种特质受到遗传和环境两者相互作用的影响。 

2.4 高校组织氛围与教师工作投入 

已有文献在部分情境下对于组织氛围和工作投入两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多方面研究。例如，

李金平（2006）在其研究中深入分析组织氛围各维度对工作投入及组织承诺各维度之间的影响

机制,得出组织氛围对员工工作态度存在显著的影响作用的结论。 

梳理组织氛围和工作投入的相关研究可知，陈维政与李金平（200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组

织氛围对员工的工作投入有影响,其中组织氛围的管理风格维度与人际关系维度对工作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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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都有显著性,且管理风格维度影响程度略大于人际关系维度。此外，孟欣欣（2018）研究

表明工作投入是组织中的成员对自身所处的工作环境进行主观认知后的产生的态度行为，容易

受到工作环境的影响,组织氛围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工作投入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王峰与张晔

（2017）则采用组织氛围和工作投入量表对 351 名医护人员进行调查发现，组织氛围和工作投

入都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何漂（2010）认为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可以有效提高员工的工作投

入。换言之，高校组织氛围对教师工作投入可能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推论研究假设一。  

H1：河北省高校组织氛围对教师工作投入达显著正向影响。 

2.5 主动型人格与教师工作投入 

关于主动性人格与工作投入的研究，马超（2019）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水平高的员工，会

积极探索以及改变现 人格对工作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换言之，主动型人格对教师工作投入可

能具有显著影响。主动性人格和工作投入的相关研究显示:主动性人格与工作投入的三个维度

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主动性人格对工作投入有显著影响（董浩,2011）。因此，学校组织氛围

和主动性人格对教师工作投入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由此可以推论研究假设二。  

H2：主动型人格对教师工作投入达显著正向影响。 

2.6 主动型人格对教师工作投入与组织氛围的调节作用 

整理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张凯丽等人（2018）认为，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离职倾向与

帮助行为的负向关系,即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在相同水平离职倾向下会做出更少帮助行为。钟

建安等人（2013）则认为主动性人格在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之间均起到调节作用，高主动性员

工的工作投入水平显著地受到社会支持、工作投入的影响。杨菲（2019）研究表明主动性人格

在工作指向非工作角色整合与工作投入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主动性人格能够缓冲在工作指向

非工作角色整合对工作投入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推论主动型人格特质在高校组织氛围与教师工作投入之间 具有调节作用。

由此可以推论研究假设三。  

H3：主动型人格对河北省高校教师工作投入与高校组织氛围具有调节作用。 

2.7 研究假设 

H1：高校组织氛围正向影响教师工作投入。 

H2：主动型人格正向影响教师工作投入。 

H3：主动型人格在高校组织氛围与教师工作投入之间起调节作用。 

2.8 研究框架 

 
图 1：研究框架 

 

3.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对河北省 2 所高校教师进行调查，正式问卷实际发放 400 份，剔除

无效问卷，实际有效问卷 371 份，详情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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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样本情况（N=371） 

背景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47 39.6% 

女 224 60.4% 

年龄 

20-30 281 75.7% 

30-40 66 17.8% 

40-50 11 3% 

50 以上 13 3.5%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2 问卷检验 

本研究正式问卷分别为“组织氛围量表”、“工作投入量表”以及“主动型人格量表”。 

3.2.1 组织氛围量表 

本研究量表采用组织氛围量表，组织氛围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0；而通过从

三个维度的层面展开研究探讨，最终得出“组织科层”、“管理风格”与“人际关系”三个维度具有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是 0.949、0.946 和 0.960。通过对上文提及到的信度分析判别标准进行查

阅能够发现，本调查采用的组织氛围量表是具有科学性、稳定性与可靠性的，能够满足信度要

求。问卷中的组织氛围量表效度良好。 

3.2.2 工作投入量表 

研究量表采用工作投入量表选择荷兰学者 Schaufeli (2002) 等编制 UWES 工作投入量表，

三个维度（活力 1-6、奉献 7-10、专注 11-16），共 16 个问题。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1=“完全不

符合”，5=“完全符合”)。工作投入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0；而通过从各个维度的

层面展开研究探讨，最终得出“工作投入”三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是 0.895、0.891、

0.903。通过对上文提及到的信度分析判别标准进行查阅能够发现，本调查采用的工作投入量

表是具有科学性、稳定性与可靠性的，能够满足信度要求。由此可见，问卷中的工作投入量表

结构效度良好。 

3.2.3 主动型人格量表 

本研究量表采用根据主动性人格的概念，Bateman et al.（1993）专门开发自陈式“主动性

人格量表”后由 Seibert et al. (1999)简化后的 10 项目量表共 10 题，单维度。主动型人格量表总

体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60 ；而通过从各个维度的层面展开研究探讨，最终得出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为是 0.952 通过对上文提及到的信度分析判别标准进行查阅能够发现，本调

查采用的主动型人格量表是具有科学性、稳定性与可靠性的，能够满足信度要求。而能够解释

的信息变异量为 75.157% ，因素负荷量均大于 0.45。保留该量表 10 题。由此可见，主动型人

格量表效度良好。 

 

4.结果分析 

4.1 相关分析 

本节使用皮尔森相关性检验方法，对组织氛围、工作投入及主动型人格进行相关性检验，

用以判断变项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由表二可知；组织氛围与工作投入呈正相关，主动型人

格与工作投入呈正相关，因此本研究继续探讨主动型人格在组织氛围与工作投入之间的调节效

果。详情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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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变量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 

变量 

 

组织氛围 工作投入 主动型人格 

组织氛围 
1   

工作投入  0.619** 1  

主动型人格 0.551** 
 

0.795** 
 

1 

注：1.*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2 回归分析 

此小节将对“主动型人格”在“组织氛围”与“工作投入”的调节作用进行探讨。本研究通过文

献探讨，将“组织氛围”作为自变量，“主动型人格”作为调节变量，“工作投入”作为因变量，来

建构调节模型。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来检验“主动型人格”的调节效果。 

由表三可知，在 Model 1 中，调整后 R²为 0.200；F 值为 118.245***；在 Model 2 中，调整

后 R²为 0.333；F 值为 289.878***；在 Model 3 中，调整后 R²为 0.439；F值为 148.112***；说

明变量之间线性关系是显著的。由于在 Model 3 中模型系数显著，这说明主动型人格在高校组

织氛围对教师工作投入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表三 主动型人格在组织氛围对工作投入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检验 

注：1. *, p <0.050; **, p <0.010; ***, p <0.001. 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结论及建议 
主动性人格同工作投入的关系，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主动性人格与工作投入及其各维度存

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达到 1%。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主动性人格

对工作投入及其各维度不同程度的预测作用。主动性人格在活力、奉献和专注维度的显著性程

度达到 P<0.01。以上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主动性人格水平的增加，教师的工作投入程度也逐

渐提高。即：提升教师的主动性人格水平，可以正向促进教师的活力、奉献和专注精神，从而

增加教师整体工作投入水平。主动性人格水平高的教师，会积极探索以及改变现有环境，敢于

挑战，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因此不会采取消极的态度，其工作投入水平相对较高。 

研究证实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在工作中会有更加积极主动的表现，往往工作投入程度更

高。因此，高校应重视教师主动性人格的遴选和培养。在人才招聘环节，除了关注个体的教育

背景、能力水平、工作经验等信息外，还要注意个体的人格特质。可以采取心理测评、性格测

变量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  

β t β t β t VIF 

组织氛围 2.014 14.057 1.978 9.260 2.122 9.194 1.598 

主动型人
格 

  2.123 17.257 2.076 14.917 
2.097 

组织氛围 
×主动型人格 

    2.352 3.011 
2.273 

R² .200 .333 .439  

AdjR² .621 .133 .106  

F 229.774*** 389.901*** 25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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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和面试等方式，通过观察和测试结果，挑选出主动性人格水平较高的候选者。对于主动性人

格水平较低的个体，应加强指导和培训，尽可能强化其主动性行为；而对于主动性人格水平较

高的个体，则要给予一定的权利，提供相应的物质及精神上的激励。首先，赋予教师更多的决

策自主权。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限制和约束，让教师有一定权力自己去选择完成任务的方式，掌

控工作任务进行的节奏。并鼓励教师积极发言，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培养教师“主人翁精

神，促使教师积极融入到组织和工作中。同时，也要重视同事之间的沟通交流。同事的支持，

反映了对自身能力的认可与肯定，大家能够默契配合，齐心协力完成一定的任务。同事的支持

有利于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的组织氛围。在遇到问题时，得到同事的热情帮助，能

够有效缓解教师的工作压力，增强自己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从而提升教师工作的积极主动

性和投入程度。 

通过对组织氛围与工作投入及其分维度进行两两分析发现:组织氛围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教师能否较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不仅与其自身的能力与努力程度相关，还会受到

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良好的组织氛围会直接影响教师的心情，好的心情又会直接影响教师的

工作态度，提高工作效率，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开明的管理风格能够使教师感受到自身的能

力价值被很好得体现，更容易使教师产生参与感，积极地投身到工作当中；同时融洽的人际关

系又是开展工作的依托，在当前的组织模式中，个体很难独立完成一项工作，它需要协调各种

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合作，所以说融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组织氛围的管理风格

和人际关系对员工的奉献、专注和活力有正向影响。深入来讲，开明的管理风格可以帮助教师

明确工作任务的方向与进程，并将可实现的阶段性目标与宏观愿景相结合，使教师既对目前可

期的工作全身心的专注与奉献，同时又对未来充满憧憬，更加具有前进的动力与活力。恰如其

分地把握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度，顾及个人需求与情绪感受，能够使教师充满活力，以更加专注

的精神面貌来展现自身的能力。融洽的人际关系会自然而然的减少同事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感，

更加轻松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会使教师心情愉快充满活力，较容易得到需要的工作资源和领导

同事的支持,把更多的精力专注于工作中。与此同时，教师在感受到组织所能给予的相对自由

的独立自主的空间时，也会更加愿意为企业奉献自身的价值。以上就是我的研究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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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College Counselor Competency on Job Performance 

in Henan Province 
ZiyueGAO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llege,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1466035176@qq.com 

 

Abstract 

As higher education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popularization, college counselor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ge teachers,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as guides and 

guides on the path of healthy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ounselors, enhance their competence and 

performa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by 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counselor's mental strength on job performance. This research takes 

high counsellors in He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ith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intention sampling as the sampling method, a total of 418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ender and age of counsellors in 

Henan Province on their competence and work performanc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competence and job performance between teaching years. The competence of college 

counselors in Henan province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job performance. 

 

Keywords：Competency; Job performance; college counselor 

  

河南省高校辅导员胜任力对工作绩效的实证研究 
高紫玥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1466035176@qq.com 

 

摘要 
随着高等教育跨入普及化阶段，高校辅导员作为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

健康成长道路上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越来越被重视。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素质建设，提升辅

导员的工作胜任力，提高辅导员的工作绩效，已成为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整理构建

了一个研究框架,探讨辅导员神人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本研究以河南省高辅导员为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以立意抽样为抽样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418份，研究发现河南省辅导员性

别、年龄对胜任力和工作绩效不存在差异；教龄在胜任力和工作绩效方面存在差异;河南省高

校辅导员胜任力对工作绩效有正向显著影响。 

 

关键词：辅导员；胜任力；工作绩效 

 

1.绪论 

教育部对外公布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

总规模4002万人（向勤如，2020）。然而，高校辅导员在教育人、引导人、培养人、塑造人的

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能力大小和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他对工作的胜任度，进而紧

密关联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王静，2010）。随着高校学生人数的增加尤其是在新

时代背景下，外部环境化对学生的思维养成、行为习惯、理想信念等造成了极大影响。基于这

客观因素的变化要求辅导员胜任力也要不断提升,辅导员各项能力已无法满足学生的各项需求

（王涓涓，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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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研究中发现，胜任力是影响工作绩效的重要因素(Parry, 1998；Spencer, 1993；梁涛，

2012)。其中Parry(1998)，指出胜任力是一个包含知识、态度及技能的相关集群体，是影响一个

人工作的最主要因素，也与工作绩效具有相关性，且胜任力可以透过训练与发展加以提升工作

绩效。Spencer (1993)提出了冰山模型來解释胜任力的项目与特性，认为胜任力是指一个人所具

有的潜在基本特质，而这些潜在的基本特质不但与其工作或职位上的绩效表现有关，同时也可

以影响或预期工作行为以及绩效表现的好坏。梁涛（2012）在对高校辅导员群体的研究时发现，

胜任力与工作绩效之间呈显著正影响，胜任力对工作绩效有明显正向预测作用。 

同时，针对地区、时间等不相同的条件，使得关于辅导员性别和年龄，教龄在胜任力和工

作绩效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在以往研究结果中都存在不确定性（梁涛，2012；季岩砚，2010；

司省厂，2015；罗媛媛，2019；吕中科，2007；徐彦红，2009）。因此本研究将性别和年龄，

教龄作为背景变量，分别探讨与胜任力、工作绩效三者的差异关系。 

在研究对象上河南作为全国第一教育人口大省,省内高校从1949年的1所到现在2020年的

151所高校, 在校生也从800人到今天的220万以上 ,实现了河南高等教育里程碑式的历史性突破

(河南商报 , 2020)。随着高校的增加, 对高校辅导员这支队伍的日益重视。因此本研究以河南省

四所普通高等院校辅导员为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河南省高校辅导员作为研究对象欲了解剖析河南省辅导员在性别、年

龄、教龄在胜任力和工作绩效方面存在的差异和河南省高校辅导员胜任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为能提供未来教育或相关研究之参考以此作为研究目的的基础，展开深入探讨。 

 

2.文献综述 

2.1胜任力定义 

McClelland(1973)提出“胜任力”这个概念他把直接影响工作业绩的个人条件和行为特征称

为胜任力。McClelland(1998)指出胜任力，是指能够将高绩效者和一般绩效者区分开来的个人

的深层次特征，包括知识、技能、特质、自我概念、动机、态度、价值观等。胜任力指一个人

能够有效地完成工作所具备的基本特点。胜任力指一个人所具有的内在的、稳定的特性．它可

以是知识，动机、特质，技能、自我印象、社会角色等(Boyatizis, 1982)。岳龙华与戚玉静

（2006）认为胜任力是高绩效的经理或管理者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品质。仲理峰与时勘

（2003）认为胜任力是能把某职位中表现优异者和表现平平者区别开来的个体潜在的、较为持

久的行为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是认知的、意识的、态度的、情感的、动力的或倾向性的等等。

彭剑峰与饶征（2003）认为胜任力是驱动员工产生优秀工作绩效的各种个体特征的集合，反映

的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表现出来的知识、技能、个性与内驱力。它是判断一个人能否

胜任某项工作的起点，是驱动并区分绩效好坏差异的个人特征的总和。徐建平（2004）根据自

己的研究领域，把胜任力定义为：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能将高绩效表现优秀的教师与一般

普通教师区分开来的个体潜在的特征，主要包括能力、自我认识、动机以及相关的人格特点等

个人特性。刘子斐与王建芳（2007）认为胜任力是指特质，技能，自我形象或社会角色，态度，

价值观，知识等能够可靠测量，能有效区分本职与其他职位，并能产生高绩效的个体特征。

Spence(1994)能将某一工作中表现优异者与表现平平者区分开来的个人的潜在的、深层次特征，

它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的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王重鸣

（2001）认为胜任力是指导致高管理绩效的知识、技能、能力以及价值观、个性、动机等特征。  

目前关于胜任力的定义有很多，但McClelland(1973)首次提出胜任力概念并且应用最为广

泛，McClelland(1998)指出胜任力，是指能够将高绩效者和一般绩效者区分开来的个人的深层

次特征，包括知识、技能、特质、自我概念、动机、态度、价值观等。因此通过整理本研究将

胜任力定义为可以将高低绩效者区分的行为特征，包含了能够有效地完成工作所具备的基本特

点。 

2.2工作绩效定义 

工作绩效(Job Performance)是指在工作中一个员工对于该工作的贡献价值，可以为工作中

的产品数量，或者是产品质量, 也可以是生产力（梁涛，2012）。 

Jex (1998) , Edwards (1991)整合多位学者的看法，认为个人与工作绩效可从两种视角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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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需求与能力观点，另一为需求与供给观点，需求与能力乃是指 个人能力与工作所需能力间

的契合，需求与供给的观点则是指个人的需求与工作属 性的契合，人格特质与工作绩效之间的

关系应属于需求与供给，为个人人格特质上 的需求与工作所供给的属性之间的配合。Campbell 

(1990)认为工作绩效是员工或者组织成员完成企业或者组织交代或规定的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

行为。Schermerhorn(2000)则将工作绩效定义为工作中的个人或团体所表出任务达成的质与量。

所以，工作绩效可由员工的行为面和任务的结果面来加衡量。Borman and Motowidlo (1993)将

工作绩效定义为：可以测量的，与组织目标有关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努力达成组织的任务；自

愿从事非本身份内的工作；乐于协助同侪或顾客；遵循组织的工作规则和运作程序；全力支撑

组织的政策与目标。段斌（2011）将员工绩效定义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员工为了组织的发

展目标而贡献自己力量的行为，或者由员工特定的活动和岗为职责形成的结果。 

本研究根据Borman and Motowidlo (1993)的定义和上述文献的整理结合，将工作绩效定义为

将工作绩效定义为可以被测量的，与工作目标有关的结果。 

2.3 背景变量与胜任力和工作绩效 

关于性别、年龄、教龄在胜任力的差异上。顾倩，杨继平（2006）采用自编问卷对高校辅

导员胜任力进行了调查。研究结论表明，高校辅导员的胜任力普遍较低，同时学生本身的个体

差异也辅导员的胜任力要求水平也有所不同，大学辅导员胜任力的自评在性别之间、行政人员

和老师之间，优秀与否均无显著差异。梁涛（2012）在研究中表明，年龄、性别、教龄对胜任

力有显著的差异。徐彦红（2009）在研究结论中表明，年龄和教龄对胜任力有显著差异，其中

51岁以上年龄段、工作在8年以上的胜任力较高。不同性别高校辅导员的胜任力水平影响不大。 

由于目前对于不同性别、年龄、教龄对胜任力的差异研究结果不一致，所以本研究将此部

分作为研究内容进行讨论研究，并提出研究假设：  

H1：高校辅导员在不同性别在胜任力上存在差异。 

H1a：高校辅导员在不同年级在胜任力上存在差异。 

H1b：高校辅导员在不同教龄在胜任力上存在差异。 

关于性别、年龄、教龄在工作绩效的差异上。范琳雪（2017）在研究中表明性别在高校辅

导员工作绩效上有显著差异，不同年龄段对工作绩效的差异不同，教龄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是有

显著差异的，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高校辅导员获得的经验越丰富，对日常事物的处理也更加

的娴熟，能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和学习，参与优秀辅导员评比也更加有竞争力。 季岩砚（2010）

在研究中表明，高校辅导员性别、年龄、教龄对工作绩效均无显著差异。 

由于目前对于不同性别、年龄、教龄对工作绩效的差异研究结果不一致，所以本研究将此

部分作为研究内容进行讨论研究，并提出研究假设：  

H2：高校辅导员在不同性别在工作绩效上存在差异。 

H2a：高校辅导员在不同年级在工作绩效上存在差异。 

H2b：高校辅导员在不同教龄在工作绩效上存在差异。 

2.4 胜任力与工作绩效 

胡杨成与葛红（2014）通过问卷调查高校教师胜任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其结果显示，高

校教师胜任力可以有效预测工作绩效。宋艳（2012）研究发现胜任力的各维度对于工作绩效的

各维度有整体或局部的正向影响。张庆龙等人（2015）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胜任力的各级因子

能显著预测其总体工作绩效，并且显著影响其中的任务绩效维度和内驱绩效维度。廉慧丽

（2018）实证检验了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胜任力对其工作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Spencer & 

Spencer (1993)提出了冰山模型來解释胜任力的项目与特性，认为胜任力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潜

在基本特质，而这些潜在的基本特质不但与其工作或职位上的绩效表现有关，同时也可以影响

或预期工作行为以及绩效表现的好坏。Heffernan and Flood(2000)提出胜任力与组织绩效是有关

的，高绩效的组织很可能是采用以能力为主，亦指能在绩效高的组织里能找到具有高胜任力的

员工。 

所以本研究认为胜任力能够显著预测工作绩效，故提出假设：H3:高校辅导员胜任力对工

作绩效有正向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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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设计 

3.1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2研究假设 

根据研究目的,文献综述,研究架构，归纳本研究的假设如下： 

H1：高校辅导员在不同性别在胜任力上存在差异。 

H1a：高校辅导员在不同年级在胜任力上存在差异。 

H1b：高校辅导员在不同教龄在胜任力上存在差异。 

H2：高校辅导员在不同性别在工作绩效上存在差异。 

H2a：高校辅导员在不同年级在工作绩效上存在差异。 

H2b：高校辅导员在不同教龄在工作绩效上存在差异。  

H3：高校辅导员胜任力对工作绩效有正向显著。 

3.3研究对象 

河南作为全国第一教育人口大省,省内高校从1949年的1所到现在2020年的151所高校, 在校

生也从800人到今天的220万以上 ,实现了河南高等教育里程碑式的历史性突破（河南商报 , 

2020）。因此本研究以河南省四所普通高等院校辅导员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取抽样方式为立意抽样法，李志强、蔡宏宇（2014）立意抽样法具有简便易行，

符合调查目的和特殊需要，可以充分利用调查样本的已知资料，被调查者配合较好，资料回收

率高等优点。 

本次调查针对高校辅导员，每所学校所有专业的大一至大四的辅导员发放问卷120份，共

计5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480份。Sudman(1976)的研究观点指出，调研中母体的分布区域特

征决定了样本数量，分布特征为地区性的研究，其所需的样本数量应在500至1000之间。采取

发放方式为网络问卷，万聪（2014）网络问卷调查和传统问卷调查相比有独特的优势，例如成

本较低、数据回收方便、可重复使用、方便修改。 

3.4研究工具 

3.4.1胜任力量表 

采用梁涛(2012)编制的胜任力量表, 经过对资料的收集分析，得出问卷整体Cronbach's a 值

为 0.970，符合大于 0.7 的标准。CMIN/DF=1.361，参考值为小于 3，此项达标；RMR=0.041，

参考值为小于 0.08，此项达标； RMSEA=0.055，参考值为小于 0.08，此项达标；GFI=0.981，

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 AGFI=0.847，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不达标；NFI=0.934，

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 IFI=0.982，参考值为大0.900，此项达标；TLI=0.987，参考

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总上所述，说明模型适配度良好，具有较高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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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工作绩效量表 

采用季岩砚(2010)高校辅导员工作绩效量表 , 经过对资料的收集分析，得出问卷整体

Cronbach's a 值为 0.823，符合大于 0.7 的标准。经过对资料的收集分析， 得 出 问 卷 

Cronbach's α 值 =0.966 ，说明 高校辅导员工作绩效量表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CMIN/DF=1.108，

参考值为小于 3，此项达标；RMR=0.035，参考值为小于 0.08，此项达标； RMSEA=0.035，

参考值为小于 0.08，此项达标；GFI=0.929，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 AGFI=0.89，

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不达标；NFI=0.964，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 IFI=0.996，

参考值为大0.900，此项达标；TLI=0.995，参考值为大于 0.900，此项达标；总上所述，说明

模型适配度良好，具有较高信效度。 

 

4.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以河南省4 所高校辅导员为研究对象，发放共计 500 份问卷，回收问卷 491份，回

收率为 98.2%。其中有效问卷 418 份，无效问卷 73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85.13%，针对个人信

息中的性别、年龄、教龄基本资料如表 4.1 所示。 

  

表一 个人信息频率统计（N=418） 

题项  选项  次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女 

201   

217 

48.09%  

51.91%  

年龄  

18-25 岁 

26-30 岁 

31-35 岁 

71 

112 

79 

16.99%  

26.79%  

18.9%  

 36-40岁 102 24.4%  

 41-45 岁 54 12.92%  

教龄  

1年及以下 

1-2 年 

2-3 年 

3-4 年 

88 

107 

76 

58 

21.05%  

25.60%  

18.18%  

13.88%  

 4-5 年 34 8.13%  

 5 年及以上 55 13.16%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差异分析  

4.2.1不同性别在胜任力与工作绩效上的差异分析 

表二的统计结果可知，现阶段的河南省高校辅导员，从胜任力的三个维度上来看，男性辅

导员与女性辅导员在工作态度上不存在差异 (t=﹣0.195，p>.05)；男性辅导员与女性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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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价值观维度上不存在差异 (t=﹣1.475，p>.05)；男性辅导员与女性辅导员在工作能力

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t=﹣1.160，p>.05)。 

在工作绩效的两个个维度中，男性教师与女性教师在任内绩效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t=

﹣1.753，p>.05)；男性教师与女性教师 在周边绩效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t=﹣0.430，

p>.05)。 

总结可知：不同性别样本对于胜任力和工作绩效全部均不会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表二 不同性别在胜任力与工作绩效上的差异分析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自由度 t值 p 
男                女 

工作态度 3.96   0.93 3.98   0.83 418 -0.195 0.846 

工作价值观 3.96   0.92 4.08   0.75 418 -1.475 0.141 

工作能力 3.90   0.87 3.98   0.79 418 -0.985 0.325 

任务绩效 3.95   0.91 4.09   0.76 418 -1.753 0.08 

周边绩效 3.95   0.90 3.98   0.82 418 -0.431 0.666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2不同年龄的高校辅导员在胜任力与工作绩效的分析 

由表三的统计结果可知，现阶段的河南省高校辅导员，从胜任力的三个维度上来看，31-

35岁辅导员在工作态度最高 (M=4.06，SD=0.87) 41-45岁辅导员在工作态度最低(M=3.85，

SD=1.12) 在工作态度上不存在差异 ；36-40岁辅导员在工作价值观最高 (M=4.06，SD=0.81) 

与41-45岁辅导员工作价值观最低 (M=4.08，SD=0.75) 在工作价值观维度上不存在差异 ；36-

40岁辅导员在工作能力上最高 (M=4.40，SD=0.78) 与18-25岁辅导员工作能力最低(M=3.88，

SD=0.84) 在工作能力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  

在工作绩效的两个个维度中，31-35岁辅导员在任务绩效维度最高 (M=3.95，SD=0.91) 与

41-45岁辅导员最低(M=3.94，SD=1.06) 在任内绩效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36-40岁辅导员在

周边绩效最高 (M=4.04，SD=0.82)与18-25辅导员周边绩效最低 (M=3.93，SD=0.81) 在周边绩

效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总结可知：不同年龄对于胜任力和工作绩效全部均不会表现出差异性。 

 

表三 不同年龄在胜任力与工作绩效的分析 

 

维度  

 

18-25 

岁   

平均数（标准差）   

41-45 

岁  

    

26-30 岁   36-40岁    31-35

岁     
F    p  

工作态度 
3.96 3.94 4.06 3.99 3.85 

0.491 0.724 
(0.88) (0.83) (0.87) (0.8) (1.12) 

工作价值

观 

4.05 4.01 3.99 4.06 3.96 
0.18 0.948 

(0.83) (0.74) (0.83) (0.81) (1.07) 

3.88 3.89 3.95 4.04 3.94 0.723 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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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能力 (0.84) (0.73) (0.83) (0.78) (1.09) 

任务绩效 
3.99 4.02 4.04 4.09 3.94 

0.33 0.858 
(0.86) (0.73) (0.84) (0.81) (1.06) 

周边绩效 
3.93 3.97 3.94 4.04 3.88 

0.337 0.853 
(0.81) (0.83) (0.83) (0.82) (1.08)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3不同教龄在胜任力与工作绩效上的差异分析 

不同教龄的高校辅导员在胜任力与工作绩效的差异，不同教龄工作绩效中各维度经过单因

子变异数分析，没有显著差异(p>.05)。另经 Scheffe 事后比较显示教龄在胜任力中的工作态度

和工作能力中，有显著差异(p<.05)。具体表现可知，在工作态度中 5年以上 (M=4.3, 

SD=0.62)与1年以下（M=3.86, SD=0.98) 与有显著差异，且5年及以上群体显著大于1年及以下

群体。在工作能力中，5 年及以上（M=4.23, SD=0.62) 与有显著差异1 年及以下 (M=3.81, 

SD=0.86)与，且5年以上教龄群体显著大于1年以下群体。 

总结可知：不同教龄对于胜任力和工作绩效全会表现出部分差异性。 

 

表四 不同教龄在胜任力与工作绩效的分析 

      教龄 平均值（标准差）    

维度 1年以下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F p Scheffe 

工作态度 3.86 3.85 3.98 4.11 3.84 4.3 2.711 0.020* 6＞1 

 (0.98) (0.93) (0.9) (0.75) (0.83) (0.62)    

工作价值

观 
3.97 3.93 3.96 4.13 4.02 4.22 1.234 0.292 

 

 (0.88) (0.87) (0.82) (0.73) (1.02) (0.65)    

工作能力 3.9 3.81 3.86 4.06 3.97 4.23 2.487 0.043* 6＞1 

 (0.93) (0.86) (0.8) (0.72) (0.91) (0.62)    

任务绩效 3.93 3.94 4.01 4.12 4.03 4.27 1.585 0.163  

 (0.95) (0.89) (0.83) (0.72) (0.87) (0.58)    

周边绩效 3.9 3.88 3.98 4.05 3.93 4.13 0.821 0.535  

 (0.8) (0.98) (0.84) (0.78) (0.89) (0.58)    

注：* p<0.05 **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胜任力和工作绩效量表均为李克特（Likert Scale）五点尺度衡量通过对收集

资料进行分析得出胜任力和工作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去表示相关关系的

强弱情况。具体分析可知：胜任力和工作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0.942，并且呈现出0.01水平

的显著性，因而说明胜任力和工作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583 
 

表四 相关性分析表 

变量     胜任力 

工作绩效 相关系数   0.942** 

 p值 0.000 

注：* p<0.05 **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4回归分析 

由下表可知，在该模型中，R2 值为0.887，表示胜任力可以解释工作绩效的88.72%变化的

原因。通过模型F检验(F=3272.407，p=0.000<0.05)，表示具有统计显著性，即胜任力对工作

绩效会产生影响。其中胜任力的回归系数值为0.955（t=57.205,p=0.000<0.01）表明胜任力会

对工作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表五 胜任力对工作绩效的回归分析表 （N=418） 

自变量 B t p β VIF 

胜任力 0.955 57.205 

 

0.000** 0.942 1 

R2  0.887 
 

 

AdjR2  0.887 
 

 

F  3272.407 

 
 

 

 

注：* p<0.05 ** 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结论及建议 
5.1不同性别、年龄在高校辅导员在胜任力与工作绩效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对胜任力与工作绩效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性，也就是说男性辅

导员和女性辅导员在胜任力与工作绩效上没有显著差异。原因可能是: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

生产力的提高，社会传统方面选择职业时对性别的要求逐渐淡化，女性辅导员和男性辅导员都会受

同样的教育和同样的社会支持，其自信程度和工作绩效并差别。 

5.2不同年教龄在高校辅导员在胜任力与工作绩效上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教龄对胜任力和工作绩效存在显著的差异。刚入职的高校辅导

员不熟悉学校工作，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长年累月的辅导员从事的学生事务,不断地积累工作能力

和经验。从而使得工作5年以上的辅导员胜任力与工作绩效显著大于工作1年以下的高校辅导员。 

5.3高校辅导员胜任力对工作绩效有正向显著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胜任力能够正向显著影响工作绩效。高校辅导员胜任力越高其工作绩效也会

越高。本研究结果显示，高校辅导员胜任力对工作绩效有正向显著影响。这与季岩砚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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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胜任力各维度与工作绩效各维度都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研究

者认为高校辅导员的胜任力能够预测工作绩效。具备较高胜任力的个体，在工作中工作绩效更

高可以更好的完成学生事务工作计划以及与他人的沟通与合作。较高的胜任力可以促进高校辅导

员在其个体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更好提高工作绩效。 

5.4建议与对策 

5.4.1对高校辅导员自身的建议 

通过本研究可以得知，高校辅导员的胜任力预测其工作绩效时具有重要的作用。胜任力个

人特征属性的描述，与一些不能由个人控制的客观评价指标不同，高校辅导员的胜任力可以由

高校辅导员个人通过一定的途径进行调整。高校辅导员便可以从这些方面着手，进而改进、提

高自己的工作绩效。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调整： 

(1)培养自身积极的工作态度；(2)树立良好的与高校教育工作相匹配的价值观；(3)锻炼、

培养个人做好高校辅导员这份工作的能力；(4)坚信自己能干好学生管理工作，同时能从学生管

理工作中获得满足感；(5)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包括与同事、领导、学生之间的关系）;(6)运

用正确方式思考，控制自己的情绪。  

5.4.2对高校的建议 

(1)为高校辅导员提供更多的培训、进修的机会与渠道，增加其参与各种工作的机会。  

通过为高校辅导员提供更多的进修培训机会，可以提升其个人学生管理的能力，并培养与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相适应的价值观，从而，有利于提高其工作绩效。 

(2)关心高校辅导员的个人背景状况，从而根据不同的个体特征，设立相应的高校辅导员绩

效考察机制。  

根据本研究的发现，由于高校辅导员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对高校辅导员的胜

任力、工作绩效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年限、年龄、等均会使得辅导员

的工作绩效不同。因此，高校管理者在高校辅导员的管理过程中，要根据这些不同的个人背景

特征实施有针对性的管理，并设立相应的高校辅导员绩效考核机制，激励高校辅导员提供工作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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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on Pro-soc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Hengyang City,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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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n 

prosocial behavior, which is studied by college students in Hengyang City, Hunan Province. By 

means of convenient sampling ,838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terpersonal ability and effort, prosocial behavior altruism, interpersonal situation, prosocial 

behavior emotion and emergency dimension in different grades, and whether the only child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itua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emergency 

dimensio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open, altruistic, emotional, and emergent prosocial behavior. 

 

湖南省衡阳市大学生人际关系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秦樱文 

博仁大学 

865508293@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人际关系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对象为湖南省衡阳市大学生。采用便

利抽样的方式，抽取某所高等院校 838 学生，运用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人际关系归因倾向量

表，数据通过 spss 统计软体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在人际关系能力和努力、亲社

会行为利他的维度有显著差异，不同年级在人际关系情境、亲社会行为情绪的和紧急的维度有

显著差异，是否独生子女在人际关系情境、亲社会行为紧急维度上有显著差异；人际关系的四

个维度对公开的、利他的、情绪的和紧急的亲社会行为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关键词：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大学生 

 

1.绪论 
中国进入教育现代化后，就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义务教育质量，首要是立德树人，着

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基本要求是增强学生综合素质，坚持全面发展，引导他

们爱人民爱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大学生做为社会储备的中心力量，培养亲

社会行为，比如：志愿者行动、慈善捐款（安连超等人，2018），有助于他们树立稳定的道德

价值观和公民自身素质（杨莹等人，2016）。 

《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 年）》指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活节奏明显加快，

心理应激因素日益增加，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逐年增多，尤其是学

生群体更是高危人群（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人际关系差的同学在学校更容易表现出自卑，

会容易被同学排挤甚至校园霸凌（高雅，2019）。所以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薛振朋等人，2020）。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cide Theory, SDT)是讨论个体的特性与动机的，强调人的自我内心的

动机，意在排除外在因素的影响，激发个体的自我决定，其中包含在心理需求中的胜任

(Competence)、自主(Autonomy)和相关性(Relatedness)三个因素可以用来激发自我，有机辩证的

观点认为人会在社会团体中寻求联系，并将社会意识整合到自我人际经验和内心的统一，如果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587 
 

这一过程被过度的拒绝或阻碍，则个体就无法满足需求，而参与在反社会行为中(Deci & Ryan, 

1985)。赵燕梅等人（2016）指出相关性(Relatedness)指的是个体与周围世界、人物保持一定联

系的程度。Pavey et al. (2011)认为亲密关系需要满足对于促进亲社会行为至关重要，研究发现

突出相关性需求的人有更大的兴趣参与亲社会活动（志愿者、慈善捐款）。Rodriguez-Ricardo et 

al. (2019)研究发现，满足个体的人际亲密感的需求，可以对众筹活动这类亲社会行为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 

亲社会行为研究的领域局限在自我牺牲式行为，没有考虑施受双方人际关系意义对亲社会

行为的影响（杨莹等人，2016）。助人的亲社会行为强调施助者对受助者单方面的资源输出，

比如：照顾同学的情绪，花时间陪孤单的朋友等，而合作或互惠的亲社会行为的目的是达到互

惠共赢，比如：为朋友保守秘密，积极配合老师工作（赵华丽等人，2018）。刘玉与许国动

（2016）研究发现大学生人际关系研究本质上，未能切入一个全新的、更宽阔的生存场域的审

视，进而忽视了其社会行为等方面的特殊功能与意义。 

根据研究背景与动机，本课题从在校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形成入手，加入性别、年级和是否

独生子女作为控制变量，为亲社会行为的成因和影响因素提供实证，并针对影响因素，提出建

议以及策略，辅助湖南省素质教育“三全育人”的人才培养激励改革政策，鼓励大学生发展亲社

会行为，将有利于大学生社会行为的积极转变，进一步促进新时代社会转型与社会和谐（湖南

省教育部，2020）。 

 

2.文献探讨 
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是人们接触和交流中，产生的情感关联（黄四林等人，

2016）或心理关系（杨颖、鲁小周，2015）。Lefcourt et al. (1979)基于 Weiner 的归因理论，认为

人际关系的发展在于个体对于人际机制的归因，人与人交互中，个体习惯于将人际认知归结于

内在的心理还是外在的情境，基于此将个体的人际关系分为内控型和外控型人际关系。因为一

个人永远不会摆脱自己的期望、陈规定型观念、取向、态度、倾向，通过这种机制人们被评估

(Myasischev, 1995)，因此本文采用 Lefcourt 对人际关系的定义。 

亲社会行为泛指一切对个人、社会、群体等有利的行为（杜秀莲、高静, 2019），是学生社

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Guo，2017)。其内涵可以包括助人行为、合作行为和利他行为等（赵华

丽等人，2018）。寇彧等人（2008）认为亲社会行为可以看作从自我获益到他人获益的连续体 ，

其内涵不仅包括使接受者获益的行为，也包括促进交往双方积极人际关系的行为。因此亲社会

行为蕴含两个典型特征: 一是能给他人带来好处；二是能促进交往双方之间甚至是社会的和谐

关系，包括利他、合作、助人等行为。本文采用寇彧等人（2008）对亲社会行为的定义。 

各学者对不同性别、年级和是否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的差异分析各不相同。张瑜

与李宏翰（2012）不同性别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有显著差异，女生优于男生；不同年级大学生在

人际关系有显著差异，大一、大二的学生优于大三、大四。赵松立与杨雪花（2016）不同性别

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有显著差异，女生优于男生；不同年级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有显著差异，大三

的学生优于其他年级。柯淑育（2017）不同性别的中职生在人际关系上有显著差异，男生优于

女生。黄志勇与王国强（2018）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有显著差异，男生优于女生。所

以本研究提出假设 H1a：湖南省衡阳市不同性别和年级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有显

著差异。 

各学者对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在亲社会行为的差异分析各不相同。张金丽（2017）研究

显示不同性别大学生在亲社会行为及其公开型、情绪型、匿名型和利他型维度影响显著，对紧

急型、依从型维度影响不显著；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年级差异中，随着年级的升高，大学生亲

社会行为越高，依次为大四>大三>大二>大一。余培林等人（2020）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亲社

会行为上有显著差异，男生优于女生；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亲社会行为上有显著差异，大三>

大二，大四>大二。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 H1b：湖南省衡阳市不同性别和年级大学生在亲社会

行为有显著差异。 

众多学者研究都显示人际关系的有关变量与亲社会有关联，但直接关系或影响的研究较少。

Guo（2017）人际信任对亲社会行为有积极的预测作用，表明大学生人际关系越和谐，学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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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倾向于亲社会行为。大学生人际责任感能够显著的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张诗琪、刘丽红，

2019）。流动和留守儿童期青少年的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能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杨静等

人，2015）。曾昱与胡鹏（2017）发现人际开放与利他亲社会倾向有显著正相关。粱燕与陈静

（2020）研究显示初中生的人际信任与亲社会行为显著相关。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 H2：湖南

省衡阳市大学生人际关系对亲社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3.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分析人际关系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情形，以湖南省衡阳市某所本科高等院校学生为

问卷调查对象。宋海燕等人（2016）抽取湖南省衡阳市某大学 800 名学生，发现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是较差的，其中主要的影响因子包括人际关系、抑郁、焦虑等，且女生区别于男生，在

人际关系的差异显著。参考 Tinsley and Tinsley (1987) 的观点，发放正式问卷数量应与题项数量

结合，题项数与样本数的比例应在为 1:5 至 1:10 之间。本文问卷题项数共 50 道题，以 1:10 为

本研究参考比例，因此本文预计发放 600 份研究问卷，最终回收 838 份，整理无效问卷，最终

正式问卷 790 份，回收率达到 94%。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它是通过发现问题，结合调查结果对教学设计进行优化，可以使

教学真正立足于学生实际，使用已有的问卷可以保证信效度，具有权威性，也可以避免作者的

主观偏差（刘婷婷，2017）。问卷填答方式采用李克特 (Likert Scale) 5 点尺度衡量，即非常不同

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分数依次为 1 至 5 分，分数越高代表同意程度

越高。 

人际关系量表采用 Lefcourt et al. (1979)编制的《多维度-多归因量表》(Multidimensional 

Multidirectional Causal Scale，MMCS)的孙晓军（2014）中文版人际关系归因倾向的分量表，共

24 个项目，包括能力、努力、情境、运气四个维度，其中能力和努力属于内归因，运气和情境

属于外归因，各分量表包括 12 个成功相关条目和 12 个失败相关条目，分为能力、 努力、情境、

运气 4 个维度，其中，能力和努力维度属于内控性因素，运气和情境维度属于外控性因素，该

问卷的四个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70、.74、.71、.78。陈璐嘉与刘威（2018）认为过度的

外控人际归因，会产生社交苦恼和回避，而社交回避和苦恼与成功的人际关系归因是呈负相关，与

失败的人际关系归因是呈正相关的，正确的内控人际归因更有助于心理健康，个体会更愿意构建内

部评价和认知体系，并通过实际的策略去解决问题，避免产生焦虑等消极情绪。 

亲社会行为量表国内常见使用的是Carlo (2002)基于生态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和已有的亲社

会行为理论编制的《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PTM），初试对象为

249 名平均年龄为 19.9 岁的大学生，复试对象为 40 名平均年龄为 22.9 岁的大学生，研究内容

提出了亲社会行为的 6 个维度，分别是利他性、顺从性、情绪性、可怕性、公开性和匿名性，

共 23 个项目，奠定了《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PTM）的基础。寇彧等人（2007）对 Carlo 的

亲社会行为量表（PTM）进行了修订，进行了四次测查，修订中采用了问卷调查法，研究对象

为青少年，初一到大四学生，年龄是 17 到 25 岁，共 26 个项目，量表 6 个维度题项 Cronbach's 

α分别为.71、.78、.76、.74、.73、.56，项目的因素载荷介于.97-.99之间，总体修订效果较好。 

数据统计与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差异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首先，本

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来了解受试大学生之分布情形，分析湖南省衡阳市大学生的性别、年级和

是否独生子女等加以了解本研究样本之结构；第二，通过 T 检定 (T-test Analysis)与变异数分析 

(ANOVA) 是用来进行差异性分析，两个互为独立的母群时，以 T 检定来比较差异性；用在两

个或两个以上互为独立的母群的差异比较时，应采用单因子变异数分析 (Vasey & Thayer, 1987)，

通过 T 检定对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在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进行差异分析，通过变异数分

析对不同年级在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进行差异分析；第三，为了探讨变数间关系的强度，在

回归分析之前进行的本研究采皮尔森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作为衡量人际关系和亲社会行为

两个变项间关联程度的指标。；第四，统计学家用回归分析确定两种或两种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状态，按涉及变量的多少分为一元和多元回归，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人际关系在亲社会行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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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作用。 

 

4.研究结果 
4.1 样本数据现况 

本研究设置的大学生的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在有效样本 (N =790)

中，从性别分布看，男生 161 人，占 20.4%，女生 629 人，占 79.6%；从年级分布来看，大一

364 人，占 46.1%，大二 141 人，占 17.8%，大三 229 人，占 29%，大四 56 人，占 7.1%，具体

数据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研究问卷有效样本基本资料表（N =790） 

统计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百比（%） 

性别 
男 161 20.4 

女 629 79.6 

年级 

大一 364 46.1 

大二 141 17.8 

大三 229 29 

大四 56 7.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2、4.3 可见，人际关系的项目平均值为 2.92 分，标准差为 0.33，低于理论中值，这

说明大学生人际关系属于中等偏下水平。从各维度来看，分数最高的是人际关系的情境维度，

平均分为 3.17 分，标准差为 0.47，表明大学生人际关系的情境归因较高，其它维度依次为运气

（M =2.76 分，SD =0.48）、努力（M =2.89 分，SD =0.45）、能力（M =2.87 分，SD =0.41）。从

人际关系的内外控分布来看，内控性人际关系大学生 397 人，占 50.3%，外控性人际关系大学

生 393 人，占 49.7%，其中内外控人际关系系数中。平均值为 0.17，是正数，标准差 0.87，说

明受试大学生的内外控人际关系处于中等偏外控性。 

 

表 4.2   大学生人际关系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N =790） 

维度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极大值 极小值 

内归因 
能力 2.87 0.41 2.83 4.17 1.50 

努力 2.89 0.45 3.00 4.17 1.50 

外归因 
情境 3.17 0.47 3.17 4.83 1.83 

运气 2.76 0.48 2.83 4.17 1.00 

内外控人际关系系数 0.17 0.87 0.00 4.83 -3.17 

人际关系（整体） 2.92 0.33 2.96 3.92 1.67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4.3 内外控人际关系基本资料表（N =790） 

统计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百比（%） 

人际关系 
内控性 397 50.3 

外控性 393 49.7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受试大学生在亲社会行为得分之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4.4 所示。亲社会行为的项目均分为

3.36 分，标准差为 0.49，高于理论中值 3 分，这说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程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从各维度上看，分数最高是利他的亲社会行为，平均值为 3.58，标准差为 0.49，表明受试大学

生利他的亲社会行为程度较高，其它维度依次为依从的（M =2.76 分，SD =0.48），公开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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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分，SD =0.45），情绪的（M =3.30 分，SD =0.36），匿名的（M =3.31 分，SD =0.46），紧

急的（M =3.58分，SD =0.49）。 

 

表 4.4 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N =790） 

维度 题数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极大值 极小值 

公开的 4 3.09 0.45 3.00 4.5 1.25 

匿名的 5 3.31 0.46 3.20 5.00 1.40 

利他的 4 3.60 0.54 3.75 5.00 1.00 

依从的 5 3.30 0.44 3.20 5.00 1.60 

情绪的 5 3.40 0.46 3.40 5.00 2.20 

紧急的 3 3.58 0.49 3.67 5.00 2.33 

亲社会行为 26 3.36 0.34 3.31 4.58 2.62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不同性别、年级在人际关系及各维度、亲社会行为及各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为了解不同的背景统计变量（性别、年级）在大学生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上是否

存在显著差异，进行独立样本 T 检定差异性分析。以下将以平均数、标准差与独立样本 T 检验

加以分析，其统计结果如表 4.5、4.6、4.7 所示。 

 

表 4.5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的差异分析表（N =790） 

变量 男（166） 女（629） T P 

能力 2.977（0.424） 2.845（0.408） 3.640*** 0.000 

努力 3.028（0.431） 2.859（0.448） 4.308*** 0.000 

情境 3.165（0.461） 3.171（0.476） -0.151 0.880 

运气 2.813（0.466） 2.751（0.482） 1.465 0.143 

人际关系 2.996（0.327） 2.906（0.330） 3.068** 0.002 

公开的 3.104（0.466） 3.085（0.448） 0.476 0.634 

匿名的 3.309（0.485） 3.310（0.455） -0.025 0.980 

利他的 3.483（0.574） 3.632（0.526） -3.138** 0.002 

依从的 3.298（0.411） 3.295（0.442） 0.080 0.937 

情绪的 3.349（0.462） 3.399（0.460） -1.236 0.217 

紧急的 3.545（0.516） 3.587（0.484） -0.973 0.331 

亲社会行为 3.337（0.365） 3.371（0.338） -1.124 0.261 

注：**p<0.01；***p<0.001 

 

由表 4.5 可见，不同性别在人际关系整体以及其中的两个维度（能力、努力）上有显著差

异（P<0.05），男性人际关系整体上显著高于女性，男性人际关系能力维度显著高于女性，男

性人际关系努力维度显著高于女性；不同性别在亲社会行为整体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亲社会

行为利他的维度上有显著差异（p<0.05），说明女性利他的亲社会行为显著高于男性。 

 

表 4.6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的差异分析表（N =790） 

年级 
能力 努力 情境 运气 人际关系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大一 2.87  0.46  2.88  0.46  3.20  0.48  2.75  0.50  2.92  0.35  

大二 2.93  0.35  2.91  0.45  3.22  0.49  2.77  0.45  2.96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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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 2.85  0.38  2.90  0.43  3.09  0.43  2.79  0.44  2.91  0.30  

大四 2.86  0.41  2.88  0.42  3.16  0.52  2.75  0.55  2.91  0.37  

F 0.71  1.27  0.188* 3.09  0.37  

LSD   大三<大一，大二   

注：*p<0.05 

 

由表 4.6 可见，不同年级在大学生人际关系整体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人际关系情境维度上有

显著差异，大三学生的情境人际关系显著小于大一学生和大二学生。 

 

表 4.8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亲社会行为的差异分析表（N =790） 

年级 
公开的 匿名的 利他的 依从的 情绪的 紧急的 亲社会行为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大一 3.09  0.45  3.31  0.46  3.63  0.56  3.28 0.41 3.45 0.47 3.62  0.49  3.38  0.34  

大二 3.10  0.45  3.26  0.46  3.52  0.55  3.28 0.41 3.32 0.43 3.48  0.46  3.32  0.33  

大三 3.07  0.46  3.32  0.45  3.60  0.51  3.34 0.46 3.36 0.45 3.56  0.50  3.36  0.35  

大四 3.14  0.44  3.40  0.50  3.67  0.49  3.25 0.53 3.31 0.48 3.59  0.48  3.38  0.35  

F 0.49  1.31 1.73 0.972 3.748* 3.17* 1.315 

LSD     

大二、大

三、大四<

大一 

大二<大一  

注：*p<0.05 

 

4.3 人际关系各维度对亲社会行为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由表 4.9 可见，在人际关系与亲社会行为各维度上，人际关系的能力、努力维度与公开的

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与利他的亲社会行为显著负相关，人际关系的情境维度与公开性人际

关系显著正相关，人际关系的运气维度与公开的亲社会行为显著正相关，与利他的、情绪的和

紧急的亲社会行为显著负相关。 

 

表 4.9  大学生人际关系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分析（N =790）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能力 2.87 0.41 1 .59*** .25*** .42*** .18*** 0.02  -.16** 0.06  0.01  -0.05  

2.努力 2.89 0.45 .59*** 1  .20*** .35*** .23*** .07* -.11** 0.02  0.04  -0.06  

3.情境 3.17 0.47 .25*** .20*** 1  .46*** .15*** 0.02  -0.01  -0.04  0.07  0.07  

4.运气 2.76 0.48 .42*** .35*** .46*** 1 .14*** -0.03  -.19** -0.04  -.08* -.10** 

5.公开的 3.09 0.45 .18*** .23*** .15*** .14*** 1  .18*** .18*** .34*** .38*** .28*** 

6.匿名的 3.31 0.46 0.02  .072* 0.02  -0.03  .18*** 1  .57*** .44*** .50*** .44*** 

7.利他的 3.60 0.54 -.16*** -.11** -0.01  -.19*** .18*** .57*** 1  .48*** .58*** .55*** 

8.依从的 3.30 0.44 0.06  0.02  -0.04  -0.04  .34** .44*** .48*** 1  .52*** .50*** 

9.情绪的 3.39 0.46 0.01  0.04  0.07  -.08* .38*** .50*** .58*** .52*** 1 .55*** 

10.紧急的 3.58 0.49 -0.05  -0.06  0.07  -.10** .28*** .44*** .55*** .50*** .55*** 1  

注：*p<0.05；**p<0.01；***p<0.001 

 

4.4 人际关系各维度对亲社会行为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探讨大学生人际关系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情形。结果如表 4.10、4.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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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大学生人际关系能力、努力、情境、运气维度对公开的亲社会行为回归分析表 

自变量 R² 调整后 R² F β T 
共线性统计 

容忍度 VIF 

能力 

 

0.065 

 

0.06 

 

13.55*** 

0.04 0.85 0.60 1.67 

努力 0.18 4.16*** 0.64 1.57 

情境 0.10 2.53** 0.78 1.28 

运气 0.02 0.37 0.68 1.47 

注：**p<0.01；***p<0.001 

 

由统计结果表 4.11 可知，该回归模型 F 值为 13.55（P<0.05），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0.05 的显

著性检验，VIF 不大于 10，说明没有共线性的问题。人际关系的努力和情境维度对公开性的亲

社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 4.11  大学生人际关系能力、努力、情境、运气维度对利他的亲社会行为回归分析表 

自变量 R² 调整后 R² F β T 
共线性统计 

容忍度 VIF 

能力 

 

.051 

 

.046 

 

10.594*** 

-0.10 -2.27* 0.60 1.67 

努力 0.00 0.23 0.64 1.57 

情境 0.11 2.80** 0.78 1.28 

运气 -0.19 -4.61*** 0.68 1.47 

注：***p<0.001 

 

由统计结果表 4.12 可知，该回归模型 F 值为 10.594（P<0.05），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0.05 的

显著性检验，VIF 不大于 10，说明没有共线性的问题。人际关系的能力和运气维度对利他性的

亲社会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人际关系的情境维度对利他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 4.12  大学生人际关系能力、努力、情境、运气维度对情绪的亲社会行为回归分析表 

自变量 R² 调整后 R² F β T 
共线性统计 

容忍度 VIF 

能力 

 

0.02 

 

0.02 

 

4.48** 

0.01 0.12 0.60 1.67 

努力 0.06 1.42 0.64 1.57 

情境 0.13 3.13** 0.78 1.28 

运气 -0.16 -3.65*** 0.68 1.47 

注：**p<0.01；***p<0.001 

 

由统计结果表 4.13 可知，该回归模型 F 值为 4.48（P<0.05），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0.05 的显

著性检验，VIF 不大于 10，说明没有共线性的问题。人际关系的情境对情绪性的亲社会行为有

显著正向影响，人际关系的运气维度对情绪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 

表 4.13  大学生人际关系能力、努力、情境、运气维度对紧急的亲社会行为回归分析表 

自变量 R² 调整后 R² F β T 
共线性统计 

容忍度 VIF 

能力 

 

0.03 

 

0.02 

 

5.26*** 

-0.01 -0.11 0.60 1.67 

努力 -0.04 -0.81 0.64 1.57 

情境 0.14 3.59*** 0.78 1.28 

运气 -0.15 -3.46** 0.68 1.47 

注：**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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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统计结果表 4.13 可知，该回归模型 F 值为 5.26（P<0.05），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0.05 的显

著性检验，VIF 不大于 10，说明没有共线性的问题。人际关系的情境对紧急的亲社会行为有显

著正向影响，人际关系的运气维度对紧急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 

 

表 4.14  大学生人际关系对亲社会行为回归分析表 

自变量 R² 调整后 R² F β T 
共线性统计 

容忍度 VIF 

人际关系 0.000 -.001 .089 0.011 0.298 1.000 1.000 

注：**p<0.01；***p<0.001 

 

由统计结果表 4.14 可知，该回归模型 F 值为 0.089（P<0.05），未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0.05 的

显著性检验，VIF 不大于 10，说明没有共线性的问题。人际关系对亲社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5.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样本数据的现况及在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上的特点 

本次问卷调查收集的有效问卷共 790 份，女生占比比男生更多，大一年级的大学生占比最

大，其次是大三，大二，大四。在人际关系上，首先，内外控人际关系样本较为平均，内外控

人际关系系数为正数，说明受试样本整体处于外控性人际关系范围。第二，受试大学生在人际

关系情境维度表现得最好，在人际关系运气维度表现是最差的。第三人际关系能力和努力维度

上，受试大学生整体的表现处于中等偏下。大学生的运气归因相对相差可能与中国人际关系教

育有一定关系，人际关系在中国被看作是与社会接触很重要的一环，家长和学校在乎人际关系

技巧和能力的培养，会更注重人际关系的“人”，而忽略了“际”这个联系的部分，学会创造

机会，也会对人际关系造成一定的帮助。在亲社会行为变量上，首先，整体上受试者的亲社会

行为中等偏上。第二，利他的亲行为行为表现是最好的，之后依次是依从的，公开的，情绪的，

匿名的，紧急的，表现都是中等偏上。利他亲社会行为属于不求回报的付出，大学生普遍有自

己的意愿和自由去繁衍行为，认知上倾向于希望他人更好，自身也会在行为过程有心灵体验，

学校、老师和家长应更注重学生的亲社会自我意愿，减少强制参与，增大心灵体验。 

5.2 人际关系及其四个维度上的性别差异分析 

根据第 4 章的统计结果表明，男女性在人际关系整体以及其中的两个维度（能力、努力）

上有显著差异，男性人际关系整体上显著高于女性，男性人际关系能力维度显著高于女性，男

性人际关系努力维度显著高于女性。这与柯淑育（2017）、黄志勇与王国强（2018）研究结果

一致，男性的人际关系大于女性。 

5.3 亲社会行为及其六个维度上的性别差异分析 

根据第 4 章的统计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在亲社会行为整体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亲社会行

为利他的维度上有显著差异，说明女性利他的亲社会行为显著高于男性。这与张金丽（2017）

的研究结果部分一致，相同的是亲社会行为利他维度上有显著差异，不同的是男性利他的亲社

会行为显著高于女性。 

5.4 人际关系及其不同维度对亲社会行为及其不同维度的影响关系分析 

根据第 4 章的统计结果表明，人际关系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但不同类型人际归因

对多元化的亲社会行为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一项针对学生所做的亲社会行为活动，其较为

立即性是促进学生个人成长，对于学校组织发展的带动，由于需要人员的整合、氛围的营造，

以及学校文化的形塑，所需要的时间会较长。从本研究可以发现，从分析学生下手，开展亲社

会行为活动，提高活动有效率和质量，且不能徒有形势，对学校声誉的、组织活跃度的发展都

是有益处的，将活动与学生的成长结合，教会其在力所能及情况下，正确找到符合自己的亲社

会行为，例如你能够正视自身人际关系的努力，也有足够的人际关系技巧，可以发挥你的依从

和情绪的亲社会行为，帮助身边的人，如果你对情境人际关系的把握够全面，你可以在看见公

开的、紧急的状况时，运用自己对环境的把握，找到可以共同帮助自己的人，开展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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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on Mental Resilience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

Efficacy  
Xian BEI 

Dhurakji Pundit University 

931574883@qq.com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fficacy on 

resilience of preschool teach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self-efficacy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to establish a research model. In this study, 442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cluster sampl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cial suppor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fficacy, 

and self-efficac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silience Self-efficacy mediate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Keywords: kindergarten teachers ; Social Support ; Mental Resilience ; Self-efficacy 

 

广东省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对心理韧性的影响：以自我效能感为

中介变量 
贝娴 

博仁大学 

931574883@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广东省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对心理韧性的影响。并自我效能

感作为中介变项，建立研究模式。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方式进行问卷调查，以 442 名广东省幼

儿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发现，广东省幼儿教师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呈正相关，社会支

持与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韧性呈正相关；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和心理韧

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关键词：幼儿教师；社会支持；心理韧性；自我效能感 

 

1.引言 
近年，中国对学前教育的问题越来越重视，在 201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华社，2019），意见旨在要不断完善中国的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切实办好新时代的学前教育，让教育更好实现幼有所育，也反映出中国学

前教育事业过程中建设高质量的幼儿教师队伍是重要的（范国睿，2019）。高质量的幼儿教师

队伍需要专业的幼儿教师，而专业的幼儿教师必须具备专业的学前教育知识、专业的能力以及

良好的心理素质，但幼儿教师是处于情感高强度的特殊职业群体，幼儿教师的工作是处于高压

力、低回报、心理健康也逐渐影响了工作，工作的时间长、工作的要求多、同事关系的紧张、

反馈较少、专业成长的机会少等都成为影响幼儿教师队伍建设质量的提升（缪佩君等人，

2018）。幼儿教师的工作和生活中均出现显性与隐性的负担，极易导致其教师工作上心理和情

绪上的透支，乃至于引发极端性的事件发生（陈则飞，2018）。因此，无论是推动学前教育事

业发展，还是关心幼儿教师的角度出发，都应对幼儿教师心理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mailto:954761884@qq.com
mailto:95476188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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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是指个体通过对社会的联系所获得能减轻个体对自己心理应激反应，提高对社会

适应能力的影响，其中社会联系是指家人、同事、亲友、团体和社区等能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

持和帮助成员（田凤娟，2020；李强，1998）。社会支持不仅能满足个体如友谊、归属感以及

价值保证等基本需求，还能助于个体获得幸福感，缓解压力，减轻和缓解心理应激反应、紧张

和其他不良心理状态，因此，在社会支持上需要政策支持、社会理解支持、幼儿教师互助支持

等有效配合才能构建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系统（缪佩君等人，2018）。 

有研究指出幼儿教师的心理韧性是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幼儿教师的

心理韧性受到影响时会对处于心理发展关键期的学前儿童也受到身心发展的影响，如今幼儿教

师生活的环境压力源较多中，且需要幼儿教师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较高的心理韧性水平，

即使面对挫折也能保持一个较好的心态（王祥、张金勇，2015）。有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对幼儿

教师的整体发展和幼儿教育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提高幼儿教师的自我认同感、

保持适度的自信、学习新的技能等方面都能提高教师的心理韧性（王路曦，2019）。因此，重

视幼儿教师心理韧性的培养与提升，提高幼儿教师在压力情境下的积极应对，减少消极极端的

应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在一定水平上完成某一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判断、信念或自

我把握与感受（陈秀芹，2016）。庄可与张红（2015）研究对幼儿教师的研究发现新时期部分

幼儿教师普遍存在“工作压力大、工作上没有成就感、身心疲惫”等不良现象，因此，提议教

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应该采取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等措施来强化幼儿

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陈秋珠与许宽（2020）研究发现改善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程度，相应的也

能够调动幼儿教师的自我效能感。由此推论，幼儿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可能在其社会支持与心理

韧性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此为本研究的出发点。 

本研究以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研究心理韧性。目前，以往的心理韧性研究对象主要在普

通为学校的师生、研究生、医护人员、病患者等人群，而探讨幼儿教师的心理弹性研究则很

少（冯辉等人，2020）。阳德华与杨梦秋（2019）认为社会支持对幼儿园教师心理韧性的提升

起作用，但激活教师的社会支持对心理韧性的发展不容低估，树立良好的心态是激发和培养

心理韧性的首要任务。由此，本研究从社会支持、心理韧性与自我效能感探讨，了解幼儿教

师的心理韧性目前的状况，以期对幼儿教师心理发展提出依据和参考。  

综上，本研究教育心理学相关理论和研究，将“社会支持”、“心理韧性”、“自我效能感”

这三个变量整合到一个模型中，并考察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之间的中介关系，为

提升幼儿教师的心理韧性影响机制做进一步拓展。 

 

2.文献综述 
2.1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 (Social Support) 的定义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Casse (1976) 和 Cobb (1976) 从精神

病学文献中提出了社会支持的概念，之后，从精神病学、心理学，拓宽至社会学、犯罪学等诸

多专业领域用定量评定的方法，对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至今仍未有

一个统一公认的概念。在早期对社会支持概念的研究中，Cobb (1976) 从心理学取向提出社会支

持有三类影响个体心理的信息，第一是情感支持，即是个体相信自己是被关怀和被爱的；第二

是尊重支持，即是个体相信自己是被尊重和有价值的；第三是成员归属，即是个体相信自己属

于某个沟通和互惠的网络。中国学者苟雅宏（2009）对社会支持研究概括主要从社会互动关系、

社会行为性质、社会资源作用来对社会支持定义。社会互动关系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感

知到客观存在的联系，包括为实际帮助、社会情感帮助和信息帮助三类 (Sarason, 1983)；社会

行为性质即是一般性或特定的支持性行为 (Malecki et al., 2002)。社会支持作用即是个体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江琴娣，2014）。肖水源（1994）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认为社会支持可

以归纳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对客观支持的利用度三个方面。主观支持是指个体在社会中受

尊重、被支持、被理解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客观支持是指包括为物质上的直接援助

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对支持的利用度指个体在遇到麻烦或烦恼时对资源的利

用程度及对团体关系利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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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社会支持的源于个体的个人社会关系，而获得社会支持的内容需要取决于被支

持者的需要，无论是客观或是主观，都是可以满足被支持者的一种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本文倾

向于肖水源对社会支持的概念，将幼儿教师社会支持分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

度进行研究。 

2.2 心理韧性 

心理韧性 (Resilience) 的研究最早始于美国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者围绕着环境不利下

的儿童发展问题，而提出全新的研究范式，推动了韧性以及相关主题的研究工作（崔月、尚亚

飞，2020）。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心理韧性是个体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潜能或特质，这些能力、

潜能或特质均指个体的认知或情感的心理特质，包含人格特质和自我观念（李海垒，2006）。

关于心理韧性的概念界定，大体可以分为能力性、结果性和过程性三类界定。能力性界定即是

个体自身的品质或者能力，不同类型的个体在困难面前表现出的态度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各不

同的应对策略能力 (Connor & Davidson，2003)；结果性界定即是个体在遭遇逆境和重大压力之

后能够持续表现良好的、积极的结果 (Masten, 2006)；过程性界定即是个体身心精神受到破坏

后，为了恢复身心精神平衡而调动诸多保护性因素应对危险因素的消极影响的过程 (Richardson，

1996)。 

根据教师的心理韧性理论，Luthar (2015) 认为幼儿教师的心理韧性不仅仅是教师在挑战环

境下的一种适应能力或结果，更反映了幼儿教师的个性特征、专业道德与使命以及专业环境等

多种因素动态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坚韧性。因此，本研究将采用过程性定义的心理韧

性概念，对幼儿教师处理压力的能力和心理变化的过程，突出保护性因素和危险性因素两者之

间交互作用，符合本研究对心理韧性的定义。 

2.3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 概念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Bandura (1982) 首次提出的，并定义自

我效能感为个体对自己采取某些行动或者达到预期结果的能力的信心程度。Bandura (1986) 提

出自我效能感具有 3 个维度，即幅度 、强度 和普遍性。幅度即是个体对所能完成的、指向特

定目标行为的难易程度；强度即是个体对自己实现特定目标行为的确信程度；普遍性即是在某

个领域内的自我效能感之强弱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其他相近或不同领域中的自我效能感。换

言之，自我效能感不是技能，也不是真实的能力，而是对完成特定任务所具有的行为能力的自

信程度。 

一些学者们对自我效能感有着不同的理解，根据不同的研究领域，将其分为特定的自我效

能感和一般的自我效能感。个性心理学者 Schwarzer et al. (1997) 通过对四个国家自我效能感的

测量证实了自我效能感是一种适用于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通用概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

提出了一般自我效能感的概念，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一种稳定的个性特质，是个体在应对处理困

难情境时表现出的总体性自信程度。本研究中的自我效能感采用 Schwarzer et al. (1997) 一般自

我效能感概念，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幼儿教师在一般情况下的反应倾向作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预测，

具有可重复性和广泛的可比性。 

2.4 社会支持、心理韧性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谢琴红等人（2018）针对医学院校教师的调查分析发现，个体领悟到的主观社会支持、客

观社会支持、对支持的利用与心理韧性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即社会支持得分越高，心理韧性

水平就越高。并认为心理韧性是从逆境、失败和压力中迅速恢复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形成和

发展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根据雍挺俊与杜锦屏（2019）的研究认为个体感知到来自外界的帮助时，个体能更准确地

预测身边的突发状况和情景，从而增强控制不可测因素的信心，进而提高个体应付困境的自我

效能感。幼儿教师获得的社会的鼓励、支持和引导可以使幼儿教师有效地开展工作，若在社会

支持上遇到障碍时，则会导致幼儿教师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阻碍幼儿教师无法有效地开

展工作，自我效能感也跟随降低（陈秋珠、许宽，2020；李永占，2016）。 

张海芹（2012）对幼儿教师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对心理韧性有正向预测作用，

自我效能是心理韧性结构中重要的内部保护性因子，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在逆境中对自身能力

的肯定，而且还会影响对逆境的适应和面对失败时的坚持性，因此，幼儿教师的心理韧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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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可能与个体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有关。 

潘云波（2018）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心理韧性，也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间接影

响心理韧性，即社会支持度高的幼儿教师体验到强烈的自我效能感，并能对抗挫折，强化心理

的韧性。自我效能感高、社会支持感强的教师，在面对困难和压力时，更倾向于保持良好的信

念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主动寻求和识别可利用的社会支持来调整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侯东

辉等，2019）。 

由上综述，探讨与假设可知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其心理韧性的大小及

其自我效能感的程度，同时也发现自我效能感也会影响到幼儿教师心理韧性的情况。说明自我

效能感可以作为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的中介因素。 

 

3.研究方法 
3.1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广东省多所不同代表性幼儿园的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分别采

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为研究工具，采用整群抽样方式，

使用 SPSS 统计软件分析，以描述统计、相关分析以及中介效应分析，分别进行研究分析与讨

论。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广东省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广东省对学前教育的发展高度重视，把普及学前

教育任务作为当前教育的一项重要战略工程，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李晖，2012）。

本研究选取有代表性的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等县市的 442名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

Gorsuch (1983) 认为在正式问卷对象的人数上，建议样本数至少为题数最多之量表题数的五

倍，且要大于一百为原则。本研究以最多题数之量表为心理韧性量表，共计 25 题，取其十倍

为 250 份，考虑会有无效问卷，为此阶段发放 450份问卷，回收 442 份有效问卷。 

3.3 研究工具 

社会支持量表：采用肖水源（1994）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称 SSRS），该量表属

于整体性功能测量，分为 3个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共 10个题项构

成，第 1~4 题和第 8~10 题，每题项只能选一项，项分别记 1，2，3，4 分；第 5 题分 A，B，

C，D，4 项记总分，每题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记 1-4 分；第 6、7 题如回答有几个来源

就计几分，每个来源记 1分。该量表信度 0.80，效度 0.89，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总分则为 10

个题项计分之和。且总分越高，表明受测者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 

心理韧性量表：采用于肖楠与张建新（2007）修订的 Connor-Davidson 心理韧性量表（简

称 CD-RISC-25）中文版。该量表分为 3 个维度即坚韧、自强、乐观，共 25 个题项构成。采用

Likert 式五点量表方式作答，“从来不”、“很少”、“有时”、“经常”、“几乎总是”依次计为 1 至

5 分；总分为 0 到 125 分，且分数越高，表明受测者的心理韧性越好得分越高表明心理韧性越

强。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该量表信度良好，同时效度较高，在中国有较好的应用

价值，并被我国内研究广泛运用。 

自我效能感量表：采用国际广泛使用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简称 GSES），由德国心理学

家 Schwarzer et al. (1981) 编制，共有 10 个题项，涉及个体遇到挫折或困难时的自信心。采用 

Likert4 点量表形式，完全不正确记 1分，有点正确记 2分，多数正确记 3分，完全正确记 4分，

总分越高，表明被测试者的自我效能感越高。王才康等人（2001）翻译修订了该量表并进行了

信效度研究，得到其 GSES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表明中文版 GSES 具有很好的预测效度。 

 

4.研究结果分析 
4.1 样本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设置的幼儿教师基本资料包括年龄、教龄及学历。在有效样本 (n =442) 中，从年龄

方面看，20岁及以下 92人 (20.8%)，21 至 30 岁 245 人 (55.4%)，31 至 40 岁 84 人 (19%)，41岁

及以上 21 (4.8%)。从教龄分布来看，2 年及以下 138 人 (31.2%)，3-5年 172 人 (38.9%)，6-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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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人 (23.1%)，11 年及以上 30 人 (6.8%)。从学历分布来看，中专 101 人 (22.9%)，大专 153 人 

(34.6%)，本科及以上 188 人 (42.5%)。具体数据如表一所示。 

 

表一 研究问卷有效样本基本资料表（n =442） 

背景变项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年龄 

20 岁及以下 92 20.8 

21-30 岁 245 55.4 

31-40 岁 84 19 

41 岁及以上 21 4.8 

教龄 

2 年及以下 138 31.2 

3-5 年 172 38.9 

6-10 年 102 23.1 

11 年及以上 30 6.8 

最高学历 

中专 101 22.9 

大专 153 34.6 

本科及以上 188 42.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与标准差对广东省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和自我效能感进行分

析，如表二所示。 

 

表二 广东省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和自我效能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n =442） 

量表指标 题数 平均分 标准差 最低分 最高分 

社会支持（X） 10 3.808 0.512 26 53 

主观支持 4 5.447 0.761 14 32 

客观支持 3 3.039 0.580 4 15 

对支持的利用度 3 2.392 0.502 4 12 

心理韧性（Y） 25 3.492 0.531 57 123 

坚韧 13 3.442 0.566 28 63 

自强 8 3.557 0.595 18 40 

乐观 4 3.531 0.616 7 20 

自我效能感（M） 10 2.942 0.497 11 39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在社会支持测量中，本研究对社会支持以及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进行统计，由表二可知整

体社会支持均分为 3.808 分，各层面的主观支持平均得分 5.447 分；客观支持平均得分 3.039 分；

对支持的利用度平均得分 2.392 分。说明广东省幼儿教师心理韧性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普遍社

会支持均得到较高的支持。 

在心理韧性测量中，本研究对心理韧以及心理韧性的三个维度进行统计，每个题项最高分

为 5 分，最低分为 1 分，得分越高则代表心理韧性水平越高，得分越低则代表心理韧性水平越

低，因此可以将其理论中值作为 3 分为参考值。由表二可知整体心理韧性均分为 3.492 分，坚

韧平均得分 3.442 分；自强平均得分 3.557 分；乐观平均得分 3.531 分，整体来看广东省幼儿教

师心理韧性水平属于中等偏上。 

在自我效能感测量中，本研究对自我效能感的一个维度进行统计，每个题项最高为 4 分，

最低为 1 分，得分越高则代表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得分越低则代表自我效能感水平越低，因

此可以将其理论中值作为 2.5分为参考值。由表二可知整体自我效能感平均得分为 2.942分，整

体来看广东省幼儿教师心理韧性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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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相关分析 

为广东省幼儿教师在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和自我效能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三者之间进行相关性检验。相关分析验证。由表三可知，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呈正

相关 (r =.642，p <0.001)，即社会支持越高，其心理韧性也就越高；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呈

正相关 (r =.616， p <0.001)，即社会支持越高，其心理韧性也就越高；自我效能感与心理韧性

呈正相关 (r =.755，p <0.001)，即自我效能感越高，其心理韧性也就越高。 

 

表三 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和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表（n =442） 

变量 社会支持 心理韧性 自我效能感 

社会支持 1   

心理韧性 .642*** 1  

自我效能感 .616*** .755*** 1 

注：*p<.05；**p<.01；***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探讨广东省幼儿教师在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和自我效能的影响情形，以及自我效能

感在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两个变量之间的中介效果作用。 

 

表四 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项 
心理韧性 自我效能感 心理韧性 

Beta Beta Beta 

自变项    

社会支持 0.665*** 0.598*** 0.295*** 

中介变项    

自我效能感   0.619*** 

R2 0.412 0.380 0.621 

调整 R2 0.410 0.378 0.618 

F 194.465*** 169.723*** 225.921*** 

注：*p<.05；**p<.01；***p<.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在表四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心理韧性 (β=.665 p<0.001) 及自我效能感 (β=.598, p<0.001)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当因变量为心理韧性时，自我效能感的间接加入使得社会支持对心理韧性

的预测作用下降，仍然显著 (β=.295, p<0.001)；但自我效能感仍显著预测心理韧性 (β=.619, 

p<0.001)，说明了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5.结论与讨论 
广东省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较为良好。幼儿教师的年龄及性别会影响教师的社

会支持、心理韧性及自我效能感。而幼儿教师的学历不会影响教师的社会支持、心理韧性及自

我效能感。 

研究结果发现，广东省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对心理韧性能有正向影响，广东省幼儿教师的

社会支持对自我效能感能有正向影响，广东省幼儿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对心理韧性能有正向影响，

以及广东省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之间自我效能感起到中介作用。自我效能感在社会

支持与心理韧性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通过本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对广东省幼儿教师的心理韧性是有良好帮助作用的，因此，

幼儿教师当遇到困境时，应积极向领导、同事、家人或朋友寻找帮助与支持。部分出来工作的

幼儿教师的社会支持及心理韧性较为弱，教师应克服一些主观上的认识，表达出自己遇到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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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对自己与工作一个正确的、积极的认识与评价。建议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应加强对幼儿教

师的关注，提高幼儿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并重视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机关部门应督促举办教

师心理健康讲座以引导幼儿教师积极的人格特质，使其促进幼儿教育与幼儿自身发展环境提高。 

由于研究时间、地点、经费有限，在指标选取、样本选择、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

不足和限制。虽选取时考虑到了广东省不同的地区幼儿教师，但不能代表整个广东省的幼儿教

师，建议后续可以抽取广东省更多县市地区的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或只选取具体某一地区的

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更具代表性。 

本研究仅采用了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虽然具有可操作强等优点，但在填答过程中或因

填答者对研究主题了解不够，受主观、客观因素、认知等影响调查研究的结果。因此未来研究

可辅以访谈法观察法、田野调查法等质性研究法，以更深入了解幼儿教师群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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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Vocational Identity of College Counselors in 

Putian City on Work Effort: Taking Psychological Capital as 

Intermediary Variable 
Xiaoqi WU 

Dhurakij Pundit University 

1679226356@qq.com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vocational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work 

effort of college counselors in Putian City, and establishes a research model with psychological 

capital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In this study, the method of snowball questionnaire is adopted. 

A total of 25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to counselors from 3 universities in Putian City, and 

230 effective samples are obtained, with an effective recovery of 92%,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ocational identity,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work effort 

among college counselors in Putian with different genders, ages and marital status. The 

vocational identity of college counselors in Putia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work 

effort.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college counselors in Putian Cit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vocational identity and work effort. 

 

Keywords: Vocational Identity; Work Effort;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llege Counselor 

 

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以心理资本为

中介变量 
吴晓棋 

博仁大学  

1679226356@qq.com 

 

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心理资本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并以心理资本作

为中介变项，建立研究模式。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问卷调查法，选取莆田市 3 所高校辅导员为研究对象，共计发放问卷

250 份，取得有效样本 23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研究结果表明：莆田市高校辅导员不同性

别、年龄以及婚姻状况在职业认同、心理资本和工作投入上均没有显著差异。在莆田市高校辅

导员职业认同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莆田市高校辅导员心理资本在职业认同与工作投

入中具有中介作用。 

 

关键词: 职业认同；工作投入；心理资本；高校辅导员  
 

1.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辅导员制度在我国高校逐步得到发展与完善，成为我

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清芸、陈旭远，2019）。辅导员是当前高校教师群体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兼有双重身份。鉴于工作特殊性和工作状态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学校以及学生个人

的发展。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投入不仅仅是职业的个体行为。同时也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发展中发

挥强有力作用的保障。其水平高低受多方因素影响（陈晓雷，2019）。提升职业认同与工作投

入整体水平，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发展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后超，2020）。 

高校教师的职业认同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注，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纵观已有文献，

mailto:16792263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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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较为注重对教师职业认同的内涵与结构要素的研究（江先锋，2016）。杨育智与原广华

（2019）研究指出高校辅导员由于工作性质和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加之职业认同和社会认可的

负面影响，已成为职业倦怠的“高危人群”，表现为自我效能感低，情绪不稳定，对学生冷漠，

对工作敷衍，怀疑自我的职业价值和意义等，这些都极大影响了高校辅导员工作。 

积极心理学认为，人的内心都存在消极和积极两股力量。积极力量得到培育和增长，消极

方面才能被消除或抑制。如果只是帮助消除问题，并不能使积极力量得到增长以达成自我实现

（陈韶荣、吴庆松，2017）。心理资本、职业认同、工作投入、组织公民行为等概念得到关注，

其在企业中的应用也成了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史雯，2017）。王高峰等人（2018）从心理资

本提升和增强职业认同等方面来改进工作，进而提高辅导员的工作投入。 

莆田作为福建省三线城市，工资方面、进修机会方面不如同省的福州、厦门等二线城市。

高校辅导员常常作为被忽略的群体，其中考核机制激励力度不强，导向性不鲜明以及考核结果

反馈运用不足等所遇上的情况大致是如此（陈晓婧，2018）。作为传统文化深厚的一座城市，

生活中的莆田人十分重视家庭婚姻观念（林祖泉，2015）。所以本研究选取莆田市高校辅导员

作为研究对象，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为背景变项，可以为日后本土的研究提供帮助。 

综上所述，为了进一步探讨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工作投入、心理资本之间的影响，

本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以莆田市高校辅导员为研究对象，探讨职业认同是否可以通过心理

资本来预测工作投入，进而明确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机制，从而为提升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

与工作投入的对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 

 

2.文献综述 
2.1 职业认同 

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

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认同既可以是“个体”概念，

也可以是“群体”概念，具有社会性、可塑造性和共存性等基本特点,其重要表现形式是对某群体

的长期 承诺（刘世勇、李姣艳、王林清，2016）。Holland et all.（1993）认为的职业认同是指

个体对自己的职业兴趣、天赋和目标等方面认识的稳定和清晰程度。这一定义强调了职业认同

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是个体认识自我和 职业环境后的一 种结果（蒋淑亚，2019）。高校辅导

员职业认同是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的基础，是增强高校辅导员的职业自信心的根本保

障。提升辅导员的职业认同，要明确定义辅导员工作要求与角色作用（张宇飞， 2017）。魏淑

华认为教师职业认同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过程，状态指的是当前教师个体对教师这个职业

的认同程度,过程指的是个体从自身经历中逐渐发展和确认自己教师角色的过程本文采用的定

义为过程性职业认同，其指个体从经历中逐步发展的个体与职业角色趋同的过程（黄鑫，

2019）。  

2.2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work effort) 是个体在工作中从生理、认知和情感多方位的积极融入状态。随着

积极心理学的兴起, 人们愈发关注积极的主观体验、积极的个体特质和积极的组织(郭云贵，

2016)。Kahn (1990)首次 提出在工作中的个人投入概念。解释工作投入形成机制的理论主要有

Maslach et al.(2017)的工作一个人匹配理论和 Demerouti et al.(2017)的工作要求一资源模型理论。

Gilson & Harter (2004)基于 Kahn (1990) 提出的工作投入概念, 首次对其三个心理前提条件(安全

感、意义和可获得性)进行了实证研究 (Jeung，2011)。Schaufeli et all.（2002）认为, 工作投入是

比工作倦怠的对立面更为复杂的概念, 一个没有工作倦怠的员工不代表就是工作投入的员工。

他们认为, 工作投入是一种积极的、充实的、更持久、普遍的情感—认知状态。它由三个因素

表征：活力、奉献和专注（宋伟，2018）。 

2.3 心理资本 

Luthans（2004）是心理资本研究的开拓者，被誉为“心理资本之父”Luthans（2004） 基

于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理论，将心理资本定义为: 个体一般的核心心理能力，并符合

积极组织行为学标准，特别是通过有针对性地投资或开发，能够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使

个体获得竞争优势（张贵英，2017）。Luthans（2007）年修订心理资本定义时，将其四个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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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进行概括。（谭美金，2017）。鉴于 Luthans 及其团队在心理资本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大部

分学者在界定心理资本时都参考了这个定义（王斌，2019）。周敏和胡海清（2017）研究辅导

员心理资本，引导辅导员积极行为，心理资本测量也有利于增强辅导员自身的自我认识，拓宽

视野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自己，从而扬长避短，挖掘心理潜能，促进自我成长。如罗

璇和陈水平（2020）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研究高校教师心理资本与工作投入之间的影响。 

2.4 职业认同、工作投入与心理资本的关系 

学者吴晓玮等人（2020）选取 344 名师范生为研究对象，调查不同培养类型师范生心理资

本与职业认同的关系。研究结果：师范生心理资本各维度对职业认同预测的路径系数和效应值

均存在一定差异。师范生心理资本可正向预测其职业认同。Kippist & Fitzgerald (2014)提出清晰

的角色分类、明确的角色认知是个体工作投入的重要推动力。国内已有研究显示，职业认同和

工作投入之间呈现正相关。吕欢欢（2019）研究 425 名幼儿园教师，探讨幼儿教师群体职业认

同和工作投入基本现状以及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幼儿教师职业认同与工作投

入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邱瑞纯，王晓平（2020）研究以 189 名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

显示：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职业认同、工作投入的水平均处于较高水平。年龄、工龄、职称

是影响心理资本、职业认同、工作投入的重要因素。心理资本和职业认同均对工作投入具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 

 

3.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 230 名莆田市高校辅导员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问卷调查法，参

考 Tinsley and Tinsley (1987)的观点，发放问卷数量应与题项数量结合，题项数与样本数的比例

应在为 1:5 至 1:10 之间。本文问卷题项数共 45道题，以题项数与样本数的 1：5 为本文参考比

例，本次问卷共发放 250份，回收有效样本 230 份，有效回收率 92%。 

3.2 研究工具 

职业认同量表：选取国内学者李寅寅（2017）在借鉴已有问卷的基础上自编《高校辅导员

职业认同研究调查问卷》，总共 12 题。量表包括 4 各维度从物质认同、情感认同、发展认同以

及角色认同四。本次测试职业认同量表信度系数为.973，四个维度信度系数分别

为：.859、.925、.916、.879，均大于.700，说明量表各维度信效度好。12 道题目提取四个因子

方差解释度为 76.906%，说明题目内容解释度良好。 

工作投入量表：采用 Schaufeli 编制的《Work & Well-being Survey (UWES)》对高校辅导员

工作投入进行测量。Schaufeli et all.(2006)对原始量表进行了精简，精简为 9 个条目，分别用 3

个条目测量工作投入的活力、奉献和和专注维度（刘聪聪，2015）。本次测试工作投入量表信

度系数为.958，三个维度信度系数分别为：.873、.883、.873，均大于.700，说明量表各维度信

效度好。9 道题目提取三个因子方差解释度为 74.916%，说明题目内容解释度良好。 

心理资本量表：采用 Luthans et all.（2005）在其经典的四维理论基础上编制了《心理资本

问卷(PCQ-24)》，包括四个维度希望、现实性乐观、自我效能感/自信、复原力（李超平，2008）。

本次测试工作投入量表信度系数为.983，四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分别为：.935、.933、.935、.944，

均大于.700，说明量表各维度信效度好。24 道题目提取四个因子方差解释度为 72.456%，说明

题目内容解释度良好。 

 

4.结果分析 
4.1 样本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设置的莆田市高校辅导员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以及婚姻状况。在有效样本（n 

=230）中，从性别分布看，男生 105 人，占 45.7%，女生 125 人，占 54.3%。从年龄分布看，

30 岁以下 57 人，占 24.8%，30~35 岁 76 人，占 33%，35~40 岁 62 人，占 27%，40 岁以上 35

人，占 15.2%。从婚姻状况分布看，未婚 70 人，占比 30.4%。已婚 160 人，占比 69.6%。具体

数据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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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研究问卷有效样本基本资料表（n=230） 

统计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05 45.7 

女 125 54.3 

年龄 

30 岁 以下 57 24.8 

30~35 岁 76 33 

35~40 岁 62 27 

40 岁以上 35 15.2 

婚姻状况 
未婚 70 30.4 

已婚 160 69.6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与标准差对莆田市辅导员职业认同进行分析，得分越高则代表职业认同

越高，得分越低则代表职业认同越低。受试者在职业认同得分之描述统计结果如表二所示。莆

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的项目平均分为 3.774 分，标准差为 0.855，高于理论中值，这说明莆

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从各维度上来看，分数最高的是情感认同，表明

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的情感认同较高。其他维度依次为物质认同、发展认同、角色认同。 

 

表二 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n =230） 

量表指标 题数 平均分 标准差 

物质认同 2 3.798 1.151 

情感认同 4 3.813 1.052 

发展认同 4 3.753 1.034 

角色认同 2 3.715 1.191 

职业认同（整体） 12 3.774 0.85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与标准差对莆田市辅导员工作投入进行分析，得分越高则代表工作投入

越高，得分越低则代表工作投入越低。受试者在工作投入得分之描述统计结果如表三所示。莆

田市高校辅导员工作投入的项目平均分为 3.776 分，标准差为 0.897，高于理论中值，这说明莆

田市高校辅导员工作投入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从各维度上来看，分数最高的是奉献，表明莆田

市高校辅导员工作投入中的奉献较高。其他维度依次为活力、专注。 

 

表三 莆田市高校辅导员工作投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n =230） 

量表指标 题数 平均分 标准差 

活力 3 3.754 1.064 

奉献 3 3.814 1.101 

专注 3 3.759 1.105 

工作投入（整体） 9 3.776 0.897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与标准差对莆田市辅导员心理资本进行分析，得分越高则代表心理资本

越高，得分越低则代表心理资本越低。受试者在心理资本得分之描述统计结果如表四所示。莆

田市高校辅导员心理资本的项目平均分为 3.811 分，标准差为 0.783，高于理论中值，这说明莆

田市高校辅导员心理资本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从各维度上来看，分数最高的是乐观，表明莆田

市高校辅导员心理资本的乐观较高。其他维度依次为自我效能、希望、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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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莆田市高校辅导员心理资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n=230） 

量表指标 题数 平均分 标准差 

自我效能 6 3.814 0.955 

希望 6 3.807 0.975 

乐观 6 3.828 1.007 

韧性 6 3.797 0.972 

心理资本（整体） 24 3.811 0.783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差异分析 

本研究为了解不同的人口统计变量在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心理资本及工作投入上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作为因子，进行独立样本 t 检定与 ANOVA

单因子变异数检定进行差异性分析。 

不同性别在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心理资本及工作投入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下

将以平均数、标准差与独立样本 t 检验加以分析。本研究将受试辅导员的不同性别设为两组：

A. 男性，B. 女性，其分析结果如表五所示。 

 

表五 不同性别在职业认同、工作投入和心理资本上的差异分析表（n =230） 

 检测变量 
男（n=105）       女（n=125）                  

t p 
M±SD M±SD 

职业认同 3.750±0.890 3.800±0.830 -0.471 .638 

工作投入 3.800±0.910 3.760±0.890 0.357 .721 

心理资本 3.840±0.800 3.790±0.770 0.483 .630 

注：***p<0.001，**p<0.01，*p<0.0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根据研究结果得到，不同性别的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心理资本及工作投入中均没

有显著差异。 

不同年龄在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心理资本及工作投入上是否存在差异，对其进行

单因素方差检验 (ANOVA)，本研究将受试辅导员的年龄设为四组：A. 30 岁以下，B. 30~35 岁，

C. 35~40 岁，D. 40岁以上，其分析结果如表六所示。 
 

表六 不同年龄在职业认同、工作投入和心理资本上的差异分析表（n =230） 

检测变量 
30（岁）以下 30~35（岁） 35~40（岁） 40（岁）以上 

F p 
M±SD M±SD M±SD M±SD 

职业认同 3.810±0.840 3.770±0.910 3.760±0.850 3.750±0.780 0.057 .982 

工作投入 3.860±0.810 3.700±0.950 3.670±0.980 3.980±0.730 1.217 .304 

心理资本 3.820±0.770 3.800±0.740 3.700±0.850 4.030±0.770 1.365 .254 

注：***p<0.001，**p<0.01，*p<0.0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根据研究结果得到，不同年龄的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心理资本及工作投入均没有

显著差异。 

不同婚姻状况在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心理资本及工作投入上是否存在差异，以下

将以平均数、标准差与独立样本 t 检验加以分析。本研究将受试辅导员的不同婚姻状况设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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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A. 未婚，B. 已婚，其分析结果如表七所示。 

 

表七 不同婚姻状况在职业认同、工作投入和心理资本上的差异分析表（n =230） 

 检测变量 
未婚（n=70）       已婚（n=160）                  

t p 
M±SD M±SD 

职业认同 3.780±0.840 3.770±0.860 0.064 .949 

工作投入 3.780±0.920 3.770±0.890 0.075 .941 

心理资本 3.860±0.770 3.790±0.790 0.564 .573 

注：***p<0.001，**p<0.01，*p<0.0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根据研究结果得到，不同婚姻状况在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心理资本及工作投入均

没有显著差异。 

4.3 相关分析 

为了解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业认同、心理资本与工作投入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三者之间进行相关性检验。相关分析验证。由表八可知，职业认同与心理

资本之间正相关 (r =0.471，p <0.001)，即职业认同越高，心理资本也就越高；职业认同与工作

投入之间正相关 (r =0.421， p <0.001)，即职业认同越高，工作投入就也就越高心理资本与工作

投入之间正相关 (r =0.470，p <0.001)，也就是说，心理资本水平越高，对工作投入的水平就越

高。如表八所示。 

 

表八 职业认同、工作投入和心理资本上的相关分析表（n =230） 

变量 职业认同 心理资本 工作投入 

职业认同 1   

心理资本 .471*** 1  

工作投入 .421*** .470*** 1 

注：***p<0.001，**p<0.01，*p<0.0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4 回归分析 

此小节将对莆田市高校辅导员的“心理资本”在“职业认同”对“工作投入”影响的调节作用进

行探讨。本研究通过文献探讨，将“职业认同”作为自变量，“心理资本”作为部分中介变量，“工

作投入”作为因变量，来建构调节模型。采用阶层回归分析，来检验“心理资本”的中介效果。 

由表九可知，在 Model 1 中，调整后 R²为 0.178；F 值为 48.252***；在 Model 2 中，调整

后 R²为 0.222；F 值为 65.089***；在 Model 3 中，调整后 R²为 0.094；F 值为 42.492***；说明

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由于在 Model 3 中模型系数显著，这说明莆田市高校辅导员的

心理资本在职业认同对工作投入之间影响部分中介作用。 

 

表九 职业认同、心理资本对工作投入回归分析表 

 Model1 Model2 Model3 VIF 

变项 
工作投入 心理资本 工作投入 

 
Beta Beta Beta 

自变项     

职业认同 .442*** .432*** .270*** 1.000 

中介变项     

心理资本 —— —— .400*** 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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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178 .222 .272  

∆R2   .094  

F 49.252*** 65.089*** 42.492***  

注：***p<0.001，**p<0.01，*p<0.0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结论及建议 
莆田市高校辅导员对职业认同与心理资本的重视度强，并却工作投入高。其中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不影响辅导员职业认同的心理资本与工作投入。研究结果发现，莆田市高校辅导员职

业认同对工作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资本为中介加入后，职业认同对工作投入显著，心理

资本对工作投入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心理资本在职业认同与工作投入之间具有部分中介

效应。 

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可以促进自身工作的开展，提升角色认知时，就更加明确工作职责与目

标，更乐意在工作中投入时间与精力，并更可能专注于某项工作而获得成就；而当外界认同该

项职业时，会促进良好职业环境与氛围的塑造，有利于工作个体活力的激发，促进个体工作投

入。 

本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对辅导员工作提升是有良好帮助的，调整心绪用向上的态度面对工作，

并且促进高校辅导员积极心理的提升。 

目前涉及到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多以大学生或专业教师为研究对象，极少数研究将关注点

放在高校辅导员身上。本文以高校辅导员为研究对象，拓宽了职业认同、心理资本与工作投入

的研究领域。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有些薄弱易忽视群体很难得到关注度，希望通过此次研

究为本土研究带来新视角。 

由于时间有限，本研究在被试样本的选取上，只选取了莆田市高校的专职辅导员为研究对

象，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地域、文化等的影响，生态效度有待提高。 研究方法上采取滚雪球

问卷调查法，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个体生理、情绪状态等的影响。因而以后的研究可以采用追

踪调查，个案研究等方法探讨职业认同与各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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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ex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adolescent sexu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Qinhuangdao city, Hebei 

province, an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In this study, 373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Qinhuangdao City, Hebe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mily sex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adolescent sexu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family sex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self-esteem, self-esteem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adolescent sexu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self-esteem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family sex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adolescent sexu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Keywords:Family Sex Education; Self-Esteem; Sexual Mental health; Teenagers 

 

   河北省秦皇岛市家庭性教育沟通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的影响：

以自尊为中介 
陈佳慧  

博仁大学 

1727958549@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河北省秦皇岛市家庭性教育沟通与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的关系，并进一步探

讨自尊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 373 名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高中生为研究对象。

研究结果发现：家庭性教育沟通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家庭性教育沟通对自

尊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自尊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具有正向影响，自尊在家庭性教育沟通与青少

年性心理健康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家庭性教育；自尊；性心理健康；青少年 

 

1.研究背景与动机 
2018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 317起，受害儿童年龄最小为 3岁，校

园等儿童活动场所是性侵案件高发场地（平罗县人民检察院，2019）。而中国此前有关性教育

的观念存在无师自通论、诱发说等误区，认为过早的性教育会教坏孩子，长大后自然会掌握性

知识（高亚兵、骆伯巍，2002；朱思施，2018）。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青少年父母没有意识

到家庭性教育的重要性，且父母这代人本身就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性教育，性知识匮乏，缺乏沟

通的技巧、与子女谈论性话题感到尴尬，也就无法给予其正确和适当的性教育，并且在多重家

庭压力下，父母更关心孩子的学习和衣食住行，忽视了性方面的健康成长（王晓英等人，2018；

石梦良、赵苗菲，2019；Gao et al., 2001)。而随着青少年的快速发育，其性态度趋于开放，性

观念趋向自由，但缺乏必备的知识，家长担心性教育会引发性问题和性行为，因此产生消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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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触心理（Sevilla et al., 2016；徐天骄等人，2018）。因此当子女问到性问题时，他们要么难以

启齿拒绝交流，要么仅简单回答、搪塞回避，有的严厉斥责甚至打骂，有的孩子甚至由于这种

错误的教育方式导致性心理障碍和人格分裂（易想和，2020）。家庭作为青少年性教育启蒙的

地方，父母对待性问题的态度和看法直接影响其对性的认识和行为。在家庭性教育沟通的过程

中，青少年和父母如果已经沟通过性话题的内容，那么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会将父母评定为自己

性知识的主要来源 (Whitaker & Miller, 2000)。并且青少年与父母在对性问题进行讨论沟通时，

父母能够认真倾听和理解子女对面性所产生的疑问，互相尊重，真实的表达，不压抑对性的正

常探索，那么青少年就能够比较容易接受父母的观点，父母就可以进行合理引导，帮助其处理

性问题，对与性相关的问题保持积极健康的态度（王小荣，2017；Gordon & Gordon, 1983）。 

世界卫生组织论述青少年的年龄为 10-24岁（吴忠刚、李胜霞，2010）。青少年时期是个体

由儿童向成人的过渡期，性成为这一时期极为重要的发展内容和主题，在这个阶段进行性教育，

对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保持性心理正常发展，减少危险性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李鹰，

2006；朱晓颖，2006；Berglas et al., 2016）。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性心理比较活跃，会出现性冲

动、性幻想、性梦、自慰等一系列的性心理行为，但又因没有树立正确科学的性观念，从而产

生许多的心理困惑和恐惧，甚至出现心理障碍，从而导致错误的性行为（杨兰丽，2012；翟慧、

刘洋，2017）。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高中生由于性生理的发育以及性心理的觉醒，进入了渴望

获得性知识的阶段，但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家庭和学校的回避，与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形成了

反差（戈亮亮，2014）。青少年性心理的健康发展，对促进青少年的学习与生活，改变对性的

愚昧和无知，培养高尚的性道德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杨宗仁，2002）。青少年时期是个体

自尊发展的关键期，自尊作为自我系统的核心，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着直接联系，并影响其

认知、动机、情感和行为，而与父母的关系也会影响其性决策以及自尊的发展，家庭性教育的

方式可以透过自尊的中介作用，影响子女的性价值观（Kerpelman et al., 2016；覃恺洋、汤永隆，

2016）。性自尊是维持性心理健康的重要品质，维持较高水平的性自尊，对保持青少年性心理

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Abbott et al., 2016)。综上所述，本研究以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高中生作为研

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探究家庭性教育沟通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影响，以及自尊在两者之

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 

 

2.文献探讨 
2.1 家庭性教育沟通 

家庭沟通是指家庭成员间所进行的信息交流与传递，亲子之间的沟通是父母与子女通过信

息、观点、情感、态度的交流，达到增强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等目的的过程，会对家庭教育功

能的发挥产生影响（张嘉虹、卢宁，2006；Epstein et al., 2003）。亲子沟通包含亲子间日常的沟

通以及特定话题的沟通，如：亲子间性话题的沟通（赵冬艳，2006）。青少年与父母在性话题

上的沟通，能够影响他们的性行为及性态度 (Whitaker & Miller, 2000)。而家庭性教育是以父母

为主的性教育活动，利用其特点根据身心发育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需求，帮助其学习科学的性知

识，树立正确的性意识，培养健全的性心理（王婵，2011）。关于性问题的家庭沟通和互动，

可以有效降低子女青春期的性风险，帮助子女获得来自父母的性教育（Grossman et al., 2013；

朱思施，2018）。对于青少年来说，只有当他们确信他们提出的性问题会得到父母认真的对待，

并且是一种平等、开放、舒适的情况下，才会与父母就性话题进行沟通（徐东，2006；

Whitaker et al., 1999)。 

2.2 青少年性心理健康 

性心理是在性生理的基础上关于性征、性欲、性行为的心理状态与心理过程，是从性知识、

性情感、性意识、性观念、性经验等方面建立的（戴晓阳，2010；陈铭德、朱琦，2006）。性

健康不仅包括健康的性行为和性结果，还包括一系列复杂的性心理能力，而性行为是性心理的

外部表现 (Ott, 2010)。世界卫生组织将性心理健康定义为，通过健全的人格、人际和爱情方式，

达到性行为在躯体、情感、社会等方面的和谐圆满（赖海雄等人，2012）。性心理健康的本质

是个体内部性心理的协调，以及外部性行为的适应相统一的一种良好状态，包括良好的性认知、

正确的性态度以及健康的性行为三方面内容（范瑞泉等人，2012）。青春期性心理健康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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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能够通过适当的途径了解与性有关的知识，并具备积极健康的性价值观以及较强的性适

应能力（骆一、郑涌，2006）。弗洛伊德性心理发展理论将性心理分为口唇期（出生-1 岁）、肛

门期（2-3 岁）、生殖器期（4-5 岁）、潜伏期（6-12 岁）、生殖期（13-18 岁）五个阶段，青少年

正处在弗洛伊德性心理发展的生殖期，生殖器官逐渐趋于成熟，性欲也逐渐增强（彭舜，

2001）。青少年时期是性心理形成的关键时期，健康的性心理对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有着

深远影响（刘思硕，2015）。 

2.3 自尊 

Greenberg et al. (1992) 的自尊恐惧管理理论认为，自尊是个体对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在

这种环境下价值感的体会和理解，是个体为了适应社会文化环境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是心

理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 (Solomon et al., 1991)。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个性发展的重要阶段，自尊作

为重要变量，会影响其形成健康的个性与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张丽华等人，2009）。青少年

和父母良好的关系有助于培养自尊，并且父母与她们青春期子女的关系对其自尊水平具有很高

的预测力，而关系则取决于家庭教育 (Bulanda & Majumdar, 2009；Gecas & Schwalbe, 1986)。 

2.4 家庭性教育沟通、青少年性心理健康、自尊之间的关系 

青少年自身的生理、心理及所处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其性心理健康，包括性知识掌握程度

低、性责任感低等低自尊的性感受，以及父母性知识掌握程度、教育行为等都会影响其性心理

健康（蒋利容，2016）。在影响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发展的因素之中，亲子间性话题的沟通对青

少年性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最大 (Whitaker & Miller, 2000)。自尊对青少年性教育需求的影响以

及对性知识掌握的间接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自尊对青少年性心理发展的重要性（覃恺洋

等人，2017）。个体的低自尊水平与不良情绪影响其性心理维度，使其性心理健康水平降低 

(Khaleque , 2013)。而个体社会化的初始环境发生在家庭当中，亲子间性交流水平影响青少年性

心理健康状况，并且沟通的开放性和问题性与青少年的自尊存在关联，以互动为基础的亲子间

性交流能够对青少年的性心理及性行为产生保护作用，对青少年的自尊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周

宇峰、胡春霞，2012；罗志敏等人，2016）。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家庭性教育沟

通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自尊在家庭性教育沟通和自尊之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 

 

3.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河北省秦皇岛市三所学校的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以立意抽样

的方式，在网络上发放问卷。问卷调查法目的性强，标准化程度高，可在短时间内收集大量研

究材料（鲁志鲲，1993）。在调查对象的人数上，参考 Tinsley and Tinsley (1987) 的观点，问卷

数量应与题项数量结合，题项数与样本数的比例应在 1:5至 1:10之间。本研究问卷共 43题，因

此至少需要有效样本 220份，考虑到会有无效问卷，为此预计发放 400 份正式问卷。 

3.2 研究工具 

家庭性教育沟通量表，采用王小荣（2017）编制的性话题沟通量表，包括服务和母亲两个

维度，量表采用 5 点记分，从“很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记“1”到“5”分，得分越高

则表明沟通情况越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951，KMO 值为 0.918。 

青少年性心理健康量表，采用邓钦元（2019）的高中生性心理健康量表，量表共 23 个题

项，其中 1、3、7、10 为反向计分题，包括性观念、性知识、性应对三个维度，采用 5 点计分，

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记“1”到“5”分，反向题则相反。在本研究中，总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967，KMO 值为 0.938 

自尊量表，采用 Rosenberg (1965) 自尊量表中文版，量表共 10 个项目，其中项目 3、5、8、

9、10 为反向记分题，采用四点计分，从“很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记“1”到“4”分，

反向题相反。由于文化差异的原因，项目 8 只有按正向题记分或是直接删除才能达到较好的鉴

别度（田录梅，2006）。因此，本研究将项目 8 改为正向记分。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系数为.874，KMO 值为 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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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结果与分析 
为了解河北省秦皇岛市家庭性教育沟通、青少年性心理健康、自尊三者的关系，以及自尊

在家庭性教育沟通与青少年性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调查问卷资料回收后，利用统

计软件对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经过筛选与整理，作为本研究的各项数据，进行

实证数据统计及分析。具体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设置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家庭结构。由表 1 可知，共发放问卷 400 份，有效问卷

373 份，有效率 93.3%，在有效样本(n =373)中，男生 194 人，占 52%，女生 179 人，占 48%，

表明受访学生男女比例相当，没有出现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家庭结构方面，大部分样本为原

生家庭 252人，占 67.6%，单亲家庭 62 人，占 16.6%，组合家庭 59 人，占 15.8%。 

 

表 1 背景信息分析表（n=373） 

统计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百比（%） 

性别 男 194 52.0 

女 179 48.0 

家庭结构 原生家庭 252 67.6 

单亲家庭 62 16.6 

组合家庭 59 15.8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与标准差进行分析，家庭性教育沟通、青少年性心理健康、自尊量表采

用 5点计分法，因此其理论中值为 3分。如表 2所示，家庭性教育沟通平均值为 3.705，青少年

性心理健康平均值为 3.780，自尊平均值为 3.017，均高于理论中值。同时标准差的数值在

0.560-1.015 之间，标准差较小，说明数据波动较小比较稳定。偏态系数绝对值小于 3，峰度系

数绝对值小于 3，可被视为常态分配。三个变量的偏度和峰度绝对值均小于 3，符合回归分析

的先决条件，因此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家庭性教育沟通 3.705 1.015 -1.067 -0.260 

青少年性心理健康 3.780 0.850 -1.295 0.542 

自尊 3.017 0.560 -0.957 0.36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相关分析 

为研究河北省秦皇岛市家庭性教育沟通、青少年性心理健康以及自尊之间的相关性，本研

究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三者之间进行相关性检验。如表 3 所示，家庭性教育沟通与自尊呈

正相关 (r =.356，p <0.01)，即家庭性教育沟通程度越高，其自尊也就越高；家庭性教育沟通与

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呈正相关 (r =.534，p <0.01)，即家庭性教育沟通越高，青少年性心理健康也

就越高；自尊与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呈正相关 (r =.670，p <0.01)，即自尊水平越高，青少年性心

理健康也就越高。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家庭性教育沟通 自尊 青少年性心理健康 

家庭性教育沟通 3.705 1.015 1   

青少年性心理健康 3.780 0.850 .356** 1  

自尊 3.017 0.560 .534** .67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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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5；**p<0.01；***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回归分析 

为探讨自尊在河北省家庭性教育沟通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将家庭性教

育沟通作为自变量，青少年性心理健康作为因变量，自尊作为中介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验

证自尊的中介效果是否存在，并根据结果进行讨论，如表 4 所示。  

 

表 4 回归分析表 

 

因变量 

Model1 

青少年性心

理健康 

Model2 

自尊 

Model3 

青少年性心

理健康 

Model4 

青少年性心理

健康 

VIF 

家庭结构 -.078 -.145 .084 .002 1.052 

家庭性教育沟通 .551*** .388***  .337*** 1.003 

自尊   .674*** .549*** 1.172 

R2 .290 .147 .455 .548  

调整后 R2 .277 .131 .445 .535  

F 22.311*** 9.380*** 45.558*** 43.651***  

注：*p<0.05；**p<0.01；***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模型一中，以回归分析家庭性教育沟通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关系，结果发现，R2

为.290，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为.551，达显著(p＜0.001)，表示家庭性教育沟通对青少年性心理

健康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家庭性教育沟通越高，青少年性心理健康也越高。模型二中，以回

归分析家庭性教育沟通对自尊的影响关系，结果发现，R2为.147，标准化回归系数β值为.388，

达显著(p＜0.001)，表示家庭性教育沟通对自尊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家庭性教育沟通越高，

自尊也越高。模型三中，以回归分析自尊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关系，结果发现，R2

为.455，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为.674，达显著(p＜0.001)，表示自尊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具有正

向显著影响，即自尊越高，青少年性心理健康也越高。模型四中，同时将家庭性教育沟通与自

尊加入到回归模型中，以阶层回归检验自尊在家庭性教育沟通与青少年性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

果。结果发现，R2 为.548，表示家庭性教育沟通和自尊可共同解释青少年性心理健康 54.8%的

变异量。家庭性教育沟通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为.337，达显著(p＜0.001)。自尊标准化回归系数

β 值为.549，达显著(p＜0.001)，家庭性教育沟通的 β 值下降，但显著性还在，说明自尊在家庭

性教育沟通与青少年性心理健康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并且模型 VIF均小于 10，说明家庭性

教育沟通、青少年性心理健康、自尊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5.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发现，河北省秦皇岛市家庭性教育沟通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和 Grossman et al. (2013) 研究结果一致。家庭性教育沟通对自尊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和 Bulada 

and Majumdar (2009) 研究结构一致。青少年自尊对性心理健康具有正向影响，和已有研究结果

一致（Kerpelman et al., 2016）。在加入中介变项自尊后，家庭性教育沟通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

显著，自尊对青少年性心理健康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而自尊在家庭性教育沟通与青少年性

心理健康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与覃恺洋等人（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表明随着时代变

迁以及社会案件的频发，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有所改变，家长的性教育意识增强，能主动和孩子

沟通，帮助他们解决性困惑，预防性侵害，使其具备健康的性心理和性态度。而受到父母正确

的引导，青少年的自尊水平也会随之升高，更加自信自爱。并且自尊水平较高的青少年，性知

识更加全面，能够更好的处理性问题，有较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尽管目前研究结果显示

大部分家长对子女进行了家庭性教育，但仍有部分家长在和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沟通过程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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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理论知识和沟通技巧。因此，应加强家长性知识水平和沟通技巧，发挥家庭性教育的优势，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对子女言传身教，结合社会上的时事热点，潜移默化的帮助他们学习性知

识。由于高中阶段的青少年正处于青春期，敏感叛逆，对性充满好奇和探索，对家长的管束容

易产生抵制的心理和行为，在这一阶段，家长更要具备相应的沟通技巧，不要一味的灌输和强

制的教育，应该尊重孩子的想法，以沟通和引导为主，才能更好的帮助他们培养健康的性心理，

具备较高的自尊水平。 

本研究限制与对未来研究建议主要在于：一，研究样本范围较小，受到人力、财力、时间

的限制，仅以河北省秦皇岛市三所高中为例，存在一定局限性。期望未来研究可以扩展到其他

地区，扩大样本选择，细分研究对象。二，本研究仅采用问卷调查法，并且在研究的施测过程

中存在受配合度、主观等不可抗因素而影响调查结果。未来可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研究，也可辅以访谈法、观察法进行深入探讨。三，本文仅探讨家庭性教育沟通对

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以自尊作为中介变量，但影响青少年性心理健康的因素并非仅有

一个，也可能受其它因素直接与间接影响，建议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其他变量的中介作用，进行

更加深入的探讨，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和实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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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acceptanc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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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acceptanc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In this study,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to 

conduct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electronic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tested with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 total of 227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200 valid samples were obtained, with an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88%. The research tools 

are the "Self-Acceptance Scal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analyzed and tested by means of item analysi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self-acceptance and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have bette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t the doctoral level than at the undergraduate and master’s levels;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at the undergraduate and master’s levels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elf-acceptanc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Keywords: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ailand; Self-Acceptance;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探讨在泰中国留学生自我接纳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 

王新怡
 

博仁大学 
841463121@qq.com 

 

摘要 
研究旨在探讨在泰中国留学生自我接纳与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进

行问卷调查，以在泰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电子问卷发放施测。共计发放问卷 227 份，取

得有效样本 200份，有效回收率为 88%。研究工具为《自我接纳量表》《心理幸福感量表》，对

有效问卷进行项目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等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检验。研究发现：

在泰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自我接纳与心理幸福感上不存在差异；在泰中国留学生博士阶段在

心理幸福感上优于本科阶段和硕士阶段；在泰中国留学生本科阶段和硕士阶段在心理幸福感上

不存在差异；在泰中国留学生自我接纳与心理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在泰中国留学生；自我接纳；心理幸福感 
 

1.前言 
泰国因较低的消费水平，以及独特迷人的东南亚文化，成为中国留学生主要考虑的国家之

一（向方玉，202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2020）

的数据显示，1999 年至 2012 年间，泰国的国际大学生人数增 97.9%，从 1882 人次增至 20393

人次。外媒称，如今有越来越多中国学生选择到泰国留学，泰国各地大学 2019 年招收的中国

新生总计过万人，比 2012 年多一倍。目前，在泰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达到 4 万人次，占在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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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的人数的四分之三，中国成为了泰国大宗留学生输出国（沈姝涵、陈奕桦，2017）。大多

数的国际留学生来自亚洲邻国，以中国为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在泰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也在

不断增长（Chen et al., 2018）。留学生一旦接触到一个新的环境和随之而来的“陌生感”，所需面

临的多重挑战就逐渐显现（Nada & Araújo, 2018)。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国留学生的心理状况将会

发生改变，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幸福感 (郑雪, 2005)。 

Ryff（1995）在实证研究中，讨论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差别，并构建了包含接受

自我、个人成长、生活目标、良好关系、环境控制、独立自主六个维度的心理幸福感模型，从

而奠定了学术界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基础。然而，大学生一直是心理幸福感研究的重点对象，大

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实证研究成果也可以逐步扩展到其他群体（江丰沛，2020）。 

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中，“自我”一直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袁坤、罗艳艳、杜诣

深，2020)。自我接纳(Selfacceptance)作为对个体关于自我概念的积极评价，是影响心理健康

的重要因素（李建明，2012）。倪鑫庭(2012)以中学生自我意识情绪特点入手，探讨分析自我

接纳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江瑞辰、李安民(2020)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

自我接纳水平对心理健康有预测作用。陈玉佩(2013)提出大学生学会自我接纳是心理健康的首

要标准。中国已有研究表明了自我接纳的重要性,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的学生在自我接纳上存在

差异(高秀哲，2009)。 

现有对留学生自我接纳的调查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对留学生自我接纳与心理幸福感的相关

研究更是屈指可数。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同时，针对地区、时间等不相同的条件，使得关于大学生年级和性别在自我接纳和心理幸

福感中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在以往研究结果中都存在不确定性（罗熙，2019；李双，2017； 

徐畅，2020；孙若东，2017；邢亚欣，2017；王砚玉，2018；郭鹏飞 ，2020）。因此本研究将

年级和性别作为背景变量，分别探讨与自我接纳、心理幸福感三者的差异关系。 

本文以在泰中国 A 大学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泰中国留学生自我接纳与心理幸福感的

关系。有助于指导教师了解留学生的心理幸福感水平和自我接纳现状，对指导在泰中国留学生

进行积极的自我接纳，促进自我认同与增进身心健康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 

本研究提出三点研究目的，探讨在泰中国留学生的不同年级、性别在自我接纳上的差异； 

探讨在泰中国留学生的不同年级、性别在心理幸福感上的差异；探讨在泰中国留学生的自我接

纳对心理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研究问题:探究在泰中国留学生的不同年级、性别

在自我接纳是否存在的差异？探究在泰中国留学生的不同年级、性别在心理幸福感上是否存在

的差异？探究在泰中国留学生的自我接纳对心理幸福感是否有影响？ 

 

2.文献综述 
2.1 自我接纳 

美国心理学家 Allport (1921)将自我接纳定义为“个体评估自身的目标并转化为现实的能力，

也就是个体将自身的素养与他人进行比较，接收别人对于自己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作为对自

己充实、修正的参考”。自我接纳作为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实现自我客观化的前

提和获得健全人格的重要条件，对个体的成长、心理健康以及社会适应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

义(刘诚芳,2005)。自我接纳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具有非依附性、非回避性、非评判性

和自愿性等多种特性，其非依附性表现在个体能够灵活、多角度地看待自我及其相关特征的变

化或在生活中遭遇的自我相关事件，从而灵活调整自我的认知或行为目标(Fanfei et al., 2017) 

尽管不同学者对自我接纳的具体定义不同，但是他们都认为成就自我接纳是指个体对自身

的认可，是一种自我的接纳态度。因为存在个体差异，因而不同个体持有不同的自我接纳。自

我接纳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心理幸福感。 

2.2 心理幸福感的定义 

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y well- being，简称 PwB)是指通过发挥潜能努力达到完美的体验

( Ruff & Keys, 1995)；是个体内在积极精神概念的整合，与个人潜能密切联系，是自我实现的

幸福( Riediger, 2004)。心理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Lyubomirsky 和 Caldwen(1998)认为幸福和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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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具有更乐观的策略和性格：倾向于用积极的方式建构生活情境：能预期未来适宜的生活环

境；感觉能够控制自己的收入；对自己的能力与技能拥有自信，并能够化消极为积极，思考自

我与自我问题。 

中国学者佐斌等（2002）认为，心理幸福感由实现论演化而来。幸福不只是情感上的体验，

更是个人潜能的实现，应该以客观的标准来评定之。 

心理幸福感的界定幸福是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形成的一种精神

上的满足，是人类个体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及理想得到实现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它是由需要、

认知、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状态。目前，关

于心理幸福感的界定和结构没有公认的标准。 

总之，研究表明幸福者能够更好地处置生活应激，精神衰退并鼓起勇气，他们比不幸福者

更少受外界影响，不幸者相对的更容易沉浸在消极的或模棱两可的事件，犹豫不决或不适当的

社会比较，导致多样化的消极结果，从而削弱了心理幸福感。  

2.3 背景变项与自我接纳、心理幸福感 

关于不同性别、年级在自我接纳上的差异问题，郭鹏飞 (2020)研究表明自我接纳水平不

存在年级、性别、城乡的差异。罗熙（2019）研究发现高中生自我接纳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在性

别、自我接纳水平有显著差异。李双（2017）男性化、女性化与自我接纳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王砚玉(2018)贫困大学生在自我接纳水平上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自我接纳水平显著

高于男生。 陈洁楠(2017)在研究四个年级学生在自我接纳水平层面虽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但

经过深入分析,发现高年级学生自我接纳水平高于低年级学生。 

所以本研究将此部分作为研究内容进行讨论研究，并提出研究假设： 

H1：在泰中国留学生背景变量在自我接纳上存在差异。 

H1a：在泰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自我接纳上存在差异。 

H1b：在泰中国留学生不同年级在自我接纳上存在差异。 

关于不同性别、年级在心理幸福感上的差异问题，靳松(2018)在研究中提出不同性别大学生

心理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大学生心理幸福感随年龄增加水平提高。王思遥 (2019)研究表明

师范类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在性别上差异显著，女生的心理幸福感高于男生。有研究显示心理

幸福感不因性别或年级差异而有所不同（林湘柔，2020）。而安德宝、张爱群、罔海明、张澜

(2017)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普遍高于全国常模,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所以本研究将此部分作为研究内容进行讨论研究，并提出研究假设： 

H2：在泰中国留学生背景变量在心理幸福感上存在差异。 

H2a：在泰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心理幸福感上存在差异。 

H2b：在泰中国留学生不同年级在心理幸福感上存在差异。 

2.4 自我接纳与心理幸福感 

关于自我接纳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徐畅(2020)研究表明青少年自我接纳水平、接

纳他人水平对心理健康水平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我接纳是影响心理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自

我接纳程度低的个体，可能会发生各种情绪障碍，包括焦虑、抑郁(艾婷，2020）。钱铭怡

（2018）教授指出,学会悦纳自我是心理健康的首要标准。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自我接纳水平对

心理健康有预测作用(范寅莹、张灏、陈国典，2010)。 

H3：自我接纳对心理幸福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2.5 研究假设 

本研究根据研究动机与研究目的，通过文献探讨，结合相关研究与因果关系，于文献探讨

中得出研究假设，其研究假设如下： 

H1：在泰中国留学生背景变量在自我接纳上存在差异。 

H1a：在泰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自我接纳上存在差异。 

H1b：在泰中国留学生不同年级在自我接纳上存在差异。 

H2：在泰中国留学生背景变量在心理幸福感上存在差异。 

H2a：在泰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心理幸福感上存在差异。 

H2b：在泰中国留学生不同年级在心理幸福感上存在差异。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623 
 

H3：自我接纳对心理幸福感具有正向显著 a 影响。 

 

3.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对泰国 A 大学在校生进行调查，剔除无效问卷，实际有效问卷数量

为 200 份，具体详情见表一： 

 

表一 样本情况（N=200）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2 心理健康量表表 

《Ryff 心理健康量表》是一种理论基础上的工具，专门用于测量心理健康的多个方面。这

些方面包括：自我接受，建立与他人的质量联系，思想和行动上的自主性，管理复杂环境以适

应个人需求和价值观的能力，追求有意义的目标和人生的使命感，作为一个人的持续成长和发

展，这个简单的清单很容易访问和管理。Ryff 是一项简单而简短的调查，评估了幸福感的心理

成分。该仪器的理论背景、发展和心理测量特性；以及该仪器在高等教育评估环境中的可能用

途 (Ryff & Keyes. 199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5，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

度。 

3.3 自我接纳问卷 

自我接纳问卷(SAQ)，由丛中、高文凤于 1999 年编制，并通过进行正交旋转加斜交旋转主

因 20 扬州人学硕上学位论文子分析统计学处理后确定出自我接纳和自我评价两个因子的问卷，

应用于对被试的自我接纳特征进行评定和测量，问卷为四级评分，共 16 个条目(每个因子各出

8 个条目组成)，因子 1 包括 8 个条目(第 1、4、7、8、11、13、14、16 项)可概况为自我接纳

因子，因子 2 包括 8 个条目(第 2、3、5、6、9、10、12、15 项)可概况为自我评价因子，问卷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73，其中自我接纳因子为 0.9347，自我评价因子为 0.9124，两因

子相关系数为 0.3723,0.001。 

 

4.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差异分析 

本研究为了解不同的人口统计变量在自我接纳、心理幸福感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以

性别、年级作为因子，进行独立样本 t 检定与 ANOVA 单因子变异数检定进行差异性分析。 

不同性别在自我接纳、心理幸福感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将以平均数、标准差与独立样本 

t 检验加以分析。 

性别的两组设置分别为男生和女生，分析结果如表二所示，结果显示自我接纳 p 值为 

0.493，大于显著标准 0.05，所以此项不显著，说明现阶段研究对象中，自我接纳在性别上没

有显著差异。心理幸福感 p 值为 0.175，大于显著标准 0.05，所以此项不显著，说明现阶段

研究对象中，心理幸福感在性别上没有差异。 
 
 
 

  背景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72 36% 

女 128 64% 

  

     年级 

本科 134 67% 

硕士 48 24% 

博士 1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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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不同性别在变量上的差异分析表 

变量 男生（72） 女生（128） t 值 p 值 

M SD M SD 

自我接纳 3.430 0.818 3.353 0.719 0.687 0.493 

心理幸福感 3.726 0.604 3.605 0,602 1.361 0.175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不同年级在自我接纳、心理幸福感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将以平均数、标准差与加以

ANOVA 单因子变异数检定进行分析。 

年级分为三组设置分别为本科、硕士与博士，分析结果如表三所示，结果显示，结果显示自

我接纳 t值对应的 p>0.05，所以此项不显著，说明现阶段研究对象中，自我接纳在年级上有没有

显著差异。 

在泰中国留学生本科阶段和硕士阶段在心理幸福感 t 值对应的 p 为 0.939＞0.05，所以此项

不显著，代表在泰中国留学生本科阶段和硕士阶段在心理幸福感不存在差异;而在泰中国留学

生博士阶段心理幸福感对应的 p 为 0.000＜0.05，说明在泰中国留学生博士心理幸福感上优于本

科阶段和硕士阶段。 

 

表二 不同年级在变量上的差异分析表 

变量 本科（134） 硕士（48） 博士（18） p 值 

M SD M SD M SD 

自我接纳 3.381 0.710 3.242 0.760 3.750 0.960 0.510 

心理幸福感 3.587 0.587 3.622 0.562 4.179 0.614 0.000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2 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自我接纳量表为为四点量表，心理幸福感量表为六点量表，通过对收集资料

进行分析得出，“自我接纳”平均得分为，处于中等偏上。“心理幸福感”平均得分为 3.321，处于

中等偏上。 

为了解本研究自我接纳与心理幸福感的具体相关性，对自我接纳与心理幸福感进行相关分

析，分析结果如表四所示，结果说明“自我接纳”与“心理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 0.851，P 值小于

参考值 0.001，故达显著，且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说明“自我

接纳”与“心理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表三 相关性分析表 

变量 M SD 自我接纳 心理幸福感 

自我接纳 3.381 0.755 1  

心理幸福感 3.649 0.604 0.851** 1 

注：1.*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整理 

 

4.3 回归分析 

此小节将验证自我接纳对心理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将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来进行操作，研究

结果如表五所示，结果显示，自我接纳对心理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851，并且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因而说明自我接纳对心理幸福感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标准化回归

系数 β=0.851，t=22.784**，p 值小于参考值 0.001，达显著，说明自我接纳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心

理幸福感，说明假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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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回归分析表 

变量 心理幸福感 

β  t 

自我接纳 0.851  22.784** 

R²  0.724  

AdjR²  0.722  

F  519.112***  

注：1. *, p <0.050; **, p <0.010; ***, p <0.001. 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在自我接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郭鹏飞 (2020)的研究结

果一致，表明，男女生在自我接纳的程度上相当，但男生的自我评价略高于女生。在男女生的生

理发育阶段上来说进入青春期以后，女生易对自身的不满意增加，对个体的外表、心理都会更加

重视，从而使女生的自我评价略低于男生，但未达到显著效果，自我接纳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在心理幸福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靳松(2018)的研究结

果一致，在大学生校园环境中，个人成长、人际关系和谐，自我接受程度高，社会压力小，这也

导致了在心理幸福感上男女生未呈现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在自我接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陈洁楠（2017）一致高

年级学生通过大学系统的知识学习及日常实践锻炼，他们的自我接纳程度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低

年级同学刚进入新的学习环境经历完升学考试的磨练自我接纳程度较高，校内的实习考试和定量

的心理辅导也会提高学生的自我接纳水平，所以不同年级的自我接纳未呈现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在心理幸福感上呈现部分显著差异，此结果与林湘柔（2020）一

致。其中硕士的心理幸福感与本科学生的心理幸福感相差不大可能受受访人群年级相对集中的影

响。博士明显高于硕士及本科学生，年纪越高的学生心理幸福感越强，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情感

的不断积累，自身的成长也不断地增加经历了应对寻求自我过程中的矛盾与困惑，从而一定程度

上能够更好的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在不同年级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幸福感上博士与硕士、

本科学生呈现部分显著差异。 

本研究全部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虽然具有可操作强等优点，局限性也是不可忽视的

（秦晓晴，2011）。今后可以采用更多的方法，如研究方法上也可采取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结

合开展研究，在运用问卷分析进行量化研究的同时，也可采用访谈法、田野调查法、观察法等质

性研究法，以了解学生的深度想法。 

关于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应当更加深入，仍有待提高须丰富对本科不同年级学生及其他

群体心理幸福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一边形成一个多维度的整体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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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fear of COVID-19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under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on student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151 pre-form questionnaires and 410 formal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fter the in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moved, the remaining 365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using statistical software.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fear emotions of different genders;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among 

Chines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Thailand; the fear emo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ailand;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fear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对 COVID-19 的恐惧情

绪对学生课堂参与的影响 
尹立夫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1249883634@qq.com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对 COVID-19的恐惧情绪对

学生课堂参与的影响。依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调查法，发放预式问卷

151 份，正式问卷 410份，去除无效问卷后，剩余 365 份问卷，使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恐惧情绪上不存在差异；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

课堂参与上不存在差异；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恐惧情绪对课堂参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在泰留学生；课堂参与；恐惧情绪 

 

1.前言 
在 2019 年 12 月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有医院报告，接收的患者有由于受到一种未知的微生物

病原体影响而出现病毒性肺炎，这也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

首次出现并迅速传染全球，新的冠状病毒随后被鉴定为病原体，并被临时命名为 2019 年的新

冠状病毒 COVID-19 (Lu et al., 2020)。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面向全

世界宣布这次事件是件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研究指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时

候，由于公众相关信息的匮乏，加上部分传播媒体的传播失范加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控制难

度，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并引发恐慌（孙静等人，2020）。恐惧反

应是可预见的并且也是普遍的存在，并且可能会加剧大流行地区的疾病传播（Shultz et al., 

2015）。从总体上而言，在疾病暴发期间，精神卫生问题和疾病既可以直接通过流行本身直接

出现，也可以通过疾病控制措施间接产生或加剧（Lin et al., 2020）。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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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COVID-19 大流行如何影响世界人口的恐惧心理以及恐惧情绪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 

本研究以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其原因是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的人

数日益增加，留学的国家也从早期的欧美西方国家，转向为更多元化的选择，其中泰国因为较

低的消费水平与迷人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国学生留学的主要考虑国家之一（龙奕丹，2020）。

以往的研究中调查国际留学生表明，赴泰留学除了学习机会之外，还有良好的环境，包括友好

的人，以及基础设施还有负担能力，这些都是是他们赴泰留学的原因（Michael, 2018）。泰国是

东南亚国际学生排名前三的国家之一，其次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国是最大的出境国（Chen 

et al., 2020；黎史翔，2016）。在泰中国留学生的族群，随着 2010 年中国—东盟 贸易区建立，

呈现更为爆炸性的增长，有研究表明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在过去 5 年中急剧的增加，

Jaroensubphayanont（2014）从 2011 年的 8,444 人到 Fernquest and Wangkiat（2016）在 2016 年

的约 40 万人，并继续显著增加(Chen et al., 2018, 2020)。随着在泰国留学生人数增加的同时，也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一群体，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承

受着“不同文化冲击”的挑战（沈姝涵、陈奕桦，2017）。此外，Chen et al. （2020）研究中指出

泰国的中国留学生心理健康情形是需要关注，由其是在泰留学时间愈长，有心理不健康状况产

生。因此，在 COVID-19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 ，疫情从他们心理因素而影响学习参与度影响，

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教育研究者去探讨的问题。 

在 COVID-19 的疫情背景下，在理论界已经开始探讨由于 COVID-19 的而引起的公众心理

危机，主要的关注点是集中在由 COVID-19 引发的心理问题，例如：抑郁及焦虑（Akdeniz et 

al., 2020）。学生的课堂参与行为是指学生具备一定的参与意识，在教师创设的参与条件下，从

情感、认知、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正向的态度，积极主动地投入课堂教学活动的过程（刘丽娜，

2012）。是由外部情境因素与个体内部因数交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因此需要教师与同学的一

个外部支持，同时也需要对于个体内部负向情绪的干扰和预防，基此，本研究既是在探讨留学

生对 COVID-19 的恐惧情绪对学生课堂参与行为的影响。 

1.2 研究目的 

A. 探讨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对于 COVID-19 恐惧情绪上的差异。  

B. 探讨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课堂参与上的差异。  

C. 探讨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对 COVID-19的恐惧情绪对于学生课堂参与影响。 

1.3 研究问题 

A. 探讨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对于 COVID-19 恐惧情绪上的差异为何？ 

B. 探讨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课堂参与上的差异为何？ 

C. 探讨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对 COVID-19的恐惧情绪对于学生课堂参与的影响为何？ 

 

2.文献综述 
2.1 恐惧情绪的定义 

恐惧是一种的原始的情绪，是一种人类或所有生物体内在的活动，心理活动的状态，这种

状态几乎渗透到人们个体生活的每个角落中（刘冬梅，2002）。在一般情况，个体在恐惧状态

下，精神和身体如同被冻结了的一般，不能听任意识的调用，我们的身体也会随之有一系列的

反应甚至出现暂时的晕厥和休克状态（黄玉晶，2014）。从外部刺激上出发，恐惧情绪是一种

功能性概念，是指根据威胁相关的刺激的特定模式引起的情绪来定义这种情绪，并进而引起适

应性行为的特定模式来避免或应对这种威胁（Adolphs, 2013)。也有学者认为恐惧是个体对特定

刺激事件的一种自御反应，但如果形成恐惧情绪障碍，即个体产生异乎寻常的强烈恐惧或紧张

不安的内心体验并难以控制，面临应激源时会出现显著的焦虑，对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均

造成不良影响（陈海燕，2019）。还有学者认为恐惧是企图摆脱或逃避某种情境而又苦于无能

为力的情感体验，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害怕，是对特定刺激事件采取的自御反应（王一牛、

罗跃，2003)。恐惧情绪是当个体面临应急源时，采取的一种自御反应，来避免对个体的威胁，

但是对个体发情感和认知以及行为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引起恐惧的刺激的主要背景因素是逃逸

是否可能，或者威胁是否不可避免（Adolphs, 2013)。在 COVID-19 的疫情下，引起公众恐慌和

心理健康压力。越来越多的病人和疑似病例，以及受疫情影响的省份和国家越来越多，引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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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被感染的担忧（Bao et al，2020)。有研究发现人类在面临巨大威胁生命安全的事件面前，

产生恐惧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周小东，2020)。而且学者研究发现在大学生中存在 COVID-19恐

惧情绪障碍，非医学专业大学生出现COVID-19恐惧情绪障碍的可能性较高（王悦等人，2020）。

综上所述，恐惧情绪为个体由于威胁相关的情境刺激而引起的情绪，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新馆

肺炎具有高传染性和极高的致死率，而且到 2020 年为止也未出现可行的疫苗来预防。而

COVID-19 的传染性和致命性，直接威胁到公众及其个体，及 COVID-19 对于个体就是一种威

胁，这种威胁刺激的情境会引发学生对于 COVID-19 的恐惧情绪。本研究为探究新冠病毒疫情

下学生的恐惧情绪，这种恐惧情绪是由新冠病毒引起，因此本研究的恐惧情绪为学生对于

COVID-19 的恐惧情绪。 

2.2 课堂参与定义 

首先学生的课堂参与行为是指学生具备一定的参与意识，而主体参与是学生积极主动的参

与到教学实践活动中，是体现科学实践与主体能动性的统一结合（裴娣娜，2000）。学者 Hall 

et al（1968）认为，学生的参与不应该只是行为上的参与，在行为参与的背后应该有一层更深

刻的参与。此外，Lamborn et al (1992)则提出学生的参与包含行为参与和心理投入。曾琦

（2014）认为学生的课堂参是指学生在课堂学习与学业有关的活动中投入生理和心理能量的状

态。蒋桂珍（2008）研究发现将学生课堂参与模式分为了两种，一种是言语活动，另一种是非

言语活动。学者刘丽娜（2012）则认为，学生具备一定的参与意识，在教师创设的参与条件下，

从情感、认知、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正向的态度，积极主动地投入课堂教学活动的过程。同时，

研究者王珊与潘亦宁（2017）则认为学生课堂参与度降低是在参与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由于受

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与作用而逐渐减少行为、情感与认知诸方面的投入，最终脱离教学中心的过

程。而赵宇飞（2019）认为课堂参与指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服务过程中所要提供的资源或活动。

杨娟等人（2020）则认为课堂参与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所投入的生理和心理能量。综上所述，

本研究结合以上学者观点认为课堂参与是学生从行为、情绪、认知以及自主参与到课堂教学活

动中的行为。 

关于课堂参与的构面，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蒋桂珍（2008）认为课堂参与分为言语

参与和非言语参与。侯明慧（2011）认为课堂参与分为：行为参与、情感参与、思维参与。郑

文奇与王真真（2020）认为课堂参与是学生的行为参与、认知参与以及情感参与这三个维度来

构成课堂参与。而学者 Reeve（2013）认为课堂参与包括行为参与、情绪参与、认知参与和自

主参与，这四个维度。行为参与是指学生根据课堂活动的需要集中转移注意力、努力、完成任

务，实现目标的过程(Skinner et al., 2009)。情绪参与是指学生在课堂学习活动中不断激发自身

积极情绪，并摆脱消极情绪，以免干扰学业活动(Skinner et al., 2009)。认知参与是指学生在学

习活动中自觉主动地使用复杂学习策略的程度(Walker et al., 2006)。自主参与是指学生在课堂活

动中通过向老师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表达自身观点和自身需要等方式促进知识的建构和加工

(Reeve, 2013)。综上所述，本研究的课堂参与含有行为参与、情绪参与、认知参与和自主参与。 

2.3 背景变量与恐惧情绪以及课堂参与 

从发展心理学理论中出发，当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女性更早的获得观点采择能力获得，而

且发展更为完善，女性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较高的共情能力，女性的共情水平高于男性更容易

理解他人（陈武英等人，2014）。其次，女性会比男性擅长情绪的处理，以及心理状态的编码，

尤其是对恐惧情绪的加工（Baron-Cohen，2003）。女性能够更精准的的识别他人的情绪，并且

快速地对恐惧情绪进行反应。同时也有于此相反的研究，学者汪娟和何奎莲（2020）在研究调

查后研究的结果显示男大学生的情绪反应得分高于女大学生。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一。 

H1.探讨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对于 COVID-19 恐惧情绪上的差异。 

先前的研究表明，课堂参与中存在性别差异，半数以上的学生很少或从未参加过课堂会议，

并且女性比男性更避免讨论(Beyth-Marom et al.,2005)。女人不仅会说话在课堂上的频率较低，

但一般而言，讲师倾向于与男生更多（Crombie et al., 2003）。参加物理教室之间的性别差异与

虚拟教室相比，男性更经常面对面交流面对，而女性则在网络教室中发布了更多消息（Caspi et 

al., 2008）。有研究者曾琦 （2000）的研究表明女生的主动参与明显高于男生，而男生的负参与

和非参与明显高于女生。程晓樵等人 （1995）从性别差异来说，学生在主动回答问题方面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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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而在被动回答问题方面，男生的次数要明显高于女生。左敏和赵静（2019）研究汉族地

区少数民族医学生发现汉区少数民族医学生的课堂参与在性别、成绩和使用语言上有显著性差

异。据此，学生的性别在课堂参与是有显著差异，故本研究提出假设二。 

H2：性别对中国留学生的课堂参与是有显著差异 

2.4 恐惧情绪与课堂参与的关系 

在梳理关于恐惧情绪与课堂参与的文献及研究发现，恐惧情绪可能是影响课堂参与的重要

因素之一,现在已经有研究证明恐惧情绪与课堂参与的关系，例如，学者曾琦（2004）的研究

发现学生情绪、情感的健康发展同时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再者研究者边

玉芳(2007)研究发现，学生的课堂参与行为以及课堂情绪体验都会受到教师的行为影响会存在

不同。减少对未知的恐惧情绪这种方法可以增强课堂参与的能力(Lyons,1989)。恐惧情绪和不

满情绪是发现强大影响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Weaver & Qi,2005)。同时学生因害怕表现出自己的

恐惧情绪会使他们的参与受到抑制（Mustapha & Abd Rahman, 2011)。再者恐惧是一个重要的负面

因素隐藏在课堂参与的背后，男女都是以同样的影响（Aziz et al.,2018）。过去指出影响课堂参与的

因素包括教室规模，恐惧情绪，对教师权威的认识，学生对上课的准备以及自信心（Fassinger，

1995）。学生的课堂情绪是积极的那么对学生的学习有推动作用，会让学生愿意参与互动与交

流，相反，消极情绪会降低学生的课堂活动能力容易让学生对各种活动持消极不参与的态度

（赵宇飞，2019）。综上所述，学生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课堂参与，因此本研究提

出假设三。 

H3 中国留学生对于 COVID-19 恐惧情绪对课堂参与具有显著影响。 

2.5 研究假设  

本研究根据研究动机与研究目的，通过文献探讨，结合相关研究与因果关系，于文献探讨

中得出研究假设，其研究假设如下： 

H1.探讨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对于 COVID-19 恐惧情绪上的差异。  

H2.探讨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性别在课堂参与上的差异。  

H3.探讨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对 COVID-19的恐惧情绪对于学生课堂参与的影响。 

 

3.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立意抽样，对泰国曼谷地区 BR 大学的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进行研究调查，剔

除无效问卷，实际有效问卷数量为 365 份，具体详情见表一： 

 

表一 样本情况（N=365） 

人口变量 分类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61 44.1% 

女 204 55.9% 

年龄 18 岁以 3 8% 

18 岁至 25 岁 202 55.3% 

26 岁至 30 岁 143 39.2% 

31 岁至 40 岁 14 3.8% 

40 岁以上 3 8% 

资料来源：本研究者自行整理 

 

3.2 问卷检验 

本研究研究工具为“恐惧冠状病毒-19 量表”“课堂参与量表” 

3.2.1 恐惧冠状病毒-19 量表（FCV-19S）   

本研究测量中国留学生对 COVID-19的恐惧情绪测量使用恐惧冠状病毒-19量（FCV-19S）

由 Ahorsu et al.（2020）在担心 COVID-19 规模而开发，使用五项李克特型量表。题目计分方式

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构成，依序给予 1、2、3、4、5 分，答题者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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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题目后选出其中的一项，分数越高者，代表对于 COVID-19 的恐惧情绪的程度越高，反之则

越低。通过预试问卷数据统计获得 Cronbach’s α 系数：0.950 大于 0.9，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

质量很高。KMO 值为 0.929，大于 0.6，意味着数据具有效度。恐惧情绪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显示：绝对适配指标：卡方自由度比为 4.792，RMR=.040，SRMR=.0278，RMSEA=102，

AGFI=.895；增项适配指标：NFI=.963，TLI=.956，CFI=.970，RFI=.945，IFI=.971；精简适配

指标：PNFI=.642，PCFI=.647，除卡方自由度比与 RMSEA 指标不适配之外，其余各项指标均

在可接受范围内，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良好( Schumacker & Lomax, 2004)。收敛效度检验。结

果显示，各题项因素负荷量介于.685-.896 之间，大于.5 组合信度 CR 值为.9271，均大于.6，平

均萃取量 AVE 值是.6461，均大于.5，恐惧情绪量表收敛效度良好( Bagozzi & Yi, 1988)。数值均

达到标准，故此说明问卷收敛效度较好。 

3.2.2 课堂参与量表 

课堂参与使用课堂参与量表。该量表由 Reeve and Lee (2014)编制，分为四个维度，即行为

参与、情绪参与、认知参与和自主参与。本量表共有 12题，每个维度 3题，采用 5点计分。题

目计分方式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构成，依序给予 1、2、3、4、5 分，

答题者阅读题目后选出其中的一项，答题分数越高者，代表课堂参与的程度越高，反之越低。

通过预试问卷得到信度系数值为 0.951，大于 0.8，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高。KMO 值为

0.947，大于 0.6，意味着数据具有效度。课堂参与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绝对适配指标：

卡方自由度比为 1.759，RMR=.029，SRMR=.0234，RMSEA=.054，AGFI=.930；增项适配指标：

NFI=.972，TLI=.983，CFI=.988，RFI=.962，IFI=.988；精简适配指标：PNFI=.707，PCFI=.718。

其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良好(Schumacker & Lomax, 2004)。收敛效

度检验结果显示，各题项因素负荷量介于.743-.918 之间，大于.5 组合信度 CR 值分

为.853、.824、.801、.819，均大于.6，平均萃取量 AVE 值分别为.679、.610、.573、.602，均大

于.5，课堂参与量表收敛效度良好(Bagozzi & Yi, 1988)。数值均达到标准，故此说明问卷收敛效

度较好。 

 

4.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差异分析 

以 t 检定进行了分析，分别性别在各变项上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同性别的在泰国的

中国留学生恐惧情绪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平均值 M=3.446 ，女生平均值 M=3.555。不同性

别的在泰的中国留学生在课堂参与上不 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平均值 M=3.756 ，女生平均值

M=3.651，性别对于课堂参与各个维度，不同性别在行为参与维度上无显著差异，男生平均值 

M=3.803 ，女生平均值 M=3.673；不同性别在情绪参与上无显著差异，男生平均值 M=3.721 ，

女生平均值 M=3.678；不同性别在认知参与上无显著差异，男生平均值 M=3.756 ，女生平均值

M=3.673；不同性别在自主参与上无显著差异，男生平均值 M=3.743 ，女生平均值 M=3.478。 

 

表二 不同性别在变量上的差异分析表 

变项名称 男生 女生 t p 

M SD M SD 

恐惧情绪 3.446 1.035 3.555 .953 -1.038 .300 

行为参与 3.803 .902 3.673 .991 1.295 .196 

情绪参与 3.721 .914 3.678 .978 .423 .672 

认知参与 3.756 .890 3.673 .951 .847 .398 

自主参与 3.743 .930 3.578 1.001 1.612 .108 

课堂参与 3.756 .834 3.651 .906 1.138 .256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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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相关分析  

统计学上，如若涉及到两个变项且变项是连续的，其关系通常以线性相关的形式进行分析，

开展相关分析之宗旨是取决阐明不同连续变量的线性关联特性，由线性关联的根底上 向前钻研

相互变量的诠释和预测关系则为回归分析。其中，积差分析体现连续变量之间包含的线性关系

范围标准，积差关联性系数数值越大说明线性关系越强（邱皓政，2006）。Pearson 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恐惧情绪与从课堂参与的相关系数为-.107*，p 值呈显著（p＜.01），达显著负向低相

关，说明恐惧情绪程度越高，学生的课堂参与行为越低。恐惧情绪与学校支持的相关系数

为.033，p 值呈不显著（p＜.01），没有达到达显著相关，说明恐惧情绪与学校造成不显著相关，

没有统计学意义。学校造成与课堂参与的相关系数为-。003，p 值呈现不显著（p＜.01），没有

达显著相关，说明学校支持与课堂参与不显著相关，没有统计意义。 

 

表三 相关性分析表 

 M SD 恐惧情绪 课堂参与 

恐惧情绪 3.507 .990 1  

课堂参与 3.697 .875 -.107* 1 

注：1. *, p <0.050; **, p <0.010; ***, p <0.001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5 回归分析  

以回归分析检验恐惧情绪对课堂参与的影响，结果如表 4.20 所示。通过分析结果发现，，

将恐惧情绪作为自变量，而将课堂参与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在数据上可以看出，模

型 R 方值为 0.012，意味着恐惧情绪可以解释课堂参与的 1.2%变化原因。而且对模型进行 F 检

验时发现模型通过 F 检验(F=4.226，p=0.041<0.05)，这也就说明恐惧情绪一定会对课堂参与产

生影响关系。最终具体分析可知：恐惧情绪的回归系数值为-.095(t=-2.056，p=0.041<0.05)，意

味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其中，恐惧情绪对课堂参与产生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 β=.107, p<.05)，

说明被试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的恐惧情绪程度越高，则课堂参与为越低；行为参与构面

( β=.155, p<.05)、情绪参与构面( β=-.111, p<.05)、认知参与构面( β=-.145, p<.05)均有负向预测作

用，除了自主参与构面（β=-.127, p＞.05)，呈现出不显著预测，说明被试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

的恐惧情绪越高，则在泰的中国留学生的行为参与、情绪参与、认真参与程度越低。综上所述，

恐惧情绪会对课堂参与产生的负向影响关系。 
 

表五 回归分析表 

变量 
课堂参与 

β t 

恐惧情绪 .107* -2.056 

R² 0.012 

AdjR² 0.009 

F 4.226* 

注：1. *, p <0.050; **, p <0.010; ***, p <0.001. 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结论及建议 

5.1 不同性别在恐惧情绪与课堂参与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在恐惧情绪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曾庆和郑希（2018）的研

究结果一致，这说明不同性别的在泰国中国留学生对于 COVID-19的恐惧程度基本相同。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在课堂参与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于 Brady& Kristine(1999)

等人的发现基本一致，男女生在课堂参与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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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性别学生的课堂参与总体水平及情感、认知、 行为等各参与维度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是性别差异对不同专业学生的课堂参与水平及各参与维度间的表现没有影响，大多数学生都

能平等、自主地参与到高校课堂学习中来，完成相应的课堂学习任务，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

生均对自身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且经过考试的选拔，同类学校中男女生的学习能力与水平不

存在显著差异。有研究认为，学生的课堂参与表现为课堂活动的参与和课堂任务的卷入行为

（阳禄清，2012）因而男女生对课堂学业活动和任务的投入度及学习表现也较为相似，课堂参

与总体水平受到性别差异的影响不大。 

5.2 恐惧情绪与课堂参与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意味着恐惧情绪会对课堂参与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此结果与赵宇

飞（2019）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当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恐惧情绪增加时，学生的课堂参

与程度将降低，具体来说，预防学生的恐惧情绪是提高学生课堂参与的一个途径，而积极情绪

作为种的自我预防的心理防护，这种引起恐惧情绪的反应是个体和外部的交互作用，即威胁或

压力，也就是说当个体感受到未知的威胁时，需要预防恐惧情绪，来减缓反应，从而提升学生

课堂参与程度。 

5.3 研究建议 

5.3.1 研究实务建议 

研究表明，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恐惧情绪显著负向影响课堂参与，这也就是说，当恐惧情

绪程度减小时，学生课堂参与程度就会增加，反之课堂参与程度增加时，恐惧情绪就会减小，

所以所以需要预防恐惧情绪（王会成，2011）。为了减缓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恐惧情绪，就要

正确引导学生稳定情绪（卢莲荣，2018）。理性分析，需要预防留学生的恐惧情绪仔细观察一

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改变行为，如果知道自己是健康的，但是还是控制不住担心，那就试试转

移注意力的办法，找一件事情让自己长时间投入去做，通过这些方式来改变过于恐惧的心理。 

对于课堂参与对于课堂参与应该尊重性别差异（樊习英，2007）。促进男女生课堂参与均

衡发展，教师在课堂中根据男女生课堂参与的现状与特点，实施个性化的教学。一方面要鼓励

女生积极参与其他课堂活动，更加注重自身全面性发展；另一方面也要要鼓励男生敢于表达，

充分利用课堂锻炼自身能力。教师在课前可以有针对性地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材料，促进学生

对其知识的学习，以增强学生在课堂参与的自信心。在课堂中可以采用小组研讨式的教学方式，

给予学生充分的参与机会（孙燕君，2007）。可以根据学生性格特点，合理分配小组成员的学

习任务与组内角色，并安排学生自己担任管理，学生自己负责统筹规划小组内部学习任务，以

提高其对课堂参与热情和责任。 

5.3.2 未来研究建议  

由于时间与地点存在差异，同时在标选取、样本选择、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和限制，

虽然本研究选取的样本能够映射到泰国曼谷地区中国留学生的母群体，但对于在泰国的中国留

学生来说，还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建议扩大研究区域以验证理论的完整，打破对象的

局限性毕恒达（2010）。综增加测量维度。本研究中对于恐惧情绪以及学校支持的测量工具都

为单一维度，而单一维度的衡量,不能全面反映其他因素（郭道劝，2010）。不能全面的体现

留学生的恐惧情绪和学习支持的程度。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建立多维测量工具。上所述，希望未

来研究能够继续补充、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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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erception of professional success amo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J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he research method adopt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distributed questionnaires to 12 kindergartens in Jinan City in a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It is expected that 357 official questionnaires will be issued. The expected result of this study 

is that kindergarten teachers' perception of professional success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Keywords: kindergarten teacher; psychological capital; perception of professional success; 

professional identity 

 

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对职业认同的影响 

：以职业成功感知为中介变量 
孔令达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lingda.kong@dpu.ac.th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山东省济南市幼儿教师心理资本、职业认同、职业成功感知之间的关系。

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便利抽样方式，针对济南市 12 所幼儿园发放问卷，正式问卷发

放 357 份。本研究预期结果幼儿园教师职业成功感知在心理资本与职业认同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关键词: 幼儿教师；心理资本；职业成功感知；职业认同 

 

1.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高度重视下一代的

教育问题。而在整个教育环节中，学前教育作为基础中的基础，它不仅是终身教育的开端，也

是国民教育中不容忽视的的重要组成部分，3-6 岁是儿童成长的关键期，孩子能否在这个关键

时期获得优质的幼儿教育，这取决于幼儿教师队伍的素质和质量，在幼儿教育中，幼儿教师素

质的高低则影响了幼儿启蒙教育质量的优劣，对幼儿的健康成长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白丽英等

人，2010）。其作为学前儿童成长中最重要的影响人之一，对幼儿的良好习惯品质和性格发展

起着关键作用，可谓“幼教之成败，实系于幼教师资之优劣”（陈婉等人，2014）。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指出要重

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多种方式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资源，改扩建、新建幼儿园，打造高素质的

教师队伍。近三年来，山东省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推出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作为省会城市

的济南市制定三年行动计划，并逐步加以落实。当前，济南市学前教育已有较大发展，农村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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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数量、办园条件、幼儿入园率大幅提升。但是，在改善硬件条件的同时，农村幼儿教师的

专业发展, 这个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软件问题却成为师资队伍建设的短板，且已成为制约当前

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农村学前教育质量的“瓶颈”（ 梁玉华，2011）。 

1.2 研究目的 

（1）探究山东省济南市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现况。 

（2）探究山东省济南市幼儿教师职业认同现况。 

（3）探究山东省济南市幼儿教师心理资本对职业认同的影响。 

（4）探究山东省济南市职业成功感知在心理资本与职业认同的中介作用。 

1.3 研究方法 

（1）抽样方式 

本研究使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参与相关问卷施测。预试问卷将采用网络问卷的方法，将问卷

采用问卷星工具发布由各年级主任在微信群中分享，使用手机填答，所答结果直接以电子版形

式回收；正式问卷采用问卷星问卷的方法，将问卷由各年级主任发至老师手中统一填答，回收

电子问卷进行统计。苏雪（2013）的研究指出问卷调查法具有很好的匿名性，填答者在完成问

卷时可以不受他人干扰，能够更全面的代表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沈敏珊，2018）。 

（2）取样来源与问卷数量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对济南市 12 所幼儿园的教师进行调查，问卷预计 350 份，发放 400

份，剔除无效问卷，实际有效问卷 357 份，详情见表一： 

 

 表一 样本情况（N=357） 

属性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5 4.2 

女 342 95.8 

年龄 

20 岁以下 55 15.4 

21-30 岁 165 46.2 

31-40 岁 103 28.9 

41 岁以上 34 9.5 

（3）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对所采集的数据运用 SPSS20.0 进行分析，用 EXCEL 处理有关图表，用直观

的方式表现和说明情况。 

 

2.文献综述 
研究小组的前期调查围绕着三个研究目标展开，即职业认同、职业成功感知、心理资本三

个方面。 

2.1 职业认同 

（1）职业认同是心理学中重要术语“认同”的从属概念之一。国际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

探讨职业认同的概念，因此这一概念的定义各有不同。 

（2）欧美关于职业认同的研究相对比较早。如 Schein (1978) 认为，职业认同是一种社会

认同，它涉及到人们如何与其他群体中的个体在对个人发展的看法、对职业实践以及职业价值

的理解与感知等方面进行比较和区分。Moore et al. (1988)提出职业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个体

认为其所从事的职业角色不仅重要且具有一定吸引力的程度。McGowen and Hart（1990，页

118）的研究中把职业认同描述为“职业群体中，所有成员共有的态度、价值、知识、信念和技

能”，被认为其与个体承担的职业角色密切相关, 是一种与自我接受的工作角色相关联的主观自

我概念。Goodson and Cole（1994）的研究中，从建构的角度对职业认同进行界定，他们认为

职业认同和职业现实之间存在某种相似之处，这种现实的构建是一个个体和情境的持续过程的

解释。后续，Goldron & Smith（1999）的研究中提出，职业认同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它不能

被解释为固定的或单一的，这是人们认识到他们自己与周围他人或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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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Woodward（2000）提出个体对职业的感知，以及个人定义自己的职业属性的程度，构

成了个体对职业认同概念的看法。 

（3）朱智贤(1989，页 38 )则指出，职业认同是“个体对其所从事职业的肯定性评价，这种

评价是激励个体继续努力的动力因素”叶奕乾等人(2000)认为职业认同是人们在从事工作的过程

中逐渐对工作产生的认同，并在工作中找到自身职业定位的过程。此外，李素华(2005)在《对

认同概念的理论评述》中提到，职业认同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承认并赞同与自己的共同之处；

二是按照认同对象对自己进行规范，即对认同的同化；最服从和肯定。李小伟(2010)则指出，

职业认同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对个人来讲，个人在职业认同是利用各方资源不断进行自我构

建的过程。而苏丽萍(2010)认为职业认同是人们对从事工作的积极认知与接纳，是人们在社会

化过程中所习得的，同时也离不开个人反思。 

（4）综上所述，对于职业认同，各个学者和各个流派基于研究视角不同，都有着不同的

观点和不同的表达。简而言之，职业认同的概念主要是从心理学的层面来定义的，职业认同是

个体自行建构的；职业认同是与特定的职业特征有关的；职业认同的过程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

响，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本研究中，职业认同可以理解为幼儿教师对于所从事幼教事业

的一种心理感受；是对幼教教师职业理解与归属；同时也是对幼教职业的一种评价。 

2.2 职业成功感知 

（1）职业成功感知这个主题一直备受研究者们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有关职业成功感知

的研究已成功的界定也在逐渐统一，这些研究者把职业成功感知划分成主观职业成功感知和客

观职业成功感知。其中，主观职业成功感知指的是个体对职业发展的主观感受, 如个体对工作

满意度的感受等；客观的职业成功感知是可以被观察和测量的，诸如个人职业地位的提升以及

薪酬待遇标准的增长等。 Seibert（1999）认为，职业成功感知是个人在工作经历中得到的心理

感受成果以及工作成就。周文霞 (2006, 2007, 2010)则将职业成功定义为个人在工作中的心理水

平或者成就，它是在个人在职业生涯中通过不断形成的，分为主观和客观两部分。另外，

London and Stumpf 在 1982 年出版的《管理职业生涯》书中给出目前受到广泛认可的职业成功

感知的定义，其员工在个人的职业经历当中积累的与其工作内容有关的心理成就感以及积极成

果。其中，心理成就感指的是自我实现等方面；积极成果则包括金钱、地位、声望、权力等若

干方面。 

（2）相关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人都是以客观标准(如金钱、地位、权利等)为尺度对职业成

功感知进行衡量。但是，有些个体对于这些自身已经拥有的成就却不能体会到明显的成功感，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客观职业成功感知和主观职业成功感知都是同等重要的评价个体成功的

标准（周杨，2013）。另外，还有学者认为，个体职业生涯当中的主观职业成功感知评价指标

更加重要。Ralph（1997）的研究指出，主观职业成功感知指的是个体从其自身认为比较重要

的方面出发，并能够产生一种对其所从事职业的内在理解以及评价。Weick（1996）的研究指

出，主观职业成功感知包含个体能力的提高、获得他人的尊敬，以及学习新知识的机会等内容。 

（3）从操作化层面上来看，沈敏珊（2018）通常根据工作满意度来衡量个体的主观职业

成功。工作满意度指的是个体对其职业生涯当中的某些方面的满意度，包括薪酬待遇、职位晋

升、职业发展等若干方面。由此可以看出，个体的职业成功感知更为广泛，包括个体的心理成

就感、幸福感、自豪感以及内心的平静等一些主观因素。Greenhaus（1990）研究为应用最为

广泛的、该量表分别从个体所取得的成就、进步、薪酬水平、晋升，以及新技能的获得这五个

方面对个体的职业成功进行测量。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仅仅关注幼儿教师的主观职业成功感

知，即幼儿教师在其职业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心理上的成就。 

2.3 心理资本 

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心理学会前任主席 Seligman 在 2002 年首次提出的。但是从目前的研究

成果来看，心理资本的概念尚未得到统一，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是特质论。Goldsmith（1997）的研究指出，心理资本是在个体的早期形成的，并具

有相对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能够反映个体的观点、支配个体的动机和工作态度。Hosen

（2003）的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指的是个体经过后天的努力和学习形成的内在心理结构，具有

相对的持久性和稳定性。Letcher（2004）的研究将心理资本视为大五人格，认为心理资本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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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个体的人格特质。 因此，特质论认为心理资本指的是一种接受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共同影

响的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内在心理特征。 

（2）是状态论。Luthans（2006）则将心理资本看作是由多种积极心理状态组成的综合

体，帮助个人提升生活和工作质量。Luthans（2007）的研究指出，心理资本实际上是一种积极

的心理状态，并贯彻了个体一生的成长发展过程。 

（3）是综合论。综合论认为心理资本不仅是特质性的而且是有状态的，这是一种类似于

状态的心理素质。Avolio（2006）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指的是一种综合希望、自我效能、乐观、

自我恢复能力等多种积极的心理状态。 

（4）目前关于心理资本概念内涵的研究还没有发展统一，但是研究者们基本达成了以下

两点共识：首先，心理资本是积极的；其次，心理资本具有相对稳定和持久的特征。综合以上

研究内容，本研究将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界定为，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积极的

心理状态，即面对竞争和压力时体现出的优秀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工作状态及乐观的精神状态。 

 

3.数据分析 
3.1 相关分析 

统计学上，如若涉及到两个变项且变项是连续的，其关系通常以线性相关的形式进行分析，

开展相关分析之宗旨是取决阐明不同连续变量的线性关联特性，由线性关联的根底上 向前钻研

相互变量的诠释和预测关系则为回归分析。其中，积差分析体现连续变量之间包含的线性关系

范围标准，积差关联性系数数值越大说明线性关系越强。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心理资本与职业成功感知为的相关系数为 0.559，p 值呈显著

（p＜0.01），达显著正向相关，心理资本与职业认同为的相关系数为 0.673，p 值呈显著（p＜

0.01），达显著正向相关，职业成功感知与职业认同为的相关系数为 0.522，p 值呈显著（p＜

0.01），达显著正向相关。如表所示。 

 

表二 心理资本、职业成功感知及职业认同之间的相关分析（ N =357） 
 心理资本 职业成功感知 职业认同 

心理资本 1   

职业成功感知 0.559** 1  

职业认同 0.673** 0.522** 1 

注：**p<0.01 

 

3.2 回归分析 

3.2.1 心理资本对职业认同回归分析 

以回归分析检验心理资本对职业认同的影响，结果如下表所示。通过分析结果发现，心理

资本对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667，p<0.001）, 说明被试的心理资本越高，则

职业认同越高，假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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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心理资本对职业认同之回归分析表（N=357） 

 因变量：职业认同 

B SE β VIF 

控制变量     

性别 0.179 0.132 0.054 1.027 

年龄 -0.014 0.031 -0.017 1.016 

自变量     

心理资本 0.665*** 0.04 0.667 1.043 

Adj. R2 
0.452 

F 98.844*** 

df 3, 353 

注：***p<0.001 

 

3.2.2 心理资本对职业成功感知回归分析 

以回归分析检验心理资本对职业成功感知的影响，结果如下表所示。通过分析结果发现，

心理资本对职业成功感知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561，p<0.001）, 说明被试的心理资本

越高，则职业成功感知越高，假设成立。 

 

表四 心理资本对职业成功感知之回归分析表（N=357） 

 因变量：职业成功感知  

B SE β VIF 

控制变量     

性别 0.214 0.193 0.049 1.027 

年龄 -0.082 0.046 -0.079 1.016 

自变量     

心理资本 0.733*** 0.059 0.561 1.043 

Adj. R2 0.315 

F 55.67*** 

df 3, 353 

注： ***p<0.001 

 

3.2.3 职业成功感知对职业认同回归分析 

以回归分析检验职业成功感知对职业认同的影响，结果如下表所示。通过分析结果发现，

职业成功感知对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51，p<0.001）, 说明被试的职业成功感

知越高，则职业认同越高，假设成立。 

表五 职业成功感知对职业认同之回归分析表（N=357） 

 因变量：职业认同 

B SE β VIF 

控制变量     

性别 0.295 0.151 0.089 1.02 

年龄 0.055 0.035 0.069 1.001 

自变量     

职业成功感知 0.389*** 0.035 0.51 1.019 

Adj. R2 0.279 

F 46.9*** 

df 3, 353 

注：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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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介检验 
本研究探讨心理资本对职业成功感知、职业认同的影响情形，以及职业成功感知在心理资

本与职业认同两个变项之间的中介效果。为求研究的严谨度，本研究借鉴 Baron and Kenny 

(1986) 之前的观点，以阶层回归分析验证中介变项是否具有中介效果，并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讨

论。 

Baron and Kenny (1986) 提出了连续的三个回归模式来验证中介变项的中介效果，若 X 为自

变项，Y 为因变项，M 为中介变项，即模式 1：X 对 Y 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式 2：X 对 M 有显

著正向影响；模式 3：M 与 X 对 Y 的回归模式中，M 会对 Y 有显著影响，而且因 M 的加入，

X 对 Y 的影响减弱，甚至呈现不显著的情形。若影响减弱后，X 对 Y 已无显著的影响效果，则

称为完全中介;若影响减弱后，X 对 Y 仍有显著的影响效果，则称为部分中介。 

因此，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项 X，职业成功感知为中介变项 M，职业认同因变项 Y，以及将

背景变项纳入回归模型进行阶层回归分析。其分析结果如表所示。 

 

表六 职业成功感知之中介效果检验（ N =357） 

 
因变量 

M1 M2 M3 

职业认同 职业成功感知 职业认同 

控制变量    

性别 0.054 0.049 0.044 

年龄 -0.017 -0.079 -0.001 

自变量    

心理资本 0.667*** 0.561*** 0.55*** 

中介变量    

职业成功感知   0.208*** 

F 98.844*** 55.67*** 83.166*** 

Adj. R2 0.452 0.315 0.48 

△R2    0.028 

注： ***,p<0.001 

 

首先，在 Model 1 中，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项，以职业认同为因变项进行分析，分析之后的

结果显示 F=98.844 达显著水准（p<.001），Adj R 2 =.452，表示心理资本对职业认同的解释变异

量为 45.2%，且 β 值为.667 为正值，表示心理资本对职业认同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此结果

与 Baron and Kenny (1986)提出的模式一对比，是符合的。 

在 Model 2 中，以心理资本为自变项，以职业成功感知为因变项进行分析，分析之后的结

果显示 F=55.67 达显著水准（p<.001），Adj R 2 =.315，表示心理资本对职业成功感知的解释变

异量为 31.5%，且 β 值为.561 为正值，表示心理资本对职业成功感知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此结果与 Baron and Kenny (1986)提出的模式二对比，是符合的。 

在 Model 3 中，以心理资本与职业成功感知为自变项，以职业认同为因变项进行分析，分

析结果显示 F=83.166 达显著水准（p<.001），Adj R 2 =.48，心理资本的β值由.667 下降为.55，

仍达到显著水准（p < 0.001），而职业成功感知的 β 值为.208 达到了显著水准（p<.001）且为正

值，由此可见，表示在加入职业成功感知变项后，职业成功感知在心理资本对职业认同的预测

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的作用。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 (1986) 提出的模式三。 

 

4.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1. 幼儿园教师的心理资本、职业成功和职业认同总体上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2. 年龄在心理资本、职业成功以及职业认同总体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自我效能感这一

维度上存在差异；性别在心理资本、职业成功及职业认同总体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仅在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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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维度上存在差异。 

3. 幼儿教师的心理资本、职业成功、职业认同两两相关极其显著。 

4. 幼儿园教师的心理资本与职业成功感知共同影响着职业认同，幼儿园教师的职业成功感

知在其心理资本和职业认同之间中介效应显著。 

4.2 教育建议 

本研究了解济南市幼儿教师心理资本、职业成功感知、职业认同的现状， 在不同背景变

量下的差异情形，以及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中介效果的探讨，提出以下建议。 

 

4.2.1 实务建议（促进幼儿教师对职业成功感知的建议） 

1.对师范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进行职前教育 

在幼儿教师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应该对他们进行职业成功感的教育，使他们提高队幼教行

业的内在成功感，引导师范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正确认识幼儿教育职业理想的价值，提高他们

对即将从事的幼儿教师职业生涯的成功感，从而为实现其职业认同打下良好的基础。 

2.开展职业生涯教育 

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及其幼儿园，要大力开展幼儿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这可以让他们

充分了解幼教行业的职业现状和职业前景，继而能够对自己进行准确的定位，也会增加对幼儿

教师行业的信心和成功感。幼儿教师应该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确立一个职业目

标。抓住能够继续学习幼教知识的机会，积极参加幼儿园里组织的相关培训活动，努力提高自

身的专业技能与其综合素质能力，将所学到的知识灵活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 

4.2.2 研究局限于未来研究建议（对培养幼儿教师心理资本的建议） 

尽管本研究在数据调查假设检验等方面采用多种方式提高研究结果可信度，但不得不承认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抽样方式的严谨性，研究工具的选取，研究区域的大小，研究方法的

佐证，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改进，故提出以下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A.为幼儿教师营造和谐宽松的工作环境。人无时无刻的不与周围的环境互动。和谐宽松的

工作环境可以使幼儿教师摆脱他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在其他同事的引导下更能解决问题（姜侗

彤，2019）。幼儿园应该为幼儿教师提供这样的工作环境，可以每周进行一次幼儿教师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他们可以畅所欲言，畅谈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遇到的挫折和困难，倾听其他教师的看

法，也可以一起总结教学经验。 

B.增加学习进修机会。我国教育教学部门以及幼儿园应该为幼儿园教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

会和交流机会， 提高他们的教育教学专业素质，增添教学经验，在面对教学的困境和突发的

事件中也能够具有良好的心理态度，从而才能提高心理资本的水平（马丽君，2018）。 

C.重视心理辅导。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及其幼儿园应该重点关注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

通过一些途径使他们的心理调节能力得以提高。苏丽萍（2010）认为可以在幼儿园内建立心理

咨询中心、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等等，对幼儿园的教师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释放不良的情

绪和工作上积累的压力，推翻他们不合理的认知，使其建立积极的认知，促进幼儿教师的自我

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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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emotion on learning Burnout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 Weif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 Taking 

learning input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Yadi Yu 

China-ASEAN International College,Dhurakji Pundit University  

295945014@qq.com;184790114@qq.com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variables on learning 

burnout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 Weif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and to establish a 

research model by using learning input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convenient sampling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the student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Weif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total of 800 

questionnaires are distribu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emotions,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learning burnout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of different majors in Weifa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The learning engage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in Weifang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academic emotion and learning burnout. 

 

Key words: Academic emotion; Learning engagement; Learning burnout;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山东省潍坊市高职生学业情绪对学习倦怠的影响—以学习投入为

中介变量 
于雅迪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29594504@qq.com;1834790114@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变量的山东省潍坊市高职生学业情绪、学习投入对学习倦怠的影响，

并以学习投入作为中介变量，建立研究模式。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以山

东省潍坊市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800 份，研究结果发现，山东省潍坊

市不同专业的高职生在学业情绪、学习投入、学习倦怠上存在显著差异；山东省潍坊市高职生

的学习投入在学业情绪与学习倦怠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学业情绪；学习投入；学习倦怠；高职生  

 

1.研究背景与研究动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加，人们对孩子的教育也越来越

重视，但高强度、超负荷、高竞争的持续学习，给学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学生极易产生

学习倦怠的情况(Kim, Han, Kim, Choi, Lee, Lim, & Chae, 2015; Bask & Salmela-Aro, 2013)。而我

国的学习倦怠现状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是学校存在的普遍难题。诸多研究

者发现，无论是中学、大学还是硕士学习阶段的学生，也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偏远地区的学生，

均存在学习倦怠的情形（祝婧媛，2006；程陶、李纳娜、桑轲, 2008；张昭，2015；付京瑞，

2013；郭秀琴，2016）。Pines and Maslach（1978）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学生长期承受较重的学业

压力而无法缓解，就极容易产生学习倦怠。 

mailto:295945014@qq.com;184790114@qq.com
mailto:29594504@qq.com;183479011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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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上学时的门槛较低，基础知识水平较为欠缺，

有些同学上高职院校并非自愿，因此，很多高职生会出现厌学心理，产生学习倦怠（王椿阳，

2016）。因此本研究将以高职生作为研究对象，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诸多研究发

现，学业情绪与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密切，学业情绪明显影响着学生的学业成就，学业情绪对

学业成就具有极其显著的预测作用（孙芳萍、陈传峰，2010）。邢强（2018）等人对 555 名初

中生进行学业情绪与学习倦怠的研究表明，积极的学业情绪与学习倦怠之间呈显著性正相关，

消极的学业情绪与学习倦怠之间呈显著性负相关，并且学业情绪在高效率学习与学习倦怠之间

还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学生获得高效率学习后，良好的学业情绪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

习态度，能够有效避免学习倦怠的产生。董妍与俞国良（2010）的研究发现，积极学业情绪对

学习成就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消极学业情绪对学业成就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高明（2014）

的研究也发现，学业情绪在社会适应与学习倦怠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即适应能力越强的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越高，相应的学习倦怠水平就越低。 

学习投入作为学习状态的积极面，对于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

减少学习倦怠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习投入是另一种与学习密切相关的，持久的、积

极的、充实的情感和认知心理状态（王椿阳，2016）。诸多研究发现，学习投入和学习倦怠之

间关系密切，学习投入对学业成就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申鲁军、杨磊、王淑燕，2016；袁殷

红，2018）。王椿阳(2016)对 1139 名职业院校学生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

学生积极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有助于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和学习进步，从而获得较多的积极

情绪体验和成就感，不容易产生学习倦怠，反之，低投入的学习者在学业成就方面表现较差，

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的成就感就比较低，容易情绪低落，降低对学习的兴趣，从而对学习产生

倦怠感。此外，学习投入与学业情绪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学习投入的参与-认同模

型（participation-identification model）就探讨了个体情感与学习投入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此

模型可以知道，学生从学习活动中获得的学习经验以及体验到的学习情感会对学习投入产生影

响（Finn,1989）。众多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学业情绪对学习投入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积极的

心理情感会促进学生的学习投入情况（韦芳玉，2011；杜玉改，2013；李婷，2017）。Pekrun, 

Goetz, Titz, and Perry (2002)也认为，学习过程中的不同情绪体验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而

影响其学习投入的水平。林杰等人（2020）对 1030 名大学生进行学业情绪与学习投入之间关

系的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学习投入普遍处于中等水平，学习投入能够对积极活动定向、积极

结果定向的学业情绪和消极活动定向的学业情绪产生影响。 

综上可知，学业情绪与学习投入对学习倦怠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学业情绪与学习投入之

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但目前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其中的两个因素分别独立展开的，很少有研究

将三者结合到一起来探索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在作用机制。因此，本研究将通过对学业情绪

与学习投入的探讨，来了解分析高职生的学习倦怠情况，同时希望对高职生的学习倦怠、学业

情绪和学习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在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从而帮助学生体验

到更加积极、正性的情绪，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促进学生的学业成就得到更好的发展。 

 

2.文献探讨 
学习倦怠(Academic Burnout)的概念源于职业倦怠，职业倦怠(Job Burnout)最早是由美国临

床心理学家 Freudenberger (1977)提出。Freudenberger(1997)将倦怠描述为个人在生理和心理上

产生的一种疲惫感，表现为对工作和工作相关人员的疏离态度以及较低的自我评价。后来，

Pine and Maslach (1978)发现在大学生群体在学习过程中也体验着很大程度的倦怠感，这使

得学习倦怠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国内外有关学习倦怠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引用职业倦怠的概

念演化而来的。Schaufeli（2002）将学习倦怠定义为：由于过度的学习需求而引起的情感耗竭、

疏离学业、成就感降低的现象。 

学业情绪（Academic Emotions）与情绪在本质上都属于人类的情绪，但它同一般情绪又不

完全等同。学业情绪主要与学校教学、学生学习以及学业成绩有关。不同的研究者对学业情绪

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但核心概念基本一致。本研究采用俞国良等人（2005）对学业情绪的定义，

即学业情绪不仅包括学生在学习时的愉悦、成功时的骄傲和失败后的痛苦等情绪，还包括在课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648 
 

堂学习活动中、完成作业过程中以及考试期间的各种情绪体验。俞国良将学业情绪划分为四个

维度，共包括 13 种情绪，其中，积极高唤醒（高兴、希望和自豪）、积极低唤醒（放松、满足

和平静）、消极高唤醒（愤怒、焦虑和羞愧）、消极低唤醒（失望、无助、沮丧、疲乏-心烦）

四个维度。 

学习投入（Academic Engagement）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Fredrickson（2001）在教育

学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学习投入由行为、情绪、认知三个维度构成。行为投入是指学生在学校期

间参加活动（包括学业和非学业活动）的高度投入；情绪投入是指学生的情感投入，即学生在

面对学习或者老师和同伴时的情感反应，以及学生在学校时感受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认知投

入则是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所使用认知策略以及心理资源的高度投入状态。Kuh（2001）认为学

习投入是个体在学习活动中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在学习中所付出的努力。学生在学习时

学习投入越多，收获的感受和知识越多；反之学习投入越少，所得到的收获就越少。本研究将

采用 Schaufeli(2002)对学习投入的概念界定。Schaufeli（2002）最早提出了学习投入的概念，

他认为学习投入就是学生在进行学习活动时所持有的一种持续的、富有积极情感的状态。他认

为学习投入包括三个维度：活力、奉献和专注，其中，活力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的过程中有主

动学习的意愿且能够付出努力，在学习过程中不易疲倦且有充足的精力和韧性，遇到困难时能

够坚持不懈；奉献是指学生认为学习是有意义的，面对学习时充满热情和自豪感；专注是指学

生在学习时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将精力和注意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并拥有愉悦的心情。 

 

3.研究方法 
为达到研究目的，本研究将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对山东省潍坊市 3 所高职院校的学生进行

电子问卷调查。山东省潍坊市共 15 所高等院校，其中本科院校 4所，专科院校 11 所，在校学

生人数约 50 万名，居全国同级城市前列（人民网）。山东省潍坊市教育资源丰富，在人才培

育方面也有着较强的优势（潍坊教育局，2020）。潍坊是国家确定的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城市、

联合国水环境示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首批全国循环经济示范市、中国人居环境奖

城市、全国首批中美低碳生态试点城市，艺术之都、时尚之都。因此，选取潍坊市高职生为研

究对象，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人口学变量 

性别、年级 

学习投入 

学业情绪 

消极情绪 

积极情绪 

 

学习倦怠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H1 

H3

1 
H4

1 

H5

1 

H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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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吴明隆与涂金堂（2007）认为问卷在预试时，要以问卷中最多题项分量表的 2-4 倍

为预试人数。但 Goursuch (1983)建议正式问卷的样本数应至少是题数最多量表题数的五倍，并

要大于一百。本研究使用的《大学生学业倦怠问卷》包括 20 个题项，《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

包括 72个题项，《中文版学习投入量表》包括 17个题项，一共 109个题项，因此，将发放正式

问卷 800 份。 

3.1 大学生学业倦怠问卷  

本研究使用连榕、杨丽娴和吴兰花（2005）编制的《大学生学业倦怠问卷》，整个问卷共

包括 20 个题项，分为情绪低落（8 个题项）、行为不当（6 个题项）、成就感低（6 个题项）三

个维度。本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是 0.526。使用 5点计分法，得分从“5”到“1”表示

“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其中 1，3，6，8，11，13，15，18 为反向计分题，得分越高

说明学业倦怠情况越严重。 

A. 项目分析 

学习倦怠量表行为不当构面共 20 个题项，其中行为不当构面 6 道题，分构面预测量表在

进行项目分析后，题项 1，8，14，19 超过三个指标未达到标准，构成删题依据，将其删除。

题项 10 部分指标较接近达标标准，将题目进行修改，使之更符合行为不当的目标标准，予以

保留。 

本研究学习倦怠量表成就感低构面共 20 个题项，其中成就感低构面 6 道题，分构面预测

量表在进行项目分析后，3，11题项超过三个指标未达到标准，构成删题依据，将其删除。6，

15，18题部分指标较接近达标标准，将题目进行修改，使之更符合成就感的目标标准，予以保

留。 

B. 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样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学习倦怠量表第 1，2，3，4，5，8， 11，13，14, 

17，20 题因素负荷量未达到 0.5，故删去这些题项。在删除这些题项之后，学习倦怠量表各题

项因素符合量介于.536-.793 之间，均大于 0.5。根据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对于 CR值

的建议，CR值建议为 0.6以上，学习倦怠量表的组合信度分别是情绪低落.683，行为不当.696，

成就感低.683，具有良好的组合信度。Slater, Hult and Olson(2007)建议 AVE 值为 0.4 以上。学

习倦怠量表各构面的平均变异萃取为.419，.439，.421，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表四  学习倦怠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表 

构面 题号 因素负荷量 CR 值 AVE 值 

情绪低落 7 .636 .683 .419 

 9 .598   

 12 .704   

行为不当 10 .536 .696 .439 

 16 .793   

 19 .633   

成就感低 6 .632 .683 .421 

 13 .726   

 15 .578   

资料来源：研究者整理 

 

经过指标修正后，学习倦怠量表整体适配度达到良好（Bagozzi & Yi,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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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学习倦怠量表之适配度摘要表 

鉴别项目 适配指标 鉴定结果数据 是否适配 

ⅹ
2
自由度比值 <5.000 1.715 是 

GFI >0.800 .860 是 

AGFI >0.800 .966 是 

NFI >0.900 .909 是 

CFI >0.900 .959 是 

RMR <0.080 .055 是 

RMSEA <0.080 .070 是 

PNFI >0.500 .606 是 

PGFI >0.500 .639 是 

资料来源：研究者整理 

 

C.信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 Cronbach’s α值来衡量个变数之问题是否具有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吴统雄

（1985）建议信度的参考范围为：Cronbach’s α高于 0.9代表高信度值；0.7-0.9代表非常可

信；0.5-0.7 代表可信。本研究所用的学习倦怠量表总信度为.733，各构面信度系数分别

为.680，.605，.668，说明量表信度良好，检测结构具有可信性，量表的信度系数。 

 

表六 学习倦怠量表信度摘要表 

构面 题数 Cronbach’s α 

情绪低落 3 .680 

行为不当 3 .605 

成就感低 3 .668 

量表总信度 9 .733 

资料来源：研究者整理 

 

D. 区别效度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提出鉴定各构面间区别效度的准则是各构面的相关关系小于各构

面 AVE之平方根，则表示此构面有区别效度。学习倦怠量表区别效度如表 3.9所示。由表中的

数据可知，学习倦怠各构面的平均变异抽取量大于各构面相关系数的平方，说明学习倦怠量表

各构面间具有区别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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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学习倦怠量表区别效度表 

构面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情绪低落 .419   

行为不当 .112 .439  

成就感低 .181 .187 .421 

注：对角线为构面 AVE值，对角线以下为相关系数平方值 

 

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与中文版学习投入量表均运用同样的方式进行项目分析、验证性因素

分析以及信效度的建议，均达到良好水平。 

 

4.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是从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独生子女五个背景变项上对被试者进行描述性统

计；通过 t 检验和 ANOVA 检验进行学习倦怠、学业情绪和学习投入的差异性分析，并验证提出

的研究假设，最后通过回归分析探讨学习倦怠、学业情绪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以及学业情绪在

学习倦怠和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并对假设进行验证。 

本研究对山东省潍坊市高职院校学生发放问卷 800 份，回收 800 份，有效问卷 536 份。根

据表 4.1所示，在本研究的样本中，男生为 253人，占比 47.2%，女生为 283人，占比 52.8%。

一年级人数为 294，占比 54.9%，二年级人数为 147，占比 27.4%，三年级人数为 95，占比

17.7%。专业是文科的人数为 282，占比 52.6%，理科的人数为 254，占比 47.4%。生源地为城

镇的高职生 95人，占比 17.7%，农村的高职生 441人，占比 82.3%。 

本研究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学习

倦怠的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各构面与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构面呈显著

性负相关，与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构面呈显著性正相关；与学习投入的活力、奉

献、专注各构面呈显著性负相关。说明积极学业情绪越高，学习投入越多，学习倦怠程度越低；

消极学业情绪越多，学习倦怠程度越高。学业情绪的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构面与学习投入

的活力、奉献、专注各构面呈显著性正相关；学业情绪的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构面与学习

投入的活力、奉献、专注各构面呈显著性负相关。说明积极学业情绪程度越高，学习投入程度

越多；消极学业情绪程度越高，学习投入程度越少。本研究探讨山东省潍坊市高职院校学生的

学业情绪、学习投入与学习倦怠的影响，以及学习投入在学业情绪与学习倦怠两个变量之间的

中介作用。为力求研究结果的严谨性，本研究根据 Baron and Kenny（1986）提出的观点，用阶

层回归分析的方法以验证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并根据研究结果进行讨论。Baron and Kenny

（1986）认为中介效应的检验应以三个回归方程验证。 

模式 1：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模式 2：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模式 3：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模式 4：中介变量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中介变量会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影响，

而且中介变量的加入会导致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减弱，甚至出现不显著的情况。如果这种影

响减弱后，自变量对因变量已经无显著的影响作用，则为完全中介效应；如果这种影响减弱后，

自变量对因变量仍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则为部分中介效应。因此，以学业情绪为自变量，学习

投入为中介变量，学习倦怠为因变量，以及将背景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中进行阶层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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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投入中介效应回归分析摘要表 

因变量 学习投入  学习倦怠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背景变项     

二年级 .062 .062 .123*** .097 

三年级 .032 .056 .056 .074** 

女 -.016 .034 .038 .024* 

文科 -.142*** .123** .053 .040 

城镇 .027 -.038 -.039 -.023 

自变量     

学业情绪 -.131*** .438***  .362*** 

中介变量     

学习投入   -.626*** -.578*** 

R2 .050 .223 .413 .540 

Adj R2 .039 .214 .407 .534 

F 4.624*** 25.253*** 62.103*** 88.592*** 

注 1：*p<.05;** p<.01;*** p<.001 

注 2：一年级、男性、理科、农村为参照组 

资料来源：研究者整理 

 
在 Model1 中，以学业情绪为自变量，学习投入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学业情绪对学习投入

具有负向显著影响，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1986）提出的模型 1。在 Model2 中，以学

业情绪为自变量，学习倦怠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学业情绪对学习倦怠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此结

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1986）提出的模型 2。在 Model3 中，以学习投入为自变量，学习倦

怠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学习投入对学习倦怠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

（1986）提出的模型 3。在 Model4中，以学业情绪和学习投入为自变量，学习倦怠为因变量进

行分析，学习投入在学业情绪对学业倦怠的影响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此结果符合

Baron and Kenny（1986）提出的模型 4。 

本研究的研究假设 H1: 不同人口学背景变量的山东省潍坊市高职生在学业情绪、学习投入、

学习倦怠方面有显著差异。 

H2a：山东省潍坊市高职生的积极学业情绪对学习倦怠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H2b：山东省潍坊市高职生的消极学业情绪对学习倦怠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3a：山东省潍坊市高职生的积极学业情绪对学习投入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3b：山东省潍坊市高职生的消极学业情绪对学习投入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H4：山东省潍坊市高职生学习投入对学业倦怠具有负向显著的影响。 

H5：山东省潍坊市高职生的学习投入在学业情绪与学习倦怠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5.结论与讨论建议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山东省潍坊市高职生学业情绪处于中上水平，其中，积极高唤醒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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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水平高于中值，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接近中值，说明高职生体验到的积极学业情绪还是

相对较多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广泛的消极情绪。这与陈文娟（2017）和李亚玲（2013）的研究

结果相符。这可能是因为在大学期间，高职生体验到的学习压力相对减轻，考试频率下降，评

价方式也较为宽松等因素有关，同时他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又存在着差距，因高考失利只能选

择高职院校，存在着后悔、颓废等消极情绪。不同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的高职生在学业

情绪总分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男生的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显著高于女生，男生的消极高唤

醒学业情绪和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也显著低于女生。理科生的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显著高于文

科生，理科生的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和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显著低于文科生。其原因可能是因

为文科生女生偏多，而理科生男生偏多，女生的内心更加细腻敏感，对情绪的感受更为深刻，

面对不良状况更容易产生焦虑、愧疚等感受，而男生面对问题时更加理性，思维逻辑更为清晰，

情绪体验较为浅显，因此在消极学业情绪的自我报告中女生和文科生的得分会更高一些（马海

云，2020；张瑜芬，2018）。 

学习投入显著负相关于学习倦怠，并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此可知提高高职生的学习

投入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学生的学习倦怠程度。高等职业院校可采用适当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让学生主动去探索和思考，提高学习投入水平（王椿阳，2016）。 

本研究结果支持高职生学习投入在学业情绪、学习倦怠中具有中介作用的研究假设。结果

显示，在山东省潍坊市高职生学业情绪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关系中，学习投入起到了部分中介作

用。以下是对未来研究者的研究建议。 

A. 提高高职生的学习投入程度，减少学习倦怠，本研究结论指出，山东省潍坊市高职生

学习投入与学习倦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并且高职生的学习投入可解释学习倦怠 40.7%的

变异量。由此可知提高高职生的学习投入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学生的学习倦怠程度。学生在学习

上投入的精力越多，学业成绩就越好，建议高等职业院校一方面可以通过实行课程改革，优化

教学资源，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强化实践技能训练等外在方式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去探索和思考，提高学习投入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关注学生的学

习体验和学习情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升学业成就等方法，提高学生对学习的

认同感，从而改善学习情绪，增强学习成就感，不断增加对学习的投入程度（王椿阳，2016）。 

B. 增加高职生积极的学业情绪，减少负性的学业情绪，减少学习倦怠，本研究结果显示，

高职生的学习投入在学业情绪和学习倦怠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一方面，学业情绪直接作

用于学习倦怠，另一方面学业情绪通过学习投入间接作用于学习倦怠。因此，在加强高职生积

极学业情绪的同时，也要全面提高高职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充分发挥高职生学习投入的中介作

用，从而降低高职生的学习倦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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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Online Teaching Atmosphere on Learning 

Burnou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the COVID-

19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Zitong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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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earning burnout, online 

learning atmosphere and teachers' emotional suppor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In total, there were 325 

questionnaires.325 questionnaires were effectively collected.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learning climate of online teaching and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learning burnout, and that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ha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learning climate of online teaching and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burnout. 

 

Keywords: Online Learning; Learning Atmosphere; Learning Burnout; Teacher Emotional Support 

 

在新冠性病毒的环境下网络授课学习氛围对山东省大学生学习倦

怠的影响——教师情感作为调节变项 
张子童    

博仁大学 

 1065587689@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山东省大学生学习倦怠、网络授课学习氛围、教师情感支持之间的关系。研

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便利抽样方法针对山东省高校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发放 325 份，有效

回收问卷 325 份。本研究结果显示网络授课学习氛围及教师情感支持对学习倦怠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且教师情感支持在网络授课学习氛围及大学生学习倦怠中具有调节作用。 

 

关键词：网络授课；学习氛围；学习倦怠；教师情感支持 

 

1.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19 年末 2020 年初世界爆发新型冠状病毒，其特点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疫情规模大

等（Zhu et al., 2020）。据统计，2016 年 12 月，中国使用网络教育用户数量已达到 1.38 亿

人，在这之中大学生和研究生占总使用率的 17.2%，在 2015 年基础上涨幅为 8.2%。全球使用

网络在线教育人数规模逐年上升，而大学生群体始终是接受网络教育人员的主要占比，也是网

络在线学习的重要群体（2015 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2015）。大学生参与线上授课，

培养学生在多媒体和网络环境中具有高效自主的学习能力是时代的需求（柴葳，2020）。在长

期的宅家居住并开始在线学习过程中，学生可能会出现学习倦怠等影响教学效果的问题（张平，

2020）。重视学习氛围是学校成长的需要，重视学习氛围是学校发展的需要，重视学习氛围是

学校的永远的需要，而不是只是为形式的需要（何大平等人，2020）。章雯（2015）提出教师

的工作就是使网络课程资源发挥最大效用，做好引路人的角色，改善教学效果进而提高教学质

量，是每一位教师值得深思的问题。因此，探究在新型冠状病毒背景下网络授课与教师情感支

持支持对山东省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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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讨论在新冠性病毒背景下的网络授课的学习氛围与大学生学习倦怠之

间的关系，教师情感支持对其影响。 

 

2.文献综述 
2.1 网络授课学习气氛 

2.1.1 定义 

网络授课之内涵是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在线互动培训课堂，一般系统采用声音、视频传输以

及数据协同等网络传输技术，模拟真实的课堂环境，通过网络给学生提供有效的培训环境。学

生的基本任务是学习，所以班风建设的核心是学风建设，一种勤奋向上，刻苦钻研的良好学风

的形成，是学生具有正确的学习目标、动机和动力的具体表现(刘浩州，2014)。 

2.1.2 维度 

对于前人文献探讨发现，网络授课的维度具有多样化的特征。本研究根据前人文献、研究

之总结，提取学习氛围作为自变项网络授课的单一维度进行深度研究，探讨变项与变项之间的

关系。 

2.2 学习倦怠 

2.2.1 定义 

中国学者连榕等人（2006）认为大学生学习倦怠反映大学生消极的学习心理, 指的是由于

学习压力或缺乏学习兴趣而对学习感到厌倦的消极态度和行为。Schaufeli et al. (2002) 将学习倦

怠定义为由于过度的学习压力而使学生产生对学习情感耗竭、不愿学习以及在学习中无法获得

相应成就感的状态。杨丽娴（2004）认为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或缺乏动力却不得不为时，就会

感到厌烦从而产生一种身心疲惫的心理状态，并消极对待学习活动 

2.2.2 维度 

连榕等人(2005)为研究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以及与专业承诺的关系，编制了大学生学习

倦怠量表。并把学习倦怠定义为，是个体在学习生活中体验到的一种消极心理（比如说淡漠、

迷惑、无力、丧气、疲惫委靡、焦虑、抑郁、不满意和低自尊等），会使学生的情绪或认知发

生负性的改变，它会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着重要的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大学生学习

倦怠维度分为学习情绪、学习成就感，为研究提供参考。 

2.3 教师情感支持 

2.3.1 定义 

单美贤(2015)针对情感支持研究，主要采用信息处理和交互作用两种研究方式。信息处理

方式认为情感是类似信息的实体，可以像人与人之间通过多种行为语言传递信息一样传递情感。

而交互作用方法认为，情感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是通过互动和表达构建的。教师情感支持定

义为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对学生的关怀、理解、尊

重等。 

2.3.2 维度 

Pianta et al. (2015)对情感支持维度的划分包括积极氛围、教师敏感性和关注学生观点三个

维度。在线学习环境下，积极氛围主要反映师生互动过程中体现出情感联结、相互尊重与喜爱

的学习意境，包括语言及非语言方面的交流互动。教师敏感性主要反映教师对学习者的情感需

求、学习过程中给予学习者的支持的及时性、敏感性强的教师通常能及时发现学习者的需求并

积极引导与支持学习者开展自主、探索等高阶学习。 

2.4 变量间关系及研究假设 

2.4.1 网络授课学习氛围对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关系 

张平（2020）认为疫情引起的长期居家行为和学习形态改变引起大学生压力感增加，学习

倦怠较为明显，增加心理弹性、调节学习压力是降低学习倦怠的可能措施。崔祥民（2015）研

究则发现虚拟化的网络环境虽然使信息搜寻变得异常便捷，但却使学习者之间的心灵逐渐疏远，

使学习者常感到孤独和苦闷。这种孤独与苦闷心理随着学习的深入而不断恶化，使学习者逐渐

对学习丧失兴趣。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一： 



DP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DPU ICBISS 2021) 

https://www.dpu.ac.th/icbis2021/ 

 

657 
 

H1：网络授课学习氛围显著负向影响山东省大学生学习倦怠。 

2.4.2 网络授课学习氛围与教师情感支持的关系 

在线环境中，针对教师的情感支持展开了研究。在线学习环境中，教师支持对学习者的学

习投入影响显著(刘斌等人，2017)。陈丽伶(2007)通过在网络院校采用个案调査的方式表明网

络教学在缓解学员的心理压力方面关注较少，对学生的关较少，呼吁人文关怀，使老师同学建

立情感联系。 

2.4.3 教师情感支持与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关系 

在线学习中，教师借助媒体技术等通过外显行为来给学习者传递情感上的支持，使学生感

觉到教师是可获得，可以提供帮助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习者的归属感等（李红霞，

2018）。交互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那么教师对学习者的情感支持也是一个交互反馈不断改

进的过程，依据交互反馈作用机制（蒋志辉，2018）。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二： 

H2：教师情感支持显著负向影响山东省大学生学习倦怠。 

2.4.4 网络授课的教师情感支持对学习氛围及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关系 

赵呈领等人(2018）则通过实验设计来检验教师情感支持是否可以缓解在线学习中的学习

倦怠，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探究教师情感支持如何化解学习者的学习倦怠，结合学习者的访谈对

数据分析结果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此外，彭文辉(2012)认为，依据行为主义科学的理论，提出

网络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学习者的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背景、学习需求等

个人表征；以及情感、态度、能力、兴趣、情绪以及动机因素等心理特征；环境要素：包括多

媒体网络技术环境以及人文交互环境。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三： 

H3：网络授课的教师情感支持对学习氛围及山东省大学生学习倦怠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3.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中国山东省在疫情期间积极相应国家的政策号召，对此，本研究基于此教育背景下在采用

量化分析的方法，选取山东济南一所大一 A高校为研究对象，选取此 A高校的原因是此高校是

作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985”、“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各类全日制学生达 7 万人，其中，

全日制本科生 42268人，研究生 26818人，学历留学生 1560人（李凯，2012)。孙佳琪(2015)调

查发现，虽然大一新生意识到主体是影响其学习适应的关键要素，但目前仍存在主动适应能力

差、自我调控能力弱，对大学的学习资源整合利用不足，难以适应大学课程教学和管理方式等

问题，自身的主动性不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习效率与适应结果。据此，本研究共有 325 位

A高校的大一新生参与。 

3.2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研究方法参与相关的问卷测试，预试问卷应用网络发布的方法，将

问卷进行编辑，应用问卷星编制填写问卷的连接，发放给山东省 S 大学大一学生，学生进行网

上不记名填写，最后答案结果由电子问卷回收进行分析。正式问卷将调查问卷制作为纸质问卷，

纸质问卷由各班班主任发放给学生进行填写，最后回收所调查的问卷进行数据整合及分析。吴

明隆（2011）建议预试对象人数要以问卷中包含最多题项的“分量表”的 3-5 倍人数为原则，基

此，向山东省 S 大学大一学生共发放 325 份纸质问卷。 

3.3 研究工具 

3.3.1 网络授课学习氛围量表 

本研究的网络授课学习气氛量表在 Robert C. Pianta 团队(2015)通过观察课堂教学情境下教

师与学生的互动，基于教师外显行为开发了课堂评估系统(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

CLASS)，包含教师情感支持和网络授课学习氛围，在线学习环境下，积极氛围主要反映师生

互动过程中体现出情感联结、相互尊重与喜爱的学习意境，包括语言及非语言方面的交流互动。

在此评估系统下，本研究只选择网络授课的学习氛围这一维度为研究变量，并进行预试问卷选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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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 

本研究基于连榕等人(2005)为研究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以及与专业承诺的关系，编制了

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以及 Schaufeli et al. (2002) 将学习倦怠定义为由于过度的学习压力而使学

生产生对学习情感耗竭、不愿学习以及在学习中无法获得相应成就感的状态。和中国学者连榕

等人（2006）认为大学生学习倦怠反映大学生消极的学习心理, 指的是由于学习压力或缺乏学

习兴趣而对学习感到厌倦的消极态度和行为。以及中国学者李红霞(2018)自编学习倦怠问卷整

合分为两个维度即学生情绪、学生成就感。通过问卷设计过程从而设计问卷题项。 

3.3.3 教师情感支持量表 

本研究基于现有的《教师情感支持问卷》；教师情感支持定义为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对学生的关怀、理解、尊重等；胥兴春等人（2014）认

为，情感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对学生的情感支持包括：积极关注、表达关

心与理解、倾听学生困难、尊重学生人格、给予学生鼓励五个维度以及 Pianta (2015)通过观察

课堂教学情境下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基于教师外显行为开发了课堂评估系统 (Classroom 

Assessment Scoring System，CLASS)，对情感支持维度的划分，认为情感支持主要是指教师在

课堂互动中建立积极氛围、敏锐意识学习需要并反馈，关注学生观点等内容。包括积极氛围、

教师敏感性和关注学生观点三个维度。并根据 Bandura（1982）提出个人既能影响环境，同时

也受到环境影响的观点，从理论上探讨个人、行为和环境三者之间关系的交互决定论思想(蒋

晓，1987)。 

3.4 数据分析方法 

本章基于对原始问卷的测试和修正工作完成后，得出本研究的正式问卷的基础上，发放和 

回收正式问卷，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进而以实证结果来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其中，主

要利用数据统计软件对所采集的正式样本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具体内容包括：信效度检验、

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等，并基于以上分析后，利用回归分析对本研究的研究

假设进行验证，继而根据检验结果展开讨论和分析。 

 

4.数据分析 
针对回收之 325 份问卷，进行统计数据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4.1 数据分析 

4.1.1 信效度检验 

效度 

网 络 授 课 效 度 分 析 中 Kaiser-Meyer-Olkin (KMO)值 为.867、Bartlett 球 形 检 定 值

543.794(p=.000)，适合做效度分析，萃取出 1 个因子，命为网络授课学习氛围。教师情感支持

效度分析中 Kaiser-Meyer-Olkin (KMO)值为.955、Bartlett 球形检定值 2012.923(p=.000)，适合做

效度分析，萃取出 3 个因子，命为积极氛围、敏感性、关注性。学习倦怠效度分析中 Kaiser-

Meyer-Olkin (KMO)值为.932、Bartlett 球形检定值 1374.483(p=.000)，适合做效度分析，萃取出

2 个因子，命为情绪感、成就感。 

验证性因子分析 

网络授课学习氛围整体模式适配度。结果显示：绝对适配指标：卡方自由度比为 12.680，

RMR=.021，SRMR=.0255，RMSEA=.037，AGFI=.966；增项适配指标：NFI=.977，TLI=.989，

CFI=.993，RFI=.962，IFI=.993；精简适配指标：PNFI=.586，PCFI=.596 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

范围内，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良好。 

大学生学习倦怠结果显示：绝对适配指标：卡方自由度比为  2.447，RMR=.031，

SRMR=.0282，RMSEA=.069，AGFI=.932；增项适配指标：NFI=.967，TLI=.970，CFI=.980，

RFI=.951，IFI=.980；精简适配指标：PNFI=.656，PCFI=.665 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表

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良好。 

教师情感支持结果显示：绝对适配指标：卡方自由度比为 1.479，RMR=.027，

SRMR=.0334，RMSEA=.040，AGFI=.926；增项适配指标：NFI=.937，TLI=.974，CFI=.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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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924，IFI=.979；精简适配指标：PNFI=.777，PCFI=.811 各项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表

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良好。  

信度 

网络授课的量表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824、教师情感支持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

为.922、学习倦怠量 Cronbach’s α 系数为.916。表整体量表在本次实际测量中具有良好的信度。 

4.1.2 描述分析 

网络授课学习氛围分析显示，网络授课学习氛围为单一构面，共 6 题，计分后分析得出受

试大一学生网络授课学习氛围得分(M=4.0337)，表明 A 高校大一学生网络授课学习氛围处于偏

高水平。 

大学生学习倦怠分析显示，大学生学习倦怠分为 2 个构面，分别为学习倦怠情感 4 题、学

习倦怠成就感 4 题，共 8 题，计分后分析得出受试大一学生学习倦怠得分(M=2.2951),其中学习

情感维度得分(M=2.3733)、学习成就感维度得分(M=2.2169)，表明 A 高校大一学生学习倦怠处

于偏低水平。 

教师情感支持分析显示，教师情感支持分为 3 个构面，分别为教师积极气氛 5 题、教师敏

感性 5 题，教师关注学生 5 题，共 15 题，计分后分析得出受试大一学生教师情感支持得分

(M=4.0320)，其中教师积极气氛维度得分(M=3.9848)、教师敏感性维度得分(M=4.0351)、教师

关注学生维度得分(M=4.0762)。表明 A 高校大一教师情感支持处于偏高水 

4.1.3 相关分析 

 

表 5相关分析 

 教师情感 学习倦怠 网络授课 

教师情感 Pearson 相关 1 -.598** .902** 

N 302 302 302 

学习倦怠 Pearson相关 -.598** 1 -.567** 

N 302 302 302 

网络授课 Pearson相关 .902** -.567** 1 

N 302 302 302 

注：.  ***p＜0.001。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如表 4.5 所示：网络授课相关系数为-.598，有达显著；教师情感相关系数为-.567，有达

显著；学习倦怠相关系数为.902，有达显著。在对三个变量的相关分析中，不存在严重的共线

性问题。 

4.1.4 回归分析 

表 4.6 回归分析 

变量 
学习倦怠  

β t R² F 

网络授课学习氛围 -.567 
-

11.921 
.321 142.100*** 

教师支持 -.598 
-

12.923 
.358 166.922*** 

注： p <0.010; ***, p <0.001. β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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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教师情感支持调节效果图 

 

表 4.8研究假设结果 

研究假设 验证结果    

H1:网络授课学习氛围显著负向影响山东

省大学生学习倦怠。 

成立 

H2:教师情感支持显著负向影响山东省大

学生学习倦怠。 

成立 

H3:网络授课的教师情感支持对学习氛围

及山东省大学生学习倦怠存在显著调节作

用。 

成立 

注：本研究整理 

 

如表 4.6，图 4.7，表 4.8 得出研究成果。所得数据能够有效支撑研究假设：网络授课学习

氛围显著负向影响山东省大学生学习倦怠、教师情感支持显著负向影响山东省大学生学习倦怠、

网络授课的教师情感支持对学习氛围及山东省大学生学习倦怠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5.结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山东省大学生学习倦怠、网络授课学习氛围、教师情感支持之间的关系。

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便利抽样方法针对山东省高校大一新生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共发

放 325 份。所得数据能够有效支撑研究假设：网络授课学习氛围显著负向影响山东省大学生学

习倦怠，说明网络授课学习氛围越高，大学生学习倦怠越低。教师情感支持显著负向影响山东

省大学生学习倦怠，同李红霞(2012)在教师情感支持上研究结果一致。说明教师情感支持越高，

对山东省大学生学习倦怠抑制作用越高。本探究教师情感支持在网络授课学习氛围及山东大学

生学习倦怠起调节作用中发现，在良好的网络学习氛围中，教师情感支持程度越高，对抑制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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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大学生学习倦怠效果越高，说明教师情感支持在网络授课学习氛围对山东省大学生学习倦

怠影响中起调节作用。与李红霞(2012)在教师情感支持上研究结果一致。 

5.2 研究建议 
5.2.1 实务建议 

A.对学校的建议，根据吕滋建，管恩京(2020)。指导学校广大教师积极利用“1 个平台+多

种直播互动”的线上教学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引导教师基于学校网络教学综合平台或山东省

在线开放课程平台，通过腾讯会议、腾讯课堂、 ZOOM、钉钉等多种直播工具互动教学，附以

在线测试、答疑讨论、线上作业等形式开展线上教学的研究，因此依据本研究结果，网络授课

学习氛围对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建议学校在进行网络授课时应用多种的教学平台，积极有

效的改变教学方式，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氛围的效果。从而达到抑制大学生学习倦

怠的效果。 

B.对教师的建议，依据章雯（2015）提出教师的工作就是使网络课程资源发挥最大效用，

做好引路人的角色，改善教学效果进而提高教学质量，是每一位教师值得深思的问题。对此，

在线教育中，需要教师精心去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能围绕学生兴趣展开教育教学，给学生提

供选择的机会，让学生充分参与课堂。因此本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教师情感支持对大学生学习

倦怠的印象，建议教师在进行授课过程中，对学生应承积极态度面对教学、解答学生问题，并

且提高教师在授课中对学生的敏感性，及时发现学生的学习上的问题进行纠正指导，以及提高

对学生的关注度，此关注度不仅仅在授课过程，在课堂之外，也要对学生进行关注，从而抑制

学生学习倦怠。 

C.对学生的建议，根据大学生网络学习行为存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学习网络课

程教学内容的时间分配偏低；不同大学生网络学习的频率或时间存在差距；大学生网络学习交

互行为的交互性强，其交互质量也不高；大学生网络自主学习意识不强，网络学习的坚持性普

遍较差；多数大学生习惯于浏览和查看博文，缺乏网络学习评价和反思行为(王海丽,2017)。研

究结果，以及本研究网络授课学习氛围，教师情感支持对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建议学生首先

在心理方面要告诫自己，减少自身的倦怠程度，从而在现实方面劳逸结合，规划网络学习的合

理时间，提高自主学习意识，提高对学习的积极情绪及学习成就感，从而抑制学习倦怠。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第一，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问卷调查主要在山东省 A高校中进

行，样本的代表性存在天然不足。未来的研究应当扩大范围，在多地域开展问卷调查，增强研

究的外部效度。第二，本研究处于现阶段疫情背景下进行性横截段研究，且研究群体为大一新

生，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第三，本研究依据情感事件，证明了教师情感支持在网络授课与学生

学习倦怠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但影响网络授课中的学生学习倦怠问题可能有多种不同路径，

未来研究可以探讨不同路径的影响效果及其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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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PE Teachers in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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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study adop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distributed questionnaires to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from 3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 in Shaanxi Province by way of convenient sampling, and collected 308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and marriag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Shaanxi Provinc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different genders and marriages in Shaanxi Provi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Keywords:Comprehend social support; subjective well-being; teachery 

 

领悟社会支持对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董博文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719215751@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对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采用问卷调

查法，以便利抽样的方式针对陕西省 3 所职业技术学院之体育教师进行问卷发放，回收有效问

卷 308 份。研究发现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不同性别、婚姻在领悟社会支持上不存在差异；陕西

省高职体育教师不同性别、婚姻在主观幸福感上不存在差异；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

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教师 
 

1.前言 
关于幸福的讨论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充

分满足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精神生活的质量（徐涛等人，2019）。中国也开始越来越关注民

众的心理健康问题，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指标，逐渐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程秀

兰、高游，2019）。众所周知，学校不仅肩负着为祖国培养有用人才之使命，同时也承载着为

社会培养人类具有幸福感之义务（姜淑梅等人，2016）。 

主观幸福感指评价者根据自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

合心理指标（郭瞻、肖祖铭，2019）。自上世纪 60年代始,心理学家开始以科学方法研究个体的

主观幸福感（严标宾等人，2004）。主观幸福感被定义为个体依据其主观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

的整体感受和判断, 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等特性（Diene et al., 1999）。教师是否感到

幸福，对于其心理健康、工作效率、教育质量及学生人格的形成均有重要影响（杨宏飞，

2002），因此研究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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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引起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

获得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都比较高，而消极情感较低。

例如，Weiss（1974）研究指出,个体只有在得到各种社会支持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较高的幸福

体验。Antonucci and Akiyama（1987）的研究也同样指出，领悟社会支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

一个重要外在因素。 

研究证实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地影响。但领悟社会支持如何影响主观幸福

感却存在着不一致的看法。倪林英等人（2006）对 328 名小学教师的调查发现总体幸福感与领

悟主观支持呈显著正相关。吴莉莉与冯冬燕（2009）对下岗人员的调查发现领悟社会支持的各

维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贾绪计与王胜男（2009）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

各维度都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关系。张羽与邢占军（2007）的研究指出领悟主观支持对幸福感

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李放等人（2017）对中职生的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的各维度对主观幸福

感有显著影响。刘志侃与程利娜（2019）对 1690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的各维度对

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陕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具有丰富的高校教育资源，随着教师教育研究的深化，对

教师的关注已提升到全面、完整的层面，其中教师职业幸福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但目前中

国对西北地区体育教师尤其是陕西省的高职体育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关注较少（宋佳萌、范会勇，

2013），随着近几年中国竞技体育在国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大众体育建设也取得快速发展，

体育的国内外地位取得巨大提髙，体育相关产业发展速度显著。高职体育教师作为培养中国优

秀体育科研人才的重要师资力量因此备受关注。 

综上所述，前人研究已显示领悟社会支持与教师主观幸福感具有影响，然而以高职体育教

师为群体，探究其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仍尚显不足，因此，本文冀探究陕西省领

悟社会支持对高职体育教师群体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与影响。 

1.1 研究目的 

根据研究背景，本研究目的如下述。 

A. 探究陕西省对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现况。 

B. 探究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现况。 

C. 探究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1.2 研究问题 

A. 陕西省对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为何？ 

B. 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现况为何？ 

C. 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何？  

  

2.文献综述 
2.1 领悟社会支持定义 

社会支持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一种体验或者事实，即个体正在被爱护、照顾、尊重和珍视。

这些支持的来源可以是情感上的（比如父母的养育），物质上的（比如经济援助），信息上的

（比如建议），陪伴（比如归属感）或者无形的（比如独家消息）等方面。社会支持可以降低

孤独感，对个体生活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使人们对自身生活状态更加满意。而这些支持又可以

从另一个层面分成可被感知的支持，和实际存在的支持。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那部分被感知的

支持在影响人的心理的层面上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被感知的支持无论是否实际存在，都

是心理层面的事实，即可以实际影响个体的幸福感等方面 (Thoits,1983)。这种反应心理事实的

支持就是就是本研究中涉及到的变量之一领悟社会支持。 

领悟社会支持从本质来讲，是一种心理层面的事实，它包含着人们对自身所获得的社会支

持的感知，代表了个体对自己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的期待和理解能力(Dunkel-Schetter & 

Bennett,1990)，它并不等同于实际社会支持(Norris & Kaniasty,1996)。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强的人，

在解释他人行为的时候往往倾向于从积极的角度考虑，从而产生正向的积极倩感，并能充分利

用，转换成生活的动力；而相反，领悟社会能力弱的个体，在解释他人行为的时候往往倾向于

从消极的角度考虑，对很多社会支持并不能有效感受，不仅无法加以利用，甚至还有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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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同的他人行为解释为消极的理解偏差，产生不利于也理健康的情绪体验，生活满意度也会

随之降低（李占宏等人，2018）。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领悟社会支持定义为，领悟社会支持是作为更加有效的社会支持持部

分影响个体必理的。两者虽然字面开起来是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但是相关研究表明，两种社会

支持的实际相关程度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两者虽然均为社会支持结构中的一部分，但究其

本质，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结构，在作用机制和影响心理健康的层面上均有着显著地不

同，不是简单叠加的关系（叶俊杰，2006）。 

2.2 主观幸福感定义  

人们对幸福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以外界标准界定的幸福。

认为幸福是基于观察者的价值体系和标准，而不是被观察者的自我判断。(2)以内在情绪体验为

标准界定的幸福。认为幸福就是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这种标准侧重情绪

体验的成份。(3)以个体的主观判断为标准界定的幸福。这种标准认为幸福是评价者依据自已界

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的综合评价（沈黔，2020）。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定义为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

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以及情绪体验.它包含认知与情感两个成分，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

要综合性心理指标 (Chou, 2020) 。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特点是:主观性，以评价者内定的标准而非

他人或外在标准来评估。稳定性，主要测量长期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整体性，是综合评价，

包括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和生活满意度。  

2.3 背景变量与主观幸福感以及领悟社支持 

陈雪峰（2008）的研究表明在男大学生的情感孤独和社交孤独均显著高于女大学生,感受

到的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女大学生，张书朋等人（2015）的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无显著的性别

差异，女性在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家庭内(外)支持、朋友支持及重要他人支持的得分均不显著

与男性，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和领悟家庭支持的性别差异显著大于中学生。本研究的研究

对象是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结合实际情况，将探讨不同人口统计变量在领悟社会支持上是否

有显著差异。由此，本研究推出假设： 

H1：不同性别，婚姻的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上有显著差异。 

H1b: 不同性别的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上有显著差异。 

H1c: 不同婚姻的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上有显著差异。 

杨婉秋（2003）在中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研究中显示：教师群体在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指

数上得分均显著高于非教师群体。男性教师群体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非教师群体。25 岁以上

的教师群体的幸福感明显高于 25 岁以上的非教师群体，以及已婚教师群体的幸福感与已婚的

非教师群体的幸福感不显著。综上所述，不同性别、婚姻在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情形不同。本研

究的研究对象是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结合实际情况，将探讨不同人口统计变量在主观幸福感

上是否有显著差异。由此，本研究推出假设： 

H2：不同性别，婚姻的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上有显著差异。 

H2a: 不同性别的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上有显著差异。 

H2b: 不同婚姻的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上有显著差异。 

2.4 领悟社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幸福感作为当今较为流行的主题，众多的专家学者将幸福感与领悟社会支持联系在一起。

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大部分研究者一致认为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

福感成显著正相关并能起到独特的预测作用。 

Lafreniere et al (2011) 等学者以运动员为被试进行两者关系调查得知，领悟社会支持对提升

运动员幸福感起着重要的作用，此结果也受到了众多学者实验验证并得到普遍认可 (Lafreniere 

et al, 2011)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比实际的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强烈。

Haber (2007) 等调查认为领悟社会支持比接受社会支持与也理健康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尽管领

悟到的支持并非客观事实，但可将他看作是个体的内心体验。这些真实的内也体验作为中介或

调节变量能够改变个体的动机和行为 (Haber et al., 2007) 。领悟社会支持比实际支持更能有效改

善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李占宏等人，2018）。因此得出领悟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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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接受社会支持更可能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 

H3: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显著。 

2.5 研究假设 

根据研究目的、研究框架和文献综述，提出具体假设，如下： 

H1:高职体育教师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在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婚姻）上存在显著差异。 

H1a: 不同性别的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上有显著差异。 

H1b: 不同婚姻的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上有显著差异。 

H2:不同年龄，性别，婚姻，收入的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上有显著差异。 

H2a: 不同性别的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上有显著差异。 

H2b: 不同婚姻的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上有显著差异。 

H3: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   

  

3.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对陕西省 3 所高职院校高职体育教师进行调查，剔除无效问卷，

实际有效问卷 308 份，详情见表一： 

 

表一 样本情况（N=308） 

背景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28 41.56% 

女 180 58.44% 

婚姻 
已婚 244 79.22% 

未婚 64 20.78%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2 问卷检验 

本研究正式问卷分别为“情绪体验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3.2.1 情绪体验量表 

Diener and Emmons (1984) 编制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 SWLS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它主要针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认知评价进行多项目的总体测量。SWLS 共 5 个条目，是按照 1

分（强烈反对）到 5 分（非常同意）的 5 级评分标准。生活满意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8，模型的拟合指数为，GFI= 0. 97, CFI= 0. 96, RMSEA= 0. 071。该量表较为成熟，受到了国

内外专家学者的认可。 

3.2.2 生活满意度量表 

Watson et al. (1988) 编制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量表 PANAS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它基于情感的二维结构理论进行测评，共 20 道题，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方面的题

目各占一半，从 1 分（几乎没有）到 5 分（非常多）的 5 级记分。邱林（2003）以情感二维结

构理论为基础, 对 Watson (1988)编制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 PANAS)进行了修订。收集了几

种主要的情感环丛模型中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项目后, 用专家评定法剔除了不属于情绪描述词

的项目,并用问卷法考察了这些情感体验的典型性, 试测后确定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项目各 9

项构成最终量表。在积极情感分量表上, 两次自评和同伴评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都达到了 0.85

以上，用固定方差法构建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为两个不相关因子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 

数据与模型拟合良好:NNFI= 0.93, CFI= 0.94, RMSEA = 0.06。PANAS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3.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Zimet et al. (1987)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它主要

强调个人的主观意识与个人认知。它包括三个维度：来自亲人、朋友及他人支持，从而考察个

体感知到来自各种支持的程度大小 PSSS 共 12 个条目，采用从 1 分（强烈反对）到 5 分（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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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的评分标准，该量表多次被应用于各领域的心理研究工作，成效显著（汪向东，1999）。

国际学者姜乾金（2001）编制的修订版 PSSS，结果显示该量表比 Zimet的版本更适合中国人的

特质，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重测信度为 0.85。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受到了中国相

关领域众多学者的认可。 

 

4.结果分析 

4.1 差异分析 

本研究为了解不同的人口统计变量在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分

别以性别、婚姻作为因子，进行独立样本 t 检定与 ANOVA 单因子变异数检定进行差异性分

析。  

不同性别在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将以平均数、标准差与独立

样本 t 检验加以分析。性别的两组设置分别为男生和女生，分析结果如表二所示，结果显示主

观幸福感 p 值为 0.867，大于显著标准 0.05，所以此项不显著，说明现阶段研究对象中，主观

幸福感在性别上没有差异；领悟社会支持 p 值为 0.467，大于显著标准 0.05所以此项不显著，

说明现阶段研究对象中，领悟社会支持在性别上没有差异。 

 

表二 不同性别在变量上的差异分析表 

变量 
男（128） 女（180） 

t 值 p 值 
M SD M SD 

领悟社会支持 4.8730 1.34037 4.8486 1.13568 .168 .867 

主观幸福感 3.3666 .87037 3.2992 .69107 .728 .467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不同婚姻在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将以平均数、标准差与独立

样本 t 检验加以分析。婚姻的两组设置分别为已婚和未婚，分析结果如表三所示，结果显示主

观幸福感 p 值为 0.236，大于显著标准 0.05，所以此项不显著，说明现阶段研究对象中，主观

幸福感在婚姻上没有差异；领悟社会支持 p 值为 0.125，大于显著标准 0.05所以此项不显著，

说明现阶段研究对象中，领悟社会支持在婚姻上没有差异。 

 

表三 不同婚姻在变量上的差异分析表 

变量 
已婚（235） 未婚（73） 

t 值 p 值 
M SD M SD 

领悟社会支持 4.9184 1.21827 4.6667 1.22616 1.540 .125 

主观幸福感 3.3562 .77173 3.2339 .76230 1.187 .236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2. 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为李克特（Likert Scale）五点尺度衡量，

通过对收集资料进行分析得出，“领悟社会支持”平均得分为 2.418，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为 3.321，处于中等偏上。  

为了解本研究大学生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相关性，对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四所示，结果说明“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

数为 0.733，P 值小于参考值 0.001，故达显著，且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可以说明“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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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相关性分析表 

变量 M SD 领悟社会支持 主观幸福感 

领悟社会支持 4.8588 1.22285 1  

主观幸福感 3.3272 .77003 0.733*** 1 

注：1.*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3 回归分析 

此小节将验证领悟社会支持对于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将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来进行操作，

研究结果如表五所示，结果显示，标准化回归系数 β=-0.733，t=-18.831，p 值小于参考值 0.001，

达显著，说明领悟社会支持可以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说明假设成立。  

 

变量 
主观幸福感 

β t 

领悟社会支持 .733*** 18.831 

R² .537 

AdjR² .535 

F 354.614*** 

注：1. *, p <0.050; **, p <0.010; ***, p <0.001. 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结论及建议 

5.1 不同性别、婚姻在主观幸福感与领悟社会支持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在主观幸福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杨婉秋（2003）的

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同性别高职体育教师幸福感基本相同。加之现代社会传统性别观念有所

改变，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也相应改变，能受到更多平等的待遇与尊重，与男性没有差

异。不同婚姻在主观幸福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杨婉秋（2003）的研究结果一致，这

说明现如今信息时代使得高职体育教师有了多种提升幸福感的手段，其次，和谐、幸福的生活

使得教师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都有着不错的水平，所有说不同婚姻在主观幸福感上不存在

显著差异。 

不同性别在领悟社会支持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陈雪峰（2008）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说明男女对于领悟社会支持的程度大致相同，也就使得不同性别在领悟社会支持上不存在显

著差异。不同婚姻在领悟社会支持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张书朋等人（2015）的研究结

果一致，这说明不同婚姻的个体在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家庭内(外)支持、朋友支持及重要他人

支持基本相同。 

5.2 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对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对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即高职体

育教师的领悟社会支持越好，主观幸福感越多，与 Chou and Chi (1999)、邢占军与张羽

（2007）、严标宾等人（2011）及宋佳萌与范会勇（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高职体育教师

在生活过程中会因为是否获取了他人的支持从而产生相一致的主观幸福感，在学校中教师团体

和谐相处，相互帮助共同协作，善于沟通交流，教师就会产生良好的主观幸福感。当我们采取

适当方式促使高职体育教师通过提升其领悟社会支持并最终实现主观幸福感的逐步提升，具体

来说，提高领悟社会支持是获得幸福感的一个途径，而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能

有效提高高职体育教师在主观心理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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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研究建议  

5.3.1 研究实务建议 

研究表明，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也就是说，当领悟社会

支持增加时，主观幸福感就会增加，反之领悟社会支持减少时，主观幸福感就会减小，所以，

为了提升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就要加强亲人，朋友和学校对教师无论时生活上还是工作

上的支持，获得积极情绪，提高主观幸福感。应给予高职体育教师教师更多的关注，为其提供

必要的社会支持，提升其主观幸福感，以更好地培养出身心健康的优秀高职学生。 

5.3.2 未来研究建议 

本研究冀于了解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在不同背景变量

下的差异情形，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的探讨，提出以下建议。 

研究表明，高职体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显著正向影响主观幸福感，也就是说，当领悟社会

支持增加时，主观幸福感就会增加，反之领悟社会支持减少时，主观幸福感就会减小，因此，

为了提升高职体育教师主观幸福感，就要更加重视亲人，朋友和学校对教师无论时生活上还是

工作上的支持，获得积极情绪，提高主观幸福感（姜淑梅等人，2016）。要加强对未婚老师在

亲人上的支持与关注，提升其主观幸福感，以更好地培养出身心健康的优秀高职学生。 

由于时间与地点存在差异，同时在标选取、样本选择、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部分的不

足和限制，虽然本研究选取的样本能够映射到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母群体，但对于全国高职体

育教师来说，还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提出以下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增加质性研究以深化研究广范度。此研究主要是以量化的问卷调查法进行 资料的搜集，虽

然可以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但会因为研究者对研究主题缺乏了 解，受配合度，主观意愿等因

素而影响调查的结果。未来可辅以观察法、访谈法等方式，深化研究广度。 

扩大研究区域以验证理论的完整。本研究以陕西省高职体育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方便抽

样的方式抽取 3 所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师为样本。但 3 所学校数量较少，未能包含所有地区，在

取样代表性上具有局限性。后续研究可以考虑以更科学严谨的抽样方法，增强结论的说服力与

可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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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llege curriculum experience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Shandong Province.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are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collect 270 valid questionnaires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re are 

differences; Shand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ages have no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Shandong college students’ curriculum experienc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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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高校课程体验对于大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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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山东省高校课程体验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以山东省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

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回收有效问卷 270 份，研究发现：山东省大学生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在课

程体验上不存在差异；山东省大学生不同性别、年龄大学生在学业成绩上不存在差异；山东省

大学生课程体验对学业成绩具有正影响。 

 

关键词：学业成绩；课程体验；山东省高校大学生 

 

1.前言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一门课程的体验良好有助于我们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 教师的课堂带

动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以及整个课程体验的影响都是构成良好的课程体验必不可缺的要素（邬

大光，2020）。在 2020 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全球各国的线下课堂趋于停摆，

于磊鑫（2020）提出由于疫情不断的持续，即使一整个国内年假的过去也没有结束各大高校都

面临着学业拖延、学生无法按时毕业、教学工作难以展开等问题。线上授课的模式虽然一定程

度上达成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目标但也导致了课程体验感差这一问题的出现，而且

线上授课由于教师与学生无法面对面的交流，受网络波动影响大，同学之间交流受阻，课程演

示受到环境影响大，教学用具展示不便等因素的影响（徐姗姗，2020）。学生的线上课程体验

差对于知识的把握不精确，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也受到了影响进而影响了学业成绩（徐东波，

2020）。课堂上的学习体验对学生能力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众多研究表明，学生感知到的课

程体验具有令人满意、有凝聚力、目标清晰、有良好的课堂互动等特征时，学生自我报告的学

业成绩的评价都比较好（杨凌雁，2013）。 Choi and Rhee（2005）总结到高质量的教学、有意

义的课堂师生互动、学生的主动学习与积极参与课程论文写作等的课程辅助活动有利于学生通

用能力的提升，具体包括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分析问题能力、沟通技能与人际交往能力、高阶

mailto:95476188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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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等。郭建鹏（2013）也指出，良好的课程体验更有力地促进学生的学习投向高层次，提升

认知思维的收获。 

总之，高校在课程中不仅要强调知识的基础性、系统性和应用性，而且在教学过程中给予

学生关心与支持，鼓励学生主动学习并积极参与到课程活动中， 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业成绩的提

升（刘小强、蒋喜峰，2019）。 

关于研究对象的选取，2017 山东省 A 大学招生计划（2017）指出，2017 年招生人数比 

2016 年增加 15%左右，而大幅的扩招必然给大学生带来更大的学业成绩差异，因此本研究选取

山东省 A市唯一一所本科院校 A 大学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马爱平（2016）在研究中表明，不

仅仅是毕业生，其他各年级的学生 也会存在较高的就业压力，所以本研究将 A 大学的四个年

级都列为了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提出本论文的研究问题： 

A.探讨山东省 A市大学生不同年级性别在课程体验上的差异。 

B.探讨山东省 A市大学生不同年级性别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 

C.探讨山东省 A市大学生课程体验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2.文献综述 
2.1 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是通过 学业测验获得，经过一定教学或训练所学到，在一个比较明确且相对限定

范围内的学习效果，指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技能的发展达到教育要求的水平（郑日昌，1999） 

目前国内外基础教育中学业成绩的评定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各具特色与不足。国外较常采

用 GPA 作为学业成绩指标，反映了多学科的学习效果，是一种客观可靠的评估方法(Hariz & 

Asep，2017) 。国外 GPA考试基于实践表现考查学生的真实水平，如调查、论文等，更侧重学

生参与和提升、开放式创新等。但基于实践的测查易忽略某些知识点； 且有较多主观评定； 

也可能会造成学生之间缺乏学习竞争性（谢东宝，2009） 。 国内通常采用标准化的考试成绩来代

表学业成绩， 极大降低评分误差，是一种客观公平的评估方法 （杨洋，2009） 。 

大学生学业成绩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大学是否能顺利毕业，对今后求职也有重要影响。但

“学习”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郝建春，2005）。所以，对大学

生学业成绩的分析与研究，要兼顾影响学业成绩的各方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学业成绩既定为通过对前文文献梳理总结，本研究认为学业成绩是指

学生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和训练后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梁燕莹， 2020）。 

2.2 在线课程体验 

课程体验∶即课程资源及授课方式方面的因素，包括课程内容设计、课程结构设计、教师

讲授质量三个方面（胡靓菲，2018）。 

武法提（2014）将在线课程定义为“在线课程就是一种大多数或所有的内容都是在线进行

的课程，通常没有或极少的面对面教学”。2000 年，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委员会在

《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中定义在线课程是基于网络的，针对某门学科而实施教学

活动的总和（赵菁，2000）。 

本研究基于上述定义认为，在线课程是基于互联网技术支持和全新教与学关系下的针对某

门学科而开展的有计划学习的教学科目及其过程。其内容涵盖在线课程发展的各个阶段，包括

精品课程、精品开放课程、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以及 SPOC、微课程、MPOC 等创新

在线课程形式。 

田晓伟（2015）认为“在线教育服务产品是以社会产品形式存在的在线教育，它处于一定

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由教育机构运用社会资源依托现代技术进行生产和供给，其产品主要形式

有单双向资源共享产品、在线教育平台与工具、教育活动数字解决方案等”。 

可见，在线教育能够对学习者提供服务，本质上具有产品属性和服务属性。从教育学视角

看，用户体验具有过程性和动态性。张楚廷（2000）认为体验是在与一定经验的关联中发生的

情感融入与态度生成，它是包含认知在内的多种心理活动的综合，深度的体验需要有态度、情

感和认知共同的深度参与，教学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还是一个特殊的认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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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和体验过程， 教学不仅要使学生认识到，而且要让学生感受到、体验到。张华（1999）从价

值论角度分析，认为体验是意义的建构和价值的生成，是产生情感且生成意义的活动。 

可见，体验既是教育的目标，也是教育的方式和手段。Forlzzi and Battarbee 

(2014)将用户体验定义为“具有明确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一段经历，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所有使

用经历称为用户体验”，Olsson(2013) 指出用户体验分经历性体验和累积性体验两种，无不体现

了用户体验的过程性。同时，结合各种用户体验构成模型、用户体验影响因素等研究，可以判

断用户体验需要从多个角度评价，影响用户体验的因素也具有复杂性。 

2.3 背景变量与课程体验及学业成绩 

关于不同性别、年级课程体验上的差异问题，刘贤伟（2016）研究发现大学生课程体验在

年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即不同年级间学习者的课程学习的整体体验不存在显著差异。金欢

（2015）指出年级在主观幸福感上具有显著差异，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大学生略高于二年级和四

年级的学生；常思亮.（2019）指出课程体验在性别上存在差异。赵显通（2020）认为不同性

别在课程体验上不存在差异，原因是现如今，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大，女性已经作

为主体站在同男性平等的位置上，在学校的同等待遇授课中，性别之间不会存在显著差异；由

于目前对于不同性别、年级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研究结果不一致，所以本研究将此部分作为

研究内容进行讨论研究，并提出研究假设：  

H1：大学生背景变量在课程体验上存在差异。  

H1a：大学生不同性别在课程体验上存在差异。  

H1b：大学生不同年级在课程体验上存在差异。  

关于不同性别、年级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问题，唐建（2019）指出大学生就业压力在年级

上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大学生都面临着难度相对符合的考核对应着不同的阶段，这种学业成绩

的压力是都能感受到的。 朱丽蒙（2015）研究发现学业成绩大一与大二生、大三生存在显著差

异，其原因是所调查 学校大一年级基础课程较多，考核难度相对较低；陈武元（2020）指出女

生的学业成绩普遍比男生高，女生对于成绩的表现普遍较好。吉运（2012）指出不同性别在学

业成绩上不存在显著差异，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生基数在不断增加，男女学生的学习适应性

同处于同一水平其表现出来的学业成绩评定结果也相近，所以本研究将此部分作为研究内容进

行讨论研究，并提出研究假设：  

H2：大学生背景变量在学业成绩上存在差异。  

H2a：大学生不同性别在学业成绩上存在差异。  

H2b：大学生不同年级在学业成绩上存在差异。 

2.4在线课程体验与学业成绩的关系 

Frasel 对使用 9 种课程环境问卷(学习环境问卷、课程体验问卷、个性化课程体验问卷、我

的课堂问卷、高校课程体验问卷、教师互动问卷、科学实验室 环境问卷、建构主义学习环境调

查、课程中发生事件的问卷)的相关文献进行 了分析，结果表明，学生感知的学习环境对其学

业成绩产生重要的影响(Frasel，2013)。 

类似研究还有 Fast et al(2010)的学生感知的课程环境对自我效能感和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影

响。结果显示，那些认为课程环境更有爱心、更具挑战性的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更高，成绩也越

好。因此，可以认为课程环境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积极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学生感知到的课程体验具有令人满意、有凝聚力、目标清晰、有良好的课

堂互动等特征时，学生自我告的学习成果的评价都比较好。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合作与互动的

课程体验，学生报告出更多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余继，2018）。 

朱红(2010)的关于课堂投入度的研究中， 将做课堂笔记等行为称作课堂学习投入，课前预

习与课后自习等称作课外学习投入，结果表明学习投入度是其在大学生成长发展的最为关键的

因素。也就是说，课堂中对学生的相应要求，也能促进大学生成长与发展 

总之，高校在课程中不仅要强调知识的基础性、系统性和应用性，而且在教学过程中给予

学生关心与支持，鼓励学生主动学习并积极参与到课程活动中， 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成果的提

升(鲍威，2010)。 

因此，本研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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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良好的课堂环境对大学生学习成果存在正向影响。 

2.5 研究假设 

依据以上文献探讨提出本文研究假设： 

H1：大学生背景变量在课程体验上存在差异。  

H1a：大学生不同性别在课程体验上存在差异。  

H1b：大学生不同年级在课程体验上存在差异。  

H2：大学生背景变量在学业成绩上存在差异。  

H2a：大学生不同性别在学业成绩上存在差异。  

H2b：大学生不同年级在学业成绩上存在差异。 

H3：良好的课堂环境对大学生学习成果存在正向影响。 

 

3.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对山东省某高校大学生进行调查正式问卷预计回收 270 份，

发放 400 份，剔除无效问卷，实际问卷 270 份详情见表一： 

 

表一 样本情况（N=270） 

背景变量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31 48.5% 

女 139 51.5% 

 

年级 

大一 66 24.4% 

大二 76 28.1% 

大三 68 25.2% 

大四 60 22.2% 

资料来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3.2 问卷检验 

本研究研究工具为“课程体验量表”、“大学生学业成绩自评量表”。 

3.2.1 课程体验量表 

研究量表采用刘斌（2018）编制的《课程体验量表》，共14题，经过对资料的收集分析，

得出问卷的 Cronbach's α 值=0.965，表明课程体验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CMIN/DF=2.641,参考

值小于 3，此项达标；RMR=0.058，参考值小于 0.08，此项达标；RMSEA=0.053，小于参考值

0.08，此项达标；GFI=0.942，参考值大于 0.900，此项达标；AGFI=0.930，参考值大于 0.900，

此项达标；NFI=0.926，参考值大于 0.900，此项达标；IFI=0.963，参考值大于 0.900，此项达

标；TFI=0.956，参考值大于 0.900，此项达标；CFI=0.963，参考值大于 0.900，此项达标；综

上所述，说明模型配适度良好。平均变异数抽取量为 0.533；组合信度为 0.966，均达到标准，

故此说明问卷收敛效度较好。 

3.2.2 大学生学业成绩自评量表 

研究量表选用朱莲花（2019）编制的《大学生学业成绩自评量表》，共 12 题，经过对资

料的收集分析，得出问卷的 Cronbach's α 值=0.960，说明大学生学业成绩自评量表内部一致性

良好。CMIN/DF=2.879，参考值小于 3，此项达标；RMR=0.065，参考值小于 0.08，此项达标；

RMSEA=0.076，参考值小于 0.08，此项达标；GFI=0.773，参考值大于 0.900，此项不达标；

AGFIA=0.734，参考值大于 0.900，此项不达标；NFI=0.934，参考值大于 0.900，此项达标；

IFI=0.950，参考值大于 0.900，此项达标；TFI=0.935，参考值大于 0.900 此项达标；CFI=0.950，

参考值大于 0.900，此项达标；综上所述，说明模型配适度良好。平均变异数抽取量为 0.620，

组合信度为 0.955.均达到标准，故此说明问卷收敛效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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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果分析 
4.1 差异分析 

本研究为了了解不同的人口统计变量在课程体验，学业成绩上是否存在小猪差异分别以性

别、年龄作为引子，进行独立样本 t 检定与 ANOVA 单因子变异数鉴定进行差异分析。 

不同性别在课程体验、学业成绩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将以平均数、标准差与独立样本 t

检验加以分析。性别的两组设置分别为男生和女生，分析结果如表二所示，结果显示课程体验

p 值为 0.251，大于显著标准 0.05，所以此项不显著，说明现阶段研究对象中，课程体验在性别

上没有差异；学业成绩 p为 0.300，大于显著标准 0.05，所以此项不显著，说明现阶段研究对象

中，学业成绩在性别上差异。 

 

表二 不同性别在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变量 男生（131） 女（139） t 值 p 值 

M SD M SD  

课程体验 3.790 0.914 3.694 0.979 -1.162 0.251 

学业成绩 3.712 0.880 3.696 0.918 -2.230 0.300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不同年级在课程体验、学业成绩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将以平均数、标准差与加以

ANOVA 单因子变异数检定进行分析。年级分为四组设置分别为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分

析结果如表三所示，结果显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课程体验与学业成绩上对应的 p＞0.05，不

显著，代表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在课程体验与学业成绩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三 不同年级在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变量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p 

 M SD M SD M SD M SD  

课程体验 3.834 0.980 3.758 0.819 3.337 0.775 4.115 0.750 0.607 

学业成绩 2.622 0.857 3.720 0.881 3.549 0.757 3.909 0.956 0.70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相关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课程体验量表及大学生学业成绩自评量均采用李克特(LikertScale)五点尺度

衡量，通过对收集资料的分析得出。“课程体验”平均得分为 3.695，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学业成绩”平均得分为 3.750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为了解本研究大学生课程体验与学业成绩的具体相关性，对大学生与学业成绩进行相关分

析，分析结果如图四所示，结果说明：“课程体验”与“学业成绩”的相关系数为 0.000，p 值

小于参考值 0.001，故达显著，且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说明

“课程体验”与“学业成绩”存在显著相关。 

 

表四 相关性分析表 

变量 M SD 课程体验 学业成绩 

课程体验 3.695 0.995 1  

学业成绩 3.750 0.941 0.000*** 1 

注：1.*p＜0.05**p＜0.01***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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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回归分析 

此小节将验证大学生课程体验对于大学生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将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来进

行操作，研究结果如表五所示，结果显示，标准化回归系数 β=0.000，t=13.716，p 值小于参考

值 0.001，达到显著，说明课程体验可以显著影响学业成绩，说明假设成立。 

 

表五 回归分析表 

变量 学业成绩 

β t 

课程体验 0.000 13.716*** 

R² 0.798 

AdjR² 0.797 

F 470.228*** 

注：1.*,p<0.050;**,p<0.010;***,p<0.001.β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5.结论与讨论 
5.1 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在课程体验与大学生学业成绩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在课程体验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刘贤伟（2016）的研

究结果一直，这说明同性别大学生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受教育环境环境、所接受的教育基本

相同，生活内容较为简单，没有过多的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加之现代社会传统的性别观

念得到改观，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也相应地改变，所体验到的课程环境与男性没有差

异。 

不同年级在课程体验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赵显通（2020）的研究结果一直，这说

明现如今信息时代使得大学生有了多途径全面化的课程体验，其次，多样化的学校环境，充足

的网络资源共享，使得大学生课程体验有着良好的体验感，所以说不同的年级在课程体验感上

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性别在学业成绩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吉运（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

全面化的学科建设使得现如今的大学学业成绩评定是多元化的，也使得男女都能在学科中找到

适合自己的学科，也就使得不同性别在学业成绩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年级在学业成绩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结果与唐建（2019）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

当今环境下大学生基数在不断增加，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适应性同处于同一水平其表现出来的

学业成绩评定结果也相近，其面临的学业压力相近，所以不同年级学生在学业成绩上不存在显

著差异。 

5.2 课程体验与大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课程体验与大学生学业成绩呈现显著正相关，此结果与朱莲花（2019）的

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良好的课程体验有利于大学生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 

具体来说学生感知到的课程体验不只局限在师生互动也包含了生生互动以及学校、家庭和

社会资源等多个方面，学生感受到的体验感越好其获得更好的学业成绩。这需要充分的家庭和

院校支持。 

5.3 研究缺陷 

本研究样本数较少且只使用了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虽然具有可操作强等优点，局限

性也是不可忽视的（秦晓晴，2011）。今后可以采用更多的方法，如研究方法上也可采取定性

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开展研究，在运用问卷分析进行量化研究的同时，也可采用访谈法、田

野调查法、观察法等质性研究法，以了解学生的深度想法。 

由于时间与地点存在差异，同时在目标选取、样本选择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限制，

虽然本研究选区的样本能够一定程度上映射到山东省大学生母群体，但对于全国大学生来说还

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综上所述，希望未来研究能够继续补充、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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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elf Efficacy on Test Anxiety Of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in Xi'an——Social Support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Yanhao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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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medical students' self-efficacy on test 

anxiety, and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variable of social support. 

This study takes the students of three medical colleges in Xi'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obtains the analysis data through the sampling questionnaire. A total of 693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in this questionnaire, and 632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lf-efficacy, test anxiety, and social support among medical students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 changes. Self-efficac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est anxiety. 

Self-efficac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support, social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est anxiety, and social support has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self-

efficacy and test anxiety. 

 

Keywords: Medical Students; Self Efficacy; Test Anxiety; Social Support 

 

西安医学专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的影响 

——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 
赵延浩 

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1145092549@qq.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研究医学专业学生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的影响，并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进

行分析。本研究以西安三所医学院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问卷获得分析资料。本次问

卷一共发放问卷 693 份，回收问卷 632 份，不同背景变项下医学生自我效能感、考试焦虑、社

会支持存在显著差异。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自我效能感对社会支持有显著

影响，社会支持对考试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支持在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之间具

有中介效果。 

 

关键词: 医学生；自我效能感；考试焦虑；社会支持 
 

1.前言 
素质教育的今天，考试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苏娜、魏晓宇，2018）。考试焦虑作

为一种由考试引起的情绪障碍，是指应试情景引起的对个体任务成绩起促进或阻碍作用的情绪

反应（Albert，1960；李永慧，2019；汤舒俊，2018）。从中国当前的教育制度看，考试是学习

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李骐等人，2020）。大学生都希望在考场上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但是

有时考试的结果与自己的期望有很大的差距。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考试焦虑是一个重要

的因素（胡小勇等人，2018；李立，2019）。喻婵（2019）指出大学生作为应试教育下的部分

群体，同样面临着奖学金、评优、入党等竞争，且这些往往与考试成绩挂钩，因此也容易产生

考试焦虑这一心理问题。研究表明导致考试焦虑的原因各种各样，因人而异。比如有些学生是

因为学习动机过强、设定的目标过高而不满于自身的学习状态，导致试前焦虑（卢莉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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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雅萍、赵翊君，2018）。 

当前中国高校年年扩张，同时也加加注重素质教育，这使得毕业生的综合素质逐年增强，

同时毕业生年年增加。这使得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激励的竞争使得大学生的压力与日俱增。张

然和张婷(2018)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负面评价恐惧感对考试焦虑有正向预测作用。同时莫知兵、

王文英等 (1999)通过问卷统计研究发现获得社会支持更高的学生其考试焦虑水平越低。 

医学专业学生是大学生中比较特殊的群体之一，医学院校课程设置多、学习负担重、学习

压力大、竞争激烈，医学生的考试焦虑状况明显重于其它专业的大学生。（吕涛、冯现刚，

2014）相较于其他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医学专业的学生所面对的考试压力更大。卢锴锋等

（2016）以河北承德医学院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医学生考试焦虑普遍存在，而且不同

专业、不同年级学生考试焦虑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目前医学院校学生在校期间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课程与考试，他们的考试焦虑尤其突出，导

致医学生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尤其是临考前考试焦虑水平明显升高（张淋娜、左媛，2018）。

因此考试焦虑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易健，2018）。对大学生考试焦虑现象进行

正确认知和合理归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正确的矫正，这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健全人格的培

养具有积极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负相关，社会支持和考试焦虑也是负相关，同时自

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正相关。基于此，本研究拟研究医学专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的

影响，同时探讨社会支持在其中的支持作用。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本研究选择了第四军医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西安医学院的学生进行调研。西安的高校数量在全国城市高校数量

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而且这三所高校是西安最为知名的三所医学高校，其医学生

也最具代表性，因此选择选择以上三所高校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因为学校相对集中，数

据更加容易获得，二是该三所学校的学生的来自全国各地，能在调查中获得来全国各地学生的

数据，使得研究更加具有普适性（贾楠等人，2020）。 

1.1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是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研究西安医学专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的影

响，从而根据研究的结果给出降低考试焦虑、提升考试成绩的建议。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A.探讨西安医学专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的影响； 

B.探讨西安医学专业大学生社会支持对考试焦虑的影响； 

C.探讨西安医学专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对社会支持的影响； 

D. 探讨社会支持在西安医学专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的中介效果。 

1.2 研究问题 

根据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包括以下四个： 

A.西安医学专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的影响如何？ 

B.西安医学专业大学生社会支持对考试焦虑的影响如何？ 

C.西安医学专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对社会支持的影响如何？ 

D.社会支持在西安医学专业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是否存在中介作用？ 

 

2.文献综述 
2.1 自我效能感定义 

自我效能感这一概念由 Bandura（1977）提出，指人们对自己是否具备实现某一行为目标

的能力的主观判断与信心，当人确信自己有能力进行某一活动时，他就产生高度的“自我效能

感”，并会去进行那一活动。因此，自我效能感对行为的影响有类似于动机的作用。自我效能

感有以下功能：决定选择活动的内容和活动坚持性、影响对活动的态度、影响新行为的获得和

己习得行为的表现、影响活动时的情绪。喻婵（2019）指出自我效能是在学习活动中，个体对

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习任务的评估和对自己进行具体学习活动的能力的预测。 

综上所述，从目前各学者对自我效能感的定义看，虽然在概念界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

是普遍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的预测。当个体确信自身具有完成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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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就有了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并会采取进行动尽可能的完成任务。反之当个体认为自身不

具备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水平就较低。而回顾到学生身上，以考试为例，

其自我效能感是指自身对取得考试成功的能力的自信程度。 

2.2 考试焦虑定义 

对于考试焦虑一词，国内外学者都进行过相应的研究，但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我国

学者郑日昌(1990)认为考试焦虑是个体在特定的应试情境下，由于受到自身认知评价和个人特

质等因素的影响，产生的一种担忧为特征，行为上会出现防御或逃避的心理状态。吕勇(1998)

等人认为考试焦虑就是个体由考试情境激发出一种担忧的心理状态。张大均(2004)将考试焦虑

定义为一种交织着紧张、焦急和恐惧等情绪的情绪状态。田宝(2001)则认为考试焦虑是一种复

杂情绪体验，这种情绪体验是在生理唤醒、认知反应和典型行为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考试焦虑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考试焦虑已经成为了广大考生的

“心病”它是考生对考试成绩担忧所导致的生理与心理的变化状态，是在特定的应试场景的激

发下，通过不同的情绪性反应如担忧、紧张、恐慌所表现出的一种复杂心理状态。一种在认知

上消极评价，情绪上担忧，意志和行为上出现消退或逃避的综合性反应。  

2.3 社会支持定义 

根据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三个方面对社会支持的概念进行定义。 

一是从社会互动关系来界定，Pearlin（1981）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与个体之间，或个体与

团体之间的依存关系。Edvina（1990）认为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密切联系

存在于家庭内与家庭外，也包括各种正式的与非正式的支持或帮助，它们客观存在并能被感知。

因此，社会支持不仅仅是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它在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社会交换，是人与人之间

的一种社会互动关系。     

二是根据社会行为性质来定义，Sarason（1983）认为社会支持是一种能够促进扶持、帮助

或支撑事物的行为或过程，是个体对他人社会需要的反应；Malecki（2002）认为社会支持是

来自于他人一般性或特定性的支持性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性以使其避免不

利环境的伤害；陈成文等（2000）将其定义为“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

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 

三是从社会资源作用角度来界定，李强（1998）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

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还有的学者认为

社会支持是对个人处理紧张事件的一种潜在资源，是通过社会关系，个体与他人或群体间所互

换的社会资源，社会支持包括施者与受者两个有意识的个体之间的资源的交换。 

2.4 自我效能与考试焦虑 

陈莹莹（2015）在探究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的关系中，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得出不

同性别下的学生的考试焦虑和自我效能感存在差异，同时自我效能感越高的学生考试焦虑越小，

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谢春艳（2018）在研究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的关系中，分析

得到性别、生源地对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没有影响不，同时不同年级的学生的自我

效能感不同，但是开始焦虑存在差异，通常一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的考试焦虑水平较高。同时研

究表明医学生自我效能感越高，其考试焦虑越低。张瑜（2017）认为相比之下，医学生的考试

压力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大，因此更容易产生考试焦虑，并重点分析了医学生自我效能感与考

试焦虑的关系，研究表明医学生性别、年级对考试焦虑都有影响，生源地对医学生考试焦虑没

有影响。同时性别、年级对医学生考试焦虑和自我效能感没有影响，而生源地对自我效能感有

影响，而且农村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低于城市的学生。同时医学生自我效能感越高，考试焦虑越

低，因此医学院校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对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培养和提升。 

通过以上研究综述通过以上研究综述，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有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提

出研究假设： 

H1：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有显著影响。 

2.5 考试焦虑与社会支持 

贾辰（2015）在研究研究医学生社会中支持和考试焦虑的关系中，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得出

医学生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与考试焦虑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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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余蔚蔷（2017）研究认为在中国的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存在考试焦虑是非常常见的。并

研究得出女学生的考试焦虑水平要高于男性同学。此外研究还发现获得社会支持越高的学生其

考试焦虑水平越低。党红、徐梦堃（2016）以法考为例，研究了法考学生的考试焦虑情况和获

得社会支持情况，研究发现女性考生获得的社会支持高于男性考生，同时研究发现考生获得社

会支持越大，其考试焦虑水平越低，其考试成绩更加理想。因此提出为了提升考生的司考通过

率，学校、家长、社会应该给予考生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通过以上研究综述，社会支持对考试焦虑有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2：社会支持对考试焦虑有显著影响。 

2.6 自我效能与社会支持 

方翰青、谭明（2014）重点研究了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的关系，通过差异性分析得出学

生性别哈生源地的差异不会导致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差异，但是发现不同年级的学生的自我效能

感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别。此外回归结果发现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获得社会支持要显著高于低自

我效能感的学生。张玲玲（2020）对超过三千名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进行统计，发现

男生的自我效能感要高于女生，但是女生获得社会支持高于男生。同时研究还发现自我效能感

高的学生获得社会支持也较高。赵飞飞等人（2020）在研究如何降低学习倦怠中发现学生自我

效能感的提升和社会支持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学生学习倦怠，同时还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也会使得学生社会支持的增加，进而消除学生学习中的负面情绪，使得学习更加主动和积极，

学习效率得以提升。 

通过以上研究综述，自我效能感对社会支持有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3：自我效能感对社会支持有显著影响。 

2.7 社会支持在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中产生中介效应的研究 

徐旭东、时彩（2009）重点研究了医学生的考试焦虑情况，研究表明当医学生自我效能感

越高，其考试时产生焦虑发的可能性越小。同时医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增加，其考试考试焦虑

会降低，并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在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中存在中介作用。基于此他们认

为提升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在短期内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提升社会支持比较容易达到，因此短

期内可以从给出医学生更多的社会支持角度出发降低考试焦虑。尹风雪（2017）对研究生的考

试焦虑进行了研究，通过问卷统计获得样本资料，并回归分析得出高自我效能感的研究生的考

试焦虑水平较低，同时研究生获得社会支持的增加会降低考试焦虑，并进一步发现社会支持在

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中具有中介作用。因此他认为在降低研究生考试焦虑中提升其自我效能

感固然是有效的，但是同时还需要给出研究生更多的支持。崔月（2017）以商丘市医学生为例

研究了考试焦虑的影响因素，他通过问卷获得考试焦虑量表（TAI）、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的数据，然后采用回归分析得出自我效能感与社会支持

的情况能有效预测考试焦虑，其中社会支持起着中介作用。 

通过以上研究综述，社会支持在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中具有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设: 

H4：社会支持在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2.8 研究假设 

H1：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具有显著影响； 

H2：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影响； 

H3：社会支持对医学生考试焦虑具有显著影响； 

H4：社会支持在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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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设计 
3.1 研究框架图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是以西安三所医学高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的影

响。之所以选择这三所院校，原因有二。一是这三所高校是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医学高校；二是

西安的高等院校在全国城市排名第三，对西安高校的研究在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本节主要是

对收集的有效问卷的基本资料进行统计，本次问卷一共发放问卷 693 份，回收问卷 632 份，经

过整理剔除问卷填写有误和信息不全的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 614份，问卷有效率 97.15%。本

文基本资料分析主要包括本科生的性别、生源地、在读年级、学校、家庭月收入进行统计。并

得到如下的结果。 

 

表 3-1 基本资料分析 

项目 属性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43 55.86% 

女 271 44.14% 

生源地 
农村 236 38.44% 

城市 378 61.56% 

在读年级 

本科一年级 146 23.78% 

本科二年级 139 22.64% 

本科三年级 127 20.68% 

本科四年级 138 22.48% 

本科五年级 64 10.42% 

学校 

第四军医大学   318 51.79%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 132 21.50% 

西安医学院 164 26.71% 

家庭月收入 

5000 元以下 47 7.65% 

5001—10000 元 252 41.04% 

10001—20000 元 176 28.66% 

20001—30000 元 105 17.10% 

30000 元以上 34 5.54%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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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我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中自我效能感量表参考 Schwarzcr（1981）的研究，该量表一共 10 个项目。计分的

方法使用的是Liken四点记分。完全“不正确”计 1分，“有点正确”选项计 2分，“多数正确”

选项计 3 分，“完全正确”选项计 4 分。该量表的总分最低为 10 分，最高为 40 分。结果采用量

表均分表示，得分超过 2 分表明具有较好的自我效能感。其 Cronbach’s α 值为 0.92，具有较好

的信度。 

3.4 考试焦虑量表 

本研究参考 Spierlberger et al.（1980）研究得出的考试焦虑调查表 TAI（Test Anxiety 

Inventory），该量表总共有 20 个题目，量表采用李克特四分法，从不计 1 分；有时计 2 分；经

常计 3分；总是计 4分。索文龙（2015）经过问卷统计得出 Cronbach α值为 0.922，证实了该问

卷的信度。 

3.5 社会支持量表 

本研究参考国肖水源（1986）研究得到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

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量表一共 10 个题项，第 1-4、9、10 题：每只选 1 项，选择

1、2、3、4 项分别计 1、2、3、4 分；第 5 题分 A、B、C、D 四项计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

持分别计 1-4分；第 6、7题如回答“无任何来源”则计 0分，回答“下列来源”者，几个来源

就计几分；第 8 题选择 1、2、3 项分别计 0、2、4 分。其中客观支持分：2、6、7 条评分之和；

主观支持分: 1、3、4、5 条评分之和；对支持的利用度：第 8、9、10 条；总得分和各分量表得

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程度越好。一般认为总分小于 20 表示获得社会支持较少，20-30 分表示

具有一般社会支持，30-40 分表示具有较满意的社会支持度。同时问卷统计得出该量表的信度为

0.92。 

 

4.结果分析 
4.1 自我效能感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平均和标准差来表示医学生自我效能感的高低。打分越高表示其自我效能感越

高。经过统计结果如表 4-2 所示。可以看出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均值为 2.371，标准差为 0.613，

由于采用 4 分量表法，当分值大于 2 时，表示自我效能感较好，因此可以看出西安医学生拥有

较好的自我效能感。 

 

    表 4-1 自我效能感描述性统计分析 

项目 题数 M SD 

自我效能感 10 2.371 .613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考试焦虑现状分析 

本研究采用平均、标准差以及总分来表示医学生考试焦虑的大小。得分越高表示其考试焦

虑越高。经过统计结果如表 4-3 所示。可以看出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均值为 2.513，标准差为

0.437，其总分为 50.264。根据 Spielberger（1970）的研究当总分大于 50 时，则表示学生的考

试焦虑偏高。因此统计显示当前西安医学生的考试焦虑偏高。 

 

表 4-2 考试焦虑描述性统计分析 

项目 题数 M SD 总分 

考试焦虑感 20 2.513 .437 50.264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社会支持分析 

为了保障研究结果的可信，本文对收集的问卷的信度进行分析，具体分析自我效能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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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焦虑量表、社会支持量表的信度，结果如表 4-5 所示。其中自我效能感量表 Cronbach’s 

α值为 0.874；考试焦虑量表 Cronbach’s α值为 0.861；社会支持量表 Cronbach’s α值为

0.842。因此三个量表都具有较好的信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表 4-3 社会支持描述性统计分析 

项目 题数 M SD 总分 

社会支持 10 2.237 .528 22.06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4 信度分析 

为了保障研究结果的可信，本文对收集的问卷的信度进行分析，具体分析自我效能感量表、

考试焦虑量表、社会支持量表的信度，结果如表 4-5 所示。其中自我效能感量表 Cronbach’s 

α值为 0.874；考试焦虑量表 Cronbach’s α值为 0.861；社会支持量表 Cronbach’s α值为

0.842。因此三个量表都具有较好的信度，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表 4-4 信度分析 

量表 Cronbach’s α值 

自我效能感量表 0.874 

考试焦虑量表 0.861 

社会支持量表 0.842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结论及建议 
5.1 验证研究假设 

本研究一共提出了 4个假设。对于假设 H1：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具有显著影响。

回归分析表明，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假设 H2 成立。 

对于假设 H2：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影响。回归分析表明，自我效能感

对社会支持有显著影响，因此假设 H3 成立。 

对于假设 H3：社会支持对医学生考试焦虑具有显著影响。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对考

试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假设 H4 成立。 

对于假设 H4：社会支持在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之间具有中介效果。回归分析表

明社会支持具有中介效应。 

 

表 5.1 研究假设验证 

研究假设 是否成立 

H1：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具有显著影响 成立 

H2：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影响 成立 

H3：社会支持对医学生考试焦虑具有显著影响 成立 

H4：社会支持在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之间具有中介效果 部分成立 

 

5.2 研究建议与结论 

本节通过对前文研究结果的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给出提升医学生自我效能感和降低考试

焦虑的建议。 

1. 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看，目前西安医学生的拥有较好的自我效能感，但是考试焦虑水

平较高，此外学生的获得社会支持一般。因此需要降低学生的考试焦虑水平，同时重视对社会

支持的提升。 

2. 从差异性分析看，不同性别的学生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存在差异，这和陈莹莹（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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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相一致，而且男性的自我效能感高于女性，女性的考试焦虑高于男性，因此要重点注意

对女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以及考试焦虑的降低。 

3.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自我效能感越高，考试焦虑越低，这和陈莹莹（2015）、谢春艳

（2018）、张瑜等人（2017）的研究保持一致，因此针对医学生考试焦虑较高的问题，学校在

教育上可以试图通过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的方式降低，具体来讲，教师应该给予更多鼓励性

的评价，调整学生的心理情绪，激励学生参加更多的社会活动、丰富学生的经历来提升自我效

能感。 

4.在而在中介分析上，社会支持在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这和徐旭

东和时彩（2009）、尹风雪（2017）、崔月（2017）等人的研究相一致。这说明在降低学生的考

试焦虑上，学校、家庭和社会需要共同发力，尽可能的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同时给予更多

的支持，如此学生的考试焦虑将很大程度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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